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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立国于世界，就必须了解这个世界；而要了解这个世界，就必须从学习世界历史入手。
我国近代启蒙思想家龚自珍有言：“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欲求中华之振兴，不能没有历史知识。在当前这个改革开放的时代，我们要面向世界，建设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执行正确的方针政策，明辨是非，世界史的学习尤其重要！
自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在世界史研究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世界史工作者的队伍不断扩大，世界史方面的著作和翻译作品日益增多，成绩是显著的。但比较说来，世界史这门学科在我国还相当薄弱。无论在提高的方面还是普及的方面，我们都还做得很不够。
历史理应成为公民教育的基础课。历史书除了科学性、思想性等方面的基本要求以外，还应当文情并茂，便于普及。但目前我国知识界有很多人反映：时下的一些历史书难读，世界史方面的书尤其难读，广大读者深以为苦。这种情况，不利于历史知识的普及，不利于我国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
著者不才，久拟撰写一部既有一定科学水平而又通俗易懂的世界史著作。然而兹事体大，深愧力不从心。这部《世界文明史纲要》，是在我历年来在大专院校历史系授课讲义的基础上整理编纂而成。全书分三卷：第一卷为古代部分；第二卷为中古部分；第三卷为近代部分。始自远古，止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近年以来，西方学者提倡用整体观点来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多称其通史著作为文明史。本书题名为《世界文明史纲要》，也是这个意思。当然，文明（civilization）一词有许多不同的解释。但一般说来，文明系对野蛮而言，它的涵义比文化（culture）要来得广。文明是指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所达到的一种状态，它包括人类古往今来所积累起来的一切有用的知识。文明史是把人类社会历史当作一个发展、进步的过程来观察，检阅人类社会在其历史发展进程中所积累起来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校其总成绩，总结经验教训，俾今人有所借鉴，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著者是试图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具体过程作一综合的叙述，说明我们当前这个世界是怎样发展过来的。盖亦欲探究人类历史演进之迹，通古今之变，明当世之务，用以教育自己，嘉惠方来。
本书所异于其他世界史教材的地方，就在它比较重视文化史：除了着重叙述那些“事关军国、理涉兴亡”的大事以外，还用适当篇幅来叙述科技、医药、宗教、哲学、文学、史学、地理、建筑、艺术等方面的历史创获。区区之意，在打开人类的知识宝库，展示人类创造力的伟大，以增强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信心和力量。
这部《世界文明史纲要》近代部分专门讲述世界近代史。世界近代史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17世纪中叶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直到19世纪60年代之末，这是资本主义在欧洲和美洲各先进国家中胜利和确立的时期；第二个时期是从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在第一个时期之内，17世纪中叶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1776年美国的建立，18世纪末叶的法国大革命，奠定了资本主义在欧美先进国家内的统治地位。当时资产阶级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它依靠着人民群众的力量向封建制度作革命的冲击。在经济方面，那由工业革命所开始的资本主义大制造业，正由英国广布到欧洲大陆各国和北美洲。使用机器来进行生产的大工厂，远涉重洋的汽船，速度和载重量都大大增加了的火车，迅速地改变着全世界的面貌。
近代史初期的主要内容，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运动，其中包括资产阶级的民族统一运动。18世纪末叶的法国大革命，是具有欧洲规模的资产阶级革命，它猛烈地清除了西欧各地的封建藩篱，为资本主义的发展铺平了道路。意大利的民族统一运动，德意志的民族统一运动，美国的南北战争，俄国在1861年废除农奴制，日本的明治维新，这一系列的事件在历史上都标志着巨大的进步。
然而，就是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进程中，无产阶级逐渐由一个自在的阶级转变为一个自为的阶级，开始为实现本身的历史任务而斗争。
1871—1914年，是近代史的第二个时期。这时，原先那种以个别企业家自由竞争为基础的资本主义逐渐发展为高度垄断性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具有了新的特征。
著者是从中国来看世界，用中国人的观点来写世界文明史。综观史乘，中国文明源远流长，从古到今一直发展了下来，从未中断，而且在历史上有个很长的时期是走在世界文明的前列，蔚为东亚文明中心，对周边国家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这在世界各国中几乎是独一无二的。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居世界之半，讲世界文明史，当然离不开中国。但目前在我国的课程设置中，中国史和世界史分为两个专业。本书有其课程范围的限制，因此著者除了仅将中国与其他国家交通往来、文化交流的事迹加以叙述以外，就没有独辟章节来专讲中国文明史。
外国专门名词的译名，目前在我国尚难做到完全统一。本书中所出现的专门名词，凡属约定俗成、沿用已久者，均从其通译；有些则是根据名从主人的原则，另铸新词。在本书中，译名是前后一致的。凡属重要的专名，均于其第一次出现或紧要处加注外文，以便读者查考。
著者撰写此书，不敢有名山传世之想，只是准备给莘莘学子和广大世界史读者提供一部简明扼要的世界史著作。不当之处，敬希读者多多指教。
郭圣铭



第一章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
一、革命前夕英国的经济和政治，议会与斯图亚特王朝之间的斗争
世界近代历史的序幕，是由17世纪中期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揭开的。
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最初是在英国取得优势的。远在14世纪之末，英国的农奴制就已经开始消失，代之而起的是佃农制、租赁制和雇佣劳动制。15世纪末期新航路的开辟和新大陆的发现，大大地促进了欧洲人的商业活动和殖民活动，因而也就急剧地刺激了资本主义因素的成长。英国殖民者步着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兰人的后尘，用海盗、走私、贩卖奴隶、屠杀土著人民等手段从世界各地掠夺了大量的财富。在16世纪与17世纪之交，英国的贵族和商人相继成立了对俄国进行贸易的莫斯科公司、对印度和其他东方国家进行掠夺的东印度公司以及开发北美洲殖民地的各种特许公司。当时英国的首都伦敦（图1-1）已经成为一个工商业奢华的、拥有约30万居民的大都市，并且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商港之一。

图1-1　17世纪初期的伦敦和泰晤士河
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从中世纪的农奴中间产生了初期城市的自由居民，从这个市民等级中间发育了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美洲以及环绕非洲航路的发现，给兴起着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工具以及一般商品的增加，给予了商业、航海事业和工业一种空前未有的刺激，因而也就使崩毁着的封建社会里所产生的革命元素迅速地发展起来。”（《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1954年莫斯科中文版，第9-10页）
英国之所以在资本主义的发展方面走在世界各国的前列，是因为它的资本主义经营方式是深入到农业中的。在14世纪中期即已开始的圈地运动，到了近代初期进行得更为激烈，成为原始积累的重要方式之一。这时英国贵族里面有一部分所谓富于进取心的人，改用资本主义方式来经营他们的庄园。他们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将农田或荒地圈起来养羊，或种植经济作物，并且开设手工作坊。这些从贵族阶级里面分化出来的分子被称为新贵族，他们的生存条件与那些专靠地租来过活的旧贵族迥然不同，而与资产阶级却是一致的。
不过，英国的经济发展并不平衡，在个别的地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17世纪中期，英格兰的东南部已经出现了用先进耕作方法来经营的农业和相当庞大的手工业作坊，商业和航海业也在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已经占有优势。然而，英格兰的西部和北部，以及整个苏格兰，却仍旧是封建势力占统治地位的落后区域，那里只有农业和畜牧业，工商业甚为幼稚，至于爱尔兰，那只是英国的殖民地，有很大一部分爱尔兰人是英国地主贵族的佃农。他们仍用落后的方法耕种着土地，遭受着苛酷的剥削——这样复杂的经济情况，就决定了英国的阶级关系是错综复杂的，也就决定了英国革命的长期性和复杂性。
在革命前夕，英国社会逐渐形成了两个阵营：一方面是那些一向拥有特权的封建贵族，他们主张保存旧有的封建秩序；另一方面是新兴的资产阶级、新贵族、城市平民、手工业者和自由农民，他们要求革命。这两个阵营之间的冲突日益激烈，而那自宗教改革以来的英国在宗教问题上的纷争，更使这种冲突趋于尖锐化。结果，英国各阶层的人就在宗教问题的外衣下，展开了长期的、复杂的斗争。
我们必须回顾一下英国政治发展的情况。不列颠岛上的英格兰和苏格兰原为两个独立的王国，分别由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统治。1603年，英格兰都铎王朝的伊丽莎白女王死后无嗣，由苏格兰斯图亚特王朝的詹姆士六世以表亲的身份入承大统，改称詹姆士一世（James I）。于是，英格兰与苏格兰便共戴一君。不过当时这两个王国还各有它本邦的议会，各有它本邦的制度，尚未完全合并。
詹姆士一世（图1-2）以苏格兰斯图亚特王朝的君主而继承英格兰的王位，他与英格兰人格格不入，迅即发生龃龉。詹姆士一世是个愚暗而又多言的人，他坚持君权神授说，认为上帝立君以统治万民，君主只在良心上对上帝负责，而绝对不能受人民或议会的约束。如果人民要限制君主的权力，那便是乱臣贼子、大逆不道的行为。他常常爱说这样两句拉丁文的口头禅：“上帝创造了君主，君主创造了法律”，人民惟有俯首帖耳地遵命而已。不过，英国人民却早就享有某些宪法上的权利，便起来反对这种君权神授的谬论。远在1215年，英国的诸侯、贵族和高级僧侣就以武力要挟，强迫国王约翰承认了《大宪章》（Magna Carta）。《大宪章》虽然是一个封建时代的约法，然而它的存在，却经常使英国人回想到他们的祖先曾经对专制君主进行过反抗，曾经用斗争的方式逼使国王让步。而《大宪章》中的某些条文，如规定国王若不得到议会的同意就不能征收额外的捐税，规定国王不得徇情枉法，等等，实为君主立宪制的嚆矢。英国是议会制之母，自13世纪末叶以来，英国议会即分为众议院（也称议会下院）与贵族院（也称议会上院），成为两院制的代议机关。从15世纪起，英国在习惯上就规定：凡是关于财政的法案，必须先由众议院讨论通过，经贵族院核准，然后由国王签署执行。控制着财政权，这一点极为重要，它是英国议会手中最强有力的武器。这时，英国新兴的资产阶级和一部分的贵族就利用这个法宝，来反抗斯图亚特王朝的专制统治。

图1-2　詹姆士一世
当伊丽莎白女王在位时，她曾经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在内政上对各派新教徒都比较宽容，在外交上则专门打击西班牙。可是，詹姆士一世却反其道而行，他在内政方面强调英国国教的正统地位，严厉镇压其他的新教徒；在外交方面则企图与当时英国商业上最大的劲敌西班牙联合。他这两项政策都激起了人民的义愤。
英国人民反抗封建专制主义的斗争表现为清教徒运动。原先在宗教改革之后，英国存在着3个主要的教派，英国国教、天主教和加尔文派的长老会教。之后，从英国国教和长老会教里面又分化出一些激进分子，他们被称为清教徒（Puritans）。当詹姆士一世在位时，清教徒一词还没有什么十分肯定的意义，而系泛指那些各种不同的在宗教上要求改革的人。清教徒的左翼是英国国教中倾向于改革的一派，他们反对英国国教中所保留下来的那些天主教的仪式，主张在礼拜、服装、言语和生活态度各方面都保持一种端庄肃穆的精神，并且要求在英国国教之外另行成立一个独立的教会，所以被称为独立派（Independents）。清教徒的右翼是一部分长老会教的信徒，他们企图取消英国国教的正统地位而代之以长老会教。此外，清教徒里面还包括许多主张信仰自由的激进人士。
在政党尚未形成的时候，宗教上的派别在一定程度上就起到了政党的作用。清教徒多为新兴资产阶级分子、新贵族、手工业者和自由农民。他们用宗教信仰作为政治斗争的旗帜。
1625年，詹姆士一世在人民的诅咒中去世，其子查理一世（Charles I）即位。这斯图亚特王朝在英国的第二代君主，是一个狡黠善变而又阴险狠毒的人。他最初尚与议会和人民保持着相当和睦的关系，但不久就显露出专制暴君的真面目。他不但不改变其父所施行的暴政，反而变本加厉地坚持君权神授说。在拒绝通过增税法案时，查理一世便用卖官鬻爵、强迫捐献、出售专利权等非法手段来聚敛钱财。有些贵族和资本家拒绝贷款给他，他便把那些人投入监狱，于是英国人民的义愤便无法抑制了，他们要求限制国王的权力。
1628年，英国议会向查理一世（图1-3）提出了一项法案，叫作《权利请愿书》（Petition of Rights），其中主要的内容是：（1）国王若不得到议会的同意，不得向人民增税或摊派公债；（2）军队不得住入民房；（3）国王在平时不得施用军事法令；（4）非依照法律手续，国王不得拘捕或处罚任何臣民，当时查理一世急于要议会允许他增税，便不得不在这项法案上签了字。在英国历史上，1628年的《权利请愿书》实比1215年的《大宪章》更为重要，它保障了人民某些基本的权利。

图1-3　查理一世
在《权利请愿书》成为法案以后，国王与议会之间的龃龉并未稍减。相反，查理一世仍旧专制自为，而议会则代表人民的意志要求限制王权，冲突已经不是寻常的舌辩所能解决的了，1629年，查理一世蛮暴地解散了议会。在此后的11年中，他就完全不受任何宪法上的约束，实行个人独裁。他任用佞臣斯特拉福伯爵（1st Earl of Strafford），对政治上的异己分子进行毒怨报复。他擢拔英国国教的高级僧侣威廉·劳德（William Laud）为大主教，一方面放宽对于天主教的禁令；另一方面却加紧对于清教徒的迫害。查理一世利用高级法院（Court of High Commission）、星室法庭（Court of Star Chamber）等特务性的司法机关，用严刑峻法来处置政治和宗教上的反对者。
在詹姆士一世和查理一世的暴政下，有许多英国人因为要避免迫害，便离乡背井，移民到海外去谋生。其中有一部分定居在北美洲，开辟了英国人在北美洲的殖民地，单在1628—1640年那12年间，从英国移往北美洲新英格兰的清教徒为数就达2万人。
英国社会内部阶级矛盾的激化，必然要导致革命。查理一世专制统治最严厉的时期，也就是英国革命酝酿成熟的时期，到了1642年，那郁积在英国人民胸中的义愤便爆发为革命战争了。



二、革命战争的爆发，查理一世的就刑
在社会发展史上有一条基本的、贯穿在所有社会经济形态中的规律，即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于生产力的性质和水平，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已经在英国的某些地区发展得相当成熟，它要求突破束缚着它的封建制的外壳。关于资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资产阶级所靠着形成起来的生产和交换工具，是在封建社会里面造成的。当这种生产和交换工具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封建社会的生产和交换在其中进行的那种关系，封建制的农业和工业组织，一句话，封建的所有制关系，就不复适合于业已发展的生产力了。这种关系已不是促进生产而是阻碍着生产。它们已变成了束缚生产的桎梏。它们不免要被打破，而它们果然被打破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1954年莫斯科中文版，第13-14页）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形势，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结成联盟，依靠小市民、手工业者和自由农民的力量，向斯图亚特王朝的专制君主、封建贵族以及居于统治地位的教会作革命的冲击。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导火线，是苏格兰人的起义。原来，苏格兰的封建贵族想维持固有的特权，而苏格兰的资产阶级也惟恐英格兰的资产阶级会来抢夺苏格兰的经济利益，于是他们就在长老会教的外衣之下，要求享有高度的自治权。查理一世要扩张王权，他强迫苏格兰人放弃长老会教而改信英国国教。企图借此来加强对于苏格兰的统治。这种高压政策，当然激起了苏格兰人的反抗。1638年，苏格兰的长老会教徒联合一致，宣言誓死要保卫他们的自治权和宗教信仰。他们赶走了查理一世所任命在苏格兰的英国国教的僧侣，掀起了武装斗争，苏格兰人击败了查理一世所派去镇压他们的军队，并且约有2万名苏格兰人的武装部队冲进英格兰的北部。
查理一世为了募集军队来镇压苏格兰人的起义，又伸手向人民要钱。1640年4月，查理一世召集那停闭了11年的议会。然而，这一届议会的议员大部分都是反对君主专制的，他们不支持国王对苏格兰人的战争，而要求国王必须首先废除历来所行的暴政，然后才可以商议其他的问题。议会与国王争持不下，结果只开了3星期的会就又被查理一世强迫解散了。这一届议会因为存在的时期甚短，所以在历史上被称为短期议会。
然而，苏格兰人陈兵英格兰境内，这种紧急的军事形势逼着国王必须向人民让步。查理一世迫于财政困难，复于1640年11月重新召集议会。这一届议会从1640年一直延续到1653年，为时达13年之久，所以在历史上被称为长期议会。
当长期议会开幕之际，英国各地的人民已经风起云涌，纷纷发动反封建的斗争。在长期议会的众议院中有几个杰出的资产阶级代言人，其中最露头角的是约翰·毕姆（John Pym）、约翰·汉普顿（John Hampden）和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这些资产阶级的领袖人物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并且利用国王的每一个弱点来争取民主权利。他们公开主张：众议院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可以不顾贵族院和国王的意志而决定政策。议会首先是清君侧，逮捕了查理一世的佞臣斯特拉福伯爵和大主教威廉·劳德，并废除高级法院和星室法庭等迫害人民的机构。1641年5月，议会通过了划时代的《三年制法案》（Triennial Act），规定：如果国王隔3年不召集议会，那么议会就有权自行召开，不必得到国王同意。这样，就把国王可以停开议会或解散议会的特权根本取消了。
1641年5月，议会组织了特别法庭，把助纣为虐的斯特拉福伯爵判处死刑，枭首示众。后来在1645年，大主教威廉·劳德也被送上了断头台。
1641年12月，议会的众议院向查理一世提出了《大抗议书》（The Grand Remonstrance），列举204项事实，详述人民在暴政统治下所遭受的种种痛苦，要求改革，接着又把《大抗议书》印刷出来，散布到民间去。人民群众的政治积极性无比昂扬，推动着议会前进。而爱尔兰人则揭竿而起，爆发了反英的民族起义。
国王与议会之间积不相能，终于要诉诸武力了。1642年1月4日，查理一世亲自率领数百名近卫军，气势汹汹地冲入议会众议院要拘捕约翰·毕姆、约翰·汉普顿等5位最激进的议员。然而，那5位议员却早已事先闻讯逃往伦敦市议会，靠着许多市民和海军士兵的庇护躲过了这场灾难。而这时约有5000名伦敦近郊的中小地主和农民手执武器涌入了市区，作为议会的后盾。查理一世在议会中扑了一场空，结果在群众的哄笑和怒骂中悻悻退出。经过这次的冲突，国王与议会便最后决裂了。接着，查理一世看到伦敦的政治氛围不利于己，便离开了首都而到英格兰北部的约克郡去，准备在那里纠集力量来使议会屈服。于是议会便直接向人民发出呼吁，要求募集军队以保卫议会。1642年7月，议会组成了自己的武装，起初约有步兵2万人，骑兵4000人。而查理一世则在诺丁汉（Nottingham）地方竖起了王室的军旗，搜罗那些忠于王室的人来镇压议会和人民。
这时英国已经分裂为两个敌对的，各自拥有武装力量的集团：一为拥护国王的，其中多为封建贵族、英国国教的上层分子、天主教徒以及一部分被胁迫的农民；一为拥护议会的，其中绝大部分是新兴资产阶级、新贵族、商人、手工业者和自由农民，他们多为清教徒。王党大部分是贵族骑士，他们穿着华丽的服装，戴着垂长而又鬈曲的假发（图1-4），所以被称为骑士党（Cavaliers）；议会党多系来自民间，他们衣饰比较朴素，头发剪得很短，所以诨名为圆颅党（Roundhead）。1642年8月，骑士党与圆颅党之间爆发了内战。

图1-4　典型的骑士党
在战争的最初阶段，那训练有素的王党军队曾屡屡击败那仓促组成的议会党军队。然而不久，形势就倒转了过来。议会党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逐渐转败为胜。这时在议会党中涌现出一个杰出的军事将领，那便是威名赫赫的克伦威尔。
奥利弗·克伦威尔（图1-5）原为乡村里的一个中小地主，他在宗教信仰上属于清教徒中最激烈的一派——独立派，反对斯图亚特王朝的专制统治和英国国教的正统地位。在1640年所召集的长期议会中，克伦威尔迅即以众议院中激进派的领袖而受到世人的注意。他身着一套乡下缝工所裁制的朴质的服装，说话的音调尖锐而不悦耳。可是，他那坚定有力的神情和他那洞识机先的见解，却使同伙的议员们佩服不已。及至内战爆发，议会任命贵族出身的费尔法克斯（Thomas Fairfax）为主将，克伦威尔为副将，统率议会的军队与国王作战。

图1-5　奥利弗·克伦威尔
克伦威尔着手从小自耕农、佃农和手工业者中组织了一支具有革命热忱的部队，作为议会党的主力军。他开始在军队中实行论功行赏的办法，不论是贵族或平民，一律以军功作为升黜的标准，这样就使许多平民出身的人得以被擢任为军官。克伦威尔所亲自带领的这一支部队因为多数是劳动人民出身，具有民主的政治意识和自觉的军事纪律，所以在反对专制主义的斗争中就特别勇猛。克伦威尔曾经称他自己的部队“都是虔诚的、正直的、敬畏上帝的，并且是由于良心的要求而拥护自己的事业”。这支部队把革命热忱和宗教情绪结合在一起，他们经常引用《圣经》中的文句，甚至在冲锋陷阵时也唱着赞美诗。当其他的友军在战争中屡遭失败时，克伦威尔的部队却迭获胜利，因此它被称为铁军（Ironsides）。
1644年7月，克伦威尔指挥下的铁军击败王党的主力部队于英格兰北部的马斯顿荒原（Marston Moor），于是议会党的军威为之一振，形势急转直下，革命便迅速地走向胜利了。
在马斯顿荒原战役胜利以后，议会迫于人民群众的要求，乃接受克伦威尔的建议，按照铁军的体制来改组其他部队，称为新模范军（The New Model Army）。1645年6月，克伦威尔统率新模范军与王党的军队决战于英格兰中部的纳斯比（Naseby）地方，结果完全击溃了王党。在这次决定性的胜利中，议会党俘虏了王党的士兵约5000人，夺取了王党所有的大炮和辎重，并且缴获了国王的机密文件。从那些文件中可以证明，查理一世曾经想引用外援，来格杀本国的革命人民。
查理一世在兵败之后狼狈北窜，向苏格兰人投降，希望苏格兰人能以胞泽之谊而收容他。然而，查理一世却没有从失败中得到任何教训，他野心不死，暗中挑拨苏格兰人与英格兰人之间的、新模范军与议会之间的关系，企图东山再起。这样，逮捕查理一世便成为革命人民政治上的必要。1647年年初，苏格兰人从英国议会方面领得40万英镑巨额的欠饷，乃将查理一世引渡给英国议会。于是，查理一世便成了议会党手中的俘虏。
不过，当议会党在军事上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时，英国革命阵营的内部却开始分裂。资产阶级和新贵族觉得革命已经进行得太过火，应当早日结束了。而人民群众对革命却有他们自己的理解，他们要求改善经济生活，要求享有更多的政治权利和宗教自由。原来，在革命内战的过程中，那为资产阶级的代表所控制的长期议会即通过了一系列有利于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改革法案。它没收了国王、教会和封建贵族的土地，这些土地有绝大部分都是转入到新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名下，只有一小部分是以高价出售给农民。它取消了英国国教的正统地位而建立了长老会教的正统地位，把宗教事务的管辖权从国王手中转入到新贵族和资产阶级的手中。它废除了地主对国王的封建义务，然而却规定农民必须照旧向地主交纳地租，并向教会缴纳中世纪所遗留下来的什一税（Tithe，即以收成的1/10捐献给教会）。总之一句话，资产阶级和新贵族攘夺了革命的胜利果实，他们是满足了。而对人民群众说起来，当时政权性质的改变则仅仅是从一种剥削制度转换到另一种剥削制度罢了。
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证明了一个事实，在反封建的斗争中，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一方面，资产阶级需要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来推翻封建制度和君主专制，因此它就不得不假惺惺地采纳一些民主性的措施；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在取得了政权并巩固其统治地位以后，便以新的锁链加在人民群众身上，转过来压迫人民群众。
由于革命形势之深入的发展，议会与新模范军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这时议会众议院中的议员多为长老会派，他们代表大资产阶级和一部分贵族的利益，在政治上转趋保守。而新模范军的骨干分子则为清教徒的独立派，他们要求把革命引导到彻底的胜利。那些长老会派的议员与囚禁中的查理一世暗通声息，甚且通过议案，要求解散新模范军。可是，那具有革命信念的新模范军则拒绝解散，并且坚决反对与国王作任何妥协。1647年6月，新模范军把查理一世从议会手中递解了过来，置于军事管制之下，以杜绝他与议会的勾结。接着，新模范军又进驻伦敦，以武力胁迫议会听命于己。
然而，新模范军的内部也决不是一致的。那些以克伦威尔为首的高级军官虽然反对国王，反对议会中的长老会派妥协分子，但却更反对真正的人民政权。而一般来自民间的士兵，则在先进思想家约翰·李尔本（John Lilburne）的学说中找到了革命的信条。约翰·李尔本（图1-6）自称为“生而自由的约翰”，他主张削减君主政体、建立共和国、实行普选制、肃清封建势力、改革税制，给予工商业以充分发展的自由，并主张人人在法律之前一律平等，所以他和他的信徒们被称为平等派（Levelers）。平等派讨论并且通过了《人民公约》（Agreement of the People），作为斗争的纲领。

图1-6　约翰·李尔本
《人民公约》是英国历史上一篇极重要的文献，它反映了平等派的政治要求。这公约前后经过好多次的修订，直到1647年10月才成为定型的文件。首先，《人民公约》揭橥了主权在民的思想，认为人民有一些与生俱来的权利（Native Rights），政府的权力必须建立在被统治者之同意的基础上。它主张：议会的选举必须每两年举行一次，由各地按照居民人数多寡的比例产生议员。凡系年满21岁及以上的男子，均应自由无碍地参加选举，但那些完全没有财产的，受雇佣的人（指雇佣工人、雇农、仆役等）则不得参加选举。《人民公约》主张把雇佣劳动者排斥在选民的范围以外，这正说明了平等派的阶级性质。平等派是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富农和独立手工业者的利益，而不是代表雇佣工人和农村贫民的利益。当时英国的雇佣劳动者在人数上虽已占总人口的一半，然而他们只可以说是近代无产阶级的前身，在政治上还远未成熟。此外，《人民公约》又主张宗教信仰须完全自由，主张法律对无论何人须有同等的约束力，不得有任何例外。在某些方面，《人民公约》所提出的要求实为后来19世纪40年代英国宪章运动的先导。
1647年年末，查理一世越禁逃往英国北部，纠集了骑士党的残余部队，准备向圆颅党进行反攻倒算，于是英国的内战又起。1648年8月，圆颅党再度击溃了骑士党，再一次逮捕了查理一世。
长老会派的议员控制着议会众议院，他们与王党勾勾搭搭，只求在适当的条件下与国王达成妥协，以叛卖革命。所以，扫清这批政治上的垃圾，便成为革命人民最迫切的任务。1648年12月，新模范军的激进军官布赖德上校（Sir Thomas Pride）率兵清洗议会，把其中150名主张妥协的长老会派的议员全部赶了出去。只留下60名清教徒独立派的议员继续在那里掌握立法大权，从此以后，长期议会就因为所剩下来的议员很少，被称为残缺议会（Rump Parliament）
1649年1月4日，残缺议会中的清教徒独立派通过一项决议案，宣称：“上帝庇佑下的人民，是一切正当权力的源泉。英国议会的众议院系由人民所选举并代表人民的意志，因此在本国就享有最高的权力。凡属议会众议院所制定或宣布的法令，就具有法律的效力。尽管那上面并没有国王或贵族院的同意，本国全体人民均须一律遵行毋违。”这样，清教徒独立派就通过众议院的立法程序，对王党分子进行革命的制裁。
斗争进一步的发展，便把英国革命推向了高潮。
残缺议会组织了一个包有135名审判员的特别法庭来审判国王，以他为“暴君、叛逆、杀人犯、国家的公敌”而判处死刑。1649年1月30日，查理一世被推上断头台上斩首（图1-7）。在历史上，暴君在广大人民群众面前明正典刑，以此为第一次。

图1-7　查理一世被推上断头台上斩首
查理一世的被斩，是出于人民群众的要求。列宁曾经指出：“正是城市‘平民’……和有民主倾向的农民的联盟，才使17世纪的英国革命、18世纪的法国革命有这样的规模和力量。”（《列宁全集》第十七卷，俄文第四版，第33页）



三、克伦威尔独裁——共和国时期（1649—1660年），英国的内政和外交，掘土派的原始“共产主义运动”
从1642年至1649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所走的是上升的、发展的道路。在那一段时期之内，英国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曾经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向封建制度、专制主义以及居于支配地位的英国国教展开轰轰烈烈的斗争，而最后则执行人民群众的意志，把国王判处了死刑。然而，在这以后，英国便开始了资产阶级反动统治的时期。
在查理一世受戮之后，残缺议会即宣布英国为共和国（Commonwealth），废除了国王和贵族院，规定以众议院作为唯一的立法机关，而以行政权委之于一个由41人所组成的国务委员会（Council of State）。
本来，在反对斯图亚特王朝君主专制的斗争中，苏格兰与英格兰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及至查理一世被杀，共和制成立，苏格兰人迅即借端公然与英格兰立于敌对的地位。1649年2月5日，苏格兰的贵族和资产阶级拥立查理一世之子，斯图亚特王朝的合法继承人查理二世（Charles II）为王。而爱尔兰的天主教徒也宣誓拥护查理二世，他们是企图通过这种反对共和制的斗争来推翻英格兰人在爱尔兰的统治。这样，苏格兰、爱尔兰与英格兰公开分裂，战争又不可避免了。
新模范军原为英国共和制政体的武力支柱，而这时候，它的领袖克伦威尔就成了政治上举足重轻的人物。关于克伦威尔在17世纪中期英国革命中的地位，各派的历史学家有许多不同的说法，或谓其属于左派，或谓其属于右派，那都是把历史过于简单化了。实际上，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阶级关系的转变，克伦威尔在革命中所起的作用是前后互异的。起初，在革命战争进行之际，克伦威尔曾经作为议会党的领袖，指挥着革命军队取得了马斯顿荒原战役与纳斯比战役的胜利，并且对王党分子以及长老会派的妥协分子进行过坚决的斗争，那时他所起的是革命的作用。然而，在共和制政体成立以后，克伦威尔就越来越右倾，成了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代理人。他凶恶地镇压新模范军中的进步分子，转而把这一支具有革命传统的军队当作实现其个人野心的工具。恩格斯说得好，这时的克伦威尔已经是“从英国革命中的罗伯斯庇尔转变为英国革命中的拿破仑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351页）
首先，克伦威尔的刀锋是指向爱尔兰。自1641年以来，爱尔兰都是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中。这时克伦威尔决定用兵于爱尔兰，实具有两重目的：一方面，他是要用武力为英国的资产阶级和地主开路，把爱尔兰囊括过来作为剥削的对象；另一方面，他是要借此把新模范军中的激进分子调出去，让他们战死或定居在爱尔兰。1649年8月，克伦威尔率兵12000人在爱尔兰登陆，旋即以骇人听闻的残暴对爱尔兰人进行屠杀。他在攻陷爱尔兰人的要塞德罗赫达城（Drogheda）和韦克斯福德城（Wexford）时，几乎把所有的守军和居民都屠戮一空。克伦威尔把爱尔兰人大部分的土地抢夺了过来，交给英国的地主和土地投机商，或分配给他自己的将校和士兵作为欠饷的补偿。爱尔兰人在这次战争中死亡枕藉，余下的大部分沦为英国地主的佃农，或移民到美洲去做苦工。在1641年，爱尔兰的人口约为150万，但是到了1652年，爱尔兰的人口就减为85万，其中还包括15000名从英格兰和苏格兰去的移民。克伦威尔重新征服爱尔兰，这在英国政治上产生了巨大的反动作用。资产阶级和地主在爱尔兰肆行剥削，从而加强了他在英国的统治地位。而新模范军里面有一部分人成了爱尔兰的地主，他们也根本蜕化变质了。所以马克思写道：“克伦威尔当政时的英吉利共和国，实际上是在爱尔兰撞沉了的。”马克思又说：“英国的反动政治……导源于奴役爱尔兰。”（《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1947年莫斯科俄文版，第229-231页）
克伦威尔在镇压了爱尔兰人的反抗以后，接着便用兵于苏格兰。1650年9月，他完全击溃了苏格兰王党分子的部队，迫使查理二世逃亡到法国。于是，在克伦威尔的铁腕之下，不列颠群岛在政治上又归于统一。
在克伦威尔当政的第三年，即1651年，英国为了打击当时荷兰的商业霸权，特制定了重商主义的、保护本国资产阶级利益的《航海条例》（Navigation Act），规定只有英国的船舶或货物出产地本邦的船舶，才可以装载货物输入英国以及英国的殖民地。这样，就冲破了当时荷兰垄断国际贸易的局面。从1652年起，英国与荷兰为了商业上的冲突，两国之间进行了两年猛烈的海战。这些战争并没有决定性的胜负，不过一般地却使英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为之上升，而荷兰的商业霸权则为之衰落了。
由于战争频仍，这时克伦威尔已经成为大权独揽的军事独裁者。那些在革命进程中窃取了胜利果实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也乐于倚靠这种军事独裁来镇压人民群众。1653年4月，克伦威尔解散了在革命期间经过了许多变化的长期议会（图1-8），并改组原有的国务委员会。他另行召集了一个小型议会（Little Parliament），其中绝大部分议员都是他个人的亲信。同年12月，克伦威尔的党羽便制定了一项法案，名为《施政法规》（The Instrument of Government），把一切政权都归之于克伦威尔，以护国主（Lord protector）的名义总揽万机。克伦威尔虽然拒绝用国王的称号，然而他那专制自为的程度却比英国历史上任何一个君主都要来得厉害。

图1-8　克伦威尔解散长期议会
克伦威尔代表英国资产阶级的利益，积极向海外扩展商业市场和殖民地。从1656年至1659年，英国与西班牙进行了一系列的战争，从西班牙手中夺取了西印度群岛中的牙买加岛（Jamaica）以及英吉利海峡对岸、欧洲大陆上的敦刻尔克（Dunkirk）港。
就在克伦威尔专政期间，英国产生了原始的“共产主义运动”。自由农民和手工业者原为议会党军队中的基本力量，然而在革命胜利以后，他们的经济地位不但没有改善，反而更加恶化了。那发展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急剧地排斥着自由农民和手工业者在生产中的地位，使他们陷于破产。资产阶级革命不能真正地解决农民问题，而只能把农民引向痛苦的深渊。恩格斯在论尼德兰、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时写道：“这是特别的现象，在这三个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中，农民是战斗的部队；而偏偏是农民成为这样的一个阶级，它在获得胜利以后，由于这个胜利的经济后果，它是不可避免地破产了。克伦威尔死后一百年，英国的自耕农几乎完全消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第二分册，第297页）正因为如此，贫无所依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便要求平均分配土地财产，平均享用劳动果实。他们主张：“土地不属于任何人，一块儿做工，一块儿吃面包。”当时在英国乡村有许多极端贫苦的人掘土垦荒，希望在土地公有的基础上过公社的生活，他们被称为掘土派（Digger）。掘土派比我们在上节所说过的平等派更为激烈，他们自命为“真平等派”。
掘土派在思想上的代言人是温斯坦利（Gerrard Winstanley），他认为土地私有制是社会上一切罪恶的根源。温斯坦利为当时的英国革命在历史上找到了一项理论根据，他说：11世纪时的诺曼底公爵征服者威廉（William The Conqueror）征服了英国，剥夺了英国人民的土地和权利，而这一次的革命，就是英国人民要把他们的土地和权利从剥夺者手中拿回来。温斯坦利著有《正义法典》和《自由法典》，其中他主张：“人类的尊严与平等，必须是，也只能是建立在土地公有制的社会基础上。”不过他却有一种天真的想法，认为只要大地主们肯自动把土地拿出来与农民均分，那么就可以建立起真正自由的共和国。温斯坦利曾经把他的著作呈献给克伦威尔，希望那位军事独裁者能以他的权力自上而下地来实现土地共有制。当然，他这种天真的想法完全成了泡影。
17世纪中期英国的原始“共产主义者”和18世纪末期法国的原始“共产主义者”都是平均主义者。他们都是从个体农民要求平均分配一切财富的心理出发的，那与后来科学的共产主义者实在毫无共同之处。但尽管如此，列宁在所著的关于旧的但永远是新的真理一文中对原始“共产主义者”仍然作过这样肯定的论断：“……虽然他们有历史上的局限性，虽然他们当时那些关于摆脱一切灾难的方法的概念还常常是天真幼稚的，但他们在许许多多世纪中间，仍不失为明灯和导师。”（《列宁全集》第十七卷，俄文第四版，第183页）
掘土派的原始“共产主义运动”震惊了英国的统治集团，克伦威尔如临大敌，他调遣了骑兵对掘土派和平等派进行逮捕和惨杀。据说克伦威尔曾经对他的将校们说过这样的话：“平等派的宗旨，不过就是要使佃农和地主平等，拥有同样多的财产。我生下来就是一位贵族，你们必须把那些人剁为齑粉，否则的话，他们就会把你们剁为齑粉！”结果有多人被捕，其中包括平等派的领袖约翰·李尔本，因为他在所著的《英国的新锁链》中曾经说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只是给人民带来了新的桎梏。
1658年，奥利弗·克伦威尔去世，其子理查·克伦威尔（Richard Cromwell）继为护国主。但不久英国的共和制政体便遭遇到深刻的危机。



四、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
资产阶级革命系以一种剥削制度来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因此，它就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去完全肃清旧势力。由于革命继续深入发展，英国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已慑于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而倾向于和旧势力妥协，要求废除共和制以恢复君主制，这便替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造成了前提。
在奥利弗·克伦威尔死后，军队中的分化日益激烈，号令不统一。理查·克伦威尔只做了9个月的护国主就被迫辞职，于是政权落到一批倾向于君主复辟的军人手里。1660年2月，拥有强大实力的军人乔治·蒙克（George Monck）自苏格兰引兵进驻伦敦，他搜罗过去长期议会所遗留下来的渣滓，把那些在1648年被清洗出去而还活着的长老会派的议员都找回来开会，充任立法者，最后决定迎立当时匿住在荷兰的查理二世回国复位。
1660年4月，查理二世（图1-9）在荷兰的布雷达（Breda）地方发表宣言，承认英国今后必须“按照自古以来的根本大法，国事由国王、贵族院和众议院共同治理”。他答应将遵守《大宪章》和《权利请愿书》，尊重人民的信仰自由，对于在革命期间已经易手的土地也免于追究，一概以当前的情况为准，他说他自己对于任何人都没有嫌怨，除了国会所要追索的人以外，余皆不咎已往。当然，这些诺言都正是英国资产阶级和新贵族所向往的。同年5月，查理二世在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拥戴中回至伦敦，登上了国王的宝座。这样，英国那延续了11年的共和制政体就此结束，斯图亚特王朝复辟了。

图1-9　查理二世
查理二世是一个工于权术而又诡谲无信的人。虽然他从肉体到灵魂都是一个专制主义者，但他也知道得很清楚，英国人民经过了这20年来惊天动地的革命斗争，是决不能再容忍君主专制的。他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便宣布凡为长期议会所通过而经其父查理一世所承认的法案都一概有效，于是英国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既得利益就得到了保障。很明显，查理二世所复辟的并不是过去那种坚持君权神授说的君主专制，而是比较宽容的君主立宪制，它适合于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要求。不过，查理二世在即位后便毁弃诺言，对自己的政敌进行恶毒的报复，他把反对王政的人都列入黑名单，到处拘捕杀害。他把克伦威尔等死者的尸体从墓中掘出，挂上绞刑架，然后戮为数段，投入地窖中。
1661年5月，查理二世召集王政复辟后的首次议会，恢复了贵族院的地位，这一届议会中的议员多为拥护君主制度的骑士党，所以在历史上被称为骑士议会。
随着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英国国教的正统地位也复辟了。1662年骑士议会制定了《宗教统一法案》（Act of Uniformity），要求所有的牧师、教授、教员和公务人员必须宗信英国国教，违者免职。在这个法案之下，清教徒、长老会教徒都受到严峻的排斥。查理二世自食其言，他并没有尊重英国人民的信仰自由。
查理二世在即位的初期，确实曾经笼络资产阶级和新贵族，想仰仗他们的力量来巩固自己的统治。他实现了一项重要的措施，即豁免一切中世纪所残留下来的、地主贵族对于国王的封建义务，承认土地完全为地主个人所私有。然而在不久之后，查理二世便转而实行旨在维护大封建贵族利益的政策，并且在宗教方面企图以天主教来代替英国国教。
查理二世及其弟詹姆士亲王在母系方面都是法王路易十四的表兄弟。他们自幼生长在法国的宫廷中，沾染了以天主教与专制主义结合在一起的王权思想。起先，查理二世因为要博取英国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青睐，曾不得不伪装开明。及至获得王位以后，他便故态复萌，不甘愿受制于议会。查理二世所向往的君主政体，是像当时路易十四那样的专制主义的君主政体，他为了要实现自己的野心，便不惜出卖英国的利益给法国，以换取法国的援助。1662年，查理二世把克伦威尔时代英国在欧洲大陆上所取得的敦刻尔克港售予法国。1670年，查理二世又与法王路易十四订立了秘密的《多佛条约》（Treaty of Dover），其中规定：查理二世及其弟詹姆士亲王将于最早可能的时机改信天主教，他们将支持法国对荷兰、西班牙的战争；路易十四则承认每年以20万英镑的款项津贴查理二世，如遇英国发生叛乱，法国即派兵帮助查理二世进行镇压。1672年，詹姆士亲王果然公开地皈依了天主教。
詹姆士亲王原为查理二世的合法继承人。他之改信天主教，便意味着天主教将重新在英国取得正统地位，而自从宗教改革以来，各种新教徒从天主教手中所没收过来的土地都必须归还，那将是一场无比激烈的反攻倒算。于是英国民情沸腾，群起反对斯图亚特王朝改信天主教，1679年，议会提出了《王位排斥法案》（The Exclusion Bill），要求把詹姆士亲王排除于王位继承的序列之外，这法案在众议院中获得了通过，但却被贵族院中的封建贵族否决了。
就是在讨论王位排斥法案的激烈争辩中，英国的统治集团内部分裂为两个党派：一派是反对詹姆士亲王继承王位的，其中多数为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他们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绍承圆颅党的衣钵，被称为辉格党（Whig，这个字出自苏格兰方言，原意为狂热的新教徒）；一派是要求维持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后的政治现状，不主张剥夺詹姆士亲王的王位继承权，他们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过去骑士党的化身，被称为托利党（Tory，这个字出自爱尔兰土语，原系指天主教的亡命者）。这两个彼此互相用来讥嘲的诨名，竟成了这两个政党的通称。以后，辉格党和托利党在英国交替执政，而到了19世纪30年代就演化为自由党和保守党。
也就是在讨论《王位排斥法案》的过程中，英国议会为了防范国王的非法拘捕和监禁，特于1679年5月制定了《人身保护法》（The Habeas Corpus Act），其中规定：非依照法院手续，不得对任何人进行拘捕；被捕之人，必须于24小时之内送法院审判；犯人经法院结案释放后，即不得再因其所犯的前案而遭拘捕。这样，英国人民的人身自由便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法律的保证。不过在资本主义的政体下，此项法律的效用是很有限的。
1685年，查理二世去世，其弟詹姆士亲王继位，称詹姆士二世（James II）。詹姆士二世（图1-10）酷肖其祖父詹姆士一世，也是一个愚暗而又多言的人。他在即位之后就明目张胆地擢用天主教徒为近臣，执行旨在恢复天主教正统地位的政策。起初，英国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对这种情形倒还容忍，以为詹姆士二世已经年逾50，将来只等他一死，王位传给其元配所生的两个公主，信仰新教的玛丽（Mary）和安妮（Anne），形势便将转变过来。然而在1687年，詹姆士二世所继娶的王后却生了一个男孩，他受洗为天主教徒，并将以男性的子嗣而优先地继承王位。慑于这样一个阴暗的政治远景，于是托利党与辉格党便联合一致，起来推翻詹姆士二世的统治。

图1-10　詹姆士二世
复辟后的斯图亚特王朝，对内是企图以天主教来代替英国国教，对外是牺牲本国的商业利益以博取法国的援助，这两项政策都激怒了英国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因为，如果英国复辟成为天主教的国家，那些新教徒的大地主就务必要把他们从天主教徒手中所抢夺过来的土地归还原主，结果英国全境就有70％的土地须得易手。而当时英国与法国在商业利益和殖民利益上是处处立于冲突的地位，英国的资产阶级也决不能允许有一个亲法的国王来统治他们。



五、1688年光荣革命——英国资产阶级代议制政体的最后确立
1688年，英国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迎立詹姆士二世的长女玛丽及其夫奥兰治的威廉（William of Orange）两人共为君主。玛丽是信仰英国国教的，而奥兰治的威廉则原为荷兰的执政者，也是一个新教徒。
奥兰治的威廉带领了一支荷兰军队渡过海峡来英国即位，他因为得到英国军民的内应，结果只经过一些轻微的战斗就占领了伦敦。詹姆士二世见大势已去，便将英国的国玺投入泰晤士河，狼狈地逃往法国。奥兰治的威廉登上英王的宝座，称威廉三世。这一次的政变与其他一切的政变一样，也是以暴力革命的方式来达成的，不过因为没有经过大规模的流血，于是有些历史学家就渲染其词，称之为光荣革命（The Glorious Revolution）。
英国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在把玛丽和威廉三世捧上王位以后，便按照他们自己的愿望来立法（图1-11）。1689年，英国议会制定了《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其中规定：（1）从此以后，国王必须是英国国教的信徒；（2）国王不得滥用权力，不得干犯法令；（3）如果不得到议会的许可，国王不得征税或招募军队；（4）议会议员的选择，必须在自由无碍的情况下进行；（5）议会议员在讨论政事时有言论自由，国王不得干涉；（6）臣民犯法，必须用陪审官制度，经过合法的审判，始能判罪。这部《权利法案》比过去的《大宪章》和《权利请愿书》都更为具体明确，它进一步保障了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利益。于是英国的资产阶级代议制政体便最后确立了。

图1-11　玛丽和威廉三世
也是在1689年，英国议会又通过了《宗教宽容法》（Toleration Act），使英国国教以外的新教徒得享有信仰自由。从此以后，那自从宗教改革以来英国宗教上的纷争就大致结束了。
威廉三世以英国国王而兼荷兰的执政者，在他在位期间，英国与荷兰在外交上经常是联合一致，合力去阻遏法国的扩张。
玛丽女王在1694年就去世了，她没有子嗣。1701年，英国议会制定《王位继承法》进一步确定了王位必须由新教徒继承的办法，规定：俟威廉三世死后，王位就传给詹姆士二世的次女安妮，如果安妮也没有子女，以后王位就传给她的表亲，德意志境内信仰新教的汉诺威（Hanover）侯国的统治者。1702年，威廉三世去世，于是王冠就落在安妮头上。
1707年，当安妮女王在位的时候，英格兰与苏格兰正式完全合并，苏格兰的议会被并入设立在伦敦的英格兰议会，而把两国政府以前各自所用的十字旗交叉地叠在一起，作为共同的国旗。从此以后，英格兰与苏格兰就合称为不列颠王国，或联合王国（United Kingdoms）。
1714年，安妮女王死后无嗣，于是，德意志境内汉诺威侯国的选侯乔治被迎立为英国国王，称乔治一世（George I），那便是今日仍旧君临着英国的汉诺威王朝（Hanoverian dynasty）的始祖。
趁着这一次改朝换代的机会，英国的资产阶级和地主贵族又进一步限制了国王的权力。他们通过议会和内阁来行使政权，国王只是御而不治。汉诺威王朝以德意志人而入主英国，它最初的几个君主连英语都不会说。他们的心魂仍旧萦绕在祖籍的土地上，而他们在英国则有作客之感。因此，英国便确立了虚君制的政体。
在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英国政权的性质便决定了。资产阶级和地主贵族互相结合在一起，组成英国的统治集团，对千百万劳动人民进行剥削和压迫。关于英国资产阶级的妥协性，马克思写道：“……英国革命的保守性之谜，可由资产阶级和绝大部分大地主之间的长期合作这一点上得到解释。而这一点也就使英国革命与那用分配土地的方法以消灭大土地所有制的法国革命在性质上有所差异。这个和资产阶级有联系的大地主阶级……是与1789年法国的封建地主不同的。它不但不与资产阶级的生存条件相矛盾，反而与之充分地协调着。这个阶级占有土地，但事实上并不是封建的私有制，而是资产阶级的私有制。这些地主一方面供给工业资产阶级在手工业制造上所必需的劳工，而在另一方面，则使农业朝着适合于工商业情况的方向去发展。地主的利益和资产阶级的利益为什么是共同的，可以由这一点得到解答；这两个阶级为什么能够合作，也可以由这一点得到解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第278-279页）



六、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意义，17世纪英国的文化概况
17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世界近代历史的开端。它的历史意义可分以下两个方面来说明。
在英国本国方面，它摧毁了封建制度的束缚，推翻了君主专制政体，从而就替英国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铺平了道路，替工业革命创造了必要的前提。随着资产阶级代议制政体的确立，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日千里。在17世纪中期以后，英国的手工制造业发展到前所未有的规模，这就替后来的大机器工业提供了条件。
在国际方面，它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制度，在当时整个的封建体系中打开了一个裂口，树立了新的资产阶级的政权。英国革命给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前例和理论上的根据。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17世纪的英国革命实为后来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的先导。
马克思在1848年《新莱茵报》上发表的《资产阶级与反革命》一文中论道：17世纪中期的英国革命和18世纪末期的法国革命都是具有欧洲规模的革命，它们为欧洲宣告了新的社会体制。资产阶级在这两次革命中都赢得了胜利，那便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战胜了封建制的生产方式，民族观念战胜了地域观念，自由竞争战胜了行会制度的束缚，财产分配制战胜了长子优先继承制，土地属于所有者的现象战胜了所有者属于土地的现象，启蒙思想战胜了迷信，“企业精神”战胜了骑士式的游惰，资产阶级的法权战胜了封建贵族的特权。
在17世纪中，英国出现了许多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学家、政治理论家和科学家，现略举如下：
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1564—1616年）。莎士比亚主要是16世纪后半期的人，然而他有些不朽的杰作却是成于17世纪初期。莎士比亚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文学天才之一，他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代表者。莎士比亚生活在从封建社会转入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剧变的时代，他的作品（图1-12）具有深厚的人民性。他所著的悲剧如《哈姆雷特》（Hamlet）、《罗密欧与朱丽叶》（Romeo and Juliet）、《奥赛罗》（Othello），喜剧如《仲夏夜之梦》（A Midsummer Night's Dream），《皆大欢喜》（As You Like It），历史剧如《朱利叶斯·凯撒》（Julius Caesar）、《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Antony and Cleopatra）等，都足以永垂千古。莎士比亚是古典的，也是近代的；是属于英国人民的，也是属于世界人民的，他的片言只字，都为全人类所喜爱。

图1-12　1623年出版的《威廉·莎士比亚先生的喜剧、历史剧和悲剧》扉页
弥尔顿（John Milton，1608—1674年）。在英国文学史上，弥尔顿的地位仅次于莎士比亚。弥尔顿在宗教信仰上是一个清教徒，他曾经热情地站在圆颅党方面对君主专制政体进行斗争。他所著的《论出版自由》（Areopagitica），是近代资产阶级要求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的挑战书。弥尔顿晚年双目失明，但却完成了表现清教徒革命精神的伟大诗篇《失乐园》（Paradise Lost）和《复乐园》（Paradise Regained）。
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年）。弗朗西斯·培根（图1-13）出身于英国的贵族世家，他在早年求学时，即反对经院学派的繁琐说教，主张以实验的、求真理的精神来进行科学研究。1605年，弗朗西斯·培根写成《学术的进展》（Advancement of Learning），试图把当时知识界的成果作一个总结。1620年，他发表了用拉丁文所写的哲学巨著《新工具》（Novum Organum），创立了思想方法上的归纳法。弗朗西斯·培根是唯物主义者，他认识到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是有规律的，人类只有服从自然，然后才能支配自然。不过他的唯物主义思想仍旧是机械的，不彻底的。马克思曾经称弗朗西斯·培根为“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和近代一般的实验科学的祖师”，但马克思同时也指出他那学说中的“神学的不彻底性”。

图1-13　弗朗西斯·培根
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年）。霍布斯（图1-14）是英国大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代言人，他最初曾经站在查理一世方面来反对革命，但后来却又拥护克伦威尔的专政。在哲学方面霍布斯把弗朗西斯·培根的唯物主义思想进一步系统化了。然而，他与弗朗西斯·培根一样，也是一个机械唯物主义者。1651年，霍布斯写成了他那政治理论的著作《利维坦》（Leviathan，原意是指洪荒时代一种强大无比的巨兽）。他说在洪荒时代，即在国家的组织未形成以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和野兽一样，是弱肉强食的。后来大家为了不致在自然状态的竞争中灭亡，所以订立契约，建立了国家组织。国家既是社会契约的产物，那么其目的只是在保护个人自私的利益。霍布斯认为君主制是最理想的政体，他敌视民主思想。

图1-14　霍布斯
洛克（John Locke，1632—1704年）。洛克是英国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他为当时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作了最有力的辩护。恩格斯曾经指出：洛克是“1688年英国阶级妥协的产儿”。洛克发展了社会契约说，他在所著的关于政府的两篇论文里面，说一切人都具有一些天赋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等。人民为了保护这些权利，所以才设立政府。如果任何政府不能克尽厥职，那么人民就当然有权利起来推翻这个政府，即人民有革命的权利。洛克（图1-15）的政治主张，以后一直影响到美国和欧洲大陆诸国。美国的独立宣言和宪法，其中有不少的文句都是从洛克的著作里面演绎而来的。

图1-15　洛克
牛顿（Isaac Newton，1642—1727年）。牛顿出身于英国乡村中一个不甚富裕的贵族之家。他早年在剑桥大学读书，即以卓越的数学天才闻知于师友。他27岁时就受聘为剑桥大学的教授，毕生致力于科学的钻研。1687年，牛顿完成万有引力的理论，说明宇宙间一切的物质都在互相吸引，而两个物体之间的引力的大小，与它们的质量乘积成正比例，而与其间距离的平方成反比例，这样，宇宙之间星球运行的秘密便被揭示了出来。此外，牛顿与德国数学家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同时但却是各自单独地创立了微积分法。牛顿奠定了近代数学、物理学、天文学的基础，然而，他自己在临终时却说道：“我不知道世人对我将作怎样的估价，不过我自己只觉得是像在海滩上游玩的小孩子，偶尔拾到几片美丽的贝壳，真理的大海，我还没有摸着呢！”



第二章　从17世纪中期至18世纪末期的法国
一、波旁王朝专制政体的确立——黎塞留与马扎然
历史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法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进程，比起英国来算是缓慢了一些。17世纪中期，当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已经在英国的某些地区占有优势时，封建制的生产方式仍旧在法国居于统治地位。所以，当英国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在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与国王进行轰轰烈烈的斗争而最后终于确立了资产阶级的代议制政体时，法国的资产阶级却表现得软弱无力。当时在法国，君主集权的局面仍是如日方中。
在这里，我们必须回顾一下法国政治经济发展的情况。法国原为封建制度和天主教会的坚强的堡垒。然而，在宗教改革的狂澜怒潮中，有一部分法国的贵族、新兴的资产阶级和手工业者改信了加尔文宗，他们被称为胡格诺派（Huguenots这个字系从德文的Eidgenossen一词转化而来，指加尔文在日内瓦所创立的教派）。与其他各国的新教徒一样，法国的胡格诺派也是以新教信仰作为旗帜来进行政治斗争的。在16世纪后半期，法国发生胡格诺战争。一些觊觎王位的大贵族，在宗教的旗号下进行了30多年的恶斗。最后在1589年，波旁（Bourbon）家族的亨利四世（Henry IV）取得了王位，是为波旁王朝统治法国之始（图2-1）。

图2-1　1594年3月22日，亨利四世进入巴黎
亨利四世在宗教信仰上原属于胡格诺派，而他也只是倚靠胡格诺派的拥护才得以在内战中取得了胜利。但他在即位时因鉴于绝大部分的法国臣民都是天主教徒，便狡狯地放弃了他原先的新教信仰而改宗天主教，以笼络人心。不过在1598年，亨利四世却颁布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南特敕令》（Edict of Nantes），规定胡格诺派可在法国境内保持其新教信仰，与天主教徒享受同等的政治权利，并得控制一些设防的城市以自卫。这样，天主教虽仍为正统的宗教，但加尔文教也得到了宽容，于是法国宗教上的纷争便暂时告一段落。
法国的代议制政体也萌芽得很早。远在1302年，法国就成立了由僧侣、贵族和平民这3个阶层的代表所组成的三级会议（States General）。然而，法国的三级会议却只是一个咨议性的团体，它并不如英国议会那样是一个常设的机构。而且由于僧侣、贵族和平民之间的矛盾，三级会议在开会时也决难有什么一致的意见。1610年，亨利四世遇刺身死，其子路易十三（Louis XIII）继立，由母后玛丽（Marie De Médicis）担任摄政。当时玛丽皇后因为财政困难，曾于1614年召开三级会议。但那一届的三级会议只开了3个星期，全无结果，便被强迫解散了。以后隔了175年，直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前夕，法国的三级会议才重新召集。
在路易十三在位期间，法国的政权实际上是操控在枢机主教黎塞留（Cardinal de Richelieu）手里。黎塞留出身于法国的豪门，以天主教的枢机主教而担任国王的首辅。他的施政方针，对内是要镇压新教徒和大贵族，以提高波旁王朝的君主集权，对外是要削弱德意志与西班牙，以扩张法国的疆界。他自己曾经这样谄媚地对路易十三说道：“我将鞠躬尽瘁，用陛下所乐意授予我的一切权力，去摧毁‘胡格诺派’的反抗，折抑大贵族们的傲慢，使陛下的臣民各安其分，并且使陛下的荣名驾乎其他各国的君主之上。”
黎塞留（图2-2）首先是着手打击信仰加尔文宗的胡格诺派。他解除了那些新教徒的武装，使他们只能享受有限度的信仰自由，但不得继续占有设防的城市。接着，黎塞留便转过来对付那些封建割据的大贵族，于1626年下令：法国境内的城堡除非是因为国防上的需要而必须保留者外，其余的一概拆毁。此外，黎塞留更把法国全境分为30个行政区，以国王所派的流官去代替当地的贵族，统辖军政、财政和民政。这些措施都加强了中央集权的局面。

图2-2　黎塞留
黎塞留实际上是一个披着袈裟的纵横捭阖的政客。他身为天主教的枢机主教，在国内肆力镇压新教徒。然而，在对外关系上，他却为了法国自私的利益，在三十年战争中多方帮助德意志境内的新教徒去反对天主教徒。1635年，黎塞留直接出兵站在德意志的新教徒方面对哈布斯堡王朝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作战。他虽然没有能够活着看到这场战争的结果，但后来依据1648年所订立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Treaty of Westphalia），法国获得了德意志境内的阿尔萨斯（Alsace）省以及梅斯（Metz）、凡尔登（Verdun）、图勒（Toul）等要城。
1642年，黎塞留病死。次年，路易十三也去世了。波旁王朝的王冠落在一个5岁的幼儿头上，那便是后来统治法国达72年之久的路易十四（Louis XIV）。
路易十四以冲龄即位，在最初的18年之中，国事概由枢机主教马扎然（Cardinal Mazarin）代为执行。马扎然（图2-3）原先是意大利人，曾代表罗马教皇驻节在巴黎，后来他因为攀附黎塞留的关系，爬上了法国统治集团的最上层。在政治上，马扎然完全是绍承黎塞留的遗绪，他是萧规曹随，亦步亦趋地模仿他的前任者。

图2-3　马扎然
17世纪中期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在法国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法国新兴的资产阶级受到革命思想的感染，也渴望像英国那样建立资产阶级代议制的政体。1648年，法国发生政治上的骚动，那便是历史上所称的投石党运动，或译为福隆德运动（La Fronde，这个词的法文原意是指巴黎儿童们在街头上违犯警章所玩的一种石丸，转有破坏秩序、反抗当局的意思）。
福隆德运动可以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648—1649年，这时是法国人民以巴黎高等法院（Parlement de Paris）为中心，对封建专制政体进行斗争，所以被称为高等法院福隆德运动（Fronde of the Parlement）。原来，巴黎高等法院是设立在首都的最高司法机关，它除了审判案件以外，历来还享有一项特权，即登记国王的上谕，使国内的臣民得以一体周知。如果巴黎高等法院认为国王的某项上谕不恰当，或与其他的法令有冲突，它可以拒绝登记，请国王收回成命，或另行修改。因此，在一定的程度上，巴黎高等法院就具有宪政机关的职能。1648年5月，巴黎高等法院提出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方案。它宣布高等法院本身的地位须不受国王的干预；要求取消苛捐杂税；反对非法拘捕人民；并且宣布：各项有关财政的法案，必须在法院中经过自由无碍的讨论和批准，方才可以生效。这些改革方案得到人民群众热烈的拥护，成为政治斗争的纲领。然而，波旁王朝的统治集团却顽强地反对改革。马扎然对人民群众肆行镇压，并且逮捕了两名为首的巴黎高等法院的法官。于是，巴黎市民就组织了自己的武装力量，在街头上筑起1200多个战垒，与王室的军队进行搏斗。当时三十年战争尚在进行，波旁王朝大部分的军队仍在德意志境内作战。马扎然慑于人民群众的力量，乃假意地一一承认了巴黎高等法院所提出的要求。但及至三十年战争结束，马扎然立即自食其言，调集了大批的军队来反攻巴黎。结果在1649年3月，高等法院福隆德运动便失败了。
福隆德运动的第二个阶段是1650—1653年，这时是一部分封建王公利用高等法院福隆台德运动的余波，起来反对波旁王朝的君主集权制，所以被称为亲王福隆德运动（Fronde of the Princes）。这次运动的中心人物是那在三十年战争中立了大功的外号大孔代（the Great Condé）的亲王路易二世·德·波旁（图2-4）和枢机主教莱兹（Cardinal de Retz）等，他们断断续续地与马扎然的党羽进行了3年的内战。亲王福隆德运动与高等法院福隆德运动迥然不同，它代表一部分封建贵族企图在政治上复辟的要求，那在本质上是反动的。1653年，波旁王朝的统治集团用贿赂和收买的方法平息了亲王福隆德运动的骚动。

图2-4　路易二世·德·波旁
在福隆德运动失败以后，巴黎市民被解除了武装，巴黎高等法院被剥夺了过问政治的权力，而有些大贵族也丧失了原来所享有的地位。这样，法国的君主集权制就更加巩固了。
法国君主集权制的极盛，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造成的：当时法国的封建贵族已开始没落，但新兴的资产阶级还没有力量取得政权。于是，君主集权制便作为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的表面上的调停人，一方面抑制资产阶级；另一方面有时又摧辱封建贵族。然而在本质上，它仍旧是封建贵族的政权。



二、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内政
1661年，马扎然去世，路易十四亲自掌握政事。在这以后的54年里面，路易十四不仅是法国的专制君主，而且是欧洲国际政治中最重要的一个角色。他的专制统治给法国人民造成了深重的苦难，而他的扩张政策则使其他国家的人民连年不断地遭受到战争的惨祸。
路易十四迷信君权神授说，坚持“一个上帝、一个宗教、一个法律、一个国王”的君主集权制。他万机决于一身，把一切的臣民都视为草芥。路易十四曾经骄矜地对那些要求民权的人斥责道：“朕即国家。”这句话很恰当地代表了他那专制自为的王权思想。
路易十四对于巴黎市民的政治要求感到厌烦。他为了离开巴黎那座“叛乱的巢穴”，于是就滥用民力，另外在巴黎西南的18公里的凡尔赛（Versailles）地方营建了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图2-5）。那里面有宏大的议事所、奢华的舞场、精致的寝宫、美丽的喷泉、人工的湖山以及可供狩猎的林园。路易十四和他的嬖宠们在那里逍遥享受，而那些奴颜婢膝的贵族也以得能在宫中侍奉国王为无上的殊荣。路易十四迁都于凡尔赛，这在法国政治生活上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因为从此以后，法国宫廷与人民之间的距离就愈来愈远了。

图2-5　凡尔赛宫
路易十四的时代是法国文学史上的黄金时代。当时法国社会上的阶级矛盾，在文学上鲜明地反映了出来，在那些蜚声艺林的文学家中，显然有两个不同的倾向：一方面，高乃依（Corneille）和拉辛（Racine）取材于古代希腊、罗马的故事，用典丽的雕琢的白文诗写成戏剧，借古代英雄人物的形象来谄媚路易十四及他所眷宠的权贵，塞维涅夫人（Madame de Sévigné）用纤细的笔调来记述宫廷中的政事，描写路易十四琐屑的私生活。他们都是宫廷文学的代表者。但在另一方面，莫里哀（Molière）则站在新兴的资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立场，用充满了机智的喜剧，来嘲笑那些在没落中的封建贵族，斥责天主教会的贪婪和伪善。莫里哀的作品深为法国广大的人民群众所喜爱，但同时也深为封建贵族和天主教会所憎恨，以致后来当他在临死弥留之际，牧师们竟拒绝替他做祷告，并且不许把他的遗体安葬在教会的坟地上。
当路易十四在位时，法国的资本主义因素已经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路易十四要利用这些新兴的资本主义因素来为波旁王朝自私的利益服务，所以擢用资产阶级出身的柯尔贝尔（Jean-Baptiste Colbert）为大臣，以填补马扎然的遗缺。柯尔贝尔自1661年开始用事，直至1683年他本人去世为止，在22年中主持过各部的部务，只有军政部算是例外。这位资产阶级的代表者以王室的忠仆自居，据说他终身都不曾有过娱乐，也从来不曾露过笑容，而是整天刻板地坐在办公室里工作。柯尔贝尔（图2-6）为着王室的利益，施行了以下一系列重要的新政：

图2-6　柯尔贝尔
（1）改革财政。柯尔贝尔首先是整理税收制度，削减贵族和僧侣们过去所享有的“豁免权”，提高消费税和关税，以增加王室的财政收入。同时，他征用民工修筑道路，开凿运河，以促进城乡之间的交流。
（2）奖励工商业。柯尔贝尔打破那中世纪所遗留下来的行会制度，厘定了许多鼓励自由竞争的新条例，以促进工商业的发展。他兴办实业，奖励工艺上的发明，并且诱致外籍的工匠到法国来做工。在他的擘划之下，法国的丝织业、瓷器业、制糖业和造纸业都蒸蒸日盛。当时法国已经出现了规模较大的手工工场。在亚眠（Amiens）有一所织造军用布匹的纺织厂，所雇用的职工为数竟达5000人以上。
（3）执行重商主义的贸易政策。柯尔贝尔本着重商主义的原则，一方面抬高关税壁垒，限制外国货物的输入，借此来保护本国的工商业；另一方面又用政府津贴的办法鼓励出口贸易，借此使外国的金银财富流入法国，以充实波旁王朝的财库。
（4）发展海军。柯尔贝尔为了使法国能向海外肆行侵略，乃着手扩充海军。他改建了土伦（Toulon）港的海军设备，并且在沿海各要港增设造船厂，他的目的，是要使法国的海军在实力上得与西班牙、荷兰或英国的海军相抗衡。
（5）加紧向海外掠夺商业市场和殖民地。柯尔贝尔把大批的法国人移殖到北美洲、西印度群岛、非洲和印度等地去开拓殖民地。这时法国在北美洲密西西比河流域的殖民地，特以路易十四的名字命名为路易斯安那（Louisiana）。1664年，柯尔贝尔又把那原先在1642年所建立的法国东印度公司予以扩充，俾能与英国、荷兰的东印度公司相竞争，以加紧掠夺印度和其他的东方国家。
（6）奖励科学研究。柯尔贝尔扩充了原先黎塞留所创设的法兰西学院（French Academy），并且厘定制度，使之成为法国最高的科学研究机关（图2-7）。此外，柯尔贝尔又在巴黎建造了一座设备完善的天文台和一座宏大的皇家图书馆（Royal Library）。从这以后，巴黎就成为世界上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各地的科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都麇集于此。

图2-7　柯尔贝尔向路易十四介绍新成立的巴黎科学院院士
柯尔贝尔的政策虽然使法国的工商业得到了相当的发展，不过，这些政策的中心目的，却只是为了充实波旁王朝的财政，使它能够维持大量的军队来从事于侵略战争。路易十四不是以波旁王朝的利益来服从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是要求以资产阶级的利益来服从波旁王朝的利益。柯尔贝尔所创立的那些实业，都带有官僚资本的性质。
同时，资本主义的成长是以掠夺直接生产者的生产资料而实现的。随着工商业的发展，法国广大的农民却破产了。关于农民赤贫的情形，当时曾有人叹息着说：“这些不幸的人们，除了仍保有自己的灵魂以外，便一无所有了。”连路易十四的重臣、军事工程家塞巴斯蒂安·勒普雷斯特雷·德·沃邦元帅（Marshal Vauban）也忧慌地指出，在当时法国的总人口中，约有1/10的人实际上已沦为乞丐；5/10的人是处在悲惨的境地，衣食不周，3/10的人生活困难，负债累累，经常为纠缠不清的讼务所困扰；其余1/10的人包括各式各样的僧俗贵族、文武官员、富商、有财产的市民等，总数还不到10万家。关于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马克思曾经写道：“……财政、商业和工业等社会外表的建筑，或者确切点说，社会建筑的门面……对生产的主要部门（农业）的落后停滞状况，对生产者的啼饥号寒，显出是个讽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第34页）
路易十四之所以奖励工商业，原是要利用资本主义的因素来巩固他的封建专制的统治。当他发现工商业的发展正在侵蚀着、危害着旧有的封建体系时，便转过来对工商业者采取压制的政策。1685年，路易十四宣布取消那自从1598年以来保护法国境内新教徒信仰自由的《南特敕令》，对胡格诺派进行残酷的迫害，结果逼着30多万信仰加尔文宗的企业家、手工业者以及知识分子逃出国境，流亡到德意志、荷兰、英国或美洲去。法国丧失了这一批社会上比较勤恳的生产者，经济力便为之削弱了。
随着君主集权制的加强，法国广大人民所受的剥削和苦难更为深重了。然而，人民群众决不是消极地听受宰制，他们前仆后继地对剥削者展开了决死的斗争。在路易十四的时代，法国人民经常掀起反封建的起义。
1674—1675年，法国西部的布列塔尼（Bretagne）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农民军焚毁了地主贵族的邸宅和政府的官署，宣布废除一切封建性的剥削，并且要求平分土地。他们攻陷了几座城市，声势颇为浩大，以致当地的政府竟不得不坐下来和他们进行谈判。不过到后来，这次的起义终于在政府军的反攻下失败了，有无数的农民惨遭屠戮。
1702—1705年，即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期间，法国西南部的塞文山区（Cévennes）爆发了白衫党的起义。原来，在《南特敕令》被取消以后，有些胡格诺派的人逃入塞文山区，在那里继续保持新教的信仰。及至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发生，这个地区的农民和城市平民就趁机以争取信仰自由作为旗帜，起来反对波旁王朝的封建制主义。起义者经常是在夜间集合，穿着白衣以资别识，所以他们被称为白衫党。起初，白衫党的武装部队采用游击战术，曾经迭次打败国王所派去讨伐他们的军团。但在最后，由于农民本身的保守性和涣散性以及领导者的变节，这次的起义又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了。



三、路易十四的对外战争
路易十四在领土方面的野心，是要完成法国的所谓自然边界。他认为，法国应当恢复古代高卢的疆域，把东北部的边界一直扩展到莱茵河岸。为了实现这样一个狂妄的企图，路易十四向邻邦发动了一系列的战争。
路易十四为了对外肆行侵略，便极力扩充军备。他擢用杰出的军事家卢瓦侯爵（Marquis de Louvois）为国政大臣，训练了一支拥有55万人的陆军；他命令军事工程家沃邦（图2-8）在边境之地建造了许多坚固的要塞，作为攻守的据点；他把军队的指挥权委之于蒂雷纳子爵（Vicomte de Turenne，又译为杜伦尼）和孔代亲王等猛将，经常驱使着法国人民为波旁王朝的利益去流血牺牲。当时法国的军事力量在欧洲是最强的，而路易十四就用战争来作为贯彻其外交政策的工具。

图2-8　路易十四的重臣、军事工程家塞巴斯蒂安·勒普雷斯特雷·德·沃邦元帅
路易十四在位期间，除了曾参加三十年战争以外，还发动了下列4次掠夺性的战争。
（1）侵略西属尼德兰所引起的战争。
在16世纪的尼德兰革命之后，尼德兰被分为两部分：北部独立为荷兰；南部仍旧属于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朝，称西属尼德兰（Spanish Netherlands），那便是现今的比利时之地。
1665年，西班牙国王腓力四世（Philip IV）去世，王位传给他的后妻所生之子卡洛斯二世（Charles II）。然而，路易十四因他的王后玛利亚·特丽萨（Maria Theresa）原为腓力四世前妻所生的长女，这时就根据尼德兰某些地区的一种特殊风俗，认为前妻所生的子女有优先继承财产的权利，以其王后的名义要求把西属尼德兰并入法国。当然，尼德兰的特殊风俗只适用于财产关系而不适用于王位继承，路易十四完全是无端诿诈。卡洛斯二世拒绝了这个要求，路易十四便于1667年出兵侵入西属尼德兰。
那在实力上占有优势的法国军队很快就占领了西属尼德兰边境上的要塞。不过，路易十四的胜利却引起了其他国家的恐慌，于是荷兰与英国、瑞典组织同盟，联合出面干涉。1668年，路易十四被迫签订《艾克斯拉沙佩勒条约》（Treaty of Aix-la-chapelle），即《亚琛和约》，承认西班牙仍保有尼德兰大部分的土地，但法国则取得了尼德兰境内的里尔（Lille）等要城。
（2）侵略荷兰所引起的战争。
路易十四认为荷兰是阻挠他合并西属尼德兰的主要障碍。再者，在国际贸易上，荷兰是法国的劲敌。于是路易十四便决定侵略荷兰。
1672年，路易十四与蒂雷纳子爵、孔代亲王亲率大军10万人循莱茵河谷侵入荷兰，并企图利用荷兰人在政治上的不团结来进行分化。然而，这时荷兰人却敌忾同仇，英勇地起来保卫祖国的独立和自由。他们团结在执政者奥兰治的威廉周围竭力抗战，最后则掘开了沿海的堤堰，引水堵止法军的前进。
当荷兰人英勇抗战之际，奥地利的君主兼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利奥波德一世（Leopold I）因怵于路易十四的野心，便联合西班牙和德意志境内的勃兰登堡（Brandenburg）侯国出兵援助荷兰。于是，战火便蔓延到德意志，以及法国东北部、当时属于西班牙的弗朗什—孔泰（Franche-Comté）省等地。
这一次战争延续了6年，有关各国于1678年订立《奈梅亨和约》（Treaties of Nijmegen）。结果荷兰光复故土，但法国却从西班牙手里获得了它那100多年来所想望的弗朗什—孔泰省以及西属尼德兰的几个城垒。
从前的国际条约都是用拉丁文写的，但《奈梅亨和约》所用的却是法文，这时法文已被认为是外交上通用的文字。
（3）侵略普法尔茨侯国所引起的战争（也称奥格斯堡同盟之战）。
1680年，路易十四成立了一个新奇的组织，叫作土地合并研究院（Chambers of Reunion）。他豢养了一批御用的法官和学者，专门在历史上找证据，指定哪些土地应当由法国重新合并过来。1681年，法国就用这种方法合并了莱茵河边的斯特拉斯堡（Strasburg），并且把它营建为坚固的要塞。
路易十四这些狂妄的侵略计划，使欧洲各国惴惴不安。法国所企图合并的土地多在德意志境内，因此，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利奥波德一世就联合西班牙、瑞典以及德意志境内的诸小邦组织奥格斯堡同盟（League of Augsburg），以求自保。
1688年，路易十四派大军侵入德意志境内、莱茵河边的普法尔茨侯国（Electoral Palatinate），于是奥格斯堡同盟诸国联合一致，出兵阻遏法国的扩张政策。这时，由于英国光荣革命的结果，荷兰的执政者奥兰治的威廉入主英国。英国与荷兰在外交政策上趋于一致，也共同出兵参加到奥格斯堡同盟方面对法国作战。
这时，英国与法国在殖民地方面的竞争日趋激烈，除了在欧洲战场上的战斗以外，英国的殖民者与法国的殖民者在北美洲和印度也发生了战争。因为当时英国在位的君主是威廉三世，所以那在北美洲殖民地所进行的战争就被称为威廉王之战（King William's War）。
这一次的战争延续了8年，结果法国被迫媾和。根据1697年所签订的《里斯维克和约》（Treaty of Rijswijk），法国退出普法尔茨侯国，并收回土地合并研究院所提出来的一切要求，但却保留了过去已经合并了的要塞斯特拉斯堡。
（4）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
在17世纪末叶，西班牙的国势日益式微，但却仍旧拥有广大的领土，当时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朝除了领有西班牙本土之外，尚领有西属尼德兰，意大利的两西西里王国、米兰公国、萨丁尼亚岛，以及美洲广大的殖民地和太平洋上的菲律宾群岛。
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二世既无子女，亦无兄弟。他的王位，可能传给与他同族的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某个亲王，也可能传给与他有姻亲关系的法国波旁王朝的某个亲王。不过，这两种情形都将使欧洲列强均势的局面为之激变。因为，如果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入主西班牙，那将是16世纪时查理五世（Charles V）神圣罗马帝国的复活；如果法国的波旁王朝入主西班牙，使法国与西班牙合而为一，那也决不是其他国家所能容忍的。于是西班牙的王位继承问题便成了欧洲国际政治上的中心问题。
1700年，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二世去世，遗命把王位传给路易十四的孙子，波旁王朝的安茹公爵腓力（Philip of Anjou）。路易十四在得悉此事时，曾经忖度到奥地利和英国一定会出兵干涉，战争是决不可避免的。然而，他却为了波旁王朝的利益，不顾一切地承受了这个遗命。路易十四在凡尔赛宫中当众宣布其孙腓力为波旁王朝在西班牙的第一代君主，称腓力五世。同时，法国的权贵们则喧嚷着说：法国与西班牙之间的疆界“比利牛斯山已不复存在了”！
果然，奥地利迅即与英国、荷兰以及德意志境内的勃兰登堡、汉诺威、普法尔茨等侯国组织了大同盟，反对法国与西班牙在政治上的接近，而要求改以奥地利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利奥波德一世的次子卡尔大公（Archduke Charles）去继承西班牙的王位，1702年，大同盟诸国与法国之间开始进行战争。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规模之大，实超过了以前欧洲历史上任何一次的战争。战争的烽火遍及于西班牙、尼德兰、德意志、意大利以及大西洋彼岸的北美洲。英国的名将约翰·丘吉尔，第一代马尔博罗公爵（1st Duke of Marlborough）和神圣罗马帝国的统帅欧根亲王（Prince Eugene），率领着大同盟诸国的军队在战场上追奔逐北，接连获得胜利，而后来则踏进了法国的土地（图2-9）。1704年，英军占领了地中海的门户、西班牙的要塞直布罗陀（Gibraltar）。

图2-9　神圣罗马帝国的统帅欧根亲王
除了在欧洲战场上的战斗以外，英国的殖民者与法国的殖民者在北美洲也进行着酷烈的战争。因为当时英国在位的君主是安妮女王，所以这个战争在美洲历史上被称为安妮女王之战（Queen Anne's War）。这时英国在北美洲的殖民竞争中逐渐占有优势。
大同盟诸国原是在战争中获胜的，眼见着法国就要完全溃败。然而在1711年，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卡尔大公却因其兄约瑟夫一世去世，继承了奥地利的王位和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冠，即查理六世。这时英国便觉得，如果让奥地利与西班牙在政治上联为一体，那对于它也将是不利的。于是，英国就退出了大同盟而开始与法国议和。
1713年，参加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有关各国签订了《乌得勒支和约》（Treaties of Utrecht），其要点是：（1）承认法国波旁王朝的腓力五世为西班牙国王，但规定无论在何种情况之下，西班牙均不得与法国合并。（2）奥地利从西班牙手里取得意大利境内的米兰、那不勒斯和萨丁尼亚岛，以及西属尼德兰。从这以后，西属尼德兰就改称为奥属尼德兰，直到1797年才改变地位。（3）英国从西班牙手里取得了直布罗陀要塞和地中海西部的梅诺卡岛（Minorca），从法国手里取得了在北美洲的殖民地纽芬兰（Newfoundland）、新斯科舍（Nova Scotia）和哈德逊湾（Hudson Bay）。此外，英国又取得了一项血腥的专利权，叫作“阿西恩托”（Asiento），规定英国得从非洲把黑人贩卖到西属美洲殖民地为奴。（4）承认勃兰登堡选侯为普鲁士国王。（5）意大利境内的萨伏依公国（Duchy of Savoy）取得了西西里岛。后来在1720年，萨伏依公国以西西里岛从奥地利手中换取萨丁尼亚岛，并且从此改称萨丁尼亚王国。
普鲁士王国和萨丁尼亚王国的成立，在德意志和意大利的历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以后在19世纪中期，德意志的民族统一便是以普鲁士王国为中心而达成的，意大利的民族统一便是以萨丁尼亚王国为中心而达成的。
总之，在路易十四在位的那72年期间，法国和欧洲经常是处在战争的烽火之中。路易十四连年对外肆行侵略，把法国弄得民穷财尽。他驱使着千百万的壮丁暴尸沙场，而更多的妇孺则成了孀妇和孤儿。法国人民苦于兵役和苛捐杂税，绝大部分的人都是在死亡线上挣扎。生灵涂炭，庐舍为墟，那便是侵略战争所造成的结果呵！
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结束后的第三年，即1715年，路易十四（图2-10）终于在万民嗟怨中病死了。当他的尸体从凡尔赛宫被移往陵墓埋葬时，法国人民多聚集在沿途的酒吧间里长啸咒骂，高举着酒杯来庆祝他的死亡。那些咒骂，便是法国人民从心灵深处所迸发出来的怨艾。

图2-10　路易十四



四、路易十五时代的法国
路易十四去世后，王位传给他的重孙路易十五（Louis XV）。路易十五即位时，尚系一个年仅5岁的小儿，国事概由奥尔良公爵（Duke of Orléans）以摄政王的身份代为执行。
奥尔良公爵原为波旁王朝的宗支，是一个华而不实、缺乏一定的政治主张的人。他在摄政的初期，曾经采取过某些开明的措施，以笼络一部分开明贵族和资产阶级。例如，他曾经一度恢复巴黎高等法院在福隆德运动失败之后所被剥夺了的政治权利，宣布大赦，并且禁止迫害胡格诺派的新教徒。不过到后来，他又在一些保守成性的宫廷权贵的影响下，颁布了许多新的苛例，变本加厉地来镇压人民，这样，宫廷与人民之间的对立状态就更加尖锐了。
当时波旁王朝最大的问题就是国用不足，府库空虚，财政上有巨大的赤字。恰巧这时有一个苏格兰籍的大投机商人，名叫约翰·劳（John Law），自称能用一种妙计来解决波旁王朝的财政问题。约翰·劳的妙计是：金银硬币之所以能够作为流通手段，是因为它们本身具有价值。不过在一定的限度以内，政府也可以用它的信用来保证货币的价值。金和银的储存量总是有限的，这就限制了硬币的发行额，如果政府把贵金属集中在自己手里做准备金，不发行硬币而发行纸币，那么，货币的数额就可以大量增加，而财政上的赤字也就一下子可以消灭了。法国宫廷对于约翰·劳的主张感到极大的兴趣，认为那简直是摆脱财政困难的不二法门。1716年，约翰·劳在法国设立通用银行，发行纸币。此外，他又以开发法国在北美洲的殖民地路易斯安那为名，成立了拓殖公司，发行股票。1720年，约翰·劳被擢任为法国的财务大臣。他的那些财政措施暂时地刺激了法国的金融活动，一时法国的贵族和资产阶级都沉浸在金融投机的狂热之中。然而，利用通货膨胀来解决财政问题，实际上是一种饮鸩止渴的办法。约翰·劳所建立的那些银行和拓殖公司因为准备金不足，不久就倒闭了，发行的纸币和股票都成了废纸。结果法国的财政情况便越发不可收拾，而许多正当的工商业者都遭受到破产。
1723年，奥尔良公爵摄政的时期终结，路易十五（图2-11）开始亲政。他并没有从路易十四那些穷兵黩武的对外战争中取得什么教训，仍旧是把武力当作贯彻国家政策的工具。在路易十五在位期间，法国又参加了3次重要的战争，即波兰王位继承战争、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和七年战争。

图2-11　路易十五
路易十五的王后是波兰大贵族斯坦尼斯瓦夫（Stanisšaw Leszczyński）之女。斯坦尼斯瓦夫以前曾经做过波兰国王，被推翻后即流寓法国。1733年，波兰国王奥古斯特二世（Augustus II）去世，于是斯坦尼斯瓦夫趁机赶回华沙，又重新当选为波兰国王。然而，俄国和奥地利为了防范法国的势力会因此而扩张到东欧，即出面干涉，强迫斯坦尼斯瓦夫去位，而把波兰的王冠授予奥古斯特二世之子，称奥古斯特三世（Augustus III）。此时，路易十五为了援助他的岳丈，就出兵到波兰与俄国、奥地利作战。而西班牙的波旁王朝为了要收回在《乌得勒支和约》中所丧失给奥地利的土地，也迅即出兵援助法国。于是，一方面是法国和西班牙，另一方面是俄国和奥地利，这两个敌对的集团进行了两年的战斗，最后在1735年10月，双方订立了《维也纳和约》（Treaty of Vienna），规定：（1）承认奥古斯特三世为波兰国王；（2）把洛林（Lorraine）公国交由斯坦尼斯瓦夫统治，俟其死后，洛林即归并于法国；（3）奥地利把在意大利境内的两西西里和帕尔马（Parma）交还给西班牙的波旁王朝。在此以后，西班牙的波旁王朝便又分出两支，去统治两西西里王国和帕尔马公国。
路易十五是一个骄奢淫逸的惰君，他终日耽于逸乐，国事多由一些宫廷嬖妇去决定。路易十五的情妇先后有沙托鲁夫人（Madame de Châteauroux）、蓬帕杜夫人（Madame de Pompadour）和杜巴丽夫人（Madame du Barry）等。其中尤其是蓬帕杜夫人（图2-12），凭着个人的好恶主宰政事达20年之久。她控制着国家的财库和大臣们的命运，挥霍无度，而她所进行的宫廷外交，则把法国推向了战争。恩格斯曾经指出：路易十五与蓬帕杜夫人之间的关系虽然是私人性质的，但其影响所及，则使整个的法国蒙受到灾难。

图2-12　蓬帕杜夫人
在1740—1748年的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法国是参加到普鲁士方面对奥地利作战，而在1756—1763年的七年战争中，法国又转而参加到奥地利方面对普鲁士作战。关于这些战争的经过和结果，我们将在下一章中加以叙述。在这里我们只要知道：这些战争都给法国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而法国的国际地位也随之下降了。
就是在七年战争的期间，法国的殖民者与英国的殖民者在北美洲和印度进行了长期的、惨烈的搏斗。最后，法国几乎完全丧失了它那原先在北美洲和印度所抢到的殖民地，它在殖民事业的竞争中是被英国打败了。
不过，在路易十五的时代，法国本部的领土仍有扩张。1766年，斯坦尼斯瓦夫去世，法国随即将洛林省正式并入版图。1769年，法国又从意大利的城邦热那亚手中将科西嘉岛（Corsica）购买了过来。
在18世纪中期，法国的基本情况是：封建制的生产方式已开始解体，地主贵族日益没落，波旁王朝的专制统治也已逐渐动摇；资本主义的因素正在发展，新兴的资产阶级要求打破封建制的藩篱，以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体制；广大的人民是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要求改变封建的土地所有制，要求摆脱极端贫困的生活状况，这些因素汇合在一起，便造成了18世纪末叶的法国大革命。
1774年，路易十五去世。他在生前曾经自解自嘲地说过这样的话：“得欢乐时且欢乐，哪管我生后洪水决堤。”果然，在他死后的第十五年，那震撼世界的法国大革命便轰然爆发了。



五、18世纪法国的启蒙思想家——梅叶、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百科全书派、马布利、摩莱里
在18世纪中，法国出现了许多代表先进资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启蒙思想家，他们的理论在群众中产生了绝大的影响，促进了法国大革命的爆发。这些启蒙思想家是：
让·梅叶（Jean Meslier）。梅叶约生于1664年，卒于1729年，他出身于贫苦的乡村牧师，因看到封建地主和教会压迫农民，心中极为不平，便号召农民拿起武器来进行斗争，去驱逐那些恶霸和神父。他所领导的起义不幸失败，结果他就愤而自杀了。在政治思想上，梅叶是一个代表贫雇农和小手工业者的原始“共产主义者”。他认为人类最初原是平等的，后来社会上之所以有那样多的罪恶，就是由于财富的分配不平均。为了要建立公平合理的社会，就必须废除私有财产制，让大家在公社的基础上共同劳动，共同消费。梅叶是无神论者，他说：一切的宗教，其中尤其是基督教，只是统治阶级所捏造出来的谎言，其目的仅在钳制人民。梅叶留下一部遗言录，这部书的手稿是在他去世后约30年才由伏尔泰整理发表的，其中最精彩的部分已被删去。然而就在这样一个已经被改变了面貌的著作里，也还是充满着犀利的批评和革命的热情。
孟德斯鸠（Montesquieu，1689—1755年）。孟德斯鸠（图2-13）出身于贵族，曾经担任过波尔多（Bordeaux）地方法院的院长，他向往于当时英国的政治制度，主张君主立宪制。1721年，孟德斯鸠发表了一部讽刺性的著作，题为《波斯人信札》（Persian Letters），巧妙地用一个波斯观光者在法国的见闻，揭露出当时法国的政体与东方式的专制政体并无二致，也许还更为横暴。1748年，孟德斯鸠发表了他那集毕生心力之所萃的著作《论法的精神》（The Spirit of Laws），主张三权分立说。他认为，立法权应当属于由人民代表所组成的议会，行政权应当属于国王，司法权应当属于不受行政干涉而独立的法院。只有在这样三权鼎立的国家里，人民的自由才可以得到保障。实质上，孟德斯鸠只是要把英国资产阶级的代议制政体搬到法国，来保护法国资产阶级以及一部分开明贵族的权利。

图2-13　孟德斯鸠
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年）。伏尔泰是法国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之一。他早年因为反对封建贵族的暴戾恣睢，曾经两度被关进巴士底（Bastille）监狱，获释后即流亡国外，从事于考察和著述。伏尔泰是一个多方面的人物，生平所写的论文、信札、戏剧、历史、诗歌等总计不下100卷，但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幼稚的，足以永垂不朽的作品很少。正如俄国19世纪中期的启蒙思想家赫尔岑（Aleksandr Ivanovich Herzen）所说，伏尔泰曾经像“闪雷一样地打击着、焚烧着”当时的封建政体和天主教会。然而，伏尔泰反对宗教的态度是不彻底的。他曾经说，如果没有上帝的话，那么为了社会秩序的缘故也应当假造一个上帝出来。在政治方面，伏尔泰所期待的不是人民革命，而是开明君主的改良。他曾经与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II）、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Catherine II）常常通信，并且做他们宫廷食客。
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年）。卢梭出生于瑞士的日内瓦，其父是一个钟表制造匠。在政治思想上，卢梭代表小资产阶级的激进民主派。他于1753年发表了一篇论文，题为《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指出人类不平等之真正的根源是私有财产制。自从出现了私有财产制，社会上就出现了人压迫人、人剥削人、人奴役人的现象，以及其他各式各样的罪恶。1762年，卢梭的《社会契约论》（Social Contract）出版，那本书是以这样激昂慷慨的语句开始的：“人生而自由，但现在则到处是在桎梏之中。”卢梭（图2-14）把英国政治理论家洛克的话说加以引申，用社会契约说来驳倒封建专制的君权神授说。此外，卢梭又于1762年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出版了一部小说，题为《爱弥尔》（Émile），主张实行尊重个性自由发展的教育制度。

图2-14　卢梭
百科全书派（Encyclopédists）。在18世纪中期，法国杰出的科学家、唯物主义者狄德罗（Denis Diderot）和达朗贝尔（Jean-Baptiste le Rond d'Alembert）等编纂科学、美术、工艺百科全书，把当时各门学科中最新的成就都总结起来，使之成为有系统的知识。百科全书的撰稿人被称为百科全书派，他们几乎全是当时法国第一流的学者。他们从哲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中达到了唯物主义的结论。其中尤其是霍尔巴赫（d'Holbach），更提出了彻底的无神论来反对一切的宗教。列宁曾经写道：“在欧洲全部近代史中，特别是18世纪末叶在法兰西发生了反对一切中世纪废物，反对农奴制机关与农奴制思想的决战时期，唯物主义成了唯一彻底的哲学，它忠于一切自然科学的学说，仇视迷信和虚伪习气等等……”（《列宁文选》两卷集，第一卷，1953年北京中文版，第70页）虽然百科全书派都还局限于形而上学的机械唯物主义，然而他们反对宗教迷信和封建秩序，主张尊重理性，提倡科学，宣扬工业上和农业上最新的成就，这些先进思想在当时就具有革命的作用。
马布利（Gabriel Bonnot de Mably，1709—1785年）。马布利是空想“共产主义者”，同时也是历史学家。他生平著作甚富，主要的作品有《弗基昂谈话集》、《疑问》、《论历史研究》等。马布利痛恨当时的社会制度，他揭露出：在那种制度之下，对于富人和贫人，司法有两个标准和两种尺度，马布利在思想上与梅叶、卢梭有共同之处，也认为私有财产制是社会上一切罪恶的根源。不过，在如何消灭私有制而建立公有制的问题上，马布利却带有空想的成分。他还没有认识到阶级斗争，误以为只要通过宣传教育和个人的道德修养就可以完成这个目的。
摩莱里（Morellet，1717—1778年）。摩莱里是18世纪法国杰出的启蒙思想家。摩莱里的社会哲学系从自然权利和正义的观念出发，他于1755年发表所著的《自然法典》，主张废除私有财产制，在共同劳动和共同享有劳动果实的基础上来建立新的社会秩序。他说：“在没有任何私有制的地方，就不会有任何由私有制所引起的有害的后果。”在思想上，摩莱里对于后来法国的原始“共产主义者”巴贝夫和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具有很大的影响。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中曾经指出：摩莱里和马布利的学说“简直是共产主义的理论”。



第三章　17—18世纪的德意志、奥地利帝国和普鲁士
一、三十年战争后神圣罗马帝国的衰微
神圣罗马帝国是自962年德意志萨克森王朝的国王奥托大帝（Otto The Great）加冕为神圣罗马皇帝以来，欧洲历史上所遗留下来的一个政治机构。实际上它既非“神圣”，也非“罗马”，也不能叫作“帝国”，而只是欧洲中部许多封建国家之间的一个极为脆弱的联合体。
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不一定是世袭的，那须经过布兰登堡（Brandenburg）、普法尔茨（Palatinate）、萨克森（Saxony）、波希米亚（Bohemia）、美因茨（Mainz）、科隆（Cologne）、特里尔（Trier）等7邦的统治者，即所谓七大选侯（图3-1）的选举。但自中世纪末期以来，选侯们照例是选举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君主兼任皇帝。神圣罗马帝国设有帝国议会（Diet），由七大选侯和其他各小邦的统治者所组成。然而，这个帝国议会却不是立法机关，而只是各邦之间进行外交谈判的场所。神圣罗马帝国并没有什么固定的财库或军队，遇事则各邦进行磋商，各自按照自愿的原则来行事。

图3-1　七大选侯，由左至右：科隆、美因茨、特里尔大主教、莱茵—普法尔茨伯爵、萨克森公爵、勃兰登堡藩侯与波希米亚国王
经过16世纪上半期的宗教改革和德意志的农民战争，神圣罗马帝国就更为削弱了。在那以后，德意志境内的那些小邦有一半仍旧是信仰天主教，另外一半则改信了新教。而在新教之中又分为路德宗与加尔文宗这两大支。各小邦的统治者各以宗教信仰作为斗争的旗帜，进行兼并和掠夺，结果酿成了1618—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
在中世纪末期，资本主义的因素在德意志境内已经开始萌芽了。当时德意志各商业城市所组成的汉萨同盟（Hanseatic League），曾经垄断过欧洲中部和北部的贸易，而德意志境内的银行曾经一度是欧洲金融业的中心。但是，经过了那漫长的、惨烈的三十年战争，德意志境内丧失了一半以上的人口，许多乡村都渺无人烟，农奴制又全面恢复，工商业凋敝，城市衰落，连汉萨同盟都瓦解了。
三十年战争所加于德意志的创伤是极巨的。恩格斯说道：“在德意志的整整一代的时期中间，到处都是历史上所仅见的最肆无忌惮的军人在统治着。到处征收军税，到处是掳掠和焚烧，到处是奸淫和凶杀。除开大军以外，还有许多小股各自独立、出没无定的游兵散勇，或者说得更正确一些，掠夺队。在那两者同时活动的地方，农民受害最大。蹂躏与破坏是没有限度的。当和平到来时，德意志已被蹂躏，被割裂，流血过多，软弱无力地倒下来了；但最倒霉的还是农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第642页）由于这些情形，德意志在17、18世纪这两个世纪中的经济发展就非常缓慢。
根据1648年所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图3-2），神圣罗马帝国境内的各小邦享有完全的自主权，得以自由宣战或媾和，不受皇帝的任何约束。这样，神圣罗马帝国就更成了死灰槁木的空壳子了。此外，法国和瑞典皆取得德意志境内一部分土地，从而也就得以干预神圣罗马帝国的政事。在这以后，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仍旧是由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君主兼任，但在以前的七大选侯之外。巴伐利亚（Bavaria）和汉诺威（Hanover）的统治者也已经被列为选侯，合称九大选侯。以后到了1778年，普法尔茨合并于巴伐利亚，选侯的数目又减为8人。

图3-2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认仪式
在17世纪中期以后，神圣罗马帝国所包括的区域就大致上只限于德意志以及那为捷克人所居住的波希米亚。然而在那样一个空壳子的范围以内，却存在着将近300个大小不等的小邦和独立城市。其中奥地利本身是一个帝国；勃兰登堡（后改称普鲁士王国）、萨克森、巴伐利亚、汉诺威等是强邦；余者多为弹丸之地，其中最小的小邦只包括几个村落。然而，不论领土面积的大小，各邦的统治者都俨然是上帝所恩赐的君主。他们各自设有小朝廷，拥有常备军（最小的一支只有12名士兵），把全部的财政负担都压在人民身上。在近代历史的初期，德意志经常是国际战争的战场，并且是出售雇佣兵最多的地方。
关于当时德意志境内这种政治上的分裂状态，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指出：“政治组织的分散性……是和经济利益的分散性相适应的。在这为创造政治的集中所必需的一切经济条件都不具备的国家里面，怎能谈得上政治的集中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175页）
以后在1806年，由于拿破仑帝国的扩张，神圣罗马帝国的名号才最后被取消。然而直到那时候，“罗马”一词在欧洲政治上仍具有相当的魔力，拿破仑曾经封其子为“罗马王”。



二、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帝国
远在1273年，哈布斯堡（Habsburg）王朝就取得了奥地利的统治权。从那时候起，它以继承和盗窃的方式，不断地向外扩张领土。
在16世纪20年代，信仰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帝国（Ottoman Empire）的统治集团派兵从巴尔干半岛向欧洲内陆推进，侵入匈牙利。在1526年8月的第一次摩哈赤战役（The Battle of Mohács）中，匈牙利人和捷克人的联军被土耳其人所击败，形势十分危急。于是，匈牙利的贵族和捷克的贵族便推戴哈布斯堡王朝的君主斐迪南（Ferdinand）为王，以与土耳其人相抗。此后哈布斯堡王朝即领有匈牙利和波希米亚。
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君主虽然兼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但因神圣罗马帝国既是一个有名无实的东西，他们就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直属的领土上。哈布斯堡王朝以维也纳为中心，统治着它那疆土辽阔而在民族组成上又极为复杂的帝国。
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帝国位于欧洲的东南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基督教国家防御土耳其人入侵欧洲内陆的前哨站。1682年，奥斯曼帝国的苏丹穆罕默德四世（Mohammed IV）（图3-3）率军寇掠匈牙利，接着又席卷奥地利，进围维也纳。这时幸有波兰国王约翰三世·梭毕也斯基（John III Sobieski）领兵来救，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才得以转危为安。1684年，教皇英诺森十一世（Innocent XI）发起组织欧洲基督教国家反土耳其人的大同盟，那在宗教的意义上实为历史上最后的一次十字军，奥地利、波兰、法国、俄国以及意大利境内的威尼斯城邦都参加了。结果经过16年的战斗，主要是依靠俄国的力量，基督教国家终于阻遏了土耳其人的攻势。根据1699年所签订的《卡尔洛夫奇条约》（Treaty of Carlowitz），奥斯曼帝国退出多瑙河中游一带，匈牙利又重新成为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土。

图3-3　奥斯曼帝国的苏丹穆罕默德四世
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结束后，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土又有扩张。根据1713年的《乌得勒支和约》，它取得了西属尼德兰以及意大利境内的两西西里和伦巴底（包括主要的城市米兰）。后来经过1733—1735年的波兰王位继承战争，哈布斯堡王朝将两西西里交还给西班牙的波旁王朝，但它却仍旧保有尼德兰以及意大利北部的伦巴底。
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土，只有奥地利和波希米亚是在神圣罗马帝国的范围之内，其余匈牙利、尼德兰和伦巴底则都在神圣罗马帝国的范围之外。
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帝国是一个不稳固的、多民族的国家。在它那七拼八凑的领土之内居住着德意志人、捷克人、比利时人、意大利人、匈牙利的马扎尔人（Magyars）、罗马尼亚人（Romanians）以及各族的斯拉夫人。在这多民族的帝国内，在政治上居于支配地位的是德意志人中的地主贵族和官僚集团，而其他各民族的人民则力求从这种民族压迫的羁轭下解放出来。帝国境内各地的社会经济结构颇不一致，而且互相间的联系也很少。在帝国绝大部分的地区，都还保留着农奴制。
在这里，我们应当理解一个问题，即在17、18世纪中，当西欧的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等已经成为民族国家时，在东欧则出现了一些多民族的国家。关于这一个历史现象，大概可以这样来解释，在西欧各国，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发展得比较早。资产阶级在兴起以后，便要求在民族的范围内建立统一的国家，以统一并扩大商业市场。所以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西欧各国就发展为资产阶级的民族国家。而在东欧各国，情形则有所不同。在这一广大的地区内，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发展得比较慢，当封建制的生产方式尚居于统治地位的时期，某些强国的中央集权制已经由于对外防御的需要（防御土耳其人、蒙古人等）而加速地形成了起来，而有些弱小的民族，有时也不得不依附这种中央集权制以求自保。于是，这些强国便以中央集权制作为杠杆，聚合为多民族的国家，奥地利帝国和俄罗斯帝国便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它们都是由一个强大的统治民族和几个弱小的附庸民族所组成的多民族国家。



三、普鲁士的兴起
1415年，霍亨索伦（Hohenzollern）家族的腓特烈六世（Frederick VI）受封为布兰登堡侯国的统治者，称选帝侯腓特烈一世。布兰登堡侯国位于德意志的东北部，只包括以柏林为中心的一小片土地。不过，他因为是德意志人向东方进行侵略的一个前哨站，在战略地位上却颇为重要。在这以后，霍亨索伦王朝就以勃兰登堡为根据地，不断地向外扩张，逐渐成为德意志境内一个重要的政治势力。
在16世纪宗教改革期间，勃兰登堡的霍亨索伦王朝改信了路德宗，它乘机从天主教会那里掠夺了许多土地。
1614年，霍亨索伦王朝取得了莱茵河流域的克里维斯公国（Duchy of Cleves）和马克（Mark）等地方。1618年，它又取得了波罗的海南岸，维斯瓦河（Vistula River）以东的一大片土地，叫作东普鲁士（East Prussia）。原先，普鲁士之地是13世纪时德意志人的殖民组织条顿骑士团（Teutonic Knights）用暴力从斯拉夫人手中夺取过来的。在16世纪中，霍亨索伦王朝的一个近亲做了条顿骑士团的首领，他把普鲁士改为由他的家族来世袭的公国。后来经过一系列的战争，普鲁士被分为两部分：维斯瓦河以西的西普鲁士被波兰王国所合并，但东普鲁士仍旧保持着独立的状态。这时，东普鲁士公国的王统中绝，勃兰登堡的霍亨索伦王朝便以亲戚关系而继承了这一块土地。在这以后，霍亨索伦王朝的领土就合称为勃兰登堡—普鲁士（Brandenburg-Prussia）。
在三十年战争期间，霍亨索伦王朝是站在新教徒集团方面对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所领导的天主教集团作战。根据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它又取得了奥得河以东濒临波罗的海的东波美拉尼亚（Farther Pomerania），得到了出海港。此外，它又合并了德意志西部的明登（Minden）等地方。
在腓特烈·威廉（Frederick William，1640—1688年在位）统治时期，勃兰登堡—普鲁士逐渐成为波罗的海区域的强国。腓特烈·威廉（图3-4）历行君主集权制，他对内把勃兰登堡、克里维斯、马克、东普鲁士、东波美拉尼亚、明登等不相连接的领土用政治力量聚合在一起，对外则利用瑞典与波兰之间的冲突，不断地再向外扩张。腓特烈·威廉兴修水利，提高农业生产，并以政府的力量来发展工商业。当1685年法王路易十四取消《南特敕令》时，法国有许多信仰加尔文宗的企业家和手工业者被迫流亡，腓特烈·威廉就招致了2万多名法国中产阶级的人定居在柏林，替勃兰登堡发展工商业。从那以后，柏林近郊就陆续出现了不少的手工工场，制造毛织品、棉布、皮革、纸张、玻璃、钟表以及枪炮火器。那沟通奥得河（Oder）与易北河（Elbe）的大运河，也是在腓特烈·威廉的时代开凿的。

图3-4　腓特烈·威廉
1701年，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利奥波德一世为了争取勃兰登堡—普鲁士站在他那边参加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乃允许霍亨索伦王朝的君主腓特烈一世（Frederick I，为普鲁士王国首任国王，1701—1713年在位）在普鲁士称王。当时的情形是：在霍亨索伦王朝所统辖的那些零散的领土里面，只有普鲁士是在神圣罗马帝国的范围之外，而其他的各部分则都在神圣罗马帝国的范围之内。因此，霍亨索伦王朝的君主在勃兰登堡只能称为选侯，而在普鲁士则可以称王。1713年，参加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各国订立《乌得勒支和约》，正式追认这一个既成的事实。从此以后。霍亨索伦王朝的领土就合称为普鲁士王国。实际上，普鲁士是一个处于德意志范围之外的边缘之地，但后来在19世纪中期，德意志却是在普鲁士王国的名义之下造成统一的。
在腓特烈·威廉一世（Frederick William I，1688—1740年）在位时期，普鲁士王国的君主集权制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腓特烈·威廉一世（图3-5）对待他的王国，就像一个刻薄成性的吝啬地主对待他自己的庄园一样。他在经济建设方面和文化建设方面都异常吝啬，只有军队才是他的命根子。腓特烈·威廉一世是一个绝对的专制主义者，他经常用鞭子抽打自己的臣民，而总是不许被伤害者作任何的分辩。他提倡蒙昧主义，敌视学术和文明。他甚至侮蔑地把当时德意志伟大的哲学家和数学家莱布尼兹看作是一个毫无用处的人。腓特烈·威廉一世迷信武力万能，他是普鲁士军国主义的创始者。当时就人口而论，普鲁士王国在欧洲各国中仅居第十三位，就领土面积而论，它仅居第十位；然而在军队数量上，它却列于第四位。腓特烈·威廉一世把全部财政收入的70％都用在军事方面，而他的军队的训练和配备在当时说来都是最优良的。

图3-5　腓特烈·威廉一世
腓特烈·威廉一世去世后，其次子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II，1712—1786年）继立，即腓特烈大帝。起初，腓特烈大帝在青年时代原为一个爱好文学和艺术的人，他惯会附庸风雅，用法文写些感伤的抒情诗，吹笛子尤称能手。他的父王对于他那种生活上的倾向深恶痛绝，以为他大不类己，曾经把他派在军队中充任最低级的军曹，塞在政府机关中充任最低级的职员，用种种的苦役来改变他的习性。当腓特烈大帝（图3-6）执政之时，果然就成了一个专制主义、军国主义和侵略主义的化身。腓特烈大帝认为，“君主之于国家，正如头脑之于人身。君主的责任就在观察、思索、发号施令，捉住每一个可能的机会来为本国谋利益”。他又常常爱说这样的话：“如果你看中了邻邦的土地，那么把它夺取过来好了，法律家总能找到理由来证明这种夺取是合法的。”腓特烈大帝认为军队是贯彻国家政策的工具，乃把普鲁士的兵额扩充到将近30万人。他蓄养着这一支强大的武力，来对邻邦进行掠夺性的战争。在对外关系上，腓特烈大帝惯于背信弃义，他一切的允诺都是欺骗性的谎言。

图3-6　腓特烈大帝
霍亨索伦王朝代表普鲁士地主贵族容克（Junker）阶级的利益，它对内镇压广大的人民，对外肆行侵略。马克思指出：霍亨索伦王朝的统治是“暴政、官僚政治和封建制度的混合物”。普鲁士的国王“……永远只有三种典型的人物，他们就像白天和黑夜一样地交替着……那就是伪善者、军曹和小丑”。（《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选集》，俄文版，第91页）那种专制的普鲁士制度，实为后来极端反动的、泯灭人性的纳粹主义之历史的根源。
普鲁士专制主义之所赖以存在的基础，便是容克阶级的大土地所有制。直到18世纪中期，在普鲁士尤其是在易北河以东的地区，农奴制仍旧顽强地存留着。容克地主在所领有的土地上几乎享有无限的权力，他们经营大规模的农业，对农奴进行着极残酷的剥削。关于普鲁士农民受压迫的苦况，恩格斯曾经感慨地说道：“甚至在俄国都不曾有过这样可怕的生活条件……在俄国，农民究竟还有自己的公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第一分册，第243页）但恩格斯同时也指出：“在农奴农民劳役劳动的基础上所进行的大规模农业生产，这便是资本主义时期在乡村中预告本身之到来时所采取的形式。”（同前书，第十五卷，第642页）
就是在腓特烈大帝的时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开始在普鲁士有了比较显著的发展。过去衰落了的城市也在逐渐转向繁荣。柏林的居民，在1661年仅有6500人，到了1760年就增加到了12万人，而到了1777年则又增为14万人。不过在那14万人里面，军人和官僚集团以及他们的家属就占到57000人。



四、奥地利王位战争和七年战争
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君王兼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查理六世（Charles VI）没有男性的子嗣，只生有一女，名叫玛丽亚·特蕾西亚（Maria Theresa）。按照过去古老的惯例，哈布斯堡王朝的王位是不能由女儿来继承的。查理六世因为怕列强在他死后会来争夺他的领土和尊号，乃于1713年颁布《国本诏书》（Pragmatic Sanction），宣称：哈布斯堡王朝的帝国是永远不可分割的；如果他这一生都没有男性的子嗣，王位就传给他的女儿玛丽亚·特蕾西亚，以后再由她的子女按照长子优先继承制世袭下去。查理六世用尽了一切的方法，要求列强同意这《国本诏书》，后来普鲁士、法国、英国、俄国、波兰、荷兰、西班牙以及德意志境内的其他各邦都分别提出了同意的保证，但有些国家的保证却是缺乏诚意的。
1740年，查理六世去世，其女玛丽亚·特蕾西亚继位。这时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就与法国、巴伐利亚、西班牙缔结同盟，乘机来抢夺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土和尊号。在这同盟里面，普鲁士是要夺取德意志东南部原属于奥地利的富饶地区西里西亚（Silesia），法国是想兼并奥属尼德兰，巴伐利亚的选侯是想获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尊号，而西班牙则是想从奥地利手里夺回意大利境内的伦巴底。
腓特烈大帝未经宣战即派兵占领了西里西亚，法国和巴伐利亚的联军则侵入到奥地利和波希米亚，结果玛丽亚·特蕾西亚被迫逃往匈牙利，在那里纠集了部队来进行反攻。这时，英国和荷兰因为不能让法国兼并奥属尼德兰，便出兵援助奥地利，并且乘机夺取法国和西班牙在海外的商业市场和殖民地。
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War of the Austrian Succession）一共延续了8年，最后有关各国于1748年订立了《艾克斯拉沙佩勒条约》（Treaty of Aix-la-Chapelle），规定：（1）承认玛丽亚·特蕾西亚为奥地利的君主，并承认她的丈夫弗朗茨一世（Francis I）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2）承认普鲁士占有西里西亚，其余的一概恢复到战前的状态。
由于兼并了西里西亚，这时普鲁士王国的领土就增加了1/3，而人口则几乎增加了一倍。从此以后，普鲁士王国就成为欧洲第一流的强国。
法国、巴伐利亚和西班牙在这次战争中丧师糜饷，但结果都是一无所获。
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的期间，英国的殖民者与法国的殖民者在北美洲和印度也进行了战争。因为当时英国的君主是汉诺威王朝的乔治二世，所以那些在北美洲的战争被称为乔治王之战（King George's War）。
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所造成的政治局面是不稳固的。在1756—1763年之间，欧洲各国又进行了七年战争（Seven Years' War）。七年战争实为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的延续，但它在规模上则远比上一次的战争来得大。那在欧洲，主要的是普鲁士与奥地利争夺在德意志境内的霸权；而在北美洲和印度，则为英国的殖民者与法国的殖民者进行最后的决战。王朝战争与殖民战争交互错综在一起，情形非常复杂。
奥地利的君主玛丽亚·特蕾西亚（图3-7）为了要从普鲁士手里夺回西里西亚，早就与俄国女皇伊丽莎白·彼得罗芙娜·罗曼诺娃（Elizabeth）缔结了反普鲁士的同盟。接着，她又转过来拉拢法国。这时，由于普鲁士的崛起，欧洲大陆上的国际形势已经发生了重大的改变；普鲁士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使普法之间的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而法奥之间的矛盾反而降到次要的地位去了。于是，法国便与奥地利捐弃了过去200年来的嫌怨，合力来阻遏普鲁士的扩张。1756年5月，法国与奥地利缔结了攻守同盟。

图3-7　玛丽亚·特蕾西亚
英国原本是站在奥地利方面反对普鲁士的。然而，英国因与法国在殖民利益上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冲突，这时看到法国站在奥地利的一边，于是它就转过去站在普鲁士的一边。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时，是法国与普鲁士同盟，英国与奥地利同盟；但是七年战争时，则是法国与奥地利同盟，而英国与普鲁士同盟。这两次的战争在时间上仅相距8年，而同盟的关系却颠倒了过来，所以历史学家就把这种激变称之为“外交上的革命”（Diplomatic Revolution）。
1756年8月，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不待宣战即率兵7万人猛犯奥地利的盟邦萨克森，接连地打败了奥地利和法国的军队。然而，俄国的参战，却改变了整个的局势。1759年，强大的俄国军队进入到普鲁士，并于1760年10月攻陷了它的首都柏林。当年柏林城门上的一柄钥匙，至今还陈列在圣彼得堡的博物馆中。但由于一个极偶然的变故，竟使普鲁士王国得以转危为安。1762年，俄国女皇伊丽莎白去世，王位传给她的姨侄、原为德意志境内荷尔斯泰因（Holstein）公国的公爵而神经失常的彼得三世（Peter III）。彼得三世盲目地崇拜腓特烈大帝，他在即位后就背弃了与奥地利的同盟，而转过来帮助普鲁士。这样，普鲁士便又在战争中居于优势。
1763年2月，战争结束，根据《胡贝图斯堡和约》（Treaty of Hubertusburg），奥地利正式把西里西亚割让给普鲁士。
七年战争标志着英法两国殖民势力的消长。这时英国在北美洲的殖民竞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根据1763年处理北美洲殖民地问题的《巴黎和约》，英国从法国手中获得了北美洲的加拿大和整个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土地，并且从西班牙手中获得了北美洲东南部的佛罗里达（Florida）半岛。而在印度，英国的殖民者克莱武（Robert Clive）则彻底打败了法国的殖民者。从此以后，那幅员广大、人口众多而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印度，就不幸成了英国东印度公司所宰制下的殖民地。
此外，1763年的《巴黎和约》又规定：法国将它在北美洲密西西比河以西的殖民地，即路易斯安那的西部，让与西班牙。



五、俄、普、奥三国瓜分波兰
在中世纪末叶，波兰原为欧洲东部的泱泱大国。然而到了近代史的初期，它却急剧地衰落下去了。波兰的式微，是由以下的原因造成的：
第一，波兰的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非常复杂，它境内居住着波兰人、德意志人、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为数众多的犹太人，其中波兰人是信仰天主教，德意志人多数是信仰新教，俄罗斯人是信仰东正教（即希腊正教），而犹太人则是信仰犹太教。这些民族间的隔阂和宗教上的冲突，使波兰不能聚合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
第二，波兰是一个落后的、封建的、农奴制的国家，它的社会是两个极端：一方面是拥有封建采邑的贵族；另一方面是被束缚在土地上而没有人身自由的农奴。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堵塞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波兰的工商业是极为幼稚的。
第三，波兰有一项极独特的制度，即贵族享有自由否决权（Liberum Veto）。在那由大封建贵族所组成的国会（Diet）中，一切议案都必须得到全体一致的通过，方可付诸实施。只要有一人表示反对，议案便不能成立。当然，贵族内部的意见是极为分歧的，任何议案都很难取得全体一致的同意。于是波兰就完全陷于无政府的状态。
第四，波兰没有什么严格的君主世袭制。自16世纪以来，它的国王都是由选举产生的。而在选举之际，那些自私自利的大封建贵族都是乘机牟利，扩张本身的权力，这便更增加了混乱。
第五，波兰在地理上是一个大平原，它四境没有可资防守的天然疆界。这便易于受到敌国的侵略。
关于18世纪中期的波兰，恩格斯曾经写道：“统治阶级的贵族，其道德日趋沦替，没有足够的力量可以发展资本主义，加之那些使国家残破荒凉的长期战乱，终于斲丧了波兰的元气。国家顽固地维持着社会上的封建制度，当其四邻各国已经向前迈进，形成了资产阶级，发展了工商业，并且建立了大城市时……这样的国家舍毁灭一途以外，实别无其他的出路。无疑是贵族断送了波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三卷，第一分册，第159页）
当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都已经成为中央集权制的强国并且向外扩张领土时，波兰便遭受到瓜分的惨祸。
1772年8月，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与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奥地利君主玛丽亚·特蕾西亚缔结同盟，第一次瓜分波兰。俄国取得了德维纳河（Dvina River）和第聂伯河（Dnieper River）以东，原为俄罗斯人所居住的土地，居民约180万人；普鲁士取得了它那久想合并的维斯瓦河以西的西普鲁士（West Prussia），居民约416000人；奥地利则取得了加利西亚（Galicia）和克拉科夫（Cracow）的一部分，居民约270万人。这一次瓜分的结果，波兰就丧失了约1/3的土地和半数的人口。
瓜分的惨祸促进了波兰人的民族觉醒。1791年，当法国大革命的狂澜怒潮正在冲击着整个欧洲时，波兰的革命志士也起来争取独立和自由。他们树立了世袭的君主制，公布了一项相当开明的宪法，成立了两院制的议会，并且废除了那荒谬的大封建贵族所享有的自由否决权。这时波兰涌现出一位热情澎湃的革命领袖，那便是塔德乌什·柯斯丘什科（Tadeusz Kościuszko）。柯斯丘什科（图3-8）原为一个酷爱自由的战士，他曾经参加过美国的独立战争，在华盛顿的麾下屡建奇功，英名卓著。此刻他回到祖国，号召波兰人团结一致，起来救亡图存。

图3-8　塔德乌什·柯斯丘什科
然而，俄、普、奥三国却决不愿看着波兰自强起来。俄国借口要保护波兰旧日的政治制度，派兵侵入波兰，接着普鲁士也踵起效尤。1793年1月，俄国与普鲁士约定第二次瓜分波兰。在这一次的瓜分中，俄国所得的是波兰东部立陶宛和乌克兰的大部分，居民约300万人；普鲁士所得的是波兰西部的但泽（Danzig）、波森（Posen）等要城，居民约110万人。这时柯斯丘什科曾经率领着波兰的爱国志士英勇抗战，终因实力悬殊太远，不幸兵败被俘。在柯斯丘什科失败后，波兰的命运便决定了。
1795年10月，俄、普、奥三国第三次瓜分波兰。俄国所得的是在第二次瓜分后所剩余的立陶宛和乌克兰的全部，居民约120人；普鲁士所得的是华沙一带地方，居民约100万人；奥地利所得的是在第一次瓜分后所剩余的加利西亚和克拉科夫地区的全部，居民约100万人。在这以后，波兰王国便暂时从地图上消失了。然而，波兰人民的复国运动却是前赴后继，再接再厉，一天也没有停止过。



第四章　17—18世纪的俄罗斯
一、近代俄罗斯的形成
近代的俄罗斯，是由莫斯科大公国发展而来的。
在伊凡三世（Ivan III Vasilyevich，1462—1505年在位）时代，莫斯科大公国最后挣脱了蒙古人的羁轭，并且向外扩张领土。它征服了附近的一些小邦和诺夫哥罗德、普斯科夫等要城，把国境向北拓展到白海，向东拓展到乌拉尔山脉一带，俨然成为东欧的大国。
伊凡三世的夫人苏菲亚原为东罗马帝国最后一个皇帝的侄女。因此，他就自命是古罗马和东罗马帝国的继承者，而称俄罗斯为“第三罗马”。莫斯科大公国的统治者袭用东罗马帝国皇帝的尊号和威仪，并且把保护东正教作为政治上的工具。
在伊凡四世（Ivan IV Vasilyevich，1530—1584年）时代，即所谓伊凡雷帝时代，莫斯科大公国的中央集权制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1547年，伊凡四世（图4-1）正式加冕为全俄罗斯的沙皇（Tsar，这个字是从古罗马的军事独裁者恺撒的名字变来的，意为大王）。他对内削减封建贵族的权力，以加强政治上的统一；对外则从蒙古人手中夺取了喀山和阿斯特拉罕等坚固的堡垒，掩有整个的伏尔加河流域。在历史上，伊凡四世实为近代俄罗斯的奠基者。

图4-1　伊凡四世
一般说来，俄罗斯在17世纪时仍旧是一个非常落后的国家。这种落后性，是由以下的这些原因造成的：
（1）在历史上，俄罗斯曾经被蒙古的军事封建贵族宰制了240多年（1237—1480年）。蒙古金帐汗国野蛮的统治，阻塞了俄罗斯的进步。
（2）俄罗斯曾经长期是一个内陆国家，没有出海港。在近代史的初期，瑞典领有波罗的海东岸的土地，土耳其帝国领有黑海北岸的土地，它们封锁着俄罗斯与西欧各国之间的交通。因此，在西欧所发生的那些政治变革和科学技术上的进步，一时就没有能够影响到俄罗斯。
（3）当时俄罗斯封建贵族的权力依然很大，他们反对中央集权制。在伊凡四世去世以后，封建贵族又一度起来拥兵自为，互相攻伐，而瑞典和波兰的军事贵族则乘机入寇，造成了俄国历史上所谓的混乱时代。
（4）落后的农奴制在俄罗斯居于绝对支配的地位。在17世纪中期，当英国的农奴制已经最后绝迹时，俄罗斯的农奴制却更加巩固了起来。原因是：当时西欧各国的资本主义因素正在发展，俄国逐渐被卷入了资本主义商业的世界市场。俄国的地主贵族为了要把粮食输出到西欧以换取日用品或奢侈品，于是就更加深对于农民的剥削。这种情形，就使俄国成为典型的农奴制国家。
（5）俄罗斯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其中，居于统治地位的是大俄罗斯人中的军事贵族。民族压迫造成了民族之间的仇视和残杀，因而也就削弱了整个俄罗斯的力量。
不过，就是在17世纪中期，俄罗斯开始发展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当时俄罗斯各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逐渐加强，从前那些局限于一隅之地的市场已经汇聚为统一的国内市场。而在同时，俄罗斯的对外贸易也发展了。它经由白海的港口城市阿尔汉格尔斯克（Arkhangelsk）与英国、荷兰等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通商，并且经由伏尔加河口的阿斯特拉罕城和里海，与东方各国进行着繁盛的贸易（图4-2）。

图4-2　19世纪末的阿尔汉格尔斯克港
这时俄国政治史上最大的事件，是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合并。1654年，乌克兰人起来反抗波兰贵族的统治，重新并入俄罗斯。从此以后，乌克兰就成了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
从16世纪后半期起，大俄罗斯人中的军事贵族和一部分要求向外寻找生活之源的农民就组织了武装性质的垦殖队，不断地向顿河流域和伏尔加河流域移殖。他们因为是居住在新开辟的边境之地，除了从事于农业和畜牧业以外，还从事于掠夺和战争，所以就形成为一种特殊的半独立性的军事集团，称为哥萨克人。哥萨克的军事贵族从沙皇那边接受到封号，他们也宣誓效忠于沙皇。
当西欧各国正在向海外发展时，俄罗斯则向中央亚细亚和西伯利亚进行拓殖。1587年，俄罗斯人的垦殖队就已经越过了乌拉尔山脉，建造了托波尔斯克城；1604年，他们建造了托姆斯克城；1632年，他们建造了雅库茨克城；1652年，他们在贝加尔湖畔建造了伊尔库茨克城。接着，俄罗斯人的垦殖队更向黑龙江流域推进。1689年，俄罗斯与中国的清朝政府订立《尼布楚条约》，规定两国以外兴安岭为界。在17世纪末年，俄罗斯人的垦殖队就到了太平洋岸的堪察加半岛。1728年，俄国政府所雇用的一个丹麦籍的航海家，名叫白令（Bering），发现了亚洲与北美洲之间的海峡，以后这海峡就以他的名字命名为白令海峡（Bering Strait）。接着，俄罗斯人的垦殖队就占领了北美洲西北角的阿拉斯加（Alaska），并且沿着落基山脉南下，一直定居于现今美国西部的加利福尼亚州（California）一带。
随着俄罗斯人的移殖，整个辽阔的西伯利亚都俄罗斯化了。



二、彼得大帝的改革
1613年，俄国的大贵族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罗曼诺夫（Mikhail I Fyodorovich）被选为沙皇，那就是统治俄罗斯帝国达304年之久的罗曼诺夫王朝的始祖。
罗曼诺夫王朝的第四个君主，便是那被称为近代俄罗斯创造者的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1672—1725年）。在彼得大帝时代，俄罗斯才真正从一个落后的、中世纪的国家改变为一个强大的、近代化的国家。
彼得大帝（图4-3）自幼即热爱军事训练和科学技术，对于造船业尤感兴趣。他曾经把童年时代的游伴组成两支部队，从事于进攻和防御的演习。他也曾经亲手制造了一艘海船，在白海岸边的阿尔汉格尔斯克港下水航行。他与当时居留在莫斯科的西欧各国的侨民保持着密切的接触，从他们那里吸取新的知识。彼得大帝身材魁伟，性情暴躁，经常都是穿着肮脏油腻的衣服，怒气冲冲地呵斥着一切。然而在这粗暴的外表下面，他却具有一个政治家的头脑、坚定不移的信心和百折不回的毅力。他锐意改革，要使俄罗斯迎头赶上西欧那些比较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

图4-3　彼得大帝
1695年，彼得大帝率兵3万人南下，攻打土耳其帝国控制下的亚速海北岸的亚速要塞，以求取得出黑海以通地中海的孔道。起初，他因为没有海军辅助，无法取胜，不得不暂时退兵。但是，他迅即亲手建造了一支小型的舰队，复于1696年的夏天分水陆两路进军，终于占领了亚速要塞。不过，亚速要塞之战还只是俄国与土耳其帝国争夺黑海霸权的开始。
彼得大帝为了要联合西欧各国的力量来与土耳其帝国以及瑞典争衡，并且学习西欧各国先进的科学技术，特于1697年组织了一个规模庞大的考察团，赴国外游历。他本人是这个考察团的主脑，但却降贵纡尊，化装作名叫彼得·米哈伊洛夫的海员，以避免世人的注意。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像是一个寻师问道的小学生，要虚心学习各国的优长。他在普鲁士考察军政，吸取改建军队的方法。他在荷兰考察造船业和商务，并且以一个普通木匠的身份在船坞中见习了4个月。他在英国考察工商业和宪政，曾经亲自在英国议会中列席旁听；接着，他便转往奥地利。当时西欧正处于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前夕，各国对于缔结反土耳其帝国的同盟多不感兴趣。然而，彼得大帝在缔结反瑞典的同盟这件事上，却获得了相当的成功。此外，彼得大帝还在西欧延聘许多专门技术人员，把他们带回俄国来帮助他进行近代化的工作。
1698年，就是在彼得大帝出国游历的期间，俄国的旧贵族煽动王室的近卫军叛变，想推翻彼得大帝而拥立其同父异母的姊姊苏菲亚为女王。彼得大帝闻讯赶回，镇压了这次旧贵族的叛乱，把苏菲亚打入修道院为尼。这次被镇压的近卫军的叛乱分子，为数约有五六千人。
彼得大帝回国以后，便开始进行了以下一系列重要的改革。
（1）在军事方面的改革。彼得大帝解散了那为旧贵族所掌握的、易于滋事的近卫军，另行利用外籍客卿的帮助，建立了一支富有战斗力的常备军。当西欧各国仍在利用雇佣兵作战时，彼得大帝首先在俄国实行了征兵制，规定各地必须提供一定数额的兵员。所以俄国军队的番号，都冠有某省或某城的名字。彼得大帝发展了以步兵、骑兵、炮兵和工兵协同作战的战术，他设立了许多专门的军官学校，以造就各种不同的具有近代军事知识的干部。此外，他鉴于物质资源是近代国家武力的基础，着重发展采矿业和冶金工业，以利军火制造。在对瑞典作战的过程中，彼得大帝就以芬兰湾内的喀琅施塔得港为基地，建立波罗的海舰队。彼得大帝在位的末期，俄国已拥有装备精良的陆军20万人，战船48艘，成为欧洲军事力量最强的国家之一。
（2）在行政方面的改革。彼得大帝厉行中央集权制，褫夺了由大封建贵族组成的杜马（意为参政会）的职权，另外任命一个由9人组成的国务院，作为直属于沙皇的最高的行政机构。接着，彼得大帝又设立12个部，以分别掌握外交、陆军、海军、财政、贸易、工矿等各部门的行政事务。在地方行政方面，彼得大帝起初是把全国分为8个总督区，后来又划分为50个行省，由沙皇直接指派总督或将军去治理。这些措施，都进一步巩固了政治上的统一。
（3）在宗教事务方面的改革。俄国的东正教会，原是由莫斯科的大主教管辖，不受沙皇节制。彼得大帝为了要使东正教会隶属于国家，便取消了莫斯科大主教的特权，而另外设立一个由沙皇直接控制的神圣委员会，作为教会行政的最高机关。从此以后，东正教会就成了沙皇所御用的驯良工具，成了俄国专制政体之主要的支持者。
（4）在经济方面的改革。当时俄国的工商业还比较幼稚，不能满足日益扩大的军事和国内市场的需要，于是彼得大帝就用政治的力量，来竭力鼓励工商业的发展。他设立了许多国营的矿场和手工工厂，并且诱致外国的企业家和技术人员来俄国设厂制造。当时由于农奴制的束缚，工场中不能获得足够的劳动力，彼得大帝乃发布诏令，规定工场主人可以用购买的方式去“占有”整个村庄中的农奴，使他们永久地隶属于工场，以从事于工业生产劳动。在对外贸易方面，彼得大帝是采用重商主义的政策，提高关税壁垒，以保护本国新兴的工商业。经过这样大力的提倡，俄国的纺织业、钢铁业、军火工业和造船业都比以前增加了好几倍，并为以后的工业发展打下了基础。
（5）分封新贵族。俄国的旧贵族都是反对改革的。彼得大帝为了实现自己的政策，乃不得不倚靠新的力量。他把全国绝大部分的土地都分封给那些出身寒微而忠于他自己的军人和官吏，使之成为新贵族。在彼得大帝改革以前，俄国旧有的贵族还不到3000家。而在改革以后，新贵族则陡增至10万家，男女合计不下100万人。这样一个庞大的寄生的贵族阶级，完全是靠农奴胝手胼足的劳动来供养的。所以，在彼得大帝时代，俄国的农奴制不但没有削弱，反而更加普遍了。
（6）吸收西欧先进的科学知识，发展教育事业。彼得大帝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两地设立了几所新型的学校，强迫贵族子弟入学，钻研西欧各国先进的科学知识。1700年，彼得大帝下诏废除旧日的历法，改用古罗马时代恺撒所颁行的儒略历（Julian calendar）。其实，那在1582年由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所颁布的更为精确的格列高利历（Gregorian calendar），当时俄国的知识界也已经知道了，但因俄国系信奉东正教，不受天主教教皇的管辖，所以彼得大帝就不采用格列高利历而采用儒略历。以后俄历的日期比公历迟13天，原因即在于此。1703年，俄国最初有报纸出现。此外，彼得大帝更把旧有的俄文字母予以简化，使之适合于文化的传播，那便是目前所沿用的俄文字母。彼得大帝并筹设俄罗斯学院，作为最高的学术机关。
（7）改革俄罗斯人的生活习惯。当时俄国人在生活习惯上还是东方式的，男子们留着胡须，穿着臃肿的长袍，妇女们则深居闺阁，甚至带着面罩。彼得大帝痛恨这种落后的生活状态，他有时亲自用大剪刀剪去贵族们的长髯（图4-4），鼓励他们改穿短装和长靴，他常常举行跳舞会，要贵族妇女们出来参加社交活动。巴黎、伦敦和维也纳的生活习惯，被搬进了闭塞的俄罗斯。

图4-4　彼得大帝亲自用大剪刀剪去贵族的长髯
彼得大帝在进行改革的过程中曾经遇到许多阻碍，然而，他却毅然不顾一切，决心把自己的主张贯彻到底。他的太子阿列克谢（Alexis）反对改革，并且受到旧贵族的拥戴，阴谋鼓动士兵进行政变。彼得大帝即将阿列克谢逮捕起来，交付特别法庭审讯，判处死刑。不久之后，阿列克谢毙于狱中。列宁写道：“……彼得促进了野蛮的俄罗斯对于西方文化的模仿，而他在反对野蛮主义的斗争中，也不惜采用蛮暴的方式。”（《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俄文第四版，第307页）
彼得大帝的改革，是按照俄国地主贵族和商人阶级的利益来进行的。经过这一系列雷厉风行的改革，俄国终于脱离了落后的状态，跃为欧洲的强国。然而与此同时，占俄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却遭受到比从前更为惨重的剥削。在历史上，彼得大帝的改革确实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然而，如果与人民的解放事业的领袖比较起来，彼得大帝便难以比肩了。



三、彼得大帝对瑞典和土耳其帝国的战争，圣彼得堡的建立
在17世纪时，瑞典是北欧最强大的国家。当时瑞典的王室除了统治瑞典本土以外，还领有现今的芬兰，波罗的海东岸的卡累利阿、英格里亚、爱沙尼亚和利沃尼亚，德意志境内的西波美拉尼亚以及奥得河和易北河的出海口。当时整个的波罗的海，几乎就是瑞典王国的内湖。
然而，17世纪时瑞典王国的强盛是很表面的，它本土的资源多未开发，人口稀少，农民受着极残酷的剥削，工商业也不发达。而它境内的芬兰人、爱沙尼亚人、立特人、俄罗斯人、波兰人、德意志人和丹麦人等，则都要求从它的羁轭下解放出来。
瑞典阻遏着俄罗斯的发展。俄罗斯要收复以前所丧失的波罗的海东岸的土地，并获得出海的港口，那么势必要与瑞典进行一战。
1699年，彼得大帝在游历西欧的归途中，与波兰国王奥古斯特二世订立反瑞典的同盟，丹麦国王也参加了。在这同盟之中，俄罗斯是要从瑞典手里收复卡累利阿（Karelia）、英格里亚（Ingria）一带的土地。波兰是要从瑞典手里合并爱沙尼亚（Estonia）和利沃尼亚（Livonia），丹麦则是想削弱瑞典的势力，以便乘机取得德意志境内的荷尔斯泰因公国和易北河的出海口。盟约成立以后，三国的军队即分别出动，准备对瑞典作战。这个以俄罗斯为首的反瑞典的战争在历史上叫作大北方战争（Great Northern War），战争延续的时期是从1700年至1721年。大北方战争与西欧各国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几乎是同时开始的，但却延续得更久。
瑞典国王卡尔十二世（Charles XII）是一个血气方刚的、狂热的黩武主义者。他不让俄罗斯、波兰、丹麦三国的军队有集中的机会，即先发制人，领兵在丹麦登陆。1700年8月，丹麦屈服，退出了三国同盟。接着，卡尔十二世就转过来寇掠俄罗斯和波兰。
战争刚爆发时，彼得大帝即派兵围攻瑞典设在芬兰湾南岸的要塞纳尔瓦（Narva）。1700年11月，卡尔十二世率领着瑞典的侵略军8000人在纳尔瓦附近登陆，对彼得大帝的部队进行反包围，结果彼得大帝的部队背腹受敌，损失惨重（图4-5）。卡尔十二世错误地以为俄军已经无力再战，于是他移师去蹂躏波兰。在那以后的6年中，他都是在波兰追奔逐北，没有立即侵犯俄罗斯。

图4-5　纳尔瓦战役
由于纳尔瓦战役失败的教训，彼得大帝认识到必须改建俄罗斯的军队，才能抵御瑞典的侵略。他用惊人的速度在民间征集了一支新的兵团，以代替过去那些由贵族所掌握的近卫军。他为了要弥补军械方面的损失，甚至下令销毁教堂的大钟，以便有更多的青铜来铸造大炮。爱国的热忱弥漫在整个的俄罗斯，于是不到一年，俄国就又可以出阵交战了。当卡尔十二世被牵制在波兰时，彼得大帝乘机率领着他的新军迭次击败瑞典的部队，占领了卡累利阿和英格里亚。1703年，彼得大帝在芬兰湾的东岸，涅瓦河口的沼泽地带开始建立一个新的城市，并以他自己的名字命名为圣彼得堡。同时，彼得大帝又以圣彼得堡附近的喀琅施塔得要塞为基地，开始建立俄罗斯的波罗的海舰队。1704年，彼得大帝终于攻下了纳尔瓦。
1708年，卡尔十二世率军侵入俄罗斯的西南部，当时乌克兰有一个民族叛徒，是哥萨克人的军事首领，名叫马塞巴，曾经勾结卡尔十二世谋叛，想使乌克兰脱离俄罗斯而独立。然而，绝大部分的乌克兰人民则反对这种阴谋，他们忠贞不二地誓死维护俄罗斯，并且组织了游击队来截击瑞典的侵略军。结果卡尔十二世孤军深入，兵员和粮饷都无法补充，陷于极其狼狈的境地（图4-6）。1709年7月，卡尔十二世围攻俄军的要塞波尔塔瓦（Poltava），企图直接威胁莫斯科，彼得大帝亲自带领了他的主力部队前来堵截，于是俄罗斯与瑞典之间的决战便在波尔塔瓦附近展开了。

图4-6　卡尔十二世（左）会见斯坦尼斯瓦夫一世
在波尔塔瓦大战的前夕，彼得大帝向全军战士呼吁道：“战士们！决定我们祖国命运的时刻就在眼前了，所以，你们不要认为是在替我彼得个人而战，你们是为了托付给彼得的王国，为了你们自己的妻子儿女和你们自己的家乡而战。不要被号称为无敌的敌人的空名所吓倒，因为你们自己所获得的各次胜利已经一再证明那是一句谎言。至于我彼得，你们要知道：只要俄罗斯是生活在光荣和欢乐之中，国富民康，我个人是不惜牺牲生命的……”
为祖国而战的俄罗斯健儿，人人争先效力，以百倍勇敢的精神聚歼瑞典的侵略军。这次波尔塔瓦战役的结果，俄军获得了全胜，单单被俘虏的瑞典官兵就共达2万人。那仓皇败退的卡尔十二世只带了一小队人马逃出俄国国境，流亡到土耳其帝国去了。
在历史上，波尔塔瓦战役标志着俄罗斯与瑞典两国势力的兴替。经过这一次的决战，瑞典的强国地位就永远一去不复返了。
波尔塔瓦战役的胜利，大大地提高了俄罗斯的国际地位。这时波兰国王和丹麦国王再与彼得大帝缔结同盟，而普鲁士和汉诺威也参加到这个同盟方面来，乘势夺取瑞典在德意志境内的土地。
卡尔十二世煽动土耳其帝国的苏丹对俄罗斯作战。1711年，彼得大帝率兵4万人南下，抵御土耳其帝国的攻势。然而，他在普鲁特河畔（Prut River）被优势的土耳其军队约20万人所包围，结果不得不罢战言和。根据该年所签订的《普鲁特和约》，俄国又把1696年所获得的亚速要塞划归土耳其帝国。终彼得大帝之世，俄国想收复黑海地区的愿望均未能实现。
1712年，彼得大帝正式把圣彼得堡定为首都。俄国在波罗的海上开了一个天窗，它与西欧各国的接触就更频繁了。从此以后直到1917年10月革命时，圣彼得堡（1914年改称彼得格勒）都是俄国的政治中心（图4-7）。

图4-7　17世纪的圣彼得堡
1714年，俄国舰队在芬兰的汉果乌得峡附近击败了瑞典的海军。这样，俄国便开始掌握波罗的海的霸权。
1718年，瑞典国王卡尔十二世在侵略挪威的战争中被杀，于是参战各国开始议和。根据1720年所签订的《斯德哥尔摩条约》（Treaties of Stockholm），丹麦取得了荷尔斯泰因公国和赔款，普鲁士取得西波美拉尼亚（West Pomerania）的大部分和奥得河口之地，其中包括要港什切青（Stettin）；汉诺威则取得了易北河口的土地。从此瑞典王国在波罗的海南岸只保有施特拉尔松德（Stralsund）一港，其余在德意志境内的领土都一概丧失了。
1720年，俄国舰队在格伦加姆岛附近又一次击溃了瑞典的海军，于是瑞典门户洞开，俄国的战斗部队得以一直打到它的首都斯德哥尔摩附近。
1721年，俄国与瑞典订立《尼斯塔德条约》（Treaty of Nystad）。瑞典正式承认俄国占有卡累利阿、英格里亚、爱沙尼亚、利沃尼亚以及芬兰南端的一块土地，其中包括维堡要塞。
在《尼斯塔德条约》订立以后，俄国在波罗的海的地位便巩固了，这时俄罗斯正式被称为俄罗斯帝国。



四、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代的俄罗斯，俄土战争，普加乔夫领导的农民大起义
1725年，彼得大帝去世，继位的是他的第二个皇后，同情改革但却缺乏毅力的叶卡捷琳娜一世。1727年，叶卡捷琳娜一世去世，皇位传给阿列克谢之子，彼得大帝之孙，称彼得二世。彼得二世即位时年仅12岁，国事概由宫廷权贵决定。1730年，彼得二世病死，一部分的宫廷权贵拥立彼得大帝的侄女、曾经嫁给库尔兰（Courland）公爵为妻的安娜·伊凡诺芙娜·罗曼诺娃为帝。在安娜女皇的时代，俄国的政事多操控在一些德意志的客卿手里。1740年，安娜女皇去世，俄国的贵族乃乘机举行政变，褫夺了德意志客卿的权力，拥立彼得大帝的幼女伊丽莎白·彼得罗芙娜·罗曼诺娃为女皇，伊丽莎白于1741年因宫廷政变推翻伊凡六世而即位。
彼得大帝的几个继承人都很愚昧无能。在那一段时期内，俄罗斯的宫廷政治腐败已极，然而俄罗斯的国力却仍旧在不断发展。
1733—1735年，俄国参加了波兰王位继承战争。1756—1763年，俄国又参加了七年战争。在这两次战争之中，俄国都是以强国的地位来干预欧洲的政事，确立了它在东欧的霸权。
伊丽莎白女皇没有子嗣，她在位时就抚养她姊姊安娜的儿子、德意志境内荷尔斯泰因公国（Holstein）的公爵彼得为继承人，那就是后来的彼得三世（Peter III）。彼得三世之妻，便是那出身于德意志一个小邦的破落贵族，而由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图4-8）作伐送来俄国的叶卡捷琳娜（Catherine，1729—1796年）。

图4-8　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
1762年1月，伊丽莎白女皇去世，彼得三世即位。彼得三世在心理倾向上完全是一个德意志人，而且是一个神经失常的白痴。他对于俄罗斯的一切都感到格格不入，常常咒骂“俄罗斯是一个天杀的国家”。然而，他的皇后叶卡捷琳娜却遇事随和，她学习俄文，并且改信了东正教，深得皇室权贵和朝廷大臣们的拥戴。当时俄国在七年战争中大获胜利，俄军已经攻陷了普鲁士的首都柏林，但彼得三世却因其个人崇拜普王腓特烈大帝的关系，突然放弃了一切胜利的成果，转过来帮助普鲁士。这件事深深地触怒了俄国的贵族阶级，他们不能容忍由这样一个倒行逆施的蠢汉来掌握国家的命运。在同一年的7月，俄国宫廷发生政变，彼得三世被迫去位，而且不久之后就被谋害了。叶卡捷琳娜被拥立为女皇，是为叶卡捷琳娜二世（Catherine II）。
在私人生活上，叶卡捷琳娜二世是一个声名狼藉的女王。不过在政治方面，她却能绍承彼得大帝的遗绪，代表俄国地主贵族和商人阶级的利益，对内巩固中央集权的政体，对外肆行扩张。叶卡捷琳娜二世对于当时欧洲先进的政治思想也很注意，她曾经常常与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通信，并且邀请法国百科全书派的中坚人物、科学家狄德罗担任她的宫廷教师。她虚伪地装作开明，但实际上却是个极端专制的暴君。
从1766年起，叶卡捷琳娜二世就派兵侵入波兰，在那里培植了亲俄的傀儡政权。这种干涉，终于引导到波兰的灭亡。在1772年、1793年、1795年3次瓜分波兰的过程中，叶卡捷琳娜二世都是积极的参加者。
叶卡捷琳娜二世（图4-9）对波兰的野心引起了土耳其帝国的妒忌。1768年，土耳其帝国在法国的怂恿下向沙皇政府提出牒文，要求俄国撤退派往波兰的军队。叶卡捷琳娜二世复文拒绝，并想乘势击败土耳其帝国以打通出黑海的门户，于是俄土战争（Russo-Turkish War）便爆发了。

图4-9　叶卡捷琳娜二世
从1768年到1774年，俄国与土耳其帝国进行了6年恶战。那由鲁缅采夫和苏沃洛夫等名将所统率的俄国兵团，击溃了在数量上占有优势的土耳其军队，创造了许多战略上的奇迹。同时俄国的海军统帅斯皮里多夫率领波罗的海舰队，绕过欧洲西部，驶抵黑海区域，击败了土耳其帝国的海军。最后，土耳其帝国被迫与俄国订立《库楚克-凯纳尔吉和约》（Treaty of Küçük Kaynarca），其中重要的内容是：
（1）土耳其帝国完全放弃在黑海以北的土地，俄国获得了亚速要塞及其邻近的地区；
（2）俄国的商船得在土耳其帝国的领海内自由航行，从黑海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以出地中海；
（3）俄国对于土耳其帝国境内信仰东正教的居民享有保护权；
（4）土耳其帝国保有希腊、摩尔达维亚（Moldavia）、瓦拉几亚（Walachia）等地，但须改善其行政。
这样，那自彼得大帝以来，俄国想在黑海上开一个天窗的炽烈愿望，这时便实现了。再者，此后俄国可以用保护东正教为借口，随时来干涉土耳其帝国的内政。
就是在这一次俄土战争期间，俄国爆发了震撼全国的农民大起义。由于沙皇专制的压迫和农奴制的束缚，俄国农民的生活状况是极为凄苦的。在18世纪60年代，俄国的农民起义已经是风起云涌，单在俄国中部一带就发生过将近40次的武装暴动。然而规模最大、影响最远的，则为1773—1775年普加乔夫（Pugachov）所领导的农民起义。
普加乔夫出生于顿河流域一个哥萨克人的村庄里，那也是17世纪中期俄国杰出的农民革命的领袖斯切潘·拉辛的故乡。普加乔夫原为沙皇军队中的士兵，曾经参加过七年战争以及对土耳其帝国的战争。他后来因病退伍，即漂泊于顿河流域和伏尔加河流域各地，到处访贫问苦，结交了许多有革命热忱的志士。1773年9月，普加乔夫聚众起义。当时俄国有一项无稽的谣言，说沙皇彼得三世并没有死，只是因为想改善农民的处境而受到贵族的迫害，结果流落在民间。封建时代的农民很自然地都具有皇权思想，因此，普加乔夫就冒充为彼得三世，并且用彼得三世的名义来发布诏令：允许把农民从奴隶的锁链中解放出来，使他们重新得到土地和自由；凡属贵族所霸占的耕地、森林、牧场、矿山和水源，一概都交还给人民共同享用。这一号召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各地的农民、牧者、矿工和冶金工人都揭竿而起，像万流归海一样来参加普加乔夫的队伍。同时，伏尔加河下游和黑海北岸一带的哥萨克人、鞑靼人、卡尔梅克人和巴什基尔人等，也都闻风响应。普加乔夫率领着起义者转战于俄国中部各地，声势极为浩大。然而，由于农民本身的保守性和分散性，以及各个民族之间的隔阂，他所获得的那些胜利都是不巩固的。1774年8月，普加乔夫被沙皇的军队所击败，最后他被一群哥萨克的贵族所拘捕，解送到莫斯科。1775年1月，普加乔夫在绞刑台上壮烈牺牲。可是，当年农民大起义的英勇事迹，却永远活在人民的心坎中。
普加乔夫（图4-10）所领导的农民大起义，与过去历史上无数次的农民起义一样，虽然曾经对封建制度作了有力的冲击，从而也就推进了社会的发展，但结果却是失败的。这种失败，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

图4-10　普加乔夫
叶卡捷琳娜二世在镇压了普加乔夫所领导的农民起义之后，更厉行贵族专制统治。她颁布了一系列改革地方行政的法案，以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
1783年，俄国正式合并了克里米亚半岛，并且开始把半岛上的塞瓦斯托波尔营建为要塞和海军基地。
1787年，俄国又与土耳其帝国启衅，这一次的战争延续了5年，结果土耳其帝国海陆两军皆败。在杰出的海军将领乌沙科夫的指挥下，俄国海军歼灭了土耳其帝国的舰队，取得了黑海的控制权。根据1792年所订立的《雅西和约》，俄国把南面的疆界扩张到德涅斯特河。
在18世纪时，俄罗斯已经产生了一些具有世界意义的科学家，其中最伟大的是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罗蒙诺索夫（Mikhail Vasilyevich Lomonosov，1711—1765年）。
罗蒙诺索夫出生于白海边上，离阿尔汉格尔斯克港不远的一个渔村里，家境极为清贫。然而，他却自幼就养成勤学的习惯，并且排除万难，前往当时莫斯科唯一的高等学校读书。他毕业时因成绩优异，被派遣到国外去深造。他在西欧留学4年，研习数学、化学、地质学和冶金学。他回国后被任命为教授，并当选为俄罗斯科学院的院士。罗蒙诺索夫在学术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有些创造性的发现，决定了以后数十年乃至数百年科学研究的方向。他首倡热能说，他是发现物质不灭定律的第一人，他又著了一部相当完备的俄文文法。俄国伟大的诗人普希金写道：“罗蒙诺索夫兼备着非凡的意志力和非凡的理智力，他总结了一切教育部门的成果。对于知识的渴望，便是他那充满着热情的心灵中压倒一切的热情。他是历史学家、修辞学家、工程师、化学家、矿冶学家、艺术家和诗人——他精娴各门学问，并且把这一切都融会贯通了。”
罗蒙诺索夫对于科学知识的传播和祖国青年一代的教育事业极为关怀。1755年，他倡议创立莫斯科大学，后来从这里产生了许多卓越的科学家和文学家。目前俄罗斯的最高学府、为全世界所景仰的莫斯科大学，还是以罗蒙诺索夫（图4-11）这一光荣的名字来命名的。

图4-11　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罗蒙诺索夫



第五章　北美殖民地的独立战争和美国的成立
一、英属北美殖民地的概况
在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和英国的殖民者即相继涌入西半球。这些殖民者虐杀了土著的印第安人，从他们手中夺取了整个辽阔而又富饶的美洲。
美洲的土著印第安人是在距今约15000年以前由亚洲的东北部移殖过来的。他们散居在北美、中美和南美，分为许许多多的氏族、大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在共有土地的基础上经营着畜牧业和农业。自那历史上不可记忆的年代以来，印第安人就发展了自己的优美的文化。他们精于纺织和雕刻，能制造精美的陶器，并且也有“金字塔”和“木乃伊”。他们创造了以象形为主的文字，制定了很精确的历法。他们已在使用青铜器，但还不知道炼铁的方法。印第安人在农业上对世界人类有巨大的贡献，马铃薯、玉蜀黍、落花生、西红柿和烟草等农作物就是首先由他们育种栽培出来的。这些农作物，其中尤其是马铃薯和玉蜀黍，以后被移植到世界各地，就大大地丰富了人类的食物。当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时，印第安人正处在由氏族过渡到国家的阶段，即约相当于希腊人在英雄史诗时代的阶段。可是，欧洲各国殖民者的入侵，却把印第安人社会发展的进程打断了。
欧洲的殖民者抢夺新大陆，是用极残暴的方式来进行的。历史学家福斯特（William Foster）在《美洲政治史纲要》一书中写道：“美洲的征服，给印第安人的社会和文化带来了无情的毁灭，屠杀了千百万的人民，就其明目张胆的野蛮性、荼毒生灵以及对于历史文物和可贵的社会制度之破坏等方面说来，这个征服在近代史上是没有其他的例子可以比拟的。这是伴随着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产生和建立而来的规模最大而性质最烈的浴血斗争之一。”（福斯特：《美洲政治史纲要》，1951年纽约英文版，第41页）
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开始于17世纪初期。当时由于英国本土圈地运动的扩展和斯图亚特王朝的反动统治，一些丧失了土地的农民以及一些政治和宗教上受迫害的人，相率渡海移往北美的东岸，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家园。同时，英国的贵族和资本家也组织了各式各样的特许公司，借移民事业来榨取超额的利润。从1607年至1733年那120多年之内，英国的殖民者先后在北美的东岸建立了下列13个殖民地：弗吉尼亚（Virginia）、马萨诸塞（Massachusetts）、马里兰（Maryland）、罗得岛（Rhode Island）、康涅狄格（Connecticut）、北卡罗来纳（North Carolina）、纽约（New York）、新泽西（New Jersey）、特拉华（Delaware）、南卡罗来纳（South Carolina）、新罕布什尔（New Hampshire）、宾夕法尼亚（Pennsylvania）和佐治亚（Georgia）。这些殖民地便是美国最初的13州。
与英国人同时在北美建立殖民地的还有西班牙人和法国人。西班牙人所占领的是北美的西南部以及佛罗里达（Florida）半岛；法国人所占领的是加拿大和整个的密西西比河流域。从17世纪中期直到18世纪中期，每逢欧洲发生什么战争，英国的殖民者与法国的殖民者即在北美洲进行搏斗。经过威廉王之战、安妮女王之战、乔治王之战以及七年战争，英国的殖民者终于在北美获得了压倒的优势。根据1763年的《巴黎和约》，加拿大和整个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土地以及佛罗里达都改属于英国。
欧洲的殖民者把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带到了北美洲。然而在最初，与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同时存在的还有奴隶占有制、债奴制和封建制。这些错综复杂的社会经济关系交织在一起，便决定了北美殖民地人民在阶级组成上的复杂性。
当时的北美洲并非“自由”的摇篮，而是奴隶制的温床。在这新开发的土地上，欧洲的殖民者在新的经济条件下复活了古代的奴隶制，他们不单使用黑奴，并且广泛地使用白种人的债奴。在最初，那些白种人的债奴为数甚众，几乎占到北美殖民地人口的一半左右。
在18世纪中期，英属北美的13个殖民地在经济上还是以农业生产占支配的地位。一般说来，各地的农业人口均在90％以上。但在某些地区，纺织、矿冶、造船等工业部门的手工工场也已经兴起，并且发展得很快。在1775年，英国新建的船舶约有1/3是在北美殖民地的船坞中建造的。就经济形态而言，这13个殖民地可以粗略地分为以下的3个类型：
属于第一个类型的是新英格兰（New England）一带的殖民地，其中包括马萨诸塞、康涅狄格、新罕布什尔和罗得岛。这一带的居民虽然是以小农经济为主，但也从事于捕鱼、采矿、伐木、炼铁、造船、制革、纺织以及其他的手工工艺。新英格兰的工商业比较发达，在这里已经出现了新兴的资产阶级。
属于第二个类型的是南方一带的殖民地，其中包括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这一带的土地多为大地主所占有，形成种植园（Plantation）经济。种植园主（图5-1）是以地主而兼资本家，他们使用黑奴劳动，在广阔的土地上种植烟草、甘蔗、蓝靛、稻米和棉花等经济性的作物，出售给英国或其他欧洲国家的市场。

图5-1　美国南方的种植园主
介于这两者之间的是第三个类型的殖民地，其中包括纽约、宾夕法尼亚、马里兰、新泽西和特拉华。这一带除了小农经济以外，尚有把土地出租给农民以榨取地租的贵族地主。这一带的工商业也比较繁盛，铁器制造业尤为发达。
原先，这些英属北美的13个殖民地在政治上的联系是很脆弱的。每一个殖民地都有自己的议会，都有一个由英王所任命或由本地居民所选举出来的总督。由于17世纪中期英国本土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这些殖民地也都已经确立了代议制的政体。总督与议会之间的关系，正同英王与英国议会之间的关系一样。一切有关于财政或民事的法令，如果不得到议会的同意，总督是不能付诸实施的。
英国政府是按照重商主义的原则来统治北美殖民地的。第一，它认为殖民地应当以英国本土所不能出产的原料供给英国的制造商；第二，它认为殖民地不得自行发展工商业，以免与英国的资本家有所竞争；第三，它认为殖民地的人民应当纳税，以分担英国的军事费用。根据克伦威尔时代所颁布的《航海条例》，英国政府限定北美殖民地所出产的烟草、甘蔗、蓝靛、稻米和棉花等原料必须用英国船舶先运往英国，然后再销售各地。北美殖民地人民所需用的工业品，也必须单从英国输入。英国政府禁止把新的生产设备输往北美殖民地，甚至不许北美殖民地人民把当地出产的皮毛制成帽子，而必须先把皮毛出售给英国的资本家，在英国制成了帽子再运销到北美来。在18世纪中期，瑞典的学者彼得·葛尔模教授在旅行北美之后写道：“实际上，英属各殖民地的财富和人口增加得那样快，它们不久就会成为英国的竞争者。为了维护宗主国的商业和富强，英国就禁止殖民地设立可能会与英国竞争的手工工场。除了少数特殊规定的地区以外，殖民地的通商范围，不能超出不列颠的领土。外国人也不许和美洲各殖民地通商，诸如此类的限制还多得很。”
除了对于工商业的限制以外，英国政府更限制北美殖民地的人民向西部的自由土地上移殖。1763年，英国政府为了维护英国商人与印第安人的贸易以及地主阶级对于自由佃农剥削，特下令限定殖民地的人民只能在阿巴拉契亚山脉（Appalachian Mountains）以东的地区居住，不得向西部的土地上拓殖。这一项禁令激起了北美殖民地广大人民的反对，他们要求向西移殖以获得土地。
在独立战争的前夕，英属北美的13个殖民地共有居民约近300万人（其中约有50万人是黑奴）。都市人口也正在增加：当时北美最大的都市、宾夕法尼亚的首府费城（Philadelphia）已拥有居民约近4万人；纽约城已拥有居民约近3万人；麻萨诸塞的首府波士顿（Boston）则拥有居民约2万人。尽管北美13个殖民地在政治上还宛如13个自治的小邦，但它们的居民却因为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地域、正在发展中的内部经济联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而逐渐形成为一个新的民族了。殖民地的人民生活在远离宗主国的大西洋彼岸，他们在民族情绪上已不同于英国本土的人了。
18世纪中期，北美殖民地人民的政治自觉性逐渐增长了起来。当时新英格兰的牧师乔纳森·梅修（Jonathan Mayhew）从自然权利的哲学观点出发，主张人民有革命的权利。梅修认为，如果统治者一味地压迫人民、掠夺人民，那种统治者根本就不是上帝在人间的代理人而只是魔鬼的爪牙。那么，人民唯一自救的道路就是起来革命。这种思想在殖民地人民中传播得很广。
伴随着新民族的形成和人民政治自觉性的提高，北美殖民地涌现出一些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思想家，他们的代表人物是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1706—1790年）和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1743—1826年）。
富兰克林（图5-2）的一生是极丰富的，他是哲学家、政治家、外交家而兼科学家。富兰克林早年曾做过印刷所的学徒，他以勤奋的自学使自己成为一个有学识的人。1732年，富兰克林发表所著的《贫穷人理查德的格言录》（Poor Richard's Almanac）。那些格言都体现着资产阶级的庸俗的道德观，例如，“囊空如洗的人在社会上是不能立足的”；“省下来的一个小钱，比赚得来的两个小钱要好”；“有财产的人才有后代”，诸如此类，这些格言后来就成了实利主义者之精神上的信条。富兰克林提倡在各地设立公共图书馆并改善城市的居住条件，而他在担任北美殖民地邮政总监的任期内，又大大地改进了邮政的设施。从1746年起，富兰克林开始研究电学，他在理论上认识到可以利用电力来为人类服务。早在1754年，富兰克林就发起邀请各个殖民地的代表在纽约的奥尔巴尼城（Albany）开会，商讨如何使13个殖民地在政治和军事上联合一致的方案。尽管奥尔巴尼会议未能达成预期的结果，然而它的召开，实为后来大陆会议的端倪。富兰克林晚年多从事于政治活动和外交活动，他所留下来的那部文情并茂的自传，是世界文库中的古典著作之一。

图5-2　本杰明·富兰克林
杰斐逊出身于弗吉尼亚的地主之家，早年曾受过良好的教育。在思想上，杰斐逊代表资产阶级的激进民主派。他服膺洛克、卢梭等启蒙思想家的学说，尊重理性，认为天赋人权是不容剥夺的，政府的设立，目的就在保障天赋的人权。1773年，杰斐逊发起组织各个殖民地之间的通讯委员会，呼吁各地的人民起来反抗英国的暴政。杰斐逊主张把土地划分为较小的片块，使一切愿意在土地上耕种的人都可以得到耕地。在这种小农制的基础上，才可能建立起真正的民主制。杰斐逊（图5-3）把民主理想的实现寄托在人民群众身上，他曾经指出：“只有人民群众，才是我们的民主，自由之永恒的支柱。富人是做不到这一点的。”杰斐逊主张进行暴力革命，他曾经说道：“自由之树，必须时时用爱国者和暴君们的鲜血来灌溉。”及至1776年，杰斐逊就用他那沉雄典丽的文笔写成了近代史上一篇极重要的文献——《美国独立宣言》。

图5-3　托马斯·杰斐逊
总之，在18世纪中期，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英属北美殖民地已经得到了相当的发展。那里的居民已经形成为一个新的民族。他们孕育着自由、民主的思想，渴望能脱离宗主国而独立。但英国政府的政策，则在阻遏着这种发展。北美殖民地的人民要摆脱掉英国政府所加在他们身上的桎梏。于是独立战争就必然要爆发了。



二、独立战争的爆发——大陆会议的召开和独立宣言的发表
在七年战争以前，英属北美殖民地的人民因为要防御法国和西班牙的入侵，还必须仰赖于宗主国的保护。然而就是在七年战争期间，英属北美殖民地的人民武装协助英国的正规军，进行反法战争，结果把法国殖民者的势力完全赶出了北美大陆，于是形势就改变了。在七年战争之后，英属北美殖民地的人民已经不必再戒惧法国的侵略，因而也就不必再依靠宗主国的保护。再者，根据1763年的《巴黎和约》，英国从法国手里获得了加拿大和整个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土地，从西班牙手中取得了佛罗里达。这些新获得的土地，究竟是供殖民地的人民去开发呢？还是供英国的统治集团去利用呢？由于这些原因，殖民地人民与宗主国之间的矛盾就加深了。
原先，英属北美殖民地的人民并不为英国政府负担任何财政上的义务。后来英国政府因为在七年战争中军费开支浩大，财政亏空高达1.4亿英镑之巨。它想把这一笔债务转嫁到殖民地人民的身上来，于是巧立名目，开始在北美殖民地征收捐税。
1764年，英国政府在北美殖民地征收糖税。它为了杜绝糖品的走私，特别重申《航海条例》的禁例。1765年，英国政府又在北美殖民地实施《印花税法》（Stamp Act），规定一切的公文、契约、合同、遗嘱、文凭、报纸、杂志都必须贴上印花，方才可以生效或流通。当时受这印花税法影响最大的是一些律师、银行老板、商人和出版家，于是他们就群起反对。在塞缪尔·亚当斯（Samuel Adams）的领导之下，波士顿的工人、手工业者、农民、渔民以及一些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人士组织了一个革命团体，叫作自由之子（Sons of Liberty），他们公开地宣称：英国议会中并没有北美殖民地人民的代表，因此，它就没有权力制定法案来向北美殖民地的人民征税。英国政府不得到殖民地人民的同意而擅行聚敛钱财，那就是暴政。1765年10月，北美殖民地各主要城市的代表集议于纽约城，宣言反对《印花税法》，并向英国政府要求其他的民主权利。这时反英的潮浪弥漫在各地，波士顿的人民举行集会，把英国政府出售印花的官员捉来，给他们脸上涂了柏油，身上贴了鸡毛，拖到大街上去游行示众（图5-4），而最后则把那些尚未出售的印花税票付之一炬。在这一次反《印花税法》的斗争中，北美殖民地的人民已经用实际行动来否认英国的宗主国权。

图5-4　波士顿人民把英国政府出售印花的官员捉来，给他们脸上涂了柏油，身上贴了鸡毛，拖到大街上去游行示众
英国政府迫于殖民地人民的舆情，终于在1766年废除了那万人怨恨的《印花税法》。不过，它却发表了一项宣言，说英国议会有权为殖民地制定法案，接着便又颁布了一些征税的条例，并且派遣了一支部队来进行镇压。但这时殖民地的人民对英国政府已经由痛恨转为藐视，当那些穿着红色制服的英国军队在波士顿街头出现时，波士顿人则嘲谑地呼之龙虾兵（Lobsterbacks）。1770年3月5日，英军造成了波士顿惨案（图5-5），枪杀无辜平民5人，于是北美殖民地人民就知道流血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了。

图5-5　波士顿惨案
在波士顿惨案发生之后，英国托利党的领袖诺斯勋爵（Lord North）上台组阁。他主张用怀柔政策来平息北美殖民地人民的怨怼，所以废除了一切征税的条例，只留下一项不重要的茶税，以表示英国政府还是有权向殖民地人民征税的。然而，即使是这样一项零星的茶税，在殖民地人民的心目中仍为英国政府暴政的象征。1773年12月，在一个严寒的冬夜里，有一批波士顿的志士乔装作印第安人，潜入一艘停泊在港内的英国茶船上，把它所装的茶叶全部抛入海中。殖民地的人民痛恨英国的统治，他们就用这种方法来宣泄心中的义愤。
波士顿倾茶事件使英国的统治集团老羞成怒。接着，英国政府便公布了5项所谓《不可容忍法令》（Intolerable Acts）。第一，封锁波士顿海港；第二，取消马萨诸塞殖民地的自治权；第三，扩大英军在殖民地的活动范围；第四，规定如英国官员在殖民地犯罪，必须送回英国审判，不受当地法律的制裁；第五，把西部边疆上广大的土地划归加拿大的魁北克省（Quebec）管辖，并允许在加拿大的法国人得保持天主教的信仰，以阻止13个殖民地的人民向西部地区移殖。
英国政府这5项所谓《不可容忍法令》，完全暴露了它那狰狞的面目。在殖民地的人民看来，英国的统治才真正是不可容忍的！1774年9月5日，由于马萨诸塞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领袖塞缪尔·亚当斯的提议，北美的13个殖民地各派代表集议于费城，以商讨共同对付英国的办法，这便是历史上第一届的大陆会议（Continental Congress）。在这以前，北美的13个殖民地从来不曾有过共同的议会、共同的财库或共同的军队。第一届大陆会议（图5-6）是基于殖民地人民的共同愿望而产生的，它给后来美国联邦政府的组织提供了一个雏形。参加这一届大陆会议的有许多杰出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领袖，其中最露头角的是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帕特里克·亨利（Patrick Henry）、塞缪尔·亚当斯和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等。他们通过了决议案，谴责英国的暴政，并且号召殖民地的人民起来彻底抵制英货。这种抵制收效甚巨。在1774年，英国对北美殖民地的贸易总额约为250万英镑。而在1775年，这个数字就陡降到20万英镑。

图5-6　第一届大陆会议
不过，北美殖民地人民对英国政府的态度也决不是一致的。这时他们分为两派：一派是亲英的，其中多为英王所任命的官吏、享有特权的商人、贵族地主以及英国国教的牧师，他们被称为王党（Loyalist）或托利党（Tories）；另一派是主张独立的，其中居于领导地位的是新英格兰一带的资产阶级，而基本群众则为农民、工人和手工业者，他们被称为爱国者（Patriots）或辉格党（Whigs）。在整个独立运动的进程中，这两派都进行着激烈的斗争。而北美殖民地独立战争的过程，也就是北美殖民地内部阶级斗争的过程。
这时，北美殖民地的人民已经开始组织民兵。这些民兵被称为一分钟人（Minute Men），意为遇有事变，在一分钟之内即须迅速集合。1775年4月19日，驻屯在波士顿的一支英国军队约800人下乡搜索民兵的军火，并企图逮捕爱国者的领袖。这一个挑衅的行为事先被民兵所侦悉，于是他们就埋伏在波士顿近郊的莱克星顿（Lexington）和康科德（Concord）一带的丛林中窥视动静。在英国军队逼近之际，双方开枪射击。结果民兵有8人当场毙命，10人受伤；而英军死伤较多，800人中生还的仅约2/3。这莱克星顿和康科德地方的武装冲突，揭开了北美殖民地独立战争的序幕。
1775年5月，北美13个殖民地的代表在费城举行第二届大陆会议，号召各地的人民拿起武器来进行自卫，并推举弗吉尼亚州的豪绅、曾经参加过北美殖民地的反法战争而富有军事经验的乔治·华盛顿为各地民兵的总司令，以与英军作战（图5-7）。华盛顿在政治上属于温和的民主派，但他却具有炽烈的爱国热情和卓越的组织天才。

图5-7　第二届大陆会议于1775年6月15日通过组织大陆军和任命华盛顿为总司令的决议
1775年6月，民兵进攻英军在波士顿附近的重要据点邦克山（Bunker Hill），双方在这里进行了猛烈的战斗。尽管民兵在这一次的争夺战中并未得手，但却使英军蒙受到很大的损失。邦克山之战向殖民地的人民指明了一点：民兵的士气极为昂扬，他们只要有适当的军火配备，是不难把英军驱逐出去的。同年7月，华盛顿将军即率兵包围波士顿，切断陆上的供应线，使之成为一个死港。1776年3月，英国的统帅威廉·豪将军（General Howe）被迫率众撤离波士顿，随着他撤退的还有数百名英国的官员和王党分子。
大陆会议曾经致书于加拿大的人民，呼吁他们同心协力，一致起来反抗英国的暴政；然而那封信却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于是，大陆会议乃派遣两支部队进攻加拿大，一支由理查德·蒙哥马利将军（Richard Montgomery）统率，另一支由贝内迪克特·阿诺德将军（Benedict Arnold）统率。1775年11月，蒙哥马利的部队攻陷了加拿大的要城蒙特利尔（Montreal）。但在同年12月，理查德·蒙哥马利将军在会攻魁北克的战役中阵亡，贝内迪克特·阿诺德将军也无功而退，完全撤离加拿大。这样，加拿大就没有参加北美殖民地的独立运动，它仍旧属于英国。
直到此时为止，北美殖民地的人民虽然希望脱离英国的统治而独立，但还没有公开提出独立的口号。1776年1月，有一位移居到北美来的英国激进民主派的战士，名叫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出版了一本用如火如荼的文笔所写成的题为《常识》（Common Sense）的书，竭力鼓动北美殖民地的人民宣布独立。托马斯·潘恩的论点是：国王都是一些“戴着王冠的匪徒”，英国政府在北美的统治完全是从自私的利益出发的。如果北美的人民要想从英国政府方面取得什么让步，那实际上只是虚妄的梦想。只有宣布独立，才可以把13个殖民地的人民团结起来，去争取所应当享有的权利。《常识》一书成了北美人民政治上的“圣经”，在3个月内就行销了10多万册。于是北起马萨诸塞，南至佐治亚，各地的人民都高呼着独立！
北美殖民地的独立运动，与其说是由大陆会议自上而下领导着各地的人民群众来进行的，倒不如说是由各地的人民群众自下而上推动着大陆会议来进行的。1776年4月13日，北卡罗来纳的地方议会即通过决议案，使其出席大陆会议的代表享有全权，得与其他各殖民地的代表联合一致，宣布独立。同年5月15日，弗吉尼亚的地方议会训令其出席大陆会议的代表正式提议独立。于是在6月7日，理查德·亨利·李（Richard Henry Lee）就以弗吉尼亚代表的身份在大陆会议中发言，提出如下的议案：“这些联合起来的殖民地，理应成为自由而独立的合众国。”当时大陆会议中有些所谓老成持重的温和派，还不敢贸然赞成这个议案，结果只任命杰斐逊、富兰克林、约翰·亚当斯等5人组成一个委员会，负责起草一篇宣言，向世界人士宣布要求独立的理由（图5-8）。直到7月2日，大陆会议才迫于人民群众的要求，一致通过了宣布独立的议案。

图5-8　杰斐逊、富兰克林、约翰·亚当斯等5人组成的委员会于1776年6月28日将起草的《独立宣言》上呈大陆会议
1776年7月4日，大陆会议通过了由杰斐逊所起草并由富兰克林等人所润色的《独立宣言》。《独立宣言》是以这样激昂慷慨的文词开始的：“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他们的‘造物主’那里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所以才在人们中间成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力则系得自被统治者的同意。如果遇有任何一种形式的政府变成是损害这些目的的，那么，人民就有权利来改变它或废除它，以建立新的政府。这新的政府，必须是建立在这样的原则的基础之上，并且是按照这样的方式来组织它的权力机关，庶几就人民看来那是最能促进他们的安全和幸福的……”（《美国历史文选》第四十三卷，哈佛古典丛书，1910年纽约版，第160页）最后，《独立宣言》向全世界昭告：北美的13个殖民地与英国断绝一切政治上的附属关系，成为完全独立自由的北美合众国。接着，纽约城的人民就打碎了英王乔治三世的铜像，以之铸造子弹。
一般地说，美国《独立宣言》中所揭橥的那些原则大致上是从英国资产阶级的政治理论家洛克的著作中引申而来的。不过在这里面，杰斐逊却以更明白、更坚定的语气提出了下列的主张：（1）一切的人都是生而平等；（2）天赋的人权是神圣不可侵犯、不容剥夺的；（3）政府的正当权力必须是得自被统治者的同意，人民有革命的权利；（4）政府的设立，必须是以促进人民的安全和幸福为目的。在杰斐逊所起草的《独立宣言》的初稿中，原来有一段是反对黑奴制的，但后因南方种植园主的反对，结果被删掉了。所以，《独立宣言》中所指的那些权利，实际上只有少数白种人中的资产阶级才可以享受。
美国的《独立宣言》是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中一篇极重要的文献。虽然这个文件是为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所囿束，它所提出来的那些政治原则都是旨在保障私有财产，要使资产阶级自私的利益成为合法化的和不可侵犯的东西，但它在当时却具有进步的作用。《独立宣言》是反对殖民地压迫和反对封建压迫的挑战书，并且成为后来法国大革命期间所发表的《人权宣言》的范本。



三、独立战争的进程，欧洲各国对于美国的援助，1783年的《巴黎和约》
在1775年4月的莱克星顿和康科德地方的武装冲突之后，反英的独立战争便以如火燎原之势在北美13州蔓延开来。
北美13州的独立战争是在极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的。当时13州在政治上的团结并不巩固，与其说那领导独立运动的大陆会议是一个具有立法权的中央政府，倒不如说它只是各州的代表进行外交谈判的场所。大陆会议不能直接向各州征兵征税，而只能通过各州的州议会，要求它们分担一定数额的兵员和粮饷。同时，在13州还有许多公开的或潜藏的王党，他们组织了反动的武装力量，与英国军队勾结在一起，到处破坏独立运动。13州的部队主要系由民兵所组成，他们并没有经过严格的军事训练，有一度纪律性也很差。华盛顿将军统率下的部队以及其他各地民兵的总数，在最多的时候也没有超过9万人，而且军械和给养都很缺乏。华盛顿将军在写给大陆会议的报告中说道：“全军中约有1/4或1/5的人都没有靴子……约有1/3的人都没有衬衣。”由于当时物资缺乏，加上投机商人的操纵，军需供应不正常，士兵们时时在挨饿。
但就战争的性质来说，那在英国方面是反革命的非正义的侵略战争，而在北美13州方面则是革命的正义的解放战争。英国是孤立无援的，而北美13州则得到国际上广泛的同情和帮助。英国的军队有不少是从德意志各小邦所收买得来的雇佣兵，他们根本就不愿意为英国作战，而只想开小差，并且乐于能居留在美洲以获得土地。可是，北美13州的军队则为人民的武装，他们具有自发的积极性和革命性。这种性质上的不同，便使北美13州得以劣势的地位而在战争中荣获最后的胜利。
关于当年北美13州人民在独立战争中的正义性，及其所表现的英勇气概，我们可以从帕特里克·亨利在弗吉尼亚州议会上所发表的演讲中想象出来。亨利曾经大声疾呼：“如果我们想得到自由，如果我们要保卫那些我们为之长期争取的珍贵无比的权利，使其不受侵犯，那么我们就必须战斗！先生们，我重复地说一句，我们必须战斗！为保卫神圣的自由事业而武装起来的300万人民，在我们所居有的这样的一个国土上，是任凭敌人派遣多大的兵力来都不能征服的……大人先生们也许要空喊，和平、和平、和平——但现在却没有和平。实际上战争已经开始了……我不知道其他的人将选择怎样的道路；但就我自己来说，如果不让我自由而生，那么就让我战斗而死！”（摩拉斯：《美国争取自由的斗争》，1944年纽约英文版，第151页）
独立战争历时6年，它的进程是极为崎岖曲折的。在这里，我们只能把几次比较重要的战役略加叙述。
1776年7月，英军统帅威廉·豪将军驱使海陆军向驻屯在纽约城和长岛（Long Island）一带的华盛顿将军进行攻击。豪将军所带领的兵力约为35000人，而华盛顿所指挥下的部队约为18000人，那还是他生平所直接统率的军队的最高数字。结果因为寡不敌众，华盛顿被迫放弃纽约城，退往新泽西州一带，而最后则渡过特拉华河（Delaware），以期保存有生力量。但在1776年的圣诞节，华盛顿趁黑夜突然回兵反攻，复渡过冬季结冰的特拉华河（图5-9），夺回新泽西州的要镇特伦顿（Trenton），擒获德意志小邦黑森籍的英国雇佣军1000人。接着在1777年1月3日，华盛顿又夺回要镇普林斯顿（Princeton），取得了煊赫的战果。不过这些胜利都没有决定性，在这之后，华盛顿复被英军驱逐至福吉谷（Valley Forge），情形非常危殆。在严寒的冬日，华盛顿的部队没有毛毯，许多人甚至是赤着脚。士兵脚上的血迹，把白雪都染红了。

图5-9　华盛顿率军渡过冬季结冰的特拉华河
北美13州的民兵和游击队，在独立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1777年的秋天，英国将军约翰·伯戈因（General Burgoyne）率军8000人自加拿大南下，企图与威廉·豪将军会师，以钳形的攻势来切断新英格兰与其他各州的联系。于是新英格兰一带的民兵奋起截击，配合着正规军，把约翰·伯戈因将军包围在纽约州北部的萨拉托加城（Saratoga）。1777年10月17日，约翰·伯戈因将军终于被迫以残余的部队5000人投降，这萨拉托加之战的胜利，大大地鼓舞了北美13州人民的信心，并且扭转了整个战争的局势。
北美13州想取得欧洲各国的援助。早在1775年，大陆会议就派遣西拉斯·迪恩（Silas Deane）赴法国活动。在宣布独立以后，大陆会议又增派博学多能、享有国际声誉的富兰克林为特使，衔命往巴黎协助西拉斯·迪恩的工作。富兰克林那学术上的造诣、谦谦君子的风度以及他那雅而不谑的诙谐，在欧洲人士中博得极大的好感。当时欧洲大陆各国都和英国存在着深刻的矛盾，暗中多同情北美13州的独立运动，尤其是法国因为怀恨英国在七年战争中抢夺了它的殖民地，更是跃跃欲试，想对英国进行报复，甚至企图乘机夺回加拿大。当时法王路易十六曾经说道：“我们是在追求我们自己的目的。英国的威力将会因为殖民地之获得解放而被削弱！”不过，法国因为对战争的胜负没有把握，所以起初还举棋不定。及至闻知北美军队在萨拉托加大获胜利的消息之后，法国才决定加入战争。1778年2月，法国与北美合众国签订军事同盟条约，规定法国以海陆军和金钱援助美国独立，而美国则承认与法国通商，并保障法国在西印度群岛殖民地的完整。1779年，西班牙因为想收复它所丧失给英国的直布罗陀、梅诺卡岛以及在北美洲的殖民地佛罗里达，也参加到法国方面对英国作战。
这时，战争已经扩大为世界性的了，除了在北美13州的战斗以外，法国和西班牙的海军与英国的海军在大西洋各地也发生了战斗。由于英国舰队在海上阻拦并搜查中立国的商船，于是俄国便联合普鲁士、丹麦、瑞典诸国组织武装中立同盟（The first League of Armed Neutrality），以实力保护中立国的航运。俄国的这项政策，对于北美合众国是有利的。1781年，荷兰也因为商业利益受到损害，参加到法国和西班牙方面对英国作战。这样，英国便陷于四面楚歌的境地，整个世界都在反对它。
北美合众国巧妙地利用了当时欧洲各国之间的矛盾，把它当作一种策略来达成独立战争的胜利。关于这件事，列宁曾经写道：“当美国进行反抗英国侵略者的解放战争时，曾经遇着法国和西班牙侵略者。它们都占有现今美国领土的一部分，在争取自由独立的艰苦斗争中，美国人民曾经和一部分的侵略者订立‘同盟’，以反抗另一部分的侵略者……美国人民利用法国、西班牙与英国侵略者之间的矛盾，有时甚至与法国、西班牙侵略者并肩作战，以反抗英国侵略者。美国人民首先把英国压迫者打败了，然后再从法国和西班牙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有一部分的土地是用购买的方式取得的）。”（《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第183页）
除了欧洲各国政府的支持以外，北美合众国更得到了欧洲革命人士和自由主义者的援助。在独立战争掀起后，法国贵族出身而倾向于民主的拉法耶特侯爵（Marquis de la Fayette）和罗蕾侯爵（Marquis de la Rouërie）以及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Henri de Saint-Simon），波兰的志士卡齐米日·普瓦斯基（Kazimierz Pušaski）和塔德乌什·柯斯丘什科（Tadeusz Kościuszko）等，都曾前往北美洲，投效在华盛顿将军的麾下为自由而战。而德意志的军事专家施托伊本男爵（Friedrich Wilhelm von Steuben），则帮助华盛顿改组北美军队，使它成为一支有纪律的合于近代标准的武装力量。总计在独立战争期间，先后前往北美参战的欧洲志士为数不下7000人。这些国际友人的援助，不仅提高了北美军队的士气，并且也改进了北美军队的素质（图5-10）。

图5-10　国际友人的援助，提高了北美军队的素质
就在独立战争进行期间，北美合众国开始向西部扩张。1778—1779年，乔治·克拉克（George Rogers Clark）率领着一支由弗吉尼亚的农民所组成的队伍，越过俄亥俄河（Ohio）向西北地区徂进。他们击败了驻屯在那里的英军，开拓了现今美国中西部的土地。
在法国和西班牙参战以后，北美军队就逐渐对英军占有优势。英国部队在陆上困于北美军队的狙击，在海上又遭受到法国和西班牙联合舰队的骚扰，军心疲惫，士气沮落，他们自己也知道大势已去了。
在独立战争的后一阶段，战事的重心已经转移到南方。英军原想利用南方种植园主的帮助来挽回颓势，然而，南方各州的民兵和游击队却到处出击，使英军疲于奔命。1781年的秋天，英将查尔斯·康沃利斯（Charles Cornwallis，1st Marquess Cornwallis）被迫退守弗吉尼亚州滨海的要地约克镇（Yorktown）。这时，华盛顿将军便指挥一切可以调动的兵力，并且配合着格拉斯伯爵（François Joseph Paul de Grasse）和罗尚博伯爵（Jean-Baptiste Donatien de Vimeur，comte de Rochambeau）所统率的法国海陆军到约克镇来进行决战。结果查尔斯·康沃利斯被包围在孤城之中，弹尽援绝，终于在1781年10月19日以残余的部队7000人投降（图5-11）。英军唱着悲凉的哀歌，说“世界天翻地覆”了，逐一放下了武器。在约克镇之战以后，美国的独立战争大致上就胜利结束了。

图5-11　英将查尔斯·康沃利斯率部投降
1783年9月，英国与北美合众国签订《巴黎和约》。在这和约里面，英国正式承认北美合众国为完全自主的独立国，并且把阿勒格尼山脉（Allegheny Mountain）以西、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土地割让给它。这新建立的北美合众国的边界是：北起加拿大，东濒大西洋，南接佛罗里达，西至密西西比河东岸。
另外，英国与法国、西班牙签订和约。在那和约里面，英国承认西班牙占有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土地，并收回以前所丧失的佛罗里达和地中海西部的梅诺卡岛。法国丧师糜饷，结果只从英国手里取得一些微小的补偿，收回它原先在西印度群岛所领有的殖民地多巴哥岛（Tobago）以及非洲西岸的塞内加尔（Senegal）一隅之地。
荷兰在这次战争中反而丧失了一些东西。1784年5月，英国另与荷兰签订和约。根据此项和约，英国从荷兰手里接管了印度东南角的商埠纳加帕蒂南（Nagapattinam），并且取得了在荷属东印度摩鹿加群岛（Moluccas）的自由航行之权。



四、独立战争结束后的美国，谢斯起义，1787年宪法
美国独立战争的过程就是美国社会内部斗争的过程。在独立战争期间，北美13州的社会面貌起了巨大的变化。随着英国军队的败退，英王所任命的大小官吏、享有特权的商人、拥有大农场的贵族地主以及正统教会的高级僧侣等王党分子都狼狈地逃走了。总计前后离开北美13州的王党分子及其家属总数不下10万人。他们的土地都被没收了过来，并被分为较小的地段，标价出售给美国公民。
由于殖民地时代的结束，原先北美13州所存留着的那些封建制的残余便被肃清了。在某些州内，选举权是比以前较为普及了；一切贵族的爵位和称号都被取消；长子继承制被废止，法律规定兄弟姊妹可以同样地继承遗产；正统教会的特权被取消，各州都相继承认了信仰自由的原则；白种人的债奴制遭受到普遍的禁止，而马萨诸塞、康涅狄格和罗得岛等北方诸州则相继废除了黑奴制。但各州的情形是各不相同的，这时南方诸州的种植园主却正在扩大黑奴制。
土地问题原为独立战争中一项最重要的问题。在独立战争结束之后，大陆会议便通过了一系列的土地法令，宣布把西部的自由土地归为国有，分段出售给农民去屯垦。根据1787年的《西北条例》（Northwest Ordinances），凡西部的某一特定地区居有5000名男性的自由民，即可在联邦官员的监督下享有自治权；以后发展到有自由民6万人，即可取得州的资格而加入联邦，其政治地位与原来的13州完全平等。《西北条例》中又规定：在新成立的地区中，居民享有信仰自由和人身自由，法庭中必须实行陪审制。此外更规定：“在西北地区，除了是惩治罪犯而由当事人正式认罪者外，一律不得实行奴隶制或其他强迫性的奴役。”不过，这项规定后来并没有严格地被遵守。垦殖事业得到了法律上的保障，原先居住在13州境内的美国公民或新自欧洲各地前来的移民，便像怒潮一样地涌向西方。但《西北条例》却有一项极不合理的限制，它规定任何人购买土地，必须以640英亩为最小的单位，每一单位的售价是1280美元。这一笔款项，决不是一般的自由佃农或工人所能筹集的。所以，《西北条例》并不是从劳动人民的利益出发，而是从大农场主和富裕农民的利益出发。它没有能按照民主的方式来解决土地问题，却相反地鼓励了土地投机。
独立战争有其阴暗的一面：它给13州的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经济上的苦难。长期的战争使生产事业陷于荒废，随之而来的便是物价腾贵和恶性的通货膨胀。在1780年，美元的购买力便跌到仅合1776年美元购买力的1/40以下，各项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不断暴涨。千百万的人民困于饥饿，而工商业者和大农场主则乘机牟利，大发横财。
在整个独立战争的进程中，美国的工人、手工业者和农民原为革命的基本动力，他们负担了生产任务和战斗任务。然而在独立战争结束时，工商业者和大农场主掠夺了胜利的果实，广大的劳动人民都已经破产或濒于破产了。英国的压迫刚刚解除，但一个新的资本主义的奴役制，又沉重地落在美国人民的身上。当时美国的工商业者和农场主利用债权人的地位，残酷地剥削着工人、手工业者和农民，致使他们不得不向外逃亡。1786年，马萨诸塞州某一区的农民向本州的议员们呼吁道：“如果你们在最短期内不采取有效的措施来保障人民的生活，那么据我们看来，我们一半的居民都要破产了。确实，我们每天都在低价出卖我们的动产和不动产——例如我们的土地只按1/3价格，我们的牲口只按半价被法官所没收——在这种情况下，除了破产以外，还有什么出路呢？”当然，其他各地的情形也都是如此。
随着独立战争的胜利，美国社会内部的阶级矛盾迅即激化了起来。关于此种情形，连美国开国时期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独立宣言》的签字者之一本本杰明·拉什（Benjamin Rush）都是看得很清楚的。拉什在1787年曾经说道：“……人们往往把美国革命与过去的美国独立战争混为一谈，那是最常见的误解。美国独立战争是结束了，但美国革命却远非如此。实际上刚刚相反，结束的只不过是那伟大历史剧的第一幕罢了。”的确，美国人民革命斗争的道路还长呢！
美国人民要求把革命推进到更高的阶段，以挣脱资本主义的奴役制。当时马萨诸塞、康涅狄格、罗得岛和弗吉尼亚等州的农民、工人和手工业者迭次掀起武装斗争，其中规模较大、影响较远的则为丹尼尔·谢斯（Daniel Shays，1747—1825年）所领导的起义。
谢斯原为美国军队中的兽医，他在独立战争中曾经参加过邦克山之战和其他几次重要的战役，卓著劳绩，因功获升为上尉。他因忿于贫富的悬殊、司法的黑暗、政府的横征暴敛以及选举制度的不平等，乃于1786年的秋天在马萨诸塞州的西部举行起义，聚众达12000—15000人。谢斯的基本立场是：“美国的财富是由全体人民的共同努力才不致受到英国的劫掠，因此，这些财富就应当成为全体人民所公有的财富……”（摩拉斯：《美国争取自由的斗争》，1944年纽约英文版，第244页）简单地说，他要求把土地和其他一切的资源交由全体人民共同享用。谢斯所领导下的贫苦农民、工人和手工业者捣毁法院，围攻军械库，声势甚威。其他各州的人民，也纷纷闻风响应。当时华盛顿写道：“引火的材料在各州都是有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美国政府对谢斯所领导的起义如临大敌，急忙派了一支精良的军队来镇压。谢斯坚持了几个月，最后失败被捕，美国政府起初把谢斯和他的13个同志判处死刑，但后来终于因为怕激起人民群众的反对，又把他们赦免了。
谢斯的起义震动了美国的资产阶级和大农场主，于是他们急于要用宪法的形式，把他们在独立战争中所得到的权利巩固起来。
原先，第二届大陆会议在通过《独立宣言》以后，复于1777年11月制定了《联邦条例》（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规定：“各州为了它们共同的防务，为了它们自由权的安全，为了它们之间相互的和一般的福利，组成为一个巩固的友好的联盟……”不过，在这联邦里面，各州仍旧保持独立的主权、自由以及其他一切没有明白托付给联邦政府的权力。《联邦条例》所造成的13州的联合是比较脆弱的，它后来已经不适合于客观形势的要求。这时美国的资产阶级和大农场主渴望有一个强有力的联邦政府，来保护他们的利益。1786年10月，有5个州的代表集议于安那波利斯城（Annapolis），商讨各州之间的税务问题和贸易问题。就在那次的安那波利斯会议上，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代表纽约州，提议于次年5月另行召开各州代表大会，讨论合众国当前的形势，修改《联邦条例》，并且进一步来拟具合众国的《宪法》，使联邦政府能“有充分的权力来应付迫切的任务”。当然，此项建议得到了各州代表热烈的赞许。
1787年5月各州资产阶级和大农场主的代表55人集议于费城，开始为北美合众国制定《宪法》。当时各州代表所争论的中心问题，就是联邦政府权力的问题。纽约州的代表汉密尔顿维护工商业大资本家的利益，主张建立高度集中的联邦制，甚至认为应建立像英国一样的君主制，即使万不得已而实行共和，总统也必须是终身职。而南方各州的代表，则认为美国是先有州而后才有联邦，所以联邦应为各州之自愿的联合。他们主张保持各州过去所享有的各自独立的地位。同时，大州与小州之间的土地面积和居民人数都相距甚远，代表们关于应如何使各州在国会中取得恰如其分的代表权的问题，争执得也很激烈。最后经过4个月的折冲，各州的代表终于在该年的9月17日商定了《宪法》的草案（图5-12）。这宪法是按照联邦制以及所谓三权鼎立、互相制约的原则来制定的。联邦政府为各州的中央政府，但各州对于本州的地方行政，仍旧具有很大的独立性。联邦政府包括下列三部分：（1）国会。它分为参议院（Senate）和众议院（House of Representatives），握有最高的立法权。参议员系由各州的州议会分别选出，每州两人，任期为6年；众议员系由各州的居民按照人口多寡的比例选出，任期为两年。（2）总统。他是行政的元首，兼任一切武装力量的总司令，得咨询国会的同意，对外缔结条约，并任命各部门的高级官吏。总统系由各州的人民用间接的方法所选出，任期为4年。（3）最高法院。它系由一定数目的、任期终身的法官所组成，握有最高的司法权。最高法院能解释宪法。一切的法案以及总统的行政措施，只要经最高法院宣判那是与美国宪法的精神相抵触的，便必须废止。这3个部门在表面上是互相制约的，但实际上却可能是狼狈为奸，以保护资产阶级的利益。

图5-12　美国宪法草案签署时的情景
1787年的美国宪法显示了资产阶级和人民群众之间的对立性。它规定总统和参议院的议员都是由间接的选举所产生，那在事实上就保障了少数资产阶级和大农场主在选举中的垄断地位。更难容忍的是，这宪法原先并没有人民的权利那一章，它对于人身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等基本的民权竟然只字未提。那倒不是由于制宪者的无知或疏忽，而是由于他们存心不让人民享有那些基本的权利。那参加制定宪法的弗吉尼亚州的代表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说道：“……我们的政府应当保障国家之永久的利益，以防止新的变革。地主们应当在政府中据有地位……以制约并控制其他的人。他们应当用这样的方式来组织政府，俾能保护少数富裕的人去对付那些多数的人。”（哈克尔：《美国资本主义的胜利》，1940年纽约英文版，第187页）
在1787年《宪法》草案公布后，美国各阶层的人即围绕着《宪法》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一方面，资产阶级和大农场主的代表者，其中最著名的是汉密尔顿、约翰·亚当斯、詹姆斯·麦迪逊和约翰·杰伊（John Jay），主张迅即采用这个《宪法》，他们被称为联邦派；另一方面，人民群众以及一部分资产阶级的激进民主主义者，其中包括杰斐逊和帕特里克·亨利，则对这部《宪法》表示不满并主张必须将人民所应享的权利列进去，他们被称为反联邦派。事实上，当各州的州议会在投票表决此项《宪法》草案时，赞成的票数仅略多于反对的票数。例如，弗吉尼亚州议会投票的结果是89票对79票；纽约州议会投票的结果是30票对27票；麻萨诸塞州议会投票的结果是187票对168票。而有许多个州议会在批准这部《宪法》草案时都提出附带条件，要求日后把人民的权利那一章补充进去。
1788年6月，美国13州里面已经有9个州批准了这部《宪法》，于是它正式生效。1789年3月4日，依照这部《宪法》所产生出来的美国国会在纽约开幕。同年4月30日，乔治·华盛顿当选为美国第一任总统。
及至1791年，由于人民群众的要求，法国大革命的激荡，美国国会才在《宪法》中增加了10条修正案，把人民所应享的基本权利列举了出来。
1787年《宪法》是一部典型的资产阶级的宪法。《宪法》中所规定的公民权实际上是很狭隘的。几乎所有各州的法令，对于公民的选举权都有财产和居住年限上的限制。这样，贫穷的人和新到的移民便被剥夺了选举权。甚至占全人口一半的妇女，最初也没有选举权。当时美国的白种人居民已达300万人，但实际上享有选举权的还不到12万人。直到1920年，美国的妇女才被赋予选举权。
1787年《宪法》并没有明文禁止黑奴制，这实际上就是保留了黑奴制。而南方的种植园主，则把黑奴制当作是各州自己的事。那便为日后的南北战争埋下了伏线。
依据1787年《宪法》，印第安人不算是美国公民，他们被剥夺了领有土地的权利。印第安人被驱逐到西部贫瘠的山区里去，在那里逐渐绝灭。在18世纪末期，北美洲西部的印第安人为数尚有200万，但到了19世纪末期，他们的人数就只剩有24万，以后更继续在下降。
在美国的独立战争胜利结束之际，当时俄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拉吉舍夫曾经予以热情的歌颂。但是，拉吉舍夫同时也指出：美国的白种人把国家建立在对于黑人的奴役劳动上，“以土著居民（印第安人）的鲜血灌肥了土地”。在美国，“少数暴戾恣睢的富翁们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而千百万人缺衣乏食，没有防寒御暑的住所，那难道可以称为幸福的国土吗”？
在1793年，美国著名的诗人菲利普·弗伦诺（Philip Freneau）就这样愤怒地斥责道：
千百万人一无所有，
在绝望中流泪，
寄生虫喝着他们的鲜血，
我们怎么能称这种政府是公正的政府！



五、美国独立战争的历史意义
在本质上，美国的独立战争是反殖民地制度、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
美国的独立战争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在18世纪中期，英属北美殖民地的居民已经形成为一个新的民族。当时他们要求建立独立自由的资产阶级民族国家，走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而英国的统治集团却企图把殖民地的奴役制永久束缚在他们身上。北美的人民为了要扫清这一重障碍，最后终于拿起武器来进行搏斗。
在美国独立战争的进程中，居于领导地位的虽为资产阶级和大农场主，但基本的群众则为工人、手工业者和农民。人民群众是革命的动力，他们不仅反对英国的统治，并且要求把革命推进到更高的阶段，以反对北美13州本身所存在着的剥削制度。谢斯所领导的起义，便是美国广大人民对于资产阶级所进行的武装反抗。
独立战争的胜利，使北美13州脱离了英国的羁绊，成为独立自由的资产阶级和大农场主的共和国（图5-13）。过去英国政府所颁布的一切的禁令都成了废纸，过去殖民地时代的经济结构和社会面貌也已经改变。13州在政治上聚合为一体，原先所存在的内地关卡都被撤消了。那新建立起来的政权是资产阶级和大农场主的政权，这就保障了并且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不过，当时在北方诸州所发展的是资本主义工商业，而在南方诸州所发展的则为以黑奴劳动为基础的种植园经济，这两者之间的矛盾，还留待到1861—1865年的南北战争去解决。

图5-13　民众庆祝美国独立
美国的独立战争惊醒了欧洲的资产阶级，1776年的美国《独立宣言》，1787年美国《宪法》，都使欧洲各国的资产阶级为之钦慕不置。当时驻节在巴黎的美国特使富兰克林写道：“那些生活在专制暴力之下的人们，当然在赞许自由，并且冀求着自由，他们因为在欧洲找不到自由而焦急失望，他们带着狂喜的心情来阅读我们个别各州的宪法的译文……这里一般的看法是：我们的事业就是全人类的事业，读我们为保卫我们的自由而战，同时也就是为了保卫他们的自由而战。”那些远涉北美洲参加独立战争的欧洲各国的志土，如拉法夷特、圣西门、塔德乌什·柯斯丘什科等，都把革命的种子带回到欧洲。
美国的独立战争促进了法国大革命的爆发。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序言中曾经写道：“18世纪的美国独立战争是向欧洲的资产阶级敲响了警钟……”
列宁在1918年所写给美国工人的信里面，曾经用这样的语句来肯定美国独立战争进步的革命的作用：“近代的、文明的美国，其历史是从一次伟大的、真正求解放的、真正革命的战争开始的……那一次的战争，是美国人民对于压迫美国而使其沦于殖民地的奴隶状态（正如现今英国‘文明的’吸血鬼还在压迫着印度、埃及以及世界其他各地的千百万人民而使其沦于奴隶状态的情形一样）的英国掠夺者的战争。”然而在同时，列宁又指出：美国实为“一方面是一小撮赤裸裸地沉湎于荒淫无耻中的亿万富翁和另一方面是永远在饥饿线的边缘上挣扎的千百万劳动人民这两者之间鸿沟最深的国家之一”。（《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第178—179页）



第六章　17—18世纪的印度和日本
一、印度沦为英国的殖民地
印度是世界上的文明古邦，它的土地面积约及整个欧洲的一半，它的人口在近代史的初期即已达到约2亿之众。1526年，那自称为蒙古王族的后裔、成吉思汗和帖木儿的子孙巴布尔（Bābur）自中央亚细亚率兵南下，征服了印度大部分的地区。他以阿格拉城（Āgra）为首都，在印度建立了莫卧儿王朝（Mughal Dynasty）的帝国。但到了17世纪初期，这莫卧儿王朝统治下的印度就成了欧洲各国殖民者竞争角逐的场所。
在莫卧儿王朝未建立以前，葡萄牙人的势力就已经侵入印度了。1498年，葡萄牙国王所雇用的航海家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率领着一支探险队经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驶进印度西南端卡利卡特（Calicut）港，开辟了从欧洲到东方来的新航路。1510年，葡萄牙的殖民者用海盗劫掠的方式强占了印度西海岸的良港果阿（Goa），在那里建造了炮垒和宫殿，作为侵略东方的根据地。接着，葡萄牙的殖民者更在印度西海岸的孟买（Bombay），第乌（Diu）、达曼（Damān）等地建立了商站，并且侵入印度东海岸的孟加拉省和锡兰岛。几乎在整个16世纪那100年间，葡萄牙人总是垄断着印度的对外贸易。他们把印度所出产的棉布、蓝靛、胡椒、肉桂、香料、药材和珍珠宝石等贵重商品贩运到欧洲市场上，经常以高于原价七八倍的价格出售，从中赚得巨额的利润。不过到了16世纪末叶，英国的殖民者和荷兰的殖民者便加入竞争，来抢夺葡萄牙人在东方贸易中的垄断利润了。
英国的统治集团和商人早就垂涎于印度那神话般的财富。1585年，在伊丽莎白女王在位的时代，英国的商人就组织了一个使团，取道小亚细亚从陆路来到印度的首都阿格拉，要求莫卧儿王朝的皇帝予以通商的权利。1600年，英国的商人、贵族和殖民者得到伊丽莎白女王的特许状，成立东印度公司以垄断对东方的贸易。1612年，英国的东印度公司用炮舰示威，获得在印度西海岸苏拉特港（Surat）设立商站的权利。1640年，英国的殖民者以巧取豪夺的方式租得了印度东海岸的马德拉斯港（Madras），把它营建为一座要塞和商埠（图6-1）。1661年，英王查理二世娶葡萄牙王室的公主凯瑟琳为后，葡萄牙王室把印度的孟买港作为公主的妆奁转让给英国王室，而查理二世又把它租借给东印度公司。从此以后，孟买港就代替了苏拉特港而成为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西海岸上最重要的据点。1690年，英国的殖民者在印度孟加拉省的滨海之地、恒河的出海口上建立了加尔各答（Calcutta）商站，以后它发展成为印度的第一大都市。

图6-1　马德拉斯圣乔治堡
1602年，荷兰的统治集团和商人步随英国殖民者之后，组织了荷兰东印度公司来掠夺东方的财富。不过，荷兰东印度公司主要是奴役并剥削东印度群岛（现今的印度尼西亚）和锡兰岛，它在印度大陆上的势力比较小。
当英国的殖民者在印度肆行掠夺时，法国的统治集团看得眼红，也踵起参加这种掠夺。1664年，那为法王路易十四所重用的、资产阶级的代表人柯尔贝尔改组了法国的东印度公司，使它能与英国、荷兰的东印度公司相竞争。1672年，法国的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孟加拉省的金德讷格尔（Chandernagore）建立了要塞和商站。1674年，它又攫取了印度东海岸的本地治里（Pondicherry），作为主要的根据地。法属的金德讷格尔在地理上接近于英属的加尔各答，法属的本地治里距离英属的马德拉斯也仅有百哩之遥。法国与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竞争便带有拼命的性质了。
在这里，我们必须看看印度内部的情况：究竟是哪些内在的原因，使印度这样一个拥有广土众民的大国被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呢？印度的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都非常复杂，印度社会上那种严峻的、阶级判然的种姓制度，使其成员经常是处于互相仇视、互相排斥的状态之中。在印度，那种半文明半未开化的、为民族制度所遗留的农村公社仍旧到处广泛地存在着。每一个农村公社都单独形成一个具体而微的经济整体，其中，人们把农业和手工业结合在一起，依照世代相传的社会分工各执一业，过着最简单的自给自足的生活。印度人的政治组织是建筑在这样一个静止而又脆弱的基础之上，因此他们就很难对侵略者作任何有效的抵抗。在17世纪后半期，莫卧儿王朝的统治已经是日益衰微，濒于土崩瓦解了。各地的藩王（Rajas）和总督（Nawāb）拥兵自为，各据一方，中南区的马拉塔人（Mahrattas），在民族主义和宗教的外衣下团结了起来，迭次兴兵反抗莫卧儿王朝的统治，不断地向四周扩大领土疆界。在18世纪之初，马拉塔人的声势极为浩大。那觳觫在京城里的莫卧儿王朝的皇帝，实际上已不具有任何权力了。而在这时候，阿富汗人的铁骑又侵入了印度。
所有这一切，均有利于英国人在印度推行罪恶的殖民政策。关于印度之所以被征服的原因，马克思曾经痛切地写道：“……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呢？大莫卧儿的无限权力被他的总督们推翻了，总督们的权力被马拉塔人推翻了，马拉塔人的权力被阿富汗人推翻了，而当大家正在互相混战的时候，不列颠人突然闯了进来，并把大家都征服了。既然一个国家里不但有回教徒与印度教徒互相争执，而且各个部落互相隔绝，各个种姓互相隔绝；既然一个社会完全是建立一种由其一切成员普遍互相排斥和永恒隔离状态所制约的均势上，——难道这样一个国家和这样一个社会不是注定要成为侵略者的俘获品吗？”（《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第329页）
英国的殖民者在确立自己在印度的统治地位之前，曾经与法国的殖民者进行过长期的激烈的竞争。英国人和法国人都在印度组织了自己的行政机构和雇佣军，他们各自狡狯地利用印度内部民族和宗教上的冲突，利用印度各地封建统治者的内讧，采取种种为文明人类所不齿的欺诈和威逼利诱的手段，分别地攫夺在印度政治上的支配权。在这种竞争之中，英国和法国都出现了许多唯利是图的、残忍成性的殖民主义者。那种以掠夺为生涯的殖民主义者的代表人物，在法国方面是杜布雷（Joseph-François Dupleix），而在英国方面则是那历史上著名的冒险家克莱武（Robert Clive）。
在18世纪中期，英国的殖民者与法国的殖民者在印度进行了最后的决斗。当时每逢欧洲发生什么战事，英国总是乘机启衅，与法国站在敌对的方面作战，以抢夺殖民地。在1740—1748年的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英国是站在奥地利那一边对法国作战；在1756—1763年的七年战争中，英国又转而站在普鲁士那一边对法国作战。就是在七年战争的期间，英国的殖民者攻陷了法国人在印度的据点金德讷格尔和本地治里，并将之完全夷为平地。其后根据1763年的《巴黎和约》，法国人虽然还在印度保有本地治里等几个商站，但势力已经不足以与英国人相竞争了。1769年，法国的东印度公司宣布解散。
1757年，即在七年战争的第二年，英国殖民者克莱武（图6-2）夸大其词地把加尔各答城所发生的黑屋惨案予以渲染，借此领兵攻打印度最富庶的孟加拉。当时孟加拉王公西拉杰·乌德·达乌拉（Siraj ud-Daulah）是一个轻浮而又胆怯的29岁的纨绔子弟，他虽然兴师抵抗，但却没有足够的威望和将才来统驭部下。而克莱武事先就买通了孟加拉的大臣米尔·贾法尔（Mīr Jafar），叫他背叛祖国，做英军的内应。该年的6月23日，西拉杰·乌德·达乌拉的部队与克莱武的雇佣军遇于距加尔各答城约70里的普拉西（Plassey）地方。在数量上，两军悬殊甚远：西拉杰·乌德·达乌拉拥有步兵约5万人，骑兵18000人，大炮53门；克莱武的雇佣军却只有3000人（其中英兵约900名，印度土兵约2100名）和9门大炮。但是，印度统治阶级的腐化无能和军队纪律的涣散，早就决定了战局。实际的战斗一开始，叛徒米尔·贾法尔即带着孟加拉的骑兵部队投降克莱武，而西拉杰·乌德·达乌拉本人竟弃阵而逃。那时适逢大雨滂沱，那些因为不见了自己的统帅而在泥泞中感到进退失措的孟加拉步兵，也丧失了斗志。结果，克莱武的雇佣军仅有20人阵亡，50人受伤，就在普拉西战役中获得了全胜。在世界史上，像孟加拉部队在普拉西战役中这样的失败实为罕见。不过，印度内部的矛盾为英国殖民者所利用，打败印度人的还是印度人自己，这是最可痛心的！

图6-2　英国殖民者克莱武
由于普拉西战役的结果，克莱武即封印度的卖国贼米尔·贾法尔为孟加拉省的总督，并且勒索了150万英镑以上的巨额赔款。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把富饶的孟加拉等地置于自己的管辖权之下，更变本加厉地在这里肆行剥削。
英国殖民者的横征暴敛，激起了印度各阶层人士的义愤。1764年，印度东北部的封建贵族奉莫卧儿王朝沙·阿拉姆二世（Shah Alam）为首，兴兵约5万人起来驱逐英国殖民者。在恒河中游的布克萨尔（Buxar）地方，印度封建王公的部队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雇佣军进行了一次恶战，但不幸又失败了。从此以后，英国殖民者就确立了自己在印度政治上的支配权。那蛰居在德里城深宫中的莫卧儿王朝的沙·阿拉姆二世，竟成了英国东印度公司手中的傀儡（图6-3）。

图6-3　莫卧儿王朝沙·阿拉姆二世成了英国东印度公司手中的傀儡
1772年，英国政府任命沃伦·黑斯廷斯（Warren Hastings）为第一任驻印总督，正式在印度建立了统治机构。沃伦·黑斯廷斯和克莱武同样，也是一个阴险狡狯、不择手段的殖民主义的老手。他采用毒辣的分而治之的办法，使印度各地的封建王公互相不睦，而将他们的命运寄托在英国政府的保护上。此外，沃伦·黑斯廷斯又逐渐把英国的政治支配权扩展到印度的南部。
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后，英国丧失了在北美洲的那一大片殖民地。于是，英国的殖民主义者就把注意力集中在印度，加紧地掠夺印度以抵偿自己在北美洲的损失。1784年，英国政府颁布印度行政法案，规定由英王任命一个管理委员会，以监督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一切行政措施。这个法案的作用，实际上就是把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所攫取到的政治支配权，移交给英国内阁来掌握。
1786年，英国政府任命查尔斯·康沃利斯（Cornwallis）为驻印总督，以接替沃伦·黑斯廷斯。查尔斯·康沃利斯原是带领英兵镇压美国的独立运动而在约克镇之战中被迫投降的败军之将，但这时却恬然无耻地来到印度，用高压政策以凌虐印度的人民。
印度被沦为英国的殖民地了。英国的殖民者在印度掠夺着，虐杀着，破坏着，统治着，给印度人民带来了难以尽述的苦难。关于英国殖民者在印度所犯下的那些滔天罪行，近代任印度总理的尼赫鲁曾经说道：“……那‘摇钱树’一而再地被摇动着，一直到最可怕的饥馑使孟加拉成为一片荒凉。这种掠夺过程后来被美其名为贸易，但是那没有什么两样。政府就是这所谓的贸易，而贸易也就是劫掠。历史上很少有和它类似的事例。而且必须记住，这种掠夺过程是在各种各样的名称和不同的形式之下进行的，不是经历了几年，而是继续了数代之久。公然的掠夺逐渐变成合法化的剥削形式，它虽然表面上不那么明显，实际上则更为恶劣……一个印度文的名词‘劫掠物’（Loot）竟变成了英文单词，这是很有意义的……”（尼赫鲁：《印度的发现》，1956年北京中文版，第385-386页，译文略有改动）
然而，当英国人在为其自私的利益而残酷地进行剥削时，他们却不自觉地充当了历史的工具。马克思写道：“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亚细亚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奠定西方社会的物质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第330页）
英国在印度的统治产生了两方面的结果：一方面，英国工业品对印度的倾销，破坏了印度那种半文明半未开化的农村公社；另一方面，英国殖民者在印度设立商业中心、敷设铁道和电讯交通、开办工厂，这些事势必要激起印度人民的自觉，并且使印度无产阶级的队伍日益壮大起来，这就为印度的革命和大英帝国本身的灭亡制造了条件。而这些结果，却是英国殖民者当初所意料不到的。
对于殖民地所进行的剥削，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主要来源之一。英国的殖民者在印度掠夺了盈千累万的财富，投入英国本土的工业生产，这就大大地加速了英国工业革命的进程。英国的资本主义工业化，主要是用掠夺殖民地（尤其是掠夺印度）的方式来达成的。



二、德川幕府统治下的日本
在地理上，日本是东亚大陆外延的一列群岛。那些岛屿中最大的是北海道、本州、四国和九州。日本诸岛的总面积约为37万平方公里，约与我国的四川一省相埒。
由于地理上的接近，日本在其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曾经受到中国文化深厚的影响。在过去的2000年间，举凡中国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乃至文字、儒学、美术、建筑、典章制度、衣冠文物，一概被日本移植了去。日本在文化上实为中国的外府，这种密切的关系，应该成为今后中日两国人民和平共处、平等往来的基础。
在新航路和新大陆发现以后，欧洲各国的商人和殖民者相继涌向东方，他们的势力也侵入到日本。1517年，葡萄牙的商人已开始来中国贸易。在1542年左右，葡萄牙人搭了中国的商船东航到九州岛，是为欧洲人与日本直接交通之始。1549年，耶稣会的修士圣方济·沙勿略（St．Francis Xavier）首先把基督教传播到日本（图6-4）。到了16世纪末期，日本人皈依基督教的已有20万之众。1602年，西班牙人从菲律宾来日本通商。1609年，荷兰人在日本九州岛的平户设立了商站，其后英国人也接踵而至。随着欧洲人的侵入，西方的枪炮火器被输入到日本，那使日本的战术为之一变。

图6-4　圣方济·沙勿略
1600年，日本大军阀德川家康在美浓国关原之战中击败了他的敌党，成为日本唯一的霸主。接着在1603年，德川家康开府江户（今东京），以将军的名义总揽政权，那便是统治日本达264年之久的德川幕府的开端。
德川家康颁布条文，规定了天皇与幕府之间的关系。那上面说道：“……根据与日月运行同样的常理，‘天皇’必须保持自己的心地不为外物所动。因此，他必须像居在天上似地居在宫中……幕府指划一切国家大事，它在推行政务时不必得到‘天皇’的允诺。当四海之内大地不宁时，那就是幕府之罪……”这样，天皇就绝对无权过问政治，他实际上只是仰承幕府将军的鼻息，过着尸位素餐的生活。
在德川幕府（1603—1867年）的初期，日本成了一个典型的封建制的国家。当时日本全国的土地约有3/4都是属于幕府将军和大名（即每年所收的地租在6万石以上的大封建贵族，总数约有250—300人，其中每年所收的地租在100万石以上的有27人）。此外，天皇和寺院也领有相当多的土地。幕府将军为了有效地维持最高统治者的地位，乃把大名分为三类：（1）亲藩大名，即那些与德川氏同族的诸侯；（2）谱代大名，即那些在1600年的关原之战以前就忠于德川氏的封建领主，他们被认为是幕府将军的基干和亲信；（3）外样大名，即那些与德川氏的关系较为疏远的大封建领主，其中最大的是西南方面萨摩、长州、肥前和土佐那四大强藩。幕府将军在分封这三类大名时，故意使他们的领地犬牙交错，以收互相钳制之效。幕府将军并且订立了参觐交代的制度，规定大名必须按时来江户觐见，事后大名回到自己的封地去，还必须把妻子儿女留在江户作为人质。然而，这些措施并没有能够长久地防止在封建社会中那种地方割据的倾向。
幕府将军和大名都各自蓄养着武士，作为他们私人的爪牙。武士是封建主的家臣，他们被列为四民（士、农、工、商）之首，在社会上享有特权。武士从主人那里领得口粮田或禄米，他们唯一的义务就是供主人驱使，直至为主人效死。“食君之禄，报君之恩”，那便是所谓武士道精神。武士完全是一个寄生的阶层，他们优游终日，不从事于任何生产劳动，而腰间经常挂着刀剑，酗酒滋事，鱼肉人民。不过，武士里面的等级很多，而且分化得也很激烈。后来有许多武士都丧失了生活上的凭借，沦为像乞丐一样的浪人了。
日本的封建社会好像一座金字塔，在顶端的是天皇、幕府将军和大名，其次是武士和僧侣，而在底层的则为广大的农民。绝大多数的农民都是农奴或佃农，他们被束缚在封建贵族的土地上，遭受着极残酷的剥削。农民每年必须把一半以上的谷物用地租的形式缴纳给地主，此外还必须向地主提供力役劳动，并且不时地用礼物去孝敬地主。日本的封建主认为“农民像芝麻，愈榨愈出油”。他们想方设法在农民身上榨取最大数量的地租，“不使之生，亦不使之死”。德川家康（图6-5）的谋臣本多正信曾经在他的献策中说道：“统治农民的方法，在仅给他们留下一年所必需的粮食，而取其全部的剩余品为年贡，使他们手边既没有多余的资财，但亦不致饿死。”本多正信所建议的这种剥削方法，实为德川幕府在整个统治时期总的施政方针。日本的封建主不准农民骑马乘舆，不准农民穿比较像样的衣服，甚至认为农民吃他们自己所耕耘种植出来的稻米都是一种僭越，而规定他们平常只能吃粗粝的杂粮。

图6-5　德川家康
日本的农民遭受着超经济的剥削，他们的生活是极为凄苦的。日本的儒者田中丘隅（1662—1729年）在所著的《民间省要》一书中曾经说道：“所谓农民，是和牛马一样的，他们受着苛重赋税的压迫……以致丧失财产、出卖妻子或受辱而死者不可胜数。”（野吕荣太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1955年北京中文版，第31页）
日本的农民曾经对封建主进行过猛烈的斗争。仅仅在德川幕府统治期间，日本的农民就先后掀起过1200多次起义。但由于农民本身的保守性和涣散性，这些起义都被封建主用极野蛮的方式镇压下去了。然而，正如其他国家的情形一样，在历史上，农民起义是日本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动力，它冲击了封建制的生产关系，因而也就推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欧洲各国的商业势力侵入到日本，逐渐地腐蚀着日本封建秩序之所赖以建立的经济基础。同时，基督教在日本也形成了一种政治的力量。奇特的是，在整个的中世纪和近代史的初期，基督教在欧洲都是封建势力之最有力的支柱，然而它传播到日本，却起了一种相反的作用。当日本的农民从基督教的教义里面理解到土地是受之于上帝，而不是受之于封建贵族时，他们就用基督教作为精神上的信条来反对封建制度。在17世纪初期，德川幕府即屡次下令限制对外贸易，并且大批地杀戮基督教徒。1637年，日本九州岛的南部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即历史上所称的岛原暴动。起义的农民在基督教信仰的外衣之下进行着轰轰烈烈的反封建的斗争，他们与德川幕府的大军约20万人搏战达5个月，最后因为寡不敌众，全数都壮烈地牺牲了。德川幕府认为岛原暴动是由外国人和基督教所引起的，它从此以后就厉行锁国政策，驱逐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并严禁其本国人出海，只让中国人与荷兰人每年以少数的货物来长崎港外的出岛贸易一两次。从17世纪40年代直至19世纪50年代那200多年中，日本几乎是与外界完全隔绝的。
从17世纪中期至19世纪中期，日本在锁国政策之下暂时地躲过了世界的风暴。然而就是在这一段时期里面，日本的社会面貌也经历了比较显著的改变。这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开始在日本萌芽成长，江户、大阪、长崎、伏见、名古屋等城市已经日趋繁荣，成为工商业荟萃的大都市。而新兴的工商业者，即所谓町人阶级已逐渐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居于重要的地位。后来到了19世纪60年代，日本这种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因素受到外来的帝国主义势力的震荡，就激发为明治维新那样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



第七章　英国的工业革命
一、英国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原始积累
经过了17世纪中期的资产阶级革命，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便在英国居于支配的地位。那由于革命的结果而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的政权、社会制度以及社会思想意识，成为巨大的积极的力量，转过来帮助并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在这种历史条件之下，英国发生了工业革命。
所谓工业革命，便是资本主义的工业生产从手工制造业的阶段跃进到大机器制造业的阶段。工业革命系由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产生，而工业革命的结果，则又飞快地加速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且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工业革命决不限于某些技术上的革新或发明，它给整个的社会经济结构带来了极广泛、极深刻的改变。
资本主义大工业的产生和发展，必须具备两个先决的条件：第一是自由劳工的出现，即这时的雇佣劳动者已经脱离了封建义务的束缚，具有人身自由，得以把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卖给资本家；第二是资本家已经用原始积累的方法掠夺了大量的资金，能以之投入到工业生产里面去。在18世纪中期，这两个条件在英国都已经很成熟了。
英国的农奴制，实际上在14世纪末期就已经开始崩解了。从那时候起，英国就一直在经历着像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图7-1）在《乌托邦》一书中所说的“羊吃人”的惨剧：地主贵族用圈地或清洗庄园等残酷的办法，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而将农田改变为牧场，于是，因为地主贵族要养羊，农民就被迫流亡或竟冻饿而死了。在17世纪中期的资产阶级革命之际，英国尚拥有为数众多的自耕农。克伦威尔所统率的新模范军，主力即由自耕农所组成。不过到了18世纪70年代，英国进行了最后的圈地运动，自耕农就几乎完全绝迹了。单在1760—1781年那21年之内，英国议会就通过了1470多项关于圈地的法案。那些丧失了土地的农民成了一无所有的像飞鸟一样自由的人，被抛掷到劳动市场上来。当时英国的经济学家阿瑟·杨（Arthur Young）曾经这样叹息地写道：“对于所谓自耕农的这一类人的消灭，我实深为惋惜。我们国家之所以能保持自己的自由，乃是他们的功绩。”但是，资本主义制度终于把这一部分对国家最有功绩的人的生产资料完全剥夺了。

图7-1　托马斯·莫尔
在原始积累的过程中，英国的资产阶级不仅是掠夺本国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并且同时是用更残酷的方法去掠夺殖民地广大的人民。在18世纪中期，英国已经在世界各地领有广大的殖民地。它在殖民竞争中击败了法国，夺取了在北美洲和印度最富饶的区域，并且凌驾于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等殖民国家之上而成为最大的殖民帝国。殖民主义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之血腥的方式之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被剿灭，被奴隶化，被埋于矿坑，正在开始的东印度的征服与劫掠，非洲被转化为商业性黑人猎夺场所，都表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这些牧歌式的过程，是原始积累的主要要素。紧随此等过程而起的，是欧洲诸国以地球为舞台而展开的商战。那种商战，是以尼德兰对西班牙的叛乱开始，在英国的反雅各宾战争中取得了广大的范围，而在对中国的鸦片战争等等中，继续发生作用。”
自16世纪中期以来，英国的商人和殖民者就用海盗劫掠、武装走私、贩卖黑奴等血腥的方法从殖民地抢夺了大量的资金。在17世纪末叶，伦敦就在金融业方面逐渐超过了荷兰的阿姆斯特丹（Amsterdam）。1694年，英国银行正式成立；1698年，伦敦股票交易所成立；在1750年左右，伦敦又成立了国际清算银行。于是伦敦便成为国际金融业的中心了。
英国殖民者在印度所进行的掠夺，对于英国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具有特殊重大的作用。历史的事实很显著：普拉西之战是发生在1757年，从那以后，孟加拉的财富被劫掠到伦敦，使英国的产业界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跃，接着而来的就是一系列具有重大意义的技术革新和发明。印度财富的流入，不仅大大地增加了英国的现金资本，并且也大大地刺激了它的运转率，这就促进了工业革命的到来。



二、英国工业革命的开端——手工工场中的分工、纺织业和矿冶业方面的技术发明
17世纪中期的资产阶级革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农业中的胜利，破产农民之转化为雇佣劳动者，对于殖民地所进行的疯狂的掠夺，资金的积累，贸易的扩展，所有这些条件都促成了英国的工业革命。然而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也不容忽视：即在18世纪中期，英国的手工工场已经是建立在严密的分工的基础之上，那是其他各国的手工工场所不能望其项背的。
在手工制造业的生产过程中，除了分工的形式以外，不可能再有其他更高的技术上的进步。当时在英国规模较大的手工工场内，每一个工人都是专门掌握某一项特殊的工作。他不必懂得生产的全部过程，但却必须娴熟他自己所担任的那一部门的工作。英国古典经济学派的始祖亚当·斯密（Adam Smith）（图7-2）曾经把当时英国一个制扣针的手工工场内分工的情形描写如下：“……一个工人抽铁丝，另一个工人把它弄得笔直，第三个工人把它切断，第四个工人把它磨尖，第五个工人镟光它的尖端，作为装置针头之用；单是针头的制造，又分为两个或3个独立的手续；装置针头成为一个特别的手续；磨光扣针又是另一种手续；甚至把扣针包在纸内也成为一种完全特殊独立的工作。这样一来，制造一个扣针的主要作业约分为18道不同的手续，在有些工场内，每一道手续都是由不同的工人来执行的……我看见一个这样的小型工场，只雇用10个工人，而且其中还有人要执行两道或3道不同的手续……但如果他们加紧工作，他们每天就能制造扣针约12磅，每磅有中等长短的扣针4000多个。因此，10个工人每天就能制成扣针48000多个。这也就是说，每人以1/10计算，即每人每天能制成4800多个扣针。但是，倘若这些工人各自独立，互不配合，那么，在他们之中当然就没有一个人能在一个工作日做出20个扣针，甚至连一个扣针也做不好……”（亚当·斯密：《国富论》，1812年伦敦英文版，第20页）亚当·斯密的结论是：愈有合理的分工，生产量就愈高。

图7-2　亚当·斯密
这样，每一个工人的工作只是那整个生产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人工可以用机器来代替，这就替技术的革新和机器的发明提供了条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或手工制造业，在初发生时，是一种自然发生的产物。但当其存在已取得某种坚固性和广泛性时，它便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有意识的计划的系统的形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439页）
资本主义的工业化总是先发展轻工业，然后把轻工业所累积起来的资金去投入重工业。英国的工业革命，首先是在棉织业方面开始的。因为在当时，毛织业、麻织业和丝织业都是旧有的企业，那里面有许多行会的限制，只有在新兴的棉织业中可以引用新的技术发明。
1733年，英国织工约翰·凯（John Kay）发明了织布的飞梭，使织布的速率增加了数倍。在这以后，飞梭在织布业中逐渐得到广泛的应用。
需要为发明之母。当时飞梭既加速了织布的速度，而棉纱一时供应不上，于是就发生了纱荒。这种形势，引导到纺纱机的发明。在1764年左右，织工哈格里夫斯（James Hargreaves）因妻子珍妮（Jenny）的启示，发明了一台纺纱机，能利用纺轮转动纺锤，同时纺出8支细纱，以后又增加了1倍。哈格里夫斯就用他妻子的名字，称之为珍妮纺纱机。1770年，哈格里夫斯以珍妮纺纱机向政府注册，取得了专利权。这种纺纱机轻巧适用，但纺出来的纱的韧性却不强。
1769年，理发匠出身的阿克莱特（Richard Arkwright）利用了他人的劳动成果，设置水力纺纱机。这水力纺纱机是很笨重的，然而它纺出来的纱却比较坚牢，并且适合于大规模的生产。阿克莱特（图7-3）是近代工厂制度的创始人，他曾经因此在1786年被英王乔治三世封为贵族。

图7-3　阿克莱特
1779年，年轻织工克隆普顿（Samuel Crompton）又结合了珍妮纺纱机与水力纺纱机这两者的优长，制成一种新型的纺纱机，取马与驴交配而生骡的意思，命名为骡机，它能纺出既细致而又韧性较强的纱。在这以后，工厂中多采用骡机。
这纺纱速率与织布速率之间的竞赛，又引导到自动织布机的发明。1785年，牧师出身而具有实利主义思想的卡特莱特（Edmund Cartwright）利用工匠的帮助，制成了一架织布机，可用畜力或蒸汽机推动，提高了织布的速率，卡特莱特所发明的织布机最初并不受到欢迎，后来迭经改良，到1820年左右才得到广泛的应用。从那时候起，英国的机器纺织业就代替了手工纺织业。
英国棉织业方面的这些技术发明，以后又逐渐被引用到毛织业、麻织业和丝织业方面去。于是英国乃成为当时全世界纺织业最发达的国家。
1793年，美国人伊莱·惠特尼（Eli Whitney）发明轧棉机。这一项发明，大大地减少了把棉籽从棉花中分离出来的劳动，因而就促进了美国南方各州的棉花种植业。美国的棉花源源不断地输入到英国，英国的棉织业就发展得更快了。
与纺织业同时在发展的是矿冶业。在18世纪以前，英国人多以木材为燃料，还不大用煤炭。后来英国境内的森林几乎都被砍光了，人们才开始挖掘那富饶的地下宝藏。当时采煤业中最大的难题是如何排除矿穴中积水。1712年，纽科门（Thomas Newcomen）制成了最初的蒸汽机，可以用较少的耗费来抽干煤矿中的积水，这就促进了英国采煤业的发展。英国的煤产量在1700年只有260万吨，但在1750年就上升到500万吨左右，而在1790年则超过了1000万吨。以后由于工业发展的需要，英国的煤产量与日俱增。
在冶铁方面，这时英国也产生了技术上的革新。原先，英国人是以木材或原煤作为燃料来炼铁，耗费大而火力不强，炼出来的铁质量甚差。在18世纪中期，铁工亚伯拉罕·达比（Abraham Darby）及其家族发明了用煤焦来炼铁的方法，成本低而质量高，炼铁业的面貌乃为之一变。1760年，机械技师约翰·斯密顿（John Smeaton）完成了鼓风炉的改造。1784年，工程师亨利·科特（Henry Cort）更改进了炼铁的方法，于是铁的生产量与日俱增。英国的生铁产量在1740年约为17350吨，在1788年就上升到68300吨，而在1796年则上升到125000多吨，但这还仅仅是大规模生产的开始。
冶铁业的进步，替机器制造业提供了条件。



三、瓦特改良蒸汽机，火车和汽船的发明，电力的最初应用
蒸汽机的理论，很早便有人知道了。但世界上第一架较为有用的蒸汽机，则为英国人纽科门在1712年所制成。然而，纽科门所制成的蒸汽机非常笨重，它的效率很有限。蒸汽机经过了瓦特（James Watt）的改良，才真正成为动力的源泉。
瓦特（图7-4）原为格拉斯哥大学实验室中的助理员，经常做些修理仪器的工作。1764年，有人请他安装一架纽科门式的蒸汽机，他在装设的过程中仔细地考察了那一架蒸汽机的构造，觉得它最大的缺点便是活塞在汽缸中不能自动来回，耗费燃料而效果很差。瓦特研究蒸汽的性能，恍悟到如果在活塞上安置两个活瓣，就可以利用蒸汽本身的压力使活塞在汽缸中自动来回，形成连续不断的运动。瓦特迭经试验，终于在1769年第一次成功地制成了一架可以连续运动的蒸汽机，并向政府注册，取得了专利权。1782年，瓦特更进一步改进了蒸汽机的构造，效能更著。以后他就利用企业家马修·博尔顿（Matthew Boulton）的资金，设厂制造这种新型的蒸汽机，以供给采矿业和制造业方面的需要。1785年，英国出现了第一个用蒸汽机作为动力源泉来进行生产的纺织厂。

图7-4　瓦特
瓦特完成蒸汽机的改良，在历史上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在这以前，人类只是单纯地利用自己的体力、畜力、风力和水力，而在这以后，人类就可以利用蒸汽机这一庞大的动力源泉，从事于工业制造和交通工具的革新。蒸汽机千百倍地提高了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它使世界上的事物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不过，在蒸汽机的发明史上，瓦特也不能独享一切的荣誉。约比瓦特早20年，俄国乌拉尔山区的矿工波尔左诺夫（Evan Polzynof）就制成了一架蒸汽机。但在农奴制的俄国，并不迫切地感觉到有以机器代替人工的必要，所以那一项发明就被湮没了。
蒸汽机的发明，替火车和汽船的发明提供了必要的前提。1804年，英国发明家理查·特里维西克（Richard Trevithick）利用蒸汽机制成了火车头，能在公路上连续驶行90英里。1814年，英国机械工程师、发明家乔治·斯蒂芬森（George Stephenson）更根据特里维西克的经验，制成了一架效率较大的火车头，取名布鲁克号。斯蒂芬森（图7-5）认识到：火车头在普通的公路上驶行不能得到满意的结果，倘若在铁轨上驶行，则它的安全性和速率都可以大大提高。1822年，他策划建造从斯托克顿（Stockton）到达林顿（Darlington）的运煤轻便铁路。次年，他集资建立了第一座火车制造厂。1830年，英国曼彻斯特（Manchester）与利物浦（Liverpool）之间的铁路正式通车，全程40英里，一小时半可达。在这以后，铁路运输业便开始在世界各地迅速发展了。

图7-5　乔治·斯蒂芬森
在1790年左右，就有人试验把蒸汽机安置在船上，用以代替帆和桨。但第一个试验成功的，则为美国著名工程师富尔顿（Robert Fulton）。富尔顿早年负笈英国，原本是学绘画的。他在留学期间因为结识了英国的一些实业家，乃抛弃艺术而转过来研究航运和造船学。接着，富尔顿转往法国巴黎，曾于1803年制成一艘小型的用蒸汽机来推进的船，在塞纳河（Seine River）下水航行。此外，他又制造了一种最初的潜水艇的模型，呈献给拿破仑，请求采用。但拿破仑并不知道这种科学利器的价值，竟置之不理。后来富尔顿回到美国，于1807年制成了第一艘用蒸汽机来鼓浪前进的客船，来往于哈德逊河中，担负纽约州的航运。1815年，富尔顿（图7-6）替美国政府制造了第一艘用蒸汽机来推进的军舰。1819年，有一艘美国轮船胜利地横渡大西洋，一直开到俄国的圣彼得堡。在这以后，汽船的使用渐广，航运业迅速发展。从1838年起，就有大型的汽船定期来往于欧洲和美洲之间。

图7-6　美国著名工程师富尔顿
电力的应用，在历史上还是比较近的事。1752年，本杰明·富兰克林在美洲作了一次有名的实验。他在大雷雨的时候将风筝放飞，把空中的电引导到地下，富兰克林曾经预言过电力将给人类带来莫大的福利，但那还仅仅是一个理论上的预告。后来，意大利的科学家路易吉·伽伐尼（Luigi Galvani）和伏特（Alessandro Volta），法国的科学家安培（André-Marie Ampère），德意志的科学家欧姆（Georg Simon Ohm），相继在电磁学领域发现了许多极重要的定律，于是电便成为人类可以控制的自然力。
1802年，俄国科学家彼得罗夫（V．V．Petrol）发明了弧光灯。接着不久，英国科学家戴维（Humphry Davy）又作了同样的发明。在19世纪初期，伦敦、巴黎等大都市已开始采用弧光灯做照明的工具。我们目前所用的白炽电灯，最初系由俄国科学家罗狄金（Lodygin）于1872年设计的。而到了1879年，美国发明家托马斯·爱迪生（Thomas Edison）完成了白炽灯的制造。
1831年，英国物理学家法拉第（Michael Faraday）试制发电机成功。不过，那种发电机还只能供实验之用，所发的电力甚小。以后经过迭次的改良，尤其是经过德国西门子兄弟（William and Werner Siemens）的改良，发电机才成为巨大的动力的源泉。
1837年，美国人莫尔斯（Samuel Morse）（图7-7）发明了有线电报，于是人类就有了便捷的通讯工具。在这以后，世界各主要城市相继架设电报线。1851年，伦敦与巴黎之间的电报线敷设成功。1866年，沟通欧洲与美洲的大西洋海底电线也敷设好了。随着电报的使用，通讯业和报纸业日益发达，世界各地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了。

图7-7　莫尔斯



四、工业革命的影响
工业革命所造成的社会影响，是极其广泛而深刻的。为了叙述上的方便，我们可以把它分下列5点来说明。
（1）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兴起。
由于机器的发明和采用，资本主义的大工业便产生了。原先的手工工场，逐渐让位于新型的、使用机器来进行生产的大工厂。而那些在生产事业中受到排斥的手工业者，则转化为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
1771年，英国出现了由阿克莱特所创立的、第一座使用水力纺纱机来进行生产的纺纱厂。在瓦特的改良蒸汽机出现以后，英国的工厂便像雨后春笋一样地繁兴了起来。在19世纪初期，伦敦、曼彻斯特、伯明翰、里兹、纽卡斯尔和格拉斯哥等城市就都成了工业制造的中心。那些高入云表的烟囱，昼夜不停的机器喧嚣声，熙熙攘攘的人流，堆积如山的货物，都标志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的胜利。
马克思写道：“机器经营在一个产业部门牺牲旧有的手工业或手工制造业而扩大时，它的结果是这样确实的，好比一个持新式枪炮的军队，一定会把一个用弓箭作武器的军队打败一样……”（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548页）
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兴起，急剧地加速了资本主义积累的过程。机器生产排斥了手工生产，大企业并吞了小企业，这时资本主义工业便以突跃的方式向前发展；以致只有原料和销路市场的缺乏才可以成为它的限制。就英国来说，在1750年，它国内的资金仅约有5亿英镑；在1800年，它国内的资金就上升到15亿英镑，即在50年内增加了3倍；而到了1865年，这个数字又陡升到60亿英镑。
资本主义大工业的生产加速了财富的集中。一方面，少数的大工业资本家掠夺了一切；另一方面，千百万劳动人民所受的剥削和奴役都日益加深了。
机器的采用，改变了劳动者在生产中的性质和作用。马克思写道：“在手工制造业及手工业，是劳动者利用工具；在工厂，则是劳动者服侍机器。在前者，劳动手段的运动，是由他出发；在后者，他就必须追随在机器运动后面。在手工制造业，劳动者是一个活机构的构成部分。在工厂，则有一个死机构独立于劳动者外，把劳动者当作活的附属物来合并……”（同前书，第513页）
机器生产大大地简化了劳动的过程，使资本家可以利用工资较为低廉的女工和童工来代替男工。社会中的失业者，即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后备军，人数急剧增加了。
（2）人口的激增和都市的发展。
由于工业革命的结果，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口迅速上升了。
在1770年，英国的人口仅约有750万，以后逐年增加，到了1871年便达到2300万。即在100年之内，英国的人口增加了3倍多。
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使人口日益集中于都市。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资产阶级已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它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了起来，因而使颇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愚昧的乡村生活……”（《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第13页）
在当时，英国成了全世界的工厂。它与世界其他各地的关系，就正如城市与乡村的关系一样。
（3）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
资本主义先进国家的机器生产品泛滥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破坏了那些落后国家的手工业，而使它们沦为原料出产地和商品销售地。从先进的到落后的，一切国家里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经济的一部分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资产阶级既将一切生产工具迅速改进，并使交通工具极臻便利，于是就把所有一切以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进文明的漩涡了。它那种商品的低廉价格，便是它用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都在灭亡的恐怖下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一切民族都在自己那里施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为资产者。简言之，它按照自己的形象来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同前书，第13页）
工业革命的结果，使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更加疯狂地向东方各国肆行侵略。那种侵略改变了东方各国历史发展的方向，这却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当初所料想不到的。
（4）资产阶级经济理论家的出现——亚当·斯密。
随着资本主义的上升发展和资产阶级统治地位的建立，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便产生了。
在18世纪中期，以魁奈（François Quesnay，1694—1774年）为首的法国重农学派（physiocrats）便反对重商主义，说只有农业的劳动才是国家财富之真正的源泉，主张政府不必对工商业加以任何的限制，以免影响农业生产。他们提出了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的口号，要求政府让工商业者自行其是，勿加阻碍。重农学派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拥护者，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是自然的、合理的。
然而，资产阶级最杰出的经济理论家，则为英国学者亚当·斯密（1723—1790年）。亚当·斯密是格拉斯哥大学的教授，他于1776年出版《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奠定了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基础。在思想上，亚当·斯密受法国重农学派的影响。但他却远远地超过了魁奈（图7-8）等人，提出了劳动价值说和经济分工的理论。他指出：工业劳动与农业劳动同样地创造了社会财富，只有经济上的分工，才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的效率。亚当·斯密反对政府用立法的手段去干涉工商业，说只要让工商业者去自由竞争，那么他们就会被个人各自的利益所引导，以造成整个社会经济的繁荣。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说被资产阶级奉为圭臬，成了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之精神上的信条。

图7-8　魁奈
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说是维护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的。不过，他的劳动价值说和经济分工的理论，在当时却具有科学的进步的意义。
（5）产业工人（近代无产阶级）的出现。
工业革命最重要的结果，便是近代产业工人的出现。这时社会上的阶级关系简单化了。“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两大互相对抗的阶级，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
资产阶级创造了它本身的对立面和掘墓人——无产阶级。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随着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不仅在数量上增加起来；它集合成为广大的群众，它的力量日益增加，而它也就越发觉察到自己这种力量。机器使各种劳动间的差别愈益消失，使工资差不多到处都降到同样低微的水平，因此无产阶级的利益和生活条件也就愈益趋于一致了。由于资产者中间日益加厉的竞争以及由此产生的商业危机，遂使工人的工资越发动摇不定；由于机器愈益迅速发展和继续不断改良，遂使无产者的生活状况越发没有保障；个别工人与个别资产者间的冲突愈益成为两个阶级间的冲突。工人们开始是成立反对资产者的同盟；他们共同发动起来保护自己的工资。他们甚至建立起经常的团体，以便一旦发生冲突时使自己有所保障。有些地方，斗争往往转变为公开的起义。”（同前书，第17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指出：“一般说来，旧社会内部的冲突在许多方面都促进着无产阶级的发展。资产阶级进行着不断的斗争：起初是反对贵族，后来又反对资产阶级中那些利益与工业进步相抵触的部分，并且还经常反对一切外国资产阶级。它在所有这一切战斗中都不免要向无产阶级呼吁，不免要向无产阶级求援，因而也就不免要把无产阶级卷到政治运动中来。所以，资产阶级自己将自己的知识原素授给无产阶级，即将反对资产阶级自身的武器授给无产阶级。”（同前书，第18页）
“在现时与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才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一切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趋于衰落和灭亡，而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同前书，第19页）
无产阶级是新时代的主人，它肩负着打碎一切的剥削制度、改造世界的巨大历史任务。



第八章　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
一、革命形势的酝酿成熟
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揭开了近代史的序幕，美国的独立战争给欧洲的资产阶级敲响了警钟，工业革命千百倍地加速了资本主义的发展。然而，只是经过了那从1789年所开始的法国大革命，资产阶级才首次在欧洲广大的地区内扫清封建障碍，在政治上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它猛烈地摧毁了古老的旧制度，飞速地带动着社会前进。人类社会平常在千百年内所不能达成的改变，在革命时期只要几个月甚至几天就可以达成了。在法国大革命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十分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
18世纪末期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是由于法国社会中那种长期郁积着的阶级矛盾激化起来的结果。当时的形势是：一方面，波旁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已经腐朽透顶，它不可能再依照原先的方式来钳制人民；另一方面，绝大部分的法国人民困于苛捐杂税，他们的痛苦如水日深，如火日烈。而新兴的资本主义因素，则要求解除封建制的束缚而向前发展。列宁写道：“……如果没有革命的形势，革命是不可能发生的，而且也不是任何革命形势，都足以引起革命。概括地说，革命形势的征象是怎样的呢？……（1）统治阶级不可能照老样子维持自己的统治；‘上层’的某种危机、统治阶级的政治危机，造成了裂缝，被压迫阶级的不满和愤恨在裂缝中爆发出来。单是‘下层不愿意’照旧生活，通常还不足以使革命发生，还需要‘上层不能够’照旧生活，革命才能发生。（2）被压迫阶级的贫困达于极点。（3）由于上述的各种原因，大大地提高了群众的积极性……”（《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189-190页）
以下，我们从三方面来说明法国大革命的形势。
（1）革命前夕法国的经济情况。
在18世纪末期，法国基本上还是一个封建制的农业国家。当时法国的人口总数约为2500万，其中农民约为2300万，即占人口总数的90％以上。
当时法国的农奴制已经消失，不过它的残迹却到处都顽强地存留着。农民尽管在法律上已经取得了人身自由，但由于担负着繁重的封建义务，实则仍旧是被束缚在土地上。全国绝大部分的土地都操在地主贵族和寺院手里，农民为了要耕种它，就必须以半奴隶的身份充当佃农。
农民遭受着地主、教会和国王的三重剥削。首先，农民必须把收获物的一部分（普通约为1/4）缴纳给地主，并向地主提供义务劳役。每逢过年过节，农民必须向地主致送礼物。此外，农民借用地主的碾磨、炉灶或其他的生产工具，甚至走一段路，过一道桥，都必须纳税。当时有人这样说：在乡村生活中，几乎没有一个行动不使农民负有缴纳某种租税的义务。
农民必须向教会缴纳什一税，即以收获物的1/10去供养僧侣。
农民必须向国王缴纳土地税、人头税和所得税，并提供义务劳役，为国家建造公路或运河。此外在某些省份，竟规定每个农民每年必须从政府所经营的盐场里以高于成本10倍的官价购买7磅官盐，以充实政府的税收。
所有那些繁重的封建义务：“就像错综交织的丛林古树的根那样，到处阻碍和摧残年青的树苗。”（曼佛列德：《18世纪末叶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1955年北京中文版，第16-17页）
整个社会的重担都压在农民的头上。当时法国农民所缴纳的地租和各种捐税的总额，常占全部收入的4/5，以致他们经常是啼饥号寒，不得不抛弃了土地向外逃亡，或沦为乞丐。在1787年，英国的经济学家阿瑟·杨（Arthur Young）在法国游历。他在所著的《法国旅行记》一书中描绘法国的农民衣不蔽体，面有菜色，耕作的方式也极为落后。阿瑟·杨曾经遇到一个28岁的农妇，她被艰苦的劳动折磨得看起来就像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妪一样。她说道：“一定会有事情发生的，来解救这些可怜的人们……土地税和其他的租税把我们都压死了。”（斯蒂因：《欧洲近代史资料》，1947年纽约英文版，第376-377页）
法国的手工业一向颇为发达，它的丝织业、毛织业、服装业、酿酒业、造纸业和其他的精巧工艺都是世界闻名的。然而直到18世纪末期，法国还存在着行会制度。这种中世纪制度的遗留，束缚着手工业进一步的发展。
由于英国工业革命的影响，法国在18世纪末期也已经出现了使用机器来进行生产的大企业。例如昂赞（Anzin）地方的煤矿，在1789年就雇有工人4000名，使用蒸汽机12座；而克莱索（Krezo）地方的冶金工厂，则拥有当时最先进的技术设备。在那里工作的工人有数万名之众。
当时法国在工商业方面仅次于英国而列于全世界的第二位。不过，由于国内关卡林立，各地的度量衡制度和币制均不统一，法律也是因地而异，这就阻碍了商品的流通。据说当时如果从法国南部运货物到法国北部去销售，竟不如远涉重洋，从中国输入货物反而来得便宜。
在法国大革命的前夕，法国的经济情况是这样的：当时它虽然基本上仍是一个封建制的农业国家，但那自从16世纪以来即已开始发展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已经逐渐在封建制的母胎内成熟了。由于国王、教会和地主之繁重的剥削，绝大部分的法国人民都无法再照旧生活下去；而正在发展中的资产阶级，也到处受着封建制的束缚。因此，整个法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形势要求取消封建制。
（2）革命前夕法国社会的等级制度。
在18世纪末期，法国社会上仍旧分为3个不平等的等级：第一等级是僧侣；第二等级是贵族；第三等级是平民，其中包括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工人和手工业者。在全国2500万人口中，僧侣约有13万人，贵族约有14万人，即合计约为1％。而99％的人口，则一概为平民（图8-1）。

图8-1　第三等级背上驮着僧侣和贵族
就王室看来，这3个等级是各有其用的。“僧侣以祈祷为国王服务，贵族以宝剑为国王服务，而第三等级则以财产为国王服务”。僧侣和贵族是特权等级，他们在社会上居于统治地位。他们领有全国绝大部分的土地，完全靠劳动人民来供养。僧侣和贵族享有豁免权，他们几乎不向国王缴纳任何租税。
然而，在特权等级的内部，财富的分配是极不平均的。无论在僧侣里面或在贵族里面，都已经起了激烈的分化。
在经济地位上，高级僧侣与低级僧侣判若天壤。例如，当时斯特拉斯堡城的大主教罗汉（Cardinal de Rohan）每年有250万里弗尔（Livre法国的货币单位）的收入，富埒王侯。他那衣饰的豪华和起居的排场，连凡尔赛宫中的贵族都为之惊羡。然而，一个普通的低级僧侣，每年的薪金却仅约有500里弗尔，与一般农民的生活相距不远。因此，低级僧侣的政治倾向是与平民一致的，他们主张革命。
法国贵族阶级的内部可以粗略地分为世袭贵族和袍服贵族（当时法国的法官皆穿一定格式的长袍，故有此称）这两个集团：世袭贵族出身于那些拥有公爵、侯爵、伯爵或子爵等禄位的阀阅之家，为数仅约有4000人，他们担任朝廷的大臣、军队中的高级将领或教会中的主教；袍服贵族多系平民出身，他们是把做官当作阶梯而爬上去的。袍服贵族的人数较多，他们控制着各地的行政机关和法院。
贵族与贵族之间的经济地位是悬殊极远的。当时法国还保存着长子优先继承制，长子可以独得遗产的2/3，而幼子们则分配其余的1/3。因此就有许多出身于阀阅之家的贵族幼子，把从军和担任僧侣当作生活上的出路。
贵族阶级完全是一个腐朽堕落的寄生集团。那里面的上层贵族麇集在凡尔赛，他们周旋于国王和宫廷权贵之间，胁肩谄笑，曲意承欢。他们穿着绣金的华服，举止也是彬彬有礼，然而那些金玉其外的仪表却不能掩饰他们内心的空虚和没落感。跳舞、调情、赌博和打猎，便是他们生活中的一切。
不过，在18世纪中期，法国的贵族阶级中也有一部分的人是倾向于改革的。他们与英国的新贵族一样，希望建立君主立宪制。
在第三等级里面，居于领导地位的是资产阶级，但它的基本群众则为占全国人口96％以上的农民、工人和手工业者。在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斗争中，人民群众与资产阶级有着共同的利益。当时法国的工人还没有形成为一个具有高度政治觉悟的独立的阶级，他们只可以说是近代无产阶级的前身。资产阶级为了反对特权等级的专横，提出“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于是人民群众便拥护这种要求，与资产阶级结成了反封建的统一战线。
（3）波旁王朝封建专制政体的危机。
在近代史的初期，君主集权制曾经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它扫清了封建割据的局面，促进了国家的统一。与其他国家的情形一样，法国波旁王朝的君主集权制曾经削弱过贵族的势力，把法国聚合为一个统一的政治单位。但到了18世纪中期，它就成为专制的象征和资本主义的发展的桎梏了。
法国大革命的种子，是在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的时代早就播下的。路易十五驱使着法国参加波兰王位继承战争、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和七年战争，结果弄得民穷财尽，府库空虚，并且几乎丧失了所有的海外殖民地。加上国事多由他的那些宫廷嬖妇决定，政治的腐败更不堪闻问。当路易十五去世时，波旁王朝的封建专制政体已经是摇摇欲坠，濒于崩溃了。
1774年，路易十六（Louis XVI）即位。在私人品德方面，路易十六（图8-2）稍优于以前的几个君主。他不像路易十四那样的穷兵黩武，也不像路易十五那样的耽于逸乐。然而，路易十六却是一个智力鲁钝、意志软弱而且懒惰的人。他因循坐废，只是听从王后和宫廷权贵的摆布。他说他受不了政治上的纷扰，对于任何重要的问题都拿不出一定的主张。

图8-2　路易十六
路易十六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Antoinette）是奥地利女皇玛丽亚·特蕾西亚的女儿。她酷肖其母，美丽、轻佻、泼辣，遇事敢作敢为。那优柔寡断的路易十六，实际上只是她手中的傀儡。当时有人说，她是法国王室中“唯一的男人”。玛丽·安托瓦内特挥霍无度，用年金和恩赐蓄养着一大批倖佞之徒。她习惯于穷奢极欲的生活，经常举行豪华的宴会，歌舞通宵达旦。玛丽·安托瓦内特造成财政上很大的赤字，所以法国人民就给她取了一个诨名叫作“赤字夫人”（Madame Deficit）。更有甚者，玛丽·安托瓦内特是那使法国在七年战争中丧师失地的法奥同盟之活的象征，因此她在法国人民心目中就特别受到憎恨。
当时法国波旁王朝最急迫的问题，便是用什么方法来弥补财政上的亏空？路易十六在即位的那一年，就擢用重农学派的经济学家杜尔哥（Turgot）为财政大臣，进行改革。杜尔哥是一个高瞻远瞩的理财家，并且具有当时法国政界中所稀有的严正不苟的品质。他大刀阔斧地颁布了一系列新的财政法令：取消僧侣和贵族的豁免权，规定他们须缴纳国税；采用自由放任政策，鼓励工商业的发展；取消内地的关卡，使粮食和其他的商品可以自由流通；适当地降低农业税，以减轻农民的负担。杜尔哥（图8-3）的改革得到了资产阶级的拥护，但同时也招致了僧侣和贵族的反对。结果他只在任两年（1774—1776年）就被免职，他的那些新政也被废除了。杜尔哥在离职时曾经愤慨地说道：“先生们，请不要忘记：正是这一类的罪恶，结果使英王查理一世在断头台上被杀的！”这句话竟成了路易十六的谶语。

图8-3　杜尔哥
在解除杜尔哥的职务以后，路易十六又擢用瑞士籍的银行家雅克·内克尔（Jacques Necker）为财政大臣。内克尔（图8-4）是当时巴黎金融界的巨擘，他缺乏大政治家的才干，但却会精打细算。他采取两种措施来挽救法国的财政危机：一是节省王室的开支；二是发行公债。内克尔为了要使法国人民明白国家收支的情况，特地发表了一册财政报告书。那财政报告书中所举的一些数字并不正确，然而，就是那样一些被缩小了的数字，也使法国人民大吃一惊，知道他们的血汗是怎样被王室和特权阶级靡费了的。内克尔遭受到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和宫廷权贵的嫉恨，他于1781年被迫去职。

图8-4　雅克·内克尔
从1778年至1783年法国竭全国之力参加美国的独立战争。当年法国兴师动众，所花的军费达20亿里弗尔之巨。然而，结果是美国独立了，而法国的财政却破产了。
1786年，法国为了一部分酒商和奢侈品制造商的利益，与英国缔结新的商约，降低了两国之间贸易往来的关税。当时英国已经采用机器来进行生产，它的商品成本是比较低廉的。这样，廉价的英国商品便大量涌入法国市场，使法国的手工业受到重大的打击。在1787年，法国失业的工人已达20万人。
路易十六迫于财政的困难，特于1787年2月召集所谓名人会议（Assembly of Notables）。在出席这次会议的144个名人之中，绝大部分都是大主教、世袭贵族或高级的行政官吏，只有五六人是资产阶级的代表。路易十六原想使那些享有特权的人同意纳税，以充实府库。不过，那些名人却一毛不拔，拒绝了国王的要求。他们说财政问题应当拿到三级会议上去讨论。
这时，郁积在法国人民胸臆中的义愤已经爆发为公开的抗争。以巴黎高等法院为首，各地的人民都要求改革。巴黎高等法院发表了一项权利宣言，拒绝登记国王的增税法令，并且主张：凡是有关于财政的法案，必须经过人民代议机关的讨论和通过，始能生效。此项宣言的内容，实际上已是反对封建君主集权制、要求建立资产阶级的代议制政体了。路易十六采取高压手段，下令封闭巴黎高等法院，并逮捕法官。然而，人民群众则誓为巴黎高等法院的后盾，并要求立即召开三级会议，连军警也拒绝执行国王的命令。结果路易十六无可奈何，终于在1788年8月重新起用内克尔为财政大臣，并宣布将于次年召开三级会议。
总之，这时法国波旁王朝的封建专制政体已经遭遇到深刻的危机。一方面，统治阶级的上层里面已经造成了裂缝，不可能再按照旧有的方法来维持统治；另一方面，绝大部分的人民已经被驱迫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他们贫苦不堪，急切地要求改变现状。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和美国的独立战争，都给法国人民提供了斗争的榜样。而梅叶、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百科全书派以及马布利、摩莱里等人的启蒙思想，则在人民群众中得到广大的传播，鼓动了他们的政治积极性。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理论一旦掌握了群众，便成为物质的力量”。这时法国的革命形势完全酝酿成熟，而三级会议的召开，就成了法国大革命爆发的直接导火线。



二、法国大革命的开端——三级会议转变为国民议会，巴士底狱的攻陷，各地的反封建斗争
在法国历史上，三级会议（Estates-General）并不是什么新异的东西。它是中世纪历史上的产物，系由僧侣、贵族和平民这3个等级的代表所组成，作为国王的咨询机关。从1302年到1614年（图8-5），三级会议断断续续地存在了300多年。但它自从在1614年被路易十三的母后玛丽解散以后，一直隔了175年都没有召集过。这时由于阶级矛盾的尖锐化，法国人民就想利用这一古老的代议制的机构来进行政治斗争。

图8-5　1614年在巴黎召开的三级会议
在1788年的冬天，法国便开始了三级会议的选举。资产阶级对于这一次的选举抱着极大的希望，他们把自己的利益表现为全体国民的共同利益，在事先就做了许多宣传工作。有一位出身于僧侣等级但却倾向于自由主义的教士，名叫西哀士（Emmanuel-Joseph Sieyès），写了一本鼓动人心的小册子（图8-6）。他说道：“什么是第三等级？那就是整个受压迫受奴役的国民。它迄今在政治上有没有地位呢？什么也没有！他希望达成一些什么呢？那确实是很多很多的！”这时法国各地的人民风起云涌，纷纷要求政治上的权利。路易十六为了顺应舆情，特允许第三等级可以选出600名代表，而第一等级和第二等级则各自选出300名代表。换句话说，即平民代表的人数，相当于僧侣和贵族那两个等级的代表人数的总和。不过，在那当选的600名平民代表之中，绝大多数都是银行家、大商人、律师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一小部分则为转化了的僧侣和贵族，真正出身于劳动人民的人却一个也没有。

图8-6　西哀士
在选举的过程中，第三等级的选民拟具了许多意见书，委托代表们带到凡尔赛转给国王。这些意见书大部分都是要求废除封建特权，减轻租税，革新司法制度，取缔官吏的贪暴，保障私有财产，并制定宪法。这些文件反映着法国广大人民诚挚而又热烈的愿望，他们反对封建专制主义。
1789年5月5日，三级会议在全国人民的期待中正式在凡尔赛开幕。路易十六亲临致词，他说召集三级会议的用意只在解决财政困难，并且警告到会的代表们须提防“危险的思想和革新的企图”，不要越出范围。这种限制，迅即引起了第三等级代表的抗议。会议一开始，马上就发生了如何投票表决的问题。旧日的惯例是：僧侣、贵族和平民各按等级来进行表决，只要有两个等级的意见一致，议案便算成立。在那种情形下，特权等级总是压倒了平民。然而现在：在到会的1200人之中，特权等级的代表和平民的代表各占一半，而有许多低级僧侣和倾向于自由主义的贵族，实际上是站在平民这边的（图8-7）。于是平民的代表便坚决主张不依照等级来表决，而依照人数来表决。经过一个多月的争论，特权等级的代表不肯让步。在6月17日那一天，第三等级的代表便说道：“我们代表着96％（实际上是99％——著者注）的国民，特权等级愿意同我们合作与否，这一点是无关紧要的。”于是，他们就冲破了三级会议的限制，宣布自己为国民议会（National Assembly）的代表。接着，有许多低级僧侣和贵族也公开转变了立场，参加到平民这边来。

图8-7　1789年5月5日，三级会议开幕
第三等级的代表宣布成立国民议会，这件事的本身就意味着对于封建专制主义的反抗。路易十六受到保守派的怂恿，开始用卑劣的手段来进行干涉。1789年6月20日，第三等级的代表在大雨滂沱中赶来凡尔赛开会。然而，他们原先所用的那个会场却已经被国王封闭了，门口站着卫兵，说里面正在修理。这时，第三等级的代表愤慨已极，他们发现会场附近有一个雨天网球场，随即蜂拥到那里面去开会。带着极度亢奋的心情，那600名平民的代表一致举手宣誓：他们是国民议会的议员，在没有为法国制定一部宪法以前，他们无论在何种情况之下都将继续开会，决不中止。这有名的《网球场宣言》（Tennis Court Oath），便是法国大革命真正的开端。因为，以前的三级会议原本是一个咨询性的机关，它可以由国王任意召集或解散（图8-8）。但在这时候，第三等级的代表却公开反抗国王的命令，自行集会，宣誓一定要把君主专制的政体改变为立宪的政体，这不是革命还是什么呢！

图8-8　《网球场宣言》
6月23日，路易十六在三级会议的联席会议上致词。他宣布国民议会是非法的，命令僧侣、贵族和平民仍旧分3个会场开会，仍旧按照等级制度来进行表决。当时那些高级僧侣和大贵族都笑逐颜开，分别集合到自己的会场里去，但第三等级的代表则抗命不从。当一个宫廷大臣进入议场来执行国王的命令时，那舌辩滔滔、出身于贵族但却当选为平民代表的米拉波伯爵（Comte de Mirabeau）（图8-9）便在愤怒中跃起说道：“请你去告诉你的主人，我们是代表人民的意志在此开会，除非是受到枪刺的威逼，我们是决不退出议席的！”人民的意志一词，便是对于君主专制的一个最有力的回答呵！结果路易十六被迫让步，最后他收回成命，同意僧侣、贵族和平民这3个等级的代表在一起开会，并且按照人数来进行表决。这样，三级会议就正式地转变为国民议会。

图8-9　米拉波伯爵
国民议会的主要任务是制定宪法，所以从1789年7月9日起，它又称为制宪议会（National Constituent Assembly）。
然而，封建统治者决不甘心放弃特权。路易十六表面上虽然对第三等级的代表曲示宽容，但暗中却企图用武力来解散制宪议会。他调集了2万多名从瑞士和德意志招募得来的雇佣兵驻屯在首都镇压人民，并且在7月11日宣布把那颇孚众望的财政大臣内克尔免职。眼看着一个阴谋就要到来，制宪议会的议员随时都有被捕入狱的危险，但就在这紧急的关头，巴黎的人民爆发了起义。
自三级会议召开以来，法国各地人民的政治积极性即空前高涨。在巴黎，群众经常举行政治性的集会，倾听革命宣传家的演说，当时旅居在巴黎的阿瑟·扬记载道：“每天每点钟都有新的小册子出现，人心的激动出乎任何想象之外。”实际上，正是由于法国人民这种汹涌澎湃的革命热情的支持，第三等级的代表才敢于正面向国王以及特权等级进行斗争。与其说是资产阶级领导着人民群众在前进，倒不如说是人民群众推动着资产阶级在前进。这时，巴黎的人民得悉了国王的阴谋，便决定用他们自己的胸膛来保卫革命。在内克尔被免职的那一天，杰出的革命宣传家卡米尔·德穆兰（Camille Desmoulins）首先号召人民拿起武器来进行斗争（图8-10）。接着，巴黎各区的人民就开始组织自卫队，并且冲破了政府的军械库，取得了28000支步枪和少数的大炮。有一部分驻屯在巴黎的正规军也同情革命，参加了人民的队伍。在1789年7月14日那一天，巴黎人民的武装就像狂澜怒潮一样涌向圣安东区，去攻打那万人憎恨的、历来被视为封建专制主义之象征的巴士底狱（Bastille）。

图8-10　卡米尔·德穆兰
巴士底狱是一座坚固的碉堡（图8-11）。自从14世纪以来，它就是一个囚禁政治犯的地方。关于这一座阴森的吃人的魔窟，流传着种种极凄惨的故事。伏尔泰自己曾经被关入过巴士底狱，他说那里面有一个无名无姓的铁面人，脸上被蒙上铁罩子，不能与任何人说话，在酷刑中度过了一生。而自三级会议召开以来，巴士底狱碉楼上的炮口则时时对着巴黎的平民区，威胁着巴黎人民的生命安全。但清算的日子终于到了，巴黎人民经过整整一天激烈的战斗，最后攻陷了这一座魔窟，并且随即把它付之一炬，踏为平地。后来，巴士底狱的故址被改建成一个美丽的广场，中间立着一块大理石的纪念碑，那上面刻着这样的字句：“让我们在这里欢乐歌舞吧！”

图8-11　巴士底狱
巴士底狱的攻陷是巴黎人民起义的胜利，是法国封建专制主义崩溃的开始。所以直至今日，法国仍是把7月14日作为国庆节。在攻陷巴士底狱之后，巴黎人民便驱逐国王所任命的官吏，而代之以由他们自己所选举出来的市政府。资产阶级的学者、著名的天文学家让·西尔万·巴伊（Jean-Sylvain Bailly），此刻也为革命的热情所鼓舞，出来从事政治活动，当选为第一任的民选市长（图8-12）。这时巴黎的自卫队已经扩建为国民自卫军（National Guards），人数约有5万。那曾经参加过美国的独立战争，倾向于自由主义的拉法耶特侯爵，被任命为国民自卫军的统帅。这样，巴黎就成立了自己的政府和自己的武装力量，站在全法国人民的前面来领导革命。

图8-12　让·西尔万·巴伊
不过，国民自卫军主要是由资产阶级分子所组成的。资产阶级为了防范人民群众拥有武装，特规定凡属国民自卫军的士兵都必须自备一套华贵的制服。这样，一般的劳动人民便被排斥在外面，而只有那些比较富裕的人才可以参加国民自卫军。
巴士底狱的攻陷是全法国人民大起义的信号，从1789年的7月中旬起，紧随着巴黎人民之后，法国各地的人民都纷纷起来驱逐国王所任命的官吏，组织民选政府和国民自卫军。在巴黎所发生的革命斗争，在其他各郡也同样地发生着。波旁王朝的封建统治机构，在全国各地都瓦解了。那占法国人口90％、许多世纪以来一向困于封建压迫的农民，这时都纷纷揭竿而起。他们拿着斧头、刀子、叉耙和火炬，冲进地主贵族的城堡或高级僧侣的邸宅，把所有的契据和税册都予以焚毁。这种反封建的斗争，弥漫在每一个乡区，深入到每一个农村，于是那千百年来束缚在法国人民身上的封建的锁链，在短短的一个月内就大致被粉碎了。农民革命震撼了全国，以致制宪议会竟不得不把制宪问题暂时搁置，而首先来讨论农民问题。在8月4日的晚上，制宪议会彻夜开会，有许多贵族和僧侣都迫于形势，抢着走上讲台，声明“为了祖国的原故而自己忍受牺牲”，放弃自己过去所享有的一切封建特权。但在实际上，这只是追认那些由农民革命所已经造成的事实而已。
1789年8月11日，制宪议会发表公告，宣布完全废除封建制度。它规定：凡属由于不动产和人身奴役制所造成的封建权利和封建义务，一律无补偿地予以废除；取消地主贵族的狩猎权以及在农地上畜养野兽的权利；取消地主贵族庄园中的法庭；废除各种各样的什一税，但用以救济穷人或用以维持各级学校和医院者不在此限；禁止卖官鬻爵；永远取消豁免权，一切的公民和一切的财产，均须按照同样的方式缴纳赋税；永远废除各个地区所特有的法律，制定适用于一切法兰西人的共同的法律；一切的公民，不论出身如何，均得担任各种教会的、民政的和军队的公职。
经过1789年7—8月农村中那种热火朝天的革命斗争，法国社会面貌的改变是极深刻的。一般地说来，封建制度在基本上已被扫清，这是法国大革命中一项最重要的成就。
农民反封建斗争的胜利，巩固了巴黎人民革命胜利的成果。接着，革命政权就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起来。
在法国大革命爆发以后，法国的大贵族即相继向国外流亡。同时，路易十六和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图8-13）也企图逃亡到国外去，引用外援来扑灭革命。于是巴黎的人民便觉得最好是把国王从凡尔赛迁到巴黎来，置于人民的监视之下，以防止意外的事变。

图8-13　玛丽·安托瓦内特
在所有这些动乱的日子里，巴黎的粮食都是极为缺乏的。人们从早到晚排队站在面包店的门口，但有时整天就买不到一片面包。可是，在1789年10月1日，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内特却为了欢迎新近调来的法兰德斯（Flanders）联队，特地在凡尔赛宫举行盛大的宴会。在那宴会上，军官们酒醉饭饱，唱着祝福国王的歌词，预先为镇压人民革命的胜利而举杯庆祝。当这项消息传至巴黎时，巴黎人民的义愤便再也不能抑制了。10月5日的早晨，有无数的人（其中大部分是妇女）浩浩荡荡从巴黎涌往凡尔赛，向国王要求“面包！面包！面包”！这时在群众的行列中，第一次出现了象征自由、平等、博爱的三色小帽。拉法夷特也率领着国民自卫军，紧紧地尾随在群众的后头。在当天的晚上，群众冲散了凡尔赛宫中的卫队，一直进入到国王和王后的内寝。一时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内特惊惶无措，但拉法夷特却出面来保障他们的生命安全。群众要求国王迁至巴黎居住，国王也只得服从。于是在10月6日，群众便簇拥着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内特以及他们的儿女回到巴黎，把他们安顿在旧日的杜伊勒里宫（Tuileries Palace）里。从此以后，国王实际上就成了革命人民监视下的俘虏。
随着国王之后，制宪议会也从凡尔赛迁至巴黎。



三、《人权宣言》的发表，1791年的宪法，革命期间的主要党派
在人民起义胜利以后，法国的政权便落在大资产阶级手里。
1789年8月26日，制宪议会发表《人权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 and of the Citizen），作为革命的政治纲领。《人权宣言》（图8-14）反映了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革命要求，它是在洛克、卢梭等人的哲学思想和美国独立宣言的影响之下写成的。

图8-14　《人权宣言》
《人权宣言》中最重要的文句如下：“国民议会中的法国人民的代表，因坚信人权之横遭漠视、遗忘或侮蔑，实为一切社会不幸与政治腐败之唯一的根源，所以决定用庄严的宣言，把那些天赋的、不可让与的、神圣的人权列举出来……第一，人人都是生来自由而且在权利上是平等的……第二，任何一个政治组织，其目的均在保护天赋的、不可任意支配的人权，那便是自由权、财产权、安全权和反抗压迫的权利。第三，一切的主权在本质上是属于人民。如果不是经过人民之明白表示的同意，任何团体或个人均不得行使政权。第四，自由权的范围，以不妨害他人的自由为限……第六，法律是公共意志的表现，一切公民均有权由本人或经由其代表，参加法律的制定……第十七，私有财产是神圣的和不可侵犯的权利……”（斯蒂因：《欧洲近代史资料》，1947年纽约英文版，第391-392页）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之下，《人权宣言》具有很大的进步作用。它揭示了资产阶级革命中那些最基本的原则，使当时正在进行的反抗封建专制主义的斗争具备了精神上的信条，因而也就鼓舞了整个欧洲的人民。我们试把1689年英国的《权利法案》与1789年法国的《人权宣言》相比较，便可以发现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在英国，资产阶级只是用法律的条文来限制国王的权力；而在法国，资产阶级则是站在全世界的前列，来向整个的封建专制主义进行搏斗。无怪乎在《人权宣言》发表以后，它里面所昭告的那些原则就成了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中进步分子的福音，使资产阶级革命向着更广阔的规模发展。然而，《人权宣言》只是要以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来代替封建主义的剥削制度。它说“私有财产是神圣的和不可侵犯的”，这就替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作了有力的辩护。法国的《人权宣言》有其资产阶级的局限性。
制宪议会为了要解决财政困难，特于1789年11月2日发布命令，把一切教会和修道院的财产都收归国有，标价出售，将所得的钱充作准备金来发行纸币。原先教会所领有的土地约合法国全国耕地面积的1/5，这一笔出售所得的钱是为数极巨的。因此，过去杜尔哥、内克尔等理财专家尽心竭力所不能解决的财政问题，这时倒用革命方法适当地解决了。不过到后来，由于纸币的发行量太大，又造成了恶性的通货膨胀和物价的腾贵。
制宪议会在没收了教会和修道院的财产以后，便实行宗教国家化的政策。在过去，法国的天主教会是受制于罗马教皇的。然而，制宪议会于1790年7月公布僧侣公职制，规定从此以后，僧侣改由人民选举，并由政府给以薪俸；僧侣在就职时不得宣誓效忠于教皇，而必须宣誓效忠于本国的人民和宪法。僧侣公职制的目的，是要使天主教会成为新建立的资产阶级政权的工具，这在当时也还具有进步的作用。不过，这项措施却遭受到教皇和一些保守成性的僧侣之强烈的阻挠。随后法国的天主教僧侣分裂为两个集团：一派是宣誓效忠于新政权的，称为宣誓派（Jurors）；另一派是反对新政权的，称为不宣誓派（Non-Jurors）。不宣誓派的僧侣煽动落后地区的农民起来反抗新政权，在布列塔尼、旺代（La Vendée）一带爆发了武装骚动。
在地方行政制度方面，制宪议会也作了重要的改革。它废除了原先封建时代所遗留下来的那些行政单位，把法国分为83个差不多大小相等的省，各以当地山岳或河流的名称来命名。在省之下，又分设374个区或市。这种地方行政上的划分，以后只经过很少的改变，一直被沿用了下来。
大资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之后，立即用立法手段来钳制劳动人民。1791年6月14日，制宪议会制定《霞不列法》来剥夺劳动人民的集会结社权，那上面规定：“经营同一职业技艺或手工业的市民，如果为了要拒绝劳动，或为了要有一定价格才肯劳动，而互相集议，互相协定，那就是违背宪法，应视为是反抗自由与人权宣言的企图”，除了剥夺公民权一年外，还要课以500里弗尔的罚金。马克思痛切地说道：“法国资产阶级在革命暴风雨初期，就敢把劳动者刚刚获得的集会结社权取消。”（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937页）
当制宪议会在代表大资产阶级的利益进行各项改革时，封建势力则在阴谋策划复辟。那些逃亡出国的大贵族多聚集在德意志境内的科布伦兹城（Coblenz），在那里纠集势力，蠢蠢欲动。1791年6月21日，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内特乔装作仆人的模样，带着他们的儿女和近亲，坐了一辆大马车潜逃出巴黎，向东北方加鞭前进，显然是要到科布伦兹城去与那些叛国的流亡者会合。在次日的傍晚，他们已经走到离边境不远的瓦伦镇（Varennes），但在换马时被驿站的站长所察觉。那站长迅即报告当地的民选政府，登时鸣钟击鼓，召集全城的居民起来阻挡。结果，瓦伦镇的人民拦截了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内特的马车，又用武装把他们押解到巴黎（图8-15）。这次路易十六企图逃亡，更使法国人民深信不疑：国王是革命的死敌，他将引用外援来屠戮本国的人民。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尤其遭受到痛恨，人民都轻蔑地呼之为“那个奥地利的泼妇”。

图8-15　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内特被押解回巴黎
在路易十六的本质被识穿了以后，法国人民便主张废除国王，以实行共和制。1791年7月17日，巴黎有数千人集会于马尔斯校场，举行签名运动，准备向制宪议会提出要求建立共和国的申请书，然而，制宪议会中的大资产阶级却维护国王。而拉法耶特侯爵竟事先不予警告，突然下令国民自卫军向马尔斯校场上的人民群众开枪扫射，结果死伤多人。这马尔斯广场的惨杀，具体地说明了资产阶级在反封建的斗争中具有两面性。在法国大革命的初期，大资产阶级就已经公开地与人民为敌了。
1791年9月，制宪议会最后完成了制宪的手续。这宪法规定法国为君主立宪制，它采用孟德斯鸠的学说，使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行政权属于国王，立法权属于由人民用间接方法所选举出来的立法议会（Legislative Assembly），司法权则属于独立的法院，这时路易十六由“受上帝所恩赐”的国王变为“受法国人民所恩赐”的国王，他对于立法议会所通过的法案享有一定限度内的否决权，但已不能直接掌握军队和地方行政。1791年的宪法是保护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宪法，它违背了《人权宣言》中所标榜的“人人都是生来自由平等”的原则，把法国人民分为两种：即所谓积极的公民与消极的公民。凡年满25岁的男子，有不动产，每年所缴纳的直接税不少于其本人3天的收入者，就算作是积极的公民，得享有政治上的权利。而全体的妇女和贫穷的人，则都被列为消极的公民，被剥夺了选举权。过去的封建等级制度刚刚被废除，一个新的、以财产为基础的等级制度又产生了。在法国2500万人口中，所谓积极的公民仅有400万人，即尚不及全体国民的1/6。
在这里，我们必须趁势说一说法国大革命期间一些主要的政治党派，在整个法国大革命的过程中，政治俱乐部都起了很大的作用。当三级会议最初在凡尔赛召开时，就有一些在政治上气味相投的人分别地聚集在一起用餐，借此交换意见，及至制宪议会迁至巴黎，这种俱乐部越发增多，并且扩展为群众性的组织。当时巴黎几乎每一家咖啡馆和每一座修道院都成了政治集会的场所，群众的积极性昂扬到难以想象的程度。这些政治俱乐部还不是有组织的政党，然而，它们分别地把一些政治见解相同的人团结在一起，实际上就起到了政党的作用，在1791年左右，法国有下列3个主要的政治党派。
（1）斐扬派（Club of the Feuillants）。斐扬派以经常在斐扬修道院（图8-16）举行集会而得名，他们代表最上层的资产阶级和倾向于自由主义的贵族，主张君主立宪，斐扬派的领袖是米拉波、拉法夷特和大资本家拉梅特兄弟。米拉波原为国民议会中的中坚人物，但他实际上早就把自己出卖给路易十六，成了王室的谋臣了。他于1791年4月病逝，并没有能亲自看到君主立宪政体的实现。

图8-16　斐扬修道院
（2）吉伦特派（Girondists）。这一派里面有些领袖人物是来自吉伦特（Gironde）省，所以被称为吉伦特派。他们主要是代表工商业资本家的利益，认为革命已经进行得非常充分了，当前的问题就是如何来巩固资产阶级的政权。吉伦特派里面有许多资产阶级的学者，其中最著名的有法学家布里索（Jacques-Pierre Brissot）、哲学家孔多塞（Condorcet）、诡谲善辩的韦尼奥（Vergniaud）、野心勃勃的军事家杜穆里埃（Dumouriez）和那富有才华的罗兰夫人（Jeanne-Marie Roland）等。
（3）雅各宾派（Jacobin）。雅各宾派以经常在圣雅各（St．Jacob）修道院举行集会（图8-17）而得名，他们的口号是：“不自由，毋宁死！”雅各宾派里面有一些工商业资本家的代表，但多数则为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他们具有广大的群众基础，在全国各地都设有支部，与农民、工人、手工业者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雅各宾派里面最杰出的领袖是马拉、丹东和罗伯斯庇尔，这3人的生平约略如下。

图8-17　雅各宾派集会
马拉（Jean-Paul Marat，1742—1793年）。马拉（图8-18）原是一位卓越的医生，他曾经因为在科学方面有创造性的贡献而获得英国政府的奖金和英国大学的荣誉学位。如果他不是作为一个革命者而使后世的人怀念不忘，他的名字也会在科学史上传留下来的。马拉在英国居留过好几年，对于当时英国的所谓宪政深为不满。他认为政府应当为大多数的人民谋福利，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只有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来进行革命。巴黎的人民起义一爆发，马拉就抛弃了自己的科学业务，来参加实际的斗争。他于1789年8月开始出版一种鼓动性的报纸，叫作《人民之友报》（Ami du Peuple）。马拉用那充满着革命热情的笔锋，对国王、僧侣、贵族以至大资产阶级进行猛烈的攻击。他遭受到反动分子之严峻的迫害，有时竟不得不躲在地窖或下隧道里藏身，但却始终不懈地坚持着工作。马拉是统治阶级的死敌，同时也是人民群众所热爱的领袖，他写道：“能够完成革命的，只有社会的下属阶级，如工人、手工业者、小商人、农民，一言以蔽之，就是富人们称之为‘恶汉’的那些下层人民，那些贫民。”

图8-18　马拉
丹东（Georges-Jacques Danton，1759—1794年）。丹东出身于小资产阶级，曾经做过律师，早年即在法学界享有盛名。他躯体魁梧，声如洪钟，惯能以暴风雨一般的演说来煽动群众的热情。丹东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者，他在废除国王、改建共和以及击退列强反动势力的武装干涉的斗争中曾经起过很大的推动作用。不过后来由于革命进一步的深入发展，丹东（图8-19）就转为保守了。

图8-19　丹东
罗伯斯庇尔（Maximilien de Robespierre，1758—1794年）。与丹东一样，罗伯斯庇尔原先也是一个律师。他曾经被任命为地方法院的审判官，但因不忍经常对犯人判决死刑，就辞去了那个职务。1789年年初，罗伯斯庇尔当选为三级会议中第三等级的代表，他以后就头角峥嵘，成为民主派的领袖人物。罗伯斯庇尔服膺卢梭的学说，主张资产阶级激进的民主主义。他是雅各宾派的组织者与鼓舞者。
1791年9月30日，制宪议会因任务完毕，正式宣告结束。在第二天，那新的依照宪法所选举出来的立法议会随即成立。在立法议会的745名议员之中，斐扬派和其他的君主立宪派占去了600多席，而雅各宾派和吉伦特派合计仅占135席。



四、列强的武装干涉，革命战争的开始，路易十六的就刑
法国大革命在欧洲激起了两种不同的反响：一方面，各国进步的思想家和劳动人民都额手称庆，把这个革命当作人类的新希望，当作光明灿烂的白日之破晓，当作自由、真理和正义的实现；另一方面，各国的封建君主和反动势力则把这个革命视为洪水猛兽，他们阴谋着联合起来进行武装干涉。
在法国大革命爆发以后，奥属尼德兰（即现今的比利时）、瑞士、意大利和德意志境内的一些小邦都发生了人民的起义。具有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认为巴士底狱的毁灭是自西罗马帝国崩溃以来最伟大的事件，而1789年7月14日也就是历史上最美丽的一天。德意志的大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颂扬法国大革命是“理性的胜利”，德意志的学者和政治家、柏林大学的创办人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则去法国呼吸自由的空气。从伦敦到圣彼得堡，从柏林到罗马，人们都传播着法国《人权宣言》中所揭示的革命思想。
可是，各国的封建君主、贵族和教会看到法国封建专制政体的崩溃，却都感到兔死狐悲。在1789年10月，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就宣布与法国断绝外交关系。她像预防传染病一样，阻止俄国人民与法国有任何往来。此外，叶卡捷琳娜二世更为了要趁西欧多事之秋再度瓜分波兰，乃施用外交手腕，鼓励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君主直接出兵援助法国的王室以镇压革命。
在各国君主之中，对法国大革命最怀有敌意的是奥地利的君主利奥波德二世（Leopold II）。原因是：第一，奥属尼德兰毗连着法国，那里的人民已经受到法国大革命的影响，要求脱离奥地利的统治；第二，他以哈布斯堡王朝的君主而兼任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因此他就自视为欧洲大陆上封建秩序的保护者；第三，法国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原为他同胞的姊妹，他看在姻亲的关系上也要援助法国的王室。1791年8月27日，利奥波德二世与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二世（Frederick William II）在匹尔尼茨（Pillniotz）地方举行会议，发表联合宣言，说他们认为：“法国君主政体之恢复，乃是欧洲各国君主共同一致的要求。”这《皮尔尼茨宣言》（Declaration of Pillnitz）便是列强的反动势力向法国人民挑战的信号。1792年2月7日，奥地利与普鲁士成立反法同盟。接着，荷兰、西班牙和萨丁尼亚王国的统治者也表示要参加干涉法国大革命的战争。
这时，战争的危机已经迫在眉睫。在法国内部，各种党派的人对于这行将到来的战争所抱的态度是不同的。当然，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内特是渴望着战争，他们巴不得借列强的胜利来造成君主专制政体的复辟；吉伦特派也欢迎战争，因为他们想借对外战争来转移人民的视线，好让他们来巩固工商业资本家在国内的统治；野心的军人也欢迎战争，因为他们想借赫赫的战功来造成自己在政治上的地位；只有那接近人民群众的雅各宾派，起初倒是反对战争的。罗伯斯庇尔（图8-20）说道：“谁需要战争？亡命者、宫廷阴谋家们希望战争……谁也不喜欢武装的说教者，反革命阴谋的根源、中心和罪魁就存在于我们当中。为什么要使社会的注意力离开我们最危险的敌人，而引诱我们走进我们的敌人所安排下的罗网中去呢？”但及至战争爆发，雅各宾派便改变原来所持的态度，转过来积极地领导人民群众来保卫祖国。

图8-20　罗伯斯庇尔
1792年4月20日，法国抢先对奥地利宣战。那华而不实、在政治上属于斐扬派的拉法耶特侯爵被任命为总司令，率军共约14万人进攻奥属尼德兰。这时，奥地利的君主利奥波德二世已死，其子弗朗茨二世（Francis II）继位。弗朗茨二世与腓特烈·威廉二世迅即命令普鲁士的将领布伦瑞克公爵（Duke of Brunswick）率联军8万人集中于法国边境，与法国流亡在外的那些贵族的武装力量结合在一起，准备直取巴黎。这样，那延续达23年之久的法国与欧洲列强之间的战争就开始了。
在战争的最初阶段，法国的形势是极为不利的。那由拉法夷特所统率的法军尽管在数量上对奥普联军占有优势，但是，那些贵族出身的将领们却因心怀贰志，个个畏缩不前，而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内特则暗中通敌，把法军的机密和作战计划都泄密给奥普联军的司令部。实际的战斗一开始，法军就节节败退。奥普联军几乎没有遇着什么阻碍，便一直踏入了法国的土地。
前线军事的失利激励了法国广大的人民，他们没有在困难之前沮丧失望，却相反地用百倍亢奋的心情来迎接战斗。法国的人民认识到：国王和将军们都是些卖国贼，只有人民自己武装起来，才可以打退列强的干涉，保卫社会的安全，并使革命达到彻底的胜利。一种汹涌澎湃的爱国热情在沸腾，志士们都觉得：为了祖国和自由，牺牲就是无上的光荣。1792年7月11日，立法议会向人民宣告：“祖国在危殆中……”接着，各地的人民都自动地组织了义勇军，像万流归海一样来增援巴黎。他们带着象征自由的红色小帽，有枪的就拿枪，没有枪的就只荷着铲子和斧头，奔往前线去抵御敌人。就在这时候，克洛德·约瑟夫·鲁日·德·李尔（Rouget de Lisle）所作的《马赛曲》（La Marseillaise）开始为法国人民所咏唱（图8-21）：

图8-21　李尔高唱《马赛曲》
起来，祖国的儿女们，
光荣的日子已经来临！
暴君向我们举起了血染的战旗，
你们曾否听到那些凶猛的士兵在战场上咆哮？
他们正在逼近我们的胸膛，
扼杀着我们的子女，扼杀着我们的同胞！
武装起来，公民们！组成你们的队伍！
前进，前进，让那些污秽不洁的血液，
洒满在我们的土地上。
……
用对于祖国的神圣的爱，
行动起来，举起我们的臂膀来复仇！
为了自由，为了亲爱的自由，
参加到祖国的保卫者里面来战斗！
这激昂慷慨的《马赛曲》，以后就成了法国的国歌，并且成了鼓舞全世界人民起来反抗专制压迫的革命热情的声音。
1792年7月25日，奥普联军的统帅布伦瑞克公爵对法国人民发表了一篇充满了恫吓性的宣言。这宣言系由法国那些流亡在外的贵族授意所写成，它说奥普两国出兵的目的在“中止法国境内的无政府状态，防遏对于国王和神坛的逆行，恢复合法的政权，使国王得以重新享有安全和自由……”宣言中并且提到：如果法国人民对王室中的任何人有所侵害，那么，奥普联军即将把整个的巴黎城夷为平地，使它片瓦不存，以作报复。然而，法国人民却没有被这些狂言呓语所吓倒，他们的行动比以前更坚决了。
这时法国人民已经清楚地认识到：王室与列强的反动势力完全是一致的。人民为了要能够胜利地抵御外国的干涉并拯救祖国，首先就必须惩治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内特这两个罪魁，推翻君主政体以改建共和。1792年8月9日，巴黎四十八区的居民代表组织了革命的公社（Commune），马拉、丹东、罗伯斯庇尔等雅各宾派的领袖被推为公社的委员。8月10日清晨，巴黎人民以鸣钟为号，蜂拥到杜伊勒里宫去逮捕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内特。当时保护王宫的国民自卫军已经反正到人民这边来，但国王所雇佣的瑞士籍的卫队则负隅顽抗，经过数小时的战斗，人民群众死伤达500人，但终于冲进了王宫。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内特逃到立法议会里面去请求庇护，后来他们被人民解往旦普尔（Temple）古堡中予以监禁。由于人民群众的坚持，立法议会乃不得不宣布暂时停止国王的职权，并决定迅即召集国民公会（National Convention），来另行制定法国的宪法，这样，千百年来的法国君主政体就第一次被推翻了。
1792年8月10日巴黎人民起义的胜利，使那些主张君主立宪的斐扬派惊恐万状。那在前线上担任统帅的拉法耶特侯爵原先早已不稳，这时他就丧心病狂地背叛祖国，无耻地投降了奥普联军。
这时法国的军事形势是极为急迫的。9月2日，法国东北部的屏障凡尔登（Verdum）要塞失守，奥普联军离巴黎只有100多公里了，于是巴黎的公社向人民发出紧急呼吁，要求所有的成年男子一律动员起来保卫祖国，拯救革命。丹东在立法议会上大声疾呼地说道：“当祖国在危急的时候，任何人都必须起来为祖国效命，否则他就要蒙受奇耻大辱，获得卖国贼的恶名。为了战胜敌人，我们需要勇敢！勇敢！再勇敢！而法国就会得救！”丹东的保卫祖国的口号，获得了千百万人民竭诚的拥护。吉伦特派的军事家杜穆里埃被任命为新的统帅，率领着新的、充满着革命热情的军队驰往战场。
然而，正当革命人民在组织战斗力量以抗击敌军时，那些被逮捕的王党分子却企图越狱暴动，想与列强的干涉军里应外合，以造成君主专制政体的复辟，此项反革命的阴谋，遭受到人民群众之严峻的镇压。在9月2—7日那5天之内，巴黎人民把所有的王党分子都从监狱中提解出来，交付审判，然后处以极刑。在这次的9月流血事件中，被镇压的王党分子共计约有2000人。
1792年9月21日，杜穆里埃统率下的法国健儿与奥普联军战于距凡尔登不远的瓦尔密（Valmy）原野上，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接着，奥普联军就狼狈地逃退出法国国境，法军又收复了凡尔登要塞。瓦尔密战役的胜利是法国人民首次用自己的力量击退列强反动势力的干涉，它拯救了革命，使法国转危为安。而这次胜利所造成的精神上的影响，对于革命人民则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德意志的伟大诗人歌德（Goethe）在论及瓦尔密战役时说道：“在这个地方，在这一天，开始了世界史上的新纪元。这是人民对国王们的第一次胜利。”而后来列宁则写道：“那时全体人民，特别是群众，即被压迫阶级，都充满着无限的革命热情，大家都认为当时的战争是正义的，防御的战争，而且事实上也真是这样的战争。革命的法国防御了反动君主欧洲的侵犯。”（《列宁文选》两卷集，第二卷，1954年北京中文版，第132页）
自巴黎人民在1792年8月10日的起义中逮捕了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内特以后，尤其是在9月流血事件以后，主张君主立宪的斐扬派立即噤若寒蝉，完全与反革命的势力合流了。8月下旬，法国开始了国民公会选举。这时，所谓积极公民与消极公民的界限已因革命之进一步发展而被取消，所有一切成年的男性公民都享有选举权。结果在当选为国民公会代表的750人里面，吉伦特派占165人，其中包括布里索、维尼奥、孔多塞等；雅各宾派约占100人左右，他们因为坐在议厅的最高处，所以又被称为山岳党（The Mountain），其中最著名的是马拉、丹东、罗伯斯庇尔、拉扎尔·卡诺（Carnot）和圣鞠斯特（St．Just）等；温和的民主派实占大多数，他们摆动于吉伦特派与雅各宾派之间，被称为平原派（The Plain），或被轻蔑地呼为沼泽派（The Marsh），斐扬派则遭受到人民的唾弃，他们没有一个人被选进国民公会。
恰巧就在瓦尔密战役发生的那一天，国民公会举行首次会议。当前线胜利的消息传来时，巴黎举市若狂，要求废除国王。雅各宾派分子说道：“宫廷是罪恶的制造所，是淫荡的渊蔽，暴君的魔窟，国王的历史就是人民受难的历史！”国民公会随即在人民群众的欢呼中一致通过议案：废除君主政体，改建共和国。从1792年9月22日起，法国改称“自由第四年，共和元年”。这便是法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共和。
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内特被关在旦普尔古堡中，等待着人民意志的处决。这时，由于一位铜匠出面检举，革命人民在杜伊勒里宫中发现了一个秘密的壁橱，那里面藏着路易十六与欧洲其他各国君主来往的书信，这些文件确定了一个早已昭然若揭的事实：即路易十六曾经不断地向其他各国的君主恳求援助，想借列强的兵力来镇压本国的人民。1792年12月，国民公会公审路易十六，肯定他犯有阴谋危害国民自由和破坏国家安全的叛国罪，结果以387票对334票的多数宣布处以死刑。在投票赞成处死路易十六的人里面，有一名是路易十六的堂兄弟，奥尔良公爵而自号为“平等者”的菲利普，即平等菲利普。法国人民不愿意看到千百万革命者的人头落地，所以决定用国王的流血来防止那更大的流血。1793年1月21日，路易十六被斩于巴黎革命广场的断头台上（图8-22）。当时丹东说道：“欧洲的君主们向我们挑战，我们就把国王的头颅掷给他们看！”

图8-22　路易十六被斩于巴黎革命广场的断头台上



五、革命直线上升的发展，忿激派的兴起，雅各宾派与吉伦特派的斗争，吉伦特派的被清洗
马克思和列宁都曾经指出：18世纪末期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是直线上升发展的。人民群众是革命的基本动力，他们推动着革命不断地从低级发展到高级，使它的性质愈来愈深入，范围愈来愈广泛。
在瓦尔密战役之后，杜穆里埃统率下的法国部队就把奥普联军赶过了莱茵河，并且迅即把奥属尼德兰完全从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下解放了出来。1792年11月19日，国民公会发表宣言，说法国将援助一切国家的人民来反抗他们的暴君，使他们获得自由、平等和民主性质的政府。国民公会的立场是：“……各国政府是我们的敌人，各国人民是我们的同盟者；或者是我们被消灭，或者是人类得到自由。”这样，革命的法国就自居为自由的保卫者，向欧洲一切被压迫的人民发出了战斗的号召。
可是在另一方面，欧洲的反动势力一时一刻也没有忘记要对法国人民进行反扑。当路易十六被戮之际，英国的资产阶级政府对于法国大革命就感到痛心疾首，决定出面来干涉，在17世纪中期，英国的资产阶级曾经轰轰烈烈地进行过革命斗争，他们自己就曾经首先杀了一个国王。但在这时候，英国的资产阶级已变为保守的了，他们企图站在反动势力的前列来扼杀人民革命。加上英国为了要垄断欧洲大陆的贸易，它对于法军占领奥属尼德兰这件事也深怀敌意。从1793年2月1日起，英国、荷兰、西班牙以及萨丁尼亚王国都正式加入奥地利、普鲁士的反法同盟方面，与法国处于战争状态。在这样一个反革命的大同盟里面，英国扮演着领导的角色。
在法国内部，反革命的势力也非常猖獗。受到了僧侣、贵族、大资产阶级以及外国侦探们的煽惑和接济，旺代省的武装骚动日益扩大，整个法国西部和南部以及里昂等地区都被反动分子所劫持，在1793年的夏季，在法国全境83省里面，拥护国民公会的只有23省，而反对国民公会的则有60省。
这时法国经济方面最严重的问题就是粮食危机和通货膨胀。投机商人囤积居奇，而人民群众则无衣无食。在1792年与1793年之交，巴黎开始出现了真正代表城市贫民的忿激派（Enragé，也译为疯人派），他们主张采取非常措施来保障人民的物质生活利益，对投机商人进行严厉的制裁。
忿激派的领袖、牧师出身的雅克·鲁（Jacques Roux）愤慨地指责道：“再也没有比那些靠人民的灾难而发财以及那些靠人民的眼泪和破产而放高利贷的勾当更为重大的罪恶了。已经摆脱了暴君统治的人民，应该起来打击资产贵族残暴的阴谋。”后来，雅克·鲁又向雅各宾派呼吁道：“山岳党的代表们，为什么你们不在革命上更提高一步呢？他们也应该为极大多数居民的眼泪和呻吟所感动的，他们既没有面包，又没有衣服，他们被投机囤积弄到了贫困和不幸的顶点了。”雅克·鲁提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与资产阶级的利益相对立的问题，他认为人民仅仅得到政治上的自由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经济地位的平等。忿激派要求改变社会上的财产关系，从根本上来改善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这一点就超出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范围而带有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当然，忿激派还不是共产主义者，但正如马克思所说：“……这个运动已经揭示出了共产主义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147页）
当国内的斗争愈益激烈时，法国在对外防御方面又重新遭遇到极大的困难。1793年3月，那在政治上属于吉伦特派、曾经率领法国健儿取得瓦尔密战役胜利的军事统帅杜穆里埃，竟因他本身的阶级利益而企图回兵至巴黎以造成反革命的政变。当他的这项阴谋被粉碎时，他就背叛祖国，向奥地利投降了。杜穆里埃的叛变使法国北部的防线濒于崩溃，于是奥地利、普鲁士与荷兰的部队便又踏入了法国的土地。同时，西班牙的部队越过了比利牛斯山侵入到法国西南部，萨丁尼亚王国的部队侵入到法国东南部，而英国的海军则占领了法国在地中海上的海军基地土伦港。
列强反动势力的干涉，国内反革命分子的骚动，那威胁着城市居民的粮食危机，以及由于这些形势所造成的人心的浮动，所有这一切都要求有一个强有力的革命政权来领导人民进行搏斗。而在这危急的关头，雅各宾派就在人民群众的热情拥戴中，担负起这一艰巨的任务，列宁写道：“真正的‘雅各宾派’，1793年的雅各宾派之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性，就在于他们是‘和人民站在一起的雅各宾派’，他们是和人民中革命的多数站在一起的，是和当时革命的先进阶级站在一起的。”（《列宁全集》第二十卷，俄文第三版，第435页）
1793年4月6日，国民公会采取紧急措施，宣布成立由9人（后增为12人）所组成的公安委员会，总揽最高的行政权。最初，在公安委员会里面，吉伦特派的委员仍占多数，但它的领导人则为代表雅各宾派右翼的丹东。同时，国民公会又根据丹东的建议，组织革命法庭，用革命手段来镇压反革命。
由于革命形势进一步的发展，雅各宾派与吉伦特派之间的斗争愈来愈尖锐了。吉伦特派早已用“自由、平等、私有财产”的口号来代替“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他们在国民公会中得到沼泽派的支持，经常想把雅各宾派排挤出来。当1792年的9月流血事件发生时，吉伦特派曾经百般诬蔑，硬说雅各宾派是社会秩序的破坏者，要求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去调查那次的惨案。吉伦特派公开否认巴黎人民在大革命中的领导作用，他们主张加强南方各省在政治上的地位，而“巴黎应该与其他各省一样，只能有1/83的影响”。及至杜穆里埃叛国投降，吉伦特派的反动本质暴露无遗，于是他们就更加倒行逆施了。1793年4月，吉伦特派大兴冤狱，把“人民之友”、雅各宾派杰出的领袖马拉褫职，交付革命法庭审判。可是，人民群众迅即起来营救马拉，革命法庭只好宣布他无罪。结果马拉被戴上象征胜利的桂冠，由10万人民簇拥着重新回到国民公会的议席上。这次的斗争表明了一个事实：人民群众拥护雅各宾派，而吉伦特派则是孤立的。
在1793年5月底，吉伦特派与王党分子勾结起来，在里昂等城市发动了反革命的骚动，被残杀的雅各宾派达数百人。当这一消息传至巴黎时，巴黎的人民群众怒不可遏，决心向吉伦特派进行清算。6月2日的清晨，马拉亲自登上市政厅的钟楼，敲动警钟，号召人民群众起来战斗，雅各宾派的军人昂里奥（François Hanriot）率领着炮队和国民自卫军包围国民公会，将布里索、维尼奥等31名吉伦特派的议员予以逮捕。
革命沿着直线上升的路线在发展。以前，在1792年8月10日的起义中，巴黎人民逮捕了国王和王后，推翻了那主张君主立宪的裴扬派；而在1793年6月2日的起义中，巴黎人民又清洗了那代表工商业资本家的吉伦特派。在这以后，雅各宾派就完全掌握了国民公会。
这时，那由丹东所领导的公安委员会已经不适于革命形势的需要。1793年7月，国民公会改组公安委员会，将丹东免职，而把罗伯斯庇尔、圣鞠斯特（图8-23）、库东（Georges Couthon）等比较激进的人补充进去，于是公安委员会的面貌焕然一新。同年8月，雅各宾派最优秀的军事家拉扎尔·卡诺也参加了公安委员会，专门负责组织革命的武装力量。

图8-23　圣鞠斯特
与此同时，巴黎的革命公社也经过了改组，雅各宾派左翼的皮埃尔·加斯帕德·肖梅特（Pierre-Gaspard Chaumette）和雅克·埃贝尔（Jacques Hébert）等被推举为领导人。他们代表巴黎的小市民、手工业者和工人，即普通所称的无套裤汉（Sans-culotte，又称长裤汉，原来是指穷汉，以后转为劳动人民的通称）。



六、雅各宾派的民主专政，封建残余的肃清，革命的恐怖主义，雅各宾派的分裂，热月9日的反革命政变
从1793年6月2日巴黎起义的胜利直至1794年7月27日罗伯斯庇尔遇害，这14个月是雅各宾派民主专政的时期，也就是法国大革命发展最高的时期。法国的无套裤汉和劳动农民推动着雅各宾派前进，使它在国民公会中执行人民的意志。列宁写道：在1793—1794年中，“国民公会正是下层分子的专政，即城市的和乡村的贫民中最低阶层的专政”。当时雅各宾派所代表的，“不是大资产阶级或中等资产阶级，而是普通人民、贫民，也正是我们所说的‘无产阶级与农民’，完全地和整个地统治着”。（《列宁全集》第九卷，俄文第三版，第217页）
在雅各宾派民主专政的时期，法国的阶级斗争是极为尖锐、极为复杂的。革命真正地起了“历史的火车头”的作用，它使整个的社会飞速发展。现在我们为了叙述的方便，把雅各宾派民主专政期间的大事分下列6项来说明。但不要忘记：这些事实都是同时发生，而且是互相关联着的。
（1）制定1793年资产阶级民主性的宪法。
雅各宾派在掌握政权以后，即于1793年6月22日制定了一部资产阶级民主性的宪法。这宪法规定法国为民主共和国，对全体人民保障了平等权、人身自由权、安全权、财产所有权、享受义务教育权、信仰自由权、出版自由权、请愿权和集会权，等等。凡是《人权宣言》中所列举出来的那些原则，此时都用法律的条文予以规定了。这宪法把选举权赋予每一个年龄在21岁以上的法国公民，其中有一条说道：“如果社会上有一个成员受着压迫，那么，就有对全社会总体的压迫存在。”
与1791年君主立宪制的宪法比较起来，1793年的雅各宾宪法当然是迈进了一大步。但是，它也有其资产阶级的局限性。它规定一切公民都有权依照本人的意志来处理自己的财产和劳动成果，因此就承认了私有财产制的神圣性和不可侵犯性。
在所有属于资产阶级范畴的宪法之中，1793年的雅各宾宪法算是最民主的。然而，它与社会主义的宪法仍有本质上的不同。1793年的雅各宾宪法维护了资本主义的私有制，这就使它所规定的平等权、自由权等都成了空洞的具文。那正如忿激派的领袖雅克·鲁所指出：“……例如人们中间还有一个阶级能迫使另一个阶级陷于饥饿，那么，这是什么自由呢？假如富人依靠垄断而享有生死予夺之权，那么，这是什么平等呢？自由、平等、共和国……在现在都只是空话罢了！”并且，由于当时法国正处于紧急期间，这宪法也没有能够付诸实施。
（2）扫清封建制的残余为农民解决土地问题。
法国大革命的特点，即在资产阶级中的激进分子与农民联合在一起，向封建势力进行冲击，以解决土地问题作为主要的目标。经过1789年7—8月各地人民的反封建斗争，法国的封建制大致上已经瓦解了。然而，在那以后的四五年间，封建制的残余仍旧是存在的。直到雅各宾派民主专政的时期，法国的土地问题才得到最后的解决。
1793年6月3日，雅各宾派颁布第一个土地法令，宣布没收一切亡命者的土地，将之划分为小块的地段，廉价出售给农民去耕种。接着在6月10日，雅各宾派公布第二个土地法令，规定把所有农村中的公有土地按照人口来平均分配，所有的居民，包括贫雇农和雇佣工人，只要在农村居住一年以上，就有权分得一份土地。1793年7月17日，雅各宾派又颁布关于土地法令的补充条款，规定：凡属农民过去所负担的封建义务，无论何种形式，一概永远取消。一切封建性的契约或其他文据，必须呈缴官方，当众焚毁，藏匿者即按律处以5年的徒刑。此外，凡属过去因为封建关系而引起的诉讼案，一概撤销勿论。经过这样彻底的改变，什么封建制的残余都一扫而空了。
按照民主的方式来解决土地问题，这在法国历史上具有极重大的意义。从此以后，占有全国人口90％的农民都免除了封建制的束缚，获得了土地，成为自由的小私有者，而这个被解放出来的社会力量，是无从估计的。列宁写道：“人们常常援引法国人在1792—1793年时的英勇爱国精神和军事义勇奇迹。可是他们常常忘记当时唯一可能造成这种奇迹的物质的，历史经济的条件。用真正革命的手段摧毁那过时的封建制度，使全国过渡到更高的生产方式，过渡到自由的农民土地占有制，并且是用真正革命民主主义的速度，坚决手段、毅力和忠诚精神来实现这种过渡——这就是那些以‘神奇’速度挽救了法国，而把它的经济基础改造革新了的物质经济条件。”（《列宁文选》两卷集，第二卷，1954年北京中文版，第132页）
（3）反对教会的斗争。
法国原为天主教会的坚堡。但在雅各宾派民主专政的时期，法国人民掀起了一系列的反宗教运动。
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具有进步思想的人都已不参加礼拜，婚丧大事也不请牧师做祷告。1793年11月，由于革命公社的建议，法国人民在巴黎圣母院（Notre-Dame de Paris）创立无神论的理性宗，以对于理性的崇拜来代替对于上帝的崇拜。但到了1794年6月，因为罗伯斯庇尔还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他反对无神论，国民公会又下令以最高主宰的崇拜来代替理性的崇拜，这就重新恢复了对于上帝的信仰。不过在这时候，法国已经承认了信仰自由的原则，宗教和政治分离了。
目前全世界所通用的公历纪元，假定是从耶稣基督诞生的那一年算起的。法国的革命人民为了要破除关于耶稣教的迷信，并纪念革命的胜利，乃决定改订历法。1793年11月，国民公会制定新的共和历。这共和历是从1792年9月22日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天算起，以10日为1周，3周为1月，每年最后的那5天叫作无套裤汉节，作为劳动人民享宴休息的日子。国民公会采用诗人法布尔·代格朗汀（Fabre d'Églantine）的建议（图8-24），分别地用“萌芽”、“花”、“牧地”、“耕穑”、“热”、“果熟”、“葡萄”、“雾”、“霜”、“雪”、“雨”、“风”等气候季节的名称作为12个月的名称。

图8-24　诗人法布尔·代格朗汀
这共和历一直使用到1805年年底，才被拿破仑所废除。
（4）实施普遍的最高限价。
为了打击资产阶级的囤积居奇以保障广大人民的物质生活，忿激派在1792年与1793年之交就主张：1）制定粮食以及其他生活必需品的最高限价；2）实行累进制的税率；3）建立国家的粮食管理制度；4）用革命的方法来取缔投机商人的活动。
在忿激派提出了关于最高限价的要求以后，各个党派就在这个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在最初，不仅那代表工商业资本家利益的吉伦特派拼命反对最高限价，就连雅各宾派的上层领导者马拉和罗伯斯庇尔也认为最高限价会更加妨害到货物的自由流通。只有那代表巴黎劳动人民的皮埃尔·加斯帕德·肖梅特和雅克·埃贝尔等雅各宾派的左翼分子，才积极支持忿激派那些正义的要求。肖梅特曾经建议由巴黎的公社组织革命的征粮队，到乡间去征购粮食并打击富人的操纵。他说道：每一支征粮队的后面都应当带一架断头台，用死刑的恐怖来消灭投机。
在雅各宾派民主专政的初期，它的上层领导者在实施最高限价的问题上仍旧是犹豫不决的。在1793年的8—9月，巴黎的粮食危机严重已极，急待采取紧急的措施，但公安委员会却将忿激派的领袖雅克·鲁等人予以逮捕，结果雅克·鲁因无辜陷于罗之中，便愤而自杀了。可是，在9月4—5日，巴黎的劳动人民掀起了斗争，皮埃尔·加斯帕德·肖梅特和雅克·埃贝尔率领着无套裤汉向国民公会请愿，要求把革命的恐怖政策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立即实施普遍的最高限价。在人民群众这样强大的压力之下，雅各宾派的上层领导者才同意实施关于最高限价的主张。
1793年9月29日，国民公会制定法令，规定了粮食以及其他一切生活必需品的最高限价，同时也把工资限定在一定的水平上。各项物品的价格系以该项物品在1790年的市价加33％计算，而各级人员的工资则按照1790年的工资水平加50％。凡触犯限价法令的人，轻则予以监禁，重则处以死刑。这样，粮食危机和通货膨胀的危机便暂时得到了缓和。不过，关于最高限价的法令只涉及生产品的分配方面，而没有触动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由于资产阶级的阴谋破坏，这些法令并没有能收到预期的效果。不久之后，物价又猛烈上涨，而工资却是冻结着的，于是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就又趋于恶化了。
（5）实行革命的恐怖主义，镇压反革命。
在1793年的夏季，法国外受列强的武装干涉，内有反革命分子的叛乱，革命正遭遇到严重的危机。雅各宾派为了巩固人民的政权，乃不得不实行革命的恐怖主义。
1793年7月13日，那为人民群众所热爱的、雅各宾派的领袖马拉突被吉伦特派的女凶手夏绿蒂·科黛（Marie-Anne-Charlotte Corday d'Armont）所刺杀。马拉的遇难，更加激起了人民群众对于反革命分子的痛恨。他们要求以恐怖回答恐怖，对一切的反革命分子进行无情的镇压。
公安委员会隶属下的革命法庭专门负责镇压反革命的工作。1793年9月17日，雅各宾派以国民公会的名义公布了惩治嫌疑犯条例，规定：凡属在行动、言论、写作等方面证明是拥护封建专制主义而反对革命的人，凡属贵族豪门出身而敌视革命的人、与亡命者保持着联系的奸细以及未能取得公民证的可疑分子，均在逮捕之列。政府鼓励人民自动地出来检举，把所有危害共和国的敌人都彻底干净地肃清掉。
1793年10月，革命法庭把过去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过去的巴黎市长让·西尔万·巴伊、吉伦特派的领袖布里索、维尼奥、罗兰夫人以及奥尔良公爵平等菲利普等都送上了断头台。同时，公安委员会又分别派遣特派员率领着革命的军队驰往里昂、南特、波尔多等要城戡定叛乱，肃清反革命分子。总计起来，巴黎以及其他各地被戮的罪犯当在2万名以上。
在实行革命恐怖主义的期间，每天巴黎的街道上都有辚辚的囚车经过，断头台上的铡刀不断地在下落。所有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呢？马克思在《资产阶级与反革命》一文中说道：“……全部法兰西的恐怖主义无非是用来打破资产阶级的敌人，即打破专制制度，封建制度以及市侩主义的一种平民手段而已。”（《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第44页）
（6）组织国防力量，击溃列强反动势力的武装干涉。
为了要打退列强反动势力的武装干涉，公安委员会责成拉扎尔·卡诺和圣鞠斯特用革命的方法来组织新的军队。卡诺是近代史上最杰出的军事行政家之一，而在革命热忱方面，圣鞠斯特又补充了卡诺的不足。
1793年8月23日，国民公会颁布法令，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普遍的征兵制，规定凡为18—25岁的男子皆有服兵役的义务。国民公会向人民呼吁：“从现在起，直至敌人被赶出共和国领土以外时止，全体法国人都应经常担任兵役。青年男子要赴前线作战；有妻室的男子应制造武器，运送军需品；妇女要缝制衣服、帐篷，并在医院中服务；少年儿童应当用旧布制成绷带；老年人应当到公共场所去演讲，以鼓励战士们的勇气，宣传对于君主们的仇恨，并加强共和国内部的团结。”公安委员会发动全国最杰出的科学人才，请他们来参加军火制造。结果在短短的几个月内，法国军火工业的生产量就提高了数十倍，而大炮、枪械和弹药的质量都提高了。
这时，无套裤汉（图8-25）和取得了土地的农民都积极地响应了从军的号召。在1793年年底，法国的武装部队已达77万人左右，而且其中绝大部分都是拥护雅各宾派的。这些真正来自民间的军队，唱着激昂慷慨的《马赛曲》，举着象征“自由、平等、博爱”的三色旗，排山倒海一样奔赴战场。他们的口号是：“给茅屋以和平，给宫廷以战争！”“如果剑嫌短的话，那就必须再向前跃进一步”！“若非战胜，即须战死”！

图8-25　无套裤汉
由于士兵素质的改变，法国新军的战术也起了根本的改变。本来，北美殖民地的人民在独立战争中就已经使用散兵线来打击敌人，但直至18世纪末期，欧洲诸国的军队却仍旧是排列成一行行密集的队形来作战的，行动迟缓而灵活性很小。当时，列强的干涉军多由雇佣兵所组成，他们缺乏自发的战争精神；而法国的新军则主要地系由志愿兵所组成，他们洋溢着革命的热情。拉扎尔·卡诺和圣鞠斯特因看出那种古老的战术阻碍着士兵们发挥主观的能动性，乃命令将军们广泛地使用散兵线作战，用猛攻和突袭的方法来摧敌制胜。这种战术上的改变大大地增加了法国新军的机动性和战斗力量，它立即产生了巨大的效果。法国人民在革命战争期间所发展出来的这种战术，以后为拿破仑所承袭，并且一直影响到整个欧洲。
当人民自己意识到自己所处的危境并且自觉地起来为保卫祖国的独立和自由而斗争时，他们是能创造奇迹的。在革命热情的鼓舞之下，法国的新军对一切反革命的势力展开了猛烈的扫荡。在1793年10—11月的战斗里，他们镇压了国内各地的叛乱。12月，他们把奥地利、普鲁士、荷兰的干涉军赶过了莱茵河，把西班牙的干涉军压缩到比利牛斯山以南，把萨丁尼亚的干涉军逐回老家，而最后则从英国人手里收复了地中海上的要塞土伦港。当1794年的元旦来临时，法国人民已经可以欣喜地宣告：他们的国境之内已经没有列强干涉军的踪迹了。
拉扎尔·卡诺在军队中贯彻论功行赏的办法。他倾听士兵们的意见，把那些庸庸碌碌作战不力的将领予以革职，而代之以那些功勋卓著、享有群众威信的人。结果法国涌现出一批新的，智勇兼备的青年将领，其中最著名的是路易·拉扎尔·奥什（Lazare Hoche）、让·维克多·莫罗（Victor Moreau）、皮什格鲁（Jean-Charles Pichegru）、让-巴普蒂斯·儒尔当（Jean-Baptiste Count Jourdan）和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
经过以上这一系列惊天动地的斗争，国内反革命分子的叛乱已被肃清，列强反动势力的武装干涉也已被击退，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就大体上已经完成了。但就在此时，资产阶级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却随之激化，雅各宾派的内部分裂了。
雅各宾派原为资产阶级中的进步分子、小资产阶级、农民、工人、手工业者所联合组成的一个激进民主主义的集团，它里面存在着3个派别。
（1）丹东所代表的右派。丹东是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他主张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来推翻君主政体和封建制度，但在这个目的已经达到，而人民群众提出了自己的要求时，他就转向反动。在国民公会的第一次大会上，丹东就跟在吉伦特派后面，主张制定法案，使“一切土地财产、个人财产和工业财产都永远受到保护”。丹东反对限价政策，主张自由贸易。他要求停止革命的恐怖主义，甚至公开主张与英国议和，以结束战争。某些历史学家说丹东在革命的初期与革命的后一阶段前后判若两人，实则丹东所代表的资产阶级立场是前后一致的。马克思对于丹东作了非常恰当的评断：“虽然他站在‘山岳党’的顶峰，然而在一定的程度上他却是‘沼泽派’的领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609页）
（2）罗伯斯庇尔所代表的中派。罗伯斯庇尔代表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乡村富农的利益，他在经济方面的政策是畏首畏尾、自相矛盾的。一方面，他要求取缔投机商人的囤积居奇，而最后也同意实施普遍的最高限价以安定绝大多数人民的生活；另一方面，他又根本不敢触动资本主义的私有制，而认为限价政策只是临时性的措施，在长远的过程中还是要让工商业自由发展。因此，罗伯斯庇尔感到最困难的是：“将来怎么办？在封建法国的废墟上，需要建设怎样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他对于这个问题没有明确的答案。
（3）皮埃尔·加斯帕德·肖梅特和雅克·埃贝尔所代表的左派。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社会上除了资产阶级和工人以外，还广泛地存在着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小私有者，即城市中的小市民、手工业者以及乡村中的小自耕农和贫雇农等。在整个法国大革命的进程中，这些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小私有者曾经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不断地推动着革命前进。皮埃尔·加斯帕德·肖梅特和雅克·埃贝尔所代表的无套裤汉，即近代无产阶级的前身，实为雅各宾派中最先进的一部分。
这3个派别之间的倾轧，最后终于引导到流血斗争。首先，罗伯斯庇尔所代表的中派与丹东所代表的右派合作，对皮埃尔·加斯帕德·肖梅特和雅克·埃贝尔所代表的左派进行残害。1794年3月24日，皮埃尔·加斯帕德·肖梅特、雅克·埃贝尔等无套裤汉的领袖惨遭杀戮。这样，雅各宾派便失去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
接着，罗伯斯庇尔派便回过来收拾丹东派。1794年4月6日，丹东和那最初领导攻陷巴士底狱的卡米尔·德穆兰等都被斩于断头台上。
罗伯斯庇尔翦除异己，这就大大地削弱了雅各宾派的群众基础，因而也就使大资产阶级得以趁机篡夺政权。在1794年的7月初，国民公会中代表大资产阶级的沼泽派、残剩的丹东派分子以及少数不择手段以求报复的左派分子就布置下一个阴谋的罗网，准备逮捕罗伯斯庇尔并推翻雅各宾派的民主专政。罗伯斯庇尔预先得悉了这个阴谋，他决定在国民公会中再来一次血的清洗。但在这时候，他已经失去了人民群众的拥护，感到无能为力了。
1794年7月27日，也就是共和历的热月9日，罗伯斯庇尔来到国民公会，原想逮捕那些反动分子，但他自己却反而被沼泽派和残余的丹东派分子所逮捕。当罗伯斯庇尔被宪兵押走时，他悲痛地叹息道：“共和国灭亡了！强盗们的统治开始了！”
雅各宾俱乐部和巴黎的革命公社在闻知国民公会中反动分子政变的消息后，立刻发出警报，号召人民群众起来拯救革命，拯救罗伯斯庇尔。巴黎的革命公社曾经一度把罗伯斯庇尔从狱中劫出。然而，反动分子迅即调集了大批的军队来包围公社。这时因为人民群众所给予雅各宾派的援助太少，于是罗伯斯庇尔在当天晚上便又重新陷入了虎口。次日，罗伯斯庇尔和他的兄弟以及他的战友圣鞠斯特等18人被杀于断头台上（图8-26）。

图8-26　罗伯斯庇尔和他的兄弟以及他的战友圣鞠斯特等18人被杀于断头台上
热月9日的政变标志着雅各宾派民主专政的终结。法国大革命的最高潮已经消逝，接着来的便是大资产阶级的统治。



七、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意义
18世纪末期的法国大革命一向被视为典型的资产阶级革命。与过去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以及美国的独立战争比较起来，它在性质上更深入、在规模上更巨大、在影响上更久远。这个革命所产生出来的经济的和政治的结果，不仅支配着现代的法国，并且影响了整个的欧洲。
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意义，列宁曾经写道：“它替自己的阶级……替资产阶级作出了这样多的事业，以致使得整个19世纪……所作的，不过就是进行了、部分实现了、完成了那伟大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们所已经创造的事业。”（《列宁全集》第二十四卷，俄文第三版，第304页）
法国大革命根本扫清了法国境内的封建制度，因而也就替资本主义的发展铺平了道路。列宁写道：“在资产阶级革命面前，只有一个任务——扫除、摒弃、破坏旧社会的一切桎梏。任何资产阶级革命一完成了这个任务，就完成了它所应当作的一切；它加强着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列宁全集》第二十二卷，俄文第三版，第315页）
法国大革命是真正的人民群众的革命。在整个的革命过程中，绝大多数的人民都站在本阶级的立场上，自觉地、坚决地、热情澎湃地参加了这一反封建制度、反君主专制的斗争。尤其是在1793年6月—1794年7月雅各宾派民主专政的时期，这个革命已经发展为资产阶级民主性的革命。当时忿激派所代表的城市贫民和皮埃尔·加斯帕德·肖梅特、雅克·埃贝尔等人所代表的无套裤汉，即近代无产阶级的前身，已经超过了资产阶级革命所能允许的范围，而提出了主张经济平等的纲领，并且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痕迹。忿激派和皮埃尔·加斯帕德·肖梅特、雅克·埃贝尔等人已经觉得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应当消灭。以后由于无产阶级的成长和壮大，这个思想就发展为新的世界秩序的思想，即共产主义的思想。
然而，法国大革命有其资产阶级的局限性。在18世纪末期，大工业还刚刚兴起，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条件尚未具备。恩格斯写道：当时法国的“无产阶级还没有从一般无产群众中分离出来，那时它还只是新的阶级的萌芽，它还不能作独立的政治行动”。（恩格斯：《反杜林论》，1953年北京中文版，第329-330页）所以，千百万人民英勇奋斗，流血牺牲，而结果却只是把资产阶级推上了胜利的顶峰。法国大革命所做到的，只不过使在当时是进步的资本主义制度代替了陈旧的封建主义剥削制度（图8-27）。

图8-27　攻打巴士底狱
在所有一切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中，参加斗争的领袖和人民群众对于革命的性质、规律、动力和目的都还没有科学的认识。他们不是向前看，而是从过去的历史上去找理论的根据。17世纪中期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领袖们曾经利用从《旧约·圣经》中所假借得来的形象和幻想，在宗教的外衣下进行革命斗争；18世纪末期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领袖们缅怀往昔，把古罗马共和时代的传说当作革命的信条。而无产阶级革命则是认识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从未来的发展中来吸取思想的源泉。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写道：“革命在没有把那些一切关于过去的迷信观念完全清除以前，它本身是无法开始前进的。以前的那些革命曾经需要从过去的世界史中追忆往事，为的是要向自己隐瞒自己的内容。而19世纪革命（指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著者注）则必须让那些死者把他们那些死亡了的东西埋葬掉，为的是要使自己弄清楚自己的内容。以前的那些革命是词藻胜过了内容，而现在的革命则是内容胜过了词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第325页。）
在所有一切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中，革命者所怀的希望与那些革命造成的实际结果决非符合一致的。18世纪末期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那些思想家，曾经把那个革命憧憬为真理、正义、自由、平等、博爱之实现，说它将给千百万人民带来普遍的幸福和富裕。然而，在那个革命所造成的社会秩序里面，自由变成了资本家对劳动人民进行剥削的自由，平等变成了富裕者与饥饿者、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所谓的平等，而博爱则变成了资本家与无产者之间的那种不可调和的阶级仇恨。
18世纪末期的法国大革命是最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它在历史上具有巨大的进步意义。然而，在这一次大革命以后，法国人民虽然打碎了旧的封建制度的束缚，但却迅即又被套上了新的资本主义制度的锁链。



第九章　1794—1815年的法国和欧洲
一、热月党的反动，1795年的宪法，巴贝夫及其所领导的起义
我们在上一章中曾经说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过程是直线上升的，它在雅各宾派民主专政的期间达到了最高的阶段。不过，在1794年7月27日（共和历热月9日）的反革命政变之后，这种直线上升的发展就中断了。
那些参加颠覆雅各宾派的民主专政并把罗伯斯庇尔等革命者推上断头台的反动分子，在历史上被称为热月党（Thermidorian）。热月党的上层分子是那些在革命期间用囤积居奇、投机倒把等不法手段而致富的大资本家。他们在掌握了政权以后，便开始剥夺人民群众在革命期间所已经取得的民主权利，实施反革命的专政。
首先，热月党致力于摧毁雅各宾派民主专政的政权机构。他们改组了公安委员会，使它反过来为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的法国，稍有革命嫌疑的人都被拘捕下狱或判处死刑。这时巴黎和其他各地相继出现了一种反革命的流氓组织，叫作金色青年团（Jeunesse dorée，“gilded youth”），专门迫害雅各宾派和一般的劳动人民。
1794年11月12日，热月党封闭了雅各宾俱乐部，同时解散了革命人民的基层组织——巴黎的革命公社和各地的人民协会。热月党与吉伦特派沆瀣一气，企图合力来绞杀革命。1794年12月8日，那些过去被人民驱逐出国民公会而还活着的吉伦特派分子又带着复仇的火焰回到了国民公会的议席上。接着，甚至那些逃亡到国外去的贵族也回来参加反革命了。
在热月党的主持之下，国民公会于1794年12月24日宣布废除最高限价。于是，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便如脱缰之马，一日数涨。结果投机商人大发横财，而人民群众的生活则日益痛苦了。恰巧那一年的冬季巴黎遭遇着严寒，绝大部分的居民都没有食物，没有燃料。人们都抱怨着说：生活比在大革命时期更困难了。
热月党的反动激起了巴黎人民的起义。在过去，巴黎人民曾经用他们自己的力量攻陷了巴士底狱，逮捕了出卖祖国的路易十六和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推翻了君主专制政体，击退了列强反动势力的武装干涉，赶走了反动的吉伦特派，推动雅各宾派实行了革命的民主专政。每逢革命遭遇到危险时，总是巴黎人民挺身而起，击溃了反动势力而拯救了革命，并使之更向前发展。而《人权宣言》和1793年的雅各宾宪法，则时时使他们记忆起他们在过去用流血牺牲所争得来的权利。在这时候，他们为什么倒反而要受热月党的宰制呢！在1795年的4月1日（共和历芽月12日），巴黎人民举行起义，包围为反动分子所劫持的国民公会，要求“面包，实现1793年的《宪法》，并释放被捕的革命者”！这一次的人民起义因为没有严密的组织，结果失败。接着在5月20日（共和历牧月1日），巴黎人民又爆发了规模更大的起义，他们涌进了国民公会的议厅，在激怒中把一名企图来阻拦他们的议员活活打死。不过，热月党调集了大军来屠戮人民，这一次的起义又不幸被镇压了下去。
当时欧洲国际形势的变动，对于热月党的反革命专政是有利的。1795年年初，俄、普、奥三国第三次瓜分波兰，普王腓特烈·威廉二世因忙于掠夺波兰的土地，便有意结束对法国的战争。1795年4月5日，普鲁士与法国签订《巴塞尔和约》（Treaty of Basel），承认法国占有莱茵河以西的土地，其中包括荷兰与现今的比利时。接着在6月22日，西班牙也与法国媾和，退出了战争。这样，列强反动势力干涉法国大革命的第一次同盟实际上就解体了。虽然英国、奥地利和萨丁尼亚仍在与法国作战，但热月党已经可以集中力量来巩固其在国内的反动统治。
热月党执行反人民的政策，这就使一些王党分子得寸进尺，觉得可以趁势来恢复君主专制的政体。不过，热月党系代表大资产阶级，而王党分子则代表封建贵族，它们两者之间究竟还是有差别的。接着，这两派之间又展开了斗争。1795年6月27日，有数千名逃亡在外的王党分子利用英国舰队的掩护，在布列塔尼半岛的基伯龙海湾（Quiberon Bay）地方登陆，企图与旺代省的王党分子会合在一起以推翻共和制。然而，这批亡命之徒很快就被路易·拉扎尔·奥什将军统率下的部队所击溃，几乎是全体被擒获了，后来被处死的有700多人。1795年10月4日（共和历葡月12日），巴黎的王党分子又掀起武装骚动，企图造成君主政体的复辟。这时热月党起用年轻将领拿破仑·波拿巴（图9-1）统率军队，用榴弹炮的轰击，镇压了这次王党分子的叛乱。

图9-1　拿破仑·波拿巴
在1795年年底，热月党一方面摧毁了革命的雅各宾派；另一方面又镇压了企图恢复君主专制的王党。这时，君主专制政体复辟的阴谋已被粉碎，而要把资产阶级革命向前发展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条件又不具备，于是大资产阶级的专政便最后确立了。
在1795年8月，那为热月党所操纵的国民公会就制定了旨在保护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宪法》，以代替在1793年雅各宾派民主专政时期所制定的那较为民主的《宪法》。
1795年的《宪法》是在反动的政治气氛中制定的，它带有反民主的性质。那些在1793年的《宪法》中所规定的民主权利，这时大部分都被剥夺了。1795年的《宪法》取消了普选权，严格地规定了选民的财产限制。它把立法权授予两院制的议会：下议院称500人院（Council of Five Hundred），系由500名代表所组成，负责拟具法律；上议院称元老院（Council of Ancients），系由250名代表所组成，负责审查法律。它把行政权授予一个具有广泛权力的、由5名督政所组成的督政府（Directory）。督政的产生，系由500人院提名，而由元老院复核决定。热月党为了要把持政权，特规定：500人院和元老院的议员，必须有2/3的名额是从当时国民公会的议员中选出。这就意味着督政府只能是热月党的政权机构。
1795年10月26日，国民公会宣告结束，让位于依照新宪法所选举出来的议会。然而，这种改变是换汤不换药的。在新成立的500人院和元老院里面，热月党仍旧居于绝对支配的地位。新议会选出巴拉斯（Borras）、勒贝尔（Rowbel）、拉勒维里（La Reveliere）、巴泰勒米（Barthelemy）和拉扎尔·卡诺等5人为督政。在那5人之中，只有拉扎尔·卡诺（图9-2）原先属于雅各宾派并且是国防力量的组织者，其他4人都是贪鄙而又庸碌的市侩。

图9-2　拉扎尔·卡诺
督政府代表新兴的大资产阶级行使政权。这时候，那些在包揽军事定货、土地投机、囤积居奇中发了横财的富家们竞尚奢侈，力求在生活的享受方面超过从前的封建贵族。马克思在分析法国大革命的经济结果时写道：“只是在督政府时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真正生活，才迅速暴露，并像泉水一样涌现出来，经营各种商业企业的热望，发财致富的欲火，新的资产阶级生活的陶醉，在这里，享乐在它的最初几步就采取了大胆的、无顾忌的、轻佻的和狂妄的姿态；法兰西土地之真正文明的利用；土地的封建割裂状态已被革命的巨锤所击碎，无数新的私有主的狂热，已使土地得到了全面的耕种；解放了的产业之开始活动——所有这些都是刚刚诞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个别的生动的征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151页）
督政府时代是投机商人最活跃的时代，同时也就是人民群众在经济上受难最深的时代。在1796年，法国纸币的发行总额已达400亿里弗尔，纸币的实际价值跌落到仅及其票面价值的1/300。从1789年至1796年，日用必需品的价格平均约上涨了230倍，而工人的工资却只增加了63倍。物价的腾贵，纸币的泛滥，使绝大部分的人民都困于饥饿。（图9-3）

图9-3　督政的糜烂生活
法国的人民群众对于督政府的反动统治怀着极大的愤懑，他们认识到：千百万人在革命期间流血牺牲，而结果却只是使大资本家脑满肠肥。对于劳动人民说来，政权的改变仅仅是从一种剥削制度转换到另一种剥削制度，他们的生活状况丝毫也没有得到改善。要解决当前的问题，只有平均分配财产，以消灭贫困。在这种情形之下，便产生了巴贝夫的学说及其所领导的起义。
革拉古·巴贝夫（Gracchus Babeuf）于1760年出生在法国北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里，他14岁时就出外谋生，曾经被迫在地主贵族的府邸中当过记账员。巴贝夫亲身体验到地主贵族对于农民的压榨，所以早年就养成了对于封建制度的仇恨心。法国大革命一爆发，巴贝夫即热情地站在人民的行列，参加过攻陷巴士底狱的战斗，并且袭用古罗马主张重新分配土地的保民官革拉古（Gracchus）兄弟的名字，自号为革拉古。在1794年热月9日的反革命政变之后，巴贝夫开始在巴黎出版自由报，继续高举着革命的旗帜，攻击热月党的反动。接着，他又把《自由报》更名为《人民论坛报》，使之成为当时最激进的民主主义的喉舌。1795年2月，巴贝夫被捕入狱，至同年10月始获释放。他在恢复自由之后，马上又以坚忍不拔的信心投入战斗。他组织了秘密的革命团体平等社，号召巴黎人民起来推翻督政府。
巴贝夫信仰摩莱里的学说，他比过去的忿激派和雅各宾派的左翼更前进了一大步，认为必须消灭私有财产制然后才能做到真正的平等。巴贝夫曾经在所著的平等者宣言中把他的主张归纳如下：“第一，在一切财富的利用上，自然给予每一个人以平等的权利。第二，每一个社会的目的都是在保护这个平等……第三，自然赋予每一个人以劳动的义务；任何人也不能规避劳动，否则就是犯罪。第四，劳动和享受应该是共同的。第五，任何人都不能把土地和工业的生产品独占为自己的私有财产，否则就是犯罪……第七，在真理的社会里不应有贫富之分。第八，富有者如果不愿意把剩余品拿出来救济贫苦者，那就是人民的公敌……第十，革命的目就是要消灭不平等并恢复共同的幸福。第十一，革命尚未成功，因为富有者占有了一切财富并获得独占的政权，而贫苦者却如同奴隶一样地工作着，受贫困的折磨，并且在政治上没有任何地位。”
巴贝夫是原始的共产主义者。他认为：“共产主义制度是唯一公平的制度，是唯一正常的制度。”不过，他所主张的共产主义却带有空想的、平均主义的性质。巴贝夫主张废除财产继承权，要求把全国的财富和人民都组织在“大的国家公社”之内，共同劳动，共同消费。一切公社的经济生活均由其成员共同管理，除了年逾60的老者和残废者以外，人人均有劳动的义务。公社保证每一个成员都有住宅、衣服、暖气、灯和医药的配给，实行严格的共产主义的消费制，一直到全体成员都参加公共食堂。巴贝夫主张只有劳动者才可以享有政治权利，他要求建立劳动者的专政。
巴贝夫是在科学的共产主义诞生以前的最杰出的革命思想家之一。他曾经认识到当时法国革命之资产阶级的局限性，说道：“法国的革命仅仅是另一个革命的前驱，那一个革命将是更伟大的、更胜利的革命，而且将是最后的一个革命。”在这一点上，巴贝夫已经为现代的社会主义革命作了预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巴贝夫的著作是“在近代一切大革命中间代表过无产阶级要求的文献”。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一书中也指出：巴贝夫等人的思想，“后来经过不断的改造，就是新的世界秩序的思想”。
1796年5月初，巴贝夫组织巴黎的劳动人民和驻军准备起义，准备以武力夺取政权。但因被一个奸细所告发，他和他的几位最亲密的同志都被逮捕了。1797年5月27日，巴贝夫惨遭杀害，他所准备发动的起义也告失败。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无产阶级在普遍激动的时代，在推翻封建社会的时期图谋直接实现自己阶级利益的那些最初尝试，曾不免要遭到失败，这是由于当时无产阶级本身尚欠发展，并且是由于无产阶级解放所必需的物质条件尚未具备，因为这些条件是只能由资产阶级时代产生出来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第37页）



二、1796—1799年的拿破仑战争，雾月18—19日的政变
当督政府成立时，法国仍与英国、奥地利、萨丁尼亚处于战争状态。督政府为了要把法国人民的视线转移到对外战争方面去，以便它能够进一步地来巩固其反动的专政，故于1796年年初组织3路大军进攻奥地利：一路由让-巴普蒂斯·儒尔当将军统率，沿默兹河（Meuse River）攻入德意志的中部；一路由让·维克多·莫罗将军统率，自莱茵河中游楔入德意志南部；一路由拿破仑·波拿巴将军统率，取道意大利先征服萨丁尼亚，然后再越过阿尔卑斯山北上。这3路大军预计将在奥地利帝国的京城维也纳会师。
在这里，我们不妨趁势说一说拿破仑·波拿巴的出身。拿破仑（图9-4）于1769年生于科西嘉岛（Corsica）上的阿雅克肖（Ajaccio）地方。他父亲的祖籍是意大利的佛罗伦萨（Florence），为一破落的贵族，他母亲是科西嘉岛本地出生的一位精明能干的妇女。在拿破仑出生之前的3个月，科西嘉岛才由意大利的热那亚（Genoa）城邦出售给法国。所以，拿破仑虽然在血统上应算为意大利人，但却一出世就取得了法国国籍。由于法国驻科西嘉总督的擢拔，拿破仑被保送到法国本土布里安城（Brienne）的军官学校读书，后来又升入巴黎的军官学校。在读书期间，拿破仑常因自己不是出身于阀阅之家而受到同学们的歧视，所以沉默寡言，显得十分孤傲。他在班上的学习成绩仅属中等，但他对于数学和历史这两门课程特别感到兴趣，尤其嗜读古代历史学家普鲁塔克（Plutarch）所著的《希腊罗马名人传》，对亚历山大和恺撒等历史人物追慕不已。此外，他也爱读卢梭的作品。1785年，拿破仑在军官学校毕业，被任命为炮兵少尉。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后，他曾经倾向于雅各宾派，与罗伯斯庇尔的兄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793年12月，拿破仑参加收复土伦港的战役，这一次他初露锋芒，用突击的战略把英国人赶出了土伦港，结果因战功在24岁时就被晋级为将军。及至1794年的热月党政变发生，拿破仑曾一度落魄，并且险些被反革命分子所拘捕。不过，当巴黎的王党分子在1795年10月4日蠢然发动武装叛乱时，拿破仑即接受了热月党的任命，用武力击溃了王党分子复辟的阴谋，使督政府的政权转危为安，因此他就受到了大资产阶级的青睐。1796年，拿破仑与孀妇约瑟芬（Josephine de Beauharnais）结婚，而她却与督政府中的主脑巴拉斯交谊素密。在反对王党的斗争中，拿破仑与热月党有合作的基础，于是他就被督政府倚为军事上的左右手了。

图9-4　拿破仑·波拿巴
在这一次法国进攻奥地利的三路大军中，让-巴普蒂斯·儒尔当和让·维克多·莫罗所统率的是精锐部队，而拿破仑所统率的却是一支装备不足、军心涣散的部队。最初人们曾经预料，以为让-巴普蒂斯·儒尔当和让·维克多·莫罗将取得胜利，而拿破仑将遭受失败。但结果却刚刚相反：让-巴普蒂斯·儒尔当和让·维克多·莫罗在楔入德意志境内以后，迅即遭受到奥军主力部队的反击，被迫撤退；独有拿破仑在意大利境内每战皆捷，取得了许多近乎奇迹的胜利。
这时，法国的对外战争已经由革命的、正义的、防御性的战争转变为掠夺的、非正义的、侵略性的战争了。拿破仑在被任命为远征意大利的统帅之后就用这样的话来鼓舞军心：“士兵们！你们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政府亏负了你们，它什么也没有给你们……现在我将率领你们到那全世界最肥美的土地上去，那里所有巨大的城市和富裕的乡区将完全由你们来支配。你们将在那里找到胜利、光荣和财富……”同时，拿破仑又假惺惺地向意大利的人民号召道：“意大利的民众们，法国军队是来解除你们身上的锁链的。法国人民是一切人民的朋友，你们要用信心来欢迎我们。你们的财产、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都将受到尊重。我们作战是宽大的，除了那些压迫你们的暴君以外，我们对任何人都没有嫌怨。”（斯蒂因：《欧洲近代史资料》，1947年纽约英文版，第406-407页）当时意大利境内小邦林立，而伦巴底是属于奥地利的。意大利的人民久想从哈布斯堡王朝和其他封建统治者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这种形势实有利于拿破仑的进军。
为掠夺财物的愿望所鼓舞，拿破仑的部队以闪电一样的速度侵入了意大利。1796年4月，拿破仑征服了萨丁尼亚王国，强迫它将尼斯（Nice）和萨伏依（Savoy）两地割让给法国，并退出反法同盟。接着，拿破仑便开始扫荡驻在意大利北部的奥军。同年5月10日，拿破仑在洛迪（Lodi）地方大获胜利。5天之后，他攻入伦巴底的首府米兰，意大利全境为之震动。5月16日，拿破仑在意大利北部建立伦巴底共和国（Lombard Republic），使它成为法国的附庸。在这之后，拿破仑即围攻奥地利在意大利境内最后的一个堡垒曼图亚（Mantua），4次击溃了奥军增援曼图亚的部队。1797年2月2日，曼图亚的奥军开城投降。这时，拿破仑原准备趁势南下占领整个意大利，但因教皇苦苦哀求，允许将教皇国大部分的土地割让给法国并赔款3000万法郎，他才放弃了攻占罗马城的计划。此外，帕尔马（Parma）的公爵、摩德纳（Modena）的公爵以及那不勒斯（Naples）的国王也都相继向拿破仑输纳大宗的财物，以求自保。拿破仑完全背弃了他自己向意大利人民所作的诺言，他纵兵抢劫，凡是反抗的意大利人民一概格杀勿论，并且把意大利各地最珍贵的艺术宝藏都盗运到巴黎去。1797年3月，拿破仑率兵越过阿尔卑斯山北上，原想去攻打奥地利的京城维也纳。可是正在这时候，意大利东北部威尼斯（Venetia）的人民掀起了反法斗争，于是拿破仑被迫撤兵，又回至意大利，并开始与奥地利议和。5月，拿破仑向威尼斯共和国宣战，派兵占领威尼斯城，并且占领了威尼斯的属地、在地中海东部为希腊人所居住的爱奥尼亚群岛（Ionian Islands）。1797年10月17日，拿破仑与奥地利订立《坎波福尔米奥条约》（Treaty of Campo Formio），其中的要点是：奥地利把奥属尼德兰（现今的比利时）割让给法国，并承认法国占有莱茵河以西的土地，以及地中海东部的爱奥尼亚群岛；法国承认奥地利占有威尼斯大部分的土地，其中包括威尼斯城，作为它割让尼德兰的补偿。这样，列强的第一次反法同盟终于瓦解，只有英国仍在与法国作战。
当拿破仑用兵于意大利的期间，督政府曾于1796年12月派路易·拉扎尔·奥什将军率领一支远征军浮海前往爱尔兰，准备与爱尔兰当地的民族主义者联合起来以牵制英国的后方。不过，这支远征军在爱尔兰岛附近遇着大风暴，结果损失无算，无功而退。
1797年12月，拿破仑凯旋回到巴黎。在意大利所获得的那些赫赫战功，使他成为大资产阶级的宠儿，受到盲目的崇拜。这时拿破仑已经存心要废除督政府而由他自己来掌握政权，但觉得果实尚未成熟，所以暂时隐忍未发，他决定再进行一次远征，用更大的军事胜利来造成自己的政治资本。
当时法国最大的敌人是英国。法国因为没有强大的海军，不能克服渡过英吉利海峡的困难，于是它就没法在其他的方面来打击英国。拿破仑建议督政府派他领兵去远征埃及，把那文明古国变为法国的殖民地，并且借此切断英国与印度的交通线，以摘去“英国王冠上的那一颗珠宝”，他认为，谁若是支配了埃及，谁便可以支配印度。1789年5月19日，拿破仑采用声东击西的策略，故意说要渡海直接攻打英国，但却悄悄地率领了35000名士兵乘船驶出土伦港，躲过了英国海军的追击，扬帆向埃及进发，当时埃及在名义上属于土耳其帝国，但实际上是处于半独立的状态，由一些被称为马木留克（Mamlūk）的封建领主所统治，内部并不统一。7月1日，拿破仑在埃及登陆，随即占领了亚历山大里亚港（Alexandria）。接着，拿破仑挥兵南下，残酷地击败了那中世纪式的仍旧在使用长矛和盾牌的埃及马木留克的骑兵，进据开罗（Cairo）。拿破仑在埃及的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下面瞻仰徘徊，他俨然是以2100多年前的马其顿王亚历山大自许了。不过这时候，英国海军大将纳尔逊（Sir Horatio Nelson）所统率的英国舰队已经赶到。8月1日，纳尔逊（图9-5）把拿破仑的舰队完全击沉于尼罗河口的阿布吉尔湾（Abukir）。这样，拿破仑的部队便陷于危殆之中，他们与法国本土的联络线被阻截了。

图9-5　纳尔逊
在拿破仑侵入埃及之后，土耳其帝国便对法国宣战。1799年年初，拿破仑率兵寇掠叙利亚一带，攻陷雅法城（Jaffa），对那里的守军和居民滥肆屠戮，破坏极惨。同年3月，拿破仑开始围攻那由英国军官所协同防守的土耳其帝国的要塞阿卡（Acre），经过两个多月的搏战，无法取胜，而他的部队中却发生了严重的瘟疫，结果不得不退回到埃及。这时，拿破仑已经认识到战争毫无取胜的希望，于是他把部队遗弃在埃及，自己只带了几名参谋人员潜回到法国来篡夺政权。英国舰队虽然在地中海上发现了拿破仑的踪迹，但似乎是要留着他以便继续进行战争，竟任其逃逸，未加阻拦。
拿破仑侵略埃及，却产生了一个意外的结果，那便是埃及学（Egyptology）的兴起。原先古埃及的象形文字（Hieroglyphs）因为过于艰难，后来被淘汰，成为一种死的文字了。古埃及衰亡以后，在整个的中世纪和近代史的初期，竟没有一个学者能识得那种刁钻古怪的象形文字。所以尽管古埃及人在尼罗河畔留下了那样丰富的史料，当时人们对于埃及的历史是没有方法去了解的。拿破仑的远征军中有一些雅好古物的军官和学者，他们在埃及掠夺了一批文物，带回到欧洲去进行研究。在那些文物之中，有一块在尼罗河口罗塞塔地方所发现的石碑（Rosetta Stone），那上面镌刻着3种对照的文字：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埃及文的草书和希腊文。这样，专门学者便不难根据希腊文去猜测埃及象形文字的字义。在1822年，法国的青年学者商博良（Jean-François Champollion）已经破译了古埃及象形文字谐音的秘密，能知道古埃及几个法老名字的写法。随后，他孜孜不懈地研究罗塞塔石碑，从希腊文与古埃及象形文字的对照中找出了后者的文法规律。最后在1832年，商博良（图9-6）著了一部古埃及象形文字的文法和字典。古埃及的文字既被认识了出来，那人类历史的第一页——古埃及的历史，也就成为可以理解的知识了。在这以后，德意志的学者格罗特芬（Georg Friedrich Grotefend）、英国学者罗林生（Sir Henry Creswicke Rawlinson）以及捷克学者赫罗兹尼（Bedřich Hrozný）等又把注意力转移到近东，在两河流域、小亚细亚、爱琴海区域以及伊朗高原一带进行发掘，把近东古国那些早已僵死了的古文字释了出来，于是东方考古学便成为历史科学中的一个重要部门了。目前我们对于近东各国古代史方面的知识，主要乃是近百年来东方考古学所达成的结果。

图9-6　商博良
文章不能离题太远，我们还要回过来讲法国与列强之间的战争。在1798年12月底，当拿破仑正被孤立在埃及之际，英国与俄国、奥地利、那不勒斯、葡萄牙、土耳其帝国等组织了第二次的反法大同盟，准备合力击退法国在欧洲各地的侵略并使波旁王朝的专制政体在法国复辟。1799年3月，奥军在德意志的西南部击溃了让-巴普蒂斯·儒尔当将军统率下的法国部队，结果让-巴普蒂斯·儒尔当被迫退过了莱茵河。同时，俄国名将苏沃洛夫率领强大的俄国兵团驰抵意大利，使意大利战场上的形势完全改变。4月29日，俄奥联军从法国手中夺取了米兰，抹掉了拿破仑在意大利北部所建立的共和国。5月26日，苏沃洛夫又攻入萨丁尼亚王国的首府都灵（Turin）。8月中旬，法国督政府派遣巴泰勒米·卡特林·儒贝尔（Barthélemy Catherine Joubert）将军率领新军来意大利，但这一支部队在诺维（Novi）地方被俄奥联军所截击，结果几乎是全军覆没，儒贝尔本人也阵亡了。当苏沃洛夫所统率的俄国陆军在意大利的北部击败法军时，俄国海军将领乌沙科夫所统率的舰队则驶抵地中海，从法军手中解放了爱奥尼亚群岛，并且为那里的希腊居民设立了共和制的政府。接着，乌沙科夫更乘胜徂进，在意大利南部的那不勒斯登陆。由于俄国陆海两军的胜利，法军遂被逐出意大利半岛。而在8月底，英军占领了荷兰，从北部威胁着法国。不过，同盟国之间也是各有彼此的。1799年10月，俄国因与英国、奥地利不睦，召回苏沃洛夫和乌沙科夫所统率的陆海军，退出了战争。这样，法国对同盟国的战事才稳定了下来。
法国督政府的统治基础是非常脆弱的。对外战争的失利，更加使它受到国内反对派的责难。自从1795年以来，督政府已经经过了3次的改组，它懦弱无能，在施政方针上时而偏左，时而偏右，好像秋千一样地摇摆不定，因此它早就不能满足大资产阶级的需要了。这时法国的大资产阶级为了要巩固他们所篡夺得来的统治地位，就急切地需要有一把宝剑，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军事独裁的政体出现。这种军事独裁要一方面能击退列强的武装干涉，防止王党的复辟；另一方面又能镇压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以维护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此外，那些占法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在革命期间取得了土地的农民，这时也希望有一个巩固的强有力的政府，来保障他们新近获得的财产权。大资产阶级曾经在那些百战功高的将领中物色对象，想在让·维克多·莫罗、让-巴普蒂斯·儒尔当、拿破仑这3人中择一人为军事独裁者。然而，让·维克多·莫罗和让-巴普蒂斯·儒尔当或多或少尚具有一些民主自由的思想，他们对于军事独裁都抱着鄙夷的态度。在这种情形之下，那不择手段的野心家拿破仑便成了唯一可能的对象了。
1799年10月8日，拿破仑从埃及回到了法国。尽管拿破仑侵略埃及实际上也许是历史上一场最可耻的失败，然而，由于消息的封锁，法国人民并不知道他撤退时那种狼狈的样子。当时法国的大资产阶级以及一些政治意识很模糊的人都把拿破仑视为救星，决定用他来代替那腐败已极的督政府。拿破仑在法国南部的弗雷瑞斯港（Fréjus）登陆以后，一路上被欢迎的群众所簇拥，浩浩荡荡地向巴黎进发。巴黎的银行家和大商人则捐出了巨额的金钱，供拿破仑作为策动政变的活动费。甚至督政府中有两名督政——西哀士和罗日·杜科（Pierre Roger Ducos），也公开地掖助拿破仑以武力夺取政权。
1799年11月9—10日，即共和历雾月18—19日，拿破仑举行那蓄谋已久的政变。事先，拿破仑的党羽因为怕巴黎人民群众的反对，特以防范雅各宾派的暴动为名，决定把元老院和500人院移至巴黎近郊的圣克卢镇（St Cloud）去开会，并以元老院的名义任命拿破仑为巴黎城区及其近郊一切武装力量的总司令。雾月18日，元老院和500人院来到圣克卢镇，那里却早已布满了忠于拿破仑个人的部队。在元老院和500人院里面，尽管有些议员是附和政变的，但反对军事独裁的议员实占多数。雾月19日，当拿破仑走进500人院的时候，那里面民主派的议员就怒喝道：“打倒暴君！打倒独裁者！褫夺他的法律保护！”有几名议员冲到拿破仑的面前，揪住他的领结猛烈地前推后搡（图9-7）。拿破仑当场昏了过去，由于士兵们的营救，他才得以脱离险境。民主派的议员要求把褫夺拿破仑法律保护的议案立即付诸表决，但500人院的主席就是拿破仑的胞弟吕西安·波拿巴（Lucien Bonaparte），他拒不执行议员们的要求。过了一会，西哀士用谄媚的口吻向拿破仑说道：“既然他们褫夺你的法律保护，他们本身就不受法律保护了。”这句话触动了拿破仑，他喊道：“用武力解决！”接着，吕西安·波拿巴便仗剑跃马而出，向排列在议场外面的士兵们进行欺骗，说有一部分议员受英国金钱收买，正用短刀威胁着其余的议员来危害他们的统帅。士兵们受到蛊惑于是擂起战鼓，涌进议厅去解散元老院和500人院。但当那些议员被迫离散时，仍然有人在高呼：“共和国万岁！”最后，吕西安·波拿巴搜罗了二三十名忠于拿破仑的议员继续在圣克卢镇的议厅里开会，宣布废除督政府，另举拿破仑、西哀土和罗日·杜科3人为临时执政。而拿破仑还发表告法国人民书，说他当政实在出于万不得已。

图9-7　拿破仑在500人院被猛烈地前推后搡
拿破仑多年的阴谋就这样实现了。1799年12月，拿破仑公布了一部钦定的《宪法》。这1799年的《宪法》在表面上仍规定法国为共和国，但实际上则是确立了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军事独裁的政体。它规定：拿破仑为第一执政，任期10年；另外由拿破仑本人再任命两名执政，以备咨询。在这3名执政之下，分设参政院（Council of State）、由100人所组成的保民院（Tribunate）、由300人所组成的保民院（Legislative Chamber）、由80人所组成的元老院（Senate）等4个立法机关。每一项法律的制定，必须先由参政院负责草拟，然后送交保民院讨论，再由保民院通过，而最后则须经过元老院的批准。当然，这样一种繁复的立法程序，实际上就是使这些所谓立法机关完全没有什么作用。一切大权都集中在第一执政手里，他具有独裁的权力。拿破仑假惺惺地把这《宪法》提交全民表决，结果赞成者为3011107票，但仍有1567票是反对的。
雾月18—19日的政变比热月9日的政变更具有反动的性质，它进一步地实现了资产阶级反革命的阴谋。列宁写道：“法国的历史告诉我们：在18世纪末年……拿破仑·波拿巴的反革命是由反革命的资产阶级所促成的。同时，拿破仑·波拿巴的反革命，其本身又替正统王朝的复辟铺平了道路。波拿巴主义是一种统治形式，它是在民主改革和民主革命的浪潮中，由于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性而滋长起来的。”（《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俄文第三版，第84页）雾月18—19日的政变结束了法国大革命，它仅仅保存了那些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所达成的有利于大资产阶级的东西。
在雾月18—19日的政变之后，便开始了那延续达15年之久的拿破仑军事独裁的时期。



三、执政府时期法国的内政和对外战争
从1799年的11月至1804年的5月，拿破仑是以第一执政的名义统治着法国，这5年期间，在法国历史上被称为执政府（Consulate）时期。
拿破仑受到大资产阶级和农民的拥护而成为军事独裁者。当年他不仅是法国的最高统治者，而且是欧洲大陆上的霸主。对于这样一个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的个性，我们也应当有所理解。当然，拿破仑在军事、外交和行政上都表现出诡谲的才能。在战场上，他往往是身先士卒，在任何危急的关头都能指挥若定，在行政方面，他是事无巨细，把一切行政管理的线索都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然而，他之所以那样做，却不是为了人民的福利，而只是为了满足他个人的权势欲。拿破仑是贪得无厌的、蔑信弃义的，为了要达到个人的目的，经常是不择手段。诚如他的一个大臣所描写的那样：“他既不相信公道，也不相信德行，而常常称这两个概念是空洞无物的。”拿破仑自认为是“天命所归的人”，他视万民如草芥，而决不把他人看作是自己的同类。拿破仑的一切行为都是从自我中心出发的，他的处事哲学是与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统治者曹操一样：“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可是，这样一个贪暴的野心家，这样一个扼杀人民革命的创子手，却假装为士兵们的“父亲”，人民的“朋友”！
在执政府时期，拿破仑专心致志于两项工作：一方面是在国内巩固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另一方面是与英国、奥地利等同盟国进行战争。现在我们先把他的内政措施分述如下。
（1）厉行中央集权制，建立特务机构。拿破仑厉行中央集权制，他取消了过去法国大革命期间地方政府所享有的自治权，重新把全国划分为88个省（Prefecture）。其下再分设区或市。每个省都设有省长，一概由拿破仑直接任命，并且直接对他本人负责。那些省长，便是拿破仑在地方上的耳目。此外，拿破仑又任命雅各宾派的叛徒、屠杀法国人民的创子手约瑟夫·富歇（Fouche）为法兰西警务部长（图9-8），建立庞大的特务机构以钳制人民。当时拿破仑的侦探网，不仅遍布在法国各地，而且潜入到欧洲其他各国。人民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都被取消了，在1800年年初，法国原有的73家报纸有60家均被封闭。

图9-8　约瑟夫·富歇
（2）重新确立天主教会的地位。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法国人民曾经把天主教会当作主要的攻击目标之一，而天主教僧侣的内部，则分裂为忠于新政权的宣誓派和反对新政权的不宣誓派。拿破仑在上台之后，为了要利用天主教会来巩固他的统治，乃设法与罗马教皇修好。而罗马教皇也觉得要维持法国天主教会的地位，最好还是接受既定事实。1801年，拿破仑与教皇庇护七世（Pius VII）签订《教务专约》（Concordat），其中的要点是：拿破仑承认天主教是法国大多数人的宗教，法国的天主教僧侣应由政府给以薪金；庇护七世则承认凡属过去法国政府所没收的天主教会和修道院的财产均不再追究，法国天主教会的大主教、主教和牧师均由法国政府任命，但须经过教皇的批准。这样，法国资产阶级政府与教皇之间的争执一经解决，天主教会便转过来为资产阶级政府服务了。到了1806年1月1日，拿破仑便废除了法国大革命期间所制定的共和历，而重新采用现今全世界所通用的公历。
（3）制定法典，巩固资产阶级的既得利益。拿破仑为了要巩固大资产阶级和农民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所已经获得的权利，特于1804年制定《法国民法典》，后又制定了《法国民事诉讼法典》、《法国商业法典》、《法国刑事诉讼法典》、《法国刑法典》，这5部法典完成了拿破仑的法律体系，后来被称为《拿破仑法典》。在所有这些法典里面都贯穿着一个基本的精神，即保障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举凡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所达成的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成果，如废除封建特权、废除农奴制、在法律上人人平等、兄弟有平等继承财产的权利、信仰自由，等等，这时在《拿破仑法典》中都用具体的条文予以规定了。后来拿破仑自己曾经得意忘形地说道：“我真正的光荣，不在于打了44次胜仗……那使人们不能忘怀的、永垂不朽的，是我的民法法典。”不过，这些法典都是用来镇压劳动人民的。在刑法中列有特别的条款，严禁工人集会结社，对于参加罢工的人要课以罚金并处以1个月至3年的监禁。拿破仑所制定的这些法典在法国沿用得很久，并且影响到欧洲大陆诸国。
（4）稳定金融，奖励工商业的发展。拿破仑于1800年设立法兰西银行，作为政府的财库和发行纸币的机构（图9-9）。这样，法国的金融便逐渐趋于稳定。更重要的是，拿破仑代表大资产阶级的利益，特组织全国劝业总会，竭力鼓励工商业的发展。在拿破仑执政期间，法国的纺织业和冶金业都发展得很快，对外贸易额也有显著的增加。不过，这些经济上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侵略战争所促成的。而且，当时法国的资本主义大工业还是刚刚兴起，使用蒸汽机来进行生产的工厂寥寥无几。在工业发展的水平上，法国还远远地落后于英国。

图9-9　法兰西银行20世纪60年代发行的法郎
（5）广兴公共建筑，美化巴黎都市。拿破仑利用人民的力役，在全国范围内广兴公共建筑。他以巴黎为中心，建造广阔的公路以通达各省。此外，他又开凿运河，并扩建沿海的商埠和军港。这时巴黎已经成为一个美化的都市，新添了许多金碧辉煌的大厦，巍峨的凯旋门和凯旋柱、美丽的广场和一望无际的林荫道。拿破仑把他在意大利、西班牙、德意志、荷兰等地所掠夺得来的绘画和其他的艺术品陈列在卢浮宫（Louver），使巴黎成为欧洲艺术的渊海。
在拿破仑在雾月18—19日举行政变之际，法国在军事方面的形势仍旧是非常危急的。但那时俄国因与英、奥有隙，已经偃旗息鼓，退出了那第二次的反法大同盟。1800年年初，俄国为了保障北欧的航运自由，进一步与普鲁士、瑞典、丹麦再度组织北欧武装中立同盟，实际上已与英国处于敌对的地位了。这种国际形势的变化，遂使拿破仑得以集中力量去攻打奥地利。
1800年5月，拿破仑率军4万人越过阿尔卑斯山南下，重新与奥地利争夺在意大利的霸权。6月14日，拿破仑在马伦哥（Marengo）地方大败奥军，迫使它退出意大利半岛。12月3日，让·维克多·莫罗将军统率下的法军又在德意志境内的霍亨林登（Hohenlinden）地方击溃了奥军的主力。这样，奥地利便被迫求和。1801年2月9日，法国与奥地利订立《吕内维尔条约》（Treaty of Lunéville），其中的要点是：重申《坎波福尔米奥条约》中的条款，奥地利承认法国占有莱茵河以西的土地，并且承认法国在意大利的统治地位，此外，奥地利并须使德意志诸小邦的统治者得到领土的补偿。
1801年4月2日，英国不经过宣战，即命令海军大将纳尔逊率领舰队炮轰丹麦的京城哥本哈根，企图打破北欧武装中立同盟。然而，这时欧洲大陆上的国家既皆与法国媾和，英国也感到孤掌难鸣了。1802年3月27日，英国与法国订立《亚眠和约》（Treaty of Amiens），其中规定：法国承认英国占有南美洲的特立尼达岛（Trinidad）和印度东南角的锡兰岛（Ceylon），而英国则勉强地承认了法国在《吕内维尔条约》中所取得的那些权益。以后有一年多的时间，英国和法国是暂时地处于休战状态。
拿破仑曾经梦想使法国重新成为一个拥有广大殖民地的帝国。这时，他从西班牙手中收回了法国在七年战争后所丧失的、位于密西西比河以西和落基山以东的北美洲殖民地路易斯安那。不过，他却没有足够的海军力量来保护那一块辽阔而又膏腴的殖民地，而美国人民则不断地向那里移殖。1803年，拿破仑把路易斯安那廉价出售给美国，结果使美国的领土比在独立战争结束时扩张了一倍。
《吕内维尔条约》与《亚眠和约》增强了拿破仑在国内的统治地位。1802年8月，拿破仑擅自修改1799年的宪法，使他自己成为任期终身的第一执政，并有权任命他的继承人。
从任期终身的第一执政进到皇帝，这之间就只差一步了。1804年5月18日，拿破仑授意元老院和保民院公举他为法兰西皇帝。然而，他却竭尽矫揉造作之能事，表面上把这种改变政体的议案提交全民投票表决，结果赞成者为3502324票，反对者为2569票，以绝对多数获得通过。当时支持拿破仑称帝的，除了资产阶级以外，还有在法国大革命期间获得了土地的农民。
法国的农民为什么会拥护拿破仑呢？马克思说道：“在第一次革命把半农奴式的农民变成了自由的土地所有者之后，拿破仑巩固和调整了保证农民能够自由无阻地利用他们刚得到的法国土地，并满足其少壮的私有欲的条件。可是法国农民现在贫困的原因，正是他的小块土地，地产的分散，被拿破仑在法国所固定起来的所有制形式。这也正是使法国封建农民成为自由农民，成为小块土地所有主，而使拿破仑成为皇帝的物质条件……”（《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第313页）
1804年12月2日，拿破仑及其妻约瑟芬受到军人和政客的拥戴，在巴黎圣母院加冕为法兰西皇帝和皇后（图9-10）。教皇庇护七世也亲自从罗马赶来参加这个盛典，但拿破仑不要教皇替他主持加冕仪式而自己用手把皇冠戴在头上，以表示他的帝位不是得自上帝而是得自他本人。1805年，拿破仑又在米兰加冕为意大利国王。

图9-10　拿破仑及其妻约瑟芬在巴黎圣母院加冕为法兰西皇帝和皇后
在拿破仑称帝以后，法国在大革命期间所建立起来的那些民主制度就大部分被废弃了。从1805年起，拿破仑即下令禁止人民在攻陷巴士底狱的纪念日（7月14日）或第一共和国成立的纪念日（9月22日）举行集会。接着，拿破仑又制定皇族条例，并且把那些对他自己有功的人封为新贵族。帝国的体制，已经完全代替了共和国的体制。



四、拿破仑帝国的扩张，大陆封锁政策
在1803年5月，英国与法国之间的战争又起。及至拿破仑称帝，英国便与奥地利、俄国、瑞典组织了第三次的大同盟，竭尽全力与法国作战。不过，这时西班牙以及德意志境内的巴伐利亚（Bavaria）、符腾堡（Wurtemberg）、巴登（Baden）、黑森（Hessen）和拿骚（Nassau）诸小邦，却在拿破仑的武力挟制之下成为法国的盟邦了。
这时拿破仑战争已经完全是掠夺性的战争，其主要的目的是在为法国的工商业开辟市场并造成法国在欧洲的统治地位。列宁写道：“民族的战争可能转变为帝国主义的战争，反过来说也是这样。例如：法国大革命中所进行的那些战争是作为民族战争开始的，而且也是民族战争。那些战争是革命的：保卫伟大的革命，反对反革命君主制的同盟国。而当拿破仑建立起帝国来奴役一些早已形成了的、大的、有生存力的欧洲的民族国家的时候，法国的战争就由民族的变成帝国主义的了，这就又引起了反对拿破仑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战争。”（《列宁全集》第十九卷，俄文第三版，第181页）
拿破仑与列强第三次反法大同盟之间的战争是在海上和陆上分别进行的。在1805年夏天，拿破仑曾在法国的西海岸集中了2300艘船舶，准备以大军15万人在英国登陆，直接攻占伦敦。据说他自己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只要我能有6小时的时间控制住英吉利海峡，那么英国就必将灭亡了。”但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拿破仑无法在海上取得优势，他只得望洋兴叹。1805年10月21日，法国和西班牙的联合舰队驶出了西班牙南端的加的斯港（Cadiz），原准备去攻打英国在西印度群岛的殖民地，以便把英国海军的主力从英吉利海峡吸引到大西洋去，使法国的陆军可以乘机渡海袭击英国本土。可是，在离加的斯港不远的特拉法加角（Cape Trafalgar）上，法国和西班牙的联合舰队遭遇到英国海军大将纳尔逊的截击。当双方接战时，法国和西班牙的30艘战舰是排成一字形，纳尔逊则把英国的26艘战舰分为两队，分头楔入对方的阵线。在激战之中，纳尔逊本人受伤阵亡，但英国舰队则几乎把法国和西班牙的联合舰队全数击沉了。特拉法加海战在历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从此以后，英国便确立了它的海上霸权，而拿破仑想渡海攻打英国的企图则最后成为泡影。
不过，尽管拿破仑在海战中遭受到歼灭性的失败，他在陆战中却是胜利的。1805年10月20日，即在特拉法加海战发生的前一天，拿破仑亲率大军在德意志南部的乌尔姆（Ulm）地方击溃了奥地利的部队，受降约5万人。接着，他便沿多瑙河东下，占领了奥地利的京城维也纳。这时俄国派遣名将库图佐夫领兵驰援奥地利，但奥地利的颓势已经很难挽回了。同年12月2日，拿破仑大败俄奥联军于摩拉维亚（Moravia）境内的奥斯特里茨（Austerlitz），俄奥联军伤亡达15000人，并有2万人被俘。这时奥地利竟背叛了与俄国的同盟，转过去与拿破仑单独媾和，于是库图佐夫只好带着他的部队退回到俄国。
1805年12月26日，拿破仑强迫奥地利签订《普雷斯堡和约》（Treaty of Pressburg），其中规定：奥地利将它在《坎波福尔米奥条约》中所得到的威尼斯的领土，包括威尼斯城以及亚得里亚海东岸的伊斯特拉半岛（Istra）和达尔马提亚（Dalmatia）等地割让给法国，并承认拿破仑为意大利国王。此外，与拿破仑缔结同盟的巴伐利亚、符腾堡和巴登诸小邦，也都从奥地利方面取得了领土的割让。
拿破仑在制服了奥地利以后，便着手来改变德意志境内的政治地图。1806年7月12日，他倡议建立莱茵邦联（Confederation of the Rhine），而自为其保护者，结果德意志境内的巴伐利亚、符腾堡、巴登、美因茨（Mainz）以及其他许多小邦都趋炎附势，申明脱离神圣罗马帝国而加入了这一新的组织。于是，拿破仑便以莱茵邦联保护者的名义控制了德意志西部的土地。1806年8月1日，拿破仑强迫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君主弗朗茨二世取消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尊号。那在历史上延续长达830多年，但却早已成了死灰槁木的神圣罗马帝国，这时就最后灭亡了。在这以后，弗朗茨二世即改称奥皇弗朗茨一世。
拿破仑在德意志境内这一系列侵略的行为，引起了普鲁士的不安。普王腓特烈·威廉三世（Frederick William III）为了保持其王室的利益，决定派老将布伦瑞克公爵率军抵御拿破仑。1806年10月14日，普军15万人与法军20万人战于德意意中部的耶拿（Jena）和奥尔斯塔特（Auerstädt）地方，结果普军死伤22000人，被俘18000人，余众望风披靡。几天之后，拿破仑就打进了柏林，并且占领了普鲁士大部分的土地。
接着，拿破仑便发兵攻打俄国。1807年2月8日，法军与俄军战于东普鲁士境内的埃劳（Eylau）地方，双方损失惨重，但却没有决定性的胜负。同年6月14日，法军与俄军再战于弗里德兰（Friedland）。这一次俄军败退，但法军也不敢深入到俄国境内去追赶，于是法、俄、普三国乃开始议和。拿破仑与俄皇亚历山大一世、普王腓特烈·威廉三世在尼曼河（Neman River）口的提尔西特地方举行会谈（图9-11），分别商定了法俄之间的、与法普之间的《提尔西特条约》（Treaties of Tilsit）。

图9-11　拿破仑与俄皇亚历山大一世、普王腓特烈·威廉三世在尼曼河口的提尔西特举行会谈
1807年7月7日，法俄之间的《提尔西特条约》订立。在此项条约中，俄国仅承认拿破仑在欧洲所造成的政治秩序，它本身并未丧失一寸一尺的土地。俄国与法国更附有秘密的同盟条款，约定：如果英国不接受俄国的调解而拒绝与法国媾和，那么，俄国即与法国一致行动以抗击英国；如果土耳其帝国不接受法国的调解而拒绝与俄国修好，那么，法国即与俄国联合一致以对付土耳其帝国。此外，法国承认俄国得在北欧方面自由行动。当这项条约签字时，俄皇亚历山大一世竟这样激动地对拿破仑说道：“欧洲何有？欧洲何在？唯陛下与孤耳！”接着在1809年，俄国就从瑞典手中占领了芬兰和奥兰群岛（Åland Islands）。
普鲁士因为耶拿之战的惨败而受到拿破仑的宰割。在1807年7月9日法普之间所签订的《提尔西特条约》中，普鲁士丧失了它在易北河以西的领土，并吐出它以前在瓜分波兰时所得到的土地，此外还须对法国偿付1亿法郎的巨额赔款。依据此项条约的规定，此后普鲁士的常备军不得超过42000人。不过，《提尔西特条约》一方面是屈辱了普鲁士；另一方面又促进了德意志人民的民族自觉。列宁写道：“……德意志人民甚至在签订了这样的条约之后仍能自立，仍能聚集力量，仍能奋起争得本身自由与独立的权利……《提尔西特条约》对于德意志曾是极大的耻辱，而同时它又是走向民族大复兴的转变……”（《列宁文选》两卷集，第二卷，第370页，译名略有改变）
拿破仑以复兴波兰为名，在普鲁士所吐出来的波兰故土上建立华沙大公国（Grand Duchy of Warsaw），作为法国在东欧方面的附庸。拿破仑立德意志境内萨克森王国的国王为华沙大公国的大公爵，以加深普鲁士与萨克森之间的嫌怨。
在《提尔西特条约》成立以后，仍旧与法国处于战争状态的就只有英国一国了。
拿破仑既不能在海上与英国作战，于是他就决定用大陆封锁政策来打击英国的商业势力。1806年11月21日，拿破仑就在柏林颁布了一道诏令，宣布封锁英国，禁止欧洲大陆各国与英国或英属殖民地通商。1807年12月17日，拿破仑又在米兰发表诏令，他规定：一切商船，不管它是属于什么种类，不管它所装的是什么货物，只要它是来自英国港口，或者来自英属殖民地，或者来自英国军队所占领的国家，或者开往这些地区，都一概予以没收。其后拿破仑更下令：在他势力所及的区域之内，只要发现有来自英国的货物，一概没收或当众焚毁。英国为了回击法国的大陆封锁政策，乃宣布封锁法国及其同盟国的港口，不许中立国的船舶自由贸易。这样，陆上之强的法国封锁了大陆，海上之强的英国封锁了海洋，互相间进行着毒怨的报复，而受害最深的却是那些中立国。这是因为，中立国的船舶若非干犯了法国的禁令，便是触及了英国的规章。在这种情形之下，国际贸易已经无法进行了。
实际上，拿破仑是利用大陆封锁政策来肆行侵略的。1807年11月，拿破仑借口葡萄牙与英国有贸易往来，违犯了他的大陆封锁政策，乃派兵占领里斯本。于是，葡萄牙布拉干萨（Braganza）王朝的摄政王查理就靠着英国舰队的掩护，逃亡到他在南美洲的殖民地巴西去了。从1807年至1815年，葡萄牙的政治中心一直是设在巴西的首府里约热内卢。
就在侵略葡萄牙的同时，拿破仑以执行大陆封锁政策、防范英国人为名，派大军10万人侵入西班牙。当时西班牙国王卡洛斯四世（Charles IV）年老昏聩，政权实际上是操在嬖臣曼努埃尔·德·戈多伊（Manuel de Godoy）公爵手里。戈多伊（图9-12）是一个奸佞而又畏葸的人，他对拿破仑一味地屈辱投降。1808年3月，西班牙人民掀起了起义，反对法军的占领，并要求立即罢免曼努埃尔·德·戈多伊，结果卡洛斯四世被迫退位，其子斐迪南七世（Ferdinand VII）继立。这时，拿破仑趁西班牙王室内讧，乃将卡洛斯四世和斐迪南七世诱骗至法国，予以软禁，强迫他们声明放弃西班牙的王位。同年6月6日，拿破仑立其兄约瑟夫·波拿巴（Joseph Bonaparte）为西班牙国王。7月20日，约瑟夫·波拿巴在重兵的保护下在马德里加冕即位。可是，西班牙人民决不愿俯首帖耳地做异族压迫下的奴隶，他们组织了自己的政权和武装，与法国侵略者进行搏斗。西班牙人民的反拿破仑战争迅即发展到全民族的规模，并且带有革命的性质。

图9-12　曼努埃尔·德·戈多伊
也就是在大陆封锁的问题上，拿破仑与教皇庇护七世翻脸了。原先，1801年的《教务专约》并未能完全解决法国与教廷之间的争执，拿破仑与庇护七世之间的关系就不算是很和睦的。1808年2月2日，拿破仑因为庇护七世拒不执行他所宣布的大陆封锁政策，乃派兵占领罗马城。1809年5月17日，拿破仑更宣布将教皇国并入法国。这时庇护七世还使用中世纪时教皇所常用的那个法宝——破门律，将拿破仑驱逐出教。然而，那个法宝现在却完全不灵了。拿破仑下令把庇护七世逮捕了起来，将他拘禁在热那亚城附近的萨沃纳（Savona）地方。1812年，拿破仑又将庇护七世解至巴黎附近的枫丹白露（Fontainebleau），当作罪犯看待。
在1808年之际，拿破仑个人的权势达到了最高点，他的武力宰制着整个西欧和中欧。这时拿破仑本人是法兰西皇帝、意大利国王兼莱茵邦联的保护者，而他的那些兄弟姊妹和近亲也都沐猴而冠，分别受封为各地的统治者：兄约瑟夫·波拿巴统治着西班牙；弟路易·波拿巴（Louis Bonaparte）为荷兰国王，妹埃利萨·波拿巴（Elise）为意大利境内托斯卡纳（Tuscany）公国的女公爵；妹卡洛琳·波拿巴（Caroline）及其夫缪拉将军（Joachim Murat）统治着意大利南部的那不勒斯王国。此外，拿破仑又在德意志的西部划出一片土地来，建立威斯特伐利亚王国（Kingdom of Westphalia），作为其弟热罗姆·波拿巴（Jérôme Bonaparte）的封地。拿破仑的那些兄弟姊妹都是贪黩的、愚暗无能的，他们只是靠着拿破仑武力的支持，各自在自己的领地上鱼肉人民。
1809年4月，奥地利乘拿破仑有事于西班牙之际，重新纠集大军17万人与法国作战。拿破仑闻讯赶回，击退了奥军在德意志南部所发动的攻势，并且再度占领了维也纳。同年7月5—6日，奥军与拿破仑统率下的部队决战于维也纳北面的瓦格拉姆（Wagram）地方，双方死伤各达25000人，但奥地利已无力振拔，于是又被迫求和。根据1809年10月14日所签订的《维也纳和约》，奥地利将威尼斯以东的伊利里亚省份（Illyrian Provinces）割让给法国，将它过去在瓜分波兰时所得的土地分别割让给俄国和华沙大公国，并将其本部西陲的土地割让给巴伐利亚。此外，奥地利又被迫遵守拿破仑所宣布的大陆封锁政策，与英国断绝商务关系。
拿破仑的元配约瑟芬与其前夫生有一子一女，但与拿破仑结婚后却长年不育。拿破仑把天下当作他一家一姓的私产，亟思得一嫡子来继承他的帝位。他早已想与欧洲最高贵的王室联姻，借以增加他那家族的光辉。1810年4月，拿破仑宣布与约瑟芬离异，改娶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公主玛丽·路易丝（Marie-Louise）为皇后。次年，玛丽·路易丝举一男婴，拿破仑封他为“罗马王”（图9-13）。

图9-13　玛丽·路易丝与其儿子罗马王



五、拿破仑帝国的危机，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民族解放运动，1812年俄国的反拿破仑战争及其世界性的意义
在1810年左右，处于拿破仑武力控制之下的人民为数共约7500万，几乎合到当时欧洲全部人口的一半。在这里面，法国本部的人口仅占1/3，而其余的2/3则为比利时人、荷兰人、德意志人、波兰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等。
拿破仑帝国的统治基础是非常脆弱而不巩固的，它到处都潜伏着深刻的危机。现在我们就下列4点来说明这个问题。
（1）拿破仑在法国本部的统治基础日益缩小。原先拿破仑之所以能够攫取政权，完全是因为大资产阶级和农民的拥护。固然，拿破仑是代表法国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实施军事独裁，而他所进行的那些战争，在某种程度上也确实是替法国的工商业者开辟了市场。但在他宣布对英国实行大陆封锁政策之后，英国即封锁法国及其附庸国的海港以为报复，使马赛、波尔多、勒阿弗尔（Le Havre）等商埠都成了死港，结果法国的海外贸易几乎完全停顿了。一方面是因为海外的原料（特别是棉花和蔗糖）无法输入；另一方面又因为英国走私进来的机器工业品的竞争，法国在1810年就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于是工商业资本家对拿破仑就丧失了信心，甚至公开地起来反对他那种作茧自毙的大陆封锁政策。而占法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则因为苦于捐税和兵役的负担，也转而痛恨拿破仑。当时拿破仑为了实现个人的野心，驱使着千百万人充当炮灰。他计在1801—1805年每年约征兵6万人，1806—1809年每年约征兵8万人，1810年征兵11万人，1811—1812年每年征兵12万人，而在1813年则征兵114万人。总计拿破仑在当政期间所征的法国壮丁，为数约达300万人。这样大规模的强迫征兵，使法国的民力为之虚耗。
（2）欧洲各地民族主义的兴起。拿破仑帝国是建立在民族压迫的基础之上的。在被他的武力所控制的地区内，拿破仑不仅勒索赔款、摊派捐税、掠夺工业原料，并且强迫各地的居民要提供一定数额的兵员来充实他的军队。这种种的高压政策，当然激起了被压迫民族的反抗。拿破仑战争的直接结果之一便是促进了欧洲各地民族主义的高涨。在德意志，哲学家费希特（Fichte）于1808年发表告德意志人民书，唤醒人民的民族自觉；诗人席勒（Schiller）、海涅（Heine）、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Ernst Moritz Arndt）等用绚烂的诗篇，歌颂祖国与自由。而一些充满着爱国热忱的军官和学生则组织了社团，其中最著名的是道德联盟（Tugenbund），来推进德意志的民族解放运动。从1807年起，普鲁士国王即擢用倾向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施泰因男爵（Baron vom Stein）为王国首相，宣布废除农奴制，使农民免除了对于地主的人身依附而成为自由人。尽管这种改革是不彻底的，但在当时实具有巨大的进步意义。普鲁士国王又擢用格哈德·冯·沙恩霍斯特（Gerhard von Scharnhorst）、奥古斯特·奈哈特·冯·格奈森瑙（August Neidhardt von Gneisenau）等名将，负责改组军队，准备对拿破仑掀起复仇的战争。此外，在意大利、西班牙、荷兰等地，也都掀起了蓬蓬勃勃的民族解放运动。拿破仑帝国这样一条破船，势必要被汹涌澎湃的民族主义的浪潮打翻了。
（3）大陆封锁政策遭受到欧洲其他各国的反对。拿破仑对英国所采用的大陆封锁政策并没收到他所预料的效果，反而给欧洲其他各国带来了严重的经济上的苦难。当时英国是全世界的工厂，欧洲大陆各国都输出所出产的原料以与英国交换机器工业品。拿破仑强迫欧洲大陆各国与英国断绝商务往来，但法国本身的大工业又不发达，它无论在哪一方面都不能代替英国而满足欧洲大陆各国经济上的需要。所以尽管拿破仑接二连三地严申禁令，英国的工业品仍旧用走私的方式输入到欧洲大陆各国。不过，拿破仑所设下的那些障碍，却妨害着欧洲国际贸易之正常的发展。因此，欧洲大陆各国都要求摆脱拿破仑的羁轭，以挽救它们的经济命脉。
（4）拿破仑军队的素质起了改变。拿破仑帝国完全是靠武力来支持的。原先，拿破仑之所以能在军事上取得那样煊赫的胜利，主要地是因为：法国部队的成员多为自由农民，他们具有法国大革命期间的革命传统；而欧洲大陆上其他国家的军队则系由农奴所组成，他们没有什么自发的热情来替封建统治者作战。法国部队在战斗中表现出高度的积极性和灵活性，而欧洲大陆上其他国家的军队则相反。不过到后来，随着拿破仑帝国的扩张，这种情形就改变了。其时拿破仑所统率的大军中除了法国人以外，已经羼杂了许多意大利人、德意志人、荷兰人、西班牙人、波兰人以及丹麦人。那些外籍的士兵都是被强迫征集而来的，他们不愿意为拿破仑打仗。因此，拿破仑的大军便不如从前那样的所向无敌了。
拿破仑帝国复亡的征兆，首先是在西班牙和葡萄牙显露出来的。1808年6月，即当拿破仑立其兄约瑟夫·波拿巴为西班牙国王时，西班牙各地的人民就成立自治委员会（Juntas），组织了自卫的武装部队，起来与法国侵略者作殊死战斗。8月，西班牙人民对法军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把约瑟夫·波拿巴赶出了马德里。而在这时候，英国派遣大将阿瑟·韦尔斯利（Arthur Wellesley），即后来所称的威灵顿公爵（Duke of Wellington），率军在葡萄牙登陆，借口援助葡萄牙人、西班牙人的独立运动而到大陆上来打击法国。拿破仑不甘心失败，乃于1808年11月亲自带领大军18万人侵入西班牙，击败了英国和西班牙的联军，再度占领了马德里，又把约瑟夫·波拿巴捧上了西班牙的王位。拿破仑残忍成性，他在西班牙每攻克一地，即将当地的爱国者集体屠杀，罹难者不计其数。然而，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却再接再厉，他们化整为零，用游击战术来困扰法国。在后一阶段，西班牙人的反法斗争已经发展为资产阶级革命。而英国部队也就以葡萄牙、西班牙为基地，继续在大陆上与法国进行战争。不过，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民族解放运动，都是在1812年拿破仑侵略俄国失败以后才完成的。
在欧洲大陆上，可以与拿破仑作战的只有俄国。那由《提尔西特条约》所造成的法国与俄国之间的妥协只是暂时的、不稳固的。拿破仑在1811年就这样狂妄地说道：“再过5年我将是全世界的主人，现在只剩下一个俄罗斯了，我将踏碎它！”接着，他就以俄国破坏大陆封锁政策为名，准备侵犯俄国，但事实说明：被踏碎的不是俄国，而是拿破仑自己。
1812年6月24日，拿破仑未经宣战，即率领了在当时历史上是空前庞大的大军共约60万人（其中约有半数为法国人，其余则为德意志人、意大利人和波兰人等），渡过尼曼河侵入到俄国境内，直向莫斯科扑去，当时俄国军队总共只有24万人，在数量上处于劣势。起初，俄国的统帅巴克莱·德托利（Mikhail Bogdanovich Barklay-de-Tolli）竭力避免决战，企图诱敌深入，仅仅在斯摩棱斯克城下作了一次较为猛烈的抵抗。巴克莱·德托利这种退避的战略引起了俄国朝野的批评，所以到了8月底，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即改以苏沃洛夫的学生、曾在奥地利与法军作战过的、智勇兼备的军事家库图佐夫（Mikhail Kutuzov）为统帅，阻截拿破仑的攻势。
1812年9月7日，库图佐夫统率的俄国部队在莫斯科以西120公里的博罗金诺地方与法国军队发生了血战（图9-14），即博罗金诺战役（Battle of Borodino），结果俄军伤亡约58000人，而拿破仑大军则损失了靠近8万人。博罗金诺战役是历史上最大的战役之一，后来拿破仑自己说道：“在我所经历的一切战役中，最惨烈的是在莫斯科近郊的那一战。法国人是获胜了，但俄国人却也有权利说他们是不可被征服的。”俄国伟大的诗人莱蒙托夫曾经用这样卓越的诗句，来描写俄军在博罗金诺战役中所表现的爱国主义的精神：

图9-14　库图佐夫统率俄军在博罗金诺与法国军队展开血战
在那一天，
敌人领教了俄国人的勇敢，
尝到了我们短兵相接的肉搏战。
士兵和战马混成一团，
千门齐发的大炮，
发出了震天的咆哮。
我们义愤填膺，
使大地也为之摇撼，
当黑夜已经蒙住了山冈和平原，
我们仍旧追逐着去战斗。
在博罗金诺战役之后，俄军的战线再向后移。当时有些将领要求在莫斯科背城一战，但库图佐夫则主张暂时放弃莫斯科。他说道：“丧失了莫斯科不等于丧失了俄罗斯。”只有保持了有生力量，才可以击败敌人，9月14日的清晨，库图佐夫所统率的部队开始撤离莫斯科。当地的居民不愿在法国人的铁蹄下做奴隶，他们绝大部分都扶老携幼，跟着军队一起撤退。拿破仑带领着他的大军开进莫斯科，原准备在那里休养生息，但就在当天的夜晚，俄国人民因为怕将自己的房屋、粮食和衣物转以资敌，就用焦土政策把莫斯科付之一炬。大火延烧达数日之久，结果全城3/4的房屋均化为灰烬，只剩下克里姆林宫和其他一些极少数的建筑物。拿破仑得到了莫斯科，然而那却是一座大部分都已烧光了的空城。
这时，俄国的反拿破仑战争已经发展为人民的卫国战争。拿破仑的入侵激起了俄国人民爱国热潮的高涨。俄国各地的人民都争先入伍，而靠近前线的人民则纷纷组织游击队，配合着库图佐夫的正规军作战。在这些游击队中涌现出许多杰出的领袖，其中最著名的是诗人达维多夫、农民库林和巾帼英雄戈西娜等。他们代表了俄国绝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喊出了这样的口号：“先把敌人赶出去，然后我们再要求自由！”俄国人民这些具有历史意义的英勇斗争的事迹，后来由托尔斯泰用史诗般的文笔，在《战争与和平》一书中描绘了下来。
拿破仑踯躅在莫斯科，天天盼望着沙皇政府来与他议和。然而，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却因为人民舆论的压力，决定在敌人未离开俄国的领土之前决不举行谈判。这样，拿破仑便茫然不知所措，无法来结束这一场战争了。正如拿破仑的大将科兰库（Caulaincourt）在他的《回忆录》中所说：法军“像是一条没有罗盘针的破船，在惊涛骇浪的大海中颠簸，看不出一条生路”。莫斯科的严冬来得很早，拿破仑的大军没有粮食，没有燃料，没有御寒的设备，处境极为狼狈。10月18日，拿破仑被迫从莫斯科撤退。他原准备取道俄国南部的农业区域，企图在那里掠夺一批粮食，但却被库图佐夫的正规军和俄国人民的游击队所拦击，结果不得不沿着那一条他当初进兵时所走过、已因为战争而变得荒无人烟的斯摩棱斯克老路向西撤退。
拿破仑从俄国败退的那一幕景象，在世界史上是很难找到其他同样的事来比拟的。当时天寒地冻，冰雪封道，拿破仑带领了那一支饥饿、困乏而又沮丧的军队仓皇逃命，每日行军14—15小时，沿途更遭受到俄国正规军、哥萨克骑兵和游击队的追袭，损失无算。12月13日，拿破仑渡过了尼曼河西归。他原先那60万人的大军，此刻最多只剩下两三万人了。拿破仑侵略俄国，其结果便是如此！
在1812年的反拿破仑战争中，俄国人民不仅光辉地保卫了祖国的独立，而且完成了具有世界意义的大转变，使欧洲各民族得以从拿破仑的铁蹄下解放出来。拿破仑在俄国的失败是毁灭性的失败，在这以后，他就一蹶而不可复振了。战火从东方移向西方，一直燃烧到法国境内。



六、1813年的莱比锡各民族大会战，拿破仑帝国的倾覆，波旁王朝在法国的复辟，滑铁卢之战
俄国人民反拿破仑战争的胜利，使欧洲所有被压迫的民族都受到极大的鼓舞。民族主义的热情弥漫在整个欧洲，德意志人、荷兰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都更加积极地起来进行斗争，要求挣脱拿破仑的暴力统治。
这时，欧洲各国的统治集团就利用人民的革命热情，来实现各自自私的目的。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以欧洲各民族的解放者自命。他在追赶拿破仑时，即率领着大军越过国界，来到德意志境内。1813年3月，俄国、普鲁士、英国、瑞典、西班牙、葡萄牙组织了第六次反法大同盟，后来奥地利也参加了。而拿破仑在回抵法国以后，也迅速地征集了一支40万人的新军，再度投入了战争。
1813年5月，拿破仑复引兵至德意志境内与同盟国作战。起初，他仍旧在吕岑（Lützen）、包岑（Bautzen）、德累斯顿（Dresden）诸战役中取得了一些小胜，但那已经是强弩之末了。
1813年10月16—19日，俄、普、奥的联军共约40万人与拿破仑统率的部队20万人在德意志中部的莱比锡（Leipzig）城附近进行决战，那便是历史上所称的莱比锡各民族大会战（Battle of Nations），同盟国的军队（图9-15）对拿破仑的军队占有极大的优势，而在酣战之际，原先站在拿破仑方面作战的萨克森王国的部队也激于民族义愤，全体反正到同盟国这边来，调转炮口去轰击法国人。拿破仑损失了7万士兵，最后不支溃退，逃过了莱茵河。这样，德意志全境便得到了解放。

图9-15　同盟国军队在大会战中取胜，图中右前面分别是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奥皇弗朗茨一世和普王腓特烈·威廉三世
拿破仑帝国是完全依靠武力建立起来的，它也必然会因为武力的失败而倾覆。紧接着莱比锡各民族大会战以后，拿破仑帝国就最后土崩瓦解了：莱茵邦联不存在了，德意志诸小邦都相继转过来参加到同盟国方面对法作战；俄军攻入了威斯特伐利亚王国，拿破仑之弟热罗姆·波拿巴被迫逃亡；荷兰从拿破仑的统治下解放了出来，成为独立王国；而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则在英国军队的帮助下光复了故土，把法军赶出了伊比利亚半岛；奥地利的部队又重新占领意大利北部，摧毁了拿破仑在意大利的统治。
1814年年初，同盟国的大军从四面八方攻入了法国。这时法国人民对拿破仑已不热心支持，一些旧贵族和大资产阶级则暗中策划着波旁王朝的复辟。拿破仑因为军队的伤亡过重，强迫征集在兵役年龄以下的少年入伍，但他这样竭泽而渔，却更加激起了法国人民的反对。3月31日，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普王腓特烈·威廉三世、奥皇弗朗茨一世亲率联军开进了巴黎。同时，英国大将威灵顿公爵所率领的部队也占领了法国西南部的波尔多等地。拿破仑的势穷力蹙，乃于4月11日宣布无条件退位。同盟国的统治者对于失败了的拿破仑尚有姑息之情，特允许他仍以皇帝的名义做厄尔巴岛（Elba）的统治者，继续保持1000名士兵，并享有200万法郎的年金。厄尔巴岛位于科西嘉岛和意大利半岛之间，是一个面积仅200多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
随着同盟国的胜利，波旁王朝在法国复辟了。路易十六的兄弟、从1791年起即流亡在英国的普罗旺斯伯爵（Comte de Provence）被立为法国国王，他算是继承路易十六太子的王位，所以称路易十八（Louis XVIII）。以前流亡在外的那些贵族和高级僧侣也都重返家园，他们要求恢复过去所享有的封建特权并收回那些被没收了的土地。尽管这20多年来法国已经经过了天翻地覆的改变，但诚如法国人民所说的那样，路易十八和那些贵族“在流亡期间什么也没有忘记，什么也没有学到”，他们还梦想着扭转历史，倒退到法国大革命以前的时代去，在法国恢复封建秩序。波旁王朝倒行逆施的政策激起了法国广大人民的怨忿，于是拿破仑就利用这种形势，重新起来掌握政权。
从1814年的9月起，同盟国的统治集团即在维也纳举行会议，依照他们自己的意志来重新划定欧洲的政治地图。但在1815年3月1日，拿破仑突然从厄尔巴岛率卫兵约1000人在法国南部的戛纳（Cannes）登陆。他向法国人民宣布道：“我回来了，为的是要把法国从那些卷土重来的贵族们的横暴中拯救出来，使农民能够保有他们已经得到的土地，并维持自1789年以来所获得的那些权利……”这时法国人民对拿破仑都倒屣相迎，武装部队也重新投效到他的军旗之下，在几天之内就形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大军。接着，拿破仑不费一枪一弹即占领了巴黎，路易十八又被迫仓皇逃走。在这之后，拿破仑便开始了他那回光返照的百日（自1815年3月20—6月29日）短期统治。
俄、普、英、奥诸国的统治集团闻知拿破仑自厄尔巴岛逃回，迅即中止维也纳会议，组织了第七次反法同盟，兴兵共约100万人与拿破仑作战。1815年6月18日，英将威灵顿公爵所统率的部队10万多人与拿破仑的部队18万人战于比利时境内的滑铁卢（Waterloo）。正在胜负难分之际，普鲁士的将领布吕歇尔（Blücher）率军约12万人驰至（图9-16），从侧面楔入战阵，法军最后被击溃了。6月22日，拿破仑第二次宣布退位。这时法国已经成立了以政客约瑟夫·富歇为首的临时政府，开始与同盟国进行谈判。拿破仑日暮途穷，逃至海边的罗什福尔（Rochefort）港，向停泊在那里的一艘英国军舰投降。这样，拿破仑就成了同盟国手中的俘虏。

图9-16　布吕歇尔
1815年7月7日，同盟国的军队再度进入巴黎。波旁王朝的路易十八又被捧上了法国的王位。
拿破仑能自厄尔巴岛逃回，这件事震惊了欧洲。所以，同盟国这一次就决定把他作为欧洲的囚徒，流放到遥远的、大西洋南部的英国属地圣赫伦岛（Saint Helena）去。在那个荒僻的小岛上，拿破仑孤单地在英、俄、普等国官吏的监视下度过了他那一生中最后的6年。他用虚言谎语写下了他的《回忆录》，并且预言总有一天他的继承者将再统治法国。1821年5月5日，拿破仑病逝。他的遗体最初葬在圣赫伦岛的一个荒丘上（图9-17），直至1840年才移葬于巴黎。

图9-17　圣赫伦岛上拿破仑之墓



七、拿破仑战争的影响
拿破仑主义是从法国大革命中资产阶级的反动性里面滋长起来的。从1796年至1815年，那科西嘉的怪物代表着法国大资产阶级的意志，纵横欧洲几达20年之久。他踢翻了许多个封建王朝，然后在那些王朝的空位上建立了他自己的王朝。他到处杀戮着、掠夺着、破坏着、焚烧着，使欧洲大部分的地区都遭受到战争的惨祸。拿破仑所进行的那些战争曾经吞噬了700万人的生命，其中法国人约占1/7。
拿破仑战争本身完全是侵略的、掠夺的、非正义的。然而，那些战争在客观上却起了某些进步的作用：即动摇和摧毁了欧洲某些地区内的封建势力，因而也就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我们知道，当法国大革命结束时，欧洲大陆上绝大部分的地区尚为封建势力所统治。拿破仑战争扩大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它就像历史的巨帚一样，在某些地区内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了障碍。这种作用，在德意志和意大利尤其表现得很明显。
在18世纪末期，德意志在政治上还是一个封建割据的、支离破碎的地区。它境内有300多个大小不等的独立国家。在法国进行革命战争之际，法国军队就已经屡次进入德意志的莱茵河流域一带，在那里实行了许多资产阶级民主性的改革。及至拿破仑时代，德意志的政治情况更起了绝大的变化。依据1797年的《坎波福尔米奥条约》和1801年的《吕内维尔条约》，法国取得了德意志境内莱茵河以西的地区。此后有10多年的时间，这个地区都是法国领土的一部分。举凡法国在大革命期间所达成的那些有利于资产阶级的东西，一律都被移植了过来。拿破仑在这个地区取消了封建贵族的特权，拍卖了教会和流亡贵族的财产，解除了农民所受的封建剥削，废弃了中世纪所遗留下来的行会制，实行了保护资产阶级利益的《拿破仑法典》，结果就使这个地区成为德意志境内资本主义发展的温床。后来恩格斯写道：“……科隆是莱茵省的中心，而莱茵省已经历了法国革命，通过拿破仑法典领会了现代法权观念，发展有最大规模的工业，并且一般它在各方面都是当时德国最先进的部分。”（《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第329页）此外，由于拿破仑战争的影响，德意志各邦多在内政方面进行了改革。1807年普鲁士宣布废除农奴制，便是最显著的例子。拿破仑战争大大地减轻了德意志境内封建割据的局面：到了1815年，德意志境内的独立国家只剩下38个，这就促进了德意志的民族统一。
当拿破仑的军队最初进入意大利时，意大利人民在某种程度上是把他们视为解放者的。当然，拿破仑并没有造成意大利的民族统一，也没有给意大利人民带来政治上的自由。不过，他在意大利废除了22个内地的关卡，封闭了许多寺院并将它们的土地予以没收，取消了一部分封建贵族的特权，引用了《拿破仑法典》，凡此种种都标志着资产阶级民主性的改革。再者，罗马教皇原为意大利封建势力的堡垒，但拿破仑于1809年剥夺了教皇庇护七世的世俗权，把他当作俘虏一样拘禁在法国，这便削弱了教皇在意大利的统治。
甚至在西班牙，拿破仑战争也促进了封建势力的崩溃。1812年3月，西班牙人民制定了一部带有资产阶级民主性的《宪法》：宣布废除封建贵族的特权，取消异教裁判所和教会的什一税，减少僧院的数目，并撤消内地关卡。这1812年的《宪法》虽然没有能够顺利地付诸实施，但它却体现着当时西班牙人民的愿望。
总之，经过20年来拿破仑战争的冲击，西欧和中欧各地的社会面貌均已起了深刻的改变。以后尽管反动势力又暂时地占有上风，但终于不能再把欧洲恢复到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以前那种古老的、封建的时代去了。列宁写道：“拿破仑的帝国主义战争继续了许多年，占了整个的时代，呈现为异常复杂的由帝国主义关系与民族解放运动交织而成的网络。结果，历史就通过了这整个充满着战争和悲剧（许多民族的悲剧）的时代而由封建主义进到‘自由的’资本主义。”（《列宁全集》第二十二卷，俄文第三版，第287页）



第十章　维也纳会议，神圣同盟与19世纪20年代的革命运动
一、维也纳会议所造成的政治秩序
1814年9月，即在拿破仑第一次宣布退位以后，欧洲各国的统治者就聚会于奥地利的京城维也纳，着手重新安排欧洲的政治秩序。关于这个会议的性质，恩格斯曾经写道：“在‘科西嘉的怪物’被拘禁起来以后，不久就在维也纳召开了一群大大小小的专制暴君参加的大规模会议，以便进行分赃，并寻求使革命以前的形势恢复旧观的方案。各族人民完全是按照这样的办法被收买，被出卖，被分割和被合并的，这个办法首先是为符合这些民族的统治者的利益和目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五卷，第13页）
维也纳会议（Congress of Vienna）是当时历史上空前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会议，到会的代表共有216人（图10-1）。奥地利的代表是皇帝弗朗茨一世和首相梅特涅亲王（Prince Klemens Wenzel von Metternich）；俄国的代表是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外交大臣卡尔·内色罗德伯爵（Count Karl Robert Nesselrode）和亚当·耶日·恰尔托雷斯基亲王（Prince Adam Jerzy Czartoryski）等；普鲁士的代表是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和首相哈登堡（Chancellor Hardenberg）等；英国的代表是外交大臣卡斯尔雷子爵罗伯特·斯图尔特（Robert Stewart，Viscount Castlereagh）和那最后击败拿破仑的威名赫赫的大将威灵顿公爵；法国方面的代表是那诡谲的政客，原为拿破仑帝国的外交大臣但现在则转过来为路易十八服务的塔列朗亲王（Prince de Talleyrand）。西班牙、葡萄牙、荷兰、丹麦、瑞典、萨丁尼亚、德意志境内的诸小邦以及教皇，都一概有代表参加。不过在维也纳会议中，一切重大问题均系俄、英、普、奥四大强国的代表在幕后用秘密磋商的方式来决定，其他各国的代表只是喝酒跳舞，奉命画诺而已。

图10-1　维也纳会议
维也纳会议完全是欧洲各国的统治者在打败拿破仑以后的分赃会议，它的议程是围绕着下列3个主要问题来进行的：（1）如何惩处法国以及那些曾经帮助过拿破仑的国家；（2）如何恢复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以前的政治形势，并使那些战胜拿破仑的国家以实现各自在领土方面的野心；（3）如何建立一个有效的同盟，以扼杀各国人民方兴未艾的革命运动。当然，俄、英、普、奥四大强国在这些问题上所持的观点并不一致：俄国早于1813年占领了华沙大公国，它企图把整个波兰都合并过来；普鲁士以萨克森王国曾经帮助拿破仑作战为借口，要求取消萨克森王国而合并其全部领土。但是，英国和奥地利则拼命反对俄国和普鲁士这样做。在1815年1月，英国已经与奥地利以及法国订立了秘密的军事条约，其中规定：“如果缔约国中的一国受到任何国家的攻击，则其他的缔约国必须出兵援助。”此项军事条约是针对俄国和普鲁士的，一时双方已有剑拔弩张之势。后来还是由于拿破仑自厄尔巴岛重新回至法国掌握政权，这四大强国才暂时捐弃前嫌，又联合起来对拿破仑作战。正因为俄、英、普、奥之间有这样尖锐的冲突，所以塔列朗亲王（图10-2）竟能以一个战败国的代表，在维也纳会议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他纵横捭阖，时而讨好俄、普，时而拉拢英、奥，借此使法国得到了比较宽大的待遇。

图10-2　塔列朗亲王
维也纳会议是本着正统主义（Legitimacy）和领土补偿（Compensation）这两项原则来布置欧洲的政治秩序的。所谓正统主义，就是使那些因为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而丧失了政权的合法的王朝重新回到它们原来的位置上去；所谓领土补偿，就是用土地来酬谢那些在反拿破仑战争中出力较多的国家。
在维也纳会议中，各国代表讨价还价，经过了10个月的反复折冲，终于在1815年6月8日签订了和约的《最后条款》。刚好在这以后的10天，同盟国的军队最后在滑铁卢战胜了拿破仑，于是这和约便付诸实施了。
1815年的维也纳和约所造成的政治秩序如下。
依据正统主义的原则，法国的波旁王朝、西班牙的波旁王朝、两西西里（那不勒斯与西西里岛）的波旁王朝、萨丁尼亚的萨伏依王朝、葡萄牙的布拉干萨王朝、荷兰的奥兰治王朝以及德意志境内一小部分的王公都复辟了。罗马教皇也重新恢复了世俗权。
依据领土补偿的原则，各国承认英国领有其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已经夺取到的法属殖民地、西印度群岛中的多巴哥岛（Tobago）和印度洋中的毛里求斯岛（Mauritius），荷属殖民地南部非洲、锡兰岛和圭亚那（Guiana）的一部分。此外，英国又取得了地中海内具有重要战略价值的马耳他岛（Malta）和原先属于威尼斯的爱奥尼亚群岛以及北海东部原先属于丹麦的黑尔戈兰岛（Heligoland）。这样，英国的殖民地就大为扩张，而它的海军优势也就更加巩固了。
为了在法国北部建立一道防御的堵墙，并补偿荷兰在殖民地方面的损失，维也纳和约特地规定以奥属尼德兰（比利时）合并于荷兰，合称尼德兰王国。此外，奥兰治王朝的统治者又取得了德意志境内的卢森堡（Luxembourg）公国，作为其私人的领地。
奥地利放弃了比利时，然而它却收回了大部分在拿破仑战争时期所丧失的领地，并且在意大利方面取得了补偿。依据维也纳和约，奥地利重新占领意大利北部的伦巴底和威尼斯。除此以外，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宗支又做了意大利中部托斯卡纳、摩德纳这两个公国的统治者。奥皇的女儿，拿破仑的第二个皇后玛丽·路易丝被授于帕尔马公国，作为其终身的采邑。这样，意大利的北部和中部就再度处于奥地利的压迫之下了。
意大利西北部的萨丁尼亚王国收复了原先所丧失给法国的萨伏依。同时，它又合并了热那亚港。
普鲁士的领土是大大地扩张了。它除了收复在拿破仑战争期间所丧失的领土以外，还合并了威斯特伐利亚、莱茵河区域的大部分、萨克森王国2/5的土地以及原先属于瑞典的西波美拉尼亚（Western Pomerania）。这些领土的合并对于普鲁士具有绝大的意义。莱茵河区域和萨克森王国原为德意志境内工业最发达的地区，从此普鲁士就跃为欧洲第一流的强国了。
华沙大公国又由俄、普、奥三国进行瓜分。但因俄、普、奥三国都垂涎于克拉科夫城，相争不下，结果尼拉科地区得以成立共和国，一直存在到1846年才被奥地利帝国所兼并。俄国取得了华沙大公国绝大部分的土地，在那里建立波兰王国，作为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由沙皇本人兼任国王。此外，各国承认俄国从瑞典方面合并芬兰，从土耳其帝国方面合并德涅斯特河以南的比萨拉比亚（Bessarabia）地区。
为了补偿瑞典在领土方面的损失并惩罚丹麦王国与拿破仑的勾结，维也纳和约规定把挪威从丹麦手中拿过来，转让给瑞典。
这时，瑞士已经从法国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成为由22个自治市镇所组成的联邦。维也纳和约承认瑞士的独立，并且规定它为永久中立国。
1815年6月8日，即在维也纳和约成立的同时，德意志境内的38邦（1个帝国、5个王国、28个公国、4个自由市）组织了德意志邦联（The Germanic Confederation），以代替过去的神圣罗马帝国。德意志邦联是一个极为松懈的政治组织，参加德意志邦联的各邦仍旧保持着独立的主权。它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Frankfurt）设有议会（Diet），由奥地利帝国的统治者担任主席。然而法兰克福议会却绝不是立法机关，而只是各邦的代表举行外交谈判的场所。德意志境内封建割据的形势是减轻了一些，但仍然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之中。
维也纳会议所造成的政治秩序大致上就是这样。除此以外，维也纳会议又规定了外交官的等级，并且发表宣言，要求各国政府各本自己的良心来禁止贩卖奴隶。
同盟国与法国之间的和约，直至1815年11月20日才在巴黎最后签字，其中规定：（1）法国放弃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期间所占领的土地，大致上恢复到其在1790年的疆界；（2）法国对同盟国赔款7亿法郎；（3）同盟国的军队驻在法国东北部的17个军事要地，俟赔款偿清后撤退，其费用概由法国负担；（4）法国须将拿破仑从各国所盗取的艺术宝藏分别送还原主。
维也纳会议结束了拿破仑战争，它给欧洲带来了短期的和平。然而，这种和平却是安置在王朝统治的基础之上，由封建君主用武力来维持的。维也纳议会粗暴地破坏了民族自决的原则（例如把比利时合并于荷兰，把意大利的北部重新置于奥地利的统治之下，把挪威合并于瑞典，等等），因此它所造成的政治秩序是不巩固的。后来由于各地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这种政治秩序就开始动摇了，不过直到19世纪60年代，在意大利和德意志的民族统一运动风起云涌之际，维也纳会议所造成的政治秩序才最后完全瓦解。



二、神圣同盟的反动，四国同盟与五国同盟，神圣同盟扼杀意大利和西班牙的革命
在拿破仑战争的大风暴消逝之后，欧洲便暂时地转入了封建王朝统治时期。恩格斯写道：“拿破仑垮台后，当时的君主和贵族们……完全把拿破仑的垮台跟法国革命的失败或者如他们所称呼的‘革命’的失败看作同一件事；这时，即1815年后，反革命派在一切国家中都掌握了政权。从伦敦到那不勒斯，从里斯本到圣彼得堡，在所有政府中，封建贵族都占了统治地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五卷，第18-19页）
在击败拿破仑的战争中，俄国曾经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所以从这时候起，俄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性就大大地增强了。沙皇利用这种形势以求达到自己的目的，竭力要使维也纳会议所造成的政治秩序一直保持下去，所以沙皇就成了欧洲反动势力的支柱——欧洲的宪兵。
1815年9月26日，由于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图10-3）的倡议，俄、普、奥三国在巴黎成立神圣同盟。在盟约里面，这三国的君主很玄妙地宣布道：他们无论在内政方面还是在外交方面，都要以“基督教的原则，即公正、仁爱、和平的原则”作为唯一的准绳。这样一个以宗教为外衣的神圣同盟是浮泛的、神秘的。它的主旨，实际上是要使欧洲的封建君主联合一致，以维持维也纳会议所造成的政治秩序并镇压各地人民革命。接着，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都参加了神圣同盟，只有英国、教皇国和土耳其帝国是例外。英国之所以不参加，是因为它不愿意为同盟的义务所拘束；教皇国之所以不参加，是因为教皇觉得亚历山大一世是盗用了基督教的名义；土耳其帝国之所以不参加，是因为它的统治集团所信仰的是伊斯兰教。不过，英国和教皇国都公开宣布，说它们对于神圣同盟所揭橥的原则是完全赞成的。

图10-3　沙皇亚历山大一世
神圣同盟是一个空洞的东西，它需要有武力的支持。所以，俄、英、普、奥四大强国继其在过去所订立的反法大同盟之后，重新于1815年11月20日订立四国同盟（Quadruple Alliance），作为神圣同盟的实力保证。四国同盟的宗旨在防止波拿巴王朝在法国复辟，并镇压欧洲一切的革命运动。此外，四国同盟的成员又约定举行定期性的国家会议，以讨论如何维持欧洲各国之间的协调。
1818年9月，四国同盟成员国的代表集议于尼德兰边境上的亚琛城（Aachen），讨论国际间的一般问题。当时法国已经付清了1815年和约中所规定的赔款，于是同盟国决定撤退驻留在法国的军队，又因为法国已由革命的转为保守的了，同盟国乃允许法国参加它们之间的同盟组织。这样，俄、英、普、奥的四国同盟就扩大为俄、英、普、奥、法的五国同盟（Quintuple Alliance）。神圣同盟与五国同盟互为表里，执行着反动的政策。而最足以代表这种反动倾向的，一是俄皇亚历山大一世；二是奥地利的首相梅特涅亲王。
伴随着政治上的反动而来的是文化上的反动。而这种反动，往往是以非常怪诞的方式出现的。这时，欧洲大陆各国进步性的报纸均被封闭，倾向于自由主义的大学教授多被解职。而一些为封建君主和贵族所御用的僧侣主义的文化走卒，则肆意诋毁17—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要求人们回到中世纪的愚昧状态中去。罗马教皇竟下令禁止人民种牛痘，禁止街上点路灯，因为他认为这两件事都是新奇的、离经叛道的。
1820年7月，意大利境内发生了革命。意大利人民的革命组织，叫作烧炭党（Carbonari），首先在那不勒斯举起了义旗，迫使两西西里王国的暴君费迪南多一世（Ferdinand I）实施宪政。接着，烧炭党又在皮埃蒙特发动了政变，迫使萨丁尼亚王国的国王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一世（Victor Emmanuel I）去位。这时，神圣同盟就实施反动政策，出面来干涉意大利的革命了。1820年10—12月，五国同盟成员国的代表集议于奥地利境内的奥帕瓦城（Opava），发表宣言道：“某些国家因为革命而改变政权，其结果就会威胁到其他的国家……如果遇有这种由于改变政权而使其他国家迅即受到危害的事，各国就应当团结一致，用和平的方法，或必要时使用武力，把那一个犯罪的国家重新带到神圣同盟的怀抱中来。”这便是那臭名昭著的干涉革命的原则。不过就在这次奥帕瓦会议中，五国同盟已经显露出分裂的征兆。俄、奥、普三国签署了上列的宣言，而英、法两国则拒绝签字。
1821年年初，五国同盟成员国的代表继续在莱巴赫城（Laibach）开会，决定由奥地利出兵镇压意大利的革命。同年3月，奥地利的军队开进那不勒斯，支特费迪南多一世废除宪法，恢复专制政体。4月，奥军又用血腥手段摧残了皮埃蒙特的人民起义。于是，这一次意大利人民的革命运动就被神圣同盟所绞杀了。
原先，在拿破仑军事占领时期，西班牙人民即掀起了如火如荼的反法斗争，而这种斗争很快就发展为资产阶级革命，并且在1812年公布了一部资产阶级民主性的宪法。1814年那原先被拿破仑软禁在法国的斐迪南七世（Ferdinand VII of Spain）（图10-4）回至西班牙复位。他完全无视西班牙人民在革命斗争中所已经获得了的权利，根本否认1812年的宪法，蛮横地恢复封建专制政体，恢复贵族和僧侣的特权。斐迪南七世一贯地倒行逆施，这就更加激起了西班牙本土的人民起义和西属中美洲殖民地的独立运动。1820年1月初，有一支集中在加的斯港（Cádiz）附近、奉命准备开往中南美洲去镇压殖民地人民的军队首先发难。起义者拒绝执行国王的命令，拒绝开往中南美洲。他们在年轻军官黎亚哥（Riago）的领导下，要求实行1812年的宪法，废除封建特权，废除异教裁判所，并没收贵族和寺院的土地。加的斯港的起义立即影响到全国，各地的人民纷纷响应，马德里的人民也掀起了起义。同年3月，斐迪南七世迫于形势，乃假意地接受了人民的要求，承认召开国会，并宣誓效忠于1812年的宪法。在这以后有一年多的时间，西班牙的政权是操控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手里，然而正当西班牙在进行民主改革之际，神圣同盟的魔掌却伸进来了。

图10-4　斐迪南七世
1822年10月，五国同盟成员国的代表集议于意大利北部的维罗纳城（Verona），商讨干涉西班牙革命以及西属中南美洲殖民地独立运动的问题，决定由法国出兵10万人去镇压西班牙的人民起义。当时欧洲的进步人士都斥责法国军队开入西班牙，呼吁他们向后转，到巴黎去推翻法国的专制政府，但却没有效果。1823年5月，法军占领了马德里，西班牙政府中那些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的阁员们逃至加的斯港，挟持斐迪南七世为人质。同年10月，法军从陆上和海上围攻加的斯港甚急，西班牙人民因为斐迪南七世曾经承认实行改革，并允许对革命者有所宽赦，乃将其释放以缓和法军的攻势。然而，那残暴而又无信的斐迪南七世刚刚到达法军的阵地，立即自食其言，宣布要把所有的革命者一律处死。在加的斯港被法军攻陷以后，黎亚哥和其他无数的革命者都惨遭杀害，这一次的西班牙革命就这样被镇压下去了。
19世纪20年代的意大利革命和西班牙革命之所以失败，固然是因为神圣同盟的武装干涉，但也有其自身的原因。当时意大利革命和西班牙革命的领导者都陷于狭隘的资产阶级的范围，没有用解决土地问题等革命的措施把广大的劳动人民吸引到斗争的行列中来。所以，他们就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抵御列强反动势力的干涉。这也说明了一项真理：资产阶级如果不依靠人民群众，其本身是不能够完成什么革命的。
马克思曾经指出，当年西班牙的革命具有“军事的、王朝的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性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一卷，第一分册，第49页）惟其因为有这种局限性，所以它就失败了。



三、神圣同盟企图干涉拉丁美洲各国的独立运动，美国的门罗主义
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时候起，西班牙人即在广袤的中南美洲进行殖民，1500年，葡萄牙人也在南美洲的东部建立了巴西殖民地。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者杀戮土著的印第安人，抢夺了他们的土地。因为西班牙人和葡萄牙在文化上都属于拉丁文化的范畴，所以中南美洲就被称为拉丁美洲。
由于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的影响，拉丁美洲各地人民早就酝酿着起义，要求脱离西班牙、葡萄牙的羁轭而独立。在拿破仑战争期间，西班牙和葡萄牙均为法国军队所占领，它们没有力量来干预殖民地的事务，于是拉丁美洲各地人民宣布独立的时机就更为成熟了。
早在1806年，委内瑞拉（Venezuela）的人民就在革命志士弗朗西斯科·德·米兰达（Francisco de Miranda）的领导下掀起了起义，并于1811年宣布成立共和国。嗣后弗朗西斯科·德·米兰达被西班牙军队所俘，他的事业便由那更为激进的青年领袖西蒙·玻利瓦尔（Simón Bolívar）继承了下来。西蒙·玻利瓦尔（图10-5）被称为拉丁美洲的解放者，他率领拉丁美洲的健儿与西班牙军队苦战了8年，在1819年建立了独立的大哥伦比亚共和国（Gran Colombia），领土包有南美洲北部广大的区域。1825年，西蒙·玻利瓦尔又帮助建立了一个新的共和国，以他自己的名字命名为玻利维亚（Bolivia）。到了1830年，大哥伦比亚共和国又分裂为3个共和国，那便是现今的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Ecuador）。

图10-5　西蒙·玻利瓦尔
1810年，墨西哥人民掀起了独立运动，领导者是在印第安人中传教的牧师米格尔·伊达尔戈·伊·科斯蒂利亚（Miguel Hidalgo y Costilla）和莫雷洛斯（José M．Morelos）。1813年，墨西哥成立了以莫雷洛斯为首的民选政府，宣布独立，并且实行了许多资产阶级民主性的改革。然而不久之后，这个民主政权却为军人阿古斯汀·德·伊图尔维德（Agustín de Iturbide）所篡窃，变成了帝制。1823年墨西哥人民再度高举起革命的义旗，推翻了皇帝阿古斯汀一世的帝制，建立了墨西哥共和国。
墨西哥人民的革命运动影响到中美洲的其他各地。1821年，中美洲各地人民的代表集议于危地马拉城（Guatemala City），宣布脱离西班牙的统治而独立。1823年，中美洲各地联合组成中美洲联邦，树立了共和制的政体。到了1839年，中美洲联邦解散，分裂为危地马拉（Guatemala）、萨尔瓦多（El Salvador）、洪都拉斯（Honduras）、尼加拉瓜（Nicaragua）、哥斯达黎加（Costa Rica）等5个共和国。
从1806年起，南美洲南部的拉普拉塔河（Río de la Plata）流域各地的人民就成立了自治委员会（Juntas），反对继续受西班牙的统治。1811年，巴拉圭（Paraguay）和乌拉圭（Uruguay）先后宣布独立。1816年，阿根廷人民在革命志士圣马丁（José de San Martín）的领导下创立了独立的共和国。圣马丁是与西蒙·玻利瓦尔齐名的拉丁美洲的解放者。他在使阿根廷获得了独立以后，接着便率兵北上，援助智利（Chile）和秘鲁（Peru）的解放运动。
1818年，智利获得了独立（图10-6），1821年，秘鲁也从西班牙的统治下解放了出来，成为独立的共和国。

图10-6　1818年，智利获得了独立
在那辽阔的葡萄牙殖民地巴西，这时也同样掀起了独立运动。原先在1807年，当葡萄牙本土被拿破仑的军队所占领时，葡萄牙国王若昂六世（John VI）即携眷逃到巴西，在巴西建立了王国。1821年，若昂六世回到葡萄牙本土复辟，特留下他的长子佩德罗（Dom Pedro）在巴西代行国王的职权。1822年，巴西的豪绅拥立佩德罗为皇帝，宣布与葡萄牙脱离政治上的隶属关系。佩德罗一世（图10-7）为了笼络人心，迅即公布了一部资产阶级民主性的宪法。巴西的帝制延续达67年之久，直到1889年才改为共和国。

图10-7　佩德罗一世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知道，在19世纪20年代之初，拉丁美洲各地的独立运动正是如火燎原。拉丁美洲人民挣脱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霸轭，在那广袤的大陆上建立了10多个独立的国家。
拉丁美洲人民摧毁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统治而独立，这件事就欧洲的封建统治者看来也是破坏现存的政治秩序的。当时西班牙和葡萄牙本身都无力去恢复其过去在拉丁美洲所享有的主权，于是神圣同盟便考虑出兵干涉。神圣同盟的主谋者俄皇亚历山大一世和奥地利首相梅特涅，都唆使法国派遣军队渡海去镇压拉丁美洲的革命。而法国则想在拉丁美洲获得新的殖民地，暗中也跃跃欲试。可是，这一项罪恶的企图却由于英国和美国的反对而未能实现。
在五国同盟里面，英国原是一个不稳定的角色，它经常玩弄两面派的手法。及至神圣同盟企图出兵干涉拉丁美洲各地的独立运动，英国便竭力反对。原来，在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早已在拉丁美洲各地建立了商业网，把那个区域视为英国的原料供给地和市场。所以，英国的统治集团决不愿意西班牙和葡萄牙恢复它们在拉丁美洲的主权，也决不愿意法国在那里插足。当1822年的维罗纳会议在讨论西班牙问题时，英国外交大臣乔治·坎宁（George Canning）就训令出席那次会议的英国代表威灵顿公爵道：“……同盟国蓄谋已久，决定以武力或威胁的方式对目前西班牙的斗争进行干涉……我训令您阁下立即坦白地，用不可动摇的语气宣布，不论这种干涉将以何种方式出现，国王陛下的政府均不参加。”1823年10月，乔治·坎宁与法国驻英大使波利尼亚克亲王（Prince Jules de Polignac）举行谈判，他说英国政府认为：任何要把拉丁美洲再度置于西班牙那老一套的统治之下的企图最后是必然失败的，一切为达到此项目的而举行的外交谈判也必然是没有结果的，并且为此项目的而进行战争，也只不过是徒然使生灵涂炭而已。（斯蒂因：《欧洲近代史资料》，1947年纽约英文版，第475-477页）同时，英国又以海军向法国示威，声言如果法国派遣军队去干涉拉丁美洲的革命，英国将不惜一战。
美国为了要垄断西半球，当然更拼命反对神圣同盟干涉美洲的事务。1822年，美国即正式承认了哥伦比亚、墨西哥、阿根廷、智利等新国家的独立。1823年12月2日，美国总统门罗（James Monroe）（图10-8）事先得到英国政府的同意和支持，特向美国国会提出了下列的咨文：“……我们从未参加那些欧洲各国因为其本身的原因而发生的战争，而且我们所奉行的政策也不容许我们去参加。只有当我们自己的权利受到侵犯或受到严重威胁时，我们才提出申诉或准备自卫。我们必然要更为密切地关注西半球的事务，其中的理由是一切明智而公正的人都能了解的。可是，同盟各国（指神圣同盟——著者注）的政治体系在这一方面却与美国根本不同……我们谨此宣布：如果那些国家企图把它们的政治体系伸展到西半球的任何地区来，我们都将认为那是对我们的和平与安全的危害……”（《美国历史文献》第四十三卷，哈佛古典丛书，1910年纽约英文版，第297页）这便是美国那著名的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门罗主义所提出来的原则是：“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即除了当时仍在欧洲各国统治之下的某些地区以外，欧洲各国不能再把美洲视为殖民地。而门罗主义的本质却是：“美洲是美国人的美洲”，欧洲各国不能来此染指。在当时，门罗主义尚具有进步的作用，因为它帮助保护了拉丁美洲各国的独立。不过到后来，美国就在门罗主义的幌子下来实现其独霸西半球的野心了。

图10-8　美国总统门罗
英国的反干涉政策和美国的门罗主义，使神圣同盟不能用武力去干涉拉丁美洲各地的革命运动。这样，神圣同盟便遭到了第一次的大失败。
西班牙和葡萄牙在中南美洲的殖民帝国瓦解了。不过此后直到1898年美西战争时，西班牙仍旧统治着加勒比海（Caribbean Sea）中的古巴（Cuba）和波多黎各（Puerto Rico）诸岛。



四、希腊的民族独立运动，神圣同盟的瓦解
在15世纪中期，奥斯曼土耳其人完全征服了巴尔干半岛，从那时候起，信仰伊斯兰教的土耳其封建贵族即统治和压迫着希腊人、保加利亚人、罗马尼亚人、塞尔维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等信仰基督教的民族。
在土耳其帝国境内那些信仰基督教的民族之中，希腊人在文化和经济上都算是最先进的。希腊是古典文化的母邦，它过去曾经产生了那许多千古不朽的哲学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和军事家。当然，近代的希腊人已经是经过了长期的民族混合，但他们有共同的地区、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宗教以及共同的对于古代希腊文化的景仰。在18世纪下半期，希腊的农奴制度已经消灭。而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希腊的商人利用大陆封锁政策所造成的形势，乘机牟利，变成了富有的船主资产阶级。在1816年左右，希腊的船主资产阶级共拥有商船约600艘，雇佣海员达17000多人。他们控制着近东和黑海区域的国际贸易。当时俄国的粮食输出，也多经过希腊商人之手。
希腊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推动着希腊人民要求摆脱土耳其帝国蛮暴的统治而独立。这种蓬勃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潮浪，更由于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影响而激越了起来。1814年，希腊的革命志士在俄国濒临黑海的敖德萨城（Odessa）成立了一个秘密的团体，叫作友谊社（Filiki Eteria or Society of Friends），以争取希腊的民族独立和政治自由为宗旨，并与俄国政府保持着联系。接着，友谊社即在希腊的每一个城市和乡村成立了支部，策动反土耳其帝国的斗争。
1821年3月，出身于希腊的贵族世家而在俄国担任军事要职的亚历山大·易普息兰梯亲王（Alexander Ypsilantis）首先在多瑙河流域的摩尔达维亚省（Moldavia）举兵起义，为希腊的民族独立而对土耳其帝国作战。他原以为沙皇会支持他，但这个希望却落了空。结果亚历山大·易普息兰梯因孤立无援，被土耳其的军队所击败。他仓皇地逃亡到奥地利，在那里又被奥地利政府投入狱中。
虽然亚历山大·易普息兰梯所领导的起义本身是失败的，这一行动却使那郁积已久的希腊民族解放运动轰然爆发。这时，希腊各地的人民都闻风兴起，武装起来对土耳其帝国的统治集团作决死的斗争。1822年1月13日，希腊各地人民的代表集议于埃皮达鲁斯（Epidaurus），宣布希腊为独立国，并且制定了一部资产阶级民主性的宪法。
但是，土耳其帝国的统治集团却用史无前例的残暴手段来镇压希腊的独立运动。为了维持他那血腥的统治，苏丹下令屠戮居住在君士坦丁堡的基督教徒，死者达数万人，连东正教的大主教也被绞杀示众。土耳其政府在希俄斯岛（Chios）的暴行尤其令人发指：那里的居民有23000人惨遭杀害，而其余的47000人则被卖为奴隶。结果全岛都变得荒无人烟了。
尽管土耳其帝国的统治集团这样凶残，希腊人民却前仆后继，顽强地坚持着斗争。在1825年之际，整个希腊半岛已为土耳其的军队所占领，但希腊的革命志士则退守在几个小岛上，等待着国际间的援助。
希腊的民族解放运动在欧洲激起了广泛的同情：就革命的民主主义者看来，这是希腊人民反抗土耳其帝国暴虐的统治，争取民族独立和政治自由；就古典学者看来，这是古代希腊光荣的复活；而就一般的基督教徒看来，这是基督教徒与伊斯兰教徒之间的搏战。于是，在意大利、德意志、瑞士、法国和英国的大城市中都出现了援助希腊独立的委员会，为希腊人募捐输饷，并且组织了志愿军前往希腊助战。英国的浪漫诗人拜伦（Lord Byron）曾经用他的笔来歌颂希腊的伟大，掣出他的剑来争取希腊的独立。不幸拜伦（图10-9）在希腊因染疟疾，病死于希腊境内的迈索隆吉翁（Missolonghi）。

图10-9　英国浪漫诗人拜伦
当时欧洲国际间的矛盾对于希腊的民族独立是有利的。由于俄、英、法、奥四大强国之间的利害冲突，神圣同盟便无法出兵去干涉希腊的民族解放运动。从1824年起，各国政府之间即进行磋商，寻找解决希腊问题的途径。经过长期的折冲，俄、英、法三国终于在1827年7月6日签订了《伦敦条约》（Treaty of London），约定：三国政府出面调解希腊问题，使希腊在土耳其帝国的主权之下实行自治。如果土耳其帝国不接受这样的条款，则三国政府将出动海军，迫使土耳其帝国就范。果然，暴戾恣睢而又愚蠢的土耳其政府拒绝调解，这样就引致武装冲突。1827年10月20日，俄、英、法三国的联合舰队与土耳其帝国的舰队战于希腊半岛南端的纳瓦里诺湾（Nevarino Bay），结果土耳其帝国的舰队几乎全军覆没。于是，土耳其帝国这时想承认列强原先所提出的条款也不可能了。
纳瓦里诺战役（Battle of Navarino）的结果，大大地削弱了土耳其帝国的力量。然而，希腊民族独立运动最后的完成，还有待于土耳其帝国进一步的失败。
俄国久想借口援助希腊的民族独立运动来扩张它在近东的势力范围。1828年4月26日，俄国单独向土耳其帝国宣战。强大的俄国兵团越过了多瑙河南下，直奔土耳其帝国的都城君士坦丁堡。1829年9月，土耳其帝国被迫订立《亚得里亚堡条约》（Treaty of Adrianople），其中的要点是：（1）土耳其帝国承认希腊的独立；（2）土耳其帝国将高加索的格鲁吉亚等地割让给俄国；（3）土耳其帝国承认其辖境内的摩尔达维亚、瓦拉几亚、塞尔维亚诸邦实行自治，但上述各地仍须向土耳其帝国的苏丹纳贡称臣。此外，俄国又重申它对于土耳其帝国境内信仰东正教的居民享有保护权。
1830年2月，俄、英、法三国的外交代表在伦敦举行会议，宣布承认希腊为独立国，并且划定了希腊与土耳其帝国之间的国界。
1832年，希腊迎立德意志境内巴伐利亚王国的奥托亲王（Prince Otto）为君主（图10-10）。这样，由于人民起义和国际间的援助，尤其是俄国的援助，希腊终于挣脱了土耳其帝国的统治而成为独立的君主立宪制的国家。

图10-10　希腊国王奥托一世
在希腊民族独立的问题上，神圣同盟的反动政策终于破产了。原先，神圣同盟的中心人物梅特涅曾经污蔑希腊的革命志士为匪徒，主张让土耳其帝国的统治集团把他们斩尽杀绝。但是，俄、英、法三国政府却各从本身的利益出发，帮助希腊人民获得了独立。1830年7月，法国发生了革命，接着比利时便脱离尼德兰王国而独立，神圣同盟也都无法进行干涉。于是，在人民革命潮浪的冲击之下，神圣同盟那反动的政治组织便最后崩溃了。



五、俄国十二月党人的起义
在神圣同盟存在的最后数年中，甚至在欧洲反动势力的堡垒、沙皇政体下的俄国也爆发了革命，那便是十二月党人的起义。
由于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影响，俄国贵族中的先进人士开始要求政治改革。一些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军官和知识分子组织了秘密的革命团体，其中主要的有南方协会、北方协会、斯拉夫人协会等。他们进行宣传鼓动，主张废除农奴制并实行宪政。
1825年11月，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去世。按照帝位继承的顺序，其仲弟康斯坦丁当立。然而，康斯坦丁却比较具有开明的思想，他不愿意做专制的帝王，早已宣布放弃帝位，于是皇冠就落在三弟尼古拉头上。在康斯坦丁与尼古拉之间，俄国人民是宁愿拥立康斯坦丁的。所以在12月26日（俄历12月14日），即预定由臣民向尼古拉一世宣誓效忠的那天，革命志士在圣彼得堡策动了兵变。当天的清晨，革命军官率领着3000多名士兵开抵圣彼得堡的枢密院广场，高呼：“我们要康斯坦丁和宪法！”其时有一大群拥挤在枢密院广场上的工人和贫民，也参加了这一斗争。尼古拉一世（图10-11）对起义者进行了血腥的屠杀，他派遣骑兵来冲散群众，并且开炮轰击。结果死伤多人，起义的领导者均被拘捕。

图10-11　尼古拉一世
1826年1月10日（俄历1825年12月29日），在革命志士的策动下，契尔尼哥夫兵团在乌克兰掀起了起义，但不幸也被沙皇镇压下去了。
圣彼得堡和乌克兰的起义都发生在俄历1825年的12月，所以起义者被称为十二月党人。十二月党人的领袖如军官彼斯特尔、诗人雷列耶夫、军官穆拉维约夫-阿波斯托尔等均惨受绞刑，此外又有许多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俄国诗人普希金写道：
同志们，相信吧，它就会上升的
那令人神往的幸福的星辰，
俄罗斯就会从睡梦中惊起，
在专制王权的废墟上，
人们将写上我们的姓名。
十二月党人的起义是失败的，但正如那些在西伯利亚流放所的革命志士赠答普希金的诗篇中所说的那样：
眼看星星之火，
将燃成熊熊之焰！
十二月党人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们严重地脱离了人民群众，只想以少数人的武装暴动来达到革命的目的。然而，他们在历史上也起了一定的进步作用。列宁写道：“从‘十二月党人’到赫尔岑，这是一个历史的时期。农奴制的俄罗斯被践踏着，默默的含泪吞声。然而这时有一小部分的贵族，尽管是微弱无力，没有人民的支持，却发出了反抗的呼声。贵族中那些最优秀的分子，帮助唤醒了人民群众。”（《列宁全集》第十九卷，俄文第四版，第294-295页）



第十一章　1815—1848年的法国
一、波旁王朝的复辟
1815年7月8日，即拿破仑在滑铁卢最后被击败的第二十天，波旁王朝的路易十八又由同盟国的军队夹在行李车上带回了巴黎，造成第二次的复辟。同时，以前那些流亡在外边的贵族和高级僧侣也都怀着毒怨报复的心情卷土重来，期冀这第二次复辟的波旁王朝进行专制统治。
不过我们必须理解：在法国，经过了那26年来的风云变幻，资产阶级革命已经取得了胜利。如果要重新在法国恢复封建制度，那是完全不可能的。因此，这第二次复辟的波旁王朝在政权性质上就不同于1789年以前的波旁王朝。尽管它是王朝统治的复辟，但无论如何也不能再实行封建专制主义，而必须是能够适当地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列宁写道：复辟后的法国波旁王朝是“转到资产阶级王朝道路上去的第一步”。（《列宁全集》第十七卷，俄文第四版，第368页）
在波旁王朝复辟后的最初几年，法国人民所遭受的痛苦是难以言状的。一方面，同盟国的军队15万人驻屯在法国的东北部。他们任意烧杀抢劫，有计划地破坏工厂和农庄，并且对法国人民肆行侮辱。那些同盟国的驻屯军无恶不作，其中尤以普鲁士的部队最为残暴。直至1818年法国偿清了7亿法郎的巨额赔款，同盟国的军队才撤退。而在另一方面，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法国。一些被称为极端派的王党分子（Ultraroyaliste）的反动贵族和高级僧侣，到处作威作福，对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统治时期的活动分子进行反攻倒算。各地的革命志士多被捕杀，而尼姆（Nîmes）地方的新教徒则遭受到集体屠戮。极端派的王党分子组织了特别法庭，被它判处有罪的政治犯为数达1万人。此外，路易十八又授意在军队、行政机关以及学校中厉行政治上的清洗，凡稍稍具有民主思想或过去与拿破仑有关系的人均被革职。由于这种清洗，被黜退的人总数在10万名以上。
原先，路易十八（图11-1）在第一次复辟时就于1814年6月14日颁布了一部钦定的《宪章》（Charte Constitutionnelle），规定法国为君主立宪制。在世袭的国王之下设立两院制的议会，其中贵族院的议员系由国王在高等贵族中任命，众议院的议员则由每年能缴纳300法郎以上直接税的公民选举产生，其后因为拿破仑从厄尔巴岛逃回来重新执政，此项《宪章》即被搁置。这时路易十八第二次复辟，才又把它拿出来付诸实施。1815年8月，法国依照这钦定的《宪章》进行了选举。由于选举权的财产限制太高，致使在全国3300万人口中，能够投票选举的仅有94000名富裕的地主和资本家，尚不及全人口的1/330。结果被选进众议院的都是些极端派的王党分子，他们甚至比国王本人更为反动。可是，路易十八却称赞这一届议会：“如此议会，举世无双。”由此，这届众议院就有了“无双议会”（Chambre Introuvable）的别称。那些狂妄的极端派的王党在议会中制定了许多反动的立法，而后来竟企图恢复封建秩序，要农民将他们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所取得的土地退还给贵族。路易十八怕这样会引起新的革命，他为了缓和人民群众的斗争情绪，乃于1816年9月下令解散那无双议会，而另行改选。在改选后的众议院中，占优势的是温和派的王党分子。

图11-1　路易十八
外交本来是内政的延长。这时法国在内政方面既如此反动，它在外交方面的措施也就不问可知了。1818年，法国参加了神圣同盟。1823年，法国在神圣同盟的指使下出兵干涉西班牙的人民起义。在过去法国大革命期间，法国的士兵曾经为保卫革命而战，把“自由、平等、博爱”的福音传播到欧洲各地。但此刻在波旁王朝的反动政策之下，他们却被驱使着为反革命而战了。
1824年9月，路易十八去世，其弟阿图瓦伯爵（Comte D'artois）继位，称查理十世（Charles X）。查理十世是一个极端保守的角色，他在巴士底狱被攻陷之后即流亡国外，一直是那些流亡贵族中的领袖。他不断地勾结列强的反动势力来干涉法国大革命，而后来又始终与拿破仑立于敌对的地位。查理十世冥顽不灵，他自己曾经说道：“自从1789年以来，只有我与拉法夷特两人没有改变。”他妄想扭转历史，在法国造成封建专制政体的复辟，使一切都回到法国大革命以前的状态之中。这时他登上国王的宝座，便把那些极端派的王党集中在自己的周围，实施极端的专制统治。1825年4月27日，查理十世颁布了一项《赔偿法令》（Law of Indemnity），规定发行10亿法郎的公债，去分别地赔偿那些在法国大革命期间丧失了土地的贵族。这一措施，完全是牺牲广大人民的利益来满足一小部分腐朽堕落的流亡贵族的要求。结果群情愤激，连资产阶级都起来反对查理十世了。
查理十世除了替流亡贵族进行反攻倒算以外，还恢复了一部分天主教僧侣在过去所享有的特权。他颁布了《反亵渎法》（Anti-Sacrilege Act），规定凡毁坏神像或盗窃教会财产者，须先斩断右手，然后处死。此外，他又允许那些披着宗教外衣但却一贯骑在人民头上的耶稣会教士（Jesuits）重新回至法国活动。
查理十世（图11-2）的政策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愤懑，新的革命形势已经酝酿成熟了。在1830年6月所举行的议会选举中，多数的选民都不投票选举国王所指定的候选人，而选举他们自己所愿意选的人为代表。结果在新当选的428名众议员里面，有270人均为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派，他们是反对政府的；拥护政府的仅有145人，而其余的则为中间派。

图11-2　查理十世
查理十世看到这次选举的结果不利于自己，于是他就更加一意孤行，连那1814年的《宪章》也不要了。1830年7月26日，查理十世颁布敕令，宣告下列诸事：（1）新选出来的议会不待召集即予解散，另定日期进行改选；（2）修改选举法，限制工商业资本家不得参加选举；（3）修改出版法，一切的报纸杂志均须受政府严密的检查。
此项敕令一经发表，法国全国为之哗然。这时人民忍无可忍，就只有拿起武器来与那专制暴君进行搏斗了。



二、七月革命及其对于欧洲的影响，比利时的独立
法国人民是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的。过去，他们曾经推翻过封建专制的波旁王朝，把国王路易十六送上了断头台。此刻，在经过了法国大革命的洗礼之后，他们当然更不能容忍查理十世再使法国倒退到封建专制的时代去。就在查理十世发表敕令的那一天，巴黎的市民即起来抗议国王的暴政，到处都显现出法国大革命时代的景象。一些属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派的新闻记者举行集会，由梯也尔（Adolphe Thiers）执笔起草了一篇抗议书，说国王的敕令是非法的。工商业资本家则纷纷罢市，用关厂停业的办法来表示他们的愤怒。
1830年7月27日，巴黎的人民起义又复活了。革命的工人、手工业者、小商人、小职员、学生以及在拿破仑当政时期打过仗的退伍军人，都组织了武装队伍，纷纷在街头上堆筑起防御工事，与忠于国王的军队进行战斗。当时巴黎的居民还不到90万人，而直接参加起义的则达8万人，几乎合到全市居民的1/10。巴黎的妇女和儿童也伏在街垒上狙击国王的军队，表现了高度的革命坚决性和英雄气概。经过3天的浴血斗争，人民革命终于获得了胜利。那法国大革命时代象征“自由、平等、博爱”的三色旗，又重新飘扬在巴黎的上空。这种英勇斗争的形象，曾由法国杰出的画家欧仁·德拉克罗瓦（Eugène Delacroix）在他的著名作品《自由引导人民》中表现了出来。7月29日，起义者占领了杜伊勒里宫，接着查理十世便被迫退位，携眷逃亡到英国去了。
7月27—29日的巴黎起义（图11-3）推翻了那依靠同盟国的军事胜利而复辟的波旁王朝的正统，粉碎了那些反动贵族和高级僧侣准备在法国恢复封建秩序的狂妄企图，这在历史上实标志着人民革命又一次巨大胜利。在这一次革命中，参加战斗的绝大多数都是劳动人民，但居于领导地位的则为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派。当时法国的无产阶级在政治上还不够成熟，他们没有巩固的组织，不能在这一次革命中进行独立的斗争。因此，七月革命就没有能使法国从君主制重新变为共和国，也没有能替劳动人民争得真正的政治权利。在性质上，七月革命尚低于1793—1794年雅各宾派民主专政时期的革命。它只能算是资产阶级革命，而不能说是资产阶级民主性的革命。

图11-3　起义群众进攻巴黎市政厅
由于当时法国的无产阶级尚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七月革命的胜利果实，便完全被大资产阶级攫夺了去。大银行家雅克·拉菲特（Jacques Laffitte）和那老态龙钟但却野心不死的拉法耶特侯爵都被推上了政权的高峰。他们代表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决定维持君主立宪的政体，把王冠授予波旁王朝的宗室、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普（Louis-Philippe）。路易-菲利普是因为七月革命而获得王位，所以他所建立的王朝就被称为七月王朝（图11-4）。

图11-4　1830年7月31日路易-菲利普从皇宫前往巴黎市政厅
法国七月革命的胜利触发了欧洲其他各地的人民起义，一时革命的浪潮席卷了比利时、德意志境内的萨克森、汉诺威、巴伐利亚和黑森，意大利境内的教皇国、帕尔马和摩德纳，以及俄属波兰。不过，德意志、意大利以及俄属波兰境内的那些人民起义都先后被反动势力镇压下去了，只有比利时却于此时完成了民族的独立。
维也纳会议规定把比利时合并于荷兰，作为尼德兰王国的一部分，那完全是违反比利时人的民族愿望的。原来，比利时人远多于荷兰人（当时比利时的人口为350万，荷兰的人口只有200万）。但荷兰奥兰治王朝的统治集团却无视这一事实，一味地歧视并压迫比利时人。比利时人系由弗拉芒人（Flemings）和瓦隆人（Walloons）所组成，其中弗拉芒人的语言与荷兰人很相近，而瓦隆人则是说法文。奥兰治王朝的统治集团把荷兰文定为唯一的官方文字，这就激起了瓦隆人的反对。再者，绝大部分的比利时人信仰天主教，而绝大部分的荷兰人则信仰加尔文宗。此外，比利时人多从事于工业和农业，而荷兰人则多从事于商业和航海业。比利时人主张抬高关税壁垒以保护本土的工业，而荷兰人则主张自由贸易。这些语言上的、宗教上的、经济利益上的和民族情绪上的歧异，终于导致比利时与荷兰的分治。
当法国七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来时，比京布鲁塞尔（Brussels）的人民即掀起了起义。他们组织了革命委员会和国民自卫军，在街头堆起了战垒，与荷兰的驻屯军进行搏斗。同时，其他各地的人民纷纷响应，原先在荷兰王室军队中服役的比利时人也反正到人民这边来。1830年10月4日，比利时宣布脱离尼德兰王国而独立。荷兰的驻屯军被迫从比利时撤退，但还据有安特卫普城（Antwerp）及其近郊一隅之地。
当时欧洲的国际形势对于比利时的民族独立运动颇为有利：英国因为垂涎在比利时的商业利益，暗中支持比利时的独立；法国为了想把比利时拉进自己的势力范围，当然更赞成比利时与荷兰分治；而奥地利因为忙于对付意大利境内的革命，俄国因为忙于镇压波兰人民的起义，都无法借神圣同盟的名义来进行干涉。普鲁士虽然想出兵干涉，但也不便单独行动。1830年11月，列强的外交代表集议于伦敦，事实上已承认比利时为独立国。1831年6月，比利时迎立英王乔治四世的女婿、德意志境内萨克森-科堡的利奥波德亲王（Leopold I）为国王，确立了君主立宪的政体。不过，荷兰国王却拒绝承认这个已成的事实，复派兵侵入比利时，其势甚猛。1832年冬，英国用海军封锁荷兰的港口，法国派陆军攻克了安特卫普城，比利时才转危为安。1839年，比利时的独立最后得到荷兰王国的承认，并由英、法、俄、奥、普5国保证它为永久中立国。但后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比利时那永久中立国的地位却两次遭受到德国的破坏。
法国七月革命所造成的这些结果，有力地打击了维也纳会议所规定的政治秩序，并且使反动的神圣同盟最后归于瓦解。



三、七月王朝统治下的法国
从1830年7月至1848年2月，路易-菲利普统治着法国。在此期间，他始终遭受着左右两方面的攻击：一方面，左派的民主势力要求社会改革，要求废除君主制而改建共和国；另一方面，右派的波旁王朝正统的继承人以及波拿巴王朝的继承人都在觊觎着，想夺取他的王位。
在这里，我们应当简略地说一说路易-菲利普个人的出身：路易-菲利普之父为平等菲利普（Philippe Égalité）。平等菲利普是路易十六的堂兄弟，受封为奥尔良公爵，但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却在国民公会中投票赞成判处路易十六的死刑。因此，就波旁王朝的正统主义者看来，路易-菲利普是一个弑君犯的儿子。路易-菲利普本人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曾经参加过雅各宾派，并且曾经参加过瓦尔密战役，但后来由于革命进一步的深入发展，他就逃亡到国外去了。因此，就一些大金融家、大企业家看来，他实在是王族中唯一能够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人。实际上，正是由于大资产阶级的支持，路易-菲利普才得以爬上了国王的宝座。
路易-菲利普（图11-5）所建立的七月王朝是代表大资产阶级的王朝。马克思写道：在路易-菲利普的时代，“掌握统治权的不是法国资产阶级，而只是这个资产阶级中的一个集团：银行家、交易所大王和铁路大王、煤铁矿和森林的所有者以及接近他们的一部分大土地所有者，即所谓金融贵族。他们盘踞王位，他们在议院中强订法律，他们分配各种俸禄优厚的国家爵位，从阁部总长起至官立烟草店止”。（《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第117页）

图11-5　路易-菲利普
在政府的组织形式上，七月王朝与过去第二次复辟后的波旁王朝大致相似。路易-菲利普沿用路易十八在1814年所颁布的《宪章》，惟将选举权的财产限制略予放宽，使选民的人数从94000人增加到24万人，但这个数目尚不及当时法国人口总数的1/140。
在七月王朝统治期间，法国资本主义大工业开始蓬勃发展。在过去，急风骤雨一样的大革命仅仅扫清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而在这时候，由于工业革命的结果，资本主义的大工业才真正开始兴起。在1830年，法国境内仅有蒸汽机625架。到了1847年，法国就拥有蒸汽机4853架。在同一时期内，法国煤的年产量从176万吨增加到5153000吨，即在17年内增加了3倍多。1842年，法国颁布了铁路法案，开始大量修建铁道。到了1848年，法国境内的铁路线已长达1535公里。在1830年，法国工商业方面的资本总额约为300亿法郎；而到了1848年，这个数目就增加到450亿法郎。然而尽管如此，当时法国仍旧是一个以农业和手工业占绝对优势的国家。
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兴起，法国社会内部的阶级矛盾便愈来愈深刻化了：极少数的大银行家和大企业家从剥削中累积了巨额的财富，而广大的劳动人民则日益贫穷下去。金融贵族的统治代替了封建贵族的统治，它吮吸着千百万劳动人民的骨血。当时法国工人每天的工作时间平均是14—16小时，而所得的工资却不足以维持最低的生活。女工和童工被广泛地使用着，他们的工资大约仅及男工的一半。在经济繁荣的年代，工人的生活已经是困苦不堪；而遇到经济危机的时期，情形就更加恶劣了。
当时法国仍约有80％的人口是农民。他们虽然摆脱了封建贵族的剥削，但又遭受城市高利贷者的奴役。马克思指出：农民的小土地所有制，只是一种使资本家可以从土地上取得利润、利息和地租的凭借。“……被资本如此奴役的小块土地所有制，而它的发展不可避免地要招致这样的奴役……使法国大半国民变成了原始人。1600万农民（包括妇女和儿童）居住在洞穴中……在法国，除了官方计算的400万（包括儿童等）乞丐、流氓、犯人和妓女之外，还有500万人濒于死亡，他们或者是居住在本处农村里，或者是带着他们的破布烂巾和孩子流离转徙，从农村迁往城市，又从城市迁往农村。”（《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第314页）在资产阶级革命最彻底的法国，获得了土地的自由农民，其结果便是如此！
法国的劳动人民不能忍受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奴役，终于起来斗争了。1831年11月21日，法国丝织业的中心里昂城的工人因困于饥饿，要求厂方给以比较合理的工资，结果横遭拒绝，于是掀起了起义。工人们提出了这样的口号：“不能工作以生，毋宁战斗以死！”经过了3天的搏斗，起义者占领了整个里昂城。然而，当时法国的工人阶级还没有自己的政党，他们不知道在胜利之际组织人民的政权，而采取了徘徊观望的态度。乃至12月初，路易-菲利普从巴黎调派了46000人的正规军来进行镇压，这一次的里昂起义便归于失败了。
1831年的里昂起义在历史上标志着划时代的转变：这时新兴的工人阶级已经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起来与资产阶级进行斗争了。恩格斯写道：“……1831年在里昂发生了第一次工人起义……一方面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另一方面随着资产阶级在不久以前获得的政治统治权的发展，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阶级斗争在欧洲各个最发达国家的历史中升到首要地位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第135页）
1834年4月，里昂的工人们又发动了起义。这一次的起义比1831年的起义更具有鲜明的政治目标，起义者宣言道：“我们所为之斗争的事业，乃是全人类共同的事业……”为了祖国的未来和人民的幸福，起义者反对君主政体，要求建立民主共和。里昂工人们的革命行动震撼了全国，巴黎等大城市的人民群起响应。但路易-菲利普下令正规军对起义者肆行屠戮，工人群众在坚持了4天的浴血苦战之后，这第二次的里昂起义又被镇压了下去。
在路易-菲利普在位期间，法国在国际政治上始终只扮演着次要的角色。路易-菲利普的外交政策系以息事宁人为主，经常对英俄两国让步。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那便是“不为国家的荣誉而浪费半文钱”，然而，路易-菲利普却代表法国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在海外进行掠夺。1847年，法国蛮暴地侵占了非洲北岸的阿尔及利亚（Algeria），把那一片广大的区域变为其殖民地。
路易-菲利普的七月王朝到处都潜伏着危机。到了1848年，它就在人民革命的巨掌下被击碎了。



四、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和傅立叶以及其他非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流派——布朗基、路易·勃朗、蒲鲁东
在19世纪初期，法国产生了两位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和傅立叶。他们的生平和学说约略如下。
圣西门（Claude-Henri de Saint-Simon，1760—1825年）。圣西门（图11-6）出身于法国的贵族之家，早年曾经受过启蒙思想的教育，他的老师之一便是那百科全书派的中坚人物让·勒朗·达朗贝尔。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圣西门曾经投效在华盛顿的麾下，帮助美国人民争得独立和自由。1783年，他回到法国，不久即转往欧洲各地考察，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圣西门成了一贫如洗的人。他放弃了他那伯爵的爵位，并且始终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与封建势力进行斗争。恩格斯认为：“圣西门是法国大革命的产儿。”1802年，圣西门所著的《日内瓦书简》出版。在这部书里面，他提出了一切人都应当劳动的原则。圣西门认识到法国大革命是阶级斗争，那不仅是资产阶级与贵族之间的斗争，而且是贫穷民众与贵族、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恩格斯说道：这已经是一个“高度天才的发现”了。在1816年，圣西门就说“政治是关于生产的科学”。这样，“经济状况是政治制度的基础”这一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就被提示了出来。此外，圣西门又宣称：在将来，对于人的政治管理会变为对于社会事务的管理和对于生产过程的指导。在这里，他已经预见到将来世界上阶级消灭后国家的消亡。

图11-6　圣西门
圣西门的政治理想，表现在他那集毕生精力之所萃的《新基督教》（1825年出版）一书中。他主张依照原始基督教的精神把劳动者组织起来，用科学与工业相结合的方法，去为人数最多并且是最贫穷的阶级谋福利。不过，圣西门生活在资本主义大工业刚刚兴起的时代，那时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尚未十分尖锐，所以，他所说的劳动者不仅系指雇佣工人，并且还包括银行家、企业家和科学家。他主张所有这些人都应当通力合作，以建立一个和平幸福的共和国。圣西门说他一生的目的，就在建立一个这样的社会，它要“保证人类都能自由地发挥他们的才能”。恩格斯指出：“……从圣西门那里，我们看到的是天才的眼光远大，因之，在他的观点中包含着后来的社会主义者们的差不多一切的、并非严格是经济的那些思想的萌芽……”（恩格斯：《反杜林论》，1956年北京新一版，第271页）圣西门没有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中基本的阶级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他反对暴力革命，不主张剥夺资产阶级的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因此，他所憧憬的一切都只是乌托邦。但圣西门最后在临死之际，终于在病榻上对他的学生们说道：“不久，工人们的政党就要成立了，未来是属于他们的！”
傅立叶（François-Marie-Charles Fourier，1772—1837年）。傅立叶（图11-7）出身于一个小商人的家庭，他早年曾经做过店员、推销员和交易所的经纪人。因此，他得以接触到那些诡诈的、锱铢必较的市侩，观察到商场中那些囤积居奇、投机倒把的卑劣行为。傅立叶在他的著作里面，赤裸裸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的罪恶。他看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般人的行为都是从自私的利益出发的。“医生希望病人愈多愈好；而法院的检察官则希望每个家庭都发生诉讼。建筑师希望能发生大火灾，把全城的房屋烧掉1/4；而玻璃匠则盼望能下一场大冰雹，把所有的玻璃窗都砸碎掉……”恩格斯说道：“傅立叶不仅是批评家，而且因其乐天的性格，他还是一个讽刺家，甚至是自古以来最大的讽刺家之一。他用巧妙的同时令人发噱的词句，描写了革命低落时代当时法国全部商业活动中盛极一时的投机骗术和小商贩习气……”（恩格斯：《反杜林论》，第271页）傅立叶把人类全部历史发展的进程分为蒙昧、宗法、野蛮和文明等4个阶段，他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中剥削的秘密，提出了这样的名言：在“文明阶段，贫困就是由富裕本身所产生的”。在资本主义的制度之下，少数人的幸福是建筑在多数人的痛苦之上的。此外，傅立叶又是一个女权论者，他在历史上第一次指出：“在每一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社会整体解放的天然尺度。”傅立叶认为要医治资本主义社会的痼疾，在于成立生产合作的社团（Phalange，音译为法朗吉，这个字的原意为密集的古代军队的方阵），把资本家、科学家和劳动者集合在一起进行生产。生产的所得，应按照“各尽所能、各取所值”的原则来分配，资本家得4/12，科学家得3/12，劳动者得5/12。傅立叶和圣西门犯了同样的错误，即没有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矛盾，没有认识到资本家与工人根本是两个对立的阶级。傅立叶曾经写信给拿破仑以及法国的一些百万富翁，恳求他们捐一笔钱出来帮助他创立第一个法朗吉（图11-8）。据说他每天中午都等候在家里，希望有一位赞成这种主张的百万富翁屈尊来访。但是，他白白地等候了12年，却连一个这样的人影子都没有上门。后来美国有些倾向于自由主义的学者和文人曾经在有名的布鲁克农场（Brook Farm）试行傅立叶的主张，结果也失败了。

图11-7　傅立叶

图11-8　傅立叶设想的法朗吉
圣西门和傅立叶的学说，与其他所有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学说一样，都蒙着一层幻想的、不现实的、神秘主义的阴云。空想社会主义者不能阐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实质，不能了解资本主义的崩溃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同样是一个历史的必然，也不能看到那种能成为新社会创造者的力量。他们自以为是超乎阶级之上的人，觉得无产阶级是被压迫被凌辱的群众，于是用一种悲天悯人的心情，企图对无产阶级有所帮助，殊不知无产阶级正是肩负着伟大历史使命的群体，正是能以自己的斗争来实现社会变革的力量。因此，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学说始终是一些与无产阶级革命不相干的空中楼阁。在历史上，空想社会主义者有其一定的地位，但在科学的共产主义兴起之后，他们的学说在工人运动中就起了反动的作用。
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本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体系，如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人的体系，是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间的斗争尚未发展的最初时期出现的……”
“这种体系的发明家虽然也曾看见阶级的对立，以及统治社会本身内部那些破坏原素的作用。但他们没有看见无产阶级方面的任何历史自动性，没有看见无产阶级所特具的任何政治运动。”
“……尚未发展的阶级斗争形式以及他们自己所处的那种生活地位，却使他们自命为是高高超出于这种阶级对抗之上的人物。他们想要改善社会一切成员的生活，连那些处境极优的成员也包括在内。因此，他们总是笼统地向整个社会呼吁，甚至主要是向统治阶级呼吁。据他们的意见，大家只要懂得他们的体系，就会承认这个体系是建设最优美社会的最优良计划了。”
“因此，他们抛弃一切政治行动，特别是抛弃一切革命行动；他们想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并且企图用一些细小和当然不会成功的试验，凭靠实证来为新的社会福音开拓道路。”
“……批评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意义是与历史发展进程成反比例的。阶级斗争愈发展和愈带有确定的形式，则这种玄想超出阶级斗争的意图，这种玄想式的否定阶级斗争的态度也就失去其任何实际意义和任何理论根据。所以，如果说这些体系的创造人在许多方面是革命的，那么他们的信徒却就始终组成为一些反动的宗派。这些信徒不顾无产阶级在历史上已经继续向前发展的事实，还是死守着他们老师们的陈旧观点。所以，他们始终一贯反复企图削弱阶级斗争和调解阶级矛盾……”（《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第37-39页）
此外，在19世纪中期，法国又出现了一些非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流派，其中较为著名的是下列3人。
布朗基（Auguste Blanqui，1805—1881年）。布朗基（图11-9）不同于圣西门和傅立叶，他是大无畏的革命家，是巴贝夫事业的继承者，是终身为劳动人民的利益而奋斗的战士。布朗基一生前后33年系在监狱中度过，他虽然历尽了苦难，但始终保持着一个革命者所应有的信心和毅力，为共产主义的理想献出了一切。然而，布朗基却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个人英雄主义者和革命冒险主义者，他不了解革命理论对于革命实践的指导作用，不了解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性，不联系广大的群众，而主张不管具体条件如何，就由一小群职业的革命家用密谋和武装暴动的方法来进行革命。他错误地认为：“只要今天动手掌握到政权，后天就可以实现共产主义了。”当然，这种冒险主义只能是给革命本身带来损失。布朗基曾经论及革命专政的必要，然而他所理解的革命专政却是一小群职业革命家的专政，那与马克思主义者所主张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完全不相容的。

图11-9　布朗基
路易·勃朗（Louis Blanc，1811—1882年）。路易·勃朗（图11-10）是一个国家社会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他于1840年出版所著的《劳动组织》一书，抨击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自由竞争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认为劳动者要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必须组织起来。路易·勃朗主张由政府为劳动者建立国营工厂，以代替资本家的私营企业。他认识到政权的民主化是进行社会改革的先决条件，说道：“国家应当为每一个能做工的人解决工作问题，应当为每一个年老和残废的人提供救济和保护。而这种措施，只有民主的政权才可以办得到。”不过，他却不了解政权之阶级的本质，而一贯散布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相妥协的思想毒素。路易·勃朗所主张的社会主义是空想的。可以说，他是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的祖师。

图11-10　路易·勃朗
蒲鲁东（Pierre-Joseph Proudhon，1809—1865年）。蒲鲁东（图11-11）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他的思想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中那些濒于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的要求。蒲鲁东是从小资产阶级的立场来反对大资产阶级，企图使小私有制永久地存在下去。他一方面诅咒资本主义的罪恶；另一方面又主张维持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因此他就自陷于不可解的迷惘之中。1840年，蒲鲁东发表所著的《什么是财产》一书，说“财产就是盗贼的赃物”。1846年，蒲鲁东又出版了一本书，题为《贫困的哲学》，对于当时其他的社会主义思想家颇多讥评，然而他自己却没有建立什么完整的理论体系。后来马克思曾以《哲学的贫困》一书，来批评他的错误。蒲鲁东维护个体小生产者的利益，他反对国家干涉劳资关系，也反对工人阶级本身之间的联合，蒲鲁东主张用生产合作和无息放款等方式和平地进入到社会主义，他认为任何性质的政治组织对于个人都是一种迫害，那实在是无政府主义的滥觞。蒲鲁东主义在工人运动中产生了极为有害的影响，它是马克思主义的敌对物。

图11-11　蒲鲁东



第十二章　1815—1848年的英国
一、英国的经济发展和工人运动的兴起
从18世纪末叶到19世纪初期，即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时期，英国是在工业革命的程途上迈进。在这一段时期之内，英国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真是一日千里。
恩格斯写道：“正当革命的风暴横扫法国大地的时候，在英国也经过一次较不喧嚣的然而一样巨大的变革。蒸汽和新的机器生产，把手工工场转变为现代的大工业，并因此把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基础革命化了。手工工场时候的爬行似的发展进程，变成了生产中的真正疾风骤雨的时期。社会愈益迅速地分化为大资本家和一无所有的无产者；在他们之间，代替旧时的稳定的中间阶层而出现的，是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的不稳定的群众，他们过着非常动荡的生活，并成为人口中最流动的部分。新的生产方式，在当时还只处在向上发展的最初阶段；它还是正常的、‘正规的’、在当时条件下唯一可能的生产方式。可是这种生产方式那时已经来得及产生出触目的社会的痛苦了：在大城市的最恶劣的陋巷里，麇聚了无家可归的人民大众；一切旧时遗传下来的联系、宗法的结构、家庭都被破坏了；劳动时间可怕地延长了，尤其是妇女和儿童；劳动人民，突然地被投入于完全新的条件之中，‘从乡村转到城市，从农业转到工业，从稳定的生活条件转到每日变化的不可靠的生活条件’……”（恩格斯：《反杜林论》，第272-273页）
在拿破仑战争结束后，英国恢复了它那在欧洲的工商业霸权。此外，根据维也纳和约，英国又在海外获得了许多新的殖民地和海军根据地。然而，长期的战争也使英国的财政为之虚耗。在1815年之际，英国的公债发行额已达8.648亿英镑。英国的统治集团为了要把这一笔巨大的负担转嫁在劳动人民头上，于是就增加捐税，结果是：金融资本家和大地主的钱袋因为战争而更加肥满，而劳动人民则相对地贫困下去了。
由于圈地运动和资本主义工业化的结果，英国本国所出产的谷物早已不能满足人民食用的需要，而必须从国外输入粮食。然而，英国的地主贵族却为了要保障他们在粮食市场上的垄断地位，特利用自己在议会中的优势，于1815年制定了《谷物法》（Corn Law），规定：只有当英国本国市场上小麦的价格超过80先令一夸特（Quarter，英国制的体积单位，约合290公升）时，才不限制外国的粮食进口；如果小麦的价格跌到这个水准以下，则禁止输入外国粮食。这样，英国的地主贵族就利用这种法令，使控制在他们手中的粮食经常得以高价出售。《谷物法》是牺牲英国广大人民的利益来维持地主贵族的超额利润，它造成了人为的饥荒，使劳动人民经常是处于半饥饿的状态中。同时，《谷物法》也阻碍着英国工业的高涨。因为粮价的昂贵造成了劳动力的昂贵，致使工业资本家无法雇佣廉价的劳工。
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以剥削本国的劳动人民以及世界各地（特别是落后国家）的广大人民来达成的。当英国的资本主义大工业蓬勃发展之际，英国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却日益恶化了。在19世纪初期，英国的浪漫诗人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1792—1822年）就已经向劳动人民发出了这样的号召（图12-1）：
英国的人民，
为什么要替那些压迫你们的地主贵族耕田播种？
为什么要用这样的辛苦和忍耐，
替那些暴君们缝制锦绣的衣裳？……
像睡狮一样地猛醒吧，
无敌的人们！
打碎你们身上的锁枷，像拭去露珠一样！
你们人多势众，而他们却只是少数！

图12-1　英国浪漫诗人雪莱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的发明是被用来剥削劳动人民的，它与劳动人民的利益处于敌对的地位。在那种剥削制度之下，机器的使用必然会造成工人的失业。英国早期的工人运动带有自发的幼稚的性质。当时工人们还没有认识到他们之所以陷于那种悲惨的境地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而误以为是机器夺去了他们的工作。据说有一个名叫卢德（Ludd）的工人，常以破坏机器来发泄心中的愤怒。在1816年的冬天，就有许多被称为卢德运动者（Luddites）的人仿效这个办法，在各地捣毁机器。资本家认为卢德运动破坏了他们的企业，乃唆使议会制定法律来严行镇压。
卢德运动捣毁机器的行为是幼稚的，但在当时的情况下，那也是可以理解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工人要能分别机器与机器之资本主义的使用，从而，不以物质生产资料自身而以物质生产资料之社会的剥削形态为攻击目标，是还要有相当的时日和经验的。”（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521页）
1818年，数千名饥寒交迫的工人在英国工业中心兰开夏集合起来向伦敦进发，准备向政府请愿。工人们扛着这样的标语：“我们要求工作，但不愿靠施舍而生活。”结果英国政府用武力解散了请愿者的队伍，并且不经过审判，就把许多人拘捕下狱。
1819年8月16日，英国的工人群众在曼彻斯特附近的圣彼得广场（St．Peter's Fields）举行6万人的大集会，准备聆听激进民主派的宣传家亨利·肯特（Henry Hunt）发表演说，要求改革选举制度并废除《谷物法》。这时英国政府竟如临大敌，调派骑兵冲入人群，向手无寸铁的工人群众拔刀乱砍，结果死难者15人，负伤者500多人。那些骑兵曾经是在滑铁卢之战中打败拿破仑的胜利者，这时他们却对本国的人民进行屠杀了。于是人们就痛心地把这一次事件称为彼得卢屠杀（Peterloo Massacre）（图12-2）。

图12-2　彼得卢屠杀
就在这动荡的年代，资本主义的大工业逐渐在英国确立了决定性的优势。机器工业不断地排斥着手工业。在1820年之际，英国的手工纺织工人尚有24万人，但在1844年，这个数目就减少到6万人。而在同一时期之内，受雇于机器纺织厂的工人则从1万人增加为15万人。英国的生铁产量在1800年仅有193000吨，到了1840年则上升为140万吨，然而，这还仅仅是大规模发展的开始。从1830年起，英国开始大规模地敷设铁路并建造远涉重洋的大汽船。
关于当时英国经济发展的情形，恩格斯在1844年写道：“在60年或80年之前，这个国家还同其他国家一样，有不大的城市，有很少一点不发达的工业，而且人口很稀，大部分都是农业人口。现在，这个国家已经面目全非了。它的首都已经有了250万人口，有巨大的工厂城，有以工艺品供应全世界的工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314页）
在19世纪上半期，英国开始成为全世界的工厂。伦敦、曼彻斯特、里兹、伯明翰、利物浦、格拉斯哥等城市不仅是英国的工业中心，而且是全世界制造业的中心。
就在19世纪上半期，英国加强了对于东方各国的侵略。它在印度所进行的骇人听闻的掠夺，使那文明的古国闾里为墟，白骨蔽野。而从1839年至1842年，英国龌龊地对中国进行鸦片战争，结果强迫清政府订立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二、1832年的议会改革法案
在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英国就确立了资产阶级代议制的政体；资产阶级与地主贵族结成了长期的同盟，他们通过他们的政党辉格党和托利党来对广大的人民施行统治。
然而，直到19世纪20年代，尽管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已经使英国的社会面貌完全改变，英国的议会选举却仍然是依照过去的旧制度来进行的。在那种旧选举制度的束缚之下，新兴的、已经拥有众多人口的工业城市如曼彻斯特、伯明翰、里兹、谢菲尔德（Sheffield）等在众议院中都没有代表权，伦敦那样的大城市也仅能选出4名议员，但许多荒落了的市镇（rotten borough），其中最小的只有12人，有的甚至只剩下一点残垣败瓦，或竟已经沉没到湖底去了，却各得选举两名代表参加众议院，结果便是：贵族院和众议院均为地主贵族所把持，而工业资本家和广大的人民却在议会中没有充分的代表权。
政治是经济关系之集中的表现，它不能长久地落后于实际。事实很明显，那种旧选举制度早已不适合于当时英国社会上阶级力量的对比关系。所以，在19世纪20年代，功利主义的经济学者边沁（Jeremy Bentham）和政治家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等就竭力鼓吹改革，他们的主张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支持。
一般地说来，在当时英国的那两大政党之中，辉格党主要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它赞成政治改革；托利党主要是代表地主贵族的利益，它反对政治改革。
由于法国七月革命的影响，英国人民要求改革的呼声更加激越。1830年10月，托利党领袖威灵顿公爵被迫辞去首相的职务，辉格党领袖格雷伯爵（Charles Grey，the 2nd Earl Grey）奉命组织内阁。1831年3月，格雷伯爵第一次向议会提出了由其内务大臣约翰·罗素（John Russell）等所起草的《议会改革法案》，要求适当地取消那些荒落了的市镇的代表权并降低选举权的财产限制。尽管这个法案的内容是非常温和的，但一开始便在众议院中被否决。格雷伯爵吁请国王威廉四世（William IV）解散那一届的议会，另行改选。改选的结果是赞成改革的辉格党人在众议院中占了多数。于是在同年9月，格雷伯爵第二次提出了《议会改革法案》。这一次法案在众议院中获得了通过，但却又遭受到贵族院无理的否决。
当《议会改革法案》第二次被否决时，英国的人民群众怒不可遏，他们迅即起来进行斗争。伦敦的市民举行了有6万人参加的大会，通过了致国王的请愿书。群众蜂拥而至威灵顿公爵等保守分子的住宅，在愤恨中用石块砸碎了门窗玻璃。在曼彻斯特、伯明翰和爱丁堡等城市，民众也纷纷举行示威游行。而在德比（Derby）和布里斯托（Bristol）两地，抗议则采取了武装斗争的形式。布里斯托的工人曾经一度掌握全城的市政，坚持达两日之久，后来因实力悬殊太远，才被政府军镇压了下去。
人民的抗争有爆发成为内战的可能。这时格雷伯爵就劝说威廉四世（图12-3）改组贵族院，用细微的让步来缓和人民的斗争情绪。1832年3月23日，格雷伯爵第三次所提出的《议会改革法案》在众议院中以绝对多数获得通过。贵族院因迫于形势，也于同年6月4日批准了这个法案，于是，《议会改革法案》便付诸实施了。

图12-3　威廉四世
1832年的《议会改革法案》在英国政治史上标志着一些进步，它带来了以下的两个改变：（1）完全取消居民在2000人以下的56个荒落了的市镇的代表权；并且削减居民在4000以下的31个荒落了的市镇的代表权，限定它们以后只能各选举代表一人参加众议院。这样，在众议院中就空出了143个议席。那143个议席分配给曼彻斯特、伯明翰、里兹、谢菲尔德等大工业城市以及苏格兰、爱尔兰等原来没有代表权的地区。（2）稍稍降低了选举权的财产限制，使城市中每年缴纳房租10英镑以上的居民、乡村中有60年的租佃期而年收入不少于10英镑的佃农，或租佃年限较短而年收入不少于50英镑的佃农，均得享有选举权。城市中的小市民和乡村中享有土地使用权的佃农参加了选举的行列，于是英国选民的人数便从435000人增加到662000人。不过即使在改革以后，享有选举权的人也仅约合到当时英国人口总数的1/30。这距离普遍的民主还差得十万八千里。
1832年的《议会改革法案》使英国工业资产阶级与地主贵族在议会中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改变。在这以后，英国的工业资产阶级才真正地确立了它在政治上的优势。不过，当时英国的资本家一般都缺乏充当大臣的素养，于是，政府中的高级官员仍多由贵族担任。恩格斯说道：“在英国，资产阶级从来没有占据过全部政权。甚至它在1832年间的胜利，也是仍旧让贵族几乎独占着一切高级政府位置……的确，当时英国的资产者，通常都是些完全没有受过教育的暴发户，他们无论愿意与否，总只好把一切高级政府位置让给贵族……”（《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第112页）
英国广大的劳动人民并没有从这次的《议会改革法案》中得到什么，不久之后，他们就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宪章运动。



三、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
英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在1800年之际，资本主义大工业所造成的社会苦难已经在英国明显地表露了出来。“……这时候一个29岁的厂主作为一个改革家而出现了，这人具有孩子似的纯洁的天真烂漫的性格，同时又是一个少有的天生的领导者。”（恩格斯：《反杜林论》，第273页）那便是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
欧文（Robert Owen，1771—1858年）的一生反映了一个激变的时代，即英国由于工业革命而造成的社会大动乱的时代。欧文之所以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因为他目击到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给劳动人民所带来的难以形容的灾害，而想用改良的方法来消除它。
欧文（图12-4）出身于清寒之家，幼时只受过几年乡村私塾的教育。然而，他却以工余自学的方法，使自己成为一个有教养的人。欧文宗奉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的学说，认为人的性格是遗传和社会环境的产物。而在个性发展的过程中，社会环境的影响尤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他认为，人们的罪行“是社会本身的罪行，而不是某些个别的人的罪行，但这些个别的人却由于社会环境的愚昧和昏蒙而受到了极不公平的惩罚”。他相信：社会环境的改良，可以改变人的性格。此外，欧文也是功利主义者边沁的同志和密友，他认为人生的价值，就在为最大多数人谋最大的福利。欧文起始是在曼彻斯特一家拥有500名工人的工厂中担任经理，实行了一些改革，并且收到了一些成效。后来他与苏格兰新拉纳克（New Lanark）地方一家大纺织厂老板的女儿相爱结婚，并且接替他的岳丈做了那家大纺织厂的经理。于是，他就有更大的自由和可能来实现自己生平的主张了。

图12-4　欧文
在1800—1819年那19年内，欧文在新拉纳克进行着社会改良主义的实验。他改进工厂的技术设备和工作环境，减少工人的工作时间，为工人建造新的住宅，兴办福利事业，提倡职业教育，设立幼儿园，并且根本禁止使用10岁以下的童工。当时英国其他纺织厂中的工人平均每天要工作13—14小时，而新拉纳克纺织厂中的工人只要工作10小时半。在经济危机的时期，工厂因为棉花的来源不足而停工4个月，欧文仍旧是照发工人全部的工资。这样，工人们由于受到了较为人道的待遇，生活的乐趣和工作的积极性都大为提高了。受雇于新拉纳克纺织厂的工人达2500人，他们中间消灭了赌博、酗酒、殴斗和刑事案，人人都能安居乐业。尽管工人们从他们的劳动成果中享受到这些福利，工厂的资金仍在不断增加，股东们仍然分得优厚的利润。于是，新拉纳克就成为模范的新村，而欧文就成为名满全球的改良家。当时欧美各国的权贵和工业家来到新拉纳克访问，对于那里的秩序和劳动热情都称羡不置。俄皇尼古拉一世访问英国，也特地到新拉纳克参观了一遭。
然而，欧文并不满足于他的这些成就。他认为，新拉纳克工厂中的生活条件是比其他各地的工厂为优，但那还远不足以使工人们自由地发展他们的心智和才能。那些工人，实际上只是他的奴隶。欧文已经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中剥削的秘密，他说道：“这2500人中劳动的一部分人替社会所生产的真实财富，在差不多半世纪以前需要60万人口中劳动的那部分人来生产。我自问：2500人所消费的物品量和以前60万人所应消费的物品量之间的差数，究竟放到哪里去了呢？”答案很清楚，那是作为剩余价值被资本家剥削去了。欧文又认识到工人阶级的力量，他写道：“没有这个机器所创造的财富的新源泉，就不可能进行推翻拿破仑的战争……这个新的力量，乃是劳动者阶级所手创的。”这些思想，终于使欧文接近了共产主义。
当欧文还只是一个改良家时，他受到英国上流社会普遍的赞扬；然而当欧文进一步倾向于共产主义时，他就被英国的统治集团视为洪水猛兽了。欧文所进行的社会改良主义的实验以及他的那些倾向于共产主义的言论，引起了英国保守分子的敌视和造谣中伤，最后他竟被逐出于所谓上流社会的圈子。1824年，欧文集资3万英镑在美国中部的印第安纳州（Indiana）购买了3万英亩的土地，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共同劳动、共同消费、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新社团，命名为新协和村（New Harmony）（图12-5），进行共产主义的实验。但因为受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包围，新协和村只是一个孤岛，它的实验不久就归于失败了，结果欧文丧失了全部的财产。然而，欧文却没有因此而稍懈其志，他仍旧憧憬着实现共产主义的方法。1832年，他在伦敦创立全国劳动产品公平交换市场。但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并没有实现公平交换劳动产品的可能。过了两年，全国劳动产品公平交换市场也破产了。

图12-5　新协和村
一系列失败的经验，使欧文认识到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共产主义的理想才能实现。此后他就直接献身于工人运动，毕生奋斗不懈，以致“当时在英国发生的为了工人阶级利益的所有社会运动及其一切真实成就，都是与欧文的名字分不开的”。欧文活到87岁的高龄，他奠定了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基础。
欧文的学说以及他所做的那些示范试验实为空想社会主义之最高的发展，然而结果证明是行不通的。恩格斯写道：“……不成熟的理论，是正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关系相适应的。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既然还隐藏在不发展的经济关系中，那就不得不从头脑中来发明，来创造这种方法。社会制度所表现出来的只是一些缺点；消除这些缺点便是思维的理性所应执行的任务。于是需要发明新的更完善的社会制度体系，并且用宣传办法，在可能时更用示范试验的办法，把它从外面强加于现存社会。这些新的社会体系是预先就注定要成为空想的，它们愈是制定得详尽细密，就愈是堕入纯粹幻想的境域。”（《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第121-122页）



四、宪章运动
由于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英国社会分化为两个极端：一方面是从剥削中累积了巨额财富的资产阶级和地主贵族；另一方面是贫苦无告的劳动人民。关于这种阶级对立的情形，甚至连资产阶级的政治家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都描写道：“英国人实际上是分为‘两个国族’，它们之间没有交往，没有同情。这一方不知道那一方的生活习惯和思想感情，好像他们是远隔天涯或居住在两个不同的星球上的人一样。他们是在不同的环境下生长起来的。他们的食物不同，礼俗不同，而且法律也不同——那便是‘富人’与‘穷人’。”
1832年的《议会改革法案》仅仅是把政治上的支配权从地主贵族手里转移到工业资本家手里，它并没有能丝毫治愈社会上的痼疾；劳动人民痛切地感到他们是被卑劣地欺骗了。他们依然是和从前一样，在政治上毫无地位。
英国的劳动人民认识到：要获得政治上的权利，必须团结起来进行斗争。1836年6月，伦敦的劳动者在木工威廉·洛维特（William Lovett）（图12-6）的领导下成立了伦敦工人协会（London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以争取普选权和其他的民主权利为宗旨。1837年2月，伦敦工人协会拟定了一份《人民宪章》（The People's Charter），准备以人民的名义提请议会制为法案，付诸实施。后来凡参加此项斗争的人都被称为宪章派，而这个运动也就被称为宪章运动（Chartist Movement）。

图12-6　威廉·洛维特
在《人民宪章》中，英国劳动人民提出了6项要求：（1）把全国划分为200个人口相等的选举区，各区的代表权也相等；（2）废除选举权方面的财产限制；（3）凡年龄在21岁以上的男子，已在当地住留6个月以上者，均应享有选举权；（4）实行不记名的投票；（5）议会须每年改选一次；（6）议员须由国家给以薪俸，使劳动人民不致因为当选做议员而生活发生问题。《人民宪章》在当时具有巨大的进步意义，但也有其局限性。它并没有要求建立民主共和国，更没有要求废除私有制，而只是要求在资本主义秩序所能允许的范围内进行改革。马克思指出：“宪章中的六点，除了要求普选权和要求为了使普选权不致对工人阶级是个幻影所必需的那些条件以外，就没有其他任何别的东西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九卷，第11页）
宪章运动反映了英国广大人民的政治要求，从最初的时候起，它就带有群众的、革命的性质。在伦敦工人协会提出了这6项要求以后，英国各地的劳动人民以及一部分倾向于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都纷纷响应。宪章派到处举行群众性的集会，参加者往往达四五万人，有时甚至达10万人。因为工人白天要做工，所以集会经常是在夜间举行。每逢开会时，会场上火炬通明，群众的斗争情绪昂扬到难以想象的程度，就像进行大革命一样。英国的工人们觉得：政治的民主化是实行社会改革的必要前提，要改善非人的生活状况，就必须争取普选权。当时有人说道：“普选权问题，归根结底就是餐刀和叉子的问题，面包和乳酪的问题。如果有人问我对于普选权的理解，那我的回答是：普选权就是每个工人有权利穿好衣服，戴好帽子，住好房屋，桌上有好饭菜，工作以不妨害健康为度，得到足以享受幸福生活的工资。享受幸福生活是每一个工人有权利去要求的。”
宪章运动是英国劳动人民争取政治权利的运动，它标志着工人运动已经从经济斗争转变为政治斗争。当时英国工人已经认识到：通过普选权便可以使议会转过来制定有利于劳动人民的法案。列宁说道：“工人阶级要影响国家事务，其首要任务应当是达到政治自由，亦即达到所有公民都能直接地、有法律（宪法）保障地参加国家事务的管理。”（《列宁全集》第二卷，俄文第四版，第101页）
不过，宪章派里面包括了许多社会成分不同的人，他们内部的意见决非一致。粗略地说来，宪章运动中存在着下列两个派别。
（1）道义派（Moral Force Chartists）。这一派多为高级技术工人、自由职业者、小市民以及资产阶级中的激进分子。他们里面有很多人都是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的信徒，反对采取坚决的行动，只主张用和平的、合法的方式（如进行文字宣传、召集群众大会、向议会请愿，等等）来争取普选权。道义派是宪章运动中的右翼，他们的领袖就是伦敦工人协会的组织者威廉·洛维特。
（2）实力派（Physical Force Chartists）。这一派的基本群众是无产阶级，他们的主张是：如果议会拒绝通过人民所提出来的宪章，则人民就可以运用一切的斗争方式，直到进行总罢工和武装起义（图12-7）。实力派的领袖是爱尔兰人奥康诺（Feargus Edward O'Connor），他于1837年年末在里兹城创办《北极星报》（Northern Star），作为宪章运动的喉舌。然而，奥康诺却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看不到工业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而荒谬地认为工人应当回到土地上去，重新变为自耕农。但在实力派里面也已形成了真正代表无产阶级的一翼，他们之中最出色的人物是哈尼（Harney）。哈尼后来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转变为共产主义者。

图12-7　1839年宪章派暴动
宪章派发动广泛的群众签名运动，吁请政府实施《人民宪章》中所提出的那6项要求。1839年7月，宪章派举行第一次大请愿，把一份有125万人签名的请愿书提交议会。然而，议会中那些代表资产阶级和地主贵族的议员们却置人民的舆情于不顾，轻蔑地否决了这份请愿书。为了抗议政府的专横，宪章派号召工人举行总罢工。但政府则施用高压手段，逮捕了400多名宪章派的活动分子，并将奥康诺等人按阴谋叛国罪判处18个月的有期徒刑。
宪章派的斗争是再接再厉的。1840年7月，宪章派的代表集议于曼彻斯特，决定成立全国宪章派协会，并在各地设立分会。全国宪章派协会是英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工人政党，它的会员迅即发展到4万人。
1842年5月，宪章派举行第二次的大请愿，把一份有3315000多人签名的请愿书提交议会。在这一次的请愿书中，宪章派除了坚持原来所提出的6项要求以外，还要求制定劳工法、提高工资待遇、缩短工作时间、减轻捐税、废除教会的什一税、确定政教分离的原则、消灭资产阶级和地主贵族的独占权，并主张爱尔兰与英国分治。这时，宪章运动已经成为一般的政治运动了。请愿书中指出了一件令人惊骇的事实：当时女王维多利亚（Queen Victoria）每天的收入是197英镑，而普通工人每天的平均工资却仅有3又1/4便士（一英镑为240便士，即女王一人的收入竟等于14500多个普通工人的收入）！但这第二次的请愿书却又被议会否决了。
不过，在广大人民的压力之下，英国的统治集团也不得不在1846年废除了那万人憎恨的《谷物法》（图12-8）。1847年，英国政府颁布了关于女工和童工10小时劳动日的法律。这样，资本家就不能再无限制地剥削工人的劳动力了。马克思写道：“10小时工作日法律不仅是一个重大的实际的成功，并且是一个原则上的胜利，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第一次在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面前公开投降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第360页）

图12-8　1846年反谷物法同盟大会
1847年，英国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这就又激起了宪章运动的高潮。1848年4月初，由于法国二月革命的影响，宪章派发动了第三次大请愿，据说签名于请愿书者达500多万人，并预定于4月10日在伦敦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然而，代表资产阶级和地主贵族的政府却调集了许多军队到伦敦来，荷枪实弹，监视着人民的行动，结果宪章派取消了示威游行，只由奥康诺把那一份重达数百磅的请愿书载在一辆华丽的马车上送往议会。于是第三次的大请愿又毫无结果。
在1848年以后，英国的宪章运动便消沉下去了。
宪章运动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当时英国的工人阶级受机会主义的影响，他们还没有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革命理论作为斗争的目标，还没有成立真正革命的、足以把斗争引导到胜利的政党，而一味地沉溺于改良主义的幻想。再者，英国拥有广大的殖民地和海外市场，因此英国的资产阶级就得以从它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所剥削得来的利润中拿出一点余唾，来收买工人中的上层分子，使他们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而破坏工人运动。
不过，尽管宪章运动本身是失败的，它却显示了工人阶级巨大的力量。宪章运动迫使统治阶级不得不制定10小时劳动日法案，这便是工人运动的一大胜利。恩格斯写道：“宪章运动，同法国的里昂工人起义一样，在对于历史发展的观念上起了一种显著的转变，就是让人意识到，阶级斗争根本上并没有因为资产阶级战胜了贵族阶级即已停止，而是走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四卷，第215页）列宁也指出：“英国发生了世界上第一次广大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上成熟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那就是宪章运动。”（《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282页）



第十三章　1815—1848年的德意志和奥地利帝国
一、维也纳会议后德意志的政治，进步势力与反动势力的斗争
由于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冲击，德意志境内封建割据的情形大为减轻了。但在1815年之际，德意志仍然分裂为38个大小不等的邦国（从1818年起又增为39个），其中最强的是奥地利和普鲁士。
在维也纳和约签字的同一天，即1815年6月8日，德意志各邦在神圣罗马帝国的废墟上成立德意志邦联。盟约中规定：“这个德意志邦联的目的，在维持德意志境内及其对外关系上的安全，并维持加盟各邦的独立和不可侵犯性。”（斯蒂因：《欧洲近代史资料》，1947年纽约英文版，第466页）与过去的神圣罗马帝国一样，德意志邦联就恍如一种用蜘蛛网拴在一起的联合，是极其脆弱的，加盟各邦都享有独立的主权，它们各自拥有军队，各自设有关税，并且各自维持着各自所旧有的政治制度。
德意志邦联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图13-1）设有议会。那个议会系由各邦君主的代表所组成，而由奥地利君主的代表担任主席。它绝不是代表德意志人民的利益在进行立法，而只是代表各邦统治集团的利益在进行外交折冲。在那个议会里面，一切比较重要的议案，必须有2/3以上的代表投票赞成，方才算是通过。而各邦的利益又如此歧异，以致几乎竟没有一个议案是可以成立的。每逢开会时，各邦的代表总是喋喋不休地讨论一些无关宏旨的事，或者竟为了一些礼节上的问题而大吵大闹。无怪乎德意志的人民认为，法兰克福议会只是一个木乃伊的议会，它没有一丝生命的气息。

图13-1　19世纪20年代的法兰克福
在德意志邦联里面，奥地利与普鲁士一直进行着或明或暗的斗争，以争夺在德意志各邦中的霸权。不过，奥地利本身是一个多民族的帝国，它系以哈布斯堡王朝为中心，由10多个民族所拼凑而成，是真正的各民族的监狱。当时奥地利帝国的领土包括奥地利本部、匈牙利、波希米亚和意大利的北部。它境内居住着德意志人、马扎尔人、意大利人以及为数众多的各族斯拉夫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波兰人、乌克兰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塞尔维亚人等），其中德意志人仅占总人口的1/5左右。惟其如此，奥地利帝国在德意志的民族统一运动中不仅不能起什么推进的作用，而且相反地倒是一个阻力。
在神圣同盟肆行反动政策期间，奥地利帝国实为欧洲反动势力的坚堡，而它的首相梅特涅亲王便是那个反动阵营中的灵魂人物。梅特涅顽固地要保持维也纳会议所安排下来的秩序，他豢养着1万多名秘密警察，把那些鹰犬散布在帝国的每一个角落，对一切具有自由思想的人进行迫害。举凡一切的报纸、杂志、书籍和戏剧，均须经过严格的审查，始可出版或上演。大学讲堂上也有秘密警察在监视，只要教授们有任何批评政府的言论，马上就会遭到革职的处分。奥地利帝国的一切行政措施都是违反时代潮流的。奥皇弗朗茨一世甚至反对建造铁路，因为他觉得一旦铁路建成以后，革命思想的传播就会更快了。
德意志其他各邦在政治上反动的情形，与奥地利也只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差。当时在德意志各邦之中，只有魏玛（Weimar）、巴伐利亚、巴登、符腾堡等小邦因受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各自颁有宪法。然而即使在那些所谓实行宪政的小邦里，也说不上有什么真正的自由。普鲁士与奥地利为了争夺在德意志各邦中的霸权而水火难容，但在摧残自由思想这一点上，普鲁士的统治集团则经常接受梅特涅的指示。那些封建统治者狼狈为奸，他们企图维持一切旧有的东西而反对任何哪怕是最轻微的改革。
尽管反动势力如此专横，德意志的进步势力仍然在昂扬。当时德意志的广大人民有两种炽烈的要求：一是要求改变各邦的政治制度，以建立民主的政权；二是要求把德意志各邦聚合在一起，以实现民族的统一。这两种要求汇合为一股有力的潜流，向着封建统治者进行革命的冲击。
在德意志的民主运动中，爱国的知识分子和大学生尽了前卫的作用。当德意志被拿破仑的铁蹄所蹂躏时，魏玛公国境内耶拿大学的学生即在著名的体育家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雅恩（Friedrich Ludwig Jahn）和诗人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Ernst Moritz Arndt）的影响下成立了学生兄弟会（Burschenschaft），提出了“光荣、自由与祖国”的口号，并且把德意志人民武装在反拿破仑战争中所使用的红、黑、金三色旗作为自己的标帜。这学生兄弟会系以整个德意志民族为范围，它在各邦都设有支部，策动着争取政治民主化和民族统一的斗争。
1817年10月18日，约有800名学生兄弟会的成员和一些进步的教授为了纪念马丁·路德发动宗教改革的300周年以及莱比锡各民族大会战的四周年，特在瓦尔特堡（Wartburg Castle）举行盛大的庆祝会（图13-2）。在这庆祝会上，爱国者发表激昂慷慨的演说，并且由医生黑格维希（Franz Hegewisch）起草了一篇誓词，誓词写道：“德意志是而且永远应该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我们决不能接受那种说法，即认为德意志系由38个孤立的岛屿所组成的……”在当天晚上，爱国者又举行营火晚会。他们仿效从前马丁·路德当众焚毁教皇谕旨的故事，把一些反动的书籍、军事法规、军曹的盔帽、法官的假发和胸巾等象征专制统治的东西，都扔入火中焚化了。他们环绕着这火葬的仪式欢乐歌舞，他们渴望着祖国的新生。

图13-2　1817年10月18日，约有800名学生兄弟会的成员和一些进步的教授为了纪念马丁·路德发动宗教改革的300周年以及莱比锡各民族大会战的四周年在瓦尔特堡举行盛大的庆祝会
瓦尔特堡的庆祝会震惊了德意志的反动势力。而在1819年3月，一位名叫卡尔·桑德（Karl Sand）的耶拿大学的学生，刺杀了曾经替俄国沙皇充当间谍的文化走卒奥古斯特·冯·科策布（August von Kotzebue）。于是德意志各邦的封建统治者大为恐慌，他们决定用严峻的手段来摧残民主运动。
1819年7月，梅特涅取得了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图13-3）的同意，在波希米亚的卡尔斯巴德（Carlsbad）地方召集会议，商讨镇压民主运动的问题，结果颁布了那臭名昭著的《卡尔斯巴德诏令》。同年9月20日，法兰克福议会又批准了这个诏令，要求德意志各邦严加执行。依照《卡尔斯巴德诏令》的规定：一切的报纸、杂志和书籍，都必须经过政府当局的严格检查。各邦的统治者在每一个大学中都派定具有非常权力的专员，以监视教授和学生的行动。无论哪个教授，只要他的言行被认为是“危害到公共秩序或意图颠覆现存的政治组织”，必须立即解聘。学生兄弟会被解散了，红、黑、金三色旗遭到禁止。凡是因为政治问题而被开除的学生，其他的大学也不得录取。在这样的高压政策之下，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雅恩被逮捕下狱，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也失去了教职。

图13-3　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
《卡尔斯巴德诏令》暂时地窒息了德意志的自由主义。然而，进步势力与反动势力之间的斗争却始终在进行。随着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的爆发，德意志境内萨克森、布隆斯威克、黑森、汉诺威等邦的人民都掀起了起义，强迫这几个邦的统治者分别颁布了宪法。1832年5月，巴伐利亚的民主主义者在汉巴赫城（Hambach）举行有3万人参加的政治集会，重新举起象征革命的三色旗，要求政治的民主化和德意志的统一。而到了1848年，革命人民就粉碎了那反动的梅特涅体系。



二、德意志的经济发展，德意志关税同盟的成立
德意志境内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德意志的莱茵区曾经直属于法国，那里的封建制已被扫清，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正在迅速发展。1807年，普鲁士开始废除农奴制。但是，在德意志的南部和东部，封建制的生产方式仍旧居于支配的地位。当时占德意志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他们的经济情况是因地而异的：在莱茵区以及其他的先进地区，小自耕农已非常普遍；而在易北河以东的地区，农民仍旧受着极繁重的封建剥削。
从19世纪20年代起，德意志各邦已经开始走上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道路。莱茵区是最先进的部分，在那里，机器纺织业和冶金业都已经发展到相当巨大的规模。接着在萨克森和西里西亚，也都出现了使用机器来进行生产的大工厂。萨克森的克姆尼茨城以棉纺业驰名遐迩，当时有“德意志的曼彻斯特”之称。
然而政治上的分裂状态，却阻遏着德意志经济进一步的发展。起初，参加德意志邦联的38个邦各有各的关卡，而且币制、商务规程以及度量衡的单位都不统一。再者，各邦内部也是关卡林立，例如普普士境内曾经有60多道内地的关卡。货物每经过一道关卡都必须纳税，步步阻遏，无从畅流。1819年4月，德意志的工商业者向法兰克福议会呼吁，要求改变这种状况，他们说道：“……如果一个商人在汉堡和奥地利之间进行贸易，或在柏林与瑞士之间进行贸易，那么他就必须路过10个邦，必须熟悉10个关卡的规章，必须一道又一道地缴纳过境税。如果哪个人不幸而居住在3个邦或4个邦交界的地方，那么他就得整天去对付那些气势汹汹的税吏和关卡衙役；实际上他可算是一个没有祖国的人。”（斯蒂因：《近代欧洲史资料》，1947年纽约英文版，第591页）
到了19世纪30年代，德意志的资产阶级更加坚决地要求废除各邦的关卡并建立统一的关税制度，他们的代言人便是民族主义的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李斯特（图13-4）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政策，必须是从它本身最大的利益出发。他主张应以整个德意志为范围，一方面尽量抬高关税壁垒，以保护本土的工业；另一方面取消各邦的关卡，使各地的货物得以自由流通。换句话说，那就是要求在保护关税的庇护下，在德意志境内实行自由贸易。李斯特说道：“假如把人体的各部分器官捆上绳索，就会阻碍血液从一个器官流到另一个器官，这在经济关系上差不多也是一样的。”

图13-4　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
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有统一的国内市场。1818年，普鲁士首先撤销了它那些内地的关卡。接着，普鲁士便邀请其他德意志诸邦举行会议，商谈关于组织德意志关税同盟（Zollverein）的问题。1834年1月1日，普鲁士、符腾堡、巴伐利亚、萨克森、拿骚等18个比较大的邦正式成立德意志关税同盟，约定互相降低关税，并且制定了统一的进口税率，以后凡外国货物进口，只须纳税一次，即可在加盟各邦中流通无阻。两年之后，巴登和法兰克福自由市也参加了德意志关税同盟。而到了1842年，除了奥地利、汉诺威和美克伦堡（Mecklenburg）以外，几乎所有的德意志各邦都成了德意志关税同盟的成员。
德意志关税同盟的建立，是德意志历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在这以后，德意志经济发展的速度便显著加快了。从1834年至1838年，德意志境内新出现的大企业就达45家，人烟稠密的大工业城市也成长了起来。1835年，德意志各邦开始修筑铁路。及至1845年，德意志境内的铁路线已经超过了2000公里。
德意志关税同盟把加盟的德意志各邦在经济上连为一体，它为以后德意志政治上的统一奠定了基础。



三、德意志文化——贝多芬、歌德、席勒、海涅、黑格尔、费尔巴哈
在19世纪上半叶，德意志在政治上是很贫乏的，然而在文化上则产生了许多卓越的人物。当时德意志的音乐、文学和古典哲学都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1770—1827年）。在世界近代历史上，德意志产生了许多杰出的音乐家，但其中最伟大的则推贝多芬。贝多芬出生于德意志莱茵区的波恩城（Bonn），其家族系从尼德兰南部迁来的弗拉芒人。他幼年即受家庭环境的熏陶，酷嗜音乐。1787年，贝多芬前往维也纳，曾经一度就学于天才的音乐家莫扎特（Wolfgang Amadeus Mozart），受到莫扎特的激赏。接着，他又就学于杰出的音乐家海顿（Joseph Haydn）。当时维也纳是欧洲音乐活动的中心，自1792年，贝多芬大部分的岁月都是在这里度过的。1800年，贝多芬的第一部交响乐问世，随后他就声誉日隆，被称为“乐圣”。1804年，他写成了描绘拿破仑的《英雄交响乐》；1806年，他写成了表现德意志民族解放斗争的《第五交响乐》；1808年，他写成了赞美大自然和劳动幸福的《田园交响乐》。从1819年起，他完全失去了听觉，而晚年的生活又充满着忧伤，但他却仍然继续写成了许多不朽的名作。贝多芬的许多乐曲磅礴激越，震撼人心，是宇宙的旋律，是人民的声音。目前在世界上，几乎每一分钟都有人在演奏贝多芬的名曲。
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年）。歌德（图13-5）在德意志文学史上的地位，就恍如莎士比亚在英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一样。1774年，歌德出版所著的《少年维特的烦恼》（Die Leiden des jungen Werthers），那是一部浪漫主义的爱情小说，曾经风靡一时。1775年，歌德受魏玛公国统治者的邀请，担任威马公国的行政要职。当时魏玛是德意志境内学术活动的中心，而歌德就成了德意志文坛上的盟主。在浪漫主义的狂飙突进运动（Sturm und Drang）中，歌德不失为一位中坚人物。然而在思想上，歌德仅仅代表有自由主义倾向的贵族。他一方面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天才；另一方面是一个相当庸俗的官僚。他对于当时的社会采取了两种相反的态度：有时他振臂瞋目，高呼反抗；有时他又随波逐流，宣传温顺的服从，甚至表现出绝望的感伤。马克思说道：“……歌德有时伟大，有时渺小；有时是叛逆的嘲谑的玩世不恭的天才，有时是拘谨刻实的小气的庸人。歌德是不能战胜德意志的悲运的，而且相反，悲运却压倒了他……”（苏联共产主义学院文艺研究所编：《科学的艺术论》，1950年北京中文版，第58页）歌德一直活到83的高龄，他生平所写的诗和剧本甚多，其中最著名的是《浮士德》（Faust），那是他费了毕生的心血，在临死之前才最后定稿的。

图13-5　歌德
席勒（Friedrich von Schiller，1759—1805年）。席勒是与歌德齐名的诗人和剧本作家，同时也是一个有成就的历史学家。1781年，那时他才22岁，席勒发表了他的成名之作《强盗》（Die Räuber），对暴君们举起了反抗的旗帜。1784年，席勒的剧本《阴谋与爱情》（Kabale und Liebe）问世，他一方面揭露了统治阶级的荒淫无耻；另一方面又塑造了德意志人民正直、勇敢、坚定的形象，表现了新时代的希望。1789年，席勒由于歌德的推荐，在魏玛公国的耶拿大学担任历史教授。在这以后的4年中，他完成了《尼德兰革命史》和《三十年战争史》。接着，席勒（图13-6）又陆续写成了3部不朽的剧本，那便是《华伦斯坦》（Wallenstein）、《奥尔良的姑娘》（Die Jungfrau von Orleans）和《威廉·退尔》（Wilhelm Tell）。在所有这些作品里面，都洋溢一种反抗阶级压迫与民族压迫、渴求自由解放、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精神。席勒逝世时年仅46岁。

图13-6　席勒
海涅（Heinrich Heine，1797—1856年）。在19世纪30年代，德意志出现了一个反封建反压迫的革命文学团体，称为“青年德意志”。这文学团体中有一员冲锋陷阵的骁将，那便是革命诗人海涅。海涅出生于德意志莱茵区杜塞尔多夫城（Düsseldorf）一个小康的犹太商人家庭，他早年曾在波恩大学和哥廷根大学研习法律，但后来则撇开法律而从事于文学活动。1827年，海涅将他所写的抒情诗集为一册，题为《诗歌集》（Buch der Lieder）印行问世。接着，他又发表了4部写实的游记和一些政治论文。海涅自比为古希腊的喜剧家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的确，他那爱恨分明的立场，汹涌澎湃的革命热情，敏锐的观察力，以及活泼生动的语言，使他成为德意志人民的歌手。1843年年底，海涅在巴黎与马克思夫妇成了密友。其后约有一年多的时间，他经常到马克思家里聚谈，并且请马克思推敲他的诗句。尽管海涅并没有发展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然而他却坚信世界的未来一定是属于工人阶级的。海涅写道：“我是革命的儿子……我是宝剑和烈火。”“我实在不知道，我以后是否值得人们用桂冠来装饰我的坟墓……不过人们应当在我的棺柩上搁一把宝剑，因为在人类争取解放的斗争中，我是一个大无畏的战士”。
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年）。黑格尔继康德和费希特之后，又进一步发展了德意志的古典哲学。黑格尔最卓越的贡献，就在于他破天荒第一遭把整个的自然界、人类的历史以及人们的精神领域当作一种发展的过程来观察，认为它们是经常处于不断的运动、变化、改造和发展的状态中，并且企图解释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原因及其相互之间的内在联系。然而，黑格尔是一个客观的唯心主义者，他虽然承认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客观的过程，但却认为万事万物都只不过是观念的外化。黑格尔认为，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出现以前，宇宙间就存在着一种绝对观念，它表现为一切的事物。但是关于那所谓的绝对观念的涵义，他却没有交代。恩格斯指出：黑格尔的绝对观念之所以是绝对的，只是因为他绝对说不出那究竟是什么罢了。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既然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虚无的、非科学的假想之上，所以他那些关于人类历史发展的理论甚至比基督教的迷信还更要来得荒唐。黑格尔代表了德意志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叛卖性。他一方面兴高采烈地侈谈法国大革命，对于政治变革抱着一种浪漫式的希冀；另一方面又热情地歌颂普鲁士的君主专制，而认为那才是自由和理性的表现。黑格尔的名言是：“一切现实的东西才是合理的；一切合理的东西也都是现实的。”这样，他就替一切反动的、不合理的制度作了有力的辩护，而获得了“官方御用哲学家”的称号。恩格斯说道：“……黑格尔……也像他的同时代人歌德一样，还留有不少的庸人习气。歌德像黑格尔一样，各在自己的领域以内，都是真正的奥林匹亚山上的宙斯，然而两人都未能完全免去德国的庸人习气。”（《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第361页）黑格尔哲学体系中有价值的东西是辩证法。不过，在黑格尔那里，即使辩证法也只是被包在唯心主义外壳中的、头脚倒置的辩证法。后来，马克思和恩格斯从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抽出了这个“合理的内核”，加以唯物主义的改造，使之成为革命的思想武器。马克思说道：“我的辩证法在根本上不仅是与黑格尔的辩证法不同，而且是与它绝对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或者所称为观念而甚至将其变成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不过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在我看来，恰恰相反，观念现象不过是被移置于人的头脑中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现象而已。”（同前书，第一卷，第435页）黑格尔（图13-7）曾经先后执教于耶拿大学、纽伦堡学院、海德堡大学和柏林大学，他桃李满天下，在当时德意志的思想界具有巨大的影响。有许多倾向于革命的人发扬了黑格尔学说中那些进步的部分，将之作为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的旗帜，他们被称为“青年黑格尔派”。

图13-7　黑格尔
费尔巴哈（Ludwig Feuerbach，1804—1872年）。费尔巴哈是马克思以前的德意志最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他曾经受业于黑格尔，属于“青年黑格尔派”，但不久就与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分道扬镳了。1839年，费尔巴哈发表所著的《黑格尔哲学批判》。他指出：“思维是由存在产生的，而不是存在由思维产生的。”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只不过是把关于上帝创造世界的基督教迷信予以理论化罢了。恩格斯论费尔巴哈道：“他已不可遏止地意识到，黑格尔的所谓‘绝对观念’永古存在，所谓在世界发生以前就有的‘逻辑范畴预先存在’，不过是对超世间造物主的信仰的幻想残余；物质的、可以感觉得到的世界，即我们自己所属的世界，是唯一的真实世界，我们的意识和思维，不管它怎样好像是超感觉的东西，总是物质实体器官的产物，即人脑的产物。物质不是精神的产物，而精神本身倒只是物质的最高产物。不言而喻，这是纯粹的唯物主义……”（同前书，第二卷，第369-370页）1841年，费尔巴哈出版所著的《基督教的本质》。在这部书里，他揭露了一切的宗教特别是基督教在认识论上的根源。费尔巴哈说道：“除了自然界和人以外，其他的一概不存在！”不是上帝创造了人，而是人按照自己的特质和想象创造了上帝。这样，他就从根本上粉碎了一切神学的依据。然而，费尔巴哈在达到了这样彻底的无神论以后，他自己却突然停止不前了。费尔巴哈的反宗教斗争仍旧是从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人本主义立场出发的，他所讲的人乃是生物学上的自然人，而不知道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费尔巴哈看不到在阶级社会中人的阶级性。虽然他也曾经说过：“皇宫中的人所想的，与茅屋中的人所想的不同。”但是他却一贯地否认阶级利益的对立，而宣传阶级和平的说教。费尔巴哈认为，“爱”是挽救人类社会的不二法门，只要人们能够相亲相爱，便可以获得共同的幸福。殊不知道在对抗性的阶级社会里，这样的爱是无法实现的。与过去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一样，费尔巴哈尽管在观察自然现象时是一个唯物主义者，而在观察社会现象时却是一个唯心主义者。在他的哲学体系里，唯物主义带有直观的、形而上学的性质。不过，费尔巴哈在学术造诣方面的这些局限性，也与他中年以后的生活情况有很大的关系。原先，费尔巴哈曾经想从事于教学工作，但当时德意志各大学的哲学讲座多为一些庸俗之辈所占据，他没有插足的余地，以致后来竟不得不退往穷乡僻壤去务农为生。在那样孤陋寡闻的隐居生活中，他没有机会从与他才智相当的人们的切磋问难中来提高他的认识，于是他那思想的源泉也就枯竭了。关于这一点，恩格斯是很替他惋惜的。



四、德意志的空想共产主义者魏特林，西里西亚的织工起义
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兴起，德意志无产阶级的队伍逐渐成长了。
在19世纪30年代，德意志的工人运动开始走向独立发展的道路。1833年，有些侨居在巴黎的德意志的工人和手工业者成立“被迫害者同盟”。1835年，那个团体改名为“正义者同盟”。后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下，正义者同盟又改组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当时德意志的工人运动已开始具有国际的性质和规模。恩格斯在1885年说道：“……现今的国际工人运动本质上是那时的德国工人运动的直接继续，那时的德国工人运动一般说来是第一次国际工人运动，并且从它中间产生出来许多人，是以后在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著者注）中起了领导作用的。而共产主义者同盟在1847年写在自己旗帜上的《共产党宣言》理论原则，则是目前欧美整个无产阶级运动最强固的国际纽带。”（《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第335页）
在早期的德意志工人运动中，空想的共产主义者魏特林（Wilhelm Weitling，1808—1871年）曾经起过一定的作用。魏特林系一个贫苦的德意志女裁缝与一个法国军官的非婚生子，他从童年时代起就历尽了人世间的辛酸，曾经当过裁缝帮工，长期流浪于瑞士、法国、比利时和英国，后来又转往美国。魏特林亲身遭受到资本主义社会所造成的一切的厄难，对剥削制度开着极大的仇恨。他早年就阅读了许多空想社会主义者所写的书籍，同时也酝酿着他自己的改造社会的计划。1838年，魏特林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作《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接着在1842—1843年，他又陆续出版了他的《和谐与自由的保证》和《一个贫苦人的福音》。在所有这些著作里面，他都愤慨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中那种人吃人的罪恶，号召劳苦大众起来进行斗争，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以建立共产主义的社会。不过，魏特林所提出的共产主义却是颇为粗糙的、非科学的、不能实现的。他认为共产主义运动就像原始的基督教运动一样，并且自以为“口袋里装有一个能在地上实现天堂世界的现成药方”，可以不管时间、地点和条件而到处应用。更糟的是，魏特林不把实现共产主义的希望寄托在工人阶级身上，而把它寄托在那些赤贫者、流浪汉以至乞丐、盗贼等流氓无产者身上，因为在他看来，只有那些人才具有革命性。魏特林仅仅反映了无产者那种自发的反抗情绪，他还没有摸索到真正可以使人类获得解放的道路。然而，尽管魏特林有这些严重的缺点，马克思仍然指出：在魏特林那里，已经显示出那未来的德意志工人阶级雄伟有力的形象。
即使在德意志关税同盟成立以后的那二三十年间，德意志在经济发展的程度上还远远地落后于英国，同时也落后于法国。德意志的资本家为了使他们的商品得以在市场上与英国货或法国货相竞争，于是就尽量延长工人的工作时间并且压低工资，借“血汗制度”来降低成本。当时德意志工人阶级的生活情况，比英国或法国的工人阶级还要差得多。
德意志的劳动人民困于封建主和资本家的双重剥削，不堪忍受生活的苦难。1844年6月，西里西亚地区村镇彼特斯瓦尔道和朗根比劳的纺织工人因反对特别受人憎恨的企业主茨凡奇格尔，自发地掀起了起义。参加这次起义的纺织工人达数千名，他们捣毁了茨凡奇格尔的住宅，并且破坏了几处工厂的设备。这时普鲁士政府如临大敌，派遣了大批的军警和炮兵来保卫资本家的利益。纺织工人用石块和斧头来抵抗军警的袭击，结果工人有11人死难，24人受伤，这一次的起义被镇压了下去。
1844年的西里西亚织工起义在历史上标志着一个事实，即新兴的德意志工人阶级这时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力量，起来与资产阶级进行搏斗了。马克思说道：“……在法国和英国的起义中，从没有一次起义像西里西亚织工起义带有如此之理论的和自觉的性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15页）
革命诗人海涅（图13-8）在闻知西里西亚的织工起义时，便写了一首充满了战斗热情的诗篇作为声援。他咏唱道：
忧郁的眼里没有眼泪，
他们坐在织机旁，咬牙切齿：
“德意志，我们在织你的尸布，
我们织进去三重的诅咒……
……
一重诅咒给那个上帝，
……
一重诅咒给阔人们的王国，
……
一重诅咒给虚假的祖国，
……
德意志，我们在织你的尸布，
我们织进去三重的诅咒，
我们织，我们织！”

图13-8　诗人海涅
（《海涅诗选》，1956年北京中文版，第117-118页）
在19世纪40年代，欧洲革命运动的中心已经移向德意志。而在当时德意志的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民主性的革命已经可能导致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



第十四章　马克思、恩格斯和科学共产主义的兴起
一、产生科学共产主义的历史前提，马克思主义
资本主义创造了它的反对物和掘墓人——近代的无产阶级。近代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即近代无产阶级赖以进行革命斗争的指导原则，便是科学共产主义。
科学共产主义诞生于19世纪40年代的西欧，这是由一定的历史条件所造成的。当时在西欧各国中，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根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两者之间的矛盾，不仅表现为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而且也表现为日益加剧的阶级斗争。这时，取消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而代之以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的一种迫切的要求。
在19世纪30年代，西欧各国的无产阶级已经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起来与资产阶级进行搏斗。1831年，法国的工人和手工业者在里昂起义，掌握市政达10日之久；1832年，英国的劳动人民用斗争的方式促成了《议会改革法案》的实施；1844年，德意志境内西里西亚的工人爆发了起义；而在1837—1848年的宪章运动中，英国的工人阶级更显示了巨大的力量。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了一个事实：当时无产阶级已经站在历史的前列，要求改变自己被奴役的地位。
尽管当时无产阶级已经掀起了如火如荼的斗争，作为一个自在的阶级，他们却还在摸索自己的道路，对于如何把自己从资本主义的锁链中解放出来这一问题还缺乏明确的概念。当时有许多空想的社会主义者和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家都拟出医治社会痼疾的药方，企图拯救人类。但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前，从来不曾有一个人能科学地阐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从来不曾有一个人能揭露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根本矛盾，也从来不曾有一个人能找出那足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力量。
科学共产主义是从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物质生活发展过程中所提出来的新任务（即解决生产的社会性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那两者之间的矛盾的任务）的基础上产生的，它科学地表现了无产阶级的要求。列宁说道：“马克思与恩格斯在他们的科学著作中，最先说明了社会主义并不是什么梦想家的臆造，而是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过程的终极目标和必然结果。迄今全部成文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都是某些社会阶级相继统治和战胜另一些阶级的历史。这种情形，在阶级斗争与阶级统治底基础，即私有制度与混乱社会生产尚未消灭以前，是会仍然继续下去的。无产阶级底利益要求毁灭这种基础，所以有组织的工人们自觉进行的阶级斗争，也就应该向这种基础开火。而任何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马克思与恩格斯……将全部希望寄托于无产阶级不断增长的事实。无产者人数愈多，他们这一革命阶级底力量也就愈加强大，而社会主义的实现也就愈逼近，愈有可能。马克思与恩格斯对工人阶级的功绩，可以用几个字来表示：他们教工人阶级认识和意识到了自己的作用，用科学代替了梦想。”（列宁：《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1949年莫斯科中文版，第46-47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工作也是从前人所遗留下来的思想材料出发的。列宁写道：“马克思是19世纪人类三个最先进国家里三个主要思潮的继承人和天才的集其大成者。这三个主要思潮就是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与法国一般革命学说相连的法国社会主义……”（同前书，第19页）马克思与恩格斯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关于自然现象的唯物主义、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说以及与法国大革命有关的社会主义学说的成果，用无产阶级的立场来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批判地、革命地改造了所有从前那些先进思想家的学说，以建立成一个完备的、严密的、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革命理论。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利益之科学的表现，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革命理论。自从有了科学的共产主义，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便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说道：“无产阶级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在其实践的初期——破坏机器和自发斗争时期，他们还只在感性认识的阶段，只认识资本主义各个现象的片面及其外部的联系。这时，他们还是一个所谓‘自在的阶级’。但是到了他们实践的第二个时期——有意识有组织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时期，由于实践，由于长期斗争的经验，经过马克思、恩格斯用科学的方法把这种种经验总结起来，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用以教育无产阶级，这样就使无产阶级理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理解了社会阶级的剥削关系，理解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这时他们就变成了一个‘自为的阶级’。”（《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952年北京版，第277页）
科学共产主义的诞生，是哲学、自然科学、历史学、政治经济学中真正的革命。它使人们关于自然和社会发展的观点起了根本的变革。科学共产主义通过革命的实践，就显现为无限磅礴的、战无不胜的、从根本上来改造世界的物质的力量。



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年生活
卡尔·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年）于1818年5月5日生于德意志莱茵区特里尔城（图14-1）一个有文化教养的犹太人的家庭中，他的父亲亨利希·马克思是一位具有民主思想的律师，服膺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的学说；他母亲的原籍是荷兰，世代为犹太教专职教师。从1824年起，马克思的家族改信基督教。基督教是一般欧洲人的宗教，这样，马克思在童年时代就已经取得“一张欧洲文明社会的入门券”了。

图14-1　德国特里尔城马克思故居
从少年时代起，卡尔·马克思即表现出惊人的智慧和创造性的见解，并且具有像岩石一般的不可动摇的坚定性。他在中学毕业时的论文中就写道：“我们往往不能择取我们觉得适合于我们自己的职业；我们在社会中的诸关系是早已在我们能够决定它们之前就多少固定了的。”（梅林：《马克思传》，1956年北京中文版，第6页）在这里，恍如电光的一闪，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已经在他的脑海中萌芽了。
1835年，马克思进了波恩大学。越一年，他转往柏林大学。那柏林大学不仅是德意志的人才荟萃之地，而且是世界上最有名的学府之一，从1818年至1831年，黑格尔在那里担任哲学讲席，以他的唯心主义辩证法教授门徒。黑格尔的本体论是错误的；然而，他的辩证法却使他达到了一切皆变的结论。既然一切都是在发生、发展和衰亡的状态之中，那么，普鲁士王朝的专制政体、容克地主的反动、军警的横暴以及其他一切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当然也绝不是什么永远不变的东西了。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尽管是倒立着的，但在当时德意志的思想界却起了一些变革的作用。当马克思负笈柏林大学时，黑格尔已经逝世，不过黑格尔的思想却仍旧支配着柏林大学。马克思受着环境的熏陶，乃醉心于哲学、历史和文学的研究。他在校时参加了“青年黑格尔派”，主张激进的民主主义。1841年，马克思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那是关于希腊哲学的，题为《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之区别》，并以此在耶拿大学得到了博士学位。但在写那篇论文的时候，马克思尚处于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影响之下。
马克思在得到博士学位之后，曾经想在大学中谋一个教书的位置。然而，反动的普鲁士政府禁止自由讲学，他这一个愿望并没有实现的可能。1842年10月，马克思应聘为《莱茵报》主编。《莱茵报》原为德意志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在莱茵区的科隆城所创办的报纸，在马克思的主持之下，它更成了民主革命的喉舌。马克思竭力主张言论自由，并且无情地抨击普鲁士政府的苛政，他那犀利的笔锋招致了反动势力的敌视。1843年4月，马克思被迫去职，《莱茵报》旋即被查封。这时，马克思便遭受到第一次的迫害。
1843年6月，马克思与他幼年时代的游伴威斯特华伦家的燕妮（Jenny von Westphalen）女士结婚。燕妮出身于保守的贵族世家，其祖父是七年战争时德意志有名的军事家，其兄曾经做过反动年代中普鲁士的内政部长。然而，她本人则是一个敢于反抗现实的、不平凡的女性。燕妮背叛了她原来所属的那一个阶级，无视那艰险莫测的未来，成为马克思终身的伴侣和工作中的助手，长年随着他在国外度着革命流亡者的生活而无怨无悔。
马克思和燕妮婚后不久，便于1843年11月移居巴黎。这时，马克思已经脱离了黑格唯心主义哲学的框架，转变为唯物主义者。关于他自己思想的转变的结果，马克思写道：“……法律关系如同国家形态一样，既不能就其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不如说，它们是在物质生活关系之中生根的，这种物质生活关系的总体，黑格尔学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榜样，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市民社会的解剖则应该求之于政治经济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955年北京中文版，第2页）在寓居巴黎期间，马克思潜心研究英国的古典经济学、法国革命史以及与法国革命有关的各种社会主义学说，同时参加实际的革命斗争。他开始成为科学的共产主义者了。
1844年，马克思在与早年的朋友卢格（Arnold Ruge）所合编的《德法年鉴》创刊号（也就是最后的一期）上发表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等论文。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写道：“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也应当用物质的力量去推翻；可是，理论一旦掌握了群众，也就变成了物质的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406页）在结语里面，马克思破天荒第一次指出了无产阶级在历史上的作用，认定无产阶级是唯一的阶级，可以把人类从资本主义的锁链中解放出来。
也就是在1844年寓居巴黎期间，马克思与恩格斯开始了密切的合作。从此以后，这两位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的心灵便结合在一起，成为莫逆之交和毕生的战友。列宁写道：“古谭中有许多非常动人的友谊故事。欧洲无产阶级有权说，它的科学是由两位学者兼战士创造成的，这两个人相互间的关系超过了一切古谭中最令人感动的友谊的故事。”（列宁：《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第52页）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1895年）于1820年11月28日生于德意志莱茵区巴门城（Barmen）一个资产阶级的家庭中。他的父亲是一个顽固的纺织厂主，但他的母亲却是一位慈爱贤德的夫人。
尽管恩格斯出身于资产阶级的家庭，可当时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矛盾已经日益尖锐化，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已经日益激烈，由于社会思想意识的能动作用，恩格斯便对资产阶级举起了叛旗而成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导师。
与马克思一样，恩格斯也是从少年时代起就显示出惊人的智慧和独立思考的能力。他确实可称为一个全面发展的人，在校时对于自然科学、历史、文学、音乐、外国语等课程都具有热烈的爱好，并且始终不懈地坚持着体育锻炼。他的知识领域极为广阔，其基础是在中学时代就奠定了的。
1837年9月，恩格斯在中学里还差一学期没有毕业，就被他的父亲强迫到其私人所开设的工厂办事处去见习。过了一年，他又被派往不来梅（Bremen）一家规模很大的贸易公司去工作。然而，恩格斯对于经商毫无兴趣，他把全部可以挤出来的时间都用在自修上。不来梅是德意志国际贸易的要港，在这里，恩格斯接触到欧洲各国的侨民，并且阅读到各种文字的报纸杂志。因此，他的眼界扩大了，他的外国文的程度也大大地提高了。这时他就已经能用荷兰文、英文、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来写信，并且明悉了这些外国语的各自优点。
1839年，恩格斯根据家乡乌培河谷的工人和手工业者的生活情况，写成了他的第一篇政治性的作品，题为《乌培河谷来信》。其中，他无情地斥责了资本家的贪婪和残暴，指出劳动群众的痛苦是由剥削制度所造成的。
1841年的秋天，恩格斯为炽烈的求知欲所驱使，来到京都首善之区的柏林，曾经一度在普鲁士的炮兵团里充任志愿兵。炮兵团里的操练枯燥无聊，于是恩格斯便专心于军事学的研究。他后来之所以能成为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军事学家，实肇基于此。
在居留柏林期间，恩格斯经常以旁听生的身份在柏林大学听课，博览哲学、历史、文学和政治经济学的书籍，并且参加了青年黑格尔派。这时马克思已经离开了柏林大学，但恩格斯却从朋友们的言谈中知道了马克思的为人。在1841—1842年之交，恩格斯接连写了3篇精粹的论文，批判当时德意志哲学界的权威、唯心主义者谢林（Shelling）教授。
1842年11月，恩格斯（图14-2）转往英国，为他父亲照料在曼彻斯特与他人合股经营的一家纺织厂。在英国那样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恩格斯观察到资本主义的发展给劳动人民所带来的苦难，乃决心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事业而奋斗。当时英国的劳动人民正在进行着轰轰烈烈的宪章运动，恩格斯投入了这一火热的斗争，他帮助宪章派编辑《北极星报》，并且说道：“我骄傲地称我自己为宪章派，我从头到脚都是宪章派。”

图14-2　恩格斯
1844年，恩格斯那时才24岁，便在马克思与卢格合编的《德法年鉴》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论文，第一次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某些基本的要点。1845年，恩格斯出版了他那经典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他说他写这部书的目的，是要向全世界控诉英国资产阶级的罪行。实际上，这部书不只是对英国资产阶级的控诉，而且是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所造成的罪恶的揭露和抨击。《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政治意义是重大的。列宁写道：“在恩格斯以前，已有很多人描写过无产阶级的痛苦，并指出了帮助无产阶级的必要。但是，恩格斯空前第一次说明了无产阶级不只是一个受苦的阶级，而且它所处的可耻的经济地位，就无可遏止地推动它前进，使它必须去争取本身的最终解放。而战斗着的无产阶级是能自己帮助自己的。工人阶级的政治运动必然会使工人认识，他们除了社会主义外，再没有别的出路。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只有成了工人阶级政治斗争的目标时，才会成为一种强大的力量……”（同前书，第49页）
1844年的秋天，恩格斯在从英国返回德意志时路过巴黎，会见了马克思。科学的真理使这两位革命巨人成为挚友，从此他们的事业便完全结合在一起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在与各式各样的资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的理论进行斗争的过程中，确立了科学共产主义的基础。1845年，马克思与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出版。这部书是批判德意志小资产阶级思想家布鲁诺·鲍威尔（Bruno Bauer）兄弟的错误理论的，但同时也阐明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在《神圣家族》里面，马克思和恩格斯第一次有系统地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斗争的学说。
马克思的革命活动引起了普鲁士政府的不安。1845年年初，法国政府应普鲁士政府的请求，将马克思逐出巴黎。这时马克思就迁往比利时的京城布鲁塞尔，在那里居留了将近3年，直到1848年欧洲革命的狂澜怒潮掀起时才离开。
1846年，马克思与恩格斯合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对当时德意志各式各样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家予以严正的批判。《德意志的意识形态》一书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学说，把历史发展的过程归结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过程。列宁写道：“……与黑格尔以及其他黑格尔主义者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唯物主义者，他们用唯物主义观点观察世界和人类，就看出自然界中一切现象都有其物质原因的基础，同样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由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的。人们彼此在生产人类必需品时所发生的关系，是依生产力的发展为转移的。所以，社会生活中的一切现象，人类的意向、观念与法律，都是由这种关系来解释的。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了基于私有制的社会关系，但我们现在看见，这个生产力的发展又剥夺大多数人的财产，而将其集中于极少数人的掌握中。它推翻私有制，即现代社会制度的基础，它自己就是朝着社会主义者所抱定的那个目标进展的。社会主义者只是必须认识究竟哪种社会力量因其在现代社会中所处的地位而利于实现社会主义，并使这种力量意识到它本身的利益和历史使命，这样的力量就是无产阶级。”（同前书，第48-49页）
1847年，马克思发表《哲学的贫困》，以批驳蒲鲁东所著的《贫困的哲学》。蒲鲁东认为可以用生产合作和无息贷款的方式和平地把资本主义社会改造为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指出：无产阶级必须夺取政权，消灭私有财产制，才可以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此外，马克思在这部书里又奠定了他那经济学的基石，即剩余价值的理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年生活和革命斗争略如上述。在1848年之际，这两位导师的革命理论已经臻于成熟了。
列宁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的历史功绩，“就在他们用科学的分析证明出资本主义必然要走到崩溃而过渡到不复有人剥削人现象存在的共产主义制度……就在他们向各国无产者指明无产者的作用、任务和使命是要首先发难，进行反对资本的革命斗争，并在这斗争进程中把一切被剥削劳动群众团结到自己周围”。（同前书，第62页）



三、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建立
马克思和恩格斯将理论与实践密切地结合在一起。他们不仅创立了科学的共产主义，而且终身不懈地组织和指导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
马克思和恩格斯毕生致力于建立无产阶级自己的革命政党。他们指出：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政党来指导革命斗争，无产阶级是不可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而胜利地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第一个国际性的无产阶级的政党，便是1847年所成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
共产主义者同盟是由过去的正义者同盟改组而成的。原先在1835年，有些侨居在巴黎的德意志的工人和手工业者成立了一个秘密的革命团体，他们以“永久正义”、“四海之内皆兄弟”等原始的、空想的共产主义的信条相号召，所以命名为正义者同盟。正义者同盟的盟员中有不少是欧文、布朗基、蒲鲁东和魏特林的信徒，他们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任务尚缺乏正确的理解。尽管如此，正义者同盟团结了各国的革命者，它仍不失为当时工人阶级一个最大的国际组织。从1840年起，正义者同盟的中心移往伦敦，参加那个组织的有德意志人、法国人、英国人、比利时人、瑞士人、意大利人、波兰人和俄国人，马克思和恩格斯也经常与他们发生联系。后来，马克思在追述他对于正义者同盟所抱的态度时说道：“我们发表了一些小册子，有的是铅印的，有的是石印的，无情地批评了作为那同盟的秘密教义的英法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与德国哲学的混合物。我们提议以一种科学的考察资产阶级社会经济机构为唯一可守的基础，并且以通俗的形式说明这个原则：要紧的并不是作出一种乌托邦的体系，而是自觉地参加到目前正在发生的社会变革的历史进程中去。”（梅林：《马克思传》，1956年北京中文版，第155-156页）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导之下，正义者同盟中的先进分子逐渐摒弃了布朗基、蒲鲁东、魏特林等人的思想影响，而转向科学的共产主义。
1847年1月，正义者同盟的领导人选派莫尔（Joseph Moll）为代表，从伦敦来到布鲁塞尔谒见马克思，接着又到巴黎谒见恩格斯，邀请他们参加那个同盟，并且商谈同盟的改组事宜。莫尔表示：同盟中大部分的成员都相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是正确的，并且决心使同盟摆脱过去神秘主义的传统和方式。如果马克思和恩格斯愿意参加同盟，那么，他们就可以用宣言的形式来阐述他们的科学共产主义，并以之作为同盟的正式宣言公开发表；同时，他们也就可以帮助用新的组织来代替那个旧的组织。于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欣然接受了这个邀请。
1847年6月，正义者同盟的盟员集议于伦敦，决定把他们的组织更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正确口号来代替过去“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空泛口号，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第一届大会。同年11月，共产主义者同盟在伦敦召开第二届大会，通过了同盟的章程，其中第一条规定：“同盟的目的是：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统治，消灭建筑在阶级对立上的资产阶级旧社会而建立无阶级和无私有财产的新社会。”这样，共产主义者同盟便开始以科学共产主义为指导原则，组织广大的人民群众来进行革命斗争了。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第二届大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执笔起草一个详细的政治纲领，阐明同盟的奋斗目标并将之公开发表。1848年1月，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起草的政治纲领脱稿，并于法国二月革命爆发之前的几个星期送往伦敦付印，那便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引导着全世界千百万劳动人民去进行革命斗争的《共产党宣言》。



四、《共产党宣言》及其世界性的历史意义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第一次有系统地把科学共产主义的基本原理叙述了出来。诚如列宁所说：“这本书籍篇幅虽小，但价值却不下于多部巨著：它的精神，至今还鼓舞着、推动着文明世界的全体有组织的奋斗的无产阶级。”（列宁：《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第51页）
《共产党宣言》系由4章所组成。在第一章“资产者与无产者”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迄今存在过的一切社会的历史（恩格斯附注：即有文字可考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自由民与奴隶，贵族与平民，地主与农奴，行东与帮工，简言之，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始终是处于互相对抗的地位，进行着不断的，有时是隐藏，有时是公开的斗争，每次结局若不是全部社会结构受到革命改造，便是各斗争阶级同归于尽。”（《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第8-9页）马克思和恩格斯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兴起的历史，指明资本主义制度显然较封建制度为进步。它在一定的阶段上曾经给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前途。然而，生产力的继续发展，却要求打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束缚。“资产者阶级生存和统治的基本条件是财富积累在私人手中，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资本的生存条件是雇佣劳动制。雇佣劳动制是全靠工人们自相竞争来支持的。但资产阶级不由地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进步，却使工人们经过互相联合达到的革命团结代替了他们因互相竞争引起的分散状态。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所借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脚底下抽去了。它所生产的首先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同前书，第20-21页）
在《共产党宣言》的第二章“无产者与共产党人”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共产党人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他们并没有任何与整个无产阶级利益不一致的利益。“共产党人在实践方面是世界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推动运动前进的部分，而在理论方面，他们比其余无产阶级群众优长于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及一般结果”。在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余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得政权。”“工人革命中的第一步是无产阶级变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无产阶级在夺得政权以后，即以这个政权作为杠杆，来建设以社会主义为其第一阶段的共产主义社会。“无产阶级运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所有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于国家手中，即集中于已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中，并尽量迅速地增殖生产力总量”。（同前书，第21-28页）
《共产党宣言》的第三章为“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文献”。在这一章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了过去各式各样的非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流派：封建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批评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各别地揭露了那些社会主义流派的本质，同时也就捍卫了科学共产主义的原则性。
在《共产党宣言》的第四章里，马克思和恩格斯说明了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
当然，“共产党人到处都争取各国民主政党间的团结和协议”，但同时共产党人又区别于那些普通的民主政党。这是因为，那些普通的民主政党只是在资本主义制度所能允许的范围以内要求改革。而共产党人却是坚持着工人运动的未来，要为实现无产阶级的终极目的而奋斗到底。最后，马克思和恩格斯是用这样战斗性的文字来结束这篇宣言的：“共产党人认为隐秘自己的观念和意图是件可鄙的事情。他们公开声言：他们的目的只有用强力推翻全部现存社会制度才可以达到。让那些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革命中只会失去自己颈上的一条锁链。他们所能获得的却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同前书，第41页）
《共产党宣言》成了全世界工人阶级以及一般劳动人民前进的旗帜。诚如恩格斯所说：“它无疑是全部社会主义文献中传播最广和最带国际性的著作，是从西伯利亚起直到加利福尼亚止的世界各国千百万工人共同的纲领。”（同前书，第6页）
《共产党宣言》把世界工人运动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它那伟大的思想掌握了千百万群众，便变成了强大的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揭橥的革命理论，以后在他们的《资本论》、《反杜林论》、《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等经典著作中又有进一步的发挥。马克思和恩格斯再三地指出，他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科学共产主义要求革命者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它的原理去解决实际斗争中的问题，并且在实践中使它的理论不断地得到发展。



第十五章　1848—1849年的欧洲革命
1848—1849年是欧洲革命民主势力高涨的年代。在这一年之内，法国、德意志、奥地利帝国和意大利都爆发了革命，英国也掀起了最后一次的宪章运动。
那震撼欧洲的1848—1849年革命的狂澜怒潮，是由3个革命的动力交互激荡而成的：（1）这时，共产主义者同盟已经建立，《共产党宣言》已经发表，无产阶级已经由“自在的阶级”转变成“自为的阶级”，开始英勇地为实现自己的历史任务而奋斗；（2）在德意志和意大利，广大的人民群众要求实现民主权利和民族统一；（3）在奥地利帝国境内，受压迫受奴役的民族要求独立和自由。不过在德意志和其他的中欧地区，当资产阶级刚刚踏上历史舞台的时候，无产阶级也已经逐渐成长壮大了。就资产阶级看来，无产阶级是一个更可怕的敌人，于是他们就转过去与封建势力携手，合力来镇压无产阶级的革命。这便是1848—1849年欧洲各国革命中的基本形势。



一、法国的二月革命和六月起义，路易·拿破仑的政变
（1）二月革命和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建立。
1830年的七月革命仅仅是粉碎了查理十世妄想恢复封建秩序的企图，但却没有达成法国人民群众的愿望。那一次的革命没有能够变君主制为共和国，甚至也没有能够确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制。
路易-菲利普的七月王朝是银行家的王朝，它并不是代表法国一般的资产阶级，而只是代表资产阶级中的上层分子，即所谓金融贵族。当时法国的工业资产阶级在众议院中仅占少数，而小资产阶级、工人和农民都不能参加政权。七月王朝的统治基础是极为狭隘的，它遭受到人民群众的唾弃。
在路易-菲利普在位期间，法国社会上的阶级矛盾进一步深刻化了。由于资本主义的胜利进军，手工业者和农民日益破产，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在死亡线上挣扎。而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工业无产阶级的队伍也相应地壮大了起来。在1831年和1834年的里昂起义中，法国的工人阶级已经显示了自己的力量。
1845—1846年，欧洲各地的马铃薯歉收，其中法国和爱尔兰的灾情尤为严重。在那一年，法国有许多城市和乡村的饥民掀起了暴动，并且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1847年，欧洲遭受到一次普遍的、强烈的经济危机。那经济危机开始发生于英国，迅即蔓延到欧洲大陆，首先受其袭击的便是法国。一时法国生产萎缩，工厂纷纷倒闭，无数的工人都丧失了职业。于是，在七月王朝的统治下郁积已久的革命形势，便因为那一次的经济危机而完全成熟了。
1848年1月，意大利南端西西里岛上巴勒莫（Palermo）地方的人民掀起了武装斗争，要求实行宪政。西西里人民的起义实为1848—1849年欧洲革命的一个信号，它加速了法国二月革命的爆发。马克思写道：“巴勒莫的民众流血起义则像电流一样激动了麻痹的民众，唤起了他们的伟大革命回忆和热情。”（《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第120页）
法国广大的人民群众憎恨路易-菲利普的统治，对于那代表金融贵族、自从1840年以来即在内阁中占有显赫地位的基佐（François Guizot）（图15-1）尤其不满。当时法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因为在议会里不能与那些拥护政府的保守分子相抗衡，于是就把议会里面的斗争移到议会外面来，并争取社会人士的同情和支援。他们集中在巴黎的两种报纸——《国民报》（National）和《改革报》（Reforme）的周围，常常举行“政治宴会”，在酒酣耳热之际发表演说，抨击七月王朝的反动措施，要求政治改革。这样，政治宴会就成为资产阶级民主派进行政治活动的一种方式，参加的群众往往达万人以上。

图15-1　基佐
《国民报》和《改革报》的编辑部发起于1848年2月22日在巴黎举行一次大规模的政治宴会，预定会后将举行示威游行。路易-菲利普政府害怕群众运动，它宣布禁止政治宴会和示威游行，并扬言必要时将不惜以武力对付。结果那些资产阶级的所谓民主派都噤若寒蝉，届时蛰伏在家中不敢出门。但巴黎的工人、手工业者和学生却表现了完全相反的态度，他们公开反抗政府的禁令，如期集合在预定举行政治宴会的地点，高呼：“打倒基佐！政治改革万岁！”政府调集了国民自卫军进行镇压，然而，大部分的国民自卫军都同情人民的要求，他们拒绝执行政府的命令，反而转过来与人民联欢。就在当天的晚上，巴黎的地下革命组织发出了武装起义的号召，人民纷纷在街头构筑街垒。这时路易-菲利普赶忙将那众怨所归的基佐撤职，另外任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莫莱伯爵（Count Mole）组织内阁，企图以此来挽救他那王朝的命运。但革命的形势发展得很快，那种换汤不换药的改革已经根本不能满足人民的愿望了。
到了2月23日的晚上，起义已经发展到巨大的规模，巴黎街头的街垒多至1500多座。起义者说道：“路易-菲利普和查理十世同样地屠戮人民，让他和查理十世滚到一起去吧！”莫莱伯爵慑于这种形势，根本就不敢出面组织内阁。路易-菲利普又任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梯也尔（Adolphe Thiers）和奥迪隆·巴罗（Odilon Barrot）组阁，他们也都不敢应命。
2月24日的清晨，巴黎人民的武装已经占领了全城所有的军事要塞和军械库。路易-菲利普见大势已去，乃宣布让位给他的孙儿巴黎伯爵（Count de Paris），自己悄悄地逃出了首都。可是，这时革命已经发展为推翻君主制、建立共和国的斗争，人民群众冲进了杜伊勒里宫，把国王临朝时所坐的宝座抬到巴士底广场付之一炬。在这一事件上，可以表示出法国人民对于君主政体是如何地切齿痛恨。
由于巴黎人民起义的胜利，《国民报》和《改革报》的编辑部在2月24日的晚上就拟定了一张临时政府人员的名单。在11位临时政府的负责人中，包括《国民报》的主笔、代表资产阶级共和派的诗人和政论家拉马丁（Alphonse de Lamartine）（图15-2），《改革报》的创办人、代表小资产阶级激进民主派的勒德律·罗兰（Ledru-Rollin），空想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以及工人阶级出身、曾经参加过1831年和1834年里昂起义的阿尔贝（Albert）。在历史上，工人阶级的代表参加政府，尚以此为第一次。马克思写道：“在2月街垒战中产生出来的临时政府，按其构成成分必然是分享胜利果实的各个不同党派的反映。它只能是各个不同阶级间的妥协，这些阶级曾共同努力推翻了七月王朝，但他们的利益是互相敌对的。临时政府中绝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的代表。”（同前书，第121页）

图15-2　拉马丁
尽管临时政府已经成立，法国的政体尚未确定是君主制还是共和制。当时资产阶级的代表很想拥立路易-菲利普的孙儿巴黎伯爵为王，继续维持君主制，但无产阶级则坚决反对，他们准备以新的起义来争取共和国的建立。2月25日的中午，以医生拉斯帕伊（Raspail）为首的工人代表团赶到了巴黎市政厅，用无产阶级的名义命令临时政府宣布法兰西为共和国。拉斯帕伊表示得很清楚，如果临时政府在两小时以内不执行这个命令，那么，他将带领20万人用武器来进行谈判。临时政府慑于人民的力量，结果两小时的时限还没有到，巴黎所有的街道上已经响彻了欢呼的口号：“法兰西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这样，在工人阶级的坚持之下，法兰西第二共和国便成立了。不过，法兰西第二共和国为时不长，它在历史上仅仅延续了4年多，自1848年2月25日至1852年12月2日。
法国的二月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性的革命。在革命的进程中，无产阶级曾经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1848年，法国的无产阶级已经远比在1830年七月革命时有力，这次他们终于推翻了君主制而建立了共和国（图15-3）。然而，当时还没有具备历史条件，足以把这种资产阶级民主性的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恩格斯在论1848—1849年欧洲革命时说道：“这次革命到处都是由工人阶级实行的：构筑街垒和流血牺牲的都是工人。可是只有巴黎工人才在实行推翻政府时抱有过完全确定的决心要把资产阶级制度也一并推翻。然而，他们虽曾认识到他们这个阶级与资产阶级间存在有不可避免的对抗，但当时无论法国经济发展情形或法国工人智力发展水准，都还没有达到可能实现社会改造的地步。因此，革命底果实归根到底是由资本家阶级拿去了……”（《共产党宣言》，1955年北京中文版，第25-26页）

图15-3　1848年2月25日，民众集聚在巴黎市政厅前
（2）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
正因为法国二月革命的胜利是由无产阶级争取得来的，那由二月革命所产生的资产阶级共和政府也就被迫采取一些措施，来满足劳动人民的愿望。马克思写道：“犹如在七月事变中由工人们争得了资产阶级君主国一样，在二月事变中又由工人们争得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犹如七月君主国不得不宣布自己为设置有共和机构的君主国一样，二月共和国也不得不宣布自己为设置有社会机构的共和国。巴黎的无产阶级把这个让步也争到手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第123页）
就在1848年2月25日那一天，巴黎的劳动群众举行盛大的示威游行，要求临时政府立即颁布法令，保障一切工人的“劳动权”。他们的口号是：“我们要工作而生，或者战斗而死。”结果临时政府因迫于形势，乃公布了保障劳动权的法案，并采纳路易·勃朗的建议，承认设立“国家工场”，来收容失业的工人。2月28日，临时政府任命路易·勃朗和阿尔贝组织一个委员会，专门负责处理工人的工作问题。因为那个委员会是设立在卢森堡宫中，所以被称为卢森堡委员会（The Commission of the Luxembourg）。
要在资本主义的体系之下做到每一个人都享有劳动权，实际上只是一个空虚的幻想。那由路易·勃朗所主持的卢森堡委员会，不仅没有能够真正地为劳动人民解决工作问题，反而混淆了工人阶级斗争的目标。机会主义者路易·勃朗到处劝说工人与资本家妥协，他一贯是替资产阶级服务的。列宁曾经指出：“路易·勃朗自诩为‘劳动民主党’或‘社会主义民主党’的领袖……而事实上路易·勃朗是资产阶级的尾巴，资产阶级手中的玩具。”（《列宁全集》第二十卷，第508页）
二月革命并没有触动资本主义私有制。所以，临时政府所执行的那些所谓“社会设施”，便完全是虚假的了。依照路易·勃朗的计划，临时政府于1848年3月初设立“国家工场”。当时在巴黎登记工作的失业工人约为10万人，在里昂登记工作的失业工人约为25000人。然而，所谓国家工场根本就不是什么生产机构，它发给每个工人一柄铁锹、一辆手车，叫他们去挖土、筑路、填平沟渠、在马路的人行道上种“自由之树”。条件是：凡是有工作的时候每人每天发两个法郎，没有工作的时候则每人每天发一个法郎。国家工场中没有足够的工作，工人们平日无所事事，往往就是挖土填土，挖掉了再填，填平了再挖。而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则在旁边指手画脚地讪笑道：“这便是社会主义！”
临时政府借口救济失业工人，乃将对农民所征收的直接税提高45％（即每一法郎增收45生丁），同时，资产阶级更向农民进行恶意的宣传，说他们终年胝手胼足难获一饱，而他们所增缴的血汗钱全是用来养活那些在国家工场中不劳而食的工人的。农民轻信了资产阶级挑拨离间的谰言，便对工人阶级开有对立的情绪。1848年4月，当法国进行制宪议会的选举时，占人口绝对多数的农民便都投票选举资产阶级的代表，而不选举工人阶级的代表。
1848年5月4日，制宪议会开幕，它的任务是结束临时政府的工作并为第二共和国制定宪法（图15-4）。在当选的代表之中，约有500名为资产阶级的共和派，200名为七月王朝那一系的王党分子，100名为拥护波旁王朝正统的王党分子，另外100名则为路易·勃朗、勒德律·罗兰等小资产阶级的激进民主派。5月10日，制宪议会成立了以拉马丁为首的执行委员会，以代替临时政府行使政权。执行委员会是清一色的资产阶级的政权机构，它连像过去临时政府那样联合阵线的形式都不要了。在这以后，资产阶级便公然露骨地实行反动政策。

图15-4　制宪议会开幕
巴黎的劳动人民为了反对那为资产阶级的代表所盘踞的制宪议会，于5月15日在布朗基、拉斯帕伊和阿尔贝等人的领导下发动了起义。群众冲进了市政厅，以人民的名义宣布解散制宪议会，并另行成立革命政府。但是，资产阶级却调集了武装部队进行反攻，从人民群众手中夺取了市政厅，使那制宪议会得以复会。接着，资产阶级便利用它的政权肆行恐怖，大批地逮捕革命者，布朗基、拉斯帕伊和阿尔贝等群众领袖均被投入狱中。
这时，资产阶级已经决心与人民为敌，想制造一次大流血来镇压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5月16日，制宪议会的执行委员会宣布解散卢森堡委员会。6月22日，它又下令解散国家工场，使10多万工人丧失了生产的凭借。于是，巴黎的无产阶级忍无可忍，便被迫地在街头上构筑街垒，奋死斗争。
当六月起义发生时，俄国的启蒙思想家赫尔岑（Aleksandr Ivanovich Herzen）正寄寓在巴黎。他记载道：“23日，大约是下午4点钟，我沿着塞纳河走向市政厅。商店都关了门，一队一队的国民自卫军，都面露凶色，开到各方面去……乌云中闪耀着强烈的闪电，雷声隆隆，接连地响个不停，而在这雷声之中，又扬抑着均匀而缓慢的警钟的声音……被欺骗的无产者又用这种钟声呼唤自己的兄弟们拿起武器来战斗……在河的对岸，在每一条巷子和每一条街道上都筑起了街垒……警钟老是在响着。”
巴黎的劳动人民反对“资本主义和特权的共和国”，他们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国”的口号，要求实现2月25日保障劳动权的法案，要求保留国家工场，要求解散制宪议会，要求逮捕执行委员会的反动分子，要求释放被囚禁的革命者，要求由人民自己来起草宪法，并要求军队撤出巴黎。为了达到这些目的，他们不惜牺牲生命。
从6月23日起，巴黎的工人以及他们的妻子儿女开始伏在街垒后面与政府军展开了血战。参加起义的劳动人民约有5万，他们表现了无比的勇敢和惊人的军事技巧。可是，制宪议会把独裁的权力授予素以残暴著名的武夫卡芬雅克（General Cavaignac）。卡芬雅克（图15-5）调集了一切可以调动的军队，用疯狂的屠杀来镇压这次的起义。6月26日，在经过了三天三夜的浴血苦战以后，起义终于失败。总计巴黎的劳动人民有11500多人死难，有25000人被捕，此外又有3500人被流放到法国的海外殖民地去。当革命的无产阶级敢于起来进行独立的政治斗争时，资产阶级表现出了蛮性的疯狂！

图15-5　卡芬雅克
六月起义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当时法国的无产阶级没有先进的政党领导，没有巩固的组织，而且它几乎完全是孤立无援的。马克思写道：“……巴黎无产阶级就以欧洲各国内战史上最巨大的事变即六月起义，作了回答。结果获得胜利的依然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当时站在资产阶级共和国方面的有金融贵族、工业资产阶级、中等阶级、小资产者、军队、组成为别动卫军的流氓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牧师和农村居民。而巴黎无产阶级方面却只有巴黎无产阶级自己。”（《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第230页）
六月起义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要求粉碎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政权的斗争。马克思于1848年6月29日在《新莱茵报》上写道：“法国资产阶级自1789年以来的许多次革命中，没有一次曾谋害过秩序，因为所有这些革命都是把阶级统治、工人奴役制和资产阶级秩序保留在不可侵犯的地位，尽管这种统治和这种奴役制的政治形式时常有所改变。六月革命谋害了这个秩序。”（《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第138-139页）列宁更指出：六月起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第一次伟大的内战”。（《列宁全集》第二十四卷，第294页）
六月起义是人类历史上的里程碑。从此以后，西欧各国的资产阶级就由革命的动力转变为革命的对象，而只有无产阶级才是革命的阶级了。经过这一次的挫败，法国的无产阶级暂时消沉了下去，但他们是在储积力量，到了1871年便光荣地建立了巴黎公社。
（3）路易·拿破仑的“政变”、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建立。
在六月起义失败之后，法国革命便暂时沿着直线下降的道路低落下去了。这时，资产阶级已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所吓倒，他们变得愈来愈反动，而占法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当时是站在资产阶级的一边而不是站在无产阶级的一边的。
一切反动的势力都环绕在卡芬雅克的周围，把那手上沾满着人民鲜血的刽子手当作社会秩序的救星。1848年6月28日，卡芬雅克被任命为法兰西共和国的行政首脑，继续用白色恐怖来钳制人民。8月，制宪议会借口调查六月起义的责任问题，对激进民主派的人士肆行迫害，结果甚至连路易·勃朗那样的人都不得不流亡到国外去了。
制宪议会经过了长时期的讨论，终于在1848年11月4日制定了第二共和国的宪法。这宪法规定法国为依据“自由、平等、博爱”的原则，在尊重“家庭、劳动、私有财产和社会秩序”的基础之上所建立的共和国，凡年满21岁以上的男性公民均享有选举权。它把立法权授予那由750名议员所组成的议会，把行政权授予4年一任的总统。总统握有恍如国王那样大的权力，他是国家的元首兼海陆军的最高统帅，可以不征求立法机关的同意而任命或黜换各部的部长，并且在对外关系上（宣战、媾和、缔结条约等）具有主动和领导的作用。第二共和国的宪法是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宪法，它使政权集中在总统之手，俾可镇压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
1848年12月10日，法国依照新宪法进行总统选举。当时主要的总统候选人有4人：一为卡芬雅克；一为拿破仑的侄子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亲王（Charles-Louis-Napoléon Bonaparte）；一为小资产阶级激进民主派的勒德律·罗兰；一为工人阶级的代表拉斯帕伊。结果在744万多张选票中，路易·拿破仑（图15-6）独得543万多票，以绝对多数当选为总统。

图15-6　路易·拿破仑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来说一说路易·拿破仑的生平。路易·拿破仑于1808年生于巴黎，其父为拿破仑之弟、受封为荷兰王的路易，其母为拿破仑的元配约瑟芬与其前夫所生之女奥坦丝·德·博阿尔内（Hortense de Beauharnais），所以，他既是拿破仑的侄子，又是拿破仑的外孙。在拿破仑垮台以后，路易·拿破仑即随其母流亡到瑞士，接着又在德意志南部的奥格斯堡入学读书。拿破仑的嫡子罗马王童年夭折，于是，路易·拿破仑便自命为拿破仑的继承人，窥伺着法国的政权。1830年，当法国的七月革命爆发时，他就回到巴黎图谋夺取王位，不过却被路易—菲利普挤掉了。1831年，路易·拿破仑转往意大利，他加入了烧炭党，曾经因为参加教皇国境内的人民起义而被奥地利的军队所拘捕，后来还是由于他的母亲向奥地利当局苦苦哀求，才得到释放。在1836年和1840年，路易·拿破仑曾经两次在法国举事，想推翻路易—菲利普而由他自己来做国王，但都失败了。当时路易·拿破仑写了几部宣传其政治主张的小册子：一为《拿破仑思想》，在书中，他说拿破仑帝国是法国大革命期间进步思想之最完善的实现；一为《论消灭贫困》，其中最“精彩”的句子是：“基督教的胜利废除了奴隶制，法国大革命的胜利消灭了农奴制，而民主化的拿破仑帝国的胜利则将消灭贫困。”然而实际上，路易·拿破仑只是一个卑琐不足道的政治冒险者，他本人懦弱无能，其所倚靠的唯一的政治资本就是法国大资产阶级和农民对于拿破仑的回忆。正如恩格斯所说：那伯父与侄子，“一个相信本身的天才便是命运，另一个相信自己的命运便可以代替天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卷，第348页）在二月革命之际，路易·拿破仑还流亡在英国。当时他虽然觉得大好的机会已到，但因看到法国的民主势力正在昂扬，乃暂时采取旁观等待的态度。及至六月起义时，他也没有公开露骨地站在资产阶级方面来屠杀劳动人民。由于六月起义失败后阶级斗争的新情况，他那样一个滑稽可笑的角色就做了法国最高的统治者了。
路易·拿破仑之所以能在选举中获胜，是因为他在各个阶级的人们心目中造成了各种不同的印象。大资产阶级认为他是一个可靠的工具，要用他来作为恢复君主政体的踏脚石；小资产阶级的激进派和无产阶级认为他是一个比较“民主”的人，要用他来打败那暴戾恣睢的卡芬雅克；农民认为他是拿破仑的化身，要用他来保护其小私有者的利益。马克思写道：“1848年12月10日是农民起义的日子。只是从这一天起，才开始了法国农民方面的二月革命……拿破仑在农民眼中不是一个人物，而是一个纲领。他们举着旗帜，奏着音乐走到投票箱跟前去，高呼……‘打倒捐税，打倒富人，打倒共和国！皇帝万岁！’隐藏在皇帝背后的是一个农民战争……”（《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第150页）此外，军队因为回忆到拿破仑时代法国的“光荣”，他们也拥护路易·拿破仑。
1848年12月20日，路易·拿破仑走马上任，他在就职后的第一个措施便是任命七月王朝那一系的王党分子奥迪隆·巴罗负责组织内阁。从最初的时候起，路易·拿破仑就是信任王党分子而不信任共和派的。接着在1849年1月29日，路易·拿破仑更进一步解散了那仍以资产阶级共和派的议员占多数的制宪议会。
这时，那些为六月起义所吓倒的各式各样的反动势力都沆瀣一气，合力来镇压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拥护波旁王朝正统的大土地所有者，七月王朝那一系的金融贵族，以及拥护拿破仑王朝的大资本家和军人，都在拯救社会秩序的口号之下团结了起来，组成为“秩序党”。秩序党是一支反革命的十字军，他们把路易·拿破仑看作是他们的旗手。
1849年5月，法国依照新宪法进行立法议会的选举。在这一次的选举中，秩序党心满意足，他们获得了约500个议席。温和的共和派只获得了70个议席。可是，小资产阶级的激进民主派却获得了180个议席。而他们的领袖勒德律·罗兰系由5个省同时选出，其个人所得的票数多达200万张。所以，在立法议会里面，小资产阶级的激进民主派就成了秩序党的反对党。他们自命为法国大革命时雅各宾派的继承者，称为新山岳党。
立法议会一开幕，新山岳党即与秩序党在出兵干涉意大利革命的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原来在1849年2月，罗马的革命人民推翻了教皇的统治而建立了以马志尼和加里波第为首的罗马共和国。同年4月，路易·拿破仑得到了秩序党的支持，派遣军官欧第诺（General Oudinot）率兵侵入意大利，帮助教皇进行复辟。他看出了这样的一个诀窍：帮助了教皇就可以赢得绝大部分信仰天主教的农民的拥戴，而赢得了农民的拥戴就可以使法国从“共和”变为“帝制”。但是，有民主倾向的法国人民则反对路易·拿破仑使用武力去扼杀“罗马共和国”。6月11日，新山岳党的领袖勒德律·罗兰在立法议会中提出弹劾案，指出第二共和国的宪法中明确规定不得使用武力去干涉其他国家人民的自由，要求把违犯国家根本大法的路易·拿破仑及其内阁阁员交付法庭审判。不过，秩序党却利用其在立法议会中的多数，粗暴地否决了此项弹劾案。于是新山岳党的议员忿然退出立法议会，到外面来继续他们的斗争。
6月13日，新山岳党的议员发表宣言，痛斥路易·拿破仑及其内阁阁员违法乱纪的行为。就在同一天，他们组织了一部分民主分子在巴黎举行徒手的示威游行。可是，新山岳党并没有什么真正广大的群众基础，这一次的示威游行很快就被反动军警驱散了。接着他们又号召人民起来进行武装斗争，响应者也寥寥无几，最后，新山岳党终于因为孤立而失败，勒德律·罗兰被迫逃亡到英国去了。
在排除了新山岳党以后，立法议会中的秩序党就更加肆无忌惮，妄自作威作福了。1850年5月31日，立法议会竟取消普选权，而通过了一项新的选举法，规定以后只有那些在某一特定地区内居住3年以上并缴纳赋税的成年男子，才可以参加投票选举。产业工人和手工业者多为流动人口，因此他们之中就有300万人被剥夺了选举权。这时，巴黎以及其他各地的劳动群众都纷纷抗议，新的革命形势又在酝酿之中。
当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趋于尖锐化时，路易·拿破仑又见风使舵，利用这种形势来造成他个人在政治上独裁的地位。他虚伪地站在劳动群众这一边，反对立法议会取消普选权，并且毫不吝惜诺言，说他的最真实的朋友不是那些居住在高楼大厦里的富豪，而是那些居住在城市贫民窟和农村茅屋中的穷人。
1851年12月2日，即从前拿破仑称帝的纪念日，路易·拿破仑举行他那反革命的“政变”。他事先就有周密的布置，届时用全副武装的军队85000人占领了立法议会的所在地波旁宫（Palais-Bourbon）以及巴黎市内的其他重要据点。路易·拿破仑宣布解散立法议会，逮捕了200多名资产阶级共和派的议员，同时，他也宣布恢复普选权，并要求人民授权给他修改第二共和国的宪法。
在发生“政变”的第二天，一部分的资产阶级共和派发表宣言，号召人民群众起来保卫共和国。然而，六月起义的创痕犹新，巴黎的无产阶级已经受够了资产阶级的欺骗，他们之中只有极少数的人在圣安东区构筑街垒，参加了这一次的斗争。12月4日，巴黎以及其他各地的人民起义都被镇压了下去。接着而来的便是骇人听闻的大逮捕。总计单在巴黎一地，被逮捕的社会主义者、民主主义者以及其他的进步人士就超过了26000人，其中有8000多人被判处监禁或交付警察管制，约有1万人被流放到非洲北部的阿尔及利亚，有1500多人被逐出国境。法国伟大的文学家、民主主义的战士雨果（Victor Hugo）（图15-7）也是被放逐者之一。后来他在流亡期间写成《小拿破仑》一书，用辛辣的讽刺刻画出路易·拿破仑那卑鄙阴险的形象。

图15-7　雨果
第二共和国临近灭亡了，军事独裁胜利了，这时，所谓“自由、平等、博爱”已经变成了“步兵、骑兵、炮兵”！
12月21日，路易·拿破仑将其举行政变的是非问题交付全民投票公断。然而，他却将民主势力较强的32个省置于军事管制之下，不让人民自由表示意见。全民投票的结果是：750万票表示赞成政变，但仍有64万票表示反对。1852年1月14日，路易·拿破仑修改宪法，使他本人成为大权独揽的任期10年的总统。
路易·拿破仑趁法国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差不多势均力敌、相持不下之际，用武力达成了政变。他表面上好像是站在这两个对立的阶级之上，惯于给无产阶级一些虚伪的诺言，而在本质上他所代表的却是金融贵族、大地主以及工业资产阶级的上层分子。列宁写道：“一个政府，利用资本家和工人两者相互间的极端尖锐的斗争，企图表示自己是无党派而公平的，这就叫作拿破仑主义，在实际上却是替资本家服务。这种政府最会用诺言和小恩小惠来欺骗工人们。”（《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75页）
1852年12月2日，路易·拿破仑又一次利用全民投票，宣布改共和为帝制，他本人由总统变为皇帝，于是法兰西第二帝国成立。他上承拿破仑和拿破仑之子罗马王的帝统，称拿破仑三世（图15-8）。这法兰西第二帝国延续了18年，到1870年拿破仑三世在普法战争中兵败被俘时就被推翻了。

图15-8　拿破仑三世



二、1848—1849年德意志的革命和反革命
（1）革命前德意志的社会概况。
在维也纳会议之后，德意志境内封建割据的情形是减轻了一些，但却仍然分裂为38个大小不等的邦国（从1818年起又增为39个）。这39个邦国都享有独立的主权，它们仅仅在德意志邦联的名义下保持着一点极为脆弱的联系。德意志邦联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设有议会，作为各邦国之间进行磋商的机构。
在19世纪40年代，德意志各邦的社会情况是极为复杂而不一致的。一般说来，封建势力仍居于支配的地位。恩格斯写道：“在德国，为一切政治组织之基础的人民的各种阶级的构成，比在任何别的国家都更为复杂。在英国和法国，封建制度已经被集中在各大都市——尤其集中在首都——的强大而富庶的中等阶级所完全摧毁了，或者至少也像在英国一样，被缩减成了几种无关紧要的形式了。而德国的封建贵族，则仍然保有一大部分的他们的旧时代的特权。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度差不多到处盛行。封建领主甚至还保有审判佃户权。他们虽然被剥夺了政治上的特权和对于各邦诸侯的控制权，但对于他们领地上的农民那种中世纪的统治权，却几乎完全仍然在保有着。同时他们还保有免税的特典。封建制度在有些地方比在另外一些地方要更为繁荣，但它完全被摧毁了的地方，就只有莱茵河左岸而已。这种贵族在当时多极了，一部分也很富庶，被公认为国内的头等阶级，他们担任政府的高级官吏。军队里的军官也差不多完全是他们充当。”（恩格斯：《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1953年北京中文版，第7页）
不过在经济发展的程度上，19世纪40年代的德意志是比18世纪末期的法国较为进步的。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德意志的莱茵区曾经直属于法国，那里的农奴制已被扫清了。而在1807年，普鲁士也开始废除农奴制。从19世纪20年代起，德意志各邦已经开始走上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道路，莱茵区、萨克森和西里西亚都出现了大规模的机器工厂。1835年，德意志开始修筑铁路；到了1845年，德意志境内的铁路线已经超过了2000公里。在1848年革命的前夜，普鲁士一国已经拥有蒸汽机数千架；当时在柏林的40万居民中，工业无产阶级和手工业者已占7万人。
由于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德意志的资产阶级就开始要求政权了。恩格斯写道：“自从1815年以来，德国中等阶级的财富在继续增加着，而且随着财富的增加，他们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也在继续增加着。各邦政府虽不愿意，却也不得不至少要向其较直接的物质利益低头……资产阶级不久就到达了这样一个阶段，感觉它的最重要的利益的发展，被国家的政治组织所阻遏……”（恩格斯：《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第8-9页）然而，德意志的资产阶级却是软弱的、卑怯的，它缺乏像17世纪中期英国资产阶级或18世纪末期法国资产阶级那样勇猛的革命精神。从一开始，德意志的资产阶级便倾向于跟封建势力妥协。在19世纪40年代，当英国、法国以及德意志本土的工人运动已经狂飙突起而社会主义的理论已经兴起时，德意志的资产阶级就更加丧失了革命性，它随时随地都准备出卖人民，以维持其自私的利益。
于是，在德意志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只有无产阶级才可以真正地担当起革命的任务。然而在当时，德意志的无产阶级还没有发展为一个强大的、有高度政治觉悟的阶级。
占德意志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其生活情况是不尽相同的。例如在莱茵区以及其他的先进地区，小自耕农已非常普遍；而在德意志的南部和东部，封建佃农仍到处存在。总之，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已经在某些地区占有优势，但封建制度的生产方式仍旧顽固地残存着。
在德意志，阻碍着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是政治上的分裂。各邦的币制、商务规程，以及度量衡的单位都不一致，而关卡林立，商品不能自由流通。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有统一的国内市场。1834年，普鲁士联合其他的德意志各邦（奥地利除外）组织德意志关税同盟（Zollverein），约定互相间降低关税，并且制定了统一的进口税率。以后凡外国货物进口，只须纳税一次，即可在参加德意志关税同盟的各邦中流通无阻。德意志关税同盟增强了德意志各邦之间的经济联系，为以后的政治统一奠定了基础。
（2）柏林的三月革命、资产阶级的妥协。
1844年，西里西亚发生了工人起义；1845—1847年，德意志的劳动人民因粮食恐慌，发生了多次的“马铃薯暴动”。
当法国二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来时，德意志境内的革命运动即轰然爆发。首先，德意志南部巴登、符腾堡、巴伐利亚诸邦的人民掀起了起义，要求政治改革和言论自由。各地的农民则纷纷攻打地主贵族的邸宅，把封建性的契约和地租登记册均付之一炬。
1848年3月15日，普鲁士首都柏林的劳动人民发动了武装起义。起义者在街道上构筑起街垒，与政府军搏斗近3日之久，结果死伤多人。3月18日，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Frederick William IV）迫于形势，乃允许废除新闻检查，并声明将召集“联合议会”（The United Landtag）。但当一群工人涌向王宫吁请国王撤退在柏林的驻军时，他们却被国王的卫队开枪射击。接着在这以后，柏林又发生了巷战，有数百名平民惨遭屠戮。
3月19日，腓特烈·威廉四世下令撤退柏林的驻军。那一天柏林的劳动人民为殉难的同志们送葬，扛着血迹斑斑的尸体走过王宫的门口（图15-9）。腓特烈·威廉四世也不得不出现在王宫的阳台上，脱帽向那些被他自己所残杀的人民致哀。

图15-9　柏林人民为殉难者送葬，扛着血迹斑斑的尸体走过王宫门口
接着在第二天，腓特烈·威廉四世任命以工业资本家康普豪森（Camphausen）和汉塞曼（Hansemann）为首的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内阁，同时，国王本人也戏剧性地戴上了象征革命的“黑、红、金黄”三色的帽徵游行柏林市，表示他已顺从民意。他自己说道：“这便是德意志的‘光荣革命’。”
这时，普鲁士的资产阶级已经是大喜过望。他们认为革命已经成功，马上竭诚宣誓拥护国王，请国王再把军队调回柏林，以维持秩序。实际上，革命还是刚刚开始，而资产阶级即卑鄙地匍匐在旧势力的脚下，转过来镇压劳动人民了。
柏林的三月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性的革命，然而，它为资产阶级所出卖，并没有能推翻普鲁士的君主政体。资产阶级的自由派在组阁以后，根本就没有触动普鲁士王朝原有的政权机构，所有的官僚、法庭、警察、军队都是一概照旧。康普豪森竟厚颜无耻地说：“我们已经成为王朝的盾牌，一切的危险和攻击都朝向我们而来。”普鲁士的资产阶级在革命大风暴的面前吓得惊慌无措，他们畏首畏尾，攀附在地主贵族的容克（Junker）阶级后面充当了反动的角色。
1848年6月14日，柏林的劳动人民又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群众冲入政府的军械库，夺取了大量的武器。马克思曾经指出，这一次的起义是“第二次革命的……第一道闪光”，但因没有坚强的组织，起义不久就被反动势力镇压下去了。
（3）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制宪运动的闹剧。
当革命的潮浪席卷德意志各邦之际，原有的德意志邦联议会迫于各地人民的要求，决定召集国民议会，以商讨德意志的统一问题。1848年4月，德意志各邦举行了国民议会的选举，结果当选的多为资产阶级的自由派。
1848年5月18日，德意志的国民议会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圣保罗教室开幕（图15-10）。在那些当选的835名代表之中，约有200人是律师，100人是教授，140人是工商业者，其余的则为医生、法官、政府官吏等。国民议会对于当时德意志人民热火朝天的革命斗争不闻不问，却着手来制定德意志帝国的宪法。宪法草案中的每一个字都引起喋喋不休的争辩，会议的进程非常缓慢。恩格斯写道：“这个议会的大多数分子是自由主义的律师和学究式的教授，它假充是德国知识和科学的精华之代表，而事实上是一个舞台。在这舞台上，老朽腐败的政治角色把他们不自觉的滑稽丑态与思想行动之无能展现在全德国人的眼前……这个老妪议会，从它存在的第一天起，便害怕最小的民众运动比害怕全德各政府一切反动计划加在一起还要厉害……这个机关的辩论没有什么实际结果，甚至也没有一点理论价值，只不过重复一些陈腐不堪的哲学学派和法律学派之最平凡的老生常谈而已……”（恩格斯：《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第56-57页）

图15-10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
经过10个月的讨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终于在1849年的3月制定了《宪法》，这《宪法》要求把德意志各邦合组为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废除封建的等级制和农奴制，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关于政权机构，这《宪法》规定以世袭的德意志皇帝为最高的行政元首，在皇帝之下设立帝国议会。帝国议会分为两院：一为联邦院，由德意志各邦的代表所组成；一为国民院，其议员由各邦的人民用普遍直接的选举制投票产生。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决定把德意志的皇冠授予普鲁士的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然而，腓特烈·威廉四世怕引起奥地利的嫉忌和干涉，同时他本人也不愿意受《宪法》的束缚，竟拒不接受。他轻蔑地说道：“我不愿从‘污泥沟’中捡起这顶皇冠。”于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准备用立法手段来统一德意志的企图便成为泡影了。
1848年的德意志革命是未完成的革命。它之所以半途而废，是因为德意志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和对于革命的叛变。关于德意志的资产阶级，马克思曾经用这样的文字抨击道：“德国的资产阶级发展得如此软弱、畏缩、缓慢，以至当它敌对着封建制度和专制制度的时候，它已经是和无产阶级以及城市居民中所有那些在利益和思想上跟无产阶级相近的阶层对峙了。它不仅看见了自己后边有一个阶级是对它持敌视态度的，而且看见了自己面前有整个欧洲都是对它持敌视态度的。与1789年法国的资产阶级不同，普鲁士的资产阶级不曾是一个代表着整个现代社会反对代表旧社会的君主制和贵族的阶级。它堕落成了一个既睽离君主又远离人民的孤独等级，它希图对君主和人民双方都持敌对态度，同时它对于每一敌对方所持的态度都是犹疑不决的，因为它随时都在自己前面或在自己后边看见这两个敌人；它一开始就蓄意背叛人民而与旧社会的戴着皇冠的代表人物妥协，因为它本身已是属于旧社会的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第45页）
（4）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1849年德意志革命中所坚持的正确路线。
1848年4月，在柏林的三月革命爆发后（图15-11），马克思和恩格斯即回到德意志，贡献出他们全部的力量来领导这一次的革命。

图15-11　柏林三月革命
马克思和恩格斯选择莱茵区的首府科隆城为活动的中心。1848年6月，他们开始发行《新莱茵报》。在那革命期间，《新莱茵报》不仅是德意志，而且是全欧洲唯一的高举着无产阶级旗帜的报纸。
当时，组织德意志的工人政党是一件非常艰巨的事。由于当时德意志的资本主义大工业刚刚兴起，而德意志在政治上还是小邦林立，因此就不容易建立全德意志的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恩格斯写道：当时德意志的无产阶级“对于和资产阶级间深刻的利益对立只是有着一个模糊的感觉。这样，虽然实际上它是资产阶级的威胁的敌人，而另一方面却是它政治上的附庸……还没有认识自己的历史使命的无产阶级广大群众最初只能负起资产阶级的前进的极左派的使命……德国无产阶级在政治舞台上首先以最民主主义的政党出现了”。（《恩格斯、马克思与〈新莱茵报〉》，见《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附录三，中译本，第203-204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1849年德意志革命中所坚持的战略，是实行民主革命，扫清德意志境内的封建势力，以建立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民主的德意志共和国。当时德意志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者分为两派：北德意志派主张在普鲁士王朝的领导下造成统一；南德意志派则主张保留各小邦的主权，把德意志建成像瑞士那样的联邦共和国。对于这两派的主张，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坚决反对。这是因为，无产阶级的利益既不允许使德意志普鲁士化，也不允许德意志境内的小邦分裂主义继续存在。无产阶级的利益是要求德意志成为统一的民族国家，借此来扫清阵地，以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可以在这个阵地上来进行决战。尽管当时德意志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性的革命，但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必须保持自己独立的组织和政纲，以便在推翻封建势力之后立即开始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1849年的德意志革命中提出了革命民主专政的口号。列宁写道：“马克思在1848年向革命政府或革命专政所提出的任务，按其内容来说，首先就是归结于实行民主改革；抵御反革命势力，在事实上铲除所有一切与人民专制相抵触的东西。而这无非就是革命民主专政。”（《列宁文选》两卷集，第一卷，第673页）列宁又指出：“当我们从马克思所阐明的德国经验中吸取教训时，我们所能得出的唯一保证革命彻底的胜利的口号就不外是工农革命民主专政。毫无疑义，马克思在1848年用来与那些实行反抗的反动势力以及叛卖成性的资产阶级相对立的‘人民’，其主要组成部分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同前书，第676页）
不过，由于德意志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及其对于革命的背叛，由于当时德意志的无产阶级还没有成熟到足以作独立的政治斗争，而占德意志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则又不自觉地跟在资产阶级后面走，所以这一次的革命竟半途而废了。接着而来的便是封建专制主义的反动。
1849年5月初，德意志莱茵区的革命志士掀起了起义，恩格斯曾经亲自参加这一次的武装斗争，在莱茵区的工业中心艾伯费尔德城（Elberfeld）负责指挥战事。然而，普鲁士王朝和其他德意志诸小邦的封建统治者却纠结了10多万人的部队，用暴力把莱茵区的起义镇压下去了。
1849年5月18日，普鲁士政府封闭《新莱茵报》，并将马克思驱逐出境。可是，无产阶级的斗士是“奏着军乐，举着飘扬的旗帜撤退的”。在最后一期用红色刊印的《新莱茵报》上，马克思向读者们告别道：“《新莱茵报》的编辑们在临别时敬谢你们过去对他们所表示的同情和援助，他们无论在何时何地，最后的一句话永远是：工人阶级的解放。”在这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便辗转地流亡到英国。
马克思和恩格斯总结1848—1849年德意志革命的经验教训，认为德意志的无产阶级“为要争取他们的最后胜利，他们自己必须明了自己的阶级利益，尽可能地采取自己独立的党的立场，一刻也不能被民主的小资产者的花言巧语所惑而放弃无产阶级党的独立组织。他们的战斗口号应当是：不断革命。”（《马克思、恩格斯致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信》，见《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附录一，第169页）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出的不断革命的理论，便是要第一步先完成资产阶级民主性的革命，然后再在这一胜利的基础上来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在当时德意志的历史条件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前者是后者的必要准备，后者是前者的必然趋势。



三、1848—1849年奥地利帝国境内的革命和反革命
（1）维也纳的三月革命和五月起义、资产阶级民主性的宪法之公布。
奥地利帝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帝国。在1825年之际，它境内的人口总数约为3700万人。其中，居于统治民族地位的奥地利德意志人约800万，马扎尔人约为500万，各族的斯拉夫人合计约为1700万，而其余的则为罗马尼亚人和意大利人。在奥地利帝国境内，民族的矛盾和阶级的矛盾交互错综在一起，到处都潜伏着危机。
奥地利帝国是一个经济比较落后的区域，在帝国境内，特别是在匈牙利和斯拉夫人所居住的区域，封建制的农业生产仍旧居于支配地位，农奴没有得到解放。但在某些区域，特别是在奥地利本部和捷克人所居住的波希米亚，资本主义的机器工业也已经兴起。封建专制的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阻碍着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因此，奥地利帝国境内的革命任务，就在扫清封建势力，并使那些被压迫的民族从哈布斯堡王朝的羁轭下解放出来，成为独立的民族国家。
法国二月革命的胜利，促进了奥地利帝国境内革命的大爆发。1848年3月13日，维也纳的工人、大学生以及一部分的市民在街头构筑战垒，掀起了暴动。人民群众冲进皇城的宫殿，要求罢免梅特涅（图15-12）并实行宪政。政府调集了军队来镇压革命，但有一部分军队却同情人民的起义，拒绝执行政府的命令。在这种情形之下，那主宰奥地利的政事几达30年之久，千夫所指的梅特涅便被迫辞职，化装潜逃到英国去了。

图15-12　梅特涅
在维也纳的三月革命中，资产阶级最初是与人民群众一致的。恩格斯写道：“维也纳的革命可以说几乎是全体人民一致起来行动的，资产阶级（银行家和买卖证券的资本家除外），小商人阶级、工人，都万众一心地同时起来反对一个被一切人所嫌恶的政府，这政府是如此普遍地被人憎恨，以致从前赞助它的少数贵族和金融巨头，在攻击一开始时也就销声匿迹了。”（恩格斯：《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第414页）然而这种联合阵线是不巩固的，在革命获得了胜利以后，资产阶级便与人民群众立于敌对的地位。
在梅特涅出亡之后，奥皇斐迪南一世迅即向人民让步。他任命资产阶级的自由派组织内阁，宣布废除新闻检查，允许成立国民自卫军，并承认实行宪政。1848年4月25日，斐迪南一世颁布了一部钦定的《宪法》，规定成立两院制的议会，上议院将由皇帝指派有世袭爵位的贵族组成，众议院将由资产阶级选举产生。这时奥地利的资产阶级已经心满意足，但人民群众则拒绝接受这种钦定的《宪法》，他们坚决要求普遍的民主。5月15日，维也纳的人民又爆发了起义，有1万名工人和一支武装的学生队伍与政府军发生巷战。同时，奥地利帝国境内各地的农民也掀起了反封建的斗争。斐迪南一世为了要逃避革命，竟离开维也纳，躲往国境西部蒂罗尔州（Tyrol）的首府因斯布鲁克（Innsbruck）去了。
维也纳的五月起义替奥地利人民争得了普选权和一院制的议会，并且把资产阶级的自由派推上了政权的高峰。在皇帝斐迪南一世（图15-13）逃出了首都之后，资产阶级的自由派实际上就成为帝国的统治者。1848年7月，奥地利的人民在维也纳召开立宪会议（Constituent Assembly），宣布过去皇帝所颁布的宪法无效，另行制定了一部资产阶级民主性的《宪法》。这部《宪法》中最重要的一项，便是废除奥地利的农奴制。

图15-13　斐迪南一世
农奴制的废除，在奥地利历史上标志着一个巨大的进步。恩格斯写道：“……农民则到处忙于把封建的遗痕彻底扫除净尽，得力于意大利的战争和朝廷有争于维也纳和匈牙利，农民得到了充分的自由，完成了他们在奥地利的解放工作，比在德国其他地方得到了更大的成功……”（恩格斯：《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第417页）实际上，奥地利立宪会议所采取的步骤，只是追认农民用斗争方式所早已完成了的事实。以后尽管反动势力又重新在奥地利复辟，但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再恢复封建的农奴制了。1848年的革命终结了奥地利的农奴制，它替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道路。
（2）波希米亚的革命运动、泛斯拉夫大会。
在奥地利帝国境内，斯拉夫族捷克人（Czechs）所居住的波希米亚（Bohemia）实为最先进的区域。1848年前后，波希米亚的资本主义工业已经相当繁荣，有1300多个工厂。单单受雇于纺织业的工人就达15万名。然而，哈布斯堡王朝的专制统治，却阻遏着捷克人的经济和文化进一步的发展。
波希米亚的人民久想脱离哈布斯堡王朝的羁轭而独立。1848年3月11日，即在维也纳的人民尚未发动起义以前，波希米亚首府布拉格（Prague）的民主人士就召集群众大会，通过了致奥皇的请愿书，要求取消封建义务，要求信仰、言论和出版的自由，要求捷克语文与德文的地位完全平等，并要求成立独立的议会和国民自卫军。大会选出了一个代表团到维也纳去谒见奥皇斐迪南一世，呈递这一项请愿书。奥皇起初是多方推诿，但后来迫于形势，终于在同年4月间对波希米亚的人民作了一些让步。
1848年6月4日，斯拉夫各民族的代表在布拉格举行泛斯拉夫大会（The Pan-Slav Congress），讨论如何把奥地利帝国境内的斯拉夫人联合起来，以争取独立和自由。在到会的340名代表中，有237名是捷克人，42名是南斯拉夫人，60名是波兰人和小俄罗斯人，还有一名就是俄国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泛斯拉夫大会由捷克著名的历史学家弗兰蒂谢克·帕拉茨基（František Palacký）教授（图15-14）担任主席，会上通过了《告欧洲人民书》，其中写道：“长久受着压迫的斯拉夫人抬起头来挣脱锁枷吧，用洪亮而坚决的声音要求自古以来的自由传统，论人数他们也是强有力的……他们并不希望支配别人、统治别人。他们希望自己有自由，也希望别人都有自由。他们无条件地要求自由，正像他们无条件地承认别人这种神圣的权利一样……”不过，泛斯拉夫大会的领导人多为资产阶级的自由派，他们畏首畏尾，只希望哈布斯堡王朝进行一点有限度的改革，而对于真正的革命则采取敌视的态度。泛斯拉夫大会总是向奥地利的统治集团呼吁，甚至企图得到俄国沙皇的帮助。它在发表了一些空洞的宣言以后，接着便解散了。

图15-14　弗兰蒂谢克·帕拉茨基
当时在波希米亚，真正站在革命立场上的是工人和学生团体。1848年6月12日，布拉格的工人和学生为了争取波希米亚的独立和自由，发动了武装起义。可是，奥地利驻防军的总司令温迪施格雷茨亲王（Alfred Candidus Ferdinand，Prince of Windisch-Grätz）却先把军队撤离市区，然后用大炮向工人住宅区和大学肆行扫射。经过三天三夜的苦斗，起义者被迫放下了武器。有8000名农民的武装队伍想开进布拉格援助工人和学生，也为政府军所阻截。在这以后，温迪施格雷茨亲王便将波希米亚置于军事管制之下，把一切的政治自由都摧残尽净。
（3）维也纳的十月起义和奥地利反动势力的复辟。
1848年8月12日，奥皇斐迪南一世从因斯布鲁克回到维也纳。在三月革命和五月起义之后，奥地利的资产阶级早已与哈布斯堡王朝进行妥协。可是，奥地利的劳动人民却酝酿着新的起义，要求把革命发展到更高的阶段。
这时，匈牙利的人民正进行着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1848年10月4日，奥皇下令解散匈牙利的议会，并且决定从维也纳派遣大军去镇压匈牙利的革命。奥地利的劳动人民知道得很清楚，他们的利益和匈牙利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如果匈牙利人民的革命失败，那么，他们自己的革命也将随之失败。所以，奥地利的劳动人民就坚决反对奥皇出兵去屠戮匈牙利人民。10月6日，维也纳的工人、小市民和学生集合起来，堵在路口上不让军队开往匈牙利，并且与士兵们联欢。就在这一天，维也纳街头又构筑起战垒，群众冲进了政府的军械库，取出了足够武装10万人的兵器。人民的武装控制了整个的维也纳，斐迪南一世又一次仓皇地逃出了首都。
维也纳的十月起义是奥地利革命史上最光荣的事件，它显示了奥地利人民的力量，并且打乱了哈布斯堡王朝用武力去镇压匈牙利革命的军事计划。然而，维也纳的人民还没有来得及巩固十月起义的成果，反动势力便卷土重来了。奥皇命令那镇压波希米亚革命的刽子手温迪施格雷茨亲王率领大军，配合着克罗地亚人（Croats）的部队，向维也纳进行反扑。1848年10月26—28日，温迪施格雷茨亲王便用7万人的兵力，在200门大炮的掩护下猛攻维也纳。维也纳的人民在猛烈的炮火下浴血苦战，而匈牙利的革命武装也前来救援。但不幸的是，匈牙利人的援军在维也纳近郊被克罗地亚人的部队所击败，英雄的维也纳城不能久持，终于陷落了。温迪施格雷茨亲王在攻破了维也纳以后，便对起义者滥肆屠戮，被枪杀的革命志士不计其数。
正如巴黎的六月起义是1848年法国革命的最高峰一样，维也纳的十月起义也是1848年奥地利革命的最高峰。奥地利的反动势力在镇压了维也纳的十月起义以后，便进行封建专制主义的复辟。奥皇斐迪南一世解散了那由资产阶级自由派所组成的内阁，改以封建贵族的代表施瓦岑贝格亲王（Prince Felix of Schwarzenberg）为首相。
施瓦岑贝格亲王是与梅特涅、温迪施格雷茨亲王等同样的极端保守的人物，他要使奥地利的一切都恢复到三月革命以前的状态之中。施瓦岑贝格亲王劝奥皇斐迪南一世让位给皇侄弗朗茨·约瑟夫（Francis Joseph），借此来取消其在革命期间对人民所作出的一切的承诺。1848年12月2日，弗朗茨·约瑟夫（图15-15）即位，随即废除过去斐迪南一世对奥地利、波希米亚、匈牙利各地人民所应允的资产阶级民主性的改革措施。在这以后，奥地利又成为一个君主专制的国家。

图15-15　弗朗茨·约瑟夫
1848年的奥地利革命也是未完成的革命。然而，经过这一次革命的冲击，奥地利的农奴制终于被废除了。以后不管反动的哈布斯堡王朝再怎样倒行逆施，奥地利人民这一项巨大的胜利却始终保持着。
（4）匈牙利人民的革命斗争、沙皇尼古拉一世对匈牙利革命的干涉。
在维也纳的十月起义失败之后，匈牙利便成为欧洲革命风云的中心。当时全欧洲的民主人士都注视着匈牙利革命形势的发展。
匈牙利主要的居民马扎尔人，为匈奴人在欧洲的后裔。自从16世纪中期以来，匈牙利即处于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之下。在19世纪40年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开始在匈牙利萌蘖生长。然而，匈牙利人民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却被哈布斯堡王朝的反动政策所阻遏。因此，匈牙利人民革命的任务有二：一为扫清封建势力；二为摆脱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以获得民族的独立，而这两方面的斗争是应当结合在一起的。
法国的二月革命促进了匈牙利革命的爆发。1848年3月3日，匈牙利的革命领袖科苏特·拉约什（Lajos Kossuth）在匈牙利议会中发表激昂慷慨的演说，抨击哈布斯堡王朝的暴政，主张建立独立的匈牙利政府。及至3月15日，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Budapest）的工人、学生和小资产阶级的市民闻知维也纳的三月革命胜利和梅特涅垮台，随即掀起了起义。就在那一天，起义者控制了布达佩斯的市政。这时他们虽然还没有明白地宣布脱离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但却制定了国旗，采用了类似于宪法的十二条施政纲领，并且成立了自治政府。同时，在广大的匈牙利农村里，农民也进行着如火如荼的反封建斗争。奥皇斐迪南一世迫于形势，只有一一承认匈牙利人民所已经完成了的事实。
在匈牙利的革命运动中，科苏特·拉约什曾经在一定的程度上起过积极的领导作用。科苏特·拉约什（图15-16）是马扎尔人，属于资产阶级化了的地主贵族。他献身于革命事业，其目的在使匈牙利从奥地利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成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科苏特·拉约什舌辩滔滔，并且娴于军事。关于他，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写道：“对于他自己的人民说来，他是丹东和拉扎尔·卡诺两人合起来的化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第271页）然而，科苏特·拉约什却为其本身的阶级利益所限，他反对匈牙利的农民用革命的方式去清算地主贵族，解决土地问题。此外，科苏特·拉约什在民族问题上也犯了极大的错误。

图15-16　科苏特·拉约什
匈牙利的居民大多数为马扎尔人，不过在当时，匈牙利境内还居住着不少斯拉夫族的克罗地亚人（Croats）、斯洛文尼亚人（Slovenes）和塞尔维亚人（Serbs）。马扎尔人的地主贵族和资产阶级虽然想从哈布斯堡王朝那里争取其本身的民族独立，但他们在匈牙利境内却错误地坚持大马扎尔主义的立场，不把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当作平等者看待。因此，匈牙利境内的斯拉夫人便与马扎尔人积不相能，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哈布斯堡王朝一向是挑拨其帝国境内各民族的感情，以便分而治之的。它看出了匈牙利境内的民族矛盾，于是就利用斯拉夫人来倾覆马扎尔人的独立运动。
1848年9月中旬，奥皇斐迪南一世任命克罗地亚地主贵族的代表约瑟夫·耶拉契奇男爵（Josip Jelačić）为总督，统率克罗地亚人的部队去攻打以马扎尔人为主的匈牙利自治政府。这时，匈牙利议会即成立了以科苏特·拉约什为首的护国委员会，组织人民的武装来抵御耶拉契奇男爵的进攻。9月29日，匈牙利的革命武装击溃了耶拉契奇男爵的部队，迫使其向维也纳的方向溃退。不过，在维也纳人民十月起义期间，匈牙利的革命武装驰援维也纳，结果反而在维也纳城下被耶拉契奇男爵（图15-17）的部队所阻截，中途折回。

图15-17　耶拉契奇男爵
奥地利帝国的统治集团在镇压了维也纳的十月起义以后，便集中大军来镇压匈牙利的革命。1848年12月2日，奥地利的新皇弗朗茨·约瑟夫一世即位，匈牙利的议会拒绝承认他做匈牙利的统治者。12月中旬，弗朗茨·约瑟夫一世派温迪施格雷茨亲王率领倾国之师，会同耶拉契奇男爵所统率的克罗地亚部队，猛犯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这时科苏特·拉约什向匈牙利人民发出紧急呼吁，号召组织人民的武装，对奥地利皇室的军队展开广泛的游击战。1849年1月5日，布达佩斯被奥军攻陷。但是，匈牙利政府迁都到德布勒森城（Debrecen），继续进行着顽强的斗争。
1849年4月14日，匈牙利正式宣布废黜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权，成立了以科苏特·拉约什为首的独立政府，以期过渡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共和国。为革命热情所鼓舞的匈牙利人民（其中绝大部分是农民）奋起驱杀奥军，其势如疾风骤雨，猛不可当。5月21日，匈牙利的革命武装光复了首都布达佩斯。接着，他们便打到奥地利的边境，并准备进军直取维也纳。这时，法国、德意志、奥地利本土、波希米亚和意大利等地的革命都已经遭受了挫败，而匈牙利的革命却正在高歌猛进。“匈牙利战争很快地就超过了它那最初的纯粹民族的性质……而终于取得了全欧洲的性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第291页）如果匈牙利的革命武装能攻下维也纳，捣毁哈布斯堡王朝的巢穴，欧洲其他各地的革命运动也必将随之而有新的高涨。然而正在这个胜败的关头，沙皇尼古拉一世竟出面来干涉匈牙利的革命了。
哈布斯堡王朝在匈牙利的人民革命面前吓得发抖，于是它就求救于那被称为欧洲宪兵的沙皇尼古拉一世。尼古拉一世深恐匈牙利的革命会危及欧洲的政治秩序，尤其是害怕这个革命会引起波兰人民的起义，就命令陆军元帅伊凡·费奥多罗维奇·帕斯凯维奇（Ivan Fyodorovich Paskevich）率领大军10万人侵入匈牙利，恢复哈布斯堡王朝在那里的统治。尼古拉一世承认他之所以出兵扑灭匈牙利的革命是从沙皇俄国本身的利益出发的。他在写给帕斯凯维奇的信中说道：“如果事不关己，也就是说，如果维也纳和匈牙利的暴徒只是奥地利的敌人，而不是世界秩序和安全的敌人，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安全而必须加以刈除的暴徒和破坏者，那么，我也就不会出面干涉了。”
然而，当时实在有两个俄国：一是沙皇的俄国；二是人民的俄国。当沙皇出兵绞杀匈牙利的革命时，俄国人民对匈牙利人民则抱着深切的同情。那时俄国的革命启蒙思想家车尔尼雪夫斯基（Chernyshevsky）在日记中写道：“我是匈牙利人的朋友，我希望俄国军队在那里战败，为了这件事，我是准备牺牲生命的。”赫尔岑在其所创办的杂志《警钟》上，曾经登载过许多文章，赞扬匈牙利革命及其领袖科苏特·拉约什。而在俄国开往匈牙利的军队里面，也有一些军官和士兵拒绝执行上峰的命令，或投效到匈牙利的革命武装那边去。
俄军、奥军和克罗地亚人的部队分头从三方面楔入匈牙利，向布达佩斯合围。匈牙利革命军中的高级将领多为地主贵族，他们在局势尚有可为的时候就心开贰志，放弃抵抗。1849年8月11日，科苏特·拉约什弃职逃亡国外。8月13日，匈牙利革命军的统帅格尔盖伊·亚瑟（Artúr Görgey）以所部23000人向俄军投降，于是这一次匈牙利的革命就失败了。接着，骇人听闻的白色恐怖便笼罩在匈牙利，无数的革命志士都惨遭杀害，无数的乡村都被烧为平地。哈布斯堡王朝在血腥的胜利中，重新把匈牙利纳入奥地利帝国的版图。
在镇压匈牙利革命这一罪行中，沙皇尼古拉一世执行了刽子手的任务。直到96年之后，即在1945年，苏联红军反击德国的侵略，帮助匈牙利人民从法西斯匪徒的魔掌中获得解放。匈牙利在1849年落在沙皇干涉军手中的一面军旗，才由苏联红军用隆重的仪式送还给匈牙利人民。
1848—1849年奥地利帝国境内的革命也是未完成的革命。然而，经过了这一次的革命，在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程度上，奥地利帝国境内的农奴制已被废除，这就扫清了资本主义发展中的障碍。



四、1848—1849年意大利的革命
在1848—1849年，革命的潮浪席卷了整个意大利。当时意大利革命的宗旨在于扫清政治上的分裂状态，推翻奥地利帝国在意大利的统治，使意大利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
1848年年初，由于革命人民斗争的结果，两西西里王国的国王费迪南多二世（Ferdinand II）、萨丁尼亚王国的国王卡洛·阿尔贝托（Charles Albert）（图15-18）以及教皇庇护九世（Pius IX）都先后公布了宪法，进行了一些有限度的改革。

图15-18　萨丁尼亚国王卡洛·阿尔贝托
1848年3月18日，伦巴底首府米兰的人民掀起了反奥斗争。经过5天的浴血苦战，起义者终于把拉德茨基·冯·拉德茨将军（Johann Josef Wenzel Graf Radetzky von Radetz）统率下的奥地利驻屯军7万多人逐出了米兰。3月22日，威尼斯人民也起来驱逐奥军，并且宣布成立威尼斯共和国。
当米兰人民进行反奥斗争时，意大利各地的革命志士曾经组织义勇军前来驰援，萨丁尼亚王国也派兵接应。但在1848年7月，奥将拉德茨基·冯·拉德茨卷土重来，击败了萨丁尼亚王国的军队，复将意大利北部置于奥地利帝国的统治之下。
1848年11月，罗马人民爆发了反对教皇的起义，结果教皇仓皇逃走。1849年2月，罗马人民宣布罗马为共和国，接着更成立了以革命志士马志尼（Giuseppe Mazzini）为首的共和国政府。意大利的革命军人加里波第（Giuseppe Garibaldi）即率领了他的义勇军，用他们的宝剑来捍卫这新成立的罗马共和国。然而，教皇庇护九世却向法国、奥地利、西班牙等天主教国家求救。当时法国总统路易·拿破仑正准备称帝，他为了讨好法国的天主教徒，决定派兵侵入意大利，帮助教皇恢复政权。1849年6月底，加里波第的义勇军为法军所败，罗马共和国覆亡。在这以后直到1870年，法国都把军队驻屯在罗马城，保护教皇在教皇国内的统治权。
1849年3月，萨丁尼亚国王卡洛·阿尔贝托再度举兵抗击奥地利，然而在诺瓦拉（Novara）地方，萨丁尼亚的部队为奥军所败，溃不成军。结果卡洛·阿尔贝托引咎退位，其子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二世（Victor Emmanuel II）继立（图15-19），与奥地利媾和。

图15-19　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二世
除了米兰、威尼斯和罗马以外，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圣地、托斯卡纳公国的首府佛罗伦萨（Florence）也发生了革命。人民赶走了封建统治者，宣布成立佛罗伦萨共和国。但在1849年5月，佛罗伦萨为奥军所攻陷，封建统治者又复辟了。
在萨丁尼亚王国战败而米兰、佛罗伦萨和罗马等地的人民起义被镇压以后，威尼斯共和国仍然高举着意大利革命的旗帜。从1849年7月20日起，奥将拉德茨基·冯·拉德茨率重兵围攻威尼斯，以猛烈的炮火滥肆轰击，把全城2/3的建筑物都击毁了。威尼斯人民忍受着饥饿的威胁和病疫的蔓延，英勇地坚持了一个多月，直到8月23日才最后放下武器。
威尼斯的陷落结束了1848—1849年的意大利革命。这一次的革命是失败的，然而它却大大地推进了意大利的统一运动。
关于意大利的革命，我们将在本书意大利统一那一章中再予以比较详细的讨论。



第十六章　1848—1849年革命后的欧洲政治，各国的经济高涨，近东问题与克里米亚战争
一、1848—1849年革命后的欧洲政治
人类的历史并非总是沿着直线上升的道路向前发展的。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往往接着会出现反动的时期。然而，这种反动仅仅是旧势力的回光返照，不久革命人民便会重新聚集自己的力量，百倍昂奋地掀起战斗。
在1848—1849年的革命高潮过去以后，反动的政治势力便暂时地统治着欧洲。不过我们应当知道，这时欧洲的政治反动却与1815年之际神圣同盟的反动有所不同。这里面有封建势力的反动，也有资产阶级的反动。这种反动是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结合在一起，企图合力来绞杀那方兴未艾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
1848年以后欧洲的政治反动，是由于当时资本主义暂时的蓬勃发展所造成的。恩格斯写道：“1847年的世界商业危机本身造成了‘二月革命’和‘三月革命’，从1848年中慢慢重新到来的并在1849年和1850年达到全盛的工业繁荣，是欧洲反动变本加厉的动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第二分册，第466页）
在1848年的二月革命中，法国人民推翻了路易-菲利普的七月王朝，建立了第二共和国。然而此时的法国资产阶级已经由革命的动力变为革命的对象。经过了六月起义，法国的无产阶级便与资产阶级分道扬镳。结果当资产阶级日渐保守而无产阶级还没有条件取得革命的胜利时，拿破仑三世便发动政变，再改共和为帝政，变本加厉地用铁腕来钳制人民。
在德意志，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两面性，1848年的革命既没有争得民主权利，也没有完成民族统一的任务。那代表资产阶级和地主贵族的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徒事游谈，结果成了一个闹剧。而在这次半途而废的革命之后，跟着而来的便是专制统治。普鲁士政府用兵力镇压了德意志境内的民主运动，并大肆逮捕或放逐工人运动的领袖。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在这时被迫逃亡到英国，成为政治流亡者。
奥地利帝国素为欧洲的反动堡垒和“民族监狱”。维也纳人民在1848年的三月革命中赶走了梅特涅，并且触发了帝国境内受压迫的捷克人、匈牙利人以及意大利人那些如火如荼的民族解放斗争。但是，反动势力不久便又占了上风，哈布斯堡王朝的专制依然如故，它在革命期间所公布的那部宪法也被废除了，而奥地利的军队则受到欧洲反动势力的支持，用极蛮暴的手段镇压了波希米亚、匈牙利和意大利等地的人民起义，重新把这些地方置于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之下。
那号称为欧洲宪兵的俄皇尼古拉一世（图16-1），是当时专制政体最有力的支柱，也是革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当1848—1849年的革命风云席卷欧洲之际，欧洲的封建君主，甚至连资产阶级在内，都指望得到尼古拉一世的救援，以扑灭各地的民族独立运动并镇压新起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尼古拉一世曾经出动了10万大军，帮助奥地利政府扑灭了匈牙利人的革命运动。此外他还阻挠过意大利和德意志的民族统一运动。

图16-1　尼古拉一世
在1848—1849年的革命风云平息了之后，意大利仍旧处于可悲的四分五裂的状态之中：奥地利帝国继续统治着意大利北部；教皇受法国军队的庇护，盘踞在罗马城和意大利中部；两西西里王国和托斯卡纳公国的封建统治者，都以武力造成了专制统治的复辟。萨丁尼亚王国虽为意大利民族统一运动中一个有力的支持者，不过在当时，它的领土还只限于意大利西北一隅的皮埃蒙特和萨丁尼亚岛。
反动势力暂时复辟了，欧洲大陆上的封建王公以及资产阶级都弹冠相庆。那正如恩格斯所说：“欧洲大陆革命剧的第一幕已经闭幕了。1848年大风暴之前的‘过去的权力者’，又成为‘现在的权力者’了。”然而接着，恩格斯便以严肃的但却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的语句说道：“比欧洲大陆的革命党（或者毋宁说是个别的革命党）在全战线上各个据点所遭受的失败更为惨重的失败，是不能想象的。但这有什么关系呢？为了争取社会的和政治的统治权，英国的中等阶级不是经过了48年的、法国的中等阶级不是经过了40年空前激烈的斗争吗？在复辟了的帝制自以为比从前更加巩固的那一瞬间，不就是中等阶级胜利最密迩的时候吗？把革命归咎于少数煽动者之恶意的那种迷信时代，是早已过去了。现在每个人都知道：凡有革命骚动的地方，必有一种社会要求为背景，这种要求为陈旧的制度所阻挠，不能得到满足，这种要求也许还未被人民大众普遍地、强烈地感觉到，足以保证立即得到胜利，但一切用暴力来压迫它的企图，只有使它愈加有力，直到打破它的枷锁为止。所以，如果我们是被打败了，我们就只有再从头干起……”（恩格斯：《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第3-4页）
历史总是赓续地、辩证地向前发展的。那笼罩着欧洲大陆的19世纪50年代的政治反动，只是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一股逆流。1848—1849年的欧洲革命是失败了，然而，一个新的革命高潮却正在孕育之中。



二、19世纪中期欧洲各国的经济高涨
1848—1849年的欧洲革命虽然是半途而废，然而，它毕竟是向残存的封建势力进行了一次猛烈的冲击，在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程度上多少总扫清了一些封建障碍，因而也就推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在19世纪中期，欧洲各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呈现出空前的高涨。那由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机器生产和交通工具的革新，正在急剧地改变着世界的面貌。
英国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它当时是全世界的工厂。自1830年以来，英国的资本主义大工业更加突飞猛进。例如，英国每年所输出的棉织品的总值，在1830年为1900万英镑，到了1870年则上升为5600万英镑（图16-2）；英国的生铁产量，在1830年仅有75万吨，到了1870年则上升到600万吨；在同一期间，英国每年的煤产量则由3600万吨跃为1.1亿吨。英国境内铁路线的长度，在1830年仅为79公里，到了1870年则增加到24623公里，而火车的速率和安全设置都大大地提高了。英国的汽船，在1830年仅有298艘，总吨位为30339吨，到了1870年则增加到3178艘，总吨位跃为1112934吨。然而直到1880年左右，英国汽船的吨位才超过了帆船的吨位。由于对于本国劳动人民和殖民地广大人民的残酷剥削，英国的资产阶级累积了大量的财富。据一般的估计，英国国内的财富在1750年仅有5亿英镑，1800年增加到15亿英镑，1833年增加到25亿英镑，而到了1865年则增加到60亿英镑。

图16-2　19世纪80年代英国纺织厂
在欧洲大陆上，首先踏上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的是比利时。到了1870年左右，比利时已经是欧洲人口最稠密的国家，而它人口中的大多数是以工商业为生的城市居民。
法国因为是以小农经济和手工业占优势，而境内的矿藏又不甚丰富，所以它工业化的进程就比较缓慢。从1842年起，法国开始以巴黎为中心，建筑四通八达的铁路网。法国的煤产量，1830年为176万吨，1870年则增加到1600万吨；法国的生铁产量，1830年为30万吨，1870年增加到140万吨。在1840年以后，法国的机制纺织业逐渐凌驾于手工纺织业之上。在1852年，法国仅有蒸汽机6000架，但到了1870年，法国就拥有蒸汽机27000架。不过，一般说来，法国在19世纪中期仍旧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
德意志虽然拥有比较丰富的资源，但由于封建势力的残存和民族统一的尚未完成，它原先在经济上甚至比法国还要落后。1834年，德意志各邦（奥地利除外）成立德意志关税同盟，解除了许多贸易上的障碍，刺激了商品的流通并替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1848年，德意志境内已经有6437公里长的铁路线，同时机器工业开始兴起。德意志的煤产量，1860年为1600万吨，1870年则超过了3700万吨；德意志的生铁产量，1860年约为50万吨，但到了1870年则上升为200万吨（图16-3）。马克思认为，在19世纪中期，德意志已经由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然而直到1870年，德意志的农业人口仍占全人口总数的64％，而城市居民只占全人口总数的36％。德意志资本主义大工业进一步的蓬勃发展，乃是在1871年完成民族统一以后的事。

图16-3　德意志克虏伯钢铁厂
当时在欧洲的东部、南部和北部，落后的封建制的生产方式仍旧居于支配的地位。然而，资本主义的机器工业在这些地方也开始萌芽了。19世纪中期，在奥地利的京城维也纳，在奥属波希米亚的布拉格，在俄属波兰的华沙，甚至在俄国的圣彼得堡和莫斯科，都陆续出现了使用机器来生产的大工厂。不过俄国是在1861年废除农奴制以后，它的资本主义经济才开始有巨大的发展。
此外，在意大利北部的皮埃蒙特和伦巴底地区，在西班牙、荷兰、北欧的瑞典，资本主义的机器工业也开始发展起来。
资本主义侵入了农村，加速了农村中的阶级分化。欧洲各国农村中的阶级关系，在不同的程度上都有了急剧的改变。一方面，容易适应于资本主义生产程序的地主贵族的大土地所有制仍旧在发展，同时在农民中分化出了富农上层；另一方面，广大的农民则丧失了土地，贫苦无告，颠沛流离，他们之中有一部分转化为产业工人。
世界商业是大大地扩展了。欧美资本主义国家（首先是英国、美国和法国）的商人和殖民者，靠着军舰和大炮的威力，到东方来强迫通商。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之下，印度丧失了独立，中国和日本也被迫放弃了闭关自守的政策。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工业，把世界各地的市场都联系了起来，形成一个统一的世界市场。它们那廉价的机器生产品，破坏了东方各国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工业，并且改变了东方各国历史发展的方向。
资本主义因为其生产资料的私有性和生产的社会性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必然会发生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而且危机将一次比一次更为严重。诚然，欧洲各国的经济在19世纪中期有了空前的高涨，然而就是在这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一次强烈的经济危机发生了。那次发源于美国的1857年的经济危机，在历史上是第一次带有工业危机的特征。危机就像急性传染病一样，迅即从美国波及英国，接着又蔓延到欧洲大陆。一时商品价格大跌，生产萎缩，无数的银行、工厂和小企业都宣告破产，成千上万的失业工人都被抛掷到街头。直到1859年，欧洲各国才算从这次经济危机的漩涡中挣脱了出来。
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工人阶级的队伍也日益壮大了。1857—1859年的经济危机，教育了欧洲各国的工人阶级，使他们认识到必须联合起来，去粉碎那旧世界的锁链。在此以后，欧美各国的工人运动便有了进一步的高涨。



三、近东问题和克里米亚战争
（1）近东问题。
19世纪中期，欧洲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以及各强国之间的冲突，都趋于尖锐化。这时近东问题又成了欧洲国际关系中一个主要的环节。
所谓近东问题，是由3个因素造成的：1）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日渐衰弱，它的领土正在分崩析离；2）巴尔干半岛上信仰基督教的各民族要求摆脱土耳其帝国的统治，它们正在进行着顽强的民族独立斗争；3）由于近东的局势杌陧不安，欧洲各强国乘机干涉，各国都想使近东问题的解决对自己有利，这样就势必使它们各自之间要发生冲突。
俄国是东欧的泱泱大国，自彼得大帝以来，它就一直想在南方开辟一个天窗，由黑海经过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海峡以出地中海。而土耳其帝国的衰弱，使俄国得以实现了这一项目的。在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时代，由于1768—1774年俄土战争的结果，根据《库楚克-凯纳尔吉和约》，俄国获得了商船得以自由通过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海峡的权利，并且有权保护土耳其帝国境内信仰东正教的居民。1783年，俄国把克里米亚半岛收入版图。1787年，俄国把黑海以北原先属于土耳其帝国的领土完全合并了过来。
在19世纪上半期，俄国更锐意南侵。1828年，沙皇尼古拉一世乘希腊进行民族独立斗争之际，派兵攻入了土耳其帝国，直扑其首都君士坦丁堡。土耳其帝国怕宗社覆灭，于1829年与俄国签署了城下之盟的《亚得里亚堡条约》，承认俄国的商船可以自由通过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海峡，允许俄国人得以在土耳其帝国境内自由经商，承认希腊独立，并且以高度的自治权给予塞尔维亚、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俄国这时是心满意足了，但这却引起了英、法、奥三国的嫉忌和敌视。1840年夏天，英国邀请有关各国集议于伦敦，订立协定，把土耳其帝国置于英、法、俄、奥四国的共同保护之下，而强迫俄国放弃其在土耳其帝国境内所得到的那些特殊优惠的权利。
俄国对土耳其帝国的野心是昭然若揭的。1844年，沙皇尼古拉一世访问伦敦。他在与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Prince Albert）（图16-4）以及当时英国外交大臣阿伯丁勋爵（George Hamilton-Gordon，4th Earl of Aberdeen）的会晤中，曾经说土耳其是一个垂死的病夫，列强的任务只在商办后事，如何来瓜分它的土地。尼古拉一世表示：英国和俄国可以不必诉于战争就把这个问题安排妥当。接着，他又很清楚地提出了瓜分土耳其帝国的计划。然而，英国却有它自己的打算。英国在近东方面的传统政策，是要把土耳其变成英国的半殖民地并利用它来反对俄国。

图16-4　阿尔伯特亲王
英国垄断着从地中海通往东方的商路，它对于俄国势力的骎骎南下感到戒惧和开有敌意。正如马克思所说：“英国不能同意俄国占有达达尼尔和博斯普鲁斯海峡。这件事无论是在贸易上或在政治上，即使不带给不列颠以致命的打击，也必将带给它以重大的打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九卷，第382页）后来酿成克里米亚战争的真正的原因即在于此。
法国在近东也具有极大的野心。它曾经想把土耳其帝国的属邦埃及攫为己有。在拿破仑三世执政以后，法国对于土耳其帝国更采取了一系列的侵略措施。当然，法国在近东问题上是和英国站在一起，要支持土耳其以拒抗俄国。
在本质上，所谓近东问题就是俄国与英法两国在近东利益冲突的问题。为了这种无法调和的冲突，俄国与英法之间早已是剑拔弩张。1853年1月，沙皇尼古拉一世在圣彼得堡又向英国的驻俄大使提议由俄英两国瓜分土耳其，这更激起了土耳其和欧洲各国的震惊。
（2）克里米亚战争。
近东问题进一步的恶化，终于导致了克里米亚战争。
1853年3月，沙皇尼古拉一世派特使门什考夫亲王，到君士坦丁堡面谒土耳其帝国的苏丹，要求他废除其对法国所承担的条约义务，把基督教圣地耶路撒冷教堂的支配权从天主教会手中转让给俄国东正教的神父和僧侣。此外，沙皇的特使更要求苏丹进一步承认俄国对于巴尔干半岛上信仰东正教的基督教居民享有保护权，这就意味着俄国对于土耳其帝国内政广泛的干涉。苏丹知道英法两国一定会出面来支持他，便拒绝了俄国的要求。于是，俄国就与土耳其帝国断绝外交关系，决定用武力来取得它在外交谈判中所不能得到的东西。1853年6月，沙皇派大军8万人越过俄土边界的普鲁特河，占领了土耳其帝国在多瑙河流域的属邦摩尔达维亚（Moldavia）和瓦拉几亚（Walachia）两公国。
英法两国密切地注视着俄土谈判，一支庞大的英法联合舰队早就集中在达达尼尔海峡附近，准备必要时以武力进行干涉。及至俄军出动，法皇拿破仑三世急于要炫兵海外以加强其在国内的声威，就宣称道：如果俄军不退出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两公国，这就足以构成法国对俄国宣战的理由。诚如马克思所指出：克里米亚战争真正的祸首是拿破仑三世。
所有致力于和平的斡旋终于没有结果。1853年10月，土耳其帝国在英法的支持下对俄国宣战，在多瑙河流域和高加索一带对俄国发动了进攻。然而，那腐败无能的土耳其军事机构经不起战火考验。1853年11月，停泊在黑海南岸锡诺普（Sinope）港内的一支土耳其舰队受到俄国海军上将帕维尔·斯捷潘诺维奇·纳希莫夫的突袭，结果几乎是全军覆灭。
土耳其舰队在锡诺普的惨败引起了英法的恐慌，这时那个蛰伏在地中海东部的英法联合舰队便迅即驶入黑海。1854年3月，英法两国正式对俄宣战。俄国原想从奥地利和普鲁士那里得到援助，不过这一项希望却落了空。虽然奥地利皇室感激沙皇在镇压匈牙利的独立运动中所给予它的助力，但是，它对于俄国势力在巴尔干半岛的扩张是开有很大的敌意的。这时奥地利不仅不援助俄国，反而以大军驻屯在多瑙河区域，牵制着俄国军队的实力。普鲁士因为沙皇曾经阻碍过德意志的民族统一，这时也作壁上观，拒绝给俄国以任何援助。结果俄国陷于完全的孤立，它必须单独以一国的力量来对付英、法、土耳其的联军。
战争一开始，英法的联合舰队便炮轰俄国在黑海的要港敖德萨，占领了芬兰湾口的奥兰群岛，甚至炮轰俄国领土极东部的堪察加半岛上的城市。不过这些都是骚扰性的袭击，英、法和土耳其战略的中心目的，是要摧毁俄国在黑海的军事设备和海军，于是它们便集中攻打俄国在克里米亚半岛上的海军基地塞瓦斯托波尔（Sevastopol）。1854年9月，英、法、土的联军62000人在克里米亚半岛登陆，想从北面攻取塞瓦斯托波尔要塞（图16-5），但遭到俄军的狙击，死伤甚众，不得不停下来补充整理。而塞瓦斯托波尔的守军则利用这个间隙的机会来加强防务，把这海军基地营建为一座几乎是坚不可摧的堡垒。同时，俄国的海军知道在实力上不足以与英法舰队相抗，便自动地把舰船凿沉在塞瓦斯托波尔港口，以阻塞英法舰队的进路，接着便展开了英勇壮烈的塞瓦斯托波尔要塞的保卫战。

图16-5　塞瓦斯托波尔要塞
克里米亚战争的双方都是非正义的。俄国侵犯土耳其帝国是为了掠夺，英法参战也是为了掠夺，不过及至战争在俄国本土上进行时，俄国的军人和民众却表现了高度的爱国热忱和英雄气概。塞瓦斯托波尔的居民，不分男女老少，都动员起来帮助守军挖掘战壕，建筑防御工事。他们冒着敌人猛烈的炮火，背着沙袋和泥土去填塞阵地上的缺口。守军的主帅海军中将科尔尼洛夫和海军上将纳希莫夫、海军少将伊斯托明，在作战中身先士卒，相继壮烈牺牲。那策划塞瓦斯托波尔防务的天才工程师托特列边，也在战争中负了重伤。塞瓦斯托波尔的守军在人数上和武器上都处于绝对劣势的地位，他们缺乏粮食、军火、衣服和医药设备，补充困难，然而他们却忠诚地、坚毅地执行着自己的任务而毫无怨言，并且不断地在夜间乘机出袭，使敌军蒙受到极大的伤亡。俄国伟大的文学家列夫·托尔斯泰，当年便是塞瓦斯托波尔要塞保卫战（图16-6）中的一员。后来他在所著的《塞瓦斯托波尔战纪》中，曾经忠实地把当时俄国军民的英勇事迹描写了下来。俄国杰出的科学家毕罗哥夫，当年曾在塞瓦斯托波尔守军中担任医疗工作，而俄国的达霞·塞瓦斯托波斯卡雅女士，则是世界上第一个救护伤兵的护士。

图16-6　塞瓦斯托波尔要塞保卫战
1855年年初，意大利境内萨丁尼亚王国为了外交上的目的，参加到英、法、土方面对俄国作战，它也派了15000名工兵在克里米亚半岛登陆。
落后的、农奴制的俄国，敌不过先进的资本主义的英国和法国。封建的农奴制，束缚着俄国人民的力量。当时俄国的工业非常幼稚，它所仅有的几座兵工厂都窳败不堪，而它境内还没有一条铁路。英法的海军早已改用蒸汽机推进的铁甲舰了，俄国的舰队却仍旧是由帆船所组成；英法的陆军早已在使用来复枪，采用近代的散兵线来作战了，俄国的部队却仍旧在使用火石枪，仍旧保持着笨滞的密集队形。在塞瓦斯托波尔的攻守战中，联军所使用的巨炮达1800门，而俄军所赖以抵抗的只有118门火力较弱的炮。俄国军事机构的腐化也削弱了作战的效能，军队的号令不统一，军官贪污士兵的粮饷并盗卖军事器材，那些在克里米亚半岛作战的部队甚至连军事地图都没有。1855年的春季，当联军的兵力正在不断增加的时候，俄国在经济和军事上已经完全陷于瘫痪。这正如后来列宁所说的那样，“克里米亚战争揭露出农奴制的俄国是如何地腐败无能”！
1855年9月，英、法、土耳其和萨丁尼亚的联军对塞瓦斯托波尔作最后的猛攻。俄军在坚持了将近一年的时间以后，终于弹尽援绝，撤离了那座要塞。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失败了。
然而在高加索战场上，俄国倒是胜利的。在那里，俄军攻陷了土耳其的要塞卡尔斯（Kars）。不过，这个在次要战场上的胜利，并没有能挽回俄国那失败的定局。
为了攻占塞瓦斯托波尔，英、法、土耳其和萨丁尼亚曾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战争开始不久，霍乱病就在克里米亚阵地上猖獗流行，这急性的传染病卷去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在整个克里米亚战争中，双方死亡的合计共达50万人。其中死于霍乱病的人数，实多于在炮火之下牺牲的人数。
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英国的护士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曾经驰往战地服务，那便是国际红十字会的起源（图16-7）。

图16-7　南丁格尔
（3）1856年的《巴黎和约》。
1855年2月，正当克里米亚战争处于紧急关头，沙皇尼古拉一世病逝。继任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为了要巩固其国内的统治权，早有意中止战争。在塞瓦斯托波尔失陷之后，由于奥地利出面斡旋，俄国便与英、法、土耳其开始谈和。
1856年2月，英、法、土耳其、萨丁尼亚、奥地利和俄国的外交代表集议于巴黎，商讨克里米亚战争后如何处理近东问题的方案。起初，英国对俄国的条件非常苛刻。不过，法国和英国在近东问题上也有矛盾。拿破仑三世惟恐英国势力在近东过分扩张会于法国不利，便转过来对俄国采取比较妥协的态度。各国代表经过了反复的折冲，最后在3月间签订了《巴黎和约》，其中的要点是：1）宣布黑海和达达尼尔海峡为中立化的地区，仅容商船往来；俄国不得在黑海保有舰队，并不得在黑海沿岸设立要塞或海军根据地。2）俄土两国的边界恢复到克里米亚战争以前的状态，但俄国须以比萨拉比亚（Bessarabia）的一部分割让给土耳其帝国的属邦摩尔达维亚。3）各国担保土耳其帝国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俄国放弃其对于土耳其帝国境内信仰东正教居民的保护权。4）各国保证塞尔维亚、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在土耳其帝国的主权之下实行自治。5）多瑙河供各国自由通航。
这1856年的《巴黎和约》大大地限制了俄国，它是把近东问题按照英、法、土耳其、奥地利所能同意的方案来解决的。然而，它的这些条款都只有暂时的意义，到1870年法国在普法战争中失败时便由俄国宣布废除了。
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惨遭失败，随后它那欧洲宪兵的反动作用也就削弱了。这对于欧洲的革命运动倒是有利的。再者，俄国的落后性和沙皇政体的腐败无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暴露无遗，这也促进了以后俄国农奴制的废除和人民反对沙皇的革命斗争。
在1856年的《巴黎和约》以后，土耳其帝国实际上已成为英国和法国的附庸。它遭受英法的剥削和奴役，国内的经济状况日益恶化。而在这时候，巴尔干半岛上的民族独立运动又昂扬了起来。
（4）罗马尼亚的独立。
在克里米亚战争之后，欧洲东部出现了两个新的独立国家，那便是罗马尼亚（Romania）和塞尔维亚（Serbia）。
现今的罗马尼亚，在古代原为罗马帝国在多瑙河下游的边省达契亚（Dacia）。那里的居民多数都是古代罗马驻屯军和移民者的后裔。虽然经过了整个的中世纪，经过了长时期的民族融合，罗马尼亚人却保持着他们的拉丁语言和拉丁文化的特色，并以此自别于周边的斯拉夫民族。在14世纪末叶，罗马尼亚人逐渐被土耳其人所征服。此后直到19世纪中期，罗马尼亚之地分为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两个小邦，称为多瑙河两公国，在土耳其帝国的主权之下享有相当的自治权。
因为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两公国在地理上正处于俄国势力南下到巴尔干半岛的要冲，多瑙河两公国一向是俄国与土耳其帝国之间冲突的中心。克里米亚战争直接的导火线，就是由于1853年6月俄军占领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两公国。及至俄军于1854年被迫退出，这两个公国又被奥地利的军队所占领。
罗马尼亚人期望着成立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在1856年的巴黎和会上，法国代表曾经建议让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在罗马尼亚的名称下合并起来，俄国也极力支持这一项建议。然而，英国、奥地利和土耳其却坚决反对，它们是要维持罗马尼亚人在政治上分裂的局面，以便于控制。列强最后折冲的结果，规定使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在土耳其帝国的主权下成为联合公国，每邦各自从本地人里面选出一位邦主，联合成立一个中央委员会，以处理有关于两个公国的共同事务。这时罗马尼亚人为了绕过那摆在政治统一道路上的障碍，竟想出了一条妙计：不论是摩尔达维亚人还是瓦拉几亚人，都选举摩尔达维亚的贵族亚历山德鲁·约安·库查上校（Alexandru Ioan Cuza）为邦主（图16-8）。这样，在亚历山德鲁·约安·库查身上，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合并就实现了。

图16-8　亚历山德鲁·约安·库查上校
1859年，统一的罗马尼亚公国成立，布加勒斯特（Bucharest）被定为国都。不过即使在这时候，罗马尼亚在名义上仍旧是土耳其帝国的一个属邦。
亚历山德鲁·约安·库查是一个雄心勃勃的人物。他的专制自为，与法国的拿破仑三世如出一辙，然而他在执政期间，却进行了一些划时代的改革。当时罗马尼亚最严重的问题是土地问题，教会和地主握有全国绝大部分的土地，而农民则苦于繁重的封建剥削。库查为了缓和农民的斗争情绪，便实行自上而下的土地改革。他把教会的土地予以没收，并且用金钱补偿的方法从地主手中拿出2/3的土地，分佃给农民去耕种。不过，这种改革是极不彻底的，而改革的结果只是对富农有利。此外，库查又改革了司法制度和学校制度，并推行普遍的义务兵役制。
亚历山德鲁·约安·库查的改革激起了罗马尼亚地主贵族和军人集团的反对。1866年，他被迫退位。罗马尼亚的贵族想建立虚君制，于是取得俾斯麦和拿破仑三世的同意，迎立普鲁士霍亨索伦-西格马林根王朝的卡罗尔亲王（Prince Karl of Hohenzollern-Sigmaringen）为邦主，即卡罗尔一世（图16-9），这便是霍亨索伦-西格马林根王朝在罗马尼亚统治的开始。

图16-9　卡罗尔一世（中）
1877年，由于俄国的帮助，罗马尼亚最后脱离了土耳其帝国的羁绊而获得了完全的独立。
（5）塞尔维亚的独立。
在巴尔干半岛的西北部，居住着斯拉夫族的塞尔维亚人（Serbs），他们与巴尔干半岛上其他民族一样，在14世纪末期被土耳其人所征服，但以后在土耳其帝国的统治下却享有相当的自治权。
塞尔维亚人是巴尔干半岛上民族独立运动的首义者。在希腊人掀起民族独立的斗争之前，塞尔维亚人就已经起来反抗土耳其帝国的统治了。1805年，牧猪郎出身的军事领袖卡拉乔尔杰·彼得罗维奇（）率领着一支塞尔维亚农民的武装队伍，赶走了土耳其帝国屯扎在贝尔格莱德（Belgrade）的驻防军，自立为王，并且召集国会，建立了塞尔维亚的自治政府。在这一次反抗土耳其人的斗争中，塞尔维亚人曾经受到俄国武力积极的援助。但在1812年，因为拿破仑的大军侵犯俄国，俄国不得不把它在巴尔干半岛的军队调回去抵抗侵略，于是塞尔维亚又被土耳其人所征服，卡拉乔尔杰·彼得罗维奇被迫逃亡。然而3年之后，塞尔维亚人便又在牧童出身的军事领袖米洛斯·奥布雷诺维奇（）的领导下爆发了新的起义（图16-10）。到了1820年，塞尔维亚终于成为一个自治的公国，仅仅在名义上是土耳其帝国的属邦。

图16-10　米洛斯·奥布雷诺维奇
在19世纪中期，塞尔维亚人受到当时欧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潮流的激荡，他们的民族独立运动就更加昂扬起来。这时，塞尔维亚的文字已经经过了一番整理和美化，塞尔维亚的历史传说也已经用文字编写了下来，凡此都足以增进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热忱。此外，当时俄国先进的启蒙思想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和比萨列夫等人的革命学说，在塞尔维亚的思想界也产生了有力的影响。
在克里米亚战争之后，由于土耳其帝国统治力的削弱，塞尔维亚实际上已经是一个独立国了。1867年，土耳其帝国迫于塞尔维亚人民的要求和俄国的干涉，最后把它的驻屯军和官吏撤离塞尔维亚的京城贝尔格莱德。在这以后的10年，所谓土耳其苏丹在塞尔维亚的主权，就只剩了一面土耳其帝国的国旗，与塞尔维亚的国旗并列挂在贝尔格莱德的城堡上，聊以作为一个象征。
1877年，塞尔维亚最后废弃了土耳其帝国在其领土内的主权的痕迹，完成了政治上的独立。
直到1918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塞尔维亚人才与邻近同属于斯拉夫族的克罗地亚人（Croats）、斯洛文尼亚人（Slovenes）、黑山人（Montenegro's）合组南斯拉夫王国。在今天的南斯拉夫境内，塞尔维亚人仍占人口的多数。



第十七章　19世纪50—60年代的英国
一、英国经济的发展，《谷物法》和《航海条例》的取消，自由贸易政策的胜利
我们在上一章的第二节里面，曾经简单地提到过英国在19世纪中期经济发展的概况。由于工业革命首先是在英国发生的，结果英国便成了当时全世界的工厂。
关于1846—1866年之间的英国，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在近代社会中，再没有别的时期，还比最近过去的这20年更适于研究资本主义的积累了。在此期间，好像‘财神’的钱库是被发现了。但在一切国家里面，英国又提供了典型的实例，因为它在世界市场上是占第一位，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也只有在那里才是充分发展了的……”（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817页）
在19世纪中期，英国的资本主义工业蒸蒸日上。英国掌握着工业方面最先进的技术，它拥有广大的殖民地，它支配着世界市场，而它的舰队则统治着海洋。在英国的工业城市里，工厂的烟囱密如森林，机器的喧嚣昼夜不息；而洪流一般的英国工业品，则随着英国的炮舰，泛滥到世界上每一个最边远的角落。诚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英国是“把整批民族变为自己的雇佣工人”，并且“以自己的巨掌把持着全世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第103页）
工业的发展，促进了人口的增加和集中。英国的人口总数在1770年仅有750万，但到了1871年则增加到2300万，即在100年内增加了3倍多。在1851年，英国的城市居民仅仅稍多于农村居民，到了1871年，英国城市居民已占总人口的62％，而农村居民则仅占总人口的38％。英国人口集中于城市，这与当时欧洲大陆各国那种仍以农村人口占绝对优势的局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英国既是当时全世界的工厂，英国的工业资本家为了增加自己的利润，就必须能够比较自由地向世界各地取得廉价的原料和粮食，并冲破关税壁垒以向其他国家推销工业生产品。在19世纪40年代，英国自由贸易的呼声响彻云霄，而这种要求自由贸易的斗争，则集中在取消《谷物法》的问题上。
英国自工业革命以来，国内所生产的粮食已经是日甚一日地供不应求，必须从国外输入大宗的谷物以满足广大人民的生活需要。但是，英国的地主贵族为了使他们所控制的粮食能够保持一定高度的价格，就蛮横地要维持议会在1815年所制定的《谷物法》（Corn Law），规定当英国市场上小麦的价格在80先令一夸特以下时根本不允许外国粮食入口。这样，粮食的价格既高，广大人民的生活费用当然也就高，而这种情形妨碍着英国资本主义工业的进一步发展。资本家为了可以用更廉价的方式来剥削工人所生产的剩余价值，便主张废除《谷物法》。1838年，英国的工业资本家组织了反谷物法同盟（Anti-Corn Law League），其目的在“使制造商知道是《谷物法》在妨碍着贸易的发展，使人民大众认识到是《谷物法》在使食物的价格不断上涨”。依靠自由贸易主义者的资助和宪章派的支持，反谷物法同盟的宣传活动搞得轰轰烈烈（图17-1）。他们在全国各地举行群众大会，印发大量的传单，并且连续地向议会提出了请愿书。在1845年，恰巧英国本土霪雨成灾，大大地损害了麦子的收成，而爱尔兰又因为马铃薯的歉收，遭受到历史上很少见的严重灾荒。这时，英国的广大人民濒于饥饿，对于那限制谷物进口的《谷物法》便再也不能容忍了。1846年，当保守党左派的罗伯特·皮尔爵士（Sir Robert Peel）执政的时代，英国议会最后通过了一项法案，取消《谷物法》以允许谷物自由贸易。这样，外国谷物可以自由入口，广大人民的生活费用减低，资本家就可以用更低的工资来雇佣劳工了。

图17-1　反谷物法同盟的宣传活动
在19世纪中期，英国已经不仅不怕任何其他国家在工商业方面来与它竞争，并且乐于撤消关税的壁垒，让各国来自由贸易。1849年，英国议会废除了那施行将近200年，建立在保护贸易政策之上的《航海条例》，同时又取消了绝大部分货物的关税。这时，英国工业资本家所主张的自由贸易政策就完全胜利了。
1851年，第一届世界博览会（图17-2）在伦敦海德公园（Hyde Park）开幕。英国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成果，在这次博览会上充分地显示了出来。

图17-2　第一届世界博览会水晶宫内景
在自由贸易政策实行以后，英国工商业的发展更是一日千里。英国把全世界当作它的原料出产地和商品市场，而伦敦就成了世界商业和金融的中心。英国对外贸易的总值，在1785年仅有3200万英镑，但到了1870年则跃升到5.46亿英镑。在19世纪中期，英国及其殖民地的对外贸易经常是占全世界贸易总额的2/5左右。
在19世纪中期，英国资产阶级力图“用这样的方法来创造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英国是大工业中心，而所有其他的国家都是依赖于它的农业国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第一分册，第313页）
英国资本主义工业化的结果，一方面是使极少数的工厂主和银行家靠残酷的剥削积累起盈千累万的财富；另一方面却使广大的劳动人民更加贫穷化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二十三章中，曾经根据英国官方所发表的材料，把英国资本积累的血泪史描述了下来。



二、19世纪中期的英国政治
英国在1688年光荣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的代议制政体便完全确立了。在那种政体之下，立法权属于议会的众议院，行政权属于由在众议院中占多数席位的政党所组成的内阁。国王则御而不治，仅仅尸位素餐，作为帝国的元首。
英国的宪法并非一时制定，而是由过去长时期内那些具有重大意义的法案荟集而成。它的来源大致有二：（1）历史上政治斗争的文献，例如1215年的《大宪章》，1628年的《权利请愿书》，1689年的《民权法案》；（2）议会所制定的法案，例如1707年关于英格兰与苏格兰合并的法案，1832年的《国会改革法案》，保障人身自由的法案，以及历次扩大选举权的法案，等等。英国宪政发展史中有一个最显著的趋势，便是地主贵族逐渐向工业资产阶级让步，以造成一种政治上的妥协。英国的统治阶级是狡狯的，他们惯于在人民革命的高潮之前作一些必要的让步，以延续其专横的统治。
从17世纪末叶起，英国的统治阶级就通过辉格党和托利党来掌握政权。一般说来，最初，辉格党的组成分子以新兴的资本家占多数，托利党的组成分子则以地主贵族占多数。在1830年左右，辉格党演化为自由党（Liberal Party），托利党演化为保守党（Conservative Party）。以后自由党与保守党交替执政，虽然它们的政纲也有所不同，而且互相间的倾轧很厉害，但在镇压国内劳动人民、对外肆行侵略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关于这种两党政治的本质，马克思早就说过：“寡头政治不仅是以一手包办政权，而且也以两手交替的方式来掌握政权。即用一只手放下，而另一只手拿起来的方法，来使自己的统治权长久维持下去。”
英国政府的性质，取决于议会众议院的选举。在19世纪中期，英国的选举制度离普遍的民主还相差甚远，各地区之间议员人数的分配也很不合理。在形式上，众议院的议员系由各地区的选民投票产生，但却有很多议员是由政治上的权贵指定的。每逢选举，政客们纵横捭阖，贿赂公行，或者发出空头支票的诺言，或者用野蛮的手段去恫吓选民，以期获得选票。在1854年，马克思曾经把当时英国众议院议员的成分分析如下：在641名议员之中，有272人是贵族，有103人是贵族的近亲，有109人是工商界和金融界的代表，有107人是律师，有30人是海陆军军官，有20人是与资产阶级接近的文学家和科学家。而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竟没有一个代表。我们看了那些议员的社会背景，对于当时英国的政治概况便不难了解了。
自1837年至1901年，英国在位的君主是维多利亚女王（Queen Victoria）（图17-3）。那64年之间，便是英国统治阶级所常常夸耀的维多利亚时代——所谓英国历史上的极盛时期。

图17-3　维多利亚女王
原先，保守党与自由党在英国政治舞台上差不多势均力敌。不过，当议会众议院在1846年争辩废除《谷物法》的议案时，保守党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裂：一部分温和的倾向于工商业者的保守党议员，赞同原任保守党领袖罗伯特·皮尔爵士的意见，主张与自由党采取一致的步骤以取消《谷物法》。他们被称为皮尔派（Peelites）。而一部分维护地主贵族利益的保守党议员，则主张保留《谷物法》。这种意见的分歧，在保守党内部造成了难以调和的冲突。结果在《谷物法》被废除以后，保守党便因为本身的分裂，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在政治上不能与自由党相颉颃。
工业资产阶级已经在经济上取得了压倒的胜利，于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自由党也就在政治上占着显著的优势。在19世纪50—60年代，英国的政权大半是掌控在自由党手里。
19世纪中期，英国帝国主义政策的主要执行者是自由党创建人之一的帕默斯顿勋爵（Lord Palmerston）。帕默斯顿勋爵是一个无原则的政治阴谋的老手，他原先属于保守党，后来却跨入自由党。他自1809年起即连续地担任军务大臣、外交大臣等要职，为英国资产阶级做了不少侵略勾当。自1855年至1865年，他以自由党领袖的身份两次组织内阁，任首相达9年之久，更是积极推行帝国主义政策，对外肆行侵略。帕默斯顿勋爵致力于英国的扩张，不惜以战争达到侵略的目的。他经常爱说这样的一句口头禅：“英国有强大的武力，足以承担一切事件的后果！”帕默斯顿勋爵这种强权政治的侵略政策，经常使世界各国感受到战争的威胁。所以当时欧洲大陆上流行着这样的谚语：“如果魔鬼也有子孙，那一定就是帕默斯顿勋爵。”
帕默斯顿勋爵（图17-4）是中国人民的死敌。在他担任外交大臣的时候，英国对中国发动了1839—1842年的鸦片战争，在他担任英国首相的时候，英国又向中国发动了1858—1860年的英法联军之役。

图17-4　帕默斯顿勋爵
在内政方面，如果与当时欧洲其他国家的情况比较起来，19世纪中期的英国却具有较多的所谓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政治自由，其中包括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和允许政治犯避难，等等。当时的英国是欧洲各地革命党人和社会主义者的避难所。从1849年的秋天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寄居在英国。而第一国际的总部，从1864年至1872年也设在伦敦。



三、英国的殖民政策
在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英国已经开始具有帝国主义的特征。列宁写道：“从19世纪中期起，英国至少已具有帝国主义底两个最大特征：（1）极广大的殖民地；（2）垄断式的利润（由于它在世界上拥有垄断地位的结果）。在这两方面，英国当时是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一种例外……”（《列宁全集》第二十二卷，俄文第四版，第100页）
英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以对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残酷剥削和掠夺为基础的。千百万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人民的血泪，凝聚成英国资本主义的繁荣。
不列颠帝国素以境内无落日自豪，它的领土遍于全世界。大致区别起来，英国的殖民地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原先人口比较稀少的地区，可以容纳白种人大量的移民，如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等；另一类是人烟稠密而且经济生活已经相当繁富的地区，可供资产阶级作为剥削和掠夺的对象，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印度。
在19世纪上半期，英国人仍旧像洪流一般移向美洲、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北美西部的开发，尤其是1848年左右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和澳大利亚金矿的发现，更刺激了英国人的殖民运动。一部殖民史，充满着惨绝人寰的事迹。那不仅只是局部的屠戮和掠夺，而是土著部族整个地被剥夺了生存的权利。那些英国的殖民者，用极残酷的手段杀戮或赶走了各地的土著部族，而把他们的土地和财物据为己有。例如在澳大利亚，土著部族被压缩到中部气候干燥的沙漠地区，他们的人口日渐减少。新西兰的土著部族毛利人（Maori），由于英国人的侵略，从1840年至1867年，人口数目从8万锐减到3万（图17-5）。而在澳大利亚南端的塔斯马尼亚（Tasmania）岛上，土著部族则整个地灭亡了。

图17-5　新西兰土地战争，又称为土地战争或毛利人战争，指1845年至1872年之间爆发在英国殖民者与新西兰土著毛利人之间的一系列武装冲突
英国政府对于那些由白种人所居住的殖民地，在政治上赋予较多的独立性。1837年，加拿大发生抗英暴动。虽然这次的暴动很快就被镇压了下去，但是英国政府为了羁縻加拿大的人民，终于在1849年正式承认加拿大自治。接着，英国又以自治权授予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
然而，在19世纪中期，英国所用来控制印度的那一双魔掌却愈卡愈紧了。自1857年至1859年，印度人民掀起了如火如荼的反英斗争，即历史上所称的土兵起义。关于印度人民那些可歌可泣的事迹，我们将在后面予以阐述。



四、爱尔兰人的抗英斗争，芬尼运动
在地理上，爱尔兰（Ireland）密迩于英国，然而在民族情绪上，爱尔兰人对于英国的统治阶级一向是极端仇视的。爱尔兰绝大部分的居民，在人种、语言、宗教和经济利益上，一般都与英国人不同。
爱尔兰人原为不列颠群岛的土著部族凯尔特人（Celts）的后裔，他们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光辉的表现。在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爱尔兰保持着古代文化的遗绪，曾经一度蔚为欧洲学术的中心。
爱尔兰是英国最古老的殖民地。远自12世纪中期起，英国人（正确地说，是盎格鲁·诺尔曼人的军事贵族）就侵入爱尔兰，征服了爱尔兰一部分的土地。从那以后，爱尔兰人与英国人便展开了延续达700多年之久的残酷斗争。
英国人在爱尔兰以征服者自居，他们奴役着成千上万的爱尔兰人。英国人把爱尔兰人视为“劣等民族”，他们甚至制定了法律，禁止爱尔兰人与英国人通婚。
爱尔兰人在经济上受到英国人的剥削，在政治上受到英国人的压迫，在民族上受到英国人的歧视，他们对于英国人的仇视不是没有理由的。在宗教改革之后，英国人大部分改信了新教，而爱尔兰人则仍旧信奉天主教。于是爱尔兰人与英国人除了在民族、政治和经济上的冲突之外，又加上了一项宗教上的冲突。爱尔兰人不甘心受英国人的统治，他们迭次掀起了反英的斗争，但不幸都被英国政府用暴力镇压下去了。
16世纪末叶，在女王伊丽莎白（Queen Elizabeth）在位时期（图17-6），英国政府更加强了对爱尔兰的统治。大量的英国地主被移殖到爱尔兰，他们用暴力强占了爱尔兰人的土地，而使爱尔兰人以佃农的身份替他们耕种。到了17世纪初期，英王詹姆斯一世（James I）更把爱尔兰北部的阿尔斯特（Ulster）地区完全没收过来，作为英国人的属地。最后，英国的地主贵族在爱尔兰所领有的土地，竟占了爱尔兰全部可耕土地面积的4/5！于是在爱尔兰就造成了这样的局面：它绝大部分土地的所有权操控在外籍的地主手里，而它自己境内绝大部分的居民则被降为佃农。那些英国籍的地主对爱尔兰的佃农进行着骇人听闻的剥削。他们凭着政治上的权力，在爱尔兰的佃农身上榨取最大数量的地租。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曾经写道：“无论在任何一个别的欧洲国家，外人统治对于土人的剥夺，都没有采取过如此直接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第464-465页）

图17-6　女王伊丽莎白
在17世纪中期，当英国本土的资产阶级革命正在进行之际，爱尔兰境内也掀起了起义。1641年，爱尔兰人发动了大规模的反英运动。他们驱逐英国籍的地主，焚毁英国人新教的教堂。然而这一次起义被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军事领袖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用武力所摧灭。克伦威尔曾经在爱尔兰大肆屠戮，他的残暴，直到今日还使爱尔兰人切齿难忘。
爱尔兰人对于英国的统治阶级衔恨入骨，他们等待着每一个时机来争取自己的独立和自由。在爱尔兰流行着这样的一句谚语：“英国多难之日，即爱尔兰翻身之时。”在历史上，爱尔兰人经常是站在英国的敌人方面来反对英国。每逢英国与别国作战，爱尔兰的热血青年总是投效到对方的军队里去，以与英国人搏斗。在16世纪时，他们帮助西班牙人来反对英国人。在17、18世纪时，他们又常常帮助法国人来反对英国人。
1774年，英属北美殖民地的独立战争爆发。爱尔兰人趁英国多事之秋，再度酝酿着反英的起义。英国政府怕爱尔兰会与北美13个殖民地一样，将完全脱离英国而独立，便对爱尔兰人施用羁縻政策，允许他们成立自己的议会。当然，这种政治上的欺骗，决不会给爱尔兰人带来什么真正的独立和自由，于是在1789年，爱尔兰人受到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又掀起了猛烈的反英斗争。不过，这一次的起义和以前许多次的起义一样，最后又在英国武力的镇压之下归于失败了。1800年，英国正式合并了爱尔兰。
英国在爱尔兰的统治，阻碍着爱尔兰经济的发展。当工业革命正在英国和西欧各地胜利进军的时候，爱尔兰岛上除了北部的阿尔斯特一隅之地有些工业以外，其余的地方都是农业区，英国人要使爱尔兰成为他们的原料出产地，用农业的爱尔兰来供养工业化的英国。
由于受着英国地主的剥削和压迫，爱尔兰人民的生活极为凄惨。他们把麦子、牲畜和鸡鸭作为地租缴纳给英国地主，而自己经常只能以马铃薯充饥。马铃薯是爱尔兰人唯一主要的食物，在1845年，爱尔兰的马铃薯遭受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灾害，收成极少，于是绝大部分的爱尔兰人就濒于饥饿（图17-7）。单单在1845—1846年，饿死的爱尔兰人就超过50万！然而，在那样饿殍遍地的年代，一些英国地主仍旧把粮食运出爱尔兰，并且把缴不上地租的佃农从他们的土地上赶走。

图17-7　爱尔兰人因马铃薯遭受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灾害而濒于饥饿
紧接着1845年的大灾荒之后，另一个灾难又落在爱尔兰人民的头上。1846年，英国政府废除了《谷物法》。从此以后，英国撤销了对于外来粮食的关税限制，爱尔兰所出产的粮食便不能与价格较低的外来粮食相竞争了。那些英国地主贵族看到在爱尔兰栽种谷物无利可图，便把庄园中的佃农驱逐出去，将农田改为牧场，以饲养牛羊。他们组织了铁桩队，专门拆毁佃农的房屋。可怜千百万无家可归的爱尔兰人，就这样被迫离乡背井，到别处去谋求生路，其中多数是移往美国，或者竟冻饿而死。
关于英国人统治爱尔兰的结果，列宁写道：“数世纪来，英国一直奴役着爱尔兰，使爱尔兰的农民遭受到空前的痛苦并死于饥饿。英国人把他们从土地上赶走，强迫他们成千成万地离开祖国，迁居美洲。在19世纪初叶，爱尔兰曾经有550万居民，现在仅剩430余万。爱尔兰荒无人烟了。在19世纪里，有500万以上的爱尔兰人迁居到美洲，而目前住在美国的爱尔兰人，却比住在爱尔兰本土的还要多。”（《列宁全集》第二十卷，第130页）
在1841—1866年这25年之间，爱尔兰的人口减少了275万，其中约有160万人是移往他地，而其余的则成了饿殍。这种情形，在当时欧洲各国中是绝无仅有的。
恩格斯曾经于1856年访问爱尔兰，他在那里写信给马克思说道：“宪兵、僧侣、律师、官吏、地主们满眼都是。无论什么工业一点也没有，如果没有农民的贫困跟这种情形相应地对照，那就很难明白所有这些寄生虫是靠什么生活的……爱尔兰可以说是最初的英国殖民地，由于它的地位接近，而且是一个还完全被老一套办法所统治的殖民地；从这里不难了然，所谓英国公民的自由是以殖民地压迫为基础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143-144页）
爱尔兰人的反英运动再接再厉。在1848年，当革命的狂澜怒潮震撼着整个欧洲的时候，爱尔兰人民又揭竿而起，掀起了反英的斗争。但是，这一次的起义因为缺乏巩固的组织，很快便又被英国政府用暴力所镇压。许多爱尔兰的革命志士，都被英国人残暴地杀害或放逐了。经过这一次巨大的创伤，爱尔兰的革命势力直到10年之后才慢慢地重新汇集起来。1858年，一群逃亡在美国的爱尔兰的革命志士，在约翰·奥麦赫尼（John O'Mahony）的领导下在纽约成立了一个爱尔兰民族主义的秘密团体，叫作爱尔兰革命同志会，但通常则用爱尔兰古代英勇部族的名字“芬尼”称为芬尼社（Fenian）。芬尼社的成员多数为产业工人和农民，但其领导人物则多为知识分子和天主教的僧侣。他们的目的，是要以武装斗争的方法使爱尔兰从英国的压迫下获得解放，以建立独立自由的爱尔兰共和国（图17-8）。他们制定了爱尔兰共和国的三色国旗，在社员之间建立了严格的军事性的纪律。芬尼运动在旅居美国、加拿大、英国以及澳大利亚的爱尔兰移民中得到了广泛的发展，社员总数约有三四万人。芬尼社的社员经常以宣传品、武器和金钱供给居留在爱尔兰的同志，并且潜回爱尔兰参加实际斗争。从1866年至1870年，在美国的芬尼社社员曾经数次大张旗鼓地用武装突入英国的属邦加拿大，企图打击英国在新大陆的势力。1867年，在英国的芬尼社社员在纺织业的中心兰开夏举行暴动。同时，在爱尔兰本土的芬尼社社员也连续地掀起了许多次反英的武装起义。然而，这些起义都先后失败了。

图17-8　建立独立自由的爱尔兰
芬尼运动失败的原因，是由于这一运动的参加者没有把爱尔兰的民族解放斗争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结合起来，也没有在解决土地问题的纲领下发动广大的爱尔兰农民来参加斗争。芬尼社的领导人物多为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他们只知道使用恐怖的暗杀，而那种恐怖政策实际上是深为有害的。然而，芬尼运动在历史上也有一定的作用，它表现了爱尔兰人民争取自由独立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并且唤起了全世界正义的人们对于爱尔兰问题的注意。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爱尔兰的民族解放运动曾经寄以热烈的同情和关怀，他们曾经与芬尼社的某些活动分子保持联系，并给以诚恳的指示。马克思研究爱尔兰问题，得到了下列的精湛的结论：爱尔兰的解放将给予英国的地主贵族和资产阶级以严重的打击。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决定于英国工人阶级所给予它的帮助和支持；而如果没有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和爱尔兰的独立，英国工人阶级本身就不可能获得解放。马克思写道：“奴役其他民族的民族其本身也决不会是自由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三卷，第一分册，第362-363页）英国工人阶级根本的绝对的利益，是要求爱尔兰脱离英国的统治。
列宁写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爱尔兰问题上所持的政策是至今还具有莫大实践意义的最伟大的榜样，它指示了各压迫民族中的无产阶级应当怎样对待被压迫民族的独立运动。”（《列宁全集》第十七卷，第464页）



五、英国人民的生活状况，英国工人运动，1867年英国的选举改革，英国文学中的写实主义
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的蓬勃发展，英国的资产阶级从本国的劳动人民和殖民地的广大人民身上剥削了盈千累万的财富。而在另一方面，英国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却相对地更加恶化下去了。
那些在工厂和矿穴中做工的劳动者，每日须工作10小时以上，但所得的工资却不足以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他们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经常受着失业和挨饿的威胁。女工和童工被广泛地使用着，他们的境遇比成年的男工更为凄惨。在伦敦、曼彻斯特、利物浦等工业城市中，工人拥挤在卑陋、阴暗、肮脏的贫民窟里，贫民窟（图17-9）连农村中的小茅屋都不如：没有阳光，没有通风，疫病流行。由于负担着超过体力极限以上的劳动，由于极端的贫穷，英国的工人没有文化生活和娱乐，他们的子女更无法读书。工人变成了机器的附属品，活活地被剥削、折磨而死。当时英国纺织厂的工作条件最为苛厉，因此纺织工人很少有能够活到40岁的。

图17-9　伦敦贫民窟
关于英国劳动人民的生活，俄国诗人普希金曾经这样愤怒地写道：“如果你们看到了英国工人的控诉，那种可怕的情况使人毛发悚然。那里面有多少恶毒的凌虐，有多少不可以想象的苦难，一方面是极端的残酷无情，而另一方面是极端可怖的贫困。也许你们会以为那所说的是从前在埃及人的皮鞭下建筑金字塔的犹太奴工的故事吧。绝对不然，那所说的正是英国资本家斯密士先生的毛纺厂或詹森先生的缝纫厂中的情形呢！”（《普希金文集》第六卷，第211页）
恩格斯在他的经典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中写道：“资产阶级那种可憎的贪婪，造成了各式各样的罪恶的大观：妇女们丧失了生育能力，孩子们成了残废，男人们身体日益衰弱，困乏无力，被种种疾病所缠绕折磨，整个一代代地走上了死亡的道路——而这一切都是为了要装满资产阶级的钱袋。”
为了改善可悲的生活状况，英国的工人阶级曾经连续地对资产阶级掀起过英勇的斗争。在19世纪50年代，在宪章运动失败之后，工会（Trade Unions）运动成了英国工人运动的基本形式。各种行业（例如采矿、铸铁、建筑、纺织、制鞋、油漆，等等）中的劳动者，各自组织了自己的工会，用集体的力量与资本家讨价还价，以争取比较高的工资，并保障工会会员不得被资本家无理开除。当然，这种工会运动只是一种狭隘的行会主义的运动，它只是代表上层熟练工人的利益，注重经济性的要求，而不愿从事于政治性的搏战。原先工会的组织是极为散漫的，在19世纪中期，英国竟有1600多个工会。不过，在当时英国的工人运动中，工会也起了一定的组织作用。
1857—1859年的经济危机，提高了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引起了英国工人运动新的高涨。伦敦的建筑工人于1859年举行大罢工，要求把劳动日的工作时间减至9小时。这一罢工运动获得了其他各业工人广泛的同情和支援，并且促进了各业工会之间的团结。
1860年，伦敦各行业的工会组织联合总工会，于是英国工人在各业工会的基础上，建立了联合性的组织。1863年，英国各地矿工的工会联合组成全英矿工同盟。接着，在不同的程度上，英国其他各业的工会也相继进行合并。
1864年9月，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领导之下，国际工人协会（即历史上所称的第一国际）在伦敦成立。英国工人运动的领导人物，热情地参加了这一无产阶级的国际组织。英国的工会，曾经是第一国际最有力的支柱。
在19世纪中期，英国的工人运动在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中实居于先进的地位。当时任何其他国家的工人阶级，都不及英国工人那样具有坚固的组织和强大的力量。关于英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马克思曾经在1870年写道：“这是唯一的国家，这里早就没有农民，并且土地所有权是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这是唯一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资本主义形式，也就是说：将劳工大规模地统一于资本主义企业家控制之下的那种形式，几乎囊括了一切的生产事业。这是唯一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广大的人口是由雇佣工人构成的。这是唯一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阶级斗争和工人阶级在工会中的组织，达到了其种程度的成熟和普遍。因为英国控制着世界市场，所以它是唯一的这样的国家，这里经济方面的每一大变革会立刻影响到全世界。假如英国是地主制度和资本主义的典型国家，那么另一方面，在英国，消灭它们的物质条件也比任何其他地方更加成熟……英国人具有社会革命的一切必要的物质前提，所缺乏的就是集团化精神和革命热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三卷，第一分册，第361页）
恩格斯说道：“世界上没有一种力量，能对那组织成为一个整体的英国工人阶级作一天的抵抗。”（恩格斯：《英国工人运动》，1951年北京中文版，第26页）
然而，英国工人运动的领导权操控在一些机会主义者手里。由于英国拥有广大的殖民地，英国的资产阶级就可以从对殖民地的剥削中拿出一部分的余屑，来收买工人中的上层分子，作为其御用的工具。那些工人贵族把持着英国的工会，他们主张阶级协调，反对阶级斗争。因此，英国的工会运动便走向改良主义。
不过，英国的工会在为工人阶级争取政治权利的运动中，也曾经起过一些领导的作用。1865年，英国的工会和一些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分子组成了全国改革同盟（National Reform League），要求扩大选举权。全国改革同盟的领导人在伦敦、曼彻斯特、里兹、格拉斯哥等工业城市召开群众大会，出席的劳动者往往达10余万人。一个继宪章运动之后的群众性的政治斗争，正在蓬蓬勃勃展开。这种群众的力量，逼迫着英国的统治阶级（无论是保守党还是自由党）不得不在政治上对工人阶级作一些让步。1866年，以德比伯爵（Edward Smith-Stanley，14th Earl of Derby）为首的保守党内阁登台。当时保守党的灵魂人物本杰明·迪斯雷利（Disraeli）（图17-10）为了要缓和工人阶级的斗争情绪并与自由党争取群众，便提出一项比较民主的选举改革法案。这项法案在英国议会中经过反复讨论，终于在1867年获得通过。

图17-10　本杰明·迪斯雷利
1867年的《选举改革法案》，有限度地降低了英国选民的财产限制。它使所有在城市中居住一年以上，其所缴付的房租不下于10英镑的男性居民，和所有在乡村中有12英镑以上财产的男性佃农，都获得了选举权。这样，英国选民的人数在1868年便达225万人，几乎比过去增加了一倍。然而，当时英国选民的人数仅约占全人口的1/10，英国的妇女，以及大部分的劳动人民，仍旧享受不到政治权利。1872年，英国在选举中采取了秘密投票制。
19世纪中期英国的社会状况，在当时的文学作品里面得到了生动的反映。英国写实主义的小说家狄更斯（Charles Dickens，1812—1870年）用细腻的、深刻的、讥刺的然而却充满着人性温暖的笔调，描绘出英国社会上各式各样的罪恶和黑暗。他的成名之作《匹克威克外传》（The Pickwick Papers），描写了英国从农业社会转变到工业社会的情形。他的《雾都孤儿》（Oliver Twist），替贫苦的人们提出了正义的申诉。他的《艰难时世》（Hard Times），刻画出资本家工厂中残酷无情的剥削。他的《尼古拉斯·尼克贝》（Nicholas Nickleby），暴露了当时英国学校中的专制和愚昧。而他那最有名的著作《双城记》（A Tale of Two Cities），是一部描写法国大革命的动人的历史小说。狄更斯起初只是对英国社会上的丑恶予以揭发，但是到后来，他那冷静的描写中就带有愤怒的控诉了（图17-11）。

图17-11　狄更斯
与狄更斯同时的英国写实主义的小说家威廉·梅克比斯·萨克雷（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1811—1863年）惯于用讽嘲的笔调来刻画贵族阶级的生活。他最有名的著作是《名利场》（Vanity Fair），其中将掩藏在豪华之下的贵族阶级的空虚与卑鄙可耻描写得淋漓尽致。



第十八章　意大利的统一
一、19世纪50年代的意大利
意大利具有悠久而丰富的历史传统。在古代，罗马曾经征服过整个地中海区域，将它聚合为一个庞大的奴隶制帝国。在中世纪后半期，意大利的威尼斯和热那亚曾为欧洲最繁盛的城市，垄断着当时欧洲的国际贸易。在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曾经产生过许多卓越的文学和艺术的天才人物。然而直到19世纪中叶，意大利在政治上仍陷于可悲的分裂状态，并且，它的北部是处于奥地利帝国的统治之下。正如奥地利的政治家梅特涅所形容的那样：当时“意大利实不过是一个地理上的名词”。
在19世纪之初，意大利的革命志士即已组织秘密会社，策动民族统一运动。在1848—1849年那革命的年代，意大利人曾经掀起广泛的争取民族统一和民主权利的斗争。他们袭击奥地利驻军，迫使某些封建小邦公布了民主宪法，并且在某些地区成立过共和制政体。然而，当年意大利的革命只是昙花一现，很快便失败了。封建统治者在复辟了以后，就进行反攻倒算，使一切都恢复到革命以前的状态。
当时意大利分裂为8个不相统属的政治单位：半岛北部的伦巴底（Lombardy）和威尼斯（Venetia）是由奥地利帝国所统治；往南，有帕尔马（Parma）、摩德纳（Modena）和托斯卡纳（Tuscany）3个公国；在半岛的中部，是教皇国；半岛的南部和西西里岛，是由两西西里王国（Kingdom of the Two Sicilies）所统治；而当时略微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倾向的萨丁尼亚王国（Kingdom of Sardinia），却只领有半岛西北部的一隅之地和孤悬海外的萨丁尼亚岛（图18-1）。

图18-1　1832年的萨丁尼亚岛
奥地利的帝国政府视意大利为殖民地。伦巴底和威尼斯是意大利境内经济比较富裕的地区，然而在这里，意大利人遭受着封建的和民族的双重压迫。在奥地利人的统治之下，伦巴底和威尼斯的人民负担着极繁重的捐税，每年必须对维也纳政府输纳大量的贡赋。奥地利人用恐怖政策钳制着伦巴底和威尼斯，到处施行政治迫害和逮捕，压迫言论自由。此外，奥地利帝国政府并且用种种野蛮的手段，来摧残意大利人的经济生活和教育事业。
在帕尔马、摩德纳和托斯卡纳那3个公国里面，中世纪封建特权仍旧顽固地存留着。那3个公国中的封建统治者，都以奥地利的帝国政府为靠山，用专制手段来镇压人民。例如，帕尔马公国的王者卡洛三世（Charles III，Duke of Parma），经常滥用私刑，甚至在街头用手杖挥击臣民，并且以此为乐。在那些地区之内，封建统治者禁止人民讨论政治，一切宣传民主主义的书籍和报纸都遭到禁止。
罗马是教皇的所在地。自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教皇即在意大利享有世俗权，而后来则演变为封建领主，据有罗马城和意大利中部一带的土地，建立了教皇国。这种形势由来已久：教皇一方面是全世界天主教徒宗教上的领袖；另一方面又是意大利境内的封建统治者。教皇长期依赖法兰西、奥地利等天主教国家的支持，来维持其在意大利境内的封建特权。因此，在意大利的民族统一运动中，以教皇为首的天主教会就不仅不是一个助力，而且相反是一个障碍。在教皇国之内，封建制的生产方式仍居于支配地位，人民遭受着苛捐杂税的剥削，文化和教育都异常落后，那些披着袈裟、捧着圣经和十字架的天主教会的高级僧侣，在政治上的表现却是虚伪、贪婪和残忍。教皇国并没有实现基督教所主张什么平等与博爱，它境内没有半点自由的气氛，它的监狱里塞满了政治犯。
两西西里王国的情况，在意大利各邦中尤为恶劣。当时它的国王是波旁王朝的费迪南多二世（Ferdinand II），他曾以大炮扫射革命人民，所以诨名叫作“炮弹国王”。这个残暴成性的暴君，本身便是专制主义的象征。在两西西里王国境内，经济落后，绝大部分的人都是文盲，而行政和司法的黑暗，尤其令人发指。连英国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威廉·格莱斯顿（William Ewart Gladstone）在访问两西西里王国之后，都说“那种专横、不平、残酷的统治机构，使人难以想象竟是当今欧洲所能有的”。
当时在意大利各邦之中，稍稍带有一点朝气的是萨丁尼亚王国。在以前，萨丁尼亚王国的萨伏依王朝（Dynasty of Savoy）也仅仅只从事于封建性的领土扩张，并不知道什么民族统一和民主权利。然而在1848年，在革命人民的要求和推动之下，它却做了两件冠冕堂皇的震惊意大利全境的大事：第一，它与米兰城（图18-2）的人民一道掀起了反奥斗争，表示它愿以武力把意大利从奥地利帝国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第二，它颁布了一部宪法，表示它是倾向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在1848—1849年的反奥战争失败以后，萨丁尼亚王国的统治者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二世（Victor Emmanuel II）知道奥地利政府要求他废除其父所颁布的宪法，他曾严加拒绝，并且说道：“我要把革命的三色旗举得高高的，握得紧紧的。”这样，一些意大利人惑于萨伏依王朝这些开明的措施，便把民族统一的希望寄托在萨丁尼亚王国身上；而意大利各地的革命志士，尤其是受迫害而不能安于本土的人，也都以萨丁尼亚王国作为政治上的避难所。

图18-2　1845年的米兰
19世纪50年代，意大利北部的资本主义工业开始有显著的发展。在萨丁亚尼王国境内的皮埃蒙特（Piedmont），在伦巴底，用机器来进行生产的大工业已经逐渐增加。这时意大利的丝织业比以前增加了一倍，棉纺业则增加了3倍，铁路交通的发展也相当快。不过一般说来，当时意大利半岛的中部和南部还没有踏上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道路。
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推进了意大利的民族统一运动。然而，当时意大利的资本主义因素还比较幼稚。因此，意大利的资产阶级是软弱的，意大利的工人阶级也是不够成熟的。当时意大利的工人多为手工业者，他们还没有组成真正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政党。



二、意大利统一运动中两种倾向的斗争——马志尼与加富尔
阻碍着意大利统一的有两种势力：一是意大利境内的那些封建小邦，其中关系最复杂的是教皇国；二是列强的干涉，其中最主要的是奥地利帝国在意大利半岛北部的统治。这两种势力互相利用，使意大利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
意大利要完成民族统一，必须对外解除列强的干涉，特别是把奥地利帝国的势力驱逐出意大利半岛以外；对内扫清封建割据，其中包括剥夺教皇的世俗权。
当时，意大利的民族统一运动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倾向：其一是主张自下而上，用人民革命的方式以求达到意大利的统一，以建立民主共和制的政府。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马志尼（Giuseppe Mazzini）。其二是主张自上而下，由萨丁尼亚王国用武力和外交的方法来完成意大利的统一，以建立君主立宪的政体。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萨丁尼亚王国的国王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二世和首相加富尔（Count of Cavour）。
意大利的民族统一运动中有三个杰出的人物——马志尼（图18-3）、加富尔和加里波第（Giuseppe Garibaldi）。这三人的社会背景和政治主张各不相同，他们各自循着自己的道路来促进意大利的统一运动。

图18-3　马志尼
马志尼于1805年生于意大利的热那亚城，他的父亲是一位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大学教授。在青年时代，马志尼就是意大利革命会社烧炭党（Carbonaro）中的一员，并且曾因为参加革命暴动而受到了监禁和放逐。1831年，马志尼召集了一批富于革命热忱的知识分子，组织青年意大利党（Young Italy）。他用热情奔放的文笔，歌颂意大利历史上的光荣和山川的可爱，唤醒意大利人的民族自觉，要求他们起来争取祖国的解放，在罗马共和国的名称下统一起来。青年意大利党发展得很快，它当年至少曾拥有党员5万人。意大利的革命军人加里波第，最初也曾为马志尼的信徒。当然，马志尼在激发意大利人的爱国热情和民主思想这一点上，曾经起过很大的作用。不过，马志尼始终只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者，他只知道依靠资产阶级、开明地主和激进的知识分子，而没有真正地去组织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力量。再者，他宣传施用恐怖和暗杀的手段，那和真正的人民革命也有本质上的差异。马志尼曾经积极地参加了1848年的革命，他领导意大利人民在罗马城建立共和国，但很快就被意大利本土的反动军队和法国的干涉军打败了。1853年，马志尼策动米兰人民起来斗争，结果又遭受到失败。以后马志尼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流亡在国外。
加富尔于1810年出生于意大利西北部皮埃蒙特的一个贵族世家，其父在当地拥有巨大的财产。加富尔早年曾经在萨丁尼亚王国的军队中服役，但后来辞去职务，转往法国和英国去考察宪政。在思想上，加富尔代表意大利的开明地主和新兴的资产阶级。他热衷于当时英国的资产阶级议会制，认为意大利应当由萨丁尼亚王国自上而下地统一起来，以建立与英国议会制相仿佛的立宪政体。加富尔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敌人，早在1848年以前，他就在一家法国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论共产主义思想及防止其传播的斗争方法》的文章。加富尔的中心思想，是要趁人民革命还没有起来的时候，统治阶级必须赶紧做一点自上而下的改革，来缓和人民的斗争情绪。
加富尔在从法国和英国考察归来之后，并没有立即踏上政治舞台。他仿效英国地主贵族和工业资本家的榜样，在他父亲所遗留下来的庄园上推行新的耕作方法，并兴办实业。加富尔设立了轮船公司、铁路公司、工厂和银行，同时参加了《复兴报》（Il Risorgimento）的编辑工作，鼓吹在萨丁尼亚王国的领导下来进行意大利的统一运动。1848年，萨丁尼亚王国颁布宪法，并在京城都灵（Turin）召集议会。此时，作为意大利资产阶级最激进的代言人和萨丁尼亚王国最忠实的拥护者的加富尔，就成了都灵议会里最活跃的人物。1850年，加富尔进入政府。1852年，加富尔被萨丁尼亚王国擢任为首相，兼任外交大臣。从这以后，其间只有一个极短的中断，他一直担任这两个职位，直到1861年逝世为止。
在政治上，加富尔（图18-4）完全是为资产阶级和萨伏依王朝服务的。在他的策划之下，萨丁尼亚王国整顿了税制，扩展工业，铺设铁路，并且改建了热那亚的港口设备，以发展对外贸易。加富尔帮助国王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二世改组萨丁尼亚的军队，使之成为一支比较近代化的武装力量。此外，加富尔限制天主教会的特权，削弱其在社会上的势力。加富尔的目的，是要把天主教会隶属于国家，使其成为国家政策的驯良的工具。

图18-4　加富尔
对于当时意大利境内的民主运动，加富尔采用骑墙的两面派的手法。一方面，他与意大利的革命会社和加里波第等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希望用人民的力量来扫清意大利境内的封建割据并驱逐奥地利帝国在意大利的驻屯军；另一方面，每当意大利的民主运动向前发展，越过了君主立宪制的范围时，他就转过来反对并镇压民主运动。总之，加富尔要窃取人民革命的果实，以造成资产阶级议会制的立宪政体。
萨丁尼亚王国毕竟是一个蕞尔小邦，它本身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完成意大利统一的任务。加富尔既然不能而且也不敢充分发动广大的意大利人民来参加斗争，于是他就在外交上打主意，在当时的欧洲国际政局中进行投机。加富尔想以追随一个强国去击败另一个强国的方法，使萨丁尼亚王国得以借他人的胜利来统一意大利。
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萨丁尼亚王国原以为奥地利会参加到俄国方面去作战，于是它就派了15000人去协助英、法、土耳其的联军攻打俄国。虽然奥地利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始终保持中立，但后来萨丁尼亚王国终于能以战胜国的地位，派加富尔出席1856年的巴黎和会，使欧洲各国注意到意大利的统一问题。



三、1858年萨法同盟和1859年的反奥战争
既然加富尔的外交政策是要利用当时欧洲各强国之间的矛盾，借某一强国的援助来反对奥地利帝国，使意大利得以在萨丁尼亚王国的主权下统一起来，于是他就首先与法国缔结同盟。
在1856年年初，当巴黎和会正在商讨结束克里米亚战争的方案时，加富尔即趁机与法皇拿破仑三世谈判，要求他派军队帮助萨丁尼亚王国把奥地利帝国的势力驱逐出意大利半岛，以扫清意大利统一问题上最大的一个障碍。
在出兵帮助萨丁尼亚王国以统一意大利这件事上，法皇拿破仑三世举棋不定。一方面，拿破仑三世想利用参战的机会来伸张自己的势力，并以此来骗取法国自由主义者的拥戴。同时，他过去对于意大利的统一运动曾经怀有一种浪漫式的同情：在血统上，拿破仑家族原为意大利人，而他本人在青年时代曾为意大利烧炭党中的一员，并且曾经对意大利的革命流亡者发过誓言：说他将来如能在法国得志，必定以实力帮助意大利完成统一。另一方面，拿破仑三世又害怕意大利的民族统一运动演为革命斗争，将威胁到他在法国的政权。再者，如果法国为意大利问题与奥地利帝国开战，也难保它本身不受到欧洲其他强国的袭击。另外还有一个顾虑，意大利的统一势必要侵犯到教皇的世俗权，而这件事将引起法国天主教徒的反对。由于这种种原因，拿破仑三世就把与萨丁尼亚王国缔结同盟以进攻奥地利的事搁置了下来。
1858年1月，意大利的革命党人奥西尼（Felice Orsini）等在巴黎行刺拿破仑三世，差一点命中。这件事在欧洲政界掀起了巨大的波浪，拿破仑三世借此大兴冤狱，施行恐怖政策，逮捕了许多革命党人。奥西尼等被处以死刑，他们在受审时激昂慷慨地说：谋刺拿破仑三世是为了膺惩他对于意大利统一运动的背叛。奥西尼最后还致书于拿破仑三世，说道：“除非是意大利自由了，你陛下的生命休想安全，欧洲也休想得到宁静。”
贪婪而又胆怯的拿破仑三世，终于决定在意大利的统一运动中作一次军事冒险。1858年7月，拿破仑三世邀请加富尔到法国的普隆比埃（Plombieres）地方秘密会谈，结果商定：法国出兵帮助萨丁尼亚王国把奥地利的势力驱逐出伦巴底和威尼斯，使这两个地区合并到萨丁尼亚王国的主权之下，以完成意大利半岛北部的统一。为了酬谢法国的援助，萨丁尼亚王国同意事后把它境内的、在历史上曾经一度属于法国的萨伏依（Savoy）和尼斯港（Nice）两地区，割让给法国。这样，萨丁尼亚王国与法国的反奥同盟就此建立，法国开始准备军事行动。
在1859年的元旦招待会上，拿破仑三世对奥地利帝国的驻法大使说道：“我很遗憾，我国与贵国的关系已不如以前那样友好了。”几天之后，萨丁尼亚王国的国王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二世在议会中宣称：“我对于意大利各地人民的痛苦哀鸣，决不是无动于衷的。”这两件事便是法国与萨丁尼亚王国准备对奥地利作战的信号。奥地利帝国增兵3万人至伦巴底地区以为戒备。接着，萨丁尼亚王国便宣布全国总动员。
1859年4月16日，奥地利政府向萨丁尼亚王国提出最后通牒，限定它在3日以内撤消全国总动员的命令。加富尔用轻蔑的态度来迎接这个挑衅，他说道：“事情已成定局，我们能够应付一切的后果。”萨丁尼亚王国断然拒绝了奥地利的要求，于是战争就爆发了。不久，法国大军在拿破仑三世亲自统率下开抵皮埃蒙特，与萨丁尼亚王国军队会合在一起。同时，意大利的革命军人加里波第，与成千上万的革命志士，都投效到萨丁尼亚王国的麾下充任义勇军，争先为意大利的统一事业捐躯牺牲。
为解放意大利的革命热情所鼓舞的萨丁尼亚王国与法国的联军，以势如破竹的锐气进击奥地利的部队。1859年6月4日，萨、法联军击败奥军于马真塔（Magenta），占领了伦巴底最重要的城市米兰。6月24日，萨、法联军再败奥军于苏法利诺（Solferino）（图18-5）。于是伦巴底全境光复，奥军被迫退入威尼斯。这时，萨、法联军本可以乘胜追击，一鼓作气把奥军逐出意大利，然而，拿破仑三世却背信弃义，竟不通知萨丁尼亚王国而单独与奥地利帝国媾和，中途退出了战争。

图18-5　苏法利诺战役
拿破仑三世背叛了意大利的统一运动。他那中途退出战争的动机，是由下列的3种考虑决定的：第一，意大利的反奥战争已开始具有革命的性质。当时在伦巴底，在帕尔马、摩德纳和托斯卡纳3个公国，甚至在教皇国境内，人民都掀起了起义，赶走了封建统治者。这种革命势力的高涨，使他感到惊慌。第二，他惟恐一旦意大利真的由萨丁尼亚王国统一起来，会威胁到法国南部边境的安全。第三，他得到了情报，以为普鲁士也许会趁机进攻法国。1859年7月，拿破仑三世与奥地利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Francis Joseph）会晤于维拉法兰卡（Villafranca），谈判休战的条件。结果商定：奥地利把伦巴底割让给法国，再由法国转让给萨丁尼亚王国，但奥地利仍保有威尼斯。法国和奥地利要求让摩德纳、托斯卡纳等公国的统治者复辟，在教皇的领导下成立意大利联邦。不过后来由于这些地区人民的反对，此项要求便被打消了。
由于拿破仑三世的背盟，萨丁尼亚王国不得不中止对奥地利的战争，于是这一次意大利的统一运动就又流产了。加富尔曾经因此愤然辞去萨丁尼亚王国首相的职务，但不久便又复任。
虽然1859年的反奥战争半途而废，它毕竟使意大利的统一运动推进了一大步。萨丁尼亚王国不但合并了伦巴底，并且由于各地区人民投票的结果，合并了帕尔马、摩德纳和托斯卡纳3个公国和教皇国一部分的土地。这样，萨丁尼亚王国的土地和人口便增加了一倍。当时在意大利北部，除了威尼斯仍由奥地利帝国盘踞以外，其他地区全都在萨丁尼亚王国的主权之下连成一片了。
但在另一方面，虽然拿破仑三世并未忠实履行萨、法同盟的义务，萨丁尼亚王国却仍以萨伏依和尼斯港让与法国。
1859年的反奥战争没有能扫清意大利统一问题中的障碍。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说：“意大利的革命会来过问这件事。”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意大利的情况，认为一个新的意大利民族统一运动的高潮必将接踵而来。



四、意大利南部的人民起义和加里波第的红衫军
在波旁王朝的统治下，两西西里王国素为意大利境内最反动、最黑暗的区域。1859年，暴戾恣睢的“炮弹国王”费迪南多二世病死，其子弗朗切斯科二世（Francis II）继立，但仍以铁腕手段镇压人民，在内政上没有进行丝毫的改革。
1860年4月，西西里岛的人民在马志尼信徒的领导下掀起了反抗波旁王朝的起义。意大利各地的革命志士都同情这个斗争，加里波第要组织红衫军，渡海到西西里岛去增援那里的革命人民。这时，加富尔想利用这种形势，趁机把意大利南部合并于萨丁尼亚王国，于是就笼络加里波第，叫他以萨丁尼亚王国的名义去解放西西里岛。
在意大利的民族统一运动中，甚至在整个世界近代历史中，加里波第（图18-6）是一位最富于浪漫色彩的人物。他在1807年出生于尼斯港，早年即醉心于革命，参加了马志尼所领导的青年意大利党。起初，加里波第曾为萨丁尼亚王国海军中的一名水兵，因革命活动被判处死刑，于是逃亡到南美洲。在那里，他组织了一支意大利军团，为南美洲诸国的革命运动战斗了14年，英名卓著。后来加里波第回到意大利，他经常穿着一件红衫，成为人民武装的象征和革命英雄主义的化身。1848年，加里波第组织了3000义勇军参加到萨丁尼亚王国方面对奥地利作战。1849年，他又奋力捍卫马志尼在罗马城所建立的共和国。在当年的革命失败之后，他被迫逃亡到美国纽约，在那里以制蜡烛为生。1854年，加里波第重回祖国，在卡普雷拉岛（Caprera）这座小岛上抱瓮灌田。1859年，他率领了义勇军参加反奥战争，及至这时西西里岛的人民爆发了起义，加里波第便又以百倍兴奋的心情来参加这一解放运动。

图18-6　加里波第
1860年5月5日，加里波第率领着由各地革命志士所组成的红衫军约1140人，带着5000支步枪和4门大炮，从热那亚港分乘两条商船向西西里岛进发。从表面上看来，红衫军的兵力简直微弱得可笑。当时两西西里王国的波旁王朝拥有陆军共约13万人，并且还有舰队，这样一支小小的红衫军，不是以卵击石吗？然而，这是一个革命的战争。意大利南部广大的人民憎恨波旁王朝的残酷不仁，他们把加里波第的红衫军视为解放者。5月11日，加里波第在西西里岛的西北角登陆，当地的人民迅即投效到他的旗帜之下。不到两天，他的队伍就扩大到四五千人。加里波第的红衫军以狂热的心情迎接战斗，他们以少胜多，在卡拉塔菲米（Calatafimi）地方击溃了波旁王朝的军队。
关于卡拉塔菲米之战的胜利，加里波第曾经以极大的欢慰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卡拉塔菲米！当百战余生的我行将就木的时候，还带着骄傲的微笑来回想这一次的胜利，因为我没有看见过比这更光荣的战斗。‘红衫军’真正是人民的救星，他们对于死，抱着英雄式的蔑视的态度，从一个阵地冲到另一个阵地，去打击暴君所豢养的那些穿着漂亮军装佩着肩章的雇佣军，使他们溃退。我怎能忘记那一群年轻人，他们怕我受伤，一个挨着一个地围着我，成为一座打不透的墙。”
红衫军辉煌的战绩，震撼了整个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岛各地的人民纷纷响应，他们自动地组织了武装力量，起来驱逐他们的压迫者。那些畏葸的摆动的波旁王朝的军队，也整批地反正到革命的方面来，不到3个月，加里波第就成了西西里岛上唯一的主宰，他的红衫军也已扩展到25000人。这时，加里波第就以萨丁尼亚王国国王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二世的名义，在西西里岛上建立了新的政权。
1860年8月，加里波第率领着他的红衫军渡过海峡，进军到意大利半岛的南部。当地的人民箪食壶浆，夹道欢呼（图18-7）。波旁王朝的弗朗切斯科二世被迫逃亡，于是加里波第就轻装简从，进驻于原先两西西里王国的都城那不勒斯（Naples）。作为革命英雄主义的化身和意大利南部的解放者，加里波第这时具有极高的威望。当时意大利的民主主义者尤其是马志尼，希望加里波第能在意大利南部建立共和国，以代替萨丁尼亚王国来领导意大利的民族统一运动。恩格斯当时曾经写道：“西西里起义发现了他是第一流的领袖；我们期望不久将踏上政治舞台的政治家的加里波第，不会辱没军事家的加里波第的荣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二卷，第二分册，第65页）然而，加里波第虽然是一个具有革命热情的军事天才，但在政治上却缺乏坚定不移的远见，他违背了人民的期望。

图18-7　加里波第进入那不勒斯，当地的人民箪食壶浆，夹道欢呼
加富尔的政策，原是要借人民革命的力量，使萨丁尼亚王国得以把意大利南部合并过来。这时他看到加里波第得到如此煊赫的成功，便觉得必须采取行动，来夺取人民革命的胜利果实。1860年9月，在加富尔的策动之下，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二世亲自带领着萨丁尼亚大军，楔入教皇国，开往意大利南部。尽管教皇拼命反对，萨丁尼亚王国终于并吞了教皇国绝大部分的领土，只把罗马城及其近畿的地方留给教皇继续统治。11月，埃马努埃莱二世与加里波第会师（图18-8）。他们两人并辔策马，走过那不勒斯的街道，接受群众欢呼，那时加里波第也高呼“国王万岁”。

图18-8　埃马努埃莱二世与加里波第会师
加里波第只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浪漫主义的革命家，没有明显的政治立场。在这紧要关头，他竟堕入萨丁尼亚王国统治集团的诡计之中。他放弃了政权，让意大利半岛的南部和西西里岛并入萨丁尼亚王国的版图，而他自己则带了一点谷物的种子、鸡蛋和咸鱼，退隐到卡普雷拉岛上去做农夫。这样，加里波第自以为是高风亮节，然而，他却是把千百万人民流血牺牲所得来的代价，轻轻地奉献给萨丁尼亚王国的统治集团了。
在意大利南部并入萨丁尼亚王国之后，当地的农民又掀起了反对地主贵族的斗争。这时，萨丁尼亚的统治集团便露出了他们那反动的本质，对农民大肆杀戮。他们的残暴，与从前两西西里王国的“炮弹国王”费迪南多二世并没有两样。



五、意大利王国的建立和意大利统一的完成
由于1859年的反奥战争和人民起义，以及1860年加里波第红衫军的胜利，萨丁尼亚王国得以合并了伦巴底、帕尔马、摩德纳、托斯卡纳、两西西里王国以及教皇国绝大部分的领土。在1859年以前，萨丁尼亚王国的人口仅有500万人，而这时候，生活在萨丁尼亚王国主权之下的意大利人已达2200万人。
1861年3月，统一的意大利国会在都灵开幕，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二世取消了萨丁尼亚国王的称号，改称意大利国王，于是意大利王国正式成立。这以后不久，加富尔在其权力鼎盛之际就病死了。
这时，意大利半岛上仍有两个地区是在意大利王国的主权范围之外：一是奥地利帝国统治下的威尼斯；二是教皇统治下的罗马城及其近畿的地方。奥地利帝国在威尼斯驻有重兵，而教皇在罗马城及其近畿的统治权，是直接由法国军队保护的。意大利王国要合并这两个地区，就必须分别与奥地利帝国和法国发生冲突。
罗马城是意大利的天然首都。不取消教皇的世俗权，意大利的民族统一便无法完成。1862年8月，加里波第东山再起，率领2000名义勇军攻取了罗马城。但是，意大利国王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二世却为了避免触怒法国，竟命令他的部队开炮阻止加里波第的义勇军前进。加里波第为意大利的统一而战，这时候倒反而遇到国王军队的阻击。结果义勇军被迫后退，加里波第本人也负了重伤。
意大利王国本身没有力量把奥地利帝国的势力赶出威尼斯，于是它又在国际政治中进行投机，想借另一个强国的力量来击败奥地利。1866年，普奥战争发生，意大利王国便与普鲁士王国同时出兵，对奥地利帝国作战。在那一次战争中，意大利的国王军队在陆上、海上都是失败的，只有加里波第所统率的一支义勇军，倒给予奥地利人以相当的打击。然而，意大利王国却仰仗着普鲁士对奥地利那种具有决定性的胜利，终于把威尼斯从奥地利手里合并了过来。
1867年12月，加里波第又率领义勇军进攻罗马城（图18-9），遇到了保卫教皇的法国军队的顽强抵抗。当加里波第与法军作战时，意大利的国王军队竟袖手旁观，按兵不动。结果这一次的进攻便又失败了。

图18-9　19世纪60年代的罗马城
1870年8月，法国为了应付对普鲁士的战争，撤回了它那驻屯在罗马城的军队。这时，意大利王国才趁教皇孤立无援，派兵占领了罗马城，并以此作为首都。那被取消了世俗权的教皇，退居梵蒂冈宫（Vatican），自称为“梵蒂冈的囚徒”。
意大利的统一就这样完成了。起初，意大利的民族统一运动是由人民自下而上用革命斗争的方式发动起来的。但是，当时意大利的工人阶级还不够成熟，他们还没有组成自己的革命政党，还没有能够把广大的农民引导到正确的斗争路线上来。意大利的工人和农民只是自发地参加了民族统一的斗争，而本身却没有提出坚定不移的政治纲领。这样，萨丁尼亚王国的统治集团便窃取了人民革命的胜利果实，并仰赖于列强的军事援助，自上而下地完成了意大利的统一。
在完成了民族统一以后，意大利的政权操控在地主贵族和资产阶级手里。在意大利，农村中的封建关系继续顽强地存在着，而资本主义发展的进程十分缓慢。意大利的工人和农民，仍旧遭受着极残酷的剥削。



第十九章　德意志的统一
一、19世纪50年代的德意志，普鲁士与奥地利的争霸，德意志统一的两条道路
在1848—1849年革命大风暴之后，德意志境内弥漫着反动的气氛。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无能，革命半途而废，德意志的民族统一便没有能实现。
当时德意志境内仍旧分裂为30多个大大小小的政治单位，其中最强大的是普鲁士和奥地利。那些互相倾轧的各邦，仅仅在德意志邦联（Germanic Confederation）的名义下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设有议会，保持着一点极其脆弱的联系。
在德意志各邦之中，奥地利是一个帝国。当时在哈布斯堡王朝的主权之下，奥地利帝国包有奥地利、匈牙利、波希米亚和意大利半岛北部诸地。惟其因为奥地利帝国是一个专制的建立在民族压迫之上的国家，它就不能够在德意志的民族统一运动中起什么进步的作用，而它在政治上的措施也最为反动。1851年9月，奥地利政府正式废弃了在1848年革命期间所公布的《宪法》，恢复君主专制统治，同时变本加厉地压迫帝国境内的被统治民族。恩格斯写道：“无论在革命前或革命后，奥地利一直是德意志最反动的国家，它比其他国家更违抗现代潮流；同时，它在尚存的国家中是唯一特殊的天主教的强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第一分册，第464页）
普鲁士王国的政治情形略优于奥地利，然而也只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差。1850年，普鲁士王国实行君主立宪，成立了两院制的议会。不过连俾斯麦（图19-1）都承认，普鲁士的宪法是“世界上最可怜的和最反动的宪法”。当时普鲁士的议会仅仅是一个咨询性质的机关，并且可以由国王任意召集或解散。上议院的议员，绝大部分是由国王遴选贵族充任。下议院的议员，则用三级制（Three-Class System）的选举方法产生。普鲁士王国把全国享有选举权的人民，按照其纳税能力的大小，分为3个等级：第一级是纳税最多的选民，人数约占全部选民的4.5％；第二级是纳税次多的选民，人数约占全部选民的15.75％；第三级是纳税较少的选民，人数约占全部选民的79.75％。这3个等级虽然在人数上的差别如此之大，然而在下议院议员中所占的比例却相同。这就是说，一小撮占选民人数约4％的资本家，与在选民中占绝大多数的第三级纳税人，在议会中竟占有同样的代表权。普鲁士这种不平等的三级制的选举方法，以后在德国一直施行到1918年都没有什么改变。普鲁士王国的统治集团公开地宣称普鲁士不是一个民主国家，并且以此引为骄傲。在普鲁士境内，没有言论、出版和集会的自由，甚至连当时新兴的教养儿童的幼儿园，都被政府当局认为有革命嫌疑而遭到封闭。

图19-1　俾斯麦
关于当时生活在专制政体之下的德意志人，马克思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你们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不能结婚，不能写信，不能思想，不能出版，不能开店营业，不能教书，不能上学，不能集会，不能建立工厂，不能迁移。不经当局许可，无论什么事都不能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一卷，第444页）
为了争夺在德意志境内的霸权，普鲁士的统治集团与奥地利的统治集团曾经发生过长期的龃龉。1848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决定拥立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为德意志皇帝。然而，腓特烈·威廉四世主要是因为怕引起奥地利的嫉忌和干涉，便拒绝了那个皇冠。1850年，德意志南部的小邦黑森（Hessen）发生议会风潮，普鲁士和奥地利各自认为自己是德意志各邦的领导者，分别出兵帮助黑森的统治者来镇压人民的起义。在这一次事件中，普鲁士与奥地利之间几乎引起武装冲突。结果，奥地利仰仗着俄国沙皇的支持，强迫普鲁士在奥洛穆茨（Olmütz）会议中承认奥地利在德意志各邦中的领导地位，并对它自己出兵黑森的事表示歉意。普鲁士经过这一次的屈辱，它对奥地利的嫌怨就更深了。
在经济发展的程度上，普鲁士实高于奥地利。在1819—1834年之间，普鲁士分别与其他德意志诸邦成立德意志关税同盟，奥地利独不加入。1853年，德意志关税同盟的范围更加扩大。德意志关税同盟的建立和发展，一方面提高了普鲁士的地位；另一方面又为德意志的统一奠定了基础。当时在德意志境内，除了奥地利以外，各邦的经济生活已经在德意志关税同盟的方式下联系起来了。
1859年，奥地利为了它在意大利境内的领土与法国、萨丁尼亚王国开战。当时奥地利曾向德意志邦联乞援。普鲁士表示愿意出兵援助奥地利，但以能掌握德意志联军的最高指挥权为条件。然而，奥地利不愿把它在德意志各邦中的领导地位让与普鲁士，于是普鲁士就袖手旁观。结果，奥地利在那一次战争中失败，它不仅丧失了在意大利的伦巴底地区，而且也失去了在德意志各邦中的威望。
在19世纪60年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德意志各邦中已占优势。当时德意志大致上已经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德意志农村中的封建关系已部分地被扫清，而地主贵族的容克阶级则多已使他们的农业经营适应于资本主义的生产程序。容克阶级是资本主义化了的地主贵族，他们的利益与资产阶级的利益日渐接近。然而，政治上的分裂状态妨碍了资本主义更进一步的发展，所以当时德意志最大的问题便是完成民族的统一。
怎样来完成德意志的统一呢？列宁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写道：“德意志统一问题已提到日程上了。在当时的阶级对比之下，德意志的统一可能由两条道路来完成：或者走革命的道路，由无产阶级领导以创立全德共和国，或者走普鲁士王朝战斗的道路，而在统一的德意志中巩固起普鲁士地主的霸权。”（《列宁全集》第十六卷，第547页）
当时德意志的无产阶级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来领导完成民族的统一，于是普鲁士王朝便循着战争的道路来统一德意志了。



二、普鲁士的宪法纠纷和俾斯麦的铁血政策
1858年，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神经失常，陷于白痴状态，政权交由其弟威廉一世（William I）代为执行。1861年，腓特烈·威廉四世去世，于是威廉一世（图19-2）继位为普鲁士国王。

图19-2　威廉一世
威廉一世是一个极端保守的人物，具有普鲁士王室那种特殊顽固的气质，迷信武力万能。在1848年3月，他曾经命令军队开枪镇压柏林人民的起义。因此，他被德意志的地主贵族和资产阶级视为社会秩序的保卫者。威廉一世仍坚持那荒谬的君权神授说，他在加冕即位时就公开表示：他的王冠是得自上帝，而不是得自人民。不过，他却答应尊重普鲁士已有的宪法。
威廉一世要用武力使德意志各邦在普鲁士王国的主权之下统一起来，于是就厉行军国主义。他任命普鲁士地主贵族的军事代表者毛奇（Helmuth von Moltke the Elder）将军和阿尔布雷希特·冯·罗恩（Albrecht von Roon）将军分任总参谋长和陆军部长，着手改建陆军。在罗恩将军的擘划之下，普鲁士实行普遍的义务兵役制，把常备军的人数从以前的40万人增加到70多万人。
扩张军备必然增加人民的赋税负担。依照宪法的规定，议会中的下议院对于政府的财政有监督权。1862年，威廉一世因为下议院拒绝通过他那增税扩军的新财政预算案，就下令解散那一届的下议院。然而改选的结果，那些反对增税的议员在下议院中的势力反而更大了，他们又以308票对11票的绝对多数否决了国王的新财政预算案。一些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普鲁士议员，想仿效英国资产阶级的榜样，借财政监督权这个武器来逼使国王对议会让步。这种国王与议会之间的冲突，造成了普鲁士宪法上的纠纷。当时在威廉一世的面前摆着两条路：或者是迁就下议院，放弃扩张军备的计划；或者是强迫下议院就范，扩充军备以达到用武力统一德意志的目的。威廉一世踌躇不决，他已准备放弃王位了。而在这紧要的关头，阿尔布雷希特·冯·罗恩（图19-3）将军劝威廉一世擢任俾斯麦为首相，用铁腕手段来震慑下议院中的那些反对派。

图19-3　俾斯麦、阿尔布雷希特·冯·罗恩、毛奇
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于1815年生于柏林近郊，在出身上属于普鲁士的容克世家。早年，俾斯麦曾经在哥廷根大学和柏林大学研习法律，然而他那桀骜不驯的气质，并不适于读书，在校时仅以决斗和酗酒著称。离开学校以后，俾斯麦曾经一度在普鲁士政府中做过小官，因为“荒怠职务，不守纪律”而被黜退。接着他就回到自己的家园，担任地方议会的议员。在政治思想上，俾斯麦代表着容克阶级反动的本质，是一个绝对的专制主义者。他迷信武力万能，认为“强权就是公理”，经常嘲笑并敌视一切的民主思想和革命。1848年，当柏林的三月革命发生时，俾斯麦曾经把他自己领地上的佃户武装起来，准备开到京城来替国王保驾。当然，俾斯麦既是这样一个忠心耿耿的王室奴才，普鲁士王室对于他也不会不重用的。1851年，俾斯麦被遴选为普鲁士王国出席德意志邦联法兰克福议会的代表，他担任此职达8年之久，所以对德意志各邦的情形能了如指掌。1859年，俾斯麦出任普鲁士的驻俄大使，竟与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建立了友谊。1862年，他被调任为驻法大使，又摸清了法皇拿破仑三世那种好大喜功而又柔弱寡断的个性。在外交事务上，俾斯麦表现出他是一个惯于纵横捭阖的、耍弄政治阴谋的老手。他为了达到自私的目的，不惜采用任何诡诈的手段。
当国王与下议院的争执形成僵局时，俾斯麦被召回来担任普鲁士的首相。作为一个容克阶级的军国主义者，俾斯麦竭诚拥护威廉一世的主张，而他的政治手腕则比国王更为毒辣。俾斯麦在普鲁士议会中宣称：“当前的大问题不能用演说去解决，不能用多数表决去解决（那就是1848—1849年的错误），而是要用铁和血。全德意志并不仰望着普鲁士的自由主义，而是在仰望着它的武力。”那些下议院中的反对派要求俾斯麦下台，他们争论不休，仍旧拒绝通过增税扩军的新财政预算案。然而俾斯麦知道，那些反对派除了吵吵嚷嚷以外，实际上是一点用处都没有的。1863年，俾斯麦授意国王再度解散下议院。在这以后，普鲁士王国的统治集团就不受任何宪法上的束缚，擅自增加赋税，以完成扩军计划。
自1848—1849年革命以来，普鲁士的资产阶级就愈来愈胆怯，只是匍匐在容克阶级的脚下惟命是从。列宁写道：“被无产阶级的独立行动所吓坏了的德国资产阶级……已转化成为地主面前的奴仆……”
在表面上，好像俾斯麦与普鲁士的资产阶级是立于反对的地位。然而实际上，俾斯麦的铁血政策却正是去实现资产阶级的政治愿望。在要求民族统一这一点上，普鲁士资产阶级的利益与容克阶级的利益是一致的。当时普鲁士的资产阶级由于其本身的软弱性，在民族统一的问题上仅仅是充当一个卑微的角色。而只要普鲁士王朝能够在俾斯麦的铁血政策之下把德意志统一起来，什么宪法纠纷就一概烟消云散了。



三、1864年普鲁士和奥地利对丹麦的战争，1866年普奥战争
那改建之后的普鲁士陆军，在德意志各邦中成为一支最强大的军队。它的刀锋，首先是指向丹麦王国。
1864年普鲁士和奥地利对丹麦的战争，是由于石勒苏益格（Schleswig）、荷尔斯泰因（Holstein）两公国的问题所引起的。那两个公国处于丹麦半岛的南部，那里的居民绝大部分都是德意志人，但却为丹麦国王个人的领土。在1848年，石勒苏益格与荷尔斯泰因的人民就掀起了起义，要求脱离丹麦国王的主权而独立。嗣后列强出面调解，议定丹麦国王仍旧用个人的名义领有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但不以此与丹麦本土合并。1863年，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九世（Christian IX）即位。他违背协议，要把那两个公国合并于丹麦本土。于是，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人民向德意志邦联求救，普鲁士与奥地利便以德意志邦联领导者的地位，联合出兵对丹麦作战。1864年2月，普奥联军6万人击败了丹麦，丹麦被迫求和。根据1864年10月的《维也纳条约》，普奥从丹麦手里得到了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两公国。
击败丹麦是很容易的，然而在处理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善后问题上，普鲁士与奥地利却发生了争执。奥地利想使那两个地区合而为一，成立一个独立的国家；普鲁士则坚持不允。经过多方的折冲，结果，普奥在1865年缔结《加斯泰因协定》（Convention of Gastein），规定以石勒苏益格划归普鲁士，而荷尔斯泰因则划归奥地利。
俾斯麦和普鲁士的军事将领早已视奥地利为肉中之刺，决心借端与奥地利开战，把它排出于德意志邦联的范围之外，而使德意志的其他部分在普鲁士的主权之下统一起来。当时普鲁士有把握能战胜奥地利，所要考虑的就是欧洲其他强国的态度。俾斯麦知道得很清楚：普鲁士曾于1863年帮助沙皇镇压了波兰人民的起义，这可以保证俄国在未来的普奥战争中将保持中立。英国的舆论一向是同情普鲁士的，它绝不会来帮助奥地利。可疑的只有法国，也许它会出面来干涉。1865年10月，俾斯麦亲自到法国的比亚里茨（Biarritz）地方去会晤拿破仑三世（图19-4）。在言谈之中，俾斯麦隐约地向拿破仑三世暗示：如果法国不干涉普鲁士对奥地利的战争，那么，法国就可能从普鲁士方面得到一些领土的补偿。那贪婪而又愚蠢的拿破仑三世信以为真，遂答应维持中立。1866年4月，俾斯麦又与新建立的意大利王国订立军事同盟。约定如果在3个月内普鲁士与奥地利开战，意大利王国即出兵攻打奥地利在意大利境内的领土威尼斯，以牵制奥地利的兵力。

图19-4　法国比亚里茨
外交上的部署已定，俾斯麦就着手制造战争的借口。首先，俾斯麦煽动荷尔斯泰因的人民起来反对奥地利的统治。奥地利把这件事诉诸德意志邦联的法兰克福议会，请求公断。俾斯麦便说奥地利这种行动违犯了《加斯泰因协定》，于是派兵把奥地利的势力驱逐出荷尔斯泰因，同时建议改组德意志邦联，使奥地利不得参加。当时，德意志境内的一些小邦深恐在普鲁士的霸权之下丧失独立，它们暗中大多支持奥地利，结果便在法兰克福议会上否决了普鲁士的建议。1866年6月，普鲁士退出德意志邦联，兴兵对奥地利及其盟邦作战。
协助奥地利方面作战的有巴伐利亚（Bavaria）、汉诺威（Hanover）、萨克森（Saxony）、巴登（Baden）、符腾堡（Wurtemberg）、黑森等德意志诸小邦，而站在普鲁士方面作战的却只有一个实力较弱的意大利王国。然而，那久经训练、配备着优良武器的普鲁士陆军，在毛奇将军的指挥之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扑奥地利。1866年7月3日，普鲁士军队击溃奥地利的主力部队于波希米亚（今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萨多瓦（Sadowa），奥军死伤约2万人，被俘也约2万人，胜败之局就这样最后决定了。纵然奥地利对意大利王国的战事还是胜利的，但这已不足以影响整个局势。
在萨多瓦战役以后，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准备继续进军，直捣奥地利的京城维也纳。此时俾斯麦却拼命谏阻，甚至以辞职和自杀来要挟。俾斯麦认识到，当时普鲁士的目的已达到，而在将来的国际事务中，普鲁士还必须利用奥地利，所以决不能过分伤害奥地利以及德意志南部诸邦的感情。于是普鲁士就与奥地利罢战言和。俾斯麦主张以比较宽大的条件对待战败的奥地利，仍是从自私的观点出发的。后来俾斯麦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已经看得很清楚，我们将来仍必须用战争来保护这次的胜利品……对法国的战争必然会随着对奥的战争而起，这是历史的逻辑。因此，我有一个政治上的动机，要避免拿破仑式的炫兵耀武地进入维也纳。”
和谈的结果，双方于1866年8月签订《布拉格条约》（The Treaty of Prague）：奥地利承认普鲁士占有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并对普鲁士偿付少量的赔款。奥地利同意解散原先的德意志邦联，让美因河（Main River）以北的诸邦在普鲁士的领导下重新成立一个关系比较密切的北德意志邦联，奥地利不加入。另一方面，奥地利以威尼斯割让给意大利王国。



四、北德意志邦联的建立和奥匈帝国的形成
在普奥战争之后，普鲁士不仅占有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并且兼并了汉诺威、拿骚（Nassau）、法兰克福自由市以及黑森一部分的土地。这样，普鲁士王国东邻俄属波兰，西接荷兰、比利时、法国，北濒波罗的海和北海，南抵美因河，它原先那些分散的领土在历史上第一次被连成一片，俨然成为一个大国。当时除了奥地利不算，德意志全境已有3/5的土地和2/3的人口处于普鲁士王国的主权之下。不过，德意志的统一，还有待于1870年普鲁士对法战争的胜利来完成。
1867年，普鲁士与其他美因河以北的21个小邦组成北德意志邦联（Norddeutscher Bund）（图19-5）。普鲁士国王担任邦联中世袭的元首，独揽军事和外交大权。俾斯麦被任命为邦联首相，协助国王处理政务。那些加入邦联的小邦在名义上仍旧保留着地方自治权，但实际上都只是普鲁士的附庸。俾斯麦原先是蔑视宪法的，这时他为了要笼络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者，却在刀枪狰狞的普鲁士军国主义身上披上一件锦绣的宪政外衣。北德意志邦联成立两院制的议会：邦联院（Bundesrat）由各邦君主的代表所组成；众议院（Reichstag）的议员，则由邦联之内的公民用普遍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于是，资产阶级所要求的代议制政体，就这样由俾斯麦自上而下地用恩赐的方式授予了。

图19-5　北德意志邦联代表
在萨多瓦战役以后，德意志的资产阶级就“……兴高采烈地拜舞在俾斯麦面前，从那时起，资产阶级仅能以俾斯麦之随从者的姿态出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第84页）
普鲁士因为怕迅即引起与法国的战争，一时还不便攫取德意志南部的巴伐利亚、巴登、符腾堡、黑森、达姆施塔特（Darmstadt）诸邦。然而，俾斯麦却秘密地与这些小邦缔结军事同盟，只等将来一旦击溃法国，就把它们一概合并过来。
奥地利由于在普奥战争中的失败，被迫放弃了它那数百年来在德意志各邦中的领导地位。接着，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便集中力量整理其帝国内部的事务，转向东南欧方向发展。奥地利帝国本来是建筑在民族压迫的基础之上的，它境内的德意志人仅占少数，匈牙利人曾经掀起过猛烈的反奥斗争，但后来匈牙利的地主贵族则主张妥协，在哈布斯堡王朝的主权下与奥地利建立二元君主国。1867年，奥皇弗朗茨·约瑟夫一世采纳匈牙利贵族领袖费伦茨·戴阿克（Ferenc Deák）（图19-6）的计划，给予匈牙利以独立王国的地位，而由奥皇本人兼任匈牙利的国王。于是，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土就分为两部分：一是奥地利帝国，包括奥地利本土、波希米亚、加利西亚（Galicia）和蒂罗尔（Tyrol）等地；二是匈牙利王国，包括匈牙利本土、克罗地亚（Croatia）、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等地。这两个政治单位各有其自己的宪法和议会，但共同拥戴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者为君主，并且在军事和外交上也是一致的。这种依靠共戴一君的方式来联合的奥匈帝国，在历史上延续了51年，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才瓦解。

图19-6　费伦茨·戴阿克
在奥匈帝国里面，享有特权的是德意志人与匈牙利人的地主贵族和资产阶级，斯拉夫各族则处于被奴役的地位，封建制的残余和民族压迫仍旧保留在奥匈帝国，在那里，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非常尖锐。



五、19世纪60年代德意志的工人运动
德意志的民族统一之所以没有经过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来完成，而经过普鲁士王朝战争的道路来完成，是因为当时德意志无产阶级还不够成熟。德意志工人没有能坚持本阶级正确的斗争路线，却在机会主义者的蛊惑之下支持了普鲁士王朝的军国主义。
在1848—1849年革命之前和革命期间，德意志工人中就出现过一些组织优良的社会主义团体。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意志工人群众中曾经起过积极的领导作用。在革命的大风暴过去之后，共产主义者同盟即因受到反动势力的迫害而解体，然而它在工人群众中的基础并没有被破坏。以后德意志的工人运动，便是在原先那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德意志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进程晚于西欧各国。在19世纪中期，德意志的手工业者在人数上仍多于工厂工人。直到后来资本主义大工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种对比关系才发生改变。同时，德意志政治上的分裂，也妨碍了工人运动的开展。当时德意志工人运动的领导权，多落在资产阶级政党或教会的手里。
在19世纪60年代初期，由于受到意大利民族统一运动潮浪的冲击，德意志人民的政治热情昂扬了起来。当时德意志各地的工人组织了一些启蒙性的团体，经常讨论政治问题。在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的鼓动和领导下，德意志的工人运动最后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
拉萨尔（图19-7）出身于一个犹太籍的富商之家，是一个风度翩翩的纨绔子弟。他曾经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卓越的宣传和组织的才能。因为当时犹太人不可能在德意志的政治界爬上去，拉萨尔为了满足他那权力的欲望，便在工人运动中进行投机。他鄙视那些阿谀普鲁士王室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政客，决定以新兴的工人阶级为凭借，来争取民主权利和社会改革。拉萨尔曾经热情地参加了1848年革命，因宣传反抗普鲁士政府而被捕下狱。他在革命时期认识了马克思，并且曾经一度处于马克思的影响之下。然而，拉萨尔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者。

图19-7　拉萨尔
1862年，莱比锡（Leipzig）城的工人委员会提议建立独立的德意志工人政党，请拉萨尔就此项问题发表主张，拟定工人阶级的斗争任务。拉萨尔便用公开信的方式答复道：“用全德意志工人联合会的形式组织起来，为实现普选制进行合法的、和平的然而却不屈不挠的宣传。”拉萨尔因袭英国古典经济学者李嘉图（David Ricardo）的理论，错误地认为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的制度下是受制于工资铁律，永远无法改善其生活状况。同时，他又荒谬地认为农民是落后的群众而予以鄙弃。这样，拉萨尔就反对阶级斗争，反对工人与农民的联合，只梦想用和平的议会制的方式来进行一点一滴的改良。在德意志民族统一的问题上，拉萨尔也拥护由普鲁士王室从上而下地用战争的方式来完成。他曾经在1863年与俾斯麦谈判，说只要普鲁士王室宣布实行普选制，他即将支持普鲁士王室以武力统一德意志。马克思曾经与拉萨尔这种机会主义的倾向作过坚决的斗争，说他是背叛工人阶级，把工人政党推到普鲁士军国主义的泥坑里去。而恩格斯谈到拉萨尔，则说道：“他现在是一个不可靠的朋友，而将来则肯定地就是敌人。”
1863年5月，全德工人联合会成立，拉萨尔当选为该会的主席，具有独裁的权力。不过，全德工人联合会的群众基础很薄弱，成立了一年多，会员的人数还不到5000人。1864年的夏天，拉萨尔前往瑞士休养，因爱情纠纷在决斗中受伤毙命。
拉萨尔虽死，然而他那机会主义的立场，却在德意志的工人运动中留下了极为有害的影响。拉萨尔的党徒们蛊惑德意志的无产阶级拥护普鲁士的军国主义，而到了后来，他们则成了普鲁士警察当局在工人里面的暗探。
在19世纪60年代，德意志工人运动真正的领袖是倍倍尔（August Bebel，1840—1913年）（图19-8）和威廉·李卜克内西（Wilhelm Liebknecht，1826—1900年）。他们反对拉萨尔的机会主义，坚持无产阶级应保持其本身的原则性和纯洁性。在德意志的民族统一问题上，倍倍尔与李卜克内西接受了马克思、恩格斯正确的观点，主张自下而上用人民革命的方法，推翻德意志诸邦那些半封建的王朝，以建立民主共和国。他们反对俾斯麦用铁血政策来统一德意志，提醒德意志的工人阶级不能对普鲁士王国的统治集团有任何的幻想。那正如后来列宁所说：“尽管德意志是按照俾斯麦的道路统一了，但历史证明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是对的。惟有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那样彻底民主和革命的策略……才有助于奠定真正的社会民主工党巩固的基础。”（《列宁全集》，第十六卷，第547页）

图19-8　倍倍尔
然而，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也有其错误的一面。他们违背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示，没有与小资产阶级的人民党割断政治上的联系。此外，他们也没有对德意志工人运动中分散主义的倾向提出批判。
1869年，在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图19-9）的领导之下，德意志各地的工人代表集会于艾森纳赫（Eisenach），终于成立了社会民主工党。这是第一个德意志工人阶级本身的政党，它迅即参加了设在伦敦的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但在以后，它并没有得到健康的发展。

图19-9　李卜克内西
在19世纪60年代，德意志的民主革命原是可能发生的。不过，德意志的资产阶级软弱无能，他们都陶醉于普鲁士王朝那些惊心动魄的军事胜利，甘心跟在容克阶级后面摇旗呐喊，而无产阶级又缺乏坚强的组织和确定不移的目标，没有能担负起领导革命的任务。于是，德意志的统一便只有从上而下经过普鲁士王朝战争的道路来完成了。正如倍倍尔在其《回忆录》中所写的那样：德意志人谁都要求改变现状，但是由于缺乏坚强的组织和有力的领导，那种革命情绪也就落空了。



第二十章　美国的南北战争
一、美国的领土扩张和经济发展，美国的工人运动
当美国在1783年完成政治独立时，其领土仅限于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土地。然而，在这以后的六七十年中，美国在西进运动的狂潮下肆行领土扩张，终于达到了它现今在美洲大陆上所占有的疆界。
从最初的时候起，那由种植园奴隶主和资产阶级所控制的美国政府就具有侵略性。美国的扩张主义者完全漠视印第安人以及其他国家的权利，提出了“天命所归”的口号，说美国是命中注定了要统治整个的北美洲，并称霸于西半球。这种天命所归的谬论，便是现今美帝国主义那种狂妄的侵略政策的先声。
1803年，美国政府趁法国困难之际，用区区1500万美元的代价从拿破仑手里购得了法国在北美洲广袤的领地路易斯安那（Louisiana）。当时的路易斯安那东起密西西比河（Mississippi），西至落基山脉（Rocky Mountains），南濒墨西哥湾，北接加拿大，面积约为259万平方公里，那里有最肥沃的土地和丰富的矿藏。这样，美国的领土就比以前增加了一倍多。
1819年，美国用巧取豪夺的方法兼并了西班牙在北美洲的领地佛罗里达（Florida）。佛罗里达是北美洲东南端的一个半岛，气候温煦，盛产亚热带的经济作物。
中美洲和南美洲原为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殖民地。1810年前后，西班牙在中南美的殖民地纷纷独立，分别成立了墨西哥、大哥伦比亚、秘鲁、智利、玻利维亚、巴拉圭、乌拉圭、阿根廷等共和国。当时西班牙本身已经衰落，无力阻遏其殖民地人民的独立运动。然而，欧洲列强的反动集团神圣同盟却可能进行武装干涉，企图使西班牙恢复其在中南美的统治。同时，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也窥觊北美洲西部太平洋沿岸的土地。在这种情形之下，美国总统门罗（James Monroe）就于1823年12月发表咨文，大意略为：美国从未过问欧洲各国的事，也希望欧洲各国不过问美洲的事。如果有欧洲国家企图伸张其势力于西半球的任何地区，美国将认为那是对于美国不友好的表示，是威胁到美国的安全。美国政府公开向世界宣布：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美国不容许欧洲各国再来美洲殖民。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在表面上，美国的门罗主义是用来保护中南美那些新建立的共和国，但在实际上，美国是要在门罗主义的幌子下来囊括整个的西半球。
在19世纪20年代，美国移民的洪流已经渗入到当时是属于墨西哥的得克萨斯（Texas）。得克萨斯是个辽阔而又富饶的区域，宜于种植棉花，而且蕴藏着极丰富的矿产。美国对得克萨斯垂涎已久，终于在1845年把它合并过来。美国的侵略行为触怒了墨西哥，墨西哥声言要诉诸武力，但这却正中了美国的奸计。1846年5月，美国借口边境事件对墨西哥宣战，并乘势夺取墨西哥的领土加利福尼亚（California）等地（图20-1）。1847年9月，美军攻陷了墨西哥的首都，强迫墨西哥割让其原先领土的一半。

图20-1　1850年旧金山的景色
这样，美国不仅占有了得克萨斯，而且占有了现今加利福尼亚、亚利桑那（Arizona）、内华达（Nevada）、犹他（Utah）、新墨西哥（New Mexico）和科罗拉多（Colorado）诸州的土地。1853年，美国又从墨西哥手里购买了现今亚利桑那州南部的土地。
当美国正向墨西哥进行侵略战争时，它同时又向北美洲西部的俄勒冈（Oregon）地区扩张。俄勒冈地区东枕落基山脉，西濒太平洋，北接加拿大。为了控制这个地区，美国与英国曾经发生过长期的争执。1846年，美国与英国签订条约，规定以北纬49度作为俄勒冈与英属加拿大的分界线。这样，美国便获得了现今俄勒冈、华盛顿、爱达荷（Idaho）、怀俄明（Wyoming）诸州的土地。
在南北战争以前，美国已经完成了它在北美洲本部的疆界，领土面积约为777万平方公里。嗣后在1867年，美国又以720万美元的零星小款从俄国手里购得了辽阔的阿拉斯加（Alaska）。阿拉斯加原是在1741年由俄国的探险家所发现的。
美国领土扩张的过程，也就是美国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的过程。
远在英国人殖民的时期，现今美国东北部的新英格兰（New England）一带就出现了一些小型的工厂。然而，美国是在完成了政治独立以后，才开始踏上工业化的道路。在19世纪30年代，美国的资本主义工业开始蓬勃发展。到了1850年，美国工业生产品的价值已经超过了农业生产品的价值。不过，当时美国的工业多集中在东北部诸州，在地区的分布上是极不平衡的。
美国最初发展的是轻工业。从1788年起，美国的毛纺厂和棉纺厂就像雨后春笋一样地建立了起来。在1815年左右，美国的棉纺业还只有13万个纱锭。但是到了1860年左右，美国已有1000多家棉纺厂，纱锭的总数已增加到520多万枚。在同时期内，毛纺厂也有相应的扩展。
在1816年左右，美国的钢铁工业开始发展，在匹茨堡（Pittsburg）附近出现了一些炼铁工厂。美国每年的钢铁产量在1850年约为60万吨，但到了1860年则接近于100万吨。
随着钢铁工业的兴起和蒸汽机的使用，美国的煤产量也急剧地增加了。美国每年的煤产量在1820年仅有5万吨，但到了1860年左右则上升到1430多万吨。
在19世纪50年代，美国已有人开始采炼石油。不过直到19世纪末期，由于内燃机的发明和使用，石油的用途逐渐拓宽。以后石油工业成为美国资本家最大的垄断企业。
西进运动和工业的高涨促进了交通事业的发展。1825年，美国凿通了伊利运河（Erie Canal），使大湖区域的内陆腹地得以由水道与大西洋相连接，这在美国历史上是一件极重要的事件（图20-2）。从此以后，移民者就可以由纽约乘船上溯哈德逊河、伊利运河以达大湖区域，而纽约就成了美国对外贸易的吞吐港，跃为美国最大的都市。

图20-2　伊利运河通航
1828年，美国建造了第一条铁路。到了南北战争时期，美国境内的铁路线已长达48280公里，在全世界居第一位。
在1791年，美国境内仅有3家地方性的银行。而到了1860年左右，美国银行的数目则增加到1600多家。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结合在一起，形成了金融寡头的统治。
美国的人口总数在1790年还不到400万，但到了1860年则增加到3140多万，即在70年内增加了将近8倍。这种人口的激增，一方面固然是工业化的结果；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欧洲各国移民的涌入。从1790年算起，迄至南北战争时期为止，陆续移入美国的欧洲移民总数就有500多万人。
在19世纪上半期，美国领土扩张和经济发展的速度诚属惊人。然而，美国的领土扩张都是以屠杀并绝灭印第安人或掠夺邻邦的土地而达成的。在美国向西扩展的道路上，每一寸每一尺都染着印第安人和白种人垦边者的血迹。而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则完全是以剥削劳动人民为基础的。
由于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美国工人阶级的队伍相应地壮大了起来。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形一样，美国的工人阶级遭受着残酷的剥削，其中尤以刚从欧洲移民过来的工人为甚。不过，美国历史上也有一个特点：即在19世纪末期以前，美国西部存在着辽阔的尚未开辟的自由土地。那些受资本家剥削的劳工，可以离开工厂或矿山，冒险向西部移殖，筚路蓝缕地开发一块土地而变为小私有者（图20-3）。当时美国的劳工既是由城市流向乡区，于是当时美国的劳动市场上就经常感到人力不足，而要求由欧洲新到的移民来补充那些空缺。关于美国历史上的这个特点，马克思曾经写道：“今天的一个雇佣工人，明天就会成为独立的、实行独立自主经营的农民或手工业者。他从劳动市场上消失了，但只是不到工厂里去罢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第841页）然而到了后来，随着美国西部自由土地的消失，美国劳工原先那种转化为小私有者的可能性便没有了。

图20-3　美国早期移民的生活情景
远在19世纪20年代，美国的工人就开始组织工会和他们自己的政党。不过，当时美国工人运动的领袖多为空想社会主义者或改良主义者，他们走了许多错误的弯路。
从19世纪中期起，美国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逐渐提高。在1848—1849年欧洲革命失败以后，有许多欧洲的社会主义者逃亡到美国，他们推进了美国的工人运动。尤其是德国杰出的革命者、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友魏德迈（Joseph Weydemeyer），在以共产主义来教育并组织美国工人的事业中曾经起过卓越的领导作用。
在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以及其他的著作已经开始在美国工人中流传。1857年，美国工人中先进的分子组织了共产主义者协会，后来它加入了第一国际。
在南北战争的前夜，美国产业工人的总数已达130多万人，其中约有1/4是女工。



二、美国南部与北部的冲突，罪恶的黑奴制，废奴运动和约翰·布朗起义
在美国，北部诸州与南部诸州的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19世纪中期，北部诸州的资本主义工业已经飞跃地繁兴了起来，然而南部各州所发展的却是那以黑奴劳动为基础的种植园经济。北部诸州是以工业为主，南部诸州是以农业为主。
在1783—1865年这80多年中，美国的政治史基本上就是南方的种植园奴隶主与北方的工业资本家之间的斗争史。由于经济利益的冲突，南方的种植园奴隶主与北方的工业资本家经常是立于敌对的地位。他们之间的倾轧，主要的是集中在下列3点上：（1）黑奴问题。一方面，南方的种植园奴隶主以剥削黑奴为生，他们主张维持并巩固黑奴制；另一方面，北方的工业资本家想得到自由劳工并扩大国内的商品市场，他们对于废除黑奴制的运动是同情的。当美国的领土向西拓展时，有两种性质不同的移民涌到西部那辽阔的自由的边区：一种是使用黑奴劳动的种植园主；另一种是工商业者和个体经济的自由农民。种植园奴隶主把黑奴制带到西部的土地上，要使西部新成立的州变为蓄奴州，而工商业者和农民则要求在新成立的西部各州内禁止黑奴制，使它们成为没有奴隶劳动的自由州。在1820—1850年之间，美国的蓄奴州与自由州在数目上大致是相等的。南方的种植园主和北方的工业资本家为了保持政治上的均势，他们在调整新加入联邦的自由州与蓄奴州的数目这一问题上发生了尖锐的斗争。（2）关税问题。南方的种植园奴隶主是以棉花、烟草、蓝靛、稻米等农产品输出到英国，而从英国输入工业品以满足其消费的需要，所以就主张自由贸易，要求联邦政府降低关税。与此相反，北方的工业资本家为了防止英国工业品的竞争以达到其垄断国内市场的目的，则反对自由贸易，要求加强关税的壁垒。（3）宪法的解释问题。就南方的种植园奴隶主看来，北美合众国仅仅是许多享有主权的州之一种同意的联合，联邦政府无权干涉州的内部事务，并且，州可以任意地脱离联邦而独立。与此相反，北方的工业资本家则认为北美合众国是由各州的人民所建立，州必须隶属于联邦，如果有哪一州进行分离运动，那就是叛乱。换句话说，即南方的种植园主认为地方之权应高于中央，北方的工业资本家则坚持中央之权应高于地方。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来叙述一下美国黑奴制的起源。从16世纪初期起，欧洲的殖民者就把非洲的黑人贩卖到美洲各地，作为开发新大陆的主要劳动力。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兰人、法国人、英国人都曾经从事于这种罪恶的黑奴贩卖的勾当，其中尤以英国人为甚。根据1713年的《乌得勒支和约》（Treaty of Utrecht），英国人从西班牙手里取得了把黑人贩卖到美洲殖民地去的专利权。当时英国的港口利物浦就是贩卖黑奴的中心，经常有两三百只贩奴船来来去去。后来到了19世纪初期，英国禁止贩奴，于是美国人就代替了英国人而成为主要的黑奴贩卖者。
关于黑人是怎样被白种人从非洲劫掠到美洲各地去充当奴隶的惨绝人寰的故事，我们是很难用文字来描述的。非洲的黑人部落里面并没有什么奴隶制度，黑奴制是白种人的种植园主和资本家根据其自私的利益用暴力造成的。那些残酷不仁、丧失了人性的奴隶贩子，带着枪械、短刀和一些布匹、甜酒，在非洲西岸用围猎或欺骗的手段捕获黑人，将他们装在一种特制的贩奴船上贩运到美洲。黑奴们被铁链一串串地锁着，像沙丁鱼一样被关在舱底下，每人所占的舱面只有1.524米长，0.4064米宽，一个挨着一个，忍饥挨饿，而且经常遭受鞭打。不难想象，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许多黑奴没有被运到美洲就在船上病死了。在贩奴船的航行期中，黑奴的死亡率经常在30％以上。白种人的奴隶贩子就是用这种丧尽天良的方法，前前后后在300年内从非洲贩运了大约1500万黑人到美洲各地。平均起来，白种人要打死四五个黑人才能猎获到一个黑人。那么依此推算，非洲在300年内因黑奴贩卖而丧失的人口，总数约为6000万人。
黑奴制起始于中南美的炎热地带。在17世纪初期，英属北美殖民地的种植园主也开始使用黑奴。起初，黑奴制在北美洲的发展是比较缓慢的。在1710年左右，北美洲的黑奴大约仅有5万人。当美国在1783年完成政治独立时，它境内的黑奴总数大概还没有超过60万人。然而到后来，由于英国工业革命的结果，英国的纺织业需用大量的美国棉花，而美国人伊莱·惠特尼（EliWhitney）在1793年发明了轧棉机，大大地刺激了棉花的生产量，黑奴制在美国南方的棉花种植业中便被广泛地采用了。在1860年，即南北战争的前夕，美国黑奴的人数已达400万人。
美国的黑奴制，在性质上不同于古代的奴隶制。古代的奴隶制是在生产力颇低的水平上发展起来的。而美国的黑奴制则是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下被利用的。美国南方的种植园主，一方面是拥有大批黑奴（图20-4）的地主豪绅；另一方面又是资本家。那正如马克思在《剩余价值学说史》中所写的一样：在美国种植园主的身上，“表现着资本家和地主的二位一体”。

图20-4　美国南方种植园的黑人奴隶
然而，黑奴所受的剥削和痛苦，则也许比古代的奴隶更为惨重。黑奴的肤色便是其身份的标志，当时他们的地位是无法改变的。在那种罪恶的制度之下，黑奴的生命极限，才是种植园主和资本家剥削的最后极限。黑奴真的是“食犬彘之食，衣牛马之衣”，他们带着锁链，百十成群地被驱使着在种植园或工作坊中担任极繁重的劳役。黑奴每日的工作时间很长，甚至可达18小时或19小时。因为遭受着这种苛厉的剥削，一个原先很健壮的黑奴，只要六七年就会被活活地折磨而死。黑奴被视为主人的财产，可以像牲畜一样由主人拿到市场上去拍卖，而他们所受的待遇，有时还不如牲畜。
从独立战争开始，美国的北部诸州已经陆续地禁止使用黑奴。在19世纪上半期，中南美各国也相继宣布废除了黑奴制。独有美国南部诸州那些暴戾恣睢的种植园主为了其自私的利益，这时却反而要求巩固并扩张黑奴制。关于当年美国蓄奴州的情况，历史学家爱德华·C．柯克兰（Edward C．Kirland）在所著的《美国经济生活史》中写道：“在1860年，15个蓄奴州中的白种人口约为500万，黑奴人口约为400万。在那些白种人之中，也许只有325000户蓄有奴隶。而在这样一个庞大的奴隶主阶级的内部，也只有极小的一部分是有权势的富裕的‘种植园’主。估计在1850年左右，三四千户的‘种植园’主占有了15个蓄奴州最好的土地，他们每年的收入约占棉花输出总值的3/4，用另一个方式来说，即1000多户的‘种植园’主每年收入5000万美元，而其余的66万户每年的收入总共却只有6000万美元。”由此可见，400万黑奴的劳动，只是充塞了一小撮种植园主的钱袋。
黑奴制在经济上阻碍了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在政治上引起了蓄奴州与自由州之间的冲突，在道德上则成为人类社会的一种耻辱。从18世纪末年起，美国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一部分资产阶级和教会人士即要求解放黑奴。那些主张取消黑奴制的人，被称为废奴主义者（Abolitionists）。1831年，废奴运动的领袖威廉·劳埃德·加里森（William Lloyd Garrison）在波士顿城创办《解放者报》（The Liberator），鼓吹取消黑奴制。加里森在该报发刊辞中用坚决的语气写道：“我将如真理一样严峻，如法律一样铁面无情。在废除黑奴的问题上，我不会用温和的态度来考虑、谈论或写作。不，决不！……我极端焦灼，我决不动摇，决不妥协，决不退让一寸——而我的意见将被人们所采纳。”加里森反对任何拖延，主张立即无条件地解放黑奴。他受到一些暴民的奚落和殴击，然而他却不屈不挠地继续进行着斗争。在1840年，废奴主义协会已拥有会员20万人。
这时，美国的废奴运动已经成为一种群众性的运动。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者、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教会牧师以及一些倾向于人道主义的妇女，都热情地投入这一激烈的斗争。废奴主义者组织了“地下铁道”，零星地把黑奴从南方的蓄奴州解救到北方的自由州来，让他们获得自由人的地位。
1852年，比切·斯托夫人（Harriet Beecher Stowe）根据耳闻目见的白种人奴隶主虐待黑奴的故事，写成一部感人肺腑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这部小说一出版，便立即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比切·斯托夫人（图20-5）还不是一个彻底的废奴主义者，然而，她那婉约而又充满着感伤的描写，却使人们进一步认识了黑奴制的罪恶。《汤姆叔叔的小屋》使千百万人为之欷歔流泪，它启发了人类的良知。

图20-5　比切·斯托夫人
在19世纪中期，废奴运动已经演为流血斗争。其中，约翰·布朗起义是一个最突出的事件。
约翰·布朗（John Brown）是一个朴质而勇敢的农民，是白种人。约翰·布朗坚决主张用暴力革命的方法来解放黑奴，他曾在堪萨斯、密苏里等州领导反对奴隶制的斗争，成了白种人奴隶主闻风丧胆的废奴运动领袖。1859年，约翰·布朗希冀掀起弗吉尼亚州的黑奴暴动，就带领着他的3个儿子，13个白人和5个黑人，于10月16日突击弗吉尼亚州，占领了联邦政府在哈珀斯费里（Harpers Ferry）的军火库，开始释放黑奴并拘捕奴隶主为质。然而，约翰·布朗的实力毕竟太单薄了。及至第二天晚上，代表南方种植园奴隶主利益的罗伯特·李上校（Robert E．Lee，即后来南北战争时期的南方军统帅罗伯特·李将军）率兵前来，约翰·布朗终因寡不敌众，他的同志们几乎全部牺牲，而他本人则受伤被俘。最后，约翰·布朗惨死在美国政府的绞刑架上。
约翰·布朗的失败，是由于他采取了个人英雄主义的冒进政策。但是，约翰·布朗在就刑之前，曾经对美国留下这样的遗言：“我，约翰·布朗，现在十分确信，惟有鲜血才可以洗去这个罪恶深重的国家中的滔天罪行……”约翰·布朗的慷慨成仁，使一切正义的人们悲悼不已。美国19世纪的伟大诗人亨利·沃兹沃思·朗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写道：“这是我们历史上一个伟大的日子！它标志着崭新的革命的开端，这个崭新的革命是和我们的独立革命一样值得重视的。”
约翰·布朝的起义是美国黑奴进行武装斗争的信号，当时马克思写道：“照我的意见，现今世界上最伟大的事件——一个是从布朗死难所开始的美国黑奴争取自由解放的运动，另一个是俄国解放农奴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474页）



三、林肯当选为总统和南部诸州的分离运动
南方的种植园主和北方的工业资本家为了保持他们在政治上的均势，曾经在1820年签署了《密苏里妥协案》（Missouri Compromise），规定以后凡在西部广大地区建立新的州，其位置在北纬36度半以南者为蓄奴州，而在北纬36度半以北者为自由州。不过，这只是一个暂时的不可靠的妥协。
1854年，美国各党在接纳新建立的堪萨斯州（Kansas）和内布拉斯加州（Nebraska）加入联邦的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斗争。这两州的位置都在北纬36度半以北，依照《密苏里妥协案》，它们应该成为自由州。然而，那些南方的种植园主却得陇望蜀，企图使这两个新建的州变为蓄奴州。他们利用在国会中所占的优势，通过了一项法案，让堪萨斯与内布拉斯加两州的居民自己去决定其所居的区域应为蓄奴州还是自由州。《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表面上好像是尊重当地居民的意见，但实际上却是取消了《密苏里妥协案》，更进一步使北纬36度半以北的地区也可以成为蓄奴州。在这之后，南方的种植园主就组织了武装暴徒侵入堪萨斯，要用暴力在那里推行黑奴制。但在同时，大批的工人和自由农民也携着枪械涌来堪萨斯，他们要使这新建的州变为自由人的土地。从1854年至1856年，堪萨斯就成了种植园奴隶主与废奴主义者的喋血之场，经常发生枪杀和搏斗。正如马克思所指出，那堪萨斯境内的搏斗实为美国南北战争的序幕。
当时黑奴问题已经成为美国政治上最尖锐的问题。是赞成黑奴制还是反对黑奴制？无论哪一个阶层的人，必须在这一问题上作出抉择。在1854年2月，即紧接着《密苏里妥协案》被取消之后，美国北部诸州主张限制黑奴制的各派人士集会于威斯康星州的里彭（Ripon）城，他们建立了一个新的共和党（The Republican Party），以与那当时是代表南方种植园主利益的民主党（The Democratic Party）相对抗。这新的共和党要求废除《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以限制黑奴制的扩展，把西部广大的土地开放给自由农民去垦殖，然而，它却没有明白地提出要立即解放黑奴。1855年，共和党的议员已经在国会众议院中占有多数。1860年共和党杰出的政治家林肯（图20-6）当选为美国第十六任总统。

图20-6　亚伯拉罕·林肯
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是美国人民伟大的儿子。他于1809年出生在肯塔基州（Kentucky）的一个小木屋里，父亲是一个垦边的自由农民。由于受到当地种植园奴隶主的迫害，林肯的家族从肯塔基州迁往印第安纳州（Indiana），嗣后又迁往伊利诺伊州（Illinois）。林肯出身贫苦，在幼年并未受过任何的正规教育。然而，他却靠了几本在荒僻的乡区所能找到的书籍，孜孜不懈地刻苦自修，使自己具有丰富的历史和法律知识，并擅长于文学和辩论。林肯早年曾做过店员、伐木工、密西西比河上的船夫以及乡区的邮政局长。后来声誉日隆，自1834年至1842年一直担任伊利诺伊州地方议会的议员。1847年，林肯当选为国会众议院的议员，此后他就成为全国知名的人物。
在1858年国会参议院的竞选活动中，林肯在黑奴问题上与民主党狡猾的政客道格拉斯（Stephen A．Douglas）举行了一系列公开而又激烈的辩论。每当这些辩论会举行时，各地的男女老幼都骑马乘车跋涉而来，熙熙攘攘，倾听这两方面针锋相对的意见。于是东起大西洋岸，西至太平洋岸，美国各地都掀起了政治讨论的热潮。道格拉斯（图20-7）主张各州可以自己决定其为蓄奴州或自由州，他实际上是一个隐藏着的黑奴制的支持者。而在最初，林肯在黑奴问题上所持的态度也是不彻底的。林肯虽然反对黑奴制，但并不要求立即取消它，而仅仅主张限制它向西部自由土地上扩展。林肯认为主要的任务是维持联邦的统一，即防止因为黑奴问题而造成南方与北方的分裂。林肯说道：“一幢房屋分裂为两半，是无法站得住的。我相信联邦政府决不能长久地容忍半数的州为蓄奴州，半数的州为自由州。我决不能看着联邦瓦解，我决不能看着这幢房屋倒塌。我只希望它不再分裂下去。它应当全体一致。是这样或者是那样。”就南方的种植园奴隶主看来，林肯是一个危险的人物，而就废奴主义者看来，林肯的立场又是不稳定的。然而正是由于他这种政治上的中庸性，林肯才被代表北方工业资本家利益的共和党推为1860年度的总统候选人。

图20-7　道格拉斯
1860年的总统大选，竞争极为激烈。因为那是要决定：究竟是要由南方的种植园主来统治美国还是由北方的工业资本家来统治美国？当时民主党内部发生分裂，各小派分别推举了3个候选人，而共和党方面则比较一致地拥护林肯。关于当时林肯所处的地位，现代美国历史学家詹姆斯·E．艾伦（James S．Allen）写道：“林肯站在一个联合阵线的前列，这联合阵线里面包括工业资本家，绝大多数的自由农民，各色各样的中产阶级，以及黑人。这个在政治上表现为新共和党的联合阵线，在南北战争期间也得到了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的支援。”的确，林肯是因为有工人和自由农民的拥护，才得以在那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大选中获胜。他所获得的选票虽然尚不及投票总数一半，但分别地就个人而言，他已经以决定性优势压倒了民主党的那3个对手。
林肯当选为总统，便是南方诸州与北方诸州分裂的信号。1860年11月17日，即在大选揭晓后的第十一天，南方的南卡罗来纳州（South Carolina）即首先宣布脱离联邦。接着，密西西比州、佛罗里达州、阿拉巴马州、佐治亚州、路易斯安那州也相继脱离联邦。在1861年2月，那6个退出联邦的州选派代表集议于阿拉巴马州的州府蒙哥马利（Montgomery），决定成立一个新的国家，称为美利坚联盟国（Confederate States of America）。6州的代表起草了一个承认黑奴制的宪法，并推举种植园奴隶主的领袖杰佛逊·戴维斯（Jefferson Davis）为总统。于是美国就分裂为二，有两部宪法，两个政府，两个总统，两种鲜明不同的社会制度。在这之后，阿肯色（Arkansas）、得克萨斯、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田纳西诸州也先后退出联邦，加入到美利坚联盟国。美利坚联盟国共拥有11州，并以弗吉尼亚州的里士满城（Richmond）为首都（图20-8）。

图20-8　1862年的里士满城
当美利坚联盟国成立时，林肯还没有就职。原任总统民主党的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本为南方种植园主的傀儡，他和他的部长们趁着尚未下台的机会，积极地把军队、军火和粮饷运送给南方，这更增加了南方诸州掀动战争的气焰。
美国南部诸州和北部诸州终于要以兵戎相见了。马克思在1861年写道：“目前美国南方和北方之间的斗争，只不过是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斗争，即奴隶制与自由劳工制之间的斗争。这种斗争之所以爆发，是因为这两种制度已经不能够在北美大陆上和平共存，它只能是以一种制度战胜另一种制度而结束。”（马克思、恩格斯：《论美国的南北战争》，英文版，第81页）



四、南北战争的进程，《宅地法》，林肯宣布解放黑奴，北方诸州的胜利
当南方各州纷纷脱离联邦而另行组织国家时，北方诸州仍然希望息事宁人，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争端。这是因为，北方的银行家有许多投资在南方，而北方的工业资本家也要仰赖于南方原料的供给，他们的态度是犹豫不决的。
林肯在当选之后和就职之前这一段期间，曾经竭力设法与南方各州妥协，要求它们重新回到联邦里面来。1861年3月4日，林肯在华盛顿白宫就职视事。他在就职宣言中强调地申明两点：（1）必须维持联邦的统一，任何一州都不得退出联邦而独立；（2）联邦的宪法并不禁止蓄奴州使用黑奴，他本人既没有权力也没有意向去干涉南方各州的黑奴制。不过，林肯也明白地告诉南方的种植园奴隶主：内战是否爆发，完全在于南方各州的抉择。他要使用宪法所赋予的权力，竭力使联邦政府的法令在所有各州中得到忠实的执行。
然而，南方诸州的种植园主已决心用战争来巩固并扩展黑奴制。1861年4月12日，南方诸州的武装部队开炮轰击联邦政府在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Charleston）港外的萨姆特堡（Fort Sumter）。这一事件打破了北方诸州企求妥协的迷梦，使它们不得不以武力来保卫联邦的统一。4月15日，林肯下令征集志愿军75000入伍，结果却迅即有30多万人响应了号召。于是，那延续达4年之久的南北战争就如火燎原地爆发了。
南北战争是黑奴制与自由劳工制之间的战争。南方代表落后的、反动的势力；北方代表新兴的、进步的势力。就实力而言，当时双方对比的情形大致如下：南方阵营包括11州；北方阵营包括23州。南方拥有人口约900万，其中有400万人是黑奴；北方拥有人口约2200万，其中只有极少数是黑人。北方白种人口与南方白种人口的比例，占四比一的绝对多数。在经济方面，几乎所有的钢铁工业、军火工业以及轻工业都集中在北方；南方所有的却只是棉花、烟草和稻米的种植园。不过，南方的军事领袖比北方略胜一筹，它拥有像罗伯特·李将军（General Robert E．Lee）（图20-9）、约瑟夫·约翰斯顿（Joseph E．Johnston）、石墙杰克逊（“Stonewall”Jackson）等精娴韬略的将才。

图20-9　罗伯特·李将军
北方虽然在人力和物资上拥有巨大的优势，但由于资产阶级畏葸不前的态度，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它在战争初期曾经一再地败于南方之手。直到后来，林肯迫于形势的需要，清除了南方暗藏在联邦政府中的奸细，撤换了作战不力的将领，改以革命的方式去进行战争，北方才逐渐转败为胜。当时北方的战略是：（1）从弗吉尼亚州正面进军，攻陷南方联盟的政府所在地里士满；（2）封锁南方诸州的港口，以切断其与海外的交通线，尤其是要防止南方与英国之间的贸易；（3）出兵控制密西西比河流域，占领新奥尔良城（New Orleans），使南方诸州首尾不能相顾；（4）采取中央突破的办法，从田纳西州进军楔入佐治亚州，直达濒临大西洋的萨凡纳港（Savannah），把南方联盟的大后方分割为两部分。在整个战争进程中，北方都是按照这些步骤来用兵的。
南方虽然最初在军事上占有优势，但那种情形不能持久。南方的战略是先发制人，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进行猛攻，并依靠那些初步的胜利以争取英国或法国的武力援助。当时英国的统治阶级想援助南方，借此来摧毁北方的工业，甚至企图重新把美国变为英国的殖民地。而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也企图以墨西哥为中心，在美洲建立一个在法国保护下的帝国。1861年11月，美利坚联盟国派詹姆斯·梅森（James M．Mason）和斯莱德尔（John Slidell）为大使，衔命从古巴乘了英国邮船特伦特号（Trent）往英国和法国活动。然而，北方的巡洋舰圣哈辛托号（San Jacinto）赶上了特伦特号，开炮阻截，拘捕了詹姆斯·梅森（图20-10）和斯莱德尔这两位走私大使。特伦特号事件在英美关系上造成了极大的纠纷，英国政府实际上已准备与美国北方开战。可是，英国的工人阶级和广大的民众却同情美国北方，他们阻止英国政府以武力干涉美国的内战，结果使特伦特号事件得以和平解决。关于这件事，马克思写道：“不是英国统治阶级的贤明，而是英国无产阶级对他们那罪恶的狂妄行为所作的英勇抗争，才把西欧从为了保存和扩展奴隶制而要在大西洋彼岸进行可耻的十字军讨伐的军事冒险中拯救了出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三卷，第一分册，第13页）在整个南北战争期间，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呼吁英国和其他欧洲各国的工人阶级必须支持美国的北方。

图20-10　詹姆斯·梅森
在北方，战争逐步带有革命的性质。北方的军队绝大部分是由工人和自由农民组成的，这与南方那些仅以种植园奴隶主为骨干的军队具有本质上的不同。共产主义者的领袖人物，如魏德迈、维利希（August Willich）、雅科比（Fritz Jacobi）等，都组织了同志参加到北方军队中去作战。
保证自由农民能得到土地，这是美国南北战争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1862年，林肯的共和党政府在群众的要求下公布《宅地法》（Homestead Act）。根据《宅地法》的规定：任何未参加过南方叛乱的男子或妇女，凡为一家之主或年龄在21岁以上者，不论其为美国公民或已经申请入籍而尚未被批准的新移民，都可以用10元的登记费申请在西部公共的自由土地上领160英亩的田地，在继续经营5年之后，即享有这块田地的完全的所有权。《宅地法》是按照美国的方式来解决土地问题，使美国的农业被纳入资本主义生产的轨道。不过，能享受《宅地法》所赋予的权利的，却只有美国的白种人和欧洲来的移民。而且，在资本主义的竞争之下，小自耕农很难生存。那些取得了土地的自由农民往往为债务所逼，把他们的土地出售给农业资本家，自己又变为无产者。
战争已经开始了很久，林肯在解放黑奴的问题上还是犹豫不决。当然，林肯本人反对黑奴制。他自己曾经说过：“如果黑奴制还不算是罪恶，那么便没有什么东西是罪恶的了。”然而，他却并不要求立即取消它。关于林肯这种优柔寡断的性质，马克思曾经予以严正的批评，说道：“自从战争开始以来，这种犹豫不决的态度就使联邦政府陷于无可救药的软弱，使它变成非驴非马，使它分散了战争的目的性，并且是放松了敌人那个最易于攻击的缺点，即为一切罪恶之根源的黑奴制本身。”（马克思、恩格斯：《论美国的南北战争》，英文版，第81-82页）直到战争已经进行了17个月之后，林肯才迫于人民的舆情，于1862年9月22日发表了划时代的《解放黑人奴隶宣言》（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宣布从1863年1月1日起无报偿地解放美国各州的黑奴（图20-11）。这样，美国境内的400万黑人就在法律上获得了自由。后来在1865年1月，美国国会在宪法中添上了第13修正案，禁止各州使用黑人奴隶。这样，美国的黑人奴隶就成为合法的公民了。

图20-11　林肯审阅《解放黑人奴隶宣言》
《宅地法》的制定和《解放黑人奴隶宣言》的发表，使联邦政府在战争中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支持。战争具有了革命的内容，北方的士气便为之一振。这样，南方诸州的失败之势就最后确定了。
1864年11月，林肯再度当选为美国总统。当时设立在伦敦的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曾向林肯致函祝贺，贺函是由马克思亲自起草的，其中写道：“欧洲的工人们确信：美国的独立战争曾为资产阶级的革命开辟了新纪元；而美国反对奴隶制的战争，也将同样给工人阶级的革命带来了新纪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三卷，第一分册，第22页）
在这里，我们不必详细描述南北战争的经过，只需知道以下几个重要的战役就够了：1863年7月1—3日，北方部队在乔治·米德（George G．Meade）将军（图20-12）的指挥下与南方罗伯特·李将军进犯的主力军鏖战于京城华盛顿以北的葛底斯堡（Gettysburg），结果北方部队获得了全胜，从此联邦政府就不曾再遇到什么严重的军事挫败。1863年7月4日，即仅比葛底斯堡战役（Gettysburg Campaign）晚一天，在西部战线上，北方部队在尤利西斯·辛普森·格兰特（Ulysses S．Grant）将军的统率下攻陷了密西西比河下游的要塞维克斯堡（Vicksburg），并进占新奥尔良城，从此联邦政府控制了密西西比河流域，把南方诸州剖分为东西两部分。1864年9月2日，北方部队在谢尔曼（William Tecumseh Sherman）将军的统率下攻陷了佐治亚州的首府亚特兰大（Atlanta），并由此向海边挺进，于12月21日占领了大西洋岸上的萨凡纳港，彻底破坏了南方的心脏地区。1865年4月3日，北方部队攻陷了美利坚联盟国的首都里士满。4月9日，南方的统帅罗伯特·李将军见大势已去，率残军28000人在阿波马托克斯（Appomattox）向北方的统帅尤利西斯·辛普森·格兰特将军投降，于是南北战争便大致结束了（图20-13）。

图20-12　乔治·米德将军
在整个南北战争期间，南方军队约共有130万人，北方军队约共有290万人。南方阵亡的人数约共为258000人，北方阵亡的人数约共为36万。合计起来，双方动员的军队共达420万人，阵亡的共达618000人。这是美洲历史上一次规模最大的战争，也是当时世界历史上空前大规模的一次战争。

图20-13　南方的统帅罗伯特·李将军率残军28000人在阿波马托克斯向北方的统帅尤利西斯·辛普森·格兰特将军投降
当联邦政府正陶醉于军事胜利时，它没有对失败了的南方种植园主保持应有的警惕。1865年4月14日晚上，即在罗伯特·李将军投降后的第六天，林肯在华盛顿的剧院中观剧，被南方种植园主所雇用的演员约翰·威尔克斯·布斯（John Wilkes Booth）开枪刺杀。第二天早晨，这位巨人便与世长辞了。林肯领导着美国人民在南北战争中渡过了千难万险，维系了美国的统一，解放了黑奴，他在历史上的地位是不朽的。然而，林肯的这些丰功伟绩，却被一些大资本家所污损了。他们利用林肯之死的机会，迅即在美国建立起金融寡头的政权。



五、美国南北战争的历史意义
北方战胜了南方，自由劳工制战胜了落后的、反动的黑奴制。在南北战争之后，资本主义在美国已扫清了最后的障碍，迅即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到了19世纪末期，美国就在经济发展上超过了英国而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国。
南北战争是美国在独立战争之后的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在本质上，它是资产阶级民主性的革命，所以被称为美国历史上的“第二次革命”。它的主要意义，就在于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方式解决了土地问题并且废除了黑奴制，推翻了种植园奴隶主的统治而代之以工业资本家的统治。而在这一次的斗争中，工人阶级、自由农民以及黑人实际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序言中写道：“正如18世纪的美国独立战争是向欧洲的资产阶级敲响了警钟，同样，19世纪的美国南北战争也向欧洲的工人阶级敲响了警钟。”后来，列宁在1918年致书于美国的工人阶级，还提到“1861—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之伟大的、世界历史性的、进步的和革命的意义”。（《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第178-179页）
然而，南北战争并没有给黑人带来真正的解放。尽管黑人在法律上成了美国的公民，然而他们却在政治、社会、职业和教育权利上受到种种苛厉的歧视，并且受着“私刑”（lynching）的威胁和“三K党”（Ku Klux Klan）的迫害。资本主义的奴役制和谬误的种族偏见结合在一起，使美国黑人长期陷于贫穷和悲哀之中而无法振拔。



第二十一章　19世纪50—60年代的东方国家
一、1875—1879年的印度民族大起义
从17世纪初期起，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就逐渐垄断了印度的贸易。东印度公司在英国政府的扶植下拥有自己的舰队，还建立了由印度土著居民所组成的陆军。它诡诈地利用印度内部民族的、宗教的冲突，利用各地封建土邦和莫卧儿王朝之间的矛盾，逐渐取得了在印度的控制权。在1757年的普拉西战役（Battle of Plassey）之后，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就成了印度的太上政府，并且逐一压倒了葡萄牙人、荷兰人和法国人在印度的势力。
英国的资产阶级，是靠吮吸印度人民的膏血而长肥了的。马克思写道：“在整个18世纪100年中由印度流溢到英国的宝藏，与其说是以比较不大的贸易赚去的，倒不如说是以对土地的直接剥削和对大量财富的掠夺，而盗运到英国去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九卷，第359页）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一切措施，都是从如何剥削、如何赚钱这个观点出发的。它的所谓行政，一切都是为了剥削，而那种剥削和明目张胆的抢劫并没有两样。它每年所分给股东的红利超过100％，有时甚至超过200％。在人类历史上实在找不出与东印度公司统治印度相同的例子：一小撮贪得无厌的商人，用财政和军事的力量扼杀着一个古老的大国，而在那里任意地进行掠夺。关于东印度公司（图21-1）的暴政，甚至连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所著的《国富论》中都承认：“无论对于任何国家，由一群商人所组成的垄断性质的公司来充任政府，那也许就是一切政府中最坏的政府。”

图21-1　东印度公司
由于英国的剥削和掠夺，印度的经济情况急速地恶化了。原先，印度的手工业相当发达，它曾经对外输出过大量精制的纺织品。现代经济学家罗梅什·杜特（Romesh C．Dutt）曾经写道：“在18世纪，印度不仅是一个伟大的农业国，而且是一个伟大的工业制造国，那时印度人的手工纺织品，供给了亚洲和欧洲市场的需要。”纺织是印度最主要的工业，有千百万工匠和农村妇女都以此为生。最初，东印度公司并不是把英国的制成品运销到印度，而是把印度的棉织品、麻布和刺绣等物贩卖到欧洲市场上去，以从中获得巨额的利润。然而从18世纪后半期起，由于英国工业革命的结果，情形便完全改变了。东印度公司改以英国机器所制造的廉价的纺织品向印度倾销，并且有计划地对印度的纺织品课以重税，使其在市场上不能与英国货竞争。英国资产阶级的目的，是要根本摧毁印度的工业，把印度变为一个纯粹的原料出产地和商品市场。这样，在英国机器工业品的冲击之下，印度的手工业便日渐萎缩下去。首先被破坏的是纺织业，接着造纸业、玻璃业、铸造业也纷纷倒闭。千百万失业的工匠被迫离开了城市，转往农村中去寻求一个栖身之所，而封建制的农村又容不了这许多失业人口，他们往往凄惨地冻饿而死。在英国资本主义工业蓬勃发展的时期，在英国本土是经济高涨，人口激增并且日益集中于城市；而在被英国所奴役的印度，情形则刚刚相反。印度的工业被扼杀了，它原先的工匠从城市倒退到农村去，而最后则成了饿殍。在1834年，英国派驻在印度的总督在其所写的报告中写道：“这样的惨剧，在商业史上实在难以找到其他相同的例子。纺织工人的尸骨，把印度的原野都铺得发白了。”
英国机器工业品的倾销，摧毁了印度的手工业，摧毁了印度那种古老的、从历史不可记忆的年代以来即已存在的“农村公社”，因而也就替印度的革命制造了条件。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指出：“这些刻板式的细小社会机体大部分已被破坏，并且正在完全消逝，与其说是由于不列颠税吏和不列颠兵士的粗暴干涉，倒不如说是由于受到英国蒸汽机和英国贸易自由影响的结果。这些组织得像家族般的公社，是奠基在家庭工业上，奠基在手织业、手纺业和手力耕作业的特殊结合上，这种结合使它们具有自给自足的性质。英国的干涉既已使纺工位置在兰开夏，使织工位置在孟加拉，或是使印度纺工和印度织工一并归于消灭，就破坏了这些细小的半野蛮半文明的公社，因为它消灭了这些公社的经济基础，结果就造成了亚洲极大的并且老实说是亚洲所经历过的唯一的社会革命。”“的确，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为极卑鄙的利益所驱使，并且在采取的方式上是愚钝的。但是问题并不在这里，问题是在于：如果亚洲社会状况方面没有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如果不能，那么英国不管是干出了多大的罪行，毕竟还是在实现这个革命时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第327-328页）
英国在印度的暴政，终于激起了印度人民正义的反抗。英国原是以印度人钳制印度人，它雇佣了一批由印度人出钱豢养的印度土兵（Sepoy，这个字的原意是战士），为数约20万人。然而就是这些印度土兵，却首先起来发动了反英起义（图21-2）。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印度各阶层的人民对于英国的统治都怀着极大的憎恨，早就秘密地准备暴动。恰巧当时流传着一项消息，说英国军官强迫其属下的印度籍的土兵使用有牛油和猪油涂过的子弹带。这种事亵渎了印度广大人民的宗教信仰，因为印度教徒把牛当作神圣的动物，决不加以杀害，而伊斯兰教徒不能接触猪肉。于是印度群情愤激，举国沸腾。1857年5月10日，有一师印度土著骑兵首先发难，他们忿然地离开了英国人的营房，蜂拥到德里城，请那已经退居深宫的、莫卧儿王朝最后的一个君主巴哈杜尔沙二世（Bahadur Shah II）出来亲政，以驱逐英国人。这次起义的序幕一揭开，印度各地的民众和土兵都纷纷响应。他们攻打英国的驻军，对英国人进行了一些报复，一时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已濒于土崩瓦解。然而，当时在印度的起义者方面存在着许多困难：民族上的歧异和社会制度的封建性，妨碍了印度人民的动员和团结。因为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起义者不是向前看，而是向后看，他们只想赶走英国人以恢复莫卧儿王朝的封建统治，而这一项主张就不足以号召最大多数的印度人民起来参加斗争。他们缺乏坚强的团结，组织涣散。结果，这些弱点就被英国人所利用。1859年，英国政府用大批援兵，并且勾结印度境内的锡克人（Sikh）和一些封建王公，终于通过血腥屠杀把这次起义镇压了下去。英国人对于那些起义者的屠杀，其残酷的程度真是旷古未闻！有许多参加起义的土兵被英军缚在炮口上，在众目之下被轰裂成碎块。无数的平民和土兵被倒挂在树枝上吊死；无数的乡村被烧为平地。当时有一个英国军官承认：“参加叛变的人没有一个是投降的，因为他们在被捉获以后，马上就被枪决或绞杀了。”那年迈无力的巴哈杜尔沙二世（图21-3）也被流放到缅甸的仰光，他的子孙都被英军枪杀，于是那君临印度达300多年之久的莫卧儿王朝的帝统便绝灭了。

图21-2　印度土兵发动了反英起义

图21-3　巴哈杜尔沙二世
1858年，在印度土兵起义期间，英国政府为了进一步控制印度，便把在印度的统治权从东印度公司手中接收过来，并废除驻印总督。在这以后，英国政府便通过它的印度事务部和英王驻印代表来直接奴役印度。1877年，英女王维多利亚加冕为“印度皇帝”。
英国政府利用印度的封建势力，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来巩固其在印度的统治。它把印度重要的地区划为由英国官员来治理的英领印度，同时又保留了印度所旧有的五六百个封建土邦。关于这种政策的实质，英国帝国主义政策的代言人麦考莱（Macaulay）早就说过：“如果英国人把印度完全收为直属领地，那么英国在印度的统治至多只能维持50年；然而，如果英国人能够保留一些印度的土邦来作为帝国政策的工具，那么只要英国的海上优势能够维持，英国在印度的统治便可以长久不坠。”英帝国主义者和印度的封建势力勾结在一起，它们互相利用，以剥削、镇压印度广大的人民。
印度被称为“英国皇冠上的一颗珠宝”。英国的统治阶级，一向把印度当作大英帝国的基石，并以印度作为向远东各国进行侵略的根据地。在过去的两三百年中，英国人从印度掠走了无数的财富。英国商人在印度栽种鸦片，强迫推销给中国。从1835年到1872年，英国仅仅在鸦片这项罪恶的贸易上，就获得了1.41亿英镑的纯利。在19世纪60年代，印度人民每年须向英国政府缴纳6500万英镑的税款，几乎占了当时印度国民收入总额的22％。英国残酷的剥削使印度绝大部分的人民陷入了赤贫的境地。
灾荒也经常威胁着千百万印度人的生命。1861年，印度北部发生灾荒，灾区几乎有9％的人口死于饥饿。1876—1878年，印度全境大饥，几乎有1000万人成了饿殍。1896年，印度的北部和中部发生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灾荒，无数的村落成了渺无人烟的空舍。1900年，饥饿又席卷了印度广大的地区。
然而，随着英国罪恶统治的加深，印度人民的解放运动也日渐高涨。关于这一点，英国的浪漫主义的诗人拜伦（Lord Byron）写道：“你，恒河岸上棕褐色的巨人，将从根底下来震撼大英帝国的基础！”



二、日本的明治维新
（1）德川幕府时代的日本、锁国政策、美国首先打破日本闭关自守的局面。
1603年，日本的大军阀德川家康以武力造成统一，成为日本实际上的统治者。德川家康开府江户（今东京），以将军的名义总揽政权，是为德川幕府之始。
在德川幕府（1603—1867年）统治初期，日本成了一个典型的封建制的国家。当时日本全国的土地约有3/4属于幕府将军和大名（即每年所收的地租在6万石以上的大封建贵族，总数约有250—300人）。此外，天皇和寺院也领有相当多的土地。幕府将军为了有效地维持其统治者的地位，乃把大名分为三类：1）亲藩大名，即为德川氏同族的诸侯；2）谱代大名，即那些忠于德川氏的封建领主，他们被认为是幕府将军的家臣和亲信；3）外样大名，即那些与德川氏的关系较为疏远的大封建领主，其中最大的是萨摩、长州、肥前和土佐那4个强藩。幕府将军在分封这三类大名时，故意使他们的领地犬牙交错，以收互相钳制之效。幕府将军并且订立了“参觐交代”的制度，规定大名必须按时来江户（图21-4）觐见，事后大名回到自己的封地去，还必须把妻子儿女留在江户作为人质。然而，这些措施并没有能够长久地防止住封建社会中那种地方割据的倾向。

图21-4　江户
幕府将军和大名都各自蓄养着武士，作为私人部队的骨干。武士从自己的主人那里领得封地或口粮田，他们是大封建主私人的爪牙。
日本的封建社会好像一座金字塔，在顶端的是天皇、幕府将军和大名，其次是武士和僧侣，而在底层的则为广大的农民。绝大多数的农民都是农奴或佃农，他们被束缚在封建贵族的土地上，遭受着极残酷的剥削。农民每年必须把一半以上的谷物用地租的形式缴纳给地主，此外还必须向地主提供力役劳动和供奉。日本的封建地主认为“农民像芝麻，愈榨愈出油”。他们竭力设法在农民身上榨取最大限度的地租。
日本农民曾经对封建地主进行过猛烈的斗争。仅仅在德川幕府统治的260多年中，日本农民就先后掀起了1200多次起义。不过由于当时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由于农民本身的涣散性，这些起义都被封建地主用极野蛮的方式镇压下去了。然而，正如中国的情形一样，在历史上，农民起义是日本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动力，它冲击了封建制的生产关系，因而也就推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在德川幕府时代，日本的手工业和商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江户、大阪、长崎、伏见、名古屋等城市已经日趋繁盛，成为商旅辐辏的通都大邑。
在这里，我们必须追述一下日本是怎样开始与欧洲有交通往来的。在15世纪末叶，葡萄牙人开辟了经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远航到东方的新航路。1517年，葡萄牙商人已开始来中国贸易。在1542年左右，葡萄牙人搭乘中国的商船东航到日本，是为欧洲人与日本直接交通之始。1549年，耶稣会的修士圣方济·沙勿略（Saint Francis Xavier）首先把基督教传播到日本，到了16世纪末期，日本人皈依基督教的已有20万之众。1602年，西班牙人从菲律宾来日本通商。1609年，荷兰人在日本九州岛的平户设立了商站，其后英国人也接踵而至。随着欧洲人的侵入，西方的枪炮火器被输入到日本，使日本的军事战术为之一变。
欧洲各国的商业势力侵入到日本，逐渐地腐蚀着日本封建秩序所赖以建立的经济基础。同时，基督教在日本也形成了一种政治力量。奇特的是，在整个中世纪和近代史初期，基督教在欧洲都是封建势力最有力的支柱，然而它传播到日本，却起了一种相反的作用。当日本的农民从基督教的教义里面理解到土地是受之于上帝而不是受之于封建贵族时，他们就用基督教作为精神上的信条来反对封建制度。在17世纪初期，德川幕府即屡次下令限制对外贸易，并且大批地杀戮基督教徒。1637年，日本九州岛的南部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即历史上所称的岛原暴动。起义的农民在基督教信仰的外衣之下与德川幕府的大军13万人搏战3个月，最后因为弹尽粮绝，全部壮烈牺牲。德川幕府认为岛原暴动是由外国人和基督教所引起的，此后它就厉行锁国政策，驱逐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并严禁其本国人出海，只让中国人与荷兰人每年以少量的货物来长峙港外的出岛贸易一两次。从17世纪30年代直至19世纪50年代那220年中，在锁国政策之下，日本几乎与外界完全隔绝。
在19世纪上半期，欧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掠夺原料并推销商品，不断向远东肆行侵略。经过1839—1842年的中英鸦片战争，中国被迫订立了屈辱的《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开五口通商，丧失了关税自主权。后来不久，日本的锁国政策也就被列强打碎了。
首先侵略中国的是英国人，而首先侵略日本的则为美国人。在19世纪40年代，美国已经兼并了加利福尼亚和俄勒冈，并由此越过太平洋更加向远东扩张其商业势力。1844年，美国强迫中国订立不平等的《望厦条约》，不费一兵一卒就从中国获得了与英国同样的权利。1853年7月，美国海军将领马休·佩里（Matthew C．Perry）（图21-5）率军舰4艘驶入日本的浦贺港（今东京湾），将美国总统的书信交给日本德川幕府的将军，要求开港通商，尤其是允许开往中国的美国船舶能在日本获得食物和燃料的补充。马休·佩里驻留10日，并不要求幕府将军立即答复，乃率军舰转往中国，声言次年当再来取回信。1854年2月，果然马休·佩里又来到日本的浦贺港，这一次所带的军舰共有10艘，气焰更比以前来得嚣张。这时德川幕府的将军知道势不能敌，便在美国炮舰的威胁下放弃了锁国政策，承认开放下田、函馆两港与美国通商。接着英国、俄国也在日本取得了通商的权利，荷兰则要求日本改善其以往对于荷兰商人的待遇。

图21-5　马休·佩里
1856年，久居中国的美国商人汤森·哈里斯（Townsend Harris）以美国总领事的身份来到日本，与德川幕府谈判订立通商条约。1858年，订立《日本国美利坚合众国修好通商条约》，其中规定日本开放要港横滨以代替下田并增开长崎、新泻、神户三港，连以前所开的函馆共为五港。日本允许美国人住留在江户、大阪，承认美国人享有最惠国待遇、协定关税和领事裁判权。总之，举凡当时列强所施用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也一概都加之于日本了。在同一年内，荷兰、俄国、英国、法国均以《日本国美利坚合众国修好通商条约》为蓝本，分别与日本订立了商约（图21-6）。

图21-6　日本画家描绘的马休·佩里率军舰驶入日本要求开港通商的历史事件
（2）明治维新的经过及其历史意义。
当日本被迫与列强通商时，它仍然是一个十足的封建制的国家。关于19世纪中期的日本，马克思曾经写道：“日本有纯粹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和颇为发达的小农经济。比起一切那些大多数是在资产阶级的偏见之下写成的历史书籍来，它给欧洲中世纪的社会情形提供了一个更为翔实可靠的描写……”（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现代丛书版，第789页，参看中译本，1954年版，第906页附注）
然而就是在封建制度的母胎里面，资本主义的因素已经在成长。在德川幕府的末期，日本的工商业骎骎日盛，尤其是在西南部的萨摩、长州、肥前、土佐等外样大名的领地以内，已经出现了制糖、造纸、缫丝、纺织的手工作坊。商品经济逐渐排斥着自然经济，不断地侵蚀着封建制的经济基础。随着商品经济的胜利进军，许多大名和武士都没落了下去，甚至丧失了领地，不得不靠借贷过活。而那些新兴的工商业者，即町人阶级，却倚仗着他们在经济上的优势逐渐在政治上占有地位。这时，封建制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
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商业势力的侵入，更急剧地加深了日本封建社会内部的危机。由于西洋廉价的机器产品的倾销，日本的手工业遭受了严重的打击。而金银等贵金属和物资的外流，则又造成了金融危机和物价的腾贵。在1859—1867年之间，日本各项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平均上涨了五六倍，结果使绝大部分的人都在饥饿线上挣扎，无以为生。这时农民更前仆后继地掀起了大规模的起义。
日本人民知道这些经济上的苦难是由于欧美列强的侵略和德川幕府的昏庸无能所造成的，他们仇视外来的侵略者，也痛恨德川幕府。加上受了欧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潮的激荡，早有一些代表日本开明地主和新兴资产阶级的所谓志士，到处奔走呼号，鼓吹变法维新。一时举国汹汹，所有不满于当时政治的人都主张德川幕府还政于天皇，大家在天皇的领导下来合力抵御外侮。于是萨摩、长州、肥前、土佐等强藩的大名就利用这种形势，打着“尊皇”、“攘夷”、“讨幕”的旗号来攫取这一维新运动的领导权。从1863年的春天起，有60多个大名都纷纷离开德川幕府的首府江户，带着军队到京都拥护天皇出来亲政。许多农民和手工业者也组织了武装队伍，保卫天皇复位。
从1192年日本的幕府政治开始直到此时，在这670年期间，历代的天皇都是闲居在深宫中，偶尔涉猎一点中国的儒家哲学和文学，绝对无权过问政事。有时天皇弄得潦倒不堪，竟在宫中售茶卖字，聊以糊口。然而现在，那些大名和新兴的资产阶级却认为这个木偶可资利用了，他们在天皇正统的名义之下来推行维新运动。
列强决定用武力来镇压日本人的排外运动。1863年8月，英国借口其侨民被杀，派舰队轰击萨摩藩辖境内的鹿儿岛。1864年9月，英、美、法、荷4国因为长州藩的马关炮台曾经对列强的船舶开火，于是联合起来派军舰18艘轰击日本西南部的沿海地区，炸毁马关炮台，但是，列强这种横蛮的炮舰政策，结果却使日本人的排外运动更加激化了起来。
由于列强的压迫，日本“尊皇”、“攘夷”、“讨幕”的呼声更是响彻云霄。当时反对德川幕府的势力有三：1）强藩的大名和转化了的地主贵族，他们憎恶德川氏的统治而要求用较为开明的政体来代替它；2）新兴的然而却还力量薄弱的资产阶级，他们跟在贵族后面要求改革；3）广大的农民，他们反对整个封建制度。这3个阶级的利益是根本矛盾的，然而它们却组成了一种极其脆弱的、暂时的联合，促成了明治维新的实现。
1867年1月，日本的孝明天皇去世，15岁的太子睦仁即位，是为明治天皇。这时萨摩、长州、肥前、土佐等强藩的大名勒兵京都，那年轻的睦仁只是那些强藩手中的傀儡。11月，德川幕府的第十五代将军德川庆喜被迫退职，还政于天皇，然而他暗中却在纠集部队，准备以武力复辟。1868年，日本爆发了内战，即平定江户幕府势力的戊辰战争（图21-7）。结果在距离京都不远的伏见地方，拥护天皇的军队彻底击溃了德川庆喜的军队，并且攻陷了德川幕府的首府江户。这样，那在日本历史上延续几达700年之久的幕府政治便最后告终了。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欧美列强曾经企图借日本的内战来伸张自己的势力，英国和美国站在天皇方面，而法国则用武力来支持那崩溃中的德川幕府。

图21-7　戊辰战争中萨摩藩的藩士
1868年4月，明治天皇颁布《五条誓文》，表示与民更始：1）广兴议会，万机决于公论；2）上下一心，以盛行经纶；3）文武一途，使庶民各遂其志；4）破以往之陋习，凡事基于天地之公道；5）求知识于世界，以大振皇基。这《五条誓文》的意思，是要把旧有的封建体系改头换面，使之适合于资本主义的发展。1868年11月，明治天皇迁都江户，并且把它改名为东京。
以上这一系列的事件，便是日本历史上的明治维新。在本质上，明治维新是一个自上而下的、不彻底的、资产阶级的改革运动。在日本封建社会内部滋长着的资本主义因素，受到欧美列强外来的刺激和压迫，便激化为一股革命的力量，要求变法自强。这一改革运动的领导人物虽为萨摩、长州、肥前、土佐等强藩的统治集团，然而他们所执行的实际上却正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明治维新的结果，推进了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
当时的国际形势，实有利于日本明治维新的实现：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失败后，一时无力向外扩张；美国在南北战争后因为正忙于国内的重建事业，也一时不能大规模地对日本进行干涉；法国和普鲁士正处于普法战争的前夜，更无暇顾及远东。而当时欧美列强的注意力又都集中在中国，帮助清王朝绞杀中国的太平天国的革命，于是日本就在这样的空隙中完成了维新运动。
1869年，萨摩、长州、肥前、土佐等强藩的大名首先把自己的领地奉还给天皇（图21-8），接着其他的大名也踵起仿效，于是日本废藩置县，把过去的封建采邑制改变为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不过，那些大名仍旧各自留在他们原先的领地上，继续享有约合原先1/10的地租，并且受封为有世袭权的地方官吏。这样，日本的封建贵族就在近代化的形式下保存了过去的特权，转化为新的官僚集团。

图21-8　明治天皇
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的统治集团就亦步亦趋地学欧美列强的榜样。1871年，日本设立了邮政，出现了报纸；1872年，日本兴建了第一条铁路；1873年，日本改用阳历，并模仿德国的办法开始建立陆军，模仿英国的办法开始建立海军。
明治维新并没有扫清日本的封建势力。在日本，一方面存在着顽强的封建残余；另一方面又发展着高度垄断性的资本主义，人民遭受着封建的和资本主义的双重剥削。日本的统治集团疯狂地向外侵略，在明治维新以后，日本逐步成为一个野蛮的、掠夺成性的然而又脆弱的“军事封建帝国”。



第二十二章　第一国际
一、第一国际产生的时代背景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所发表的《共产党宣言》，是以这样战斗的口号来结束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国际主义是无产阶级所特有的世界观。无产阶级可以越过民族和国家的界限，以大公无私的、国际主义的精神来互相援助。列宁说过：“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这是两个不可调和的、互相敌视的口号。它们是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两大阶级阵营相适应，而表现在民族问题上的两种政策（尤其是两种世界观）。”
1847年，即在《共产党宣言》发表的前一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就领导成立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它是无产阶级国际组织的一个胚胎，在1848—1849年的欧洲革命中曾经起过相当的作用。不过，由于当时无产阶级的政治觉悟还不够高，共产主义者同盟只是一些先进的革命人士的结合，它的群众基础尚不广泛。及至1848—1849年的革命失败，共产主义者同盟遭受到反动势力的迫害，它在1852年不得不停止活动。
19世纪50年代，欧洲正被反动的政治气氛所笼罩，许多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党人悲观动摇，觉得前途渺茫。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充分掌握了历史发展的规律，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仍充满信心。马克思和恩格斯从1848—1849年的历史事件中吸取经验教训，作为革命实践的指导。在流亡到英国的初期，他们即陆续地完成了《法兰西内战》、《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等不朽的历史著作，深刻地分析了各个阶级在当时的动态。马克思和恩格斯分析1848—1849年欧洲各国革命失败的原因，认为原因之一便是当时的工人阶级缺乏坚强而有力的组织。马克思的结论是：“无产阶级一切重大的胜利都依赖于它的组织……只有工人阶级的国际团结才能保证工人阶级的最终胜利。”
在19世纪60年代初期，成立无产阶级国际组织的历史条件已经具备。1857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深深地教育了欧美各国的工人，使他们进一步认识到资本主义的罪恶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如果说《共产党宣言》最初只为少数先进的革命人士所理解，那么到了这时候，它已成为千百万工人群众的斗争纲领。英国人民和法国人民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俄国农奴制的废除，意大利和德意志的民族统一运动，美国的南北战争，波兰人民的反俄起义……在这一系列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中，无产阶级都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并且吸取了宝贵的政治教训。这种形势，为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创造了必要的前提和有利的条件。
1861—1865年的美国南北战争给欧洲的无产阶级敲响了警钟。当时英国纺织业资本家借口美棉来源缺乏，纷纷解雇工人，关闭工厂。可是，英国的工人阶级却宁愿忍受失业和挨饿的痛苦，而竭力反对英国的统治集团用武力去援助美国南方的种植园奴隶主。在这一次的斗争中，英国的工人阶级显示了无私的国际主义的精神。



二、第一国际的成立
1862年夏天，世界博览会在伦敦举办，许多法国和德意志的工人来英国参观。他们与英国工会的代表晤面，并商谈有关于工人运动的一般问题。就是在这些接触之中，联合各国工人以建立无产阶级国际组织的思想便酝酿成熟了。
1863年，波兰爆发了反抗俄国沙皇统治的起义，这件事激荡了整个欧洲。英国工人纷纷为此举行集会，同情波兰人民的正义斗争，并且谴责俄国的沙皇政体。在一次群众大会上，英国工人议决致书于法国工人，呼吁他们起来共同参加这一具有国际性质的斗争。因为当时英国的资本家是用从欧洲大陆上输入劳工的办法来压低工资并破坏罢工运动的，所以英国工人在致法国工人的信上说道：各国工人的隔离和竞争会妨害到整个无产阶级经济生活的改善，“我们的原则是：不容许企业家使我们相互攻击……让我们亲如兄弟”！法国工人在广泛地讨论了英国工人的来信之后，答复道：“朋友们和兄弟们，全世界的工人们！我们应该联合起来……我们的救星在于团结一致。”法国工人派了一个代表团到伦敦来，与英国工人交换意见。
趁着招待法国工人代表团的良机，英、法、德、意、波兰和爱尔兰的工人代表们于1864年9月28日集会于伦敦的圣马丁大厦（St．Martin Hall），讨论无产阶级国际合作的问题。马克思意识到这是国际工人力量真正的结合，于是应邀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在会上作了发言。各国的工人代表们在经过热情的讨论之后，决定成立国际工人协会，并且推选了一个以马克思为首的中央委员会，负责起草协会的《成立宣言》和《共同规章》。这样，第一个真正的具有群众基础的无产阶级的国际组织便诞生了。
诚如列宁所说，马克思是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的灵魂。第一国际的《成立宣言》、《共同规章》以及许多其他的决议案，都是由马克思亲自起草的。
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马克思根据英国官方所发表的材料，阐明了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和财富的增加不仅没有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状态，反而使他们更为贫困了。工人阶级的重大任务，就是在正确的领导之下联合起来，以夺取政权。《成立宣言》体现了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所持的统一战线的策略。马克思在《成立宣言》中一方面阐明了无产阶级的原则性的立场；另一方面又表示欢迎非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流派加入国际工人协会。恩格斯说得好，国际工人协会应该“把欧美工人阶级的一切战斗力量团结为一个伟大的军队……它应当有一个对英国的工会派，法国、比利时和西班牙的蒲鲁东主义者以及德国的拉萨尔派并不关门的纲领”。《成立宣言》是以与《共产党宣言》同样的语句来结束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在国际工人协会的《共同规章》中，马克思拟定了无产阶级的斗争纲领：“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不是要争得阶级特权和垄断权，而是要争得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废止任何阶级统治……”“无产阶级在它进行反对有产阶级联合权力的斗争中，只有自己已组织成为独立的政党，以与一切由有产阶级建立的旧政党相对立，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既然土地巨头和资本巨头总是利用自己的政治特权来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经济垄断势力，来奴役劳动，所以夺取政权就成为无产阶级的伟大责任。”（《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第363-365页）
根据《共同规章》，国际工人协会的原则组织是民主集中制：由参加协会的各个成员（国别性的团体或地方性的团体）选出中央委员会，作为它们之间的国际媒介。中央委员会的职责在于使各国工人能经常得到关于其他各国工人运动的情报，并且主动地向各个成员团体建议，以便在必须采取行动的场合下，各国的工人可以联合一致，同时发动斗争。中央委员会设立在伦敦，但在必要时可以变更地点。
马克思与恩格斯是第一国际的组织者与领导者。恩格斯在《致丹麦社会主义者特里尔的信》中写道：“无产阶级为了要在决定胜负的日子有充分的力量可以胜利，它必须建立一个特别的政党，与一切其他的政党分开，与它们相对立，这就是说建立一个有阶级意识的阶级政党；马克思与我自从1848年以来，就抱着这种主张。”第一国际的诞生，是马克思与恩格斯多年来为建立无产阶级国际组织而斗争的成果。它标志着各国工人阶级第一次的国际性的团结。



三、从1866年的日内瓦大会到1869年的巴塞尔大会——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反对一切非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流派而斗争
第一国际是以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统一阵线的组织形式而出现的。其中除了马克思主义者以外，尚有各式各样的非无产阶级革命党派的信徒。列宁写道：“马克思设法把各国工人运动统一起来，把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各种非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马志尼、蒲鲁东、巴枯宁、英国的自由主义‘工会’派、德意志的拉萨尔右派等等）纳入一致行动的轨道，反对所有这一切宗派的学派的理论，为各国工人阶级锻炼了统一的无产阶级的斗争策略……”（列宁：《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第18页）
第一国际的历史，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与各种非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流派进行斗争的历史。当时在各国革命群众中流行着各式各样的理论，这种情形分散了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力量。第一国际最主要的群众基础原为英国的工会，然而，大多数英国工会的领导人却是些机会主义者，他们代表工人贵族的利益，希冀以劳资协商的办法来代替阶级斗争。在法国、比利时和西班牙，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散布着迷雾。而拉萨尔的机会主义，则把德意志的工人阶级推向普鲁士军国主义的泥坑。为了坚持工人阶级的立场，马克思和恩格斯就不得不与那些机会主义者或无政府主义者进行激烈的斗争。
依照规定，第一国际每年召开会议一次。1866年9月3—8日，第一国际在瑞士的日内瓦（Geneva）召开第一届会议，主要的任务是批准《共同规章》并讨论工人运动中的一般问题。出席会议的代表共约60人，代表着25个国际支部和11个合作社。当时马克思因为忙于《资本论》第一卷的结束工作，没有能亲自赶往参加，然而他却预先研究了会议的各项议事日程，并且写好了一份工作报告书交给英国代表团带到会议上去宣读。在这一届的日内瓦会议上，马克思主义者与蒲鲁东主义者展开了一系列原则性的论战。蒲鲁东主义者有一套理论，认为工人不是在生产过程中而是在交换过程中才遭受到资本家的剥削。因此，他们便根本否定阶级斗争，反对罢工，反对组织工会，反对任何政治性质的示威游行，而仅仅想以和平的方法用合作社制度去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蒲鲁东主义者又认为妇女是家庭的基础，主张她们回到灶炉和摇篮旁边去，不要在工业生产劳动中与男子竞争。马克思主义者对蒲鲁东主义者作了无情的批判，再一次捍卫了马克思在第一国际的《共同规章》中所揭橥的斗争纲领：“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主要的目标，一切的政治斗争都应当作为达成这个目标的手段而为它服务。”马克思主义者并不否认合作社在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中有一定的意义，然而却反对过分夸张它的作用。这是因为，合作运动本身并不能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只有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先决条件之下，合作社制度才可以得到充分的发展。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妇女能从家庭奴隶的地位中解放出来，而参加工业生产劳动是一个进步的现象，无产阶级的任务是要把女工提高到与男工相同的水平，而决不能歧视她们的工作权利。此外，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工会的设立甚为必要。不管其领导人的意向如何，工会在组织和动员工人阶级的力量这一点上确有其一定的作用。结果蒲鲁东主义者受到了决定性的打击，日内瓦会议正式通过了马克思所起草的《共同规章》，依照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成立了决议案，改选了领导机关的负责人，并且把中央委员会改名为总委员会。由于日内瓦会议的成就，各国工人阶级的国际团结就更加提高了一步。
第一国际的第二届会议，是于1867年9月2—7日在瑞士的洛桑城（Lausanne）举行的（图22-1）。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共71人，其中有56人是来自法国和瑞士，大部分均为蒲鲁东主义者。马克思没有能参加指导这次会议，于是蒲鲁东主义者就利用在代表中占有多数的优势，在会议的某些决议案上打上了他们自己的思想烙印。洛桑会议的成绩比不上第一届的日内瓦会议。然而，尽管受到蒲鲁东主义者的把持，洛桑会议却通过了下列的决议案：“会议鉴于国内无政治自由是无产阶级社会解放的障碍，认为：第一，劳动者的社会解放是和他们的政治解放分不开的。第二，政治自由的建立，对于每个民族都有第一等的绝对必要性。”这对于那些否定政治斗争的蒲鲁东主义者来说，正是一个有力的针砭。

图22-1　19世纪末的瑞士洛桑
在洛桑会议期间，马克思完成了《资本论》第一卷的写作。关于《资本论》这一著作的历史意义，恩格斯在《论资本论》中曾经写道：“自从世界上有资本家和工人以来，没有别的书再比我们面前的这部著作对于工人更来得重要了。我们现今的全部社会制度，是建筑在资本家和劳工的关系这一轴心之上的。对于这种关系，这还是第一次有了科学的说明……”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序言中说道：“本书的终极目的，是要发现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法则。”也就是用科学方法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是怎样产生、怎样发展和怎样衰落的。马克思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暴露了资本家剥削劳动人民的罪恶，预言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必将崩溃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必将胜利。马克思用这样一段经典的文字来指明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趋势：“剥夺直接的生产者，是用最残酷的具有毁灭性的手段，凭着最卑鄙、最龌龊、最吝啬和最疯狂的欲望冲动来实现的……这种剥夺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之内在法则的作用，即经过资本集中而实现的。一个资本家吞灭了许多资本家。伴随着这种资本集中的过程，即伴随着这种不断扩大的由少数资本家剥夺多数资本家的过程，生产劳动中的协作形式，科学技术之有意识的应用，对于土地的合理经营，把劳动工具转变为只能是公共使用的复合的劳动工具，由于使用有组合的、社会化的劳工而达成的整个生产资料的合理化，各个民族都被卷入世界市场的系统之内而使资本主义制度具有国际的性质，所有这些过程也都同时相应地在发展。随着那些霸占并垄断这种转变过程中一切利益的资本巨头人数之不断地由多而少，人民大众的贫穷、受压迫、受奴役、生活下降、受剥削的程度就更深了，但在同时，那人数经常在增加，由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本身所锻炼、联合、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起义也就愈来愈激烈了。资本垄断变成了那个由它本身所产生，并且伴随着它的繁荣滋长而繁荣滋长的生产方式的桎梏。最后，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就达到这样的程度，变得与资本主义的外壳不能相容了。这个资本主义的外壳就要破裂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响起来了，剥夺者要被剥夺了。”（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现代丛书版，第835-837页，参看中译本，1954年版，第963-964页）马克思以其毕生心血所撰写的伟大的科学著作，在理论上武装了无产阶级。
1868年9月6—13日，第一国际在比利时的京城布鲁塞尔（Brussels）举行第三届会议（图22-2）。出席这次会议的有英、法、德、比利时、瑞士、意大利和西班牙的代表共99人，其中蒲鲁东主义者仍然占多数。布鲁塞尔会议所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土地所有制问题。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在资本主义的体系之下，农业落后于工业，农民受大土地所有者的兼并而沦于破产，是不可避免的。只有实行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才可能把科学技术应用到农业生产中去，以提高农民本身的福利并使农业的发展得以满足工业发展的需要。然而，蒲鲁东主义者却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替土地私有制辩护，反对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土地集体所有制的主张。不过就是在这些争辩之中，蒲鲁东主义者内部发生了分裂，一派终于叛离了工人运动，一派则转变到马克思主义者方面来。结果会议通过了决议案，要求把土地、矿山、铁路一律改变为共有财产。这项决议案标志着一个极重要的事实，即马克思的革命理论已经在工人运动中取得了思想领导的地位。当布鲁塞尔会议开会时，普法战争的危机已经阴云密布。因此会议通过了决议案，号召各国的工人阶级“采取最伟大的行动来阻止民族间的战争”。此外，布鲁塞尔会议又特别要求各国工人研究马克思的巨著《资本论》，用革命理论来武装自己的头脑。

图22-2　19世纪末的布鲁塞尔大广场
在击溃了蒲鲁东主义者之后，马克思主义者在第一国际中又遇到一个新的反对派，那便是巴枯宁（图22-3）所领导的一群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Mikhail Bakunin）出身于俄国的贵族之家，青年时代曾任炮兵军官，后来因为痛恨沙皇在镇压波兰人民起义时所施用的暴行，才流亡到瑞士的日内瓦从事于无政府主义的宣传和组织活动。巴枯宁一向反对工人阶级的国际联合，他在1868年加入了第一国际，但却别有用心地进行着宗派活动，企图篡夺第一国际中的领导权。巴枯宁的思想体系不属于工人阶级的范畴，他代表着破产农民和小手工业者那种急躁地要求革命然而又找不到出路的虚无主义的倾向，反对任何性质的国家政权，主张立即对地主和资本家进行社会的清算。巴枯宁仇视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内容便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即在推翻资本主义后由无产阶级专政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理论。恩格斯在《致顾诺的信》中写道：“巴枯宁主张一定要首先废除国家，然后资本私有制本身就会消亡。与此相反，我们的主张是，废除资本私有制，即废除全部生产手段之为少数人所占有，然后国家本身就会消亡。这个差别，是本质上的差别，不先有社会主义的革命而要废除国家，这是胡说！……”不过，巴枯宁是以一种表面上非常激进的姿态出现的，他的理论在俄国、法国、瑞士、西班牙和意大利的落后群众中得到了传播。因此，与巴枯宁主义进行斗争以捍卫科学的共产主义，便成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任务。

图22-3　巴枯宁
第一国际的第四届会议于1869年9月在瑞士的巴塞尔城（Basel）举行。出席这次会议的有英、德、法、比利时、瑞士、奥地利、西班牙、意大利和美国来的代表共75人，其中有不少是巴枯宁主义者。巴塞尔（图22-4）会议重新讨论了上届布鲁塞尔会议关于土地问题所作的决议案，承认争取土地国有是无产阶级革命纲领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生产手段的国有化，将成为那个由自由而平等的生产劳动者所联合组成的社会之物质的基础。在这次会议上，马克思主义者与巴枯宁主义者在关于废除财产继承权的问题上展开了争论。巴枯宁主义者主张把废除财产继承权作为社会革命的出发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财产继承权只是现有社会经济体系在法律上的一种表现，它不是原因，而只是结果。无产阶级的任务在于消灭私有财产制本身，及至私有财产制本身被消灭，财产继承权自然也就消灭了。巴枯宁主义者把问题本末倒置，只是企图来混淆无产阶级的斗争目标，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则是反革命的。

图22-4　巴塞尔
在第一国际的历史中，1869年的巴塞尔会议具有特殊重大的意义。经过这次会议，第一国际的基本方向和斗争目标便最后确定了。蒲鲁东主义、拉萨尔主义、巴格宁主义等非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流派都受到了有力的批判，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最后终于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的指导原则。



四、第一国际在1870年以后的活动，第一国际的历史意义
1870年7月，普法战争爆发。当时的欧洲充满着腥风硝烟，那种形势使第一国际原定在巴黎举行的常年大会无法召集。
在马克思的领导下，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密切地注视着普法战争的进程。因为法国的拿破仑三世阻碍着德意志的统一，并且是首先宣战，所以马克思起初认为，普鲁士方面是防卫者，但却坚决反对普鲁士把这次的战争变为侵略战争。后来等到普鲁士的军队侵入法国，马克思又号召法国工人按照在1793年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方式，把他们政府所发动的战争宣布为民族自卫战争。1870年9月4日，法国的资产阶级因拿破仑三世战败被俘，宣布废除帝政，建立了第三共和国，马克思即指示法国工人利用这次政变的形势来巩固自己的组织。然而，在蒲鲁东主义者把持之下的法国的第一国际支部却坐失良机，没有对这件事采取任何的行动。
1871年3月18日，革命的巴黎公社成立。在马克思的领导之下，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坚决拥护巴黎公社，用一切方法来支援它。及至5月底，巴黎公社失败，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即发表由马克思所起草的《关于1871年法国内战的宣言》，谴责法国统治集团的罪恶，指出巴黎公社是历史上无产阶级第一次的政权，并且呼吁全世界的无产者起来效法这一光荣斗争的榜样。
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在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期间所进行的一切活动，明白地显示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的、战斗的本质。在马克思所写的《关于1871年法国内战的宣言》公布以后，欧洲各国的统治集团即惊恐万状，疯狂地迫害马克思主义者和第一国际。在法国，第一国际的支部被破坏了；在德意志和奥地利，有许多第一国际的会员被拘捕下狱；西班牙的反动政府则强迫解散第一国际在其境内的支部。而在1871年6月，那为机会主义的思想所指导、仅仅代表少数工人贵族的英国工会派，也叛离了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声明退出第一国际总委员会。
1871年9月，第一国际的领导者在伦敦召开会议。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之下，这次会议是以秘密方式举行的，出席的代表只有23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总结巴黎公社失败的经验教训，认为那是由于法国的无产阶级缺少一个能领导其进行斗争的真正的革命政党，并且没有能把广大的农民引导到斗争中来。因此，这次会议便着重讨论了无产阶级建立政党和工农联盟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各国工人阶级最主要的任务，便是建立离开资产阶级而完全独立的、强有力的、纪律严明的工人阶级自己的政党。农民是工人阶级天然的同盟者，农村劳动者的利益与城市劳动者的利益是一致的。结果伦敦会议通过了决议案：“工人阶级组织自己的政党，这对于保障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达到其最终目的（消灭阶级）都是必不可少的。”马克思强调指出：“社会必不可免地要经过无产阶级专政的时期。”（《1871年的第一国际伦敦会议》，1936年莫斯科俄文版，第22页）
第一国际的第五届会议，于1872年9月在荷兰的海牙城（Hague）举行（图22-5）。出席这次会议的有英、美、德、法、瑞士、比利时、荷兰、丹麦、西班牙、匈牙利、捷克以及澳大利亚的代表共65人，马克思也亲临参加。海牙会议批准了上年伦敦会议关于必须建立工人阶级政党的决议案，并且认为：“只有在团结为政党之后，工人们才能在自己的解放斗争中以阶级的姿态而出现。”这时，巴枯宁主义者的宗派活动有增无减。海牙会议为了保持无产阶级的纯洁性，决定把巴枯宁主义者开除出第一国际，不让他们再混迹在工人运动中做破坏的勾当。关于这件事，恩格斯写道：“我们很荣幸地和那些腐败分子区分开来了……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必然要经过发展的各个阶段。在每一个阶段里，总有一部分不再前进的人要被淘汰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第343-344页）当海牙会议闭幕时，马克思作了总结报告。他说道，目前的环境虽然险恶，但无产阶级革命必将获得最后的胜利。他表示将奋斗到底，把他那有限的余年全部贡献给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

图22-5　荷兰海牙
鉴于巴黎公社失败后欧洲各国在政治上的反动，鉴于巴枯宁主义者和英国工会派的破坏阴谋，海牙会议决定把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从伦敦迁至美国的纽约城。这以后的4年，第一国际便以纽约城为中心，艰辛地继续着以往的工作。
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在迁至美国以后，实际上只是以美国的工人组织为基础，与欧洲各国的工人组织反而隔离了。1876年7月，第一国际在美国的费城（Philadelphia）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决定解散总委员会并停止活动。
第一国际虽然只存在了12年（1864—1876年），但它在历史上的意义是巨大的。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直接领导之下，第一国际用科学的共产主义教育了各国的工人阶级，把他们的战斗力量组织在一起，为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奠定了基础。第一国际是在与蒲鲁东主义者、拉萨尔主义者、英国工会派、巴枯宁主义者的斗争中成长的。就在这种斗争之中，它揭露和打击了形形色色的非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流派的理论，从而也就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思想领导的地位。第一国际培养出许多优秀的干部，他们以后成了各国工人阶级政党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列宁写道：“第一国际奠定了工人阶级为准备对资本主义实行革命进攻而建立的国际组织的基础。”（《列宁全集》第二十四卷，第247页）
在第一国际结束以后，各国工人阶级的主要任务便是在本国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列宁说得好：“第一国际已经完成了它所负的历史使命，把位置让给世界各国工人运动无比高涨的时代，即工人运动向纵深的方面发展，群众性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在各个民族国家范围内相继成立的时代。”（列宁：《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第18页）



第二十三章　普法战争
一、普法战争的原因，第一国际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次宣言，色当战役
由于1866年普奥战争的结果，普鲁士确立了它在德意志各邦中的领导地位，与美因河以北的其他21个小邦组成北德意志邦联而自为雄长。然而，当时德意志的统一尚未完成。那些位于美因河以南的巴伐利亚、巴登、符腾堡、黑森诸邦，仍旧处于普鲁士王朝的主权范围以外。普鲁士要合并德意志的南部诸邦，还必得与法国出手交战。
在19世纪60年代，法皇拿破仑三世（图23-1）的政权已经到处显露了没落的征兆。他那反动的对内政策激起了法国人民普遍的嗟怨和义愤，他那侵略性的外交政策又使法国在国际上逐渐陷于孤立。因为克里米亚战争，拿破仑三世与俄国结下了不可消解的嫌怨。1859年，拿破仑三世在意大利的民族统一运动中作了一次军事投机，出兵援助萨丁尼亚王国对奥地利作战。然而，他却中途背信弃义地与奥地利单独媾和，并且直接用军队保护罗马的教皇以阻碍意大利的统一。在这一问题上，拿破仑三世在各方面都招致了不满：法国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认为他是自由运动的叛徒，而法国保守的天主教徒又认为他做得还不够；奥地利痛恨他出兵干涉，而意大利则又埋怨他中途出卖了盟友。1862年，拿破仑三世趁美国在南北战争期间无暇执行门罗主义，出兵4万人侵入墨西哥，想在那里建立一个亲法的傀儡政权。但是，法国侵略军遭遇到墨西哥人英勇的抵抗，损失甚巨，最后不得不于1867年狼狈地退出墨西哥。拿破仑三世在美洲军事冒险的失败，更使他的统治发生动摇。法国人民公开把这位皇帝当作嘲笑的资料，连资产阶级也渐渐地不满意他以及他的大臣们。弥漫在法国各阶层中的反抗拿破仑王朝的义愤，逐渐汇聚为一股强有力的革命的潜流。

图23-1　拿破仑三世
法国的统治集团一向致力使德意志处于分裂状态，不肯让德意志聚合为一个统一的国家。拿破仑三世和他的皇后欧仁妮（Eugénie de Montijo）（图23-2）都认为，当时只有掀起对普鲁士的战争，才可以把法国人民的不满情绪转移到对外的方面去。他们企图在对普鲁士的战争中取得煊赫的胜利，并以此来巩固他们摇摇欲坠的政权。

图23-2　皇后欧仁妮
在普奥战争未爆发之前，普鲁士首相俾斯麦曾经特地去法国与拿破仑三世谈判，诡谲地向他暗示：如果法国能对普奥战争保持中立，那么，普鲁士就可能给法国以某些领土的补偿。后来法国果然在普奥战争期间没有援助奥地利，静等普鲁士拿土地来酬谢它的善意。拿破仑三世做着美丽的幻梦，满以为他可以得到德意志的莱茵河地区或比利时，即使在最坏的情形之下也可以得到卢森堡（Luxembourg）公国。然而，他却完全被俾斯麦所愚弄了。及至普奥战争结束，拿破仑三世向俾斯麦索取领土的补偿，俾斯麦不但翻脸不认，而且故意把拿破仑三世狂妄的领土要求泄露给报纸通讯社，使整个欧洲为之震惊。德意志的南部诸邦知道拿破仑三世想攫取德意志的莱茵河地区，它们就秘密地与普鲁士订立军事同盟，以求自保。英国知道拿破仑三世想侵犯比利时的中立而予以并吞，也急剧地转过来反对法国。拿破仑三世想从荷兰国王手里购买卢森堡公国，但俾斯麦以北德意志邦联的名义出面干涉，反对卢森堡主权的转让，最后拿破仑三世也恍悟到他自己是受骗了，于是老羞成怒，下令把法国的军队扩张到120万人，并铸造枪械180万支，准备用武力来对付普鲁士。
普鲁士与法国之间的战争早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不过此次战争的直接导火线，却是一个比较不重要的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1868年9月，西班牙人民掀起了革命，推翻了专制的女王伊莎贝拉二世（Isabella II），准备迎立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的堂兄弟、霍亨索伦王室的利奥波德亲王（Prince Leopold）入承大统。起初，威廉一世怕引起法国方面的嫉忌，曾经授意利奥波德亲王拒绝西班牙的王冠。然而，俾斯麦却正想借此与法国开衅，坚决主张利奥波德亲王接受西班牙的邀请。最后，威廉一世也勉强同意了俾斯麦的主张。及至这项消息传播出来，法国方面果然激烈地表示反对。拿破仑三世和他的皇后欧仁妮都认为，如果让普鲁士国王的近亲做西班牙的君主，德意志与西班牙联合一致，那无异是16世纪时查理五世神圣罗马帝国的重演，将使法国腹背受敌。于是拿破仑三世分别向普鲁士政府和西班牙政府提出了强硬的抗议，要求撤消利奥波德亲王入承西班牙王位的成议。他的外交大臣并且威胁着说：法国将不惜一切牺牲来阻止这件事，万一普鲁士政府不改变它的决定，那就只有诉诸战争。
1870年7月12日，霍亨索伦王室的利奥波德亲王本人宣布放弃西班牙的王位。这时，法国已经如愿以偿，争端原可以结束了，然而，拿破仑三世却受了那些轻狂好战的谋臣们的蛊惑，硬想利用这个时机来羞辱普鲁士，借外交上的胜利来巩固他在国内的统治。拿破仑三世训令其驻在柏林的大使文森特·贝内德狄（Vincent，Count Benedetti）要求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向法国提出确切的保证，永远不再允许他的任何近亲去接受西班牙的王冠。当时威廉一世正在埃姆斯（Ems）的河边别宫中避暑（图23-3），文森特·贝内德狄前往谒见，正式提出了上列的要求。威廉一世深为法国这种咄咄逼人的态度所恼怒，不过他却遵循着通常外交上所应有的礼貌，说他同意利奥波德亲王不接受西班牙的王位，并且认为这件事已经无须再提了。然而，文森特·贝内德狄仍旧喋喋不休地想取得保证，并煞有介事地要求再一次的晤谈。威廉一世表示：他当晚将离开埃姆斯别宫，恕难接见。随后威廉一世用电报把这次谈判的经过告知在柏林的俾斯麦，并且授权给他将电文公开发表。

图23-3　19世纪末的埃姆斯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一个典型的事例：居心叵测的政客和军人是怎样利用他们的地位，纵横捭阖，小施计谋，结果把千百万人推入到战争的火海中。俾斯麦久想与法国交战，然而他却蓄意要使法国首先发动，借此来表示普鲁士是为自卫而战，以争取德意志其他各邦的援助和世界舆论的同情。1870年7月13日晚上，俾斯麦在官邸与总参谋长毛奇将军、陆军部长阿尔布雷希特·冯·罗恩将军聚餐，席间飞来了威廉一世从埃姆斯所发的电报。俾斯麦从毛奇和罗恩将军的口里得知一切的军事准备均已完成，便决定利用这个时机来挑动对法国的战争。那埃姆斯电报原来的文句也还是比较和缓的，暗示谈判仍在继续之中。但是，俾斯麦却把那电报加以删改，使它的文句能够产生这样一种强烈的印象：那在德意志人读来，觉得是普鲁士国王受到了法国大使的窘迫，而在法国人读来，则觉得是法国大使受到了普鲁士国王的侮辱。俾斯麦把这删改后的埃姆斯电报读给毛奇和罗恩将军（图23-4）听，沾沾自喜地说道：“这将是对高卢牛撒出的一块红布。”（意为挑动法国起来搏斗的刺激物）而那为普鲁士军国主义化身的毛奇，则用睥睨一切的神情说道：“我终于能活着带领自己的军队去进行这样一次的战争，死也无怨了。”当时普鲁士的统治集团就是以这样亢奋的心情来挑动战争的！

图23-4　阿尔布雷希特·冯·罗恩将军
当埃姆斯电报传至巴黎时，正是法国的国庆节（7月14日，1789年法国人民攻陷巴士底狱的纪念日）。果然，法国的统治集团觉得他们的国家尊严受到了难以容忍的伤害，于是就像着了疯魔一样，气势汹汹地要求立即对普鲁士宣战。当晚拿破仑三世就召集了国务会议，皇后欧仁妮和大部分的阁员都主张宣战。次日，法国国会举行紧急会议，除了有10张反对票以外，几乎全体一致地批准了宣战的议案。1870年7月19日，法国正式对普鲁士宣战。巴黎的乌合之众高呼着“战争万岁”、“打到柏林去”等轻率的口号。
尽管法国的统治集团如此叫嚣战争，他们在战争的准备工作方面却做得极糟。战争大臣埃德蒙·勒伯夫（Edmond Leboeuf）大言不惭地说：“一切都准备好了，连最后一个士兵制服上最后一颗纽扣都扣好了。”但在实际上，一切都是混乱不堪。拿破仑三世长期的反动统治，造成了法国政治、军事和财政上无可比拟的腐败。当时法国所能立即调集到第一线去作战的部队还不到30万人，边境上的要塞工程多不坚固，而军官贪婪无能，部队中的装备和给养都感到缺乏。再者，拿破仑三世多行不义，致使法国在国际上陷于完全孤立的地位。意大利和奥地利都拒绝援助法国。
当法国和普鲁士的统治集团决定诉诸战争之时，两国的工人阶级和一般劳动人民却表示了相反的态度，要求和平与友好的合作。第一国际的巴黎支部发表了《告全世界各民族的工人们》的宣言，其中说道：“在欧洲均势与保护民族尊严的借口下，政治的虚荣心又威胁着普遍和平了。法国、德国、西班牙的工人们！让我们的呼声联合成为共同反对战争的怒吼吧！……为争夺霸权而起的战争，或为维护某一皇朝利益而起的战争，在工人看来只能是犯罪的胡作非为。我们渴望和平、工作和自由……德国的兄弟们！我们相互仇视只会使专制政权在莱茵河两岸都获得完全胜利……全世界的工人们！不论我们共同的努力在目前产生的结果怎样，我们这些不分国界的国际工人协会会员，总是代表法国工人向你们致以衷心的祝贺和敬礼，作为我们密切团结的保证。”德意志的工人群众纷纷举行集会，表示完全赞同法国工人阶级的主张，并且通过了下列的决议案：“我们以德国一般民主派的名义，特别是以参加社会民主工党工人的名义，特宣布这次战争完全是皇朝的战争……我们很高兴地握住法国工人们伸给我们的兄弟的手……我们谨记着国际工人协会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永远也不会忘记全世界各国的工人都是我们的朋友，而全世界各国的专制君主都是我们的敌人。”
1870年7月23日，即在法国对普鲁士宣战后的第四天，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发表了由马克思亲自起草的《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次宣言》，其中写道：“在德国方面，这次战争是防御性的战争。但是，究竟是谁把德国弄到必须实行防御的地位的呢？究竟是谁使拿破仑三世有可能对德国开战的呢？正是普鲁士呵！正是俾斯麦曾和这个拿破仑三世暗中勾结，以期摧毁普鲁士内部的民主反对派，并确保霍亨索伦王朝在德国的统治……”“如果德国工人阶级竟容许这一战争失去自己的纯粹防御性质而蜕化为反对法国人民的战争，那么无论胜利或失败，都是同样要产生危害影响的……”在这宣言的结尾，马克思写道：“……不管当前的可恶的战争怎样结束，全世界工人的联合终究会根绝一切战争。官场的法国与官场的德国彼此进行同室操戈的斗争，而法国的工人和德国的工人却互通和平与友爱的音讯。单是这一件史无先例的伟大事实，就展示出可望有比较光明未来的前途。这个事实表明，与那个经济贫困和政治昏聩的旧社会相对立，正在诞生一个新社会，而这个新社会的国际原则将是和平，因为每一个国家都将是同样由劳动者统治的！这个新社会的先声就是国际工人协会。”（《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译文略有改动，第465-469页）
战争一爆发，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皇太子腓特烈和毛奇将军迅即率领着以普鲁士军队为骨干的德意志联军约50万人向法国的边境推进（图23-5）。这时，德意志南部的巴伐利亚、巴登、符腾堡和黑森诸邦都自动地参加到普鲁士方面对法国作战。同时，俄国和英国显然也是同情普鲁士。德意志联军在人数、装备、组织、士气以及指挥的将才上，都远优于法军。

图23-5　普鲁士步兵团
当德意志联军以泰山压顶之势向法国猛扑时，法国已经组成了两支大军来应战：一支由拿破仑三世和帕特里斯·麦克马洪元帅（Patrice de MacMahon，Duke of Magenta）统率，人数约12万，在阿尔萨斯省（Alsace）抵御普鲁士皇太子腓特烈所发动的攻势；另一支由弗朗索瓦·阿希尔·巴赞元帅（FranÇois Achille Bazaine）统率，人数约18万，在洛林省（Lorraine）抵御毛奇将军的主力部队。实际的战斗一开始，拿破仑三世和麦克马洪所统率的那一支法国军队就节节失利，被迫撤离阿尔萨斯省，朝巴黎的方向退却。而弗朗索瓦·阿希尔·巴赞所统率的那支法国军队也遭受到挫败，最后退入麦茨（Mets）要塞，被德军包围。麦克马洪曾经建议，当时最好是把他的部队撤退到巴黎，利用巴黎的防御工事来背城一战，或许还可以有一线的转机。然而，那留在巴黎主持政务、轻佻而又刚愎自用的皇后欧仁妮，却认为败退巴黎即将引起法国人民的革命，导致政权的垮台，于是叫拿破仑三世和麦克马洪再率兵东向，去救援巴赞元帅那一支被围的大军。
普鲁士的军事统帅侦悉了法国的动向，于是调集了一切可以调集的兵力来进行决战。当拿破仑三世和麦克马洪带领着那一支缺乏信心的法国军队沿默兹河（Meuse River）向东方迤逦而行、企图增援麦茨时，德意志军队已经从两翼迂回过来。法军争着拥进靠近比利时边界的色当（Sedan）要塞，最后陷入德军的包围圈。从9月1日的清晨起，两军之间的决战开始。德军的包围圈愈抽愈紧，以密集的炮火轰击色当，法军被压缩在一个狭隘的阵地上，以致根本不能发挥战斗力。而在这紧要关头，巴赞元帅拥兵18万人被围困在麦茨，竟不设法援救。色当的法军死伤枕藉，麦克马洪本人也负了重伤。有人建议拿破仑三世自己手执指挥儀，率众杀开一条血路冲出去。然而，这位只知道发动战争，驱使他人流血牺牲而自己却贪生怕死的懦夫，拒绝了这一项建议。9月2日的傍晚，拿破仑三世下令在色当阵地上挂起白旗，并且亲往德军阵地，恳求俾斯麦引见普鲁士国王，宣布他及其军队全部无条件投降（图23-6）。这时，在德军前线司令部中的俾斯麦、毛奇和皇太子腓特烈便互相握手道贺，说德意志的君主制度和统一事业已经得到了坚固的保证。

图23-6　拿破仑三世宣布他及其军队全部无条件投降
色当战役的结果是：法军死伤约17000人，拿破仑三世、麦克马洪元帅、39名将军以及其余的士兵共约10万人全部被俘。
色当战役结束了普法战争的第一阶段。列宁写道：“1870—1871年的战争，在拿破仑三世没有被击败以前，对德国方面说，是历史的进步的战争，因为拿破仑三世曾和沙皇一起长期压迫德国，在德国保持封建的支离破碎局面。而当战争转变为侵略法国时（吞并阿尔萨斯和洛林），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曾严厉谴责德国人。”（《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280页）



二、第三共和国的建立，第一国际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次宣言，法国人民继续抗战
拿破仑三世兵败被俘的消息传至巴黎，法国人民立即爆发了起义。1870年9月4日，各种各样政治信仰的革命群众蜂拥到巴黎的国会大厦，宣布废除帝政，建立共和政体，是为法国历史上的第三共和国。拿破仑三世的皇后欧仁妮见大势已去，况且法国大革命时期皇后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Antoinette）上断头台的事件记忆犹新，于是她便带着那被废黜的皇太子逃亡到英国去了。
在这一次的政变中，由于法国的无产阶级还没有坚强的组织和有力的领导，政权便被资产阶级篡夺了去，结果，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政客和一些潜藏着的保皇党分子合组临时政府，由奥尔良系的保皇党军人路易·茹尔·特罗胥（Louis Jules Trochu）担任总理（图23-7），共和派右翼的茹尔·法夫尔（Jules Favre）和莱昂·甘必大（Léon Gambetta）分任外交部长和内政部长（图23-8）。这临时政府是一个敌视人民的政权。它命名为“国防政府”，并宣言将继续与普鲁士作战到底。

图23-7　路易·茹尔·特罗胥

图23-8　甘必大
1870年9月9日，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发表了由马克思起草的《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次宣言》，说明德意志在这次战争中之防御的性质已经以拿破仑三世的兵败被俘、色当要塞的陷落和第三共和国的成立而终结了，反对普鲁士的统治集团把这次战争转变为侵略战争并合并阿尔萨斯和洛林两省。关于第三共和国的性质，马克思在宣言中指出：“……这个共和国没有推倒国王，它只是占据了国王留下的空位置。它不是作为一种社会的成果，而是作为一种民族的防卫措施宣告成立的。它掌握在一个临时政府手中，组成这个政府的一部分人是明显的奥尔良党人，一部分是资产阶级的共和党人。后者中间有一部分人又是在1848年‘六月起义’时期沾染了洗不净的污点的……从这个政府的最初几个步骤中已可相当明显地看出，这个政府不只是从帝国那里承袭一大堆残砖断瓦，而且还承袭了它对于工人阶级的恐惧心理……”马克思在宣言中号召：“法国工人应该执行自己的公民职责，但他们不应该让人家用1792年的民族传统来迷住他们，如像法国农民曾经让人家用‘第一帝国’的民族传统来骗住他们一样。他们不是应该重复过去，而是应该建设将来。唯愿他们镇静坚决地利用共和国的自由所提供给他们的一切，更切实地加强他们自己阶级的组织。这将赋予他们以盖尔古里斯（希腊神话中的巨人——著者注）般的新增力量，去为法国的复兴和我们的共同事业即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而斗争。共和国的命运要靠他们的力量和智慧来决定。”（《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第476页）
在色当战役以后，德意志联军即长驱直入，侵入法国的腹地。9月19日，德军开始包围巴黎。当时巴黎城的居民有200万之众，其中有正规军8万人，后备军115000人，还有由工人、手工业者、机关职员和商人所仓促组成的国民自卫军约35万人。他们决心用一切的力量来捍卫法国的自由和独立，宁死也不让德军攻陷他们的首都。德军鉴于法国人民力量之不可侮，于是也不敢轻进，只是把巴黎包围得水泄不通，断绝其粮食和燃料的供应，想用饥饿和寒冷来压服那英雄的城市。
此时，战争的性质已经根本改变。普鲁士的统治集团已经把德意志的民族统一战争转变为侵略战争，而法国方面倒成为防御者了。德军的入侵激起了法国人民爱国热情的高涨。当时除了巴黎以外，法国各地人民都纷纷奋起，组织武装力量保家卫国。10月7日，临时政府中比较激进的政治领袖甘必大坐着氢气球飞出被围的巴黎城，到法国南部各省去组织新军（图23-9）。不到一个月，法国健儿投效在军旗之下的竟达60万人。这些新军虽然只经过短期的训练，但士气极旺，曾经接连给德军以严重的挫败。同时，法国伟大的文学家雨果（Victor Hugo）也向同胞们发出热情的号召：“让每一家都出兵……让每一座城市都变成军营……让乡村都拿起叉耙……我们将日日夜夜地进行战斗，在山地中进行战斗，在平原上进行战斗，在森林中进行战斗！大家奋起！不要让敌人有片刻的喘息、安宁和睡眠……我们来为祖国进行残酷的搏斗吧！”法国各地都涌现出浩浩荡荡的游击队，其他国家的革命志士也参加了这一正义性的斗争。那毕生为自由而战、意大利的老英雄加里波第，这时也挺身而出，组织了一支游击队在法国东北部的孚日省（Vosges）一带抵抗德军。当时瑞士有一家报纸记载道：“普鲁士人后方的沃盖佐夫省完全被起义者所占领了，该省的居民拿起武器来反对普鲁士人。在那里并没有正规军，可是每一个人都是士兵。每一个进口处和出口处都站着岗哨，全部山道都被志愿狙击手占领了……每一间小木屋都是军事据点。妇女和男人同样地作战。”

图23-9　甘必大等人坐着氢气球飞出被围的巴黎城，到法国南部各省去组织新军
在整个普法战争期间，德意志联军所遭遇到的最坚强的抵抗便是法国人民的抵抗。在拿破仑三世兵败被俘之际，德军的统帅毛奇将军原以为“战争一定会迅速结束了”。然而后来他却不得不承认，“谁也不敢说这可怕的战争将延续多久。一个国家的人民全体都武装了起来，其力量是不可侮的”。
尽管法国人民英勇抗战，代表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却从中掣肘，设法削弱抗战的力量。就法国资产阶级来看，人民的武装比德军更为可怕。他们急切希望与普鲁士媾和，甚至想取得德军的协助，来扑灭本国人民的武装力量。在9月中旬，临时政府的外交部长茹尔·法夫尔秘密地去会晤俾斯麦，哭丧着脸诉说和平的重要，请求普鲁士给予比较宽大的停战条件。而临时政府的总理特罗胥则公开地说：为要使巴黎人民能够同意媾和，必须在巴黎附近的大会战中牺牲2万人的生命。他故意命令军官带着巴黎的国民自卫军去突围，造成重大的伤亡，来削弱人民继续抗战的意志。法国人民说得对：临时政府实际上只是一个卖国政府。马克思曾经写道：“只有把巴黎的工人武装起来，从工人中组成真正的军事力量，让他们在战争中学会军事艺术，才能够守住巴黎。但是，武装了巴黎就是武装了革命。巴黎战胜了普鲁士侵略者，就会是法国工人战胜了法国资本家及其国家的寄生者。当国防政府不得不在国民义务和阶级利益那两者之间有所抉择的时候，它连一分钟也没有犹豫——国防政府就转变成卖国政府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三卷，第二分册，第293页）
在这里，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弗朗索瓦·阿希尔·巴赞元帅的叛国行为。在色当战役以后，巴赞元帅在麦茨要塞还拥有法军的精锐部队约18万人，吸引住德军20多万人的兵力。然而，巴赞元帅却避免作战，想保存实力帮助拿破仑三世进行复辟。10月27日，巴赞元帅以所部全体官兵，连同大量的军火物资，向德军投降。这一叛国行为决定了法国的命运。此后普鲁士就得以调用其原先被胶着在麦茨要塞的主力部队，全力来对付法国人民的武装力量，法国各地的新军和游击队便无法招架了。
法国的溃败，不仅标志着法国与德意志两国在欧洲大陆上争夺霸权的消长，并且也影响到整个欧洲的政治形势。1870年8月，法国召回其所派往罗马城保护教皇的驻屯军，结果意大利王国得以进兵罗马城并以此作为国都，最后完成了意大利的统一。
法国原为克里米亚战争的主角之一。它和英国曾经根据1856年的《巴黎和约》，限定俄国不得在黑海建立舰队，并不得在黑海沿岸一带设立军事根据地。俄国久想挣脱出这一项束缚，不过戒于英国和法国的联合势力，隐忍未发。这时法国在普法战争中一败涂地，俄国便乘势宣布1856年的《巴黎和约》无效，重新在黑海上建立自己的武装。果然，法国不遑过问，英国也不敢单独地出面干涉，于是那由克里米亚战争所造成的近东的形势，到1871年便改变了，俄国的势力又骎骎南下，来支解那荏弱已极的土耳其帝国。



三、德意志帝国的成立，《法兰克福和约》
在普鲁士方面，普法战争直接的结果便是德意志帝国的成立。在这一次战争中，德意志各邦自始至终是团结一致、并肩作战的。普鲁士王国那种压倒一切的军事优势，使德意志其他各邦的统治者不得不捐弃过去的一些嫌怨，表示愿意在霍亨索伦王朝的领导下合并为一个统一的帝国。1870年11月，俾斯麦即代表北德意志邦联分别与巴伐利亚、巴登、符腾堡、黑森诸邦的统治者进行磋商，签订了合并的条约，决定把北德意志邦联更名为德意志帝国，拥戴普鲁士国王为世袭的皇帝。1871年1月18日，当德军尚在围攻巴黎的时候，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为德意志各邦的王公、贵族、将军和大臣们所簇拥，在巴黎近郊凡尔赛宫镜厅中加冕为德意志皇帝（图23-10）。俾斯麦宣读帝国成立的诏书，巴登的大公爵领导群僚向皇帝欢呼。这样，那由普鲁士王朝自上而下用战争来达成的德意志的民族统一便最后完成了。列宁写道：“1870—1871年的战争是解放和统一德意志的资产阶级进步政策（延续几十年之久）的继续。拿破仑三世的惨败和被推翻，加速了这一解放。”（《列宁全集》第十九卷，第50-51页）

图23-10　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为德意志各邦的王公、贵族、将军和大臣所簇拥，在巴黎近郊凡尔赛宫镜厅中加冕为德意志皇帝
普法战争一方面是完成了德意志的统一，巩固并且加强了普鲁士容克阶级在新成立的德意志帝国中的统治地位；另一方面是揭露了法国资产阶级的腐朽性及其叛卖性，促进了法国工人阶级革命情绪的高涨。在普法战争期间，法国内部的阶级斗争愈来愈尖锐化了。
在1870年12月底，德军开始向巴黎城发炮轰击。被围困的巴黎城因为缺乏粮食和燃料，绝大部分居民的生活情况极为凄苦。然而，一方面是庄严的斗争；另一方面却是无耻的阴谋。当巴黎的劳动人民正在饥寒交迫中英勇地进行防卫时，资产阶级却时时刻刻在准备投降。资产阶级的叛卖性，是法国在战争中失败的最主要的原因。马克思指出：法国的资产阶级认为控制人民比战胜德军更为重要，“这就是失败的真正原因，不仅在巴黎，在法国其他的一切地方也都是如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第95页）1871年1月28日，巴黎的临时政府宣布投降，与德军签订停战协定。
临时政府只是在拿破仑三世溃败之后仓促组成的，它还不能够合法地代表法国与德意志媾和。法国的统治集团为了要使和约在表面上具有全国性的基础，于是决定在1871年2月8日举行国民议会选举，以便产生立法机关来讨论并批准这一和约。当时法国北部处于德意志的军事占领之下，在那里谈不上什么自由选举。而法国的资产阶级则利用广大农民那种企求和平的心情，进行恶意宣传，诬赖工人是借口战争来逃避工作，并且硬说社会主义者将要夺去农民的土地。资产阶级的政客、地主豪绅和天主教的神甫操纵了这一次选举。结果在当选的750名议员之中，保皇党倒占了450名。
1871年2月13日，国民议会集议于法国南部的波尔多城（Bordeaux）。它推举了奥尔良系的保皇党政客、诡诈多端而又冷酷无情的“矮子怪物”梯也尔（Adolphe Thiers）为行政首领，负责与德意志谈判媾和的条件（图23-11）。

图23-11　梯也尔
梯也尔奴颜婢膝地亲自到凡尔赛去与俾斯麦谈判，结果商定和约如下：法国将阿尔萨斯全省和洛林省的大部分（包括麦茨要塞）割让给德意志，并向德意志偿付50亿法郎的巨额赔款。德意志的军队继续驻留在法国北部，直至赔款偿清时才撤退。阿尔萨斯与洛林两省在中世纪时原包括在德意志的范围以内，根据三十年战争后所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Treaty of Westphalia）于1648年并入法国。这两省大多数的居民仍旧讲德文，然而经过200多年来的同化，他们在民族情绪上却与法国人一致了。此刻要把这两省割归新成立的德意志帝国，令法国人感到切肤之痛。当梯也尔把这样的和约条款提请国民议会接受时，有些议员便愤而退席。不过，国民议会中多数的议员急于要对德停战，终于在1871年3月1日以546票对107票批准了这一屈辱的和约。
阿尔萨斯和洛林两省割让于德国，是历史上的一大不幸，它把法国推入了沙皇俄国的开抱。德国合并阿尔萨斯和洛林，提出的借口是基于战略上的需要。但正如马克思所说：“如果国界应由军事利益来决定，那么这种企图就会毫无止境，因为任何一条战线都必然有其缺点，可能用兼并邻近新地区的办法加以改进，并且这种疆界永远也无法最终和公允地划定，因为每一次总是由胜利者强迫失败者接受自己的条件，从而播下新战争的种子。”（《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第473页）法国作家雨果也说：“此后欧洲将有两个国家是狰狞可怕的，德国是因为战胜了而睥睨一切，法国是因为战败了而要求复仇雪耻。”
德法之间的和约最后于1871年5月10日在德国境内的法兰克福（图23-12）签字，在历史上被称为《法兰克福和约》。

图23-12　19世纪末的法兰克福



第二十四章　巴黎公社
一、3月18日起义和巴黎公社的成立
法国内部的阶级矛盾，由于普法战争而加速激化了起来。法国工人阶级要求由自己来掌握国家的命运并改造旧的社会制度，于是掀起光荣的起义，胜利地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的政权——巴黎公社。
在法国的反动政府与德军签订停战协定以后，巴黎的劳动人民决心以他们自己的胸膛来捍卫共和国和民主权利。巴黎的国民自卫军仍然拥有武装，其中绝大部分是革命的。1871年2月中旬，当国民议会正在波尔多集议时，国民自卫军里面由劳动者所组成的各营即成立了中央委员会，作为巴黎人民进行政治斗争的领导机构。参加这中央委员会的有许多著名的社会主义者，其中包括法国无产阶级杰出的斗士，第一国际巴黎支部联合会主席欧仁·瓦尔兰（Eugene Varlin，1839-1871）。
德军根据停战协定，于1871年3月1日开入巴黎市区。当时巴黎全城挂黑旗志哀，居民闭户不出，街道上空寂无人，商店和戏院都宣告因国难停业。德军深为巴黎人民这种无言的抗拒所羞辱，只继续占领了62小时就撤退了。
法国的资产阶级卖国成功，便转过来用全力镇压国内的革命人民。国民议会从波尔多迁到凡尔赛开会，把一切反动的势力都纠集在它的周围。3月中旬，梯也尔政府企图解除巴黎国民自卫军的武装。当时摆在巴黎人民面前的只有两条道路：或者是放下武装投降，并承认1870年9月4日的政变没有任何意义；或者是勇猛地起来决一死战，以捍卫法国的革命事业。他们选择了第二条道路，于是，革命的巴黎和反革命的凡尔赛之间便展开了流血的斗争。
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开始组织巴黎城的防务，把大炮架设在城市的周围，并且向政府军发出了呼吁：“士兵们，人民的子弟们！让我们团结起来，反对那些只为了自己想升官发财而要强迫给我们再安置一个国王并逼迫我们互相残杀的坏东西。难道你们情愿服从乱命而流血吗？……让我们团结起来，拯救共和国！”
以梯也尔为首的国民议会蓄意发动内战，罪恶地向巴黎人民进攻。3月18日清晨，政府军袭击巴黎城北的蒙马特（Montmartre）高地，企图抢夺国民自卫军安放在那里的大炮。此时，巴黎全市发出了警报，无数的国民自卫军、工人以及妇女和小孩像怒潮一样涌集到蒙马特高地，阻止政府军将大炮运走（图24-1）。妇女们包围着政府军，勒住他们的马缰，向他们斥责道：“怎么样？你们给人民的敌人服务吗？你们是人民的子弟呀！你们替压迫者充当盲目的工具，难道还没有当够吗？替祖国的叛徒们服务，难道不害怕吗？”政府军的绝大部分都是穿着军服的农民或手工业者，与人民有着血肉的联系和共鸣。他们起初是踟蹰不前，因为怕伤害了妇女和孩子，继而他们恍悟到这些责骂是完全对的，于是就把枪口朝下，拒绝执行指挥官的命令。有两名将军下令向人民开火，但立刻被士兵逮捕，就地枪决了。政府军反正到人民的方面来，这样，原来被不同的番号和制服所隔离着的政府军和国民自卫军，终于融合在一起。巴黎的人民欣喜得流泪，互相拥抱称庆，激荡在巴黎人民心中的是革命的信念、热情和勇往直前的牺牲精神。

图24-1　巴黎人民夺回大炮
人民群众真正成了历史的创造者。革命群众从蒙马特高地向巴黎的市中心进发，沿途愈聚愈多，终于汇集为一股翻天覆地的巨大的力量。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担负起领导巴黎人民进行武装斗争的任务，它宣言道：“巴黎的无产阶级从统治阶级的失败和叛变中了解到：他们把公共事务的管理权拿到自己手中以挽回局势的时候已经到了……无产阶级眼看着自己的权利不断受到威胁，眼看着自己的合法愿望完全被否定，眼看着祖国的覆亡和自己的一切希望尽成泡影，他们了解到夺取政府的权力，把祖国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是他们的神圣责任和绝对应有的权利。”就在3月18日的黄昏时分，巴黎人民占领了一切的政府机关，鲜红的旗帜在市政厅和陆军部的大厦上迎风飘扬（图24-2）。巴黎人民革命胜利了，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诞生了。

图24-2　巴黎人民占领了巴黎市政厅
然而，就在这时候，一部分没有反正的政府军以及国民自卫军中由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所组成的各营却逃到凡尔赛方面去了。
3月18日的巴黎起义，是法国无产阶级对于梯也尔政府所执行的反动政策之直接的回答。法国资产阶级对外屈辱投降，对内阴谋取消共和国而恢复帝制。这时无产阶级便起来奋力一击，把政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并利用这个政权来捍卫人民的利益。列宁写道：“对德战争的失利，巴黎被围攻时的苦难，无产阶级的失业和小资产阶级的破产，群众对上层阶级的义愤，对显出完全无能的指挥部的不满，工人阶级的惶惑不安，他们不满于自己的生活状况并渴望有另一种社会结构，国民议会中反动派的议员引起人们为共和国的命运担忧——所有这一切以及其他许多原因结合在一起，推动了巴黎人民进行3月18日的革命，结果是政权突然转入国民自卫军手中，转入工人阶级和加入工人阶级的小资产阶级手中。”（《列宁全集》第十七卷，第111页）
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成了巴黎的权力机关，它代表人民的意志发号施令。后来有一位巴黎公社的社员追忆道：巴黎“不仅经历了前所未闻的事件，而且属于前所未闻的人物。在市政厅里成立了一个平民的政府，这个政府几乎纯粹由普通工人和小职员组成，其中有3/4的人除了他们的邻舍和作坊之外，无人知晓他们的姓名。在这政府里面，统治阶级的代表一个都没有……”
然而，3月18日的起义主要还是自发的。在革命获得胜利以后，法国无产阶级即痛切地感到缺乏一个正确的坚强有力的政党来领导他们进行斗争。心地善良的劳动人民，在政治上表现出过分的宽大和谦逊。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没有趁胜进攻凡尔赛，以捣毁反革命的巢穴，反而宣布它的权力只是暂时的，要求巴黎居民立即进行公社的选举，来接受这一个政权。这样，巴黎人民就错过时机，使梯也尔得以在凡尔赛从容布置反革命的阴谋。
3月26日，巴黎的劳动人民第一次真正使用了自己的政治权利，进行公社委员会的选举。在当选的85名委员之中，有30名是工人，43名是自由职业者（教授、医生、律师、新闻记者等），4名是小手工业者和商人，而其余的则为资产阶级中所谓的激进派。那些资产阶级的代表不久就弃职而逃，后来公社又举行了补选，由劳动人民来替补。关于巴黎人民在3月26日进行选举时的情形，公社委员会的委员、文学家瓦列（J．Vallie）曾经写道：“这是多么令人难忘的一天呵！丽日当空，阳光把大炮的炮口镀成了金黄色，鲜花吐着芬芳，旌旗猎猎作响，革命的吼声，像稳静而又壮阔的蓝色的河水一样流淌。澎湃的热情，光明的景象，军号的演奏，兵器的闪光，希望的火花，光荣的气氛——这一切都使胜利了的共和军感到自豪和快慰……号手们，吹起前进的号角！鼓手们，擂起进军的战鼓！同志，拥抱我吧！你已经是白发斑斑，正如我一样！而你，在街垒背后嬉戏的儿童，来吧！我们吻你。我的孩子，3月18日的革命替你开辟了美好的前途。本来，你也许会像我们这老一辈的人一样，在黑暗中长成，在艰辛中跋涉，在血泊中挣扎，在卑贱中讨生活，忍受着说不出的羞辱和苦难。而现在，这一切都成为过去了！”
3月28日，巴黎公社正式成立。关于这一震撼世界的历史事件，有一个当时曾经亲自参与盛典的人记载道：“那里有多少人？也许有几十万吧！他们来自何方？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邻近的街道上挤满了武装的队伍，刺儀的锋芒在阳光中闪烁，像闪电似的一片白光掠过了广场……突然——炮声隆隆，歌声嘹亮起来，举着旗帜、刺儀和戴着鸭舌帽的群众像巨浪一样向前汹涌，拥到了讲坛前面……‘以人民的名义，公社宣告成立了。’……以后，一切都淹没在无数人共同的欢呼声里。所有这些人们，只有一条心，一个声音。”
在公社委员会里面，一开始就隐约地呈现出两个不同主张的政治集团，到后来则俨然形成两个对立的党派：一是由新雅各宾派（The New Jacobins）和布朗基主义者所组成的多数派；二是由左翼蒲鲁东主义者所组成的少数派。此外，也还有些摆动于这两者之间的中立分子。新雅各宾派不能认识到这一次的革命在本质上已与从前的一切革命有所不同，他们还自命为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事业的继承者，在政治上追随丹东、马拉和罗伯斯庇尔等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幽灵。新雅各宾派代表小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并没有什么固定的政治纲领。布朗基主义者虽然倾向于社会主义，不过他们对于实施社会主义的具体步骤却是茫然无知的。布朗基主义者拥护实行革命的专政，但他们与工人阶级的联系极少，只妄想以少数知识分子的冒险主义和恐怖行动来达到革命的目的。左翼蒲鲁东主义者即“集产主义者”，他们主张废除生产工具的私有制并且参加了第一国际，在这些方面他们与右翼蒲鲁东主义者有所不同。然而，他们却反对实行革命的专政。公社委员会中的多数派和少数派都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政党，他们在政策上都有严重的错误。多数派与少数派之间的倾轧，也削弱了公社委员会的力量。
尽管公社委员会中的新雅各宾派、布朗基主义者和左翼蒲鲁东主义者各有一套主张，但他们在革命群众的影响和推动之下，大都逐渐放弃了他们的原先的路线，在许多问题上摸索到了正确的方向，把整个运动推进到新的阶段。巴黎公社中涌现出许多杰出的革命斗士（图24-3），其中最著名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友欧仁·瓦尔兰、革命民主主义者查尔斯·德勒克吕兹（Louis Charles Delescluze）、女教师出身的社会主义者路易斯·米歇尔（Louise Michel）、国际歌的作者欧仁·鲍狄埃（Eugène Pottier）、匈牙利籍的革命家列奥·弗兰克尔（Leo Frankel）和那富有军事才能的波兰籍革命流亡者雅罗斯拉夫·东布罗夫斯基（Jarosaw Dbrowski）将军。

图24-3　巴黎公社中的革命斗士



二、巴黎公社的性质及其在行政上的措施
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为反对资本主义制度而扭转历史的第一次光荣而豪迈的尝试，是无产阶级政权的一个雏形。尽管工人阶级在公社中并不占多数，但他们却是具有决定作用的领导力量。马克思在1871年4月就写道：“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及其国家机器的斗争，已因巴黎的斗争而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不管其直接结果如何，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新出发点是已经取得了。”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一书中又说：“公社真正的奥秘，就是它在本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马克思早已在理论上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即无产阶级革命拿什么来代替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在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的时期中，新型的政权形式应该是怎样？巴黎公社对这问题提供了实际的回答。公社证明了：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夺取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必须首先打碎它，以建立无产阶级的专政。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的斗争经验时便指出：不是议会制的共和国，而是巴黎公社那样的政治组织，才是无产阶级专政最适宜的形式。以后，列宁更丰富并且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列宁认为，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形态发展过程中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第一步，而苏维埃是第二步。
巴黎公社在历史上存在的时期，包括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执政的那10天在内，总共只有72天。当时巴黎公社必须用全力去对付那些聚集在凡尔赛的反革命分子以及驻在巴黎城外的德意志军队。尽管如此，在那样短短的时期内，巴黎公社仍然进行了许多有创时代意义的社会措施。
（1）公社创造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形式。列宁指出：巴黎公社的“真正的秘密就是：它在本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公社的活动家“是以醒觉了的群众的天才敏感来创造事业的”。（《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109页）首先，巴黎公社打碎了旧有的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了新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机构。它废弃了警察和常备军而代之以人民的武装，它确立了教会与国家分离的原则。巴黎公社采用民主集中制，由人民用普遍直接投票的方式产生公社委员会，作为最高的国家机关。公社委员会按照事务管理的需要，设立行政、军事、劳工调配、财政、粮食、文化与教育、司法、社会服务、对外联络等10个工作委员会，各由委员5—8人负责领导那一部门的工作。公职人员都经过选举而产生，如果有任何人不能称职，随时都可以由人民予以罢免。巴黎公社又确立了低薪制政府的原则，它规定任何公职人员的薪金都不得超过一个普通熟练工人工资的水平。
（2）公社显示了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正如恩格斯所说：“巴黎公社是第一国际之精神上的产儿。”巴黎公社不仅代表了法国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也代表了国际无产阶级的利益和希望，成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一面旗帜。那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领导、设立在伦敦的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以极大的热情支持公社。欧洲各国的工人团体和民主团体都致函向公社表示敬意，德意志工人阶级的领袖倍倍尔则公开宣称：公社所宣布的行动纲领不久即将成为全欧洲无产阶级共同的行动纲领。公社下令拆毁巴黎城在拿破仑时代所建立的那座纪念侵略性的战争而对其他民族含有侮辱意味的凯旋柱（图24-4），以纠正法国历史上的错误。在公社的队伍里，聚集着来自意大利、波兰、匈牙利、比利时、俄国以及其他欧洲各国的社会主义者。外国籍的革命志士与法国的工人阶级并肩作战，同心协力地保卫公社的事业。

图24-4　巴黎公社拆毁旺多姆广场的拿破仑凯旋柱
（3）公社的劳工政策。从最初成立的一天起，巴黎公社即采取种种措施来接管资本家的工厂并改善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它把逃亡厂主所遗留下来的工厂一律收归国家管理，由工人组织起来继续进行生产。这些国营企业吸收了大批的失业工人，并且建立了良好的生产秩序。对于那些仍旧由资本家所经营的工厂，公社则严加监督，规定厂主不得对工人课以罚金，不得克扣工人的工资。公社颁布了延付房租的法令，并且宣布把贫民抵押在当铺里的价值在20法郎以下的生活必需品都一律无偿地归还原主。8小时工作制的方案已经被提出来了，但却没有来得及付诸实施。公社的这些政策，完全是从劳动人民的利益出发的。
（4）公社的文化教育政策。巴黎公社确立了普遍的、免费的、非宗教的教育原则。公社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受到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的教育，并以此来巩固革命。公社的机关报纸上写道：“现在不是贵族，而是平民的子弟，在宽阔的校园林荫道上游戏，在课堂里读书，在安静的走廊上健康地微笑，他们捧着书本，尽情地呼吸着自由学习的空气。总之，他们将获得与他们的年龄相称的作业和快乐。”公社把教育权从教会手里夺了过来，把僧侣赶出了学校，废除了宗教课程。教师的社会地位和待遇都提高了，他们享受到前所未有的尊敬。此外，公社还邀请巴黎的画家、雕刻家和建筑家组织了一个艺术工作者协会，负责保管国家的文化遗产。
（5）公社的农民政策。当时巴黎城被德军和凡尔赛的反动势力所包围，公社很难与农民有所接触。然而，公社却采取了一些措施，希望把农民吸引到斗争的行列中来。它印刷了10万份《告农民书》，用气球递送到乡区去散发。那上面写道：“兄弟们，不要受人欺骗！我们的利益是一致的，这一层你们要牢牢地记住。你们这些农业劳动者，穷苦的雇农、受高利贷盘剥的小私有者、佃农、小农户、自耕农：你们大家播种、收割，终年辛辛苦苦地劳动着，却把你们劳动果实中最好的一部分缴给那些不劳而食的寄生者。巴黎方面是要把土地交给农民，把工业的生产工具交给工人，使一切的人都有工作可做。”这宣言的内容无疑是正确而及时的。农民问题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总问题中的一部分。农民是工人阶级天然的同盟者，工人阶级只有与劳动农民结成联盟，才能达成并巩固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但是，由于敌人的军事包围和恶意的反宣传，巴黎的工人阶级没有能与法国广大的农民建立起任何有效的联系。
巴黎公社存在的时期太短促，没有来得及能在社会措施方面多所建树。然而，仅就这以上几点，已经足以表明它确实是工人阶级、人民大众的革命政权（图24-5）。

图24-5　巴黎公社战士捣毁拿破仑雕像
在公社革命期间，巴黎建立了新的社会秩序，市容和居民的精神面貌都起了根本的变化。马克思写道：“公社简直是奇迹般地改变了巴黎的面貌！第二帝国那个荒淫无度的巴黎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法国的京城，不再是不列颠的大土地所有者、爱尔兰的不在场者（Absentees，指那些在爱尔兰领有土地但却从来没有到过爱尔兰的外籍地主——著者注）、美利坚的前奴隶主和暴发户、俄罗斯的前农奴主和瓦拉几亚（Wallachia，罗马尼亚的一部分——著者注）的封建贵族集聚的场所。在陈尸场内连一具尸首也没有了，夜间抢劫事件没有了，偷窃现象也几乎绝迹了。自从1848年2月以来，巴黎的街道上初次变得平安无事，虽然街上连一个警察也没有。有一个公社委员说：‘我们再也听不到什么杀人事件、抢劫事件和袭击个人的现象；看来似乎警察已把他们所有的老朋友们都随身带到凡尔赛去了。’荡妇也跟着自己的庇护者们，跟着那些保卫家庭、保卫宗教和主要是保卫财产的人物一起逃光了，他们的位置又由真正的巴黎妇女所代替，这些妇女和典型古代妇女一样英勇，一样高尚，一样忠实。努力劳动，用心思索，艰苦奋斗，流血牺牲而又精神奋发地意识到自己所负历史创造使命的巴黎，几乎忘记了站在它城墙外面的食人生番，一心满腔热忱地致力于新社会的建设！”（《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第508页。译文略有改动）
然而，“与巴黎这个世界对面相峙的是凡尔赛的旧世界——麇集在那里的有一切陈腐制度的残渣……”



三、巴黎公社的失败及其在历史上的意义
1871年5月下旬，革命的巴黎和反革命的凡尔赛之间进行了决战。
当3月18日的起义胜利时，拥护革命的巴黎国民自卫军约有20万人，他们有上千门大炮和大量弹药储备，而盘踞在凡尔赛的梯也尔政府却只有很少的部队。但巴黎人民在革命策略上犯了大错，他们过分地宽容，没有立即进攻凡尔赛，致使反革命的势力得以坐大。从4月2日起，梯也尔已经调集了相当的兵力，开始向革命的巴黎进行反扑。5月10日，梯也尔政府与德意志签订了《法兰克福和约》，德法两国的统治集团刚刚停战。然而，他们却马上在镇压巴黎公社这一点上找到了合作的基础。俾斯麦释放了10万名被俘的法国正规军，以增强梯也尔政府的军事实力。此外，俾斯麦又允许梯也尔政府的部队穿过德军的防线，从巴黎城的北面进攻巴黎公社。
关于法国的资产阶级政府勾结德意志的统治集团以合力镇压巴黎公社这件事，列宁曾经痛切地说道：“我们无产者曾经见到过几十次，每当资产阶级看见革命的无产阶级起来时，资产阶级如何出卖自由、祖国、语言和民族利益等。我们曾经看到，在法国民族受到最大的压迫和屈辱时，法国资产阶级如何把自己出卖给普鲁士人，国防政府如何转变成为卖国政府，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如何招募压迫这个民族的兵士前来帮忙，以镇压敢于起来夺取政权的自己同胞的无产者。”（《列宁全集》第六卷，第419-420页）
5月20日，曾经受过长期训练、配备着重武器的凡尔赛方面的军队共约10万人向巴黎人民进行总攻。次日，凡尔赛方面的军队突破了巴黎城的防御工事，进入到市区。当敌人迫近时，公社社员及其家属即奋起抵抗，用决死的斗争来保卫公社的事业。他们在巴黎市内的街衢和广场上架设了数百座街垒，夜以继日地使用一切拿得到的武器狙击敌人。在5月21—28日那一周间，公社社员浴血奋战（图24-6）。他们保卫巴黎的每一条街道，每一幢房屋，每一寸土地，使敌人每逼进一步都必须付出惨重的代价。公社社员表现了高度的革命英雄主义和大无畏牺牲精神，有许多妇女和儿童都创造了战斗的奇迹。担任公社总司令职务的杰出的战略家雅罗斯拉夫·东布罗夫斯基将军，和那刚毅的民主斗士德勒克吕兹，都在激战中阵亡于街垒之下。公社的灵魂人物、法国劳动人民的代表者欧仁·瓦尔兰，在出色地完成了战斗任务后惨遭杀害。在公社所出版的最后一期机关报上有这样一段战讯：“在继续了48小时的最后的战斗中，巴黎居民尽其所能地发挥了他们的全部力量，儿童们建立了街垒，他们的父亲防卫这些街垒，妇女们甚至母亲们都手里握着枪，用言语和自身的模范行动来鼓励男子们的士气。”能孕育出这样优秀的儿女的巴黎公社，在历史上是不朽的！

图24-6　巴黎公社战士与敌人展开浴血奋战
5月28日，最后一队约200名公社社员据守在拉雪兹神父公墓（Père-Lachaise Cemetery）中，利用石碑和墓穴的掩护狙击从四面八方围剿的凡尔赛方面的军队，继而进行白刃战，结果全部壮烈牺牲。这样，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就被反动势力摧灭了。
总计在这一次的大搏斗中，公社社员牺牲的人数在3万以上，而事后又有38000人遭到逮捕，被流放到法国海外遥远的殖民地去充任苦役。这一次的白色恐怖是史无前例的，与它比较起来，连法国统治集团在1848年6月对劳动人民所进行的屠杀也算是瞠乎其后了。
1871年5月30日，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批准了由马克思起草的关于法国内战的宣言。对于法国统治集团那种灭绝人性的残暴，马克思曾经愤怒地斥责道：“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的先驱受人敬仰。它的英烈们已永远被铭记在工人阶级的伟大心坎里。那些杀害它的刽子手们已被历史钉在耻辱柱上，尽管他们的牧师们怎样祷告也不能使他们解脱。”（《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第522页）
巴黎公社最后失败了。巴黎公社失败的原因，总结起来有以下数项：
（1）当时法国的工人阶级缺乏一个足以领导革命斗争的正确而坚强有力的政党。因此，巴黎人民在掌握了政权之后，对于下一步的行动就缺乏预定的计划和贯彻这种计划的力量。公社委员会中的多数派和少数派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它们不能把革命引导到彻底的胜利。列宁在《纪念巴黎公社》一文中说道：“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完成，至少要有两个条件：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无产阶级的充分准备。但是在1871年，法国这两个条件都没有具备。法国的资本主义还不很发达，当时法国主要还是小资产阶级（手工业者、农民、商店老板，等等）的国家。从另一方面说，法国那时还没有工人阶级的政党，没有对工人阶级进行教育和长期训练。当时法国工人阶级的大部分，对于自己的任务和实现这些任务的方法，甚至都还没有十分明确的概念……”（《列宁全集》第十七卷，第113页）
（2）工农联盟原为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基础和保证，可是，巴黎公社却没有能与广大的农民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当时巴黎的工人阶级几乎是与外界隔绝的。虽然法国南部的里昂、图卢兹（Toulouse）、马赛诸城也都曾掀起了起义，但人民的力量却没有汇聚起来，成为全国性的大革命。
（3）公社在获得政权后采取了等待的态度，没有对反革命势力进行必要的追击和镇压。马克思写道：“他们之所以失败，其错误正在于他们的‘宽大为开’。当维诺亚的正规军以及巴黎国民自卫军里面那反动的一部分逃出巴黎之际，他们就应该立即向凡尔赛进军。但是由于道德良心，他们丧失了时机。他们不愿发动内战，好像那恶毒的妖物梯也尔企图解除巴黎人民的武装还不是内战的开始似的。第二个错误，国民自卫军的中央委员会为要让位给公社，过早地放弃了自己的政权，这也是因为他们的‘忠厚老实’，而这种忠厚老实却实际上已流于停滞不前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第105-106页）公社没有肃清那些潜藏在巴黎城内的破坏分子，甚至仍旧让反动派的报纸继续出版，散布有害的毒素。
（4）公社没有把法国的经济命脉牢牢地掌握在手中，没有采取必要的步骤去粉碎凡尔赛反动势力的财政基础。巴黎的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以后就在十字路口停住了，他们没有进一步去剥夺剥削者。当时法兰西银行拥有30亿法郎的储备金，是全国的金融中心。但公社宽大无边，竟没有接管这座银行，而听任其以大量的金钱去接济凡尔赛方面。这样，法兰西银行没有被公社所掌握，便反过来被梯也尔政府利用了。
巴黎公社失败了，然而它在历史上的意义是深远的。公社丰富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替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创造了一个新的出发点。马克思指出：“……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扑灭不了的；直到工人阶级得到解放的那一天为止，这些原则将永远放在日程上的。”列宁写道：“无论它所有的错误如何，公社仍是19世纪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典型……不管公社的牺牲是怎样巨大，这些牺牲却从公社对于全世界无产阶级斗争的意义中取得补偿了。它在全欧洲唤起了社会主义运动，它显示了国内战争的力量……公社教育了欧洲无产阶级去具体地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列宁全集》第十三卷，第439页）
巴黎公社失败（图24-7）之后，欧仁·鲍狄埃写成了诗篇《国际歌》。1888年，铁匠皮埃尔·狄盖特（Pierre Degeyter）为《国际歌》谱曲。此后，《国际歌》成为全世界劳动人民的战歌。直到现在，每年的5月28日，巴黎的劳动人民都会在拉雪兹神父公墓（最后一队公社社员殉难的地方）集会，纪念历史上无产阶级第一次光荣而伟大的革命斗争。

图24-7　巴黎公社社员遭到屠杀



第二十五章　1871—1914年的德意志帝国
一、德意志帝国的政治
普法战争促成了德意志的民族统一。1871年1月18日，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趁战胜法国之际，受其大臣、将军和德意志各邦王公的拥戴，在法国凡尔赛宫镜厅中加冕为德意志皇帝。这样，德意志帝国就宣告成立了。
这新建立的德意志帝国，在本质上就是大普鲁士。德意志帝国系由4个王国（普鲁士、巴伐利亚、萨克森、符腾堡）、11个公国、7个侯国、3个自由市（汉堡、不来梅、吕贝克）和刚从法国方面割取过来的阿尔萨斯和洛林两省联合组成的。其中，普鲁士王国居于绝对支配的地位。它的领土占帝国全部领土的64％，它的人口占帝国全部人口的61％，而它的军事力量则压倒一切。有的历史学家是这样说的，这新建立的德意志帝国恍如一群野兽的行猎图，其中普鲁士是个巨大的灰色狼，巴伐利亚、萨克森、符腾堡是狐狸和狡兔，而它们后面又跟着一群形体大小不等的鼹鼠和耗子。
德意志的民族统一不是由人民自下而上用革命的方法来达成，而是由普鲁士王朝自上而下用战争的方法来达成的。因此它境内的封建势力就得以顽强地保存下来。在帝国境内，各邦的统治者仍旧保留着他们自己的小朝廷和地方性的宪法，并且在内政上享有某些独立性。只有阿尔萨斯和洛林两省被视为是特殊的帝国领地，由皇帝直接派总督去治理。
1871年4月，德意志帝国在普鲁士统治集团的操纵下制定了《帝国宪法》。这个宪法的外衣是按照俾斯麦的手段来裁量的，亦即按照普鲁士容克阶级的利益来制定的。它里面体现了下列的3项原则：（1）确立普鲁士王国在德意志帝国中的统治地位；（2）承认帝国境内的各邦得以保持其旧有的政治机构和地方性的行政权；（3）德意志帝国有一个代表各邦的联邦议会和一个代表全体国民的帝国议会。依据1871年的《帝国宪法》，德意志帝国的政治组织如下：
（1）皇帝。德意志帝国的皇位，永远属于普鲁士的霍亨索伦王朝。霍亨索伦王朝的君主一方面是普鲁士国王；另一方面是德意志皇帝。他袭用古罗马军事独裁者恺撒（Caesar）的名字，称为凯撒（Kaiser），意为君主。皇帝是帝国海陆军的最高统帅，有宣战、媾和、缔结条约、任命或撤换帝国宰相、选派驻外使节等绝对的权力。皇帝可以任意召集或解散联邦议会，并且，如果得到联邦议会的同意，也可以解散帝国议会。虽然皇帝不能直接否决议会所制定的法案，但是，由于他控制着联邦议会，他就足以阻止议会通过任何他所不喜欢的法案。臣民如果有侮辱皇帝的行为，即须判处重罪。皇帝的权力被认为是绝对的，这样就使德意志帝国具有半专制主义的特质。
（2）帝国宰相。这个职位是专为俾斯麦（图25-1）那样的人物而设的，与一般资产阶级代议制国家的首相完全不同。在一般资产阶级代议制的国家内，例如在英国，首相系由在议会中占有多数的政党的党魁所担任，他的行政措施须受议会的监督，他的去留均决定于议会的信任与否。可是，德意志帝国的宰相却不是对议会负责，而是对皇帝个人负责。他是皇帝在行政事务方面的化身，只要他得到皇帝的信任，他就可以完全不顾议会的态度而擅自执行一切。当威廉一世在位时，由于其本人是一个才智平庸的皇帝，国事多由俾斯麦独断独行。帝国宰相兼任联邦议会的主席，可以在很大的程度上操纵议会的议事程序。此外，帝国宰相又有权直接任命或撤换各部大臣。那些大臣不是他的同僚，而只是他的属员。

图25-1　帝国宰相俾斯
（3）联邦议会（Bundesrat）。在理论上，联邦议会是过去德意志邦联法兰克福议会的继续。它代表帝国境内各邦的统治者，是由各邦按照其人口的多寡和势力的强弱分别选派麦代表组成的。联邦议会的职权是审查法案，审核预算，批准条约，调整各邦与帝国之间的关系，并作为最高的上诉机关。它的议员共有58人，而其中普鲁士的代表占了17席。依照《宪法》的规定，在联邦议会中只要有14票的反对，就可以否决任何一个议案。因此，联邦议会实际上是被普鲁士所操纵，它不可能通过任何不利于普鲁士的议案。
（4）帝国议会（Reichstag）。帝国议会的议员共为397人，系由全国25岁以上的男性公民用普遍、直接投票的方式选举出来的，任期5年。然而，尽管德意志由于工业化的结果，人口日益集中于城市，但议员的地区分配仍旧沿用过去的成例而很少改变。在那种不合理的制度之下，大工业城市所分配到的议员名额比较少，而落后的农业区域所分配到的议员名额则比较多。这样，工人阶级的代表就很难走进议会。帝国议会所制定的法案，必须经过联邦议会的批准方可生效。
马克思指出：德意志帝国的政治特色是：“……用议会制的形式修饰着的、和封建残余混合着的、已经在资产阶级影响下的、为官僚所结合的、为警察所保护的军事专制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第284页）
德意志帝国是由地主贵族和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而在这地主贵族和资产阶级的联合专政中，普鲁士的容克阶级实居于支配的地位。军队中的将领和行政机关中的要员，多由普鲁士的容克世家所充任。
因为皇帝和帝国宰相握有半专制的权力，而联邦议会和帝国议会的作用都微不足道，所以，在德意志帝国的历史上就没有出现过什么真正的政党政治。不过，从19世纪70年代起，德意志的地主贵族和资产阶级也最后形成了下列几个主要的政党：
（1）保守党（The Conservative Party）。这个政党系代表普鲁士容克阶级、军官、富农和路德宗僧侣的利益。保守党分子是极端的帝制派，他们把君主政体和军国主义当作维护其阶级利益的工具，主张用暴力镇压人民。保守党分子希望霍亨索伦王朝仍旧用过去统治普鲁士的办法来统治整个德意志，他们与霍亨索伦王朝有着密切的联系，有时比皇帝本人更为反动。然而，他们为了争取选票，却在自己的政纲中列入一些虚伪的条文，要求保障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的经济地位。
（2）自由保守党（The Free Conservatives，也称帝国党）。自由保守党是在1866年从保守党里面分裂出来的，它一部分倚靠地主贵族，一部分倚靠大工业资本家。自由保守党分子比保守党分子带有较多的自由主义倾向，他们在议会中一贯无条件地拥护俾斯麦那些加强帝国统一的政策。
（3）民族自由党（The National Liberals）。这个政党主要是代表德意志莱茵区和中南部大工业资本家的利益，它标榜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在19世纪70年代之初，民族自由党分子在帝国议会中拥有较多的议席。他们虽然要求实现彻底的资产阶级的代议制，但因害怕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却一向是谄媚地拜舞在俾斯麦之前，拥护帝国政府的每一项措施。及至康采恩、卡特尔、辛迪加等垄断性的大企业兴起时，民族自由党又代表德意志帝国垄断资本的利益，竭力鼓吹对外执行罪恶的殖民政策和战争政策。
（4）天主教中央党（The Catholic Center）。德意志帝国境内各个阶层的人，各自从自身的角度上对于普鲁士王朝的统治感到不满。德意志南部诸小邦的贵族反对普鲁士的集权主义，他们要求维持其所旧有的封建特权；天主教会的僧侣反对普鲁士的宗教政策，他们要求保持其在社会上的特别是在学校中的独立地位；广大的自由农民和手工业者则因为高利贷的盘剥而濒于破产，他们要求生活的权利。所有这些阶层的人，他们的阶级利益和要求不相同，然而却在天主教的外衣之下联合起来，形成了一个经常与普鲁士王朝处于反对地位的政党。这一党的议员在帝国议会会场里坐在中央的议席上，所以被称为天主教中央党。关于天主教中央党的性质，恩格斯曾经指出：“普鲁士德意志帝国计划之实施不得不反而使一切从前各别发展的反普鲁士的分子联合成为一个政党。这些各色各样的分子在教皇至上主义中找到了共同的旗帜……但是中央党的力量与其说是在于天主教，毋宁说是在于它代表民众对于现在要求统治德意志的特殊的普鲁士制度的反感这一点上。这个反感在天主教地区特别厉害；并且对于现在由德意志驱逐出去的奥地利的同情也泛滥起来。和这两种流行的情绪相一致，中央党是坚决的分立主义者和联邦主义者。”（恩格斯：《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1953年北京中文版，第110-112页）那些反对被普鲁士王朝所兼并的阿尔萨斯和洛林人和波兰人也与天主教中央党采取一致的行动，在帝国议会中构成了反对派。
除了以上这些地主贵族和资产阶级的政党以外，由德意志工人群众所组成的社会民主党也逐渐成长壮大起来。关于德意志社会民主党的性质及其内部的斗争，我们将在本章的第五节中予以比较详细的说明。



二、德意志帝国的经济发展
德意志的民族统一是在德意志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所造成的。而德意志的民族统一一经完成，帝国制度以及其他上层建筑就以极大的积极力量作用于基础，促进了德意志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19世纪60年代，德意志虽然大致上已经由农业国转化为工业国，但在工业方面尚落后于英国和法国而居世界第三位。当时德意志的人口约有3/5散居在农村，工业人口还比较少。可是，在普法战争之后的30年中，这种情形就完全改变了。民族统一的完成，为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可能。德意志境内煤矿和铁矿都很丰富，尤其集中在莱茵河地区和上西里西亚一带。这时，德意志又从法国方面合并了矿产丰富的阿尔萨斯和洛林两省，并且获得了50亿法郎的巨额赔款。国内市场的扩大，资本的集中使用，天然资源的开发，最新科学技术的应用，政府有意识的奖励，在在都使德意志的资本主义工业突飞猛进。到了19世纪末叶，德意志便在工业上超过了法国和英国而跃为欧洲的第一位，在全世界也仅次于那在同一时期内发展得更为迅速的美国。
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改变了整个德意志的面貌。昔日的牧场、农庄和葡萄园上，耸立起许多巨型的、烟囱高耸的工厂，昔日那种恬静的、像贝多芬在《田园交响乐》中所描写的乡村生活，也已为喧嚣的大工业时代的都市生活所掩盖了。
德意志帝国的经济发展有两个显著的特点：第一，它的工业是比较后起的，所以一开始就直接引用最新的科学技术，不像英国或法国那样步步摸索而层层进展；第二，它的工业表现为高度集中性的垄断。从19世纪70年代起，德意志就开始出现了康采恩、卡特尔、辛迪加等垄断性的企业组织。
关于德意志帝国工业生产中那些具有垄断性的企业组织的发展情形，我们可以举煤业辛迪加的发展为例来予以说明。1889年，在德国的鲁尔区（Ruhr）出现了一些煤业卡特尔，它们控制着煤的生产量，把煤价予以固定，以保证获得垄断性的利润。1893年，单是莱茵—威斯特法伦煤业辛迪加那一个组织，就控制着鲁尔区全部煤产量的87％。后来，莱茵—威斯特法伦煤业辛迪加愈加发展，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竟垄断着鲁尔区全部煤产量的95％以上，亦即德意志帝国全国煤产量的50％以上。列宁曾经引证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者汉斯·海曼（Hans G．Heymann）论德国大钢铁工业的一段话，来说明德国垄断资本发展的情形。汉斯·海曼写道：“……几个巨大煤业公司，每年产煤数百万吨，共同紧密组织为一个煤业辛迪加；其次，还有几个巨型炼钢厂连同它们的钢业辛迪加，也与这些煤业公司紧密结合着……而且生产集中过程还在继续不断地向前进展。个别企业愈变愈大；属于同一工业部门或属于各种工业部门的企业相继结合为巨型企业的数目日益增加，而五六个巨大柏林银行，便成为它们的靠山和指挥者。马克思关于生产集中的学说，在德国矿业中确切证实了……德国矿业已成熟到可被剥夺的地步了。”（转引自《列宁文选》两卷集，第一卷，1953年北京中文版，第929-930页）
同时，与工业方面生产集中的情形一样，德国银行业里面也出现了垄断性的组织。大银行吞并小银行，将全国资金的绝大部分都集中在手里，形成了金融寡头。在1909年年底，9家柏林最大的银行竟控制着德国全部银行资本的83％左右。
在19世纪之末和20世纪之初，德国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速度比英国和法国要快得多。德国每年的煤产量，在1871年只有3800万吨，以后逐年增加，在1913年则上升到2.77亿吨，约与英国相埒。德国每年的钢铁产量，在1871年还不到200万吨，但到了1913年则上升到2700万吨，超过了英法两国铁产量加起来的总和。
德国在电器制造业和化学工业方面，都曾经居于世界的前列。此外，德国所制造的光学器材和医药器材，在世界上也堪称独步。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才从某些工业部门的领导地位上掉下来。
从1871年至1900年，德意志帝国境内铁路线的长度增加了一倍（图25-2）。在同一时期内，它的海上运输的商船吨位也有相应的增加。

图25-2　德国南部霍尔恩贝尔格的高架铁路
在纺织工业方面，德国也发展得很快。1911年左右，德国的纺织厂共拥有1050万个纱锭，居全世界的第三位。
不过，德意志帝国的工业颇具军工性质。在它所制造的工业品中，有很大的一部分是军工武器。只要看看克虏伯军火工厂的发家史，就可以知道德意志帝国是以怎样疯狂的速度来扩张军备的了。克虏伯军火工厂及其附属机关所雇用的人数，在1871年为16000人左右，在1902年增加到45000人，而到了1912年则增加到7万人之众。这种军火工业的扩张，充分说明了德意志帝国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
伴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德国的资本主义农业在生产技术上也有所提高。然而我们必须知道，德意志帝国境内的土地制度是不一律的。大致在易北河以西的地区，小农经济占有优势，而在易北河以东的地区，容克贵族的大庄园所有制仍旧根深蒂固地存在着。容克地主循着资本主义的道路经营农业，但却仍旧用封建的方式来剥削农民，甚至可以对农民施用肉刑。这种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大土地所有制，实为普鲁士容克阶级之所以能在德意志帝国中居于统治地位的经济基础，亦即为普鲁士军国主义的经济基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苏联红军粉碎了希特勒军队，解放了德意志东部，而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实行土地改革，才把那容克阶级的老根子永远拔掉。
经济的发展引起了人口的增加。德意志帝国的人口，在1871年约为4100万，而到了1910年则增加到6500万。柏林成了欧洲第二个最大的都市，仅次于英国的伦敦。
德意志帝国经济发展的速度诚属惊人，然而，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以剥削本国的劳动人民和落后国家的广大人民来实现的。当德国的资本主义工业蓬勃成长时，千百万的手工业者和农民却破产了。



三、德意志帝国的内政
从1871年至1890年，俾斯麦担任普鲁士王国首相，并兼任德意志帝国宰相。他代表普鲁士容克世家和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总揽帝国政权达20年之久，具有独裁的权力。俾斯麦的内政方针如下：
（1）励行军国主义。德意志帝国是用铁血政策所造成的。德意志统治集团认为，要维持这样的帝国并防止法国复仇，必须扩张军备。帝国甫经建立，俾斯麦即下令把普鲁士的义务兵役制推行于帝国全境，并规定帝国平时的兵力为40万人，战时则可以调集广大的后备兵作战。普鲁士黩武主义的精神，被贯彻到帝国行政的每一个部门里去。
（2）加强帝国内部统一。原先，德意志诸邦是各自为政的，法律、币制、铁路、邮政多不统一。1871年，俾斯麦下令以金马克为基础，统一帝国全境的货币。1873年，帝国铁路局成立，规划统一全国的交通事业。1875年，普鲁士银行改组为唯一有发行纸币权的帝国银行。1876年，德意志又制定了全国统一的民事诉讼法。这样，那些阻碍着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中世纪的残余便被消除了。关于这些加强德意志帝国内部统一的措施，恩格斯曾经说道：“……那一方面阻止资本主义发展而另一方面更阻止着普鲁士统治欲望的小邦制度之最有害的存在终于（终于！）被取消了。但是这并不像现在成为沙文主义者的资产阶级分子所鼓吹的那样，是世界历史上的功绩，而是法兰西革命在70年前所已经完成的以及一切其他文明国家在很久以前所实施了的一切事业之后继的和不完全的仿效。不仅不应引以自豪而应该感到羞耻，因为‘有高深教养的’德意志在这里也是来得太迟了。”（恩格斯：《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第59-60页）
（3）加强关税壁垒，保护垄断资本家和地主贵族的超额利润。德意志的工业资本家为了防范其他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向德意志倾销商品，反对自由贸易。同时，德意志的地主贵族为了要使其农产品得以在国内市场上以最高价格出售，也主张对进口的粮食课以重税。所以，在19世纪80年代，当英国正实行自由贸易时，俾斯麦却代表德意志垄断资本家和地主贵族的利益，不断地加强关税壁垒，厉行工商业方面的保护政策。1879年，德意志帝国制定了旨在保护本国工商业的关税率。这种关税率保证了垄断资本家在国内市场的超额利润，并且使他们能够把在国内所获得的超额利润当作贴补，在国际贸易的竞争中尽量减低其商品的售价，以夺取世界市场。在1885年和1887年，德意志帝国又两次制定了旨在保护本国农业的关税率。俾斯麦把加强关税壁垒作为巩固帝国经济基础的主要手段之一。
（4）“文化斗争”，削弱天主教会在政治和社会上的影响。自宗教改革以来，德意志人约有半数信仰路德的新教，半数信仰天主教。在德意志境内，尤其是在南部诸邦，天主教会的势力相当强大，它成了普鲁士集权主义扩展中的阻力。从1872年起，俾斯麦即在文化斗争（Kulturkampf）的美名之下，与天主教会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图25-3）。他断绝了与罗马教皇的外交关系，将耶稣会的修士驱逐出境，并且通过法令，把教育权和婚姻登记权从天主教会的手里剥夺过来。在某种意义上，俾斯麦的文化斗争可以说是中世纪时“世俗权”与“教权”斗争的继续。此时，世俗权是大大地提高了，而教权却相对地削弱了。俾斯麦回溯11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与教皇格里高利七世抵牾而后来却不得不去卡诺莎（Canossa）城向教皇认罪的故事，说道：“我们不去卡诺莎城。”不过，俾斯麦的真正用意，则是借文化斗争来转移人民的视线，使工人阶级和一部分的民主派不注意革命斗争的迫切任务，而去注意那种极琐碎的反天主教会的斗争。

图25-3　讽刺文化斗争的漫画
（5）用社会立法的方法缓解社会矛盾的激化。俾斯麦一方面用暴力来镇压工人的革命运动；另一方面又通过所谓国家社会主义的政策来麻痹劳动人民的阶级意识。1883年，德意志帝国制定了工人疾病保险法。1884年，它制定了工伤事故保险法。1887年，它制定了法案，规定各项工业中工人工作日的最高时数，限制雇用女工和童工，并规定星期天为休息日。1889年，它又制定了工人老年和残废保险法。所有这些法案的适用范围都有限，然而这些法案却在部分工人中产生了一种错觉，以为生活是可以用社会立法来改善的。列宁说道，俾斯麦以他的那些社会立法作为一条锁链，“在很多年中紧紧地束缚在劳动群众的颈脖子上”。（《列宁全集》第十二卷，第103页）
在俾斯麦去职以后，他的这些施政方针又被他的那些继任者承续了下来。



四、俾斯麦的外交政策，德、奥、意三国同盟的成立，德意志帝国的殖民和侵略政策
俾斯麦在外交上的指导原则是要孤立法国，使它无力对德意志帝国掀起复仇的战争。为了这个目的，他就必须拉拢奥匈帝国，并对俄国和英国表示友好。
1873年，在俾斯麦的策划之下，德、奥、俄三国的皇帝在柏林成立三帝同盟（Dreikaiserbund）。不过，当时俄国和德意志帝国貌合神离，而俄国和奥匈帝国在巴尔干问题上也存在着无法解决的矛盾，结果这三帝同盟并没有任何实际的意义。
1875年，俾斯麦想在法国创伤未愈之际重新对法国掀起预防性的战争，以便彻底地把法国变为德意志帝国的附庸。可是，这项计划却遭到俄国和英国的反对。俄国理直气壮地通知俾斯麦，说俄国决不能坐视法国再被击败。结果在俄国的干涉之下，德意志帝国只好怏怏而退。
俾斯麦认为俄国是德意志帝国最强大的敌人，所以他在拟定外交政策时首先要考虑的就是俄国的态度。俾斯麦曾经百般设法伤害俄国，然而他也认识到俄国人民那种磅礴的力量，懂得俄国永远不会被德意志征服。俾斯麦写道：“甚至最有利的战争结局，也永远不能使俄国的基本力量解体，这个力量有千百万俄国人民作后盾……纵使利用国际条约使俄国人分裂，他们也会像一块分割开的水银似地很快又重新团聚在一起。”俾斯麦经常想挑拨俄国与英国以及土耳其帝国之间的关系，以便把俄国的势力胶着在近东问题的纠纷上。
从1877年至1878年，俄国因为援助巴尔干半岛上各族斯拉夫人的独立运动而与土耳其帝国交战。俄国的武装部队侵入土耳其帝国国境，直抵君士坦丁堡城下。然而，在土耳其帝国已经接受俄国的和约条款之后，英国和奥匈帝国却出面干涉，威胁着要求俄国放弃其在那次战争中所得到的胜利果实。在此紧要关头，俾斯麦表示愿意以一个公正的调停人的身份，来帮助解决各国在近东的利害冲突。1878年7月，俄、土、英、奥、德、法、意诸国的代表集议于柏林。在柏林会议上，俾斯麦所扮演的却根本不是什么公正的调停人，而是一个惯于纵横捭阖的政治阴谋的老手。他利用英国来打击俄国，而完全漠视巴尔干半岛上各族斯拉夫人的愿望。以他人为牺牲，用土地来拉拢奥匈帝国的统治集团。柏林会议的结果是，俄国被迫放弃了许多已得的权利，只收回其在克里米亚战争后所丧失的领土比萨拉比亚，并获得黑海极东部的亚美尼亚地区；而奥匈帝国不费一兵一卒，坐得巴尔干半岛西北部为斯拉夫人所居住的波斯尼亚（Bosnia）和黑塞哥维那（Herzegovina）两省。
由于柏林会议的结果，奥匈帝国的统治集团对俾斯麦感激涕零，从而在外交上更倚赖于德意志帝国。1879年，德意志帝国和奥匈帝国以反对俄国和法国为目标，订立了秘密的军事同盟，盟约中规定：（1）如果两国之中有一国受到俄国的攻击，另一国必须以全部兵力援助其同盟国。（2）如果两国之中有一国受到某一其他国家的攻击，另一国至少必须对其同盟国遵守善意的中立；但如果那个来攻击的国家受到俄国的支持，那么，另一国即必须同样地以全部的兵力援助其同盟国。1882年，德奥又利用意大利王国与法国在非洲北部殖民地问题上的冲突，引诱意大利加入它们的同盟。于是，德、奥、意三国同盟正式成立。
德意志帝国是一个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它最初并没有殖民地。用列宁的话来说便是：当德意志帝国来到“资本主义的餐桌边上时，席位已经被占满了”。然而，由于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它迅即向海外进行领土的掠夺。1879年，德国商人在东印度群岛的萨摩亚群岛（Samoan Islands）取得了特殊利权。1884年，德国宣布把非洲西南部的多哥兰（Togoland）、喀麦隆（Cameroom）等地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图25-4）。次年，德国用谎骗的方法从土酋手里购得非洲东部的土地。同时，德国又占领了太平洋中的马绍尔群岛（Marshall Islands）和新几内亚（New Guinea）的一部分。

图25-4　1884年瓜分非洲的伯林会议
1888年，德皇威廉一世以91岁高龄去世，其子腓特烈继位仅3个月，也病死了。于是腓特烈之子、威廉一世之孙即位，是为威廉二世。
威廉二世是一个野心勃勃、刚愎自用但却缺乏才智的专制主义者。他相信武力万能，经常穿着光彩夺目的军服去检阅海陆军，并且惯于用戏剧性的言论和行动，在国际政治上进行讹诈。威廉二世与俾斯麦的意见不合，年轻的皇帝与阴险持重的宰相发生了尖锐的冲突。1890年，威廉二世把俾斯麦免职。可是，“老舵手是被撤换了，但船却加快了速度朝原定的方向前进”（图25-5）。在此以后，德意志帝国便更加疯狂地对外肆行侵略。

图25-5　描绘俾斯麦去职的漫画，老舵手被撤换了
19世纪末叶，德意志帝国侵略的触角指向了亚洲。1895年，在中日战争结束之际，德国参加到俄国和法国方面胁迫日本将辽东半岛交还给中国。然而，这次德国之所以出面参加干涉，完全是从其自私的利益出发的。一方面，它是想借此博取中国的好感，以便在中国获得租借地；另一方面，它是鼓励俄国向亚洲侵略，以加深俄国与英国、日本之间的矛盾，好让它在欧洲肆行扩张。
1897年，德国强迫中国清政府租让胶州湾为军港，并且攫取了建筑胶济铁路以及在其沿线开采矿山的特权。德国以中国的山东省为势力范围，实为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开始。1900年，中国掀起了义和团反帝斗争。德国借口其驻华公使被杀，与其他的列强组织八国联军寇掠中国。那八国联军的总司令，便是德国军人阿尔弗雷德·冯·瓦德西（Alfred von Waldersee）。
德国统治集团的传统政策是向东方发展（Drang nach Osten）。1898年，威廉二世借口往耶路撒冷朝拜圣地，特别访问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从土耳其帝国的苏丹手里取得特权，要从柏林（Berlin）建造一条铁路经过君士坦丁堡（古称拜占庭，Byzantium）直到两河流域的巴格达（Baghdad），再延伸到波斯湾。德国企图以这条铁路作为杠杆，来掌握土耳其帝国的命脉，并侵略中东、印度和远东一带。这便是所谓的“三B政策”。
从19世纪末年起，德国开始大规模地建设海军，以与英国争夺世界霸权。以前，德国还只是一个陆上强国，它的海军力量尚不足道。然而在1898年，威廉二世即要求议会批准大预算案，并起用阿尔弗雷德·冯·提尔皮茨（Alfred von Tirpitz）为海军大臣，着手建造最新式的大舰队。威廉二世（图25-6）宣称：“我们要把海龙王的三叉宝杖掌握在自己手里！”“我们的前途是在海上”！同时，德国的垄断资本家和扩张主义者则组织了“海军协进会”，竭力鼓吹大海军政策，公开声言要在未来的战争中推翻英国的海上霸权。德国与英国之间的殖民竞争和海军竞争愈演愈烈，那便是酿成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基本原因之一。

图25-6　威廉二世
德国的上层资产阶级、官吏和上层知识分子，于1891年组织了日耳曼总同盟，1894年改组为泛日耳曼同盟（或译为泛德意志同盟），提出泛日耳曼主义（Pan-Germanism）的口号，公开宣传荒谬绝伦的人种主义和妄图独霸全球的世界主义。泛日耳曼同盟把它的主张归纳为下列这样简单的逻辑：“普鲁士国王领导着普鲁士；普鲁士领导着德意志；德意志应当领导全世界。”泛日耳曼同盟是德国侵略政策的鼓动者和“总参谋部”。在它所拟定的那些极广泛、极狂妄的侵略计划中，主张由德国合并法国的东北部、荷兰、比利时、瑞典、挪威、奥匈帝国、波兰以及俄国的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和乌克兰，并夺取在近东、印度、非洲和中南美洲的统治权。德国统治集团的这些疯狂的侵略政策，使各国人民两次遭受到世界大战的荼毒。然而历史事实昭然，失败的是德国统治集团，而胜利的却是世界各国人民！
1904年，《英法协约》订立，其中法国承认英国在埃及有自由行动之权，而英国则承认法国在摩洛哥有自由行动之权。德国和法国都想把摩洛哥据为己有，所以在这里发生了尖锐的冲突。1905年3月31日，威廉二世坐着军舰突然在摩洛哥的港口丹吉尔（Tangier）出现，他在为其洗尘的宴会上耀武扬威地发表了演说，强调摩洛哥的独立性，主张各国都应当在这里享有平等的权利。因此，德法之间的关系曾经一度紧张。1911年，德国与法国在摩洛哥的纠纷又起，双方几乎马上就要开战。
在英、法、俄三国协约形成以后，德国就更加疯狂地扩张军备（图25-7）。1911年，德国将常备军的数目扩充至625000人，而在1914年年初，德国已拥有常备军82万人和大量的后备部队。此外，德国的海军力量则增加得更为迅速。三国同盟与三国协约之间的对峙愈来愈紧迫，而德国就成了世界战争危机最大的策源地。

图25-7　威廉二世与其将军



五、德意志帝国的工人运动
在德意志民族统一运动期间，德意志的工人运动中存在着两个不同的派别：一是机会主义的拉萨尔派；二是倍倍尔和威廉·李卜克内西所领导的革命派。倍倍尔和威廉·李卜克内西大致上是接受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但也有其软弱和错误的一面。
1869年，倍倍尔和威廉·李卜克内西领导德意志工人阶级中的进步分子在艾森纳赫（Eisenach）城成立了社会民主工党，从那时候起，他们就被称为艾森纳赫派。
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得比较早，不过，这个政党的发展却是不健康的。艾森纳赫派企图与拉萨尔派携手合作，成立一个统一的工人政党。然而，艾森纳赫派却不要求拉萨尔派先放弃其错误的机会主义的观点再谈合作，而是准备以妥协的方法来达成合作，结果就丧失了自己的立场。1875年，艾森纳赫派与拉萨尔派集议于哥达城（Gotha），决定合并建立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1890年改名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并且通过了为两派所能同意的共同纲领，即历史上所称的《哥达纲领》（图25-8）。

图25-8　19世纪末的哥达城
在《哥达纲领》中，艾森纳赫派对拉萨尔派作了让步。那个纲领在许多主要的问题上都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而采取了机会主义的路线。《哥达纲领》认为可以通过在资产阶级国家机关协助下所成立的“工人生产协会”的组织，以过渡到社会主义，它没有提出阶级斗争的口号，没有涉及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根本的命题，没有谈到工农联盟的重要性，而相反地把农民视为落后的反动的群众。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哥达纲领》中差不多每一个字都是值得批评的，它比1869年的《艾森纳赫纲领》更倒退了一步。马克思随即写了《哥达纲领批判》，斥责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错误。在那部书里面，马克思进一步发挥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横着一个从前者进到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合的也有一个政治过渡时期，而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第31页）
随着德国大工业的蓬勃发展和无产阶级人数的急剧增加，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政治上的影响也日益显著。在1877年的德国大选中，社会民主党已经拥有50万票，在帝国议会中有12名议员。俾斯麦对于这种情形感到十分恐慌，他决定用暴力来摧残工人运动。
1878年，德皇威廉一世曾经两次遇刺，但两次都没有命中。俾斯麦就利用这个机会，硬说是工人阶级的乱党想刺杀皇帝，于是宣布《非常法》，把社会民主党以及其他的工人团体一律视为非法组织，要用法律以外的非常手段来镇压。《非常法》禁止工人集会结社，禁止宣传社会主义的书籍或报纸的出版和销售。它授权警察得以武力冲散工人群众的集会，逮捕工人运动的领袖，并且不必经过法庭审判，就可以把社会主义者予以监禁或放逐。
在《非常法》肆虐之际，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曾经一度表现得惊惶失措。但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帮助下，倍倍尔和威廉·李卜克内西迅即懂得了潜入地下活动的必要。从1878年至1890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大致上是执行了正确的斗争路线，在极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着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忠贞儿女，不顾苦刑和死亡的威胁，在柏林等城市建立了地下印刷厂，把党报和传单散发到工人群众中去。每一个为死于狱中的同志所举行的葬仪，每一个为被放逐的同志所举行的惜别会，都变成了群众性的示威游行。俾斯麦的高压政策不但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反而更激起了工人运动的高涨。19世纪80年代之末，德国各地的罢工运动风起云涌。单单在工业中心的鲁尔区，参加罢工的工人就有10万之众。
1890年，俾斯麦去职，德皇威廉二世为了笼络人心，乃宣布取消《非常法》。这样，德国社会民主党便恢复了合法的地位。
1891年，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人集会于埃尔福特城（Erfurt），通过了一个新的政治纲领，即历史上所称的《埃尔福特纲领》（图25-9）。《埃尔福特纲领》比《哥达纲领》稍稍进步了一些，它摒除了拉萨尔派的影响，把实现社会主义列为奋斗的目标。然而直到这时候，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人因为怕统治者恢复《非常法》，还不敢提出民主共和国的要求，还根本不敢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而是说要通过和平的道路来建设社会主义。

图25-9　19世纪末的埃尔福特城
在《埃尔福特纲领》制定后，恩格斯（那时马克思已逝世）随即对德国社会民主党提出了批判。然而，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考茨基却把恩格斯的此项文件藏匿了起来，直到10年后才予以发表。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又称《埃尔福特纲领批判》）中，恩格斯写道：“草案的政治要求有一个很大的缺点，该草案中没有说到那本来应当说到的东西。”恩格斯认为，避而不谈无产阶级专政问题，这是极大的错误。“这样的政策，归根到底只能把党引入迷途。他们把一些普泛的抽象的政治问题提在第一位，而借此将那些在大事变一发生，在政治危机一爆发时，就会自然而然提到日程上来的迫切的具体问题掩蔽起来。其结果就只会使党在有决定意义的关头突然陷于束手无策的状态，而在有决定意义的问题上使党不知所措和缺乏一致，因为这些问题是从来都没有讨论过的……”恩格斯指出：《埃尔福特纲领》是在机会主义的精神下制定的。“这样为了眼前片刻的利益而忘却宏伟的根本大计，这样贪图一时的成功，这样专为一时成功而不估计将来结果的斗争，这样为了现在而牺牲将来运动的态度，也许是导源于‘诚实的’动机。但这是机会主义，始终都是机会主义，而且‘诚实的’机会主义也许比其他一切机会主义都更要危险些……”（转引自《列宁文选》两卷集，第219-221页）
19世纪末叶，德国工人运动中出现了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的修正主义（Revisionism）。伯恩斯坦修正马克思的理论，说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矛盾不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激化起来，倒是逐渐缓和下去。因此，他就散布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合作的思想，反对革命，只主张一点一滴的改良。实际上，伯恩斯坦是资产阶级在工人队伍中的代理人，给工人运动带来了负面影响。在恩格斯逝世后，那些修正主义者就更加活跃了。
在20世纪初期，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分为下列3派：
（1）修正派。这一派的领导人是伯恩斯坦（图25-10），他们代表工人贵族的利益，公开地采取机会主义的立场，而与马克思主义处于敌对的地位。伯恩斯坦有一句名言：“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他们根本放弃社会主义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图25-10　伯恩斯坦
（2）中派。这一派的灵魂人物是考茨基（Karl Kautsky），他们在口头上承认马克思主义，而阉割了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到后来，考茨基也完全坠入机会主义的泥坑而成为无产阶级的叛徒。列宁写道：“……中派以马克思主义的辞藻来为机会主义的实践做辩护，用一系列的诡辩来证明革命行动的不合时宜，如此等等。”这种镀了金的机会主义者，比公开的敌人更为可怕。
（3）左派。这一派的领导人是克拉拉·蔡特金（Clara Zetkin）、卡尔·李卜克内西（威廉·李卜克内西的儿子）和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他们代表德国的工人群众，大致上还遵循着马克思主义的斗争路线，但也有其严重的错误。他们虽然批评修正派和中派，然而却不能坚决地与之决裂。他们不能像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对付孟什维克那样，以斗争保持无产阶级的原则性和纯洁性。此外，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左派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在推翻帝国主义的具体道路等问题上，也抱着有害的糊涂观点。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社会民主党拥有党员约100万人，在帝国议会中占有110名议席。虽然它的左派是革命的，但整个说来，它却是一个被机会主义思想所困惑的党。德国社会民主党支持了德国统治集团的战争政策，而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那些修正派和中派的领导人就完全忘掉了工人阶级的立场，号召他们的党员为祖国（即容克地主和资产阶级的祖国）而战了。



第二十六章　1867—1914年的英国
一、英国在世界工业中垄断地位的丧失
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英国便开始具有帝国主义的特征。不过，英国在宪章运动之后，基本上没有发生过革命运动。在这段期间，只有1867年国会改革法案可以说是英国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
从工业革命时期起，直到19世纪70年代，英国在世界工业中一向是居于垄断地位，它曾经被誉为全世界的工厂。然而到了19世纪80年代，那种形势就发生了改变。英国在工业发展上逐渐落后于德国和美国，从过去的世界第一工业国被挤落到第三位。这一事实，正证明列宁所提出的论点：在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愈来愈不平衡了。
从1871年至1913年，英国、德国和美国在煤和钢铁这两项基本工业方面生产量增加的情形如下：
表1　煤的年产量

表2　钢铁的年产量

从上面这两个表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英国在世界工业中的地位相对下降的趋势。在1871年，在煤产量和钢铁产量方面，英国均大于德国或美国约三四倍，可是在1890年，英国就已经落在美国后面了，而到了1913年，在钢铁产量方面，英国仅约及德国的1/2或美国的1/3。英国在世界工业中的垄断地位已一去而不复返，它那衰落的征兆已经显露出来了。
在化学工业方面，英国更遇到了猛烈的竞争。原先，英国利用其热带殖民地所出产的甘蔗制糖，销售甚广。可是到了19世纪末期，欧洲各国多用甜菜制糖，不必再仰赖于蔗糖的供给，于是英国的制糖业便一落千丈。英国所制造的植物染料曾经垄断过世界染料市场，然而这时德国用矿物所制造的化学染料业却飞速地发展起来，结果英国的植物染料业便被挤垮了。
电器制造业原是一门新兴的工业。在这方面，英国也远不及德国和美国发展得快。
英国在世界工业中的地位相对下降，主要是由于两个原因：第一，英国是最早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国家，它的生产设备相对陈旧。在19世纪末期，英国境内还存在着许多旧型的小工厂，生产效率尚停留在工业革命初期的水平上。资本主义的私有制，阻塞着技术上的进步。第二，英国拥有广大的殖民地。英国资本家觉得与其把资金投在国内，不如投到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去，以获取较高的利润。由于资本的大量输出，英国本土工业发展的速度就比较缓慢了。
尽管英国在钢铁业、化学工业和电器制造业方面跟不上美国和德国，它在纺织业和航运业方面却仍旧占着极大的优势。英国的兰开夏仍然是全世界最大的纺织业中心，它的制成品倾销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英国商船的总吨位，在1870年约为550万吨，在1910年则增至1150万吨。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英国商船的总吨位仍约占全世界商船总吨位的40％以上。
在英国整个国民经济中，只有一个部门是绝对地衰落下去了，那便是农业。原先，英国在谷物生产方面自给自足。即使在《谷物法》废除以后的20年内，英国的农业还勉强可以支持。但是到了19世纪70年代，由于美国廉价谷物的大量倾销，再加上加拿大、阿根廷、澳大利亚等地所出产的谷物的输入，英国的农业便急剧地被压倒了。地主贵族和资本家看到经营农业无利可图，于是纷纷把他们名下的土地改为牧场或专供游猎享乐的园囿。英国的土地逐渐荒废了。在187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耕地面积尚有825万英亩，而到了1901年，这两个地区的耕地面积就缩减到575万英亩。英国人民所需用的粮食，大部分均仰赖于海外的供给。
马克思曾经指出，英国革命的保守性之谜可以从资产阶级与地主贵族结成长期的同盟这一点上得到解释。在17世纪资产阶级革命以后，英国的大土地所有制还一直保存了下来。直到19世纪末叶，英国的2250家地主贵族所领有的土地，约占英格兰和威尔士全部耕地面积的50％左右。不过，那些地主贵族却早已变成了用封建时代的爵位来修饰着的大资产阶级上层，他们不一定依靠地租生活，而主要是依靠在工商业中所获得的利润来生活。因此，他们就不求在农业经营上有所改进。这种残存的大土地所有制，是造成英国农业衰落的主要原因之一。
英国工业中那种由于生产集中和资本集中而造成的垄断局面，在时间上比德国或美国出现得迟。然而在19世纪90年代，在英国的各项工业中，尤其是在它的重工业中，也已经出现了具有垄断性的企业组织。到了20世纪初期，英国的采煤业、钢铁业、机器制造业、造船业和化学工业，都被惠特沃思（Whitworth）、道尔曼（Dorman）、朗格（Long）和威克尔（Vickers）等几家巨型的企业组织所垄断。与此同时，英国的许多铁路公司也由于互相竞争而合并，最后只剩下4家较大的公司。在航运业方面，银行家摩根用3400万英镑创立了英美大西洋商船托拉斯，垄断了大西洋的航运。
在银行业方面，英国呈现出高度的集中。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结合在一起，形成金融寡头的统治。1890年，英国尚有114家股份银行。1910年，由于合并的结果，英国银行的数目减少到54家，但银行存款和放款的总额却比以前增加了一倍。后来资金日益集中，伦敦的五大银行控制着英国及其殖民地的经济命脉。那作为英国“银行之银行”的英格兰银行（Bank of England），不仅支配着英国的财政，而且在一定的程度上也控制着其他国家的金融（图26-1）。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伦敦一直是全世界的金融中心。

图26-1　英格兰银行
英帝国主义者的特色，在于它拥有广大的殖民地，并且是全世界最大的食利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各国的资本输出以英国为最多。英国的金融资本家把资本输出当作一种手段，来吸食全世界广大人民的膏血，并借此来攫取在某些国家中的政治支配权。依据1913年的统计，英国海外投资的总额至少有40亿英镑，其中约有半数投在印度、加拿大、南非、澳大利亚等英属殖民地，半数投在美国、拉丁美洲、俄国、土耳其帝国、中国和日本；而该年英国从世界各地所榨取到的利息则达2亿英镑之巨，远大于其在商品输出中所获得的利润。英国的食利者阶层人数达100万，那些寄生者几乎完全不参加什么生产劳动，专靠吃利息为生。
从19世纪中期起，英国在国际贸易中就是一个入超的国家。后来，由于英国在世界工业中的地位相对下降，以及英国农业的衰落，这种入超的数字就更大了。1913年，英国的商品输出额仅约合其商品输入额的70％左右，在国际贸易中逆差甚大。然而，英国依靠海外投资和国际航运中所剥削得来的巨额利润，不仅弥补了国际贸易中的逆差，而且还累积起更多的资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平均地说来，英国的财富还是逐年增加的。
英国的人口，在1871年只有2300万，到了1911年则增加为4100万，其中绝大部分是城市居民。



二、英国的两党政治，爱尔兰人的独立运动
英国资产阶级的代议制政体，早在1688年光荣革命后就已确立了。在那种政体之下，国王御而不治，立法权属于议会，行政权属于在议会众议院中占有多数议席的政党所组成的内阁。而自从1832年的《议会改革法案》以来，英国的政治制度基本上就没有什么改变。
英国的地主贵族和资产阶级是通过他们的保守党和自由党来掌握政权的。在1846年讨论废除《谷物法》时，保守党内部发生了分裂，拥护自由贸易政策的罗伯特·皮尔（图26-2）派转而站在自由党的一边，那便增加了自由党的优势。在1846—1866年那20年间，英国政权大致上都操控在自由党手里。关于英国自由党的性质，俄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曾指出：它“在国家生活中无关宏旨的小事情上，是进步的；而在一切重大的问题上，是保守的”。

图26-2　罗伯特·皮尔
从1866年起，英国又恢复了由保守党和自由党交替执政的局面。这时保守党的成分和性质都已经有了改变，它与自由党同样，也代表大资产阶级的利益。这两个政党在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上也有差异，但仅系程度上的不同，而没有重大的原则性的分歧。马克思写道：“寡头政治不仅经常以一手包办政权，而且也轮流以两手交替掌握政权，即用一只手放下，另一只手立即拿起的方法，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卷，第476页）英国的统治集团就是利用这种两党政治作为烟幕，以阻止代表工人阶级和一般劳动人民的民主政党的兴起。
然而，与当时欧洲其他国家的政治情况对比起来，英国却带有较多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倾向。列宁在《欧洲工人运动的分歧》一文中写道：“……所有各国资产阶级都不免要规定出两种管理方式，两种捍卫本身利益和维护本身统治的斗争方法，并且这两种方法时而是互相交替，时而又用各种各样的方式错综结合起来。第一种方法就是暴力压迫的方法，根本拒绝对工人运动作任何让步的方法，维护所有一切陈旧腐败制度的方法，绝对反对改良的方法……第二种方法就是‘自由主义的’方法，就是趋向于发展政治权利，实行改良，实行让步等等的方法。”“资产阶级从一种方法转到另一种方法，并不是由于某几个人的恶意，也不是由于什么偶然的原因，而是因为它自己的地位有根本的矛盾。正常的资本主义社会为要顺利发展下去，就需要有稳固的代议制度，就需要使人民有相当政治权利，因此人民在‘文化’方面也不能不提出较高的要求……英国在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是个采用‘自由主义’资产阶级政策的模范国家，而德国在70年代和80年代则始终保持着暴力压迫方法……”（列宁：《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第245页）
资产阶级需要雇佣有文化的、熟练的技术工人，因此，普及教育的问题便急待解决了。在1870年以前，英国还根本没有什么国立学校，那时教育权是操控在各派教会或私人手里，几乎有半数的儿童都得不到读书识字的机会。可是在1870年，在自由党的党魁威廉·格莱斯顿第一次执政时期，英国制定了《教育法案》，规定由政府拨款在各地开办新的学校，并且在新成立的学校中打破旧日在教育方面所存在的那种狭隘的宗教性，让各个教派的儿童都可以同样地来就学。这样，英国的普及教育就跃进了一步。1871年，英国约有24％的人口是文盲。及至19世纪末叶，英国文盲的人数就减少到5％左右，而到了1911年，英国就仅有1％的人口是文盲了。
资产阶级需要有干才的行政人员。也就是在1870年，英国确立了文官考试制度。那种考试制度虽不是直接仿效当时中国的科举制度，但至少是在中国的影响之下制定的。原先，英国各级机关的公务人员均由贵族或贵族的近亲所充任。那时英国用人的标准是只看门第，而不管其能否称职，因此，官员不乏颟顸庸碌之辈。从1870年起，英国改行新制：除了政务官以外，各级公务人员均采用公开考试的办法来选拔。这种改革，一方面是笼络知识分子；另一方面也适当地提高了行政效率。不过，英国某些政府部门的官职，特别是外交方面的位置，仍被视为贵族世家的禁脔。1871年，英国又废除了旧日那种可以出钱在军队中捐官的陋习。
工会是英国工人阶级的基本组织形式。19世纪70年代，英国工人的工会已经具有巨大的力量，这个力量不由得资产阶级政府不予以重视。1871年，英国政府终于颁布了《工会法》，正式承认工会得以从事合法的活动，拥有财产，并得以法人的资格出席法庭以进行控诉或辩护。然而，《工会法》中却列有许多苛厉的条款。它禁止工人在罢工时成立纠察队，并限制工人不得采用非法的暴力手段。在这个《工会法》生效以后，仍有许多工人因为参加工人运动而遭到逮捕。
从1874年至1880年，英国的政权操控在保守党的党魁本杰明·迪斯雷利手里。在这段期间，本杰明·迪斯雷利代表英国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对外执行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对内肆力镇压爱尔兰人争取独立的斗争，较之自由党更为反动。关于迪斯雷利的侵略政策，我们将在本章的第三节中予以说明。
1884年，在自由党的党魁威廉·格莱斯顿（图26-3）再度执政时期，英国统治集团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制定了英国历史上第三次最重要的《议会改革法案》。1884年的《议会改革法案》是1867年议会改革法案的继续与扩大，它把城市居民所享有的选举权扩大到乡区去，使从事于农业劳动的成年男子也可以同样地参加选举。这样，英国选民的人数就从250万人增加到450万人，约比过去增加了40％。不过即使经过了这一次改革，英国在选举权上仍有财产的限制，而占人口半数的妇女则根本还没有选举权。

图26-3　威廉·格莱斯顿在议会演讲
接着，在1885年，英国又把全国的选区重新加以调整，使伦敦、兰开夏、利物浦、伯明翰等人口集中的工业区得以选出较多的议员。这样，英国过去那种中世纪所遗留下来的选区的划分就最后被取消了。在这以后，除了某些特殊的地区以外，英国的选举就大致上是按照各地人口多寡的比例来进行了。
英国的统治集团惯于用局部的、暂时的让步来缓和人民群众的革命情绪。宪章运动者在19世纪40年代所提出的那些政治要求，在19世纪80年代就大致上完全实现了。
19世纪80年代，英国丧失了在世界工业中的垄断地位，而国内的阶级矛盾也更加尖锐化了。与此种形势相适应，英国统治集团便从自由主义转向保守主义，变得愈来愈反动。自由党在19世纪中期曾经在英国政治上占有极大的优势，保守党几乎不能与之抗衡。此时，自由党与保守党力量的对比却发生了改变。1886年，自由党党魁威廉·格莱斯顿第一次向议会提出《爱尔兰自治法案》，这个法案不仅遭到保守党方面的反对，而且也遭到自由党内部以大工业资本家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为首的那一派人的反对，结果自由党就分裂了。约瑟夫·张伯伦那一派主张维持大不列颠与爱尔兰之间的联合，所以他们被称为“自由党联合派”（Liberal Unionists）。他们转而站在保守党一边，这就大大地加强了保守党的力量。于是，在1886—1905年那20年间，除了短短的3年以外，英国的政权都是操控在保守党和自由党联合派手里。
1886年自由党的分裂虽然是由于爱尔兰自治问题所直接引起的，但这里面却另有更重要、更深刻的原因。此时，英国的工商业在各方面都已经遇到后起的德国以及美国的强烈竞争，于是英国工业资本家觉得必须放弃自由贸易政策而重新采用保护关税政策，并且主张积极地扩充军备，以维持世界霸权的地位。这样，他们就离开自由党而与保守党携手合作了。
在保守党和自由党联合派当政时期，英国统治集团对内镇压工人运动和爱尔兰人的独立运动，对外加紧掠夺殖民地并准备进行帝国主义战争。这时，英国政治上的灵魂人物，便是那继承本杰明·迪斯雷利的衣钵、被称为“保守派中的保守派”的索尔兹伯里侯爵（Robert Gascoyne-Cecil，3rd Marquess of Salisbury）。
爱尔兰是英国最早的殖民地，爱尔兰人的反英斗争延续达700多年之久。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爱尔兰人的独立运动更是再接再厉，以疾风骤雨之势震撼着英国的统治。
在芬尼运动遭受挫折之后，爱尔兰人的反英斗争便以另一种方式来进行了。爱尔兰最主要的问题是土地问题。当时一小撮英国地主贵族领有爱尔兰绝大部分的土地，而绝大部分的爱尔兰人都是贫无立锥之地的佃农。爱尔兰的佃农遭受着超经济的剥削，他们终年辛苦耕耘，胝手胼足，却必须以一半左右的收获物作为地租去供养英国的地主贵族。如果他们偶尔缴不上地租，则立即被驱逐出地主的庄园，成为颠沛流离的乞丐。无数的爱尔兰人都被迫流亡到外邦，或竟冻饿以死。1879年，爱尔兰人在迈克尔·克里斯蒂安·德韦特（Michael Davitt）的领导下成立了土地同盟（Land League），主张实行土地改革。克里斯蒂安·德韦特是一个杰出的群众领袖，他把爱尔兰人的独立运动和土地问题联系了起来，吸引千百万农民来参加斗争。
爱尔兰人的土地同盟掀起了杯葛运动（图26-4），用一切不合作的方法来抵制英国的统治。杯葛运动一词的来源是，有一个退伍的英国陆军上尉，名叫杯葛（Charles C．Boycott），在爱尔兰的梅奥郡（County Mayo）替一个英国地主做收租的管家。1880年的某一天，庄园上的爱尔兰佃农来找杯葛，吁请降低地租的数额。可是，杯葛不仅不答应，而且威胁着说要用暴力把那些佃农完全赶出去。第二天，当地所有的爱尔兰人均宣布与杯葛断绝一切往来，佃农不缴租给他，商贩不卖东西给他，邮务员不投递他的信件，连他家里的仆役也都愤而离职了。爱尔兰人同仇敌忾，结果杯葛四面楚歌，无法再在那种环境中生活下去，便狼狈地逃回英国去了。后来爱尔兰人觉得这样的抵制很有效，于是到处都采用这种方法来对付英国人。而杯葛这个名字，就转为抵制（Boycott）的通称。

图26-4　爱尔兰人的土地同盟掀起杯葛运动
当土地同盟正在展开轰轰烈烈的群众性的反英斗争时，爱尔兰的民族资产阶级则喊出了自治的口号，想使爱尔兰在不列颠帝国的范围内实行自治。那一派的代表人物，便是那出身于地主贵族而当选为议会议员的查尔斯·斯图尔特·帕内尔（Charles S．Parnell）。当时在英国议会中有100名爱尔兰籍的议员，其中约有80名都团结在帕内尔的周围，形成为爱尔兰议会党。爱尔兰议会党的议员知道他们自己在英国议会中居于少数，不可能用什么立法的方式来为爱尔兰人谋利益，乃专门与英国政府立于敌对的地位。依照过去的惯例，议员在议会中发言的时间是不受限制的。于是他们就利用此项特权来阻碍议会的议事程序。每逢英国议会开幕，帕内尔以及他的同党都要就每一个问题发表长篇的、漫无边际的演说，竭力地进行疲劳轰炸，使议会的工作为之瘫痪。有一次，帕内尔曾经东拉西扯，强迫议会从星期一下午4点钟一直开到星期三上午9点半钟。然而爱尔兰议会党的这种斗争方式并没有收到什么效果，英国议会迅即通过了一项法案，规定主席有权限制议员发言的时间。
英国统治集团为以上这一系列的事件所惊骇，乃决定用高压政策来摧残爱尔兰人的独立运动。1881年，以威廉·格莱斯顿为首的英国自由党政府制定了两项法案：一是《强制条例》，宣布那自17世纪中期以来即被英国人奉为金科玉律的《人身保护法》不适用于爱尔兰，警察得以任意搜查并拘捕一切土地同盟的盟员，不经过审判即可将其投入监狱。二是《土地法》，规定设立特殊的“土地法院”来处理地主与佃农之间的关系，把地租固定在一定的标准上，为期15年不作改变，并且规定只要佃农是照例缴纳地租，则地主不得将其驱逐出去。结果，在《强制条例》的淫威之下，克里斯蒂安·德韦特和1000多名土地同盟的活动分子均被逮捕，接着查尔斯·斯图尔特·帕内尔也被拘禁。至于那个《土地法》，则根本没有触及爱尔兰土地制度的问题。爱尔兰的革命志士奥康诺（F．E．O'Connor）说得好：“威廉·格莱斯顿的政策是要固定地主与佃农之间的关系，而‘土地同盟’的政策却是要废除这种关系，把地主制度踏为齑粉。”
爱尔兰人的反英斗争并不因为领袖人物的被捕和《土地法》的公布而稍戢其锋，英国政府也觉得单靠高压政策无济于事。1882年5月2日，威廉·格莱斯顿和被拘禁在狱中的查尔斯·斯图尔特·帕内尔缔结了协定，内容是：英国政府允许释放被捕的土地同盟的活动分子，并设法减轻爱尔兰佃农的负担，帕内尔则允诺今后不再阻碍议会的议事程序，并将以他个人的威信来制止爱尔兰人所施用的暴力手段。在这项协定里面，帕内尔显露了他那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他出卖了爱尔兰人民群众的利益。
威廉·格莱斯顿和查尔斯·斯图尔特·帕内尔所缔结的协定墨迹未干，一件惊人的刺杀却发生了。1882年5月6日，英国政府新任命的爱尔兰事务大臣弗雷德里克·卡文迪什勋爵（Lord Frederick Cavendish）及其助手伯克（Thomas Burke）在都柏林的公园中散步，突被一群芬尼社的恐怖主义者所持劫，用短儀杀死。刺杀者在光天化日之下安然逃脱。然而，这种刺杀个人的恐怖行为不仅无助于独立运动，反而给英国政府以借口实行《防止罪行法令》，宣布取消爱尔兰的陪审制，而以无限的权力授予警察，使其可以对任何有嫌疑的人进行搜查或逮捕。在那黑暗的统治之下，千百万的爱尔兰人都丧失了自由。
在英国政府实行《防止罪行法令》期间，爱尔兰的恐怖主义者则不择手段，专门以炸毁英国的公共建筑物作为报复。热火朝天的爱尔兰独立运动愈演愈剧，于是英国统治集团内部就有一部分人转而觉得最好是对爱尔兰人让步，借以缓和冲突。当自由党党魁威廉·格莱斯顿执政时，曾分别地于1886年、1893年两次向议会提出《爱尔兰自治法案》，但两次都被否决了。这更增加了爱尔兰人反抗的义愤。
到了20世纪初期，由于爱尔兰工人阶级的成长，爱尔兰的独立运动便具有了新的革命内容。1906年，爱尔兰人在出版家阿瑟·格里菲斯（Arthur Griffith）的领导下成立新芬党（Sinn Féin，这两个字在爱尔兰文中的意思是“我们自己”）。这一政党的目的是要以爱尔兰人自己的力量去争取独立，不再依靠英国议会的立法。不过，新芬党却是一个以小资产阶级占优势的政治集团，它敌视社会主义。
1912年之际，世界大战的阴云已经笼罩欧洲。以赫伯特·阿斯奎斯（Herbert Asquith）为首的英国自由党内阁为了安定后方，乃重新向议会提出《爱尔兰自治法案》。为此，英国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众议院两次议决通过了它，但上议院则两次否决了它。更棘手的是，爱尔兰北部阿尔斯特（Ulster）地区的英国地主还组织了武装力量来反对爱尔兰的自治，使爱尔兰的内战有一触即发之势。1914年5月，众议院第三次议决通过《爱尔兰自治法案》，使之具有法律的效力。但接着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此项法案遂被搁置。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爱尔兰人的反英斗争更加如火燎原。1917年10月，新芬党集会于都柏林，制定了爱尔兰共和国的宪法，并推举埃蒙·德·瓦莱拉（Éamon de Valera）为总统（图26-5）。1919年1月，爱尔兰正式宣布独立。但直到1949年，爱尔兰（除了北部的阿尔斯特地区以外）才完全脱离英国的羁绊而成为独立的共和国。

图26-5　埃蒙·德·瓦莱拉



三、英国继续扩张殖民地
英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帝国。从16世纪以来，英国一贯凭借着最卑鄙、最毒辣的殖民政策，在海外掠夺殖民地。1867年之际，英国殖民地内的人口已达2.5亿左右，多于其本国人口的10倍。以后由于不断的新的掠夺，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英国则控制着全世界1/4的土地，奴役着全世界1/4的人口。剥削并奴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广大人民，那便是英国统治集团赖以生存的基础。
19世纪中叶，英国的殖民地计有印度、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等，以及从中国抢夺去的香港。后来，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到帝国主义时期，英国就更加贪得无厌地在海外肆行扩张。列宁指出：“英国特别加紧夺取殖民地，是在1860—1880年时期，并且在19世纪末叶20年间也加紧得颇为厉害……垄断前期的资本主义，即以自由竞争制占统治的资本主义发展极广的时期，是在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现在我们知道，正是在这个时期以后，便开始了夺取殖民地的巨大‘高潮’，并异常加强了分割世界领土的斗争。所以，资本主义进到垄断阶段，进到财政资本阶段，显然是和分割世界斗争尖锐化的事实联系着的。”（《列宁文选》两卷集，第一卷，第985页）
英国早就窥伺埃及。在19世纪中叶，埃及虽然在名义上仍旧是土耳其帝国的一个属邦，但在实际上已经是处于英、法财政资本的控制之下。当时埃及的统治者（khedive，赫迪夫）伊斯梅尔帕夏（Isma'il Pasha）竭力要促进埃及的近代化，他兴筑铁路，修浚港埠，架设电报电话，提倡种植棉花，并且在首都建立了一所宏大的博物馆，以供各国的学者来研究埃及的历史文物。不过，伊斯梅尔帕夏（图26-6）所进行的那些工作就正如中国清末李鸿章、张之洞等所进行的洋务运动一样，主要是依靠借款来达成的，结果反而加深了对于帝国主义国家的依赖。伊斯梅尔帕夏曾经竭尽埃及的人力和财力，帮助法国著名的工程师斐迪南·德·雷赛布（Ferdinand de Lesseps）开凿苏伊士运河。1869年，苏伊士运河竣工通航。从此以后，欧洲与东方之间的海上交通就可以从地中海出红海以达印度洋，不必再经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航程大大地缩短了。苏伊士运河是从欧洲通往东方的管钥，英国亟欲将它据为己有。1875年，以本杰明·迪斯雷利为首相的英国政府趁埃及财政濒于破产之际，用400万英镑从伊斯梅尔帕夏手中购得苏伊士运河公司大部分的股票。这样，英国没有费一锹一锄之力，就取得了对于苏伊士运河的支配权。1882年，埃及军民掀起反帝斗争，英国政府即派遣舰队炮轰亚历山大里亚港，并且把埃及置于英军的占领之下。在这以后的30多年间，英国驻开罗的总领事实际上就是埃及的“太上皇”。及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国宣布埃及属于英国羽翼下的保护国。1922年，英国被迫承认埃及独立，那具有6000年的历史、巍立着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的文明古国获得了新生。但直到1956年6月，最后一批英军才撤离埃及。

图26-6　伊斯梅尔帕夏
英国在近东方面的传统政策，就在于阻止沙皇俄国取得对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海峡的控制权。在海峡问题的争执上，沙皇俄国固然有其侵略的企图，但同时也有其防御的目的。因为如果海峡的控制权落在英国手里，则俄国黑海沿岸门户洞开，将永无安宁之日。而英国方面的立场，却纯粹是从它那帝国主义利益出发的，它惟恐俄国会南下切断其通往印度的航路。在1877—1878年的俄土战争中，以本杰明·迪斯雷利为首相的英国政府对俄国以及巴尔干半岛上的斯拉夫各民族表现了最大的敌意。在俄军进逼土耳其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之际，英国即约同奥匈帝国出面干涉，并将舰队集中在君士坦丁堡附近的海面上，扬言将不惜与俄国交战。同时英国又与土耳其帝国的苏丹签署密约，规定苏丹以地中海东部的塞浦路斯岛（Cyprus）让与英国，英国则以武力帮助土耳其帝国来防御俄国。后来在为结束俄土战争所召开的柏林会议上，沙皇俄国被迫让步，而英国却趁势从土耳其帝国手中攫取了塞浦路斯岛，将之营建为海军基地和要塞。
英国为了要巩固在印度的统治，早就蓄意将那毗邻印度、居于重要战略地位的阿富汗据为己有，并企图由此再扩张到中央亚细亚。从1878年至1879年，英国发动了侵略阿富汗的战争，虐杀阿富汗人民，占领阿富汗首都喀布尔（Kabul），强迫国王穆罕默德·雅库布汗（Mohammad Yaqub Khan）签订了《盖德麦克条约》（Treaty of Gandamak），其中规定：英国人在阿富汗享有完全自由的贸易权，阿富汗的对外关系，必须由英领印度政府处理（图26-7）。这样，英国就把阿富汗变为其附庸国。当时沙皇俄国正在积极地经营中央亚细亚，英国也窥伺那个地区，它与当地的封建王公相勾结，利用他们来反抗俄国的统治。在1885年之际，英国与沙皇俄国在阿富汗方面的冲突紧张达于极点，几乎要诉诸武力。

图26-7　1879年5月在盖德麦克，国王穆罕默德·雅库布汗与英国官员签订条约
19世纪初叶，英国的势力即已侵入原为中国属邦的缅甸。1824—1826年，英国发动第一次侵缅战争，占领了仰光等地，大掠而去。1852—1853年，英国发动第二次侵缅战争，兼并了下缅甸。而到了1885年，英国又发动第三次侵缅战争，兼并了上缅甸，并将缅甸国王锡袍（Thibaw Min）掳往印度（图26-8）。在1886年的《中英缅甸条款》中，英国强迫中国清政府承认其在缅甸的统治权。可是，英勇不屈的缅甸人民曾经对英国侵略者进行了猛烈的抵抗。在缅甸沦陷以后，缅甸人民仍到处掀起游击战打击敌人，其中尤以掸人（即老挝人）坚持得最久。英国最初是把缅甸并入印度，后来则使缅甸成为直属的殖民地。缅甸出产大量的稻米和热带作物，并且蕴藏着丰富的石油、钨、银、锡等矿产。英国的殖民者在缅甸如在印度一样，进行着残酷的剥削和掠夺。直到1948年，缅甸才最后挣脱了英帝国主义者的束缚而独立。

图26-8　缅甸国王锡袍与王后和公主
在马来亚半岛方面，早在1786年，英国就占领了槟榔屿岛（Penang）。1795年，英国从荷兰人手中获得了马六甲（Malacca）。1819年，英国攫取了新加坡（Singapore）作为殖民地。新加坡是印度洋与太平洋之间的咽喉，它以后发展成为英国在远东方面的最大的商港和海军根据地。从1874年起，英国用欺骗和威吓的方式，先后与马来亚半岛上的一些土邦订立条约，强迫它们接受其保护。1895年，英国又把马来亚半岛上4个接受其保护的马来王朝合组为马来联邦，包括雪兰莪、森美兰、霹雳和彭亨，首府吉隆坡。马来亚盛产橡胶，其产量约占全世界橡胶总产量的35％左右。此外，在马来亚，锡的产量也很大。在新加坡和马来亚半岛，中国侨民约占全体居民人数的45％左右。
当其他列强纷纷在中国勒索租借地并划分势力范围时，英国更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1898年6月，英国强迫租借香港对岸的九龙，为期99年。同年7月，英国又以沙皇俄国租借旅顺、大连为借口，强迫租借中国山东省的威海卫为军港，为期25年。
在19世纪最后20年中，英国更积极地从事于瓜分非洲的活动。英国从埃及派军队沿尼罗河南进，侵入了苏丹（Sudan）地区。1884年，苏丹地区信奉伊斯兰教的居民掀起了反英起义，他们包围了英军的据点喀土穆城（Khartoum），经过将近一年的战斗，终于把以戈登（Charles G．Gordon）将军为首的英军1万多人全数歼灭。那戈登将军就是曾经在中国组织常胜军以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刽子手，这时他终于在殖民战争中丧生。直到1898年，英国才借了埃及人的力量重新征服苏丹，使苏丹成为英埃共管的区域。直至1956年1月1日，苏丹宣布废除英国和埃及的统治而成为一个自由独立的共和国。
此外，英国又先后在非洲掠夺了贝专纳（Bechuanaland）、尼日利亚（Nigeria）、索马里兰（Somaliland）、肯尼亚（Kenya）、罗得西亚（Rhodesia）、乌干达（Uganda）、黄金海岸（Gold Coast）等地。所有这些地区都有农业和畜牧业，出产棉花、咖啡、可可、蔗糖、茶叶、烟草、皮革和象牙，并且还蕴藏金矿。英国殖民者对当地的土著居民无所不用其极，他们盗运非洲的资源，以获取最高的利润。
从1899年至1902年，英国在南非进行了一次规模巨大的殖民战争，那便是历史上所称的布尔战争（Boer War）。原先，英国在南非的殖民地，是于1806年当英国与拿破仑作战时从荷兰人手中抢夺过来的。在英国控有好望角一带之后，那些荷兰人在南非的后裔，称为布尔人，便陆续向北迁移，在内地建立了德兰士瓦（Transvaal）共和国和奥兰治（Orange）自由邦。19世纪末期，南非发现了世界上最大的金矿和金刚钻矿。当时有个英国牧师的儿子，名叫塞西尔·罗兹（Cecil Rhodes），于1887年发起成立了一个垄断性的英国南非公司，来开发这稀有的财富，于是英国的移民就像潮水般地涌到（图26-9）。英国南非公司于1889年得到英国政府批准，由此开始了英国在南部非洲最大规模的扩张。英国在南部非洲的扩张，自然要引起与布尔人的摩擦。1899年，布尔人组织了武装部队，袭击英国的官署和矿山。英国政府迅即派遣军队来镇压，于是那延续达3年之久的布尔战争便爆发了。起初，英国军队以为那一次的远征将如愉快的散步，但实际的战争一开始，他们就知道那种想法是大错特错了。虽然布尔人的武装部队还不到45000人，但在克鲁格（Paul Kruger）、博塔（Botha）、克里斯蒂安·德韦特（Christiaan de Wet）等人的领导下，经常以游击战术出奇制胜，使英军疲于奔命。最后，英国政府调集了近35万人的大军，才用极野蛮的烧杀政策镇压了布尔人的反抗。1902年，英国政府与布尔人议和，承认尊重荷兰语在南非的地位，并允许德兰士瓦共和国和奥兰治自由邦享有自治权。1910年，德兰士瓦共和国和奥兰治自由邦与好望角等地合组南非联邦，成为英属的自治领地。

图26-9　伦敦《笨拙周报》的漫画：塞西尔·罗兹巨人，讽刺他宣布架设从南非开普敦到开罗的电报线的计划
英国在19世纪后半期竭力从事于殖民地的扩张，是与它国内的情况分不开的。民族压迫原只是阶级压迫的延长。当时英国已经逐渐丧失世界第一工业国的地位，而它国内的阶级矛盾也日益深刻化，于是英国的垄断资本家就把扩张殖民地作为唯一的出路，以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塞西尔·罗兹曾经狂妄地要把英国的殖民政策推行于全世界，主张掠夺得愈多愈好。他自己供认道：“我常常说，帝国要吃饱肚子，如果你们不想有内战，你们就应当向外扩张。”英国统治集团从对殖民地人民的剥削中拿出一点余唾来收买本国工人贵族，借以缓和国内的社会危机。不列颠帝国是建立在殖民地广大人民的痛苦之上的。



四、英国工人运动，英国工党的成立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首先是在英国发展成熟的，因此，近代的工业无产阶级也首先是在英国成长壮大起来的。从1837年至1848年，英国工人群众曾经独立地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掀起了如火如荼的宪章运动，在世界工人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在19世纪中期，英国的工人群众已经有了强固的组织，他们经常在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起着重大的作用。
然而，英国工人运动的领导权操控在一些机会主义的工会派手里。自宪章运动失败之后，英国的工会派就根本放弃了政治斗争，只是把工人运动局限于狭隘的经济斗争的范围之内，与资本家讨价还价，不惜为区区几文小钱而牺牲无产阶级的未来。英国的工会派不主张触动资本主义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即不要求废除资本主义的私有制，而主张在资本主义社会秩序所能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合法的斗争，以提高工人的工资和福利。他们把要求增进工人福利的斗争当作工人运动的终极目的，而反对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所以，对于资产阶级说来，这种工会主义是再稳当不过了。
机会主义的影响暂时在英国工人运动中占了上风，是与英国帝国主义政策及其在世界工业中的垄断地位有密切关系的。英国拥有广大的殖民地和世界市场，因此，英国的资本家就可以从对殖民地人民或其他国家人民剥削获得的利润中拿出一小部分来，收买工人里面的上层分子，即工人贵族，使他们背叛无产阶级的整体利益，而成为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实际上，英国的熟练工人所得的工资比一般工人高出一倍以上，他们已经是工人中的上层。这种情形，便是各式各样的机会主义之所以孳生的温床。列宁指出：“机会主义就是为着极少数工人的暂时利益而牺牲群众的根本利益，换句话说，就是一部分工人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无产阶级的群众。”（《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216页）
不过，在英国工人运动中始终存在着革命派与机会主义派这两种不同的倾向的斗争。在19世纪80年代，英国已经开始丧失了在世界工业中的垄断地位。这时，由于国内生产事业的停滞和国外商品市场的缩小，英国劳动人民受到很大的影响，他们的生活状况日益恶化。于是英国工人运动中的革命派便重新提出政治斗争的口号，要求实现社会主义。恩格斯说道：“真相是这样的：当英国工业垄断地位还保持着的时候，英国工人阶级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分沾过这一垄断地位的利益的。这些利益在工人中间分配得极不均刀：取得绝大部分的是享有特权的少数，但广大的群众有时也能沾到一点。正因为如此，所以从欧文主义灭绝以后，英国再也没有过社会主义了。当英国工业垄断地位遭到破产时，英国工人阶级就会失掉特权地位。会有一天，整个英国工人阶级，连享有特权和占据领导地位的少数在内，将跟其他各国工人处于同一水平上。正因为如此，所以社会主义又会在英国出现。”（《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第417页）事实教训了工人阶级，资本主义绝不是什么“万古长青”的东西，他们的历史使命就在于组织起来推翻资本主义而实现社会主义。
1881年，冒牌的社会主义者亨利·迈尔斯·海德门（Henry Mayers Hyndman）把英国工人运动中的进步分子组织起来，成立民主联盟。1884年，民主联盟又更名为社会民主联盟。在社会民主联盟里面有莫里斯（William Morris）、约翰·伯恩斯（John Burns）、汤姆·曼（Tom Mann）等优秀的活动家，马克思的女儿埃莉诺·马克思（Eleanor Marx）及其丈夫爱德华·艾威林（Edward Aveling）也曾参加过这个团体。然而，社会民主联盟的领导人海德门却只是一个毫无原则的机会主义者，他代表一个“眼光狭小但又野心极大的社会主义流派”，把马克思主义从行动的指南变为僵死的教条。在1885年的英国大选中，海德门竟接受保守党的金钱参加竞选活动，借以分散自由党的选票。这样，社会民主联盟便分裂了。莫里斯和爱德华·艾威林夫妇等脱离了社会民主联盟而另组社会主义者同盟，他们的行动受到了恩格斯的赞许。但到后来，莫里斯又蜕化为无政府主义者，影响了社会主义者同盟，于是爱德华·艾威林夫妇就和他分手了。
1884年，英国一群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文人和学者成立费边社（Fabian Society），其中最主要的人物是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图26-10）、韦伯夫妇（Sidney and Beatrice Webb）和威尔斯（H．G．Wells）等。费边一词，源于古代罗马布匿战争时期希图以缓进战术来制胜的执政官费边（Fabius Maximus）。费边社的社员梦想以一点一滴的改良来代替革命。他们的特色，便是在革命面前感到惊惶无措而惴惴战栗。恩格斯指出：费边社只不过是“自由党的一个支派而已”。“这是一帮各式各样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从利欲熏心的钻营之徒直到多愁善感的社会主义者和慈善家，他们只是因为慑于工人统治的威胁才联合起来，并且为了预防这种危险，保证领导权属于自己，属于‘有教养的人’，决心什么都干”。（《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1953年俄文版，第452-453页）费边社在思想界起了不良的影响，它那改良主义的说教以后成了英国工党右翼分子精神上的信条。

图26-10　萧伯纳
英国旧有的那些工会只是熟练工人的组织，它们仅代表少数工人贵族的利益而不代表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但到了19世纪80年代之末，那些居住在伦敦东区贫民窟中的非熟练工人也相继地组织了起来。他们所成立的“新工会”，给英国工人运动注入了新的血液。1888年，英国煤气工人在约翰·伯恩斯、汤姆·曼和爱德华·艾威林夫妇的协助下成立了工会，使资方不得不将工作时间从每日12小时减至每日8小时，并增加工资。同年，英国各地的矿工工会也进行合并，成立了全国性的矿工联合会。矿工联合会要求规定最低限度的工资额和法定的工作时间，它以后发展甚速，在1893年就拥有20万以上的会员。
1889年，伦敦的船坞工人在汤姆·曼的领导下举行大罢工，坚持达一月之久，使那世界上最大商港的进出口贸易几乎完全停顿。在这一次大罢工中，英国工人群众显示了他们巨大的力量。汤姆·曼是一个杰出的无产阶级的战士，他后来成了共产党员。
在1892年之际，英国有组织的工人群众已达150万人。这些由非熟练工人所组成的“新工会”相当地富于革命性，它们体现了英国无产阶级真正的要求。恩格斯对于英国的“新工会”抱着热烈的希望，他写道：“……虽然这个组织在若干方面还是带有‘熟练’工人的旧协会的形式，但它按其性质讲来，毕竟已是跟旧协会有本质上的差别了。旧协会保存着它们诞生时代的传统；它们把雇佣劳动制看作是永恒的、一成不变的制度，而这个制度是它们为了自己会员的利益最多也只能稍微温和一下的。相反，新协会是在对雇佣劳动制的永恒性的信仰已经大大动摇了时候成立的。新协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或者是自觉的社会主义者，或者是出于感情的社会主义者，趋向新协会并构成这种协会力量的群众，是粗鲁的，是备受拘束并且是被工人贵族鄙弃的。他们有一种极大的优点，即他们的心理还是一片纯洁的土壤，完全没有沾染过历来的‘体面的’资产阶级偏见，而那些地位较好的‘老工联分子’却被这种偏见弄得昏头昏脑了。现在我们就看到，这些新协会如何争取对整个工人运动的领导，如何日益拖动那些富有而骄傲的‘老’工联。”（《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第418页）
“新工会”要求建立工人的政党以参加竞选。1893年，英国的独立工党（Independent Labor Party）成立，领导者是工人出身的詹姆斯·凯尔·哈迪（James Keir Hardie）和政客拉姆齐·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图26-11）。独立工党在口头上采取了社会主义的纲领，要求以社会立法来改善工人的生活状况，然而它却反对阶级斗争。实际上，独立工党只是一个被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所浸染的政党。后来列宁写道：这个政党“对于社会主义是‘独立’的，而对于自由主义是很不独立的”。（《列宁全集》第十六卷，第167页）

图26-11　伦敦《笨拙周报》的漫画，讽刺独立工党的领导者拉姆齐·麦克唐纳
1900年，英国塔夫河谷铁路（Taff Vale Railway）工人举行罢工，使当地的运输业务完全陷于停顿。该铁路公司的经理部束手无策，乃向上议院控告铁路工人工会，要求它向资方赔偿因罢工而遭受的损失。1901年7月，代表大资本家利益的上议院宣判：每一个工会对于罢工所造成的损失，在法律上负有赔偿的责任。这项判决案一经公布，全英国的工会和社会主义者都惊讶不置。这是因为，如果在每一次的罢工运动中资方都可以向工会要求赔偿，则无异于根本否定了罢工的权利，并且威胁着工会赖以存在的基础。1900年2月，独立工党提议讨论工人阶级组党问题的特别会议召开，社会民主联盟、独立工党、费边社以及各业工会的代表进行磋商，决定联合一致，组织建立了一个独立的政治组织，称为“劳工代表权委员会”。1906年，劳工代表权委员会正式更名为工党（Labor Party），并且在该年下议院的选举中获得了29席。从此以后，工党在英国政治上的势力逐渐加大。到了1924年，工党议员便在下议院中占有多数，由拉姆齐·麦克唐纳组织第一次的工党内阁。
尽管英国工党有缺点，但它确实是一个具有群众基础的政党。英国工党的成立标志着一个肯定的事实，即英国的工人群众已经觉悟到成立自己的政党的必要。1908年，英国工党申请加入第二国际，当时列宁曾予以支持。列宁认为，英国工党的成立是“英国无产阶级组织真正走向自觉的阶级政党和走向社会主义工党的第一步”。（《列宁全集》第十五卷，俄文版，第213页）



五、英日同盟，英、法、俄三国协约的形成，英国的战争政策
英国的外交政策是从统治集团的利益出发的。英国统治集团公开承认，说英国既没有永久的朋友，也没有永久的仇敌，而只有永久不变的利益。英国的殖民政策和战争政策，给世界各族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
自16世纪以来，英国在欧洲方面传统的外交政策就是要维持列强均势，即在欧洲大陆各国之间畸轻畸重，而从中来操纵一切。在19世纪最后30年间，英国仍旧保持着所谓的“光荣孤立”，竭力避免与任何国家缔结军事同盟。在德、奥、意三国同盟和法俄同盟那两个敌对的阵营形成以后，英国并没有马上加入任何一方，而只是狡狯地注视着局势的发展，等待着最有利的机会来押下它的赌注。到了20世纪初期，列强之间的竞争掠夺愈来愈带有拼命的性质，而英国与德意志帝国之间的冲突尤其尖锐，于是英国便不得不放弃其所谓的光荣孤立，要在国际上寻找盟邦了。
英国首先物色到的盟邦是日本。在远东方面的殖民竞争中，英国所遇到的最大的劲敌是沙皇俄国。1900年，在八国联军寇掠中国之际，沙皇俄国趁势派兵占领了中国的东北。这件事引起英国的妒忌，同时日本也看得眼红。1902年1月30日，英国与日本缔结同盟条约，其中规定：（1）英日两国承认维持东亚方面的现状，特别是中国和朝鲜方面的现状。（2）一旦日本与俄国之间发生战争，英国须保持中立；但如果俄国受到另一个国家（暗指与俄国有同盟关系的法国）的帮助，英国则须以武力援助日本。从此以后，英国与日本就狼狈为奸，变本加厉地对中国和朝鲜肆行侵略。日本之所以胆敢在1904年发动日俄战争，主要的原因之一便是倚仗英日同盟。
在19世纪末叶以前，英国和法国经常处于敌对的状态之中，它们在殖民地问题上存在着尖锐的冲突。1898年，英国派遣殖民者霍雷肖基奇纳勋爵（Horatio Herbert Kitchener，1st Earl Kitchener）从埃及率领了一支军队去重新征服苏丹。但在同时，法国军官马尔尚（Jean-Baptiste Marchand）（图26-12）也带了128人从刚果河流域侵入到苏丹南部，在法绍达（Fashoda）地方升起了法国国旗，准备将尼罗河上游之地据为法国所有。当霍雷肖基奇纳勋爵进抵法绍达时，他以占绝对优势的兵力要挟马尔尚将挂在那里的法国国旗卸下。然而，马尔尚说他是奉法国政府之命而行，如果没有巴黎方面的训令，他决不撤退。这样，英军与法军对峙在法绍达的原野上，双方剑拔弩张，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后来法国政府因鉴于德意志帝国的威胁，觉得必须向英国让步，才下令把军队撤离苏丹。法绍达危机的和平解决，为英法进一步的接近提供了可能。

图26-12　法国军官马尔尚
德意志帝国的扩张，使英国和法国这两个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同样感到寝食难安。从19世纪末叶起，英德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国际关系中最主要的矛盾，因而英法之间的矛盾就降到次要地位。当时英法统治集团中有一部分人希望两国能够达成谅解，来合力对付德意志帝国。1903年5月，英王爱德华七世（Edward VII）正式访问巴黎，他在论及英法之间的关系时说道：“……我坚信，两国互相敌对的日子幸已结束。我真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哪两个其他的国家，其共存共荣的关系能比我们两国来得更为密切。以往我们也许有过误解和造成分歧的原因，但现在那一切都已成为过去，而且都被遗忘掉了……”（图26-13）同年7月，法国总统埃米勒·卢贝（Émile Loubet）和外交部长泰奥菲勒·德尔卡塞（Théophile Delcassé）又访问伦敦，与英国外交大臣兰斯多恩侯爵（Henry Petty-Fitzmaurice，5th Marquess of Lansdowne）商谈英法协约的问题。

图26-13　20世纪初的巴黎风光
1904年4月8日，英国和法国签订了关于解决两国在埃及和摩洛哥方面之纷争的协约，其中主要的条款是：法国承认英国在埃及有自由行动之权，而英国则承认法国在摩洛哥有自由行动之权。此外，两国又解决了一些次要的在暹罗、马达加斯加岛、东非洲和纽芬兰等地的悬案。协约中还附有秘密条款，规定英国对于法国在摩洛哥的行动须予以支持。这样，《英法协约》便正式成立了。
在1904年的《英法协约》中并没有任何关于军事的条款。不过，从1905年起，英法两国的总参谋部就不断地接洽，商谈军事合作问题。英国在海军的部署上有所改变，它把主力舰队从地中海调至北海以监视德国的海军，而将地中海方面的防务委托给法国。同时英国又表示：一旦战争爆发，英国当立即派遣陆军10万人到大陆上帮助法国作战。
在《英法协约》订立以后，英国更着手来改善与沙皇俄国的外交关系。原先，从达达尼尔海峡、波斯、阿富汗、远东直到中国，英国的帝国主义利益与沙皇俄国的帝国主义利益无处不在冲突之中。英国之所以与日本缔结同盟，其主要的目的就是反对俄国。但是，及至沙皇政府由于在日俄战争中的失败而削弱时，英国便觉得沙皇俄国不再是它最险恶的竞争者，而英国为了要对付德意志帝国，却必须争取沙皇俄国的帮助。这样，英国和沙皇俄国就开始有接近的可能。同时法国也竭力从中拉拢，为它们觅取妥协的途径。
此外，近东方面形势的变化，也促进了沙皇俄国与英国之间的谅解。本来在关于达达尼尔海峡问题的争执上，沙皇俄国一向与英国处于针锋相对的地位。但在20世纪初期，德意志帝国积极地执行“三B政策”，修筑巴格达铁道，将土耳其帝国视为它的势力范围，骎骎乎要把达达尼尔海峡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因此，沙皇俄国在近东方面最大的敌人便不再是英国，而是德意志帝国了。关于巴格达铁道的修筑，据说英国保守党的领袖索尔兹伯里侯爵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任何人如果在那条铁路中参加一份，都必将与俄国发生争执。我建议英国不要与那条铁路发生关系，让德国去独受其咎。”果然，俄德外交关系进一步的恶化，就使沙皇俄国转而与英国接近了。
1907年8月31日，英国与沙皇俄国签订协约，其中的要点是：（1）两国同意尊重波斯的完整，但将波斯领土划分为三部分：北部毗连俄国的地区是俄国的势力范围，东南部邻近印度的地区是英国的势力范围，而中部则为缓冲地带。（2）俄国承认阿富汗是英国的势力范围。（3）两国承认中国政府在西藏的主权，并尊重其领土的完整。这样，那历年以来英国与沙皇俄国在中东方面的冲突就暂时以妥协的方式解决了。
1904年的英法协约和1907年的英俄协约与1892年的法俄军事同盟联系起来，就最后形成了另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集团——三国协约。
1911年，英国又与日本续订同盟条约，并且通过这种同盟的关系，使日本站在英、法、俄三国协约的一边。
在1905—1915年这10年间，英国的政权是操控在自由党手里。这时的自由党和保守党已成一丘之貉，它们在对内和对外的政策上并没有重大的差别。在这段期间，英国政治上的中心人物是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斯、爱德华·格雷（Edward Grey，1st Viscount Grey of Fallodon）、大卫·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以及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这一班人代表着英国垄断资本家的利益，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
从1906年起，英国开始建造巨型的无畏舰（Dreadnought）。这种无畏舰装备着12门远射程的、12寸口径的大炮，能以猛烈的炮火摧坚致远（图26-14）。它的出现造成了海军史上的革命，使从前那些旧型的军舰几乎都相形见绌，成了破铜烂铁。起初，英国每年仅预期有4艘无畏舰下水，而且常常不能完成计划。后来因为德国也预计每年建造4艘无畏舰，英国乃大起恐慌。在1909年年初，英国政府决定每年建造8艘无畏舰，要使英国海军对德国海军经常保持二比一的优势。同时，英国的好战分子则主张趁德国的海军力量还处于劣势的时候不宣而战，用强大的英国舰队突袭德国的军港，使德国舰队在没有能发挥战斗力以前就沉没海底。

图26-14　1906年，英国的无畏舰
同时，在陆军大臣理查德·霍尔丹（Richard Burdon Haldane，1st Viscount Haldane）的策划下，英国政府更肆力扩充陆军，使其成为一支近代化的可以渡海到大陆上去作战的机动部队。从1905年到1907年，英国平均每年的军事费用是5980万英镑。而从1911年至1913年，英国平均每年的军事费用则增至7330万英镑，几乎占其国家全部财政支出的45％。当时除了德国以外，备战得最积极的就是英国。
这种疯狂的军备竞争，加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第二十七章　1871—1914年的法国
一、法国的经济发展，法国的高利贷的帝国主义国家
法国原为资本主义经济发达得最早的国家之一。在19世纪中期，法国在工业发展的程度上仅次于英国而居世界的第二位。但在普法战争以后，法国工业发展的进程就缓慢了下来，美国和德国都先后远远地超过了它。到了19世纪80年代，法国在世界工业中的地位就下降到第四位。法国工业地位相对的低落，充分说明了这一事实，即在进入到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的危机日益深刻化，而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则愈来愈不平衡了。
法国工业发展的进程相对缓慢，可以从以下的一些情况中得到解答：第一，法国在普法战争后被迫割让矿藏丰富的阿尔萨斯和洛林两省，并偿付50亿法郎的巨额赔款，这使法国的国民经济遭受到严重的打击；第二，法国境内虽然蕴藏着大量的铁矿，但煤和石油的蕴藏量却很少，法国所用的工业燃料，绝大部分均须仰赖于国外的供给；第三，法国最出色的工业是手工业，而手工业大率沿用世代相传的老方法来进行生产，在技术上没有什么改进；第四，大量的资本输出，分散了法国本国的工业资金，因而也就阻滞了工业发展的进程（图27-1）。

图27-1　19世纪末洛林地区首府梅斯的德意志门
法国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的发展也是极不平衡的。在19世纪末叶，法国在重工业方面已经出现了具有垄断性的企业组织。几个规模巨大的辛迪加，垄断了法国的钢铁业、采煤业、机器制造业、化学工业以及军火工业。帝国主义时期由于生产集中和资本集中而造成垄断的一般特征，在法国也表现得很清楚。然而，一直到20世纪初期，法国基本上仍旧是一个以小生产占优势的国家。在法国的工业中，手工业占有很大的比重。与其说巴黎和里昂是近代化的大工业的城市，倒不如说它们是古老的手工业作坊的城市。
如果把法国孤立起来看，法国工业增长的数字也还相当可观。法国的钢铁产量在1871年为185万多吨，到了1907年则超过了1000万吨。法国的煤产量在1871年为1300多万吨，而到了1908年则增为3600多万吨。但是，如果把同一时期内美国和德国的工业增长数字对照起来看，法国就显得瞠乎其后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夕，法国的钢铁产量仅及德国的1/3弱，或美国的1/6弱，而它的煤产量则仅及德国的1/8左右，或美国的1/14左右。以上比例，说明了法国在重工业方面的相对落后性。
法国的轻工业有很大一部分是生产香槟酒、香水、丝织品、钟表、家具、玻璃器、瓷器、地毯和服装，供给世界市场的需要。巴黎一向是妇女时装的首创地，在那里，时装设计是一种艺术工作。
农业始终是法国国民经济中最主要的部门。依据1911年的统计，法国的乡村居民仍占其总人口的56％左右。
由于18世纪末叶资产阶级革命的结果，法国农村中的封建关系早已被摧毁。在法国的农业人口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领有小块土地的小自耕农。然而，历史上再怎样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也不能使农民问题得到根本的解决。而法国那种零散的、个体经营的小土地所有制，却正替高利贷者和农业资本家的剥削提供了最有利的条件。小自耕农的经济地位是不稳固的，他们经不起风吹雨打。在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下，小自耕农受到排斥、兼并而丧失土地，所以法国土地集中的情形又很严重。当时，占法国农业人口73％的小自耕农仅领有全国可耕土地的23％，而少数的地主和富农却掌握着全国70％以上的可耕土地。法国有近300万名的贫雇农。
小自耕农用墨守成规的方法来耕作，他们不可能把最新的科学成就引用到生产中来。零散的、个体经营的小土地所有制阻碍着机器的使用，所以法国在农业生产的技术上比较落后。尽管法国的自然条件颇适合于农业的发展，法国农田单位面积上的平均收获量却低于比利时、丹麦、德国和英国。
法国最主要的农产品是小麦、马铃薯、燕麦、大麦、甜菜、玉蜀黍和水果（其中产量最多的是葡萄）。1914年，法国在小麦的产量方面仅次于俄国而在欧洲各国中居第二位。
在银行资本方面，法国呈现出高度的集中。巴黎有3家最大的银行，它们组织成垄断性的托拉斯，控制着全国绝大部分的活动资金，并且通过享有纸币发行权的法兰西银行来操纵国家的财政。法国的金融寡头不是相对地而是绝对地垄断着法国本国及其殖民地的经济命脉，他们确实可称为无冕之王。列宁曾经引用经济学者李济斯（Lysis）的话说道：“法兰西共和国是财政寡头专制国。”“财政寡头统治一切，既宰制报纸，又宰制政府”。
法国最大的特点，在于它是一个资本输出颇多的高利贷国家。在世界近代史的第二个时期，尽管法国在工业生产方面已经相对地落后，但它在资本输出方面则仅次于英国而列于世界第二位。法国的金融寡头把巨量的资本用政治贷款或投资的方式输入沙皇俄国、意大利、土耳其、埃及、巴尔干半岛诸国以及西班牙，以控制这些国家的财政并剥削超额的利润。苏伊士运河和西伯利亚大铁道等宏大工程，其中都有法国的巨额投资。法国海外投资的总额，在1871年仅有120亿法郎，而到了1914年则达450亿法郎之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那几年，法国每年从海外投资中所得到的利润平均约合4亿美元。法国专靠利息为生的、游惰的资本家为数达200万人，即约合其总人口的7％。列宁指出：“……法国帝国主义与占有广大殖民地的英国帝国主义不同，可以叫作高利贷的帝国主义……”（《列宁文选》两卷集，第973页）
法国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和寄生性，表现在国内生产事业相对的停滞和资本输出急速的增多这些事实上。列宁写道：“……资本主义底发展是以小规模的高利贷资本开始，而以极大规模的高利贷资本结束的。李济斯说道：‘法兰西人是全欧洲的高利贷主。’一切经济生活条件，因资本主义这种蜕化而发生了深刻的变更。在人口、工业、商业和海运等等停顿时，‘国家’却能借高利贷来发财致富……”（同前书，第963-964页）
由于法国经济发展的进程比较迟缓，法国的人口增长也很缓慢。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即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拿破仑时代，法国曾是西欧人口最多的国家。但到了19世纪后半期，法国人口就逐渐落后于好几个欧洲国家。法国的人口总数在1871年为3619万人，在1908年为39252000人，即在37年内只增加了3062000人。而在同一时期内，德国的人口总数则从4100万人增加到将近6500万人。



二、1875年的宪法，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内政，政治风潮
在巴黎公社被摧灭以后，反动的阴霾便笼罩着法国。
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是由巴黎人民在1870年9月4日的起义中宣布成立的。不过在以后的数年中，法国虽然在名义上是共和制，但政权却操控在各式各样的保皇党人手里。用政客梯也尔的话来说：当时法国实际上是一个“没有共和党人参加的共和国”。
国民议会在批准了结束普法战争的《法兰克福和约》以后，乃于1871年8月通过法案，使梯也尔暂时用法兰西共和国总统的称号，随即国民议会着手为法国制定新的宪法。起初，保皇党人在国民议会中占有多数的议席。他们企图废除共和制而恢复君主制，但在拥立国王的人选上却不能取得一致的意见。当时法国的保皇党人分为3派：（1）正统派。这一派代表法国残存的旧贵族和天主教的高级僧侣，主张使波旁王朝的专制政体复辟。他们要求拥立波旁王朝正统的继承人、查理十世的孙儿尚博伯爵（Henri，Count of Chambord）为国王。（2）奥尔良派。这一派又称为自由保皇党，系由大金融资本家和一部分比较开明的贵族所组成。他们主张把王冠授予奥尔良系七月王朝的后人、路易—菲利普的孙儿巴黎伯爵（Prince Philippe，Count of Paris），建立像英国那样的君主立宪制。（3）帝制派。这一派主张拥立拿破仑家族的人以恢复帝制，他们的势力比较微弱。所有这些共和政体的敌人都妄图倒转历史，要使法国倒退到旧日的苦难中去。
在1873年年初，法国已经偿清了对德国的赔款，马上就可以完全摆脱受德国军事占领的地位。然而这时候，法国统治集团内部的倾轧却愈来愈厉害了。梯也尔本人原为奥尔良派的保皇党人，但这时他也懂得这一简单的事实：法国绝大多数的人民都拥护共和制，这是一个不可抗拒的伟大力量。他认为单单为了资产阶级本身的利益，也应当建立一种比较稳健的共和政体。梯也尔有一次在演讲中说道：“……实际上，要恢复君主制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们只有一个国王的宝座，不能由3个人同时都坐到上面去。”“你们既不能在英吉利海峡的对岸找到合式的政体，那么你们就必须到大西洋的对岸去寻了”。国民议会中的保皇党人看到梯也尔不赞成实行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而主张采用美国式的总统制，就对他投不信任票，把他轰走了。
1873年5月，在梯也尔被迫去职以后，保皇党的军人、色当战役的败将、目光短浅而又性情粗暴的帕特里斯·麦克马洪元帅（Mac-Mahon）当选为总统。国民议会中的保皇党人原想把帕特里斯·麦克马洪（图27-2）作为踏脚石，借以造成君主政体的复辟，而这一点也正是帕特里斯·麦克马洪本人的希望。可是客观事物发展的进程，却偏不像他们所预期的那样。

图27-2　帕特里斯·麦克马洪
在1873年秋天，正统派保皇党人与奥尔良派保皇党人达成协议。他们决定迎立尚博伯爵，以亨利五世的名号君临法国。因为尚博伯爵没有子嗣，待他死后即以巴黎伯爵继位。然而，那个冥顽不灵的封建余孽尚博伯爵却表示：他所要恢复的是波旁王朝的绝对专制统治，并且坚持要以波旁王朝的白旗来代替那象征“自由、平等、博爱”的三色旗。一句话，他是要把法国拉回到18世纪末期资产阶级革命以前的状态之中。于是舆论为之大哗，就连一部分稍有自由主义思想的保皇党人也觉得惊骇。帕特里斯·麦克马洪本人就曾说道：如果在巴黎市政府上挂起波旁王朝的白旗，那么“士兵们手中的武器就会自动地走火了”。君主政体的复辟一定会成为革命爆发的信号，这就迫使保皇党人不敢率尔从事，觉得最好还是维持共和制。
在经过了长期的争论以后，国民议会终于在1875年1月30日以一票的多数（353票对352票）通过了共和制的宪法，确立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政体。那一票之差是不是出于历史的偶然呢？绝不是！因为如果这次国民议会不是通过了共和制的宪法而是通过了君主制的宪法，那么法国人民也会起来用革命的方式废除那个宪法而重新建立共和制。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法国的基本人民大众是拥护共和国的。拥护保皇党的只有一些残存的旧政党的职业政客，而没有任何阶级……甚至连真正从事于工商业的资产阶级也是具有共和主义情绪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四卷，第474页）这便是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之所以能够确立的真正的原因。
1875年的《宪法》是保皇党人与共和党人妥协的产物，它使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带上了非常保守的性质。依照《宪法》的规定，法国成立两院制的议会：（1）参议院。参议员的名额最初为300人，其中225人系由各省的地方议会选举产生，任期9年，而其余的75人则系由中央任命，任期终身。后来经过1884年的修正，参议员才一律由地方议会选举产生。绝大多数的参议员均为金融资本家、地主、富农和天主教僧侣的代表，他们的政治倾向是反动的。（2）众议院。众议员的名额最初为584人，系由20岁以上的男性公民用普遍、直接的投票产生，任期4年。然而在选举制度上有许多不合理的限制，劳动人民的代表很难走进议会。
1875年的《宪法》赋予总统以较大的权力。总统不是由人民直接选举而是由参议院和众议院所联合组成的国民议会选举产生的，任期7年，可以连选连任。总统是行政的元首，他统率全国的武装部队，任免一切高级官吏，并且具有创制权和赦免权。如果取得参议院的同意，总统也可以解散众议院，而实际上他却很少使用此项权力。法国总统在宪法中的地位与英国国王很相似，所不同的就在总统是由选举产生而国王则是世袭的。
与英国一样，法国的行政权也属于内阁。内阁不是对总统负责而是对议会负责。如果议会反对内阁的行政措施或投不信任票，那么内阁就必须辞职，让总统授命另组新的内阁。法国议会中党派林立，所以内阁常常更迭。在1871—1914年这43年间，英国的内阁仅更换了9次，而法国的内阁却更换了不下50次。平均起来，法国每届内阁的寿命约为9个月。
1875年的《宪法》确定了法国资产阶级共和制政体的形式，以后《宪法》只经过极少的改变，一直沿用到1940年法国败于希特勒德国时才失效。
在法国采用了共和制的《宪法》以后，共和党人与保皇党人之间的斗争仍旧持续了下来。
1876年3月，依照《宪法》所产生的参议院和众议院第一次举行会议。因为共和党人在众议院中占有大多数的议席，所以帕特里斯·麦克马洪总统就任命比较保守的共和党人朱尔·西蒙（Jules Simon）为内阁总理。不过，帕特里斯·麦克马洪本人是保皇党人，他一向对于任何共和党人都深恶痛绝，于是，在总统与众议院和内阁之间就发生了龃龉：1877年5月16日，帕特里斯·麦克马洪强迫朱尔·西蒙辞职，另外任命奥尔良派的保皇党人布罗伊公爵（Albert，4th duc de Broglie）为内阁总理。这件事遭到众议院强烈的反对，而帕特里斯·麦克马洪竟采取高压手段，下令解散那一届的众议院。但改选的结果，共和党人仍然在众议院中占有绝对的优势。在这种情形之下，正如共和党的代言人甘必大所说的那样，总统就只有“服从或辞职了”。1879年1月，帕特里斯·麦克马洪悻悻下野，共和党人儒勒·格雷维（François Paul Jules Grévy）当选为总统（图27-3）。这样，共和党人终于对保皇党人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图27-3　儒勒·格雷维
在儒勒·格雷维总统上台后，法国即最后确定以巴黎人民攻陷巴士底狱的纪念日（7月14日）作为国庆日，并以那引导着法国人民战斗的《马赛曲》作为国歌。1884年，法国更制定法案，禁止所有统治过法国的王朝继承人担任公职，于是共和制的政体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法国的共和党人在压倒了保皇党人以后，他们内部又分化为两个互相攻讦、互相倾轧的派别——温和派与激进派。温和派的代表人物是茹费里（Jules Ferry）和朱尔·梅利纳（Jules Méline）等，他们主张实行所谓“真正保守的自由主义”。激进派的代表人物是乔治·克列孟梭（Georges Clemenceau）和埃米尔·孔布（Émile Combes）等，他们自命为18世纪末叶资产阶级革命期间雅各宾派的继承人。不过在实际上，激进派与温和派只有五十步与百步之差，它们都是代表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各为一群不择手段的政客们为了争权夺利而组成的集团。在1879—1899年那20年间，法国政权大率是操控在温和派的共和党人手里。及至20世纪初期，激进派的共和党人才占了上风。
从19世纪末叶到20世纪初叶，法国发生了一系列巨大的政治风潮，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布朗热事件、巴拿马运河公司丑闻和德雷福斯事件。
在普法战争之后，法国有不少人对德国怀着复仇的情绪。而在共和制政体确立以后，那些残余的保皇党人、天主教的高级僧侣以及一部分军官也都感到不满。受到这种形势的鼓舞，野心勃勃而又毫无原则的布朗热（Georges Ernest Boulanger）将军便想重演拿破仑的故事，来发动政变以造成个人的军事独裁（图27-4）。1886年，由于乔治·克列孟梭的推荐，布朗热得以担任陆军部长的要职。他利用自己的职权作了一些军事上的改革，经常在群众大会上发表一些沽名钓誉的演说，并且主张以强硬的态度对付德国。一时布朗热成了法国复仇主义的象征，许多轻狂好战的人都认为他便是那可以使法国收复阿尔萨斯和洛林两省的将军。而俾斯麦又公开表示：如果布朗热继续担任法国陆军部长，那么德国与法国将不免出于一战。1887年5月，法国政府慑于俾斯麦的警告，乃将布朗热降职，调他去做外省驻军的司令。然而这种降职的处分，却使布朗热的威望陡然增加。恰巧此时儒勒·格雷维总统因为其女婿威尔逊（Daniel Wilson）的大贪污案而弄得身败名裂，被迫辞职，于是布朗热和他的党羽们就更加蠢蠢欲动，想来变更法国的政体。1889年1月，布朗热竞选众议员，结果在6个选区（其中包括巴黎市）中都获得胜利，眼看着他就要用兵力来夺取政权了。但在这紧要的关头，法国的民主力量团结在政府的周围，宣布布朗热有叛国罪，要将他逮捕审判。布朗热原是个胆怯的人，他仓皇逃亡到比利时的京城布鲁塞尔，这样，法国的共和制又转危为安。1891年9月，布朗热在他的情人墓前自杀，此后他的党羽们也就都销声匿迹了。

图27-4　讽刺布朗热的漫画
法国资产阶级政府的腐朽性，在巴拿马运河公司丑闻中完全暴露了出来。1881年，倡议开凿苏伊士运河而享有虚名的斐迪南·德·雷赛布又发起组织公司，准备在中美洲的巴拿马地峡凿一运河以沟通大西洋与太平洋。在开始时，此项计划得到社会人士热情的拥护，巴拿马运河公司的股票很快就销售完了。总计法国人在此项计划上所投的资金，为数达15亿法郎之巨。不过，公司的领导人只想以建造运河为名来发一笔大财，所以实际的工程进展得极为缓慢，后来竟停顿了。1889年2月，巴拿马运河公司倒闭，许多中小资产阶级投资者都为之破产。法国议会因迫于人民的舆情，乃检查巴拿马运河公司的业务。结果在调查和审讯过程中，发现有许多部长、参议员、众议员以及各大报纸的主笔都曾经接受过巴拿马运河公司的贿赂。于是，法国官场那丑恶的贪污腐化、假公济私、贿赂公行的黑幕就被揭开了。保皇党人趁势攻击共和政体，说那些贪污腐化是民主制所造成的。然而正如恩格斯在论巴拿马运河公司丑闻一文中所指出：贪污腐化并非资产阶级民主制所特有的现象，一切反动的统治集团也都是贪污腐化的。
紧接着布朗热事件和巴拿马运河公司丑闻之后，法国各阶层的人们又围绕着德雷福斯事件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德雷福斯事件的经过是这样的：1894年，法国情报机构查获了一批文件，发觉总参谋部中暗藏着叛国分子，盗窃军事情报供给德国驻巴黎的陆军武官。问题在于谁是出卖军事情报的叛国分子呢？总参谋部中的高级官员都具有反民主、反犹太人的情绪，乃将罪名硬加在一个犹太籍的见习员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上尉身上。尽管并没有最低限度的证据，军事法庭竟伤天害理，擅将德雷福斯判处终身徒刑，解往法属圭亚那的魔鬼岛服苦役（图27-5）。这样，德雷福斯沉冤莫白，而真正的罪犯却得以逍遥法外。然而，纸是包不住火的。及至1896年，新任的法国情报机构的首长乔治·皮卡尔（Georges Picquart）上校研究这个案件的案卷，发现了新的线索，证明德雷福斯是无辜的，而真正出卖军事情报的叛国分子是前任总参谋部的官员、一向声名狼藉的军人埃斯特哈齐（Ferdinand Walsin Esterhazy）。同时，德雷福斯的家族也搜集了铁案如山的证据，要求重审此案。德雷福斯事件引起社会人士极大的注意，所有进步的势力都同情德雷福斯，主张正义，而所有反动的势力都站在总参谋部方面说话，反对翻案。1898年1月13日，法国杰出的文学家左拉（Émile Zola）发表了致总统的公开信，题为《我控诉》，斥责总参谋部是“阴谋倾轧、朋比为奸、盗窃国家财产等肮脏行为的渊薮”。左拉用严峻的笔调写道：“德雷福斯，他是个遭受天主教反动势力迫害的牺牲者！这位不幸者的过错，只在于他是一个犹太人！呵，这是何等疯狂，何等愚蠢，何等荒唐的诬陷，何等下流的警察手段，何等卑劣的宗教裁判所和暴政的惯技啊！一小撮带着全肩章的军官，为了满足自己卑鄙的本能，不惜践踏自己的民族，在维护国家利益这种虚伪的、污蔑的借口下，窒息了本民族要求真理与正义的呼声！……决不能等待，必须行动起来！决不容许人权遭受到蛮横的蹂躏！我要把满腔热情贡献给为争取正义的胜利而作的斗争，我深信，真理一定胜利！”可是为了这正义的呼吁，左拉（图27-6）竟被判处一年徒刑，后来他逃亡到英国，才幸免于祸。德雷福斯事件拖延了12年，一直到1906年德雷福斯本人才得到昭雪。

图27-5　德雷福斯被革职并处终身流放

图27-6　左拉
在以上这一系列的政治风潮中，都体现着法国的进步势力与反动势力之间的尖锐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是：共和党人在政治上确立了优势，而保皇党人和天主教僧侣则相对地削弱了。



三、法国加紧掠夺殖民地，法俄同盟的成立，摩洛哥危机与法国的战争政策
法国原为最早从事于殖民地扩张的国家之一。可是，经过了18世纪中期的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和七年战争，法国原有的在北美洲和印度的殖民地多被英国抢走了，所剩下的仅有在西印度群岛中的几个小岛、南美洲圭亚那的一小片土地、非洲西岸的塞内加尔（Senegal）以及在印度的几个商站。拿破仑势力鼎盛之际，曾经一度梦想恢复法国的殖民地，但因他在海军力量上远逊于英国，结果就被迫放弃了此项计划，并于1803年将从西班牙手中夺回的路易斯安那出售给美国。后来在维也纳会议上，法国又将一部分的殖民地割让给英国。
在路易—菲利普的时代，法国把非洲北部的阿尔及利亚（Algeria）变为殖民地。接着在拿破仑三世的时代，法国又将侵略的触角指向当时是中国属邦的越南，并且派兵侵入中美洲的墨西哥。不过，法国的侵略军在墨西哥遭受到可笑的失败，它那企图在西半球建立帝国的梦想就最后破灭了。
法国的国势在普法战争后已经一落千丈，然而它的统治集团对于殖民地人民的掠夺却反而加强了。在19世纪最后20年中，由于垄断资本的发展，法国又疯狂地向海外扩张殖民地，重新成为拥有广大殖民地的帝国主义国家。
1881年4月，在狂热的殖民主义者茹费里执政期间，法国以阿尔及利亚与突尼斯（Tunisia）之间的边境冲突为借口，派遣海陆军侵入突尼斯。同年5月，法国强迫突尼斯签订《巴尔杜条约》（Treaty of Bardo），将之变为保护国。突尼斯原为古代迦太基的遗址，于7世纪后半期为阿拉伯人所征服，以后又成为土耳其帝国的属邦。当法国兼并突尼斯时，土耳其帝国、意大利和英国都曾经表示反对，只有德国因为要转移法国想收回阿尔萨斯和洛林两省的视线，暗中予以支持。突尼斯的居民大部分都是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他们曾经前仆后继地对法国殖民者掀起了正义的抗争。1956年3月20日，突尼斯挣脱了法国的统治而独立。
早在1862年，法国就派遣军队侵入越南的南圻。它完全无视当时中国在越南的宗主权，强迫越南订立《西贡条约》，割取包括西贡在内的3省之地。1873年，法国海军军官、探险家安邺（Francis Garnier）领兵攻占河内，但受到以刘永福为首的太平天国余部黑旗军英勇的反击，结果安邺兵败身死（图27-7）。1882年，法国海军将领李威利（Henri Riviere）再度侵入河内，而他也同样被黑旗军所击杀。黑旗军迭次阻遏法国侵略者的凶锋，充分显示了人民武装的力量。不过在1883年8月，法国又强迫越南订立《顺化条约》，将越南变为其保护国。接着，中国为了维护在越南的宗主权而与法国进行了两年的战争。尽管中国军民在那次战争中表现了高度的爱国热忱，冯子材等所统率的健儿在谅山大败法军，但昏庸颟顸的清政府却屈辱言和，于1885年6月与法国签订《中法新约》，承认法国占有越南。在那以后的60年中，越南在法国的铁蹄之下遭受着剥削和凌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越南又遭受到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蹂躏。越南人民在印度支那共产党（即现今越南劳动党的前身）和胡志明主席的领导下，经过了极艰苦的奋斗，终于在1945年9月2日宣布独立，成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

图27-7　1866年6月，安邺以副队长之职参加探险队，从西贡出发，溯湄公河北上进行考察，图中安邺（右一）在吴哥窟
在瓜分非洲的活动中，法国尤其贪得无厌。19世纪末叶，法国又先后掠夺了非洲广袤的撒哈拉（Sahara）地区、索马利兰（Somaliland）的一部分、刚果的一部分以及几内亚（Guinea）和象牙海岸等地。1896年，法国正式合并了位于非洲东岸的大岛马达加斯加（Madagascar）。
法国所掠夺到的殖民地面积仅次于英国，它是世界上第二个最大的殖民帝国主义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法属殖民地的面积约为法国本土面积的14倍。那些殖民地共拥有居民5600万人，约为法国本国人口的一倍半。
普法战争在法国和德国之间留下了难以消解的仇恨。法国统治集团时时都在准备对德国掀起复仇的战争，以求收复阿尔萨斯和洛林两省。为达到这一目的，法国则必须仰赖于沙皇俄国的军事力量。马克思在1871年早就指出：德国的侵略政策，势必要使法国投入沙皇俄国的怀抱。以后欧洲国际局势的发展，完全证实了马克思这一预言的正确性。
在德、奥、意三国同盟形成以后，法国和俄国都感到孤立的危险，觉得它们之间有缔结同盟的必要。早在1890年之际，两国的总参谋部和外交人员就开始商谈，以求达成共同的谅解，当任何一方受到他国的攻击时即以兵力互相援助。1891年7月，法国舰队访问俄国圣彼得堡附近的海军基地喀琅施塔得，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亲自登舰表示欢迎。同时，法国又以巨额的款项贷与俄国，并且以比较精良的枪炮来武装俄国的部队，于是两国之间的关系就日益亲密了。1892年8月18日，法国与俄国缔结军事同盟。盟约的要点是：（1）如果法国受到德国的攻击，或受到意大利的攻击而德国从中支持意大利，俄国则以其全部可用的军事力量对德国作战。如果俄国受到德国的攻击，或受到奥地利的攻击而德国从中支持奥地利，法国则也以全部可用的军事力量对德国作战。（2）如果三国同盟动员武力，或任何一个属于三国同盟的国家动员武力，一旦法国和俄国接获情报，即无须再经协议，立即同时动员全部军事力量，输送到尽可能接近边界的地区。（3）两国用以对付德国作战的兵力，在法国方面至少为130万人，在俄国方面至少为70万—80万人。两国兵力务须在步调和速度上协同一致，使德国不得不同时在东线和西线两面作战……1894年1月4日，法国与俄国之间的军事同盟条约正式生效。于是在欧洲就形成了两个敌对的帝国主义的武装集团：一方面是德、奥、意三国同盟；另一方面是法俄同盟。而到后来，法俄同盟又借1904年的英法协约和1907年的英俄协约，扩大为英、法、俄三国协约。
在三国同盟中，意大利原只是一个配角。法国看清了这一点，所以设法来拆散它。1900年，法国与意大利订立协定，其中主要的条款是：法国承认意大利在非洲北部的黎波里（Tripoli）和昔兰尼加（Cyrenaica）有自由行动之权，意大利则承认法国占有突尼斯，并支持法国对摩洛哥的要求。1902年，法国又进一步与意大利签订密约，规定：如果有一方受到第三国的攻击，或者有一方由于受到直接的挑衅、为了国家的荣誉和安全而不得不首先宣战，那么，另一方须保持中立。这样，意大利实际上就从三国同盟中游离出来了。不过，法国政界的人士也知道：一旦战争爆发，三国同盟和三国协约都不能指望意大利会忠于条约的义务。意大利起初会保持中立，而以后就会参加到那将要获得胜利的一边作战。
在20世纪初期，法国与德国之间的冲突愈来愈尖锐了，这表现在两次摩洛哥危机上。
在1904年的《英法协约》中，规定英国将支持法国在摩洛哥的行动，而法国则支持英国在埃及的行动。德国为了试探《英法协约》的力量究竟如何，乃决定在摩洛哥方面寻衅。1905年3月底，在德意志帝国宰相伯恩哈德·冯·比洛（Bernhard von Bülow）的极力怂恿之下（图27-8），德皇威廉二世游弋地中海，在摩洛哥的港口丹吉尔登陆，拜会摩洛哥的苏丹。威廉二世表示非常关心摩洛哥的幸福和繁荣。他宣称他把摩洛哥的苏丹当作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的统治者。“在‘苏丹’的主权之下，自由的摩洛哥应当对一切国家开放，任其和平竞争，而不应当有什么垄断或排他性的独占”。说得明白一点，便是德国要求利益均沾，反对法国独占摩洛哥。这样，第一次摩洛哥危机便发生了，法德之间的关系一度紧张达于极点。当时法国因为它的同盟者沙皇俄国正困于日俄战争，而它也还不能指望一定会得到英国的军事援助，所以就不得不接受德国的主张，同意召集国际会议来解决在摩洛哥的争端。在1906年1—4月，世界有关各国的代表集议于直布罗陀附近、西班牙的阿尔赫西拉斯城（Algeciras）。在会议的进程中，法国的侵略计划不仅受到俄国、英国和美国的支持，而且也受到意大利的支持，而站在德国方面的则仅有奥匈帝国。结果阿尔赫西拉斯会议订立协定：（1）维持摩洛哥的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使各国在那里享有同等的贸易权；（2）将摩洛哥的警政置于法国和西班牙的管辖之下；（3）组织国际银行来监督摩洛哥的财政；这国际银行的资金大部分应由法国投资。阿尔赫西拉斯会议并没有能解决在摩洛哥的争端，只是把危机暂时地展缓下去罢了。

图27-8　德意志帝国宰相伯恩哈德·冯·比洛
5年之后，第二次摩洛哥危机又起。原因是：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活动，其中尤其是法国的殖民活动，激起了摩洛哥人民正义的反抗。1911年5月，法国以绥靖暴乱为名，出兵占领了摩洛哥的京城非斯（Fès），试图将摩洛哥变为其保护国。这时德国看得眼红，乃趁机进行政治讹诈。同年7月1日，德国派遣炮舰豹号（Panther）驶进摩洛哥在大西洋岸的港口阿加迪尔（Agadir），张牙舞爪，进行恫吓。法国与德国进行谈判，问德国究竟需要多少补偿，才可以将炮舰撤离阿加迪尔，并维护法国在摩洛哥自由行动。德国起初并不提出自己的要求，反而问法国到底肯出怎样的代价。嗣后经过再三的折冲，德国表示希望能得到全部的法属刚果，作为放弃在摩洛哥的权益的补偿。法国认为德国是借端勒索，断然予以拒绝。这样，两国均积极备战，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在这紧要的关头，英国出面干涉了。同年7月21日，英国内阁的阁员劳合·乔治在伦敦银行家的晚餐会上发表演说。他用明白的、肯定的语气暗示：如果德国坚持对法国的要求而酿成战争，那么英国是一定会站在法国方面作战的。在英国和法国的联合势力之前，德国才稍稍有所戒惧。同年11月4日，法国与德国订立协议，其中规定：德国承认法国在摩洛哥有自由行动之权，甚至不反对法国将摩洛哥收为保护国，而法国则将法属刚果毗连德属喀麦隆的1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割让给德国。
经过这两次摩洛哥危机，欧洲两个敌对的帝国主义集团确实已处在战争的边缘上，战争的爆发只是时间问题了。1913年，法国金融资本家的宠儿、复仇主义者雷蒙·普恩加莱（Raymond Poincaré）当选为总统（图27-9），他加速把法国推向战争。

图27-9　雷蒙·普恩加莱
摩洛哥于1912年被法国和西班牙瓜分。1956年3月2日，法属摩洛哥获得了独立。



四、法国的工人运动
在巴黎公社的革命斗争中，法国工人阶级所受的损失异常惨重。无产阶级的斗士们在掩埋了同志们的尸体、揩干了自己身上的血迹以后，便又以百倍亢奋的心情走上了战斗的行列。
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帮助廓清了过去在法国工人运动中占有优势的各种非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蒲鲁东主义、巴枯宁主义、布朗基主义）的思想影响，从而也就替科学共产主义的传播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在将马克思主义与法国的工人运动相结合，从而建立法国的无产阶级政党这一艰巨工作中，朱尔斯·盖德（Jules Guesde）和保罗·拉法格（Paul Lafargue）起了显著的作用。
盖德生于1845年，卒于1922年，他是一位永不休止的革命斗士。早在拿破仑三世的时代，盖德就成了共和党人反对帝制的喉舌。巴黎公社失败后，他因其激进的思想遭到反动政府的迫害，流亡到瑞士，参加了第一国际。盖德原先曾倾向于巴枯宁派的无政府主义，但后来批判了自己的错误，在一系列的问题上接受了科学的共产主义。此外，盖德又嗜读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作品。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启蒙小说《怎么办？》对于他革命人生观的形成颇有影响。1876年，盖德回到法国。次年，他创办《平等报》，将科学共产主义传播到工人群众中去。盖德所进行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为法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准备了必要的前提。然而我们也必须指出：盖德并不是一个完美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他的思想意识中还残留着许多不纯洁的、错误的观点。
拉法格生于1842年，卒于1911年，他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友和学生，是马克思的女婿。拉法格学问渊博，著述丰富，列宁曾称他为马克思主义思想之最有才能的和最深刻的传播者之一。不过我们也应当知道：拉法格犯有教条主义的毛病，他在许多重要的理论问题上生搬硬套，得出了不正确的结论，有时竟陷入形而上学机械唯物主义的泥淖。
1879年10月，在盖德（图27-10）和拉法格的领导下，法国各地工人团体的代表集议于马赛，决定成立法国工人党，那是法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法国工人党的成立抱着极大的希望。那党纲的理论部分便是由马克思亲自口授的。关于这件事，恩格斯记载道：“……当必须拟定法国工人党的党纲草案时，盖德跑到我这里来。马克思当时就在我房里，当着我和拉法格的面，向他口授党纲的理论部分：工人只有当他占有了自己的生产资料的时候才是自由的；占有的方式可以是个人的，也可以是集体的；个人的占有方式正在被经济的发展所消灭！而且将消灭得愈来愈厉害；所以只剩下集体的占有可能了，如此等等。这是一篇令人信服的精确论证的典范，扼要而且通俗，我很少见过可以与它匹敌的东西，而这样精确的表述使我自己也感到惊讶。后来，我们就讨论党纲究竟应该包括哪些内容；我们添进了一些东西，也去掉了一些东西。但是，盖德却远非马克思的传声筒，这可以从下面这事实中看出：他坚持要把他那关于最低工资的荒唐要求加进去……”（《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351页）

图27-10　朱尔斯·盖德
与其他国家的情形一样，在法国工人运动中也存在着革命派与机会主义派这两种不同倾向的斗争。在法国工人党中，基本上可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盖德派尚系少数，其余大部分都是以保罗·布鲁斯和贝诺特·马隆（Benoit Malon）为首的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布鲁斯和马隆都反对阶级斗争，只想在可能的范围以内进行一点一滴的改良，所以盖德派就嘲谑地称他们为可能派（Possibilists）。恩格斯指出：法国的可能派实为“激进资产阶级政党的尾巴”。他们与英国费边社的人士如出一辙，同样是用阶级调和的说教来削弱工人群众的斗争情绪。革命派与机会主义派不能长期共存，1882年，盖德派与可能派决裂。盖德派仍旧沿用法国工人党的名称，而可能派则另外组成法国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党。
1889年7月14日，即巴黎人民攻陷巴士底狱100周年纪念日，法国工人运动的领袖们发起在巴黎举行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重新建立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结果就产生了历史上所称的第二国际。
法国工人阶级具有悠久的、光荣的革命传统。然而，盖德派却在一系列的政治事件中犯了宗派主义的错误。例如，当布朗热将军企图推翻共和制而建立个人的军事独裁时，盖德派竟主张在布朗热主义者和共和党人之间保持中立，硬说“在鼠疫和霍乱之间没有选择的余地，这也不好，那也不好”。殊不知如果布朗热政变成功，马上就会成为法国对德国进行复仇战争的信号，那对于劳动人民是极端有害的。又如，在德雷福斯事件发生时，盖德派竟认为德雷福斯出身于资产阶级而不予以应有的支持。由于宗派主义作祟，盖德派就不能及时地发动广大群众进行斗争。
在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期，让·饶勒斯（Jean Jaurès）在法国工人群众中享有甚高的声誉。让·饶勒斯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曾经在高等学校中讲授过历史和哲学，著有《社会主义法国革命史》。他原先属于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后来则转而信仰社会主义。不过，虽然让·饶勒斯是一个热情充沛的革命家，但他却没有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在他的思想意识中，始终掺杂着许多小资产阶级的幻想。1904年，让·饶勒斯创办《人道报》（L'Humanité）并自任编辑，在法国舆论界起了号角的作用。之后，《人道报》成了法国共产党的中央机关报。
在1893年的法国大选中，法国工人党在众议院中获得了12名议席，其他各派的社会主义政党也获得了同样多的议席。工人阶级在法国政治上的作用日益显著，于是就有一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想借工人运动为踏脚石，以便爬上政治舞台。这时，律师出身的亚历山大·米勒兰（Alexandre Millerand）和阿里斯蒂德·白里安（Aristide Briand）都以“社会主义者”的面貌加入到工人的队伍中来，他们篡夺了法国工人运动的领导权，把它误引到机会主义的道路上去了。
1899年，亚历山大·米勒兰应邀参加资产阶级的政客皮埃尔·瓦尔德克卢梭（Pierre Waldeck-Rousseau）所组织的混合内阁，担任工商部部长。这件事在法国工人团体乃至第二国际中都引起激烈的争论：究竟一个社会主义者应该不应该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工作呢？盖德派反对亚历山大·米勒兰入阁，而让·饶勒斯派却为之辩护，说那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合作”。问题在于：亚历山大·米勒兰是在国内缺乏革命形势的条件下参加资产阶级政府，这就直接背叛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他在工商部部长的任期内一贯以小恩小惠的社会立法来麻痹工人阶级的斗争意识，实际上只是把德国伯恩施坦的主张付诸实施而已。列宁说道：“亚历山大·米勒兰作出了实行……伯恩施坦主义的灿烂榜样……”（《列宁文选》两卷集，第一卷，第181-182页）
1905年，法国各派的社会主义者团体联合组成统一社会党，领导人就是让·饶勒斯（图27-11）。在1910年的法国大选中，统一社会党有76名代表被选进了众议院，而在1914年，它在众议院中的议席则增加到101名。不过，法国的统一社会党却是一个被机会主义所浸染着的政党，它比德国的社会民主党更为软弱。

图27-11　让·饶勒斯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法国工人阶级缺少一个像俄国布尔什维克党那样的政党。直到1920年，法国工人阶级中的先进分子才建立了共产党。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共产党曾一度成为法国最大的政党。



第二十八章　1865—1914年的美国
一、南北战争后美国经济的蓬勃发展
南北战争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个关键，它在本质上是一次规模极大而又影响极远的资产阶级民主性的革命。在那次战争中，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最后战胜了半封建的、以黑奴劳动为基础的种植园经济。北方的胜利保证了国内市场的统一；黑奴的解放即意味着雇佣劳工制的扩大；而宅地法的实施，则把美国的农业纳入于资本主义发展的轨道。在这以后，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便以惊人的速度向前跃进了。
不过，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蓬勃发展也不是一蹴而就的。紧接着南北战争之后，美国经过了一个艰苦的、复杂的、带有改造性质的重建时期。5年酷烈的战争，遗留下深痛的创伤。当时在南方各州，东起弗吉尼亚，西至得克萨斯，到处疮痍满目：战场上的血迹犹新，白骨未收，广大的农田多已荒芜；许多城市已经成了废墟；铁路和桥梁也多已倾圮不堪。随着美利坚联盟国政府的覆亡，它过去所发行的纸币和公债都成了废纸。旧的种植园经济被破坏了，但新的生产秩序还没有建立起来。关于当时南方各州那种荒凉的景象，我们可以从当时的一句谚语中来想象：“甚至连乌鸦飞到佐治亚州，它也必须自己携带口粮。”
美国必须重新建设。然而怎样进行重建工作呢？在这问题上，美国存在着激进民主派与反动派之间的斗争：一方面，美国的工人、自由农民以及各式各样的中小资产阶级要求用民主的方式来进行重建工作，他们主张没收南方各州种植园主的财产并剥夺其政治权利，使黑人获得真正的解放，在政治和社会上与白人处于平等的地位。另一方面，美国的大资本家却只是要求扩大其本身的统治权力，他们主张在适当地击败了南方的种植园主以后就立即与之妥协，转过来合力镇压劳动人民。在南北战争期间，这两种倾向之间的斗争就已经很激烈了。不过，当时林肯总统在人民群众的推动下尚能执行中间偏左的路线，采取了一系列具有革命意义的重大措施。及至林肯遇刺殒命，大资产阶级就乘机篡夺了政权，肆无忌惮地执行反动政策了。
南北战争之后，南方各州过去的种植园主大都依然是农庄上的主人，大土地所有制仍旧原封不动。黑人在名义上是成为自由民，然而，他们却贫无立锥之地，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只是怀着惆怅的心情指望着未来。黑人要求每一家“能有40英亩的土地和一头耕驴”，使他们可以用自己的劳动来养活自己。然而，这一项愿望却没有能够完现，因为资产阶级根本就不想让黑人获得真正的自由。结果那些饥寒交迫的黑人走投无路，便又回到旧日的主人那里去租耕土地，以半奴隶的身份充当佃农。南方各州的黑奴制虽然已经被取消，但是，代之而起的租佃制还保留着黑奴制的残余。列宁曾经指出：美国南方各州的佃农“远不是在欧洲的、文明的、现代资本主义意义上的租佃者。我们所看到的，主要是半封建的或者（在经济关系上也是一样）以收获物缴纳地租的半奴隶的佃农。”（《列宁全集》第二十二卷，第13页）
19世纪70年代，美国已经从南北战争的创伤中恢复过来，开始了资本主义大工业蓬勃发展的时期。在19世纪之末和20世纪之初，按照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发展速率说来，美国的经济发展确实突飞猛进，一日千里。美国的资本主义经济之所以发展得那样迅速，是因为以下的几个因素：
第一，美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是在国家没有外患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美国濒临太平洋和大西洋两个大洋，北部毗邻加拿大，南方接壤墨西哥。加拿大和墨西哥两国都构不成对美国的威胁。独立战争之后，除了1812年的对英战争以外，美国就不曾遇到过任何外来的威胁，而总是它对其他的国家进行掠夺……这一切有助于美国的迅速发展。
第二，美国拥有广大的内地和丰富的天然资源。美国境内绝大部分的地区都适宜于农业，而且煤、铁、铜、石油、森林、水力等天然资源的蕴藏量都非常大。1862年所公布的《宅地法》进一步鼓励了西进运动，这时随着人口的西移和横贯大陆的大铁路的建筑，美国西部的边地日益得到了开发。然而我们必须明白：美国边地的开发是一部血泪史，那是以虐杀和绝灭印第安人的方法来实现的。在18世纪末期，居住在美国西部的印第安人尚约有250万人。而依据1950年的统计，美国西部的印第安人为数已不足30万，并且这个数目还在继续下降之中。
第三，美国把整个西半球都视为其势力范围，它从中南美各国以及世界其他各地榨取了超额利润，投入它本国的工业中。在1898年美西战争以后，美国更成了一个拥有殖民地的帝国主义国家。
第四，美国具有广大的投资市场，它吸收了英法等国的过剩资本以加速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进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一直是一个资本输入多于资本输出的国家。
第五，各国的劳动人民不断地移入美国，给美国增加了最宝贵的劳动力。美国的人口，在1860年约为3140万，到了1900年则增加到7610万，即在40年内增加了两倍半。人口的激增，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工业化促进了原有人口的繁殖；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世界各地移民继续不断地涌入。从1871年至1907年，从欧洲和亚洲迁往美国的移民共达1800万人，而其中绝大多数是农民和雇佣劳动者。列宁说道：“美国日益迅速地向前进展，它从全世界取得了最富于活力的、最能劳动的工业人口。”
由于以上这些原因，在19世纪90年代，美国在经济发展上就远远地超过了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而列于全世界第一位。列宁曾经指出：“在19世纪之末和20世纪之初，无论在资本主义发展的速度方面，或在资本主义发展所已经达到的极高的程度方面……美国在全世界都没有堪与它相匹敌的竞争者。”（《列宁全集》第二十二卷，第5页）
由于耕地面积的扩大和先进农业技术的采用，在1880—1900年这20年中，美国的粮食产量增加了4倍，棉花产量也增加了约近2倍。美国成了以粮食向欧洲倾销的谷仓，它在谷物输出方面超过了俄国。
1900年，美国的钢铁产量已超过2400万吨。同年，美国的煤产量已达2.4亿多吨。
1894年，美国的工业生产品已比英国多出两倍，约等于西欧各国工业生产品总和的一半。而到了20世纪初期，美国工业品的产量至少当占全世界工业品总产量的1/3。
美国铁路的长度，在1860年为3万英里，在1900年已接近19万英里，超过了西欧各国铁路长度的总和。而到了20世纪初期，美国铁路的长度则达24万英里。
生产集中和资本集中的过程，在美国进行得尤其迅速。在19世纪70年代，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带有高度垄断的性质。1870年，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John D．Rockefeller）开始创立炼制石油的托拉斯（图28-1）。在10年之内，他竟控制着美国石油业的90％，并且拥有银行、矿山、铁路、仓库、船坞和海舶。而到后来，洛克菲勒财团则成了一个无形的帝国，它的势力侵入到全世界每一个角落。1873年，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创立钢铁业的托拉斯，他后来把美国大部分的钢铁业都垄断在自己手中，并且控制着许多矿区和铁路网。在1880年左右，发明家托马斯·爱迪生（Thomas Edison）（图28-2）与大银行家约翰·皮尔蓬·摩根（J．P．Morgan）合作，创立爱迪生电力公司，以后这公司又于1892年扩充为通用电力公司。与此同时，乔治·威斯汀豪斯（George Westinghouse）也创立了规模巨大的电器制造公司。这两家公司订立协定，垄断着全美国的电器制造业和电力供应。此外，美国在采煤业、炼钢业、玻璃业和制糖业方面都出现了垄断性的组织。1901年，约翰·皮尔蓬·摩根组织了第一家拥有资金10亿美元的大托拉斯。

图28-1　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

图28-2　托马斯·爱迪生
当这些垄断性的托拉斯兴起时，美国政府表示要用立法手段来限制垄断资本的发展，以保障小企业主的利益。1887年，美国政府制定了《州际商业法》（Interstate Commerce Act）；1890年，它又制定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Sherman Antitrust Act）。然而，美国政府实际上是保护托拉斯的，那两个法案根本就没有发生过正面的作用。像洪荒时代的恐龙吞食地面上的小生物一样，大企业以极大的优势扫灭着中小企业。随着垄断资本的胜利进军，美国无数的小企业主破产了，人民群众的生活也愈来愈痛苦。
1902年，美国共有约800个托拉斯垄断组织，其中还不包括铁路交通方面的托拉斯在内。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生产集中和资本集中上曾经达到像美国这样高的程度。在美国的任何一个工业部门，托拉斯或其他的垄断组织所控制的生产额常达50％—90％。列宁指出：美国是托拉斯的典型国家。“美国的‘托拉斯’，是帝国主义经济或垄断资本主义之最高的表现。”（《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第32页）
在美国，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的结合是通过各种不同的道路来实现的。银行投资于工业，工业资本又转化为银行资本，形成这两者之间的密切结合的罗网。美国有9家最大的银行，其资本总额共达25亿美元以上，它们控制着美国各项主要的企业。而在那9家银行里面，摩根（图28-3）财团和洛克菲勒财团尤其居于支配的地位。一小撮金融寡头成为无冕之王，他们掌握着一切，垄断着一切，支配着一切。

图28-3　约翰·皮尔蓬·摩根
随着垄断资本的发展，美国的政治就成了金融寡头的政治。1895年，美国各地的大资本家联合组成全国制造商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rs）。从其成立的第一天起，这个组织就是美国的太上政府，它主宰着华盛顿官署一切重要的施政方针。



二、美国的两党政治，美国黑人继续受压迫的情况
在南北战争之后，美国由共和党与民主党交替执政。总统、各州州长、参议员、众议员以及各州立法机关的议员，都是由那两个政党用包办的方式选出的。
最初，共和党与民主党还略有差异。粗略地说来，共和党大致上代表北方工业资本家和银行家的利益，而民主党大致上代表南方资本家、大农场主和富农的利益。不过，后来由于垄断资本的发展，并慑于工人运动的高涨，那两个政党之间的本质差异就逐渐缩小。到了19世纪末期，共和党与民主党都成了垄断资本家钳制人民群众的工具，它们在实质上大同小异，只是互相竞赛着看谁能为自己的主子服务得更好。共和党与民主党都没有什么固定的政治纲领，它们各自是一伙资产阶级的政客和走卒们争权夺利的组合。共和党与民主党都是空瓶子，可以装酒，也可以装水。它们的政纲都是随着竞选的需要而临时提出的，但在上台之后又往往自食其言，与自己所宣布的政纲背道而驰。
与英国的两党政治一样，美国的两党政治在本质上也就是金融寡头用两手交替的方式来掌握政权，并且借这种走马灯的幻术，来阻遏那真正代表人民群众的民主政党的兴起。恩格斯在1891年写道：美国的“……两大政党一起一伏，轮流执掌政权，而接替另一党执政的政党，也还是那群人在统治。他们在政治上做自私自利的勾当，在联邦立法会议和各州立法会议的代表议席上进行投机，或者是靠替本党进行宣传过活，在本党胜利以后，得到高官厚禄……”恩格斯又指出：“……我们看到那里有两大帮政治投机家，他们输流把政权攫到手里，并且用最龌龊的方法，为最龌龊的目的，滥用国家职权……这批政客仿佛是在为国家服务，实行上是在统治国家和掠夺国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第二分册，第93页）
关于美国两党政治的实质，列宁曾写道：“在解放黑奴以后，这党和那党之间的差异，已经越来越少。两党所进行的斗争，主要是为海关税率高一些或低一些的问题。这种斗争对于人民群众并没有任何重大的意义。他们借两个资产阶级政党之间那种热闹的但却没有内容的斗争来欺骗人民，转移他们对切身利益的注意。”（《列宁全集》第十八卷，第373-374页）
美国的政治是商业化了的政治。恩格斯写道：美国人“早就向欧洲证明：资产阶级的共和国乃是一种资本主义商人的共和国。在这里，政治也像其他各种商业一样，乃是一种将本图利的勾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九卷，第179页）美国的政治是分赃政治（spoils system）。每一次大选之后，得胜的政党就按功论赏，把出力最多的人安插在最有利可图的职位上。欺诈、贿赂、引用私人等都是美国政治生活中的传统特色。
在垄断资本兴起之后，美国的国家机构就愈来愈露骨地专为垄断资本的利益服务了。关于这一点，甚至连出身于美国阀阅之家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也深恶痛绝。亨利·亚当斯写道：“证券交易所证明它本身就是一个赌徒们投机倒把的场所，就是一座盗贼们的魔窟。我们那些大企业公司的巨头们在密室中磋商，董事们在阴谋吞吃股东们的资本。法律成了一种万灵丹，它总是被利用着来为罪恶的目的服务。法官的尊严，掩盖不了他那种党派的偏私之心。立法机关大厅变成了市场，在那儿，人们嚷着争论选票的价钱。制定法律成了一种买卖的勾当，营私舞弊，贿赂公行。而当所有这一切的罪恶在进行时，下层人民群众的舆论竟无由上达，或者根本被置之不理。”
在1865—1914年这49年间，共和党在美国执政的时期达40年，而民主党执政的时期则仅有9年。从林肯逝世起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止，美国历任总统的姓名、党派和任期如下：
安德鲁·约翰逊（Andrew Johnson），共和党，任期为1865—1869年。
尤利西斯·辛普森·格兰特（Ulysses S．Grant），共和党，两任，1869—1877年。
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Rutherford B．Hayes），共和党，任期为1877—1881年。
詹姆斯·艾伯拉姆·加菲尔德（James A．Garfield），共和党，1880年当选，在职仅6个月，遇刺身死，由副总统阿瑟继任。
切斯特·艾伦·阿瑟（Chester A．Arthur），共和党，任期为1881—1885年。
格罗弗·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民主党，两任，第一任为1885—1889年，第二任为1893—1897年。
本杰明·哈里森（Benjamin Harrison），共和党，任期为1889—1893年。
威廉·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共和党，任期为1897—1901年。
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共和党，两任，1901—1909年。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共和党，任期为1909—1913年。
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民主党，两任，1913—1921年（图28-4）。

图28-4　伍德罗·威尔逊
美国政治上最显著的恶行，即为对于黑人所施的压迫和凌辱。本来，在林肯总统宣布解放黑奴之后，美国国会于1865年制定了宪法第十三修正案。最后地、肯定地废除了奴隶制。1868年，美国国会在宪法中增入第十四修正案，正式承认居住在美国的黑人为美国公民。1870年，美国国会又制定了宪法第十五修正案，规定：“美国公民的投票权，不得因其人种、肤色或先前的奴隶地位而遭受到联邦政府或任何一个州政府的剥夺或限制。国会有权制定适当的法案，以保证此项条文的实施。”然而，美国宪法中的这3条修正案都还是纸面上的条款。在南北战争结束之际，黑人曾经与白种人中的进步分子通力合作，一度在南方各州建立起比较民主的政体。但接着不久，白种人中的反动分子即完全漠视宪法的规定，他们疯狂地反攻倒算，用血腥屠杀来摧毁南方的民主，以图恢复过去的种植园奴隶主在政治上的统治地位。
从1868年起，美国南方各地就存在着一种由白种人中的反动分子所组成的、军事性的恐怖团体，那便是“三K党”。“三K党”的全名是“Ku Klux Klan”，原意为“同血族同思想的人的结合”。不过，它不仅迫害黑人，而且也迫害白种人中的进步分子。“三K党”的暴徒经常于夜间出动，他们携带武器，全身蒙罩白色长袍，擎着燃烧的十字架，到处杀戮焚烧，像“死神”一样威胁和平居民的生命。
由于“三K党”和其他反动分子的迫害，美国黑人根本就无法行使其在宪法上所取得的政治权利。阿拉巴马州的黑人在1874年曾经向总统和国会提出一项《备忘录》，其中写道：“作为一个种族、作为合法的公民说来，我们在本州从来没有享受到我们那政治上的和民事上的权利；只有个别的人在个别的地区内曾经享受到一些部分的、不完全的权利，那算是例外。自从我们获得选举权以来，在本州绝大部分的地区，我们在选举中的投票权是被剥夺了的，被缩小了的，被弄得困难重重，行使起来就有危险。我们的那些政治上的敌人所用来破坏或损害宪法权利的伎俩是层出不穷的，但主要是用暴力，其方式有暗杀、私刑、恐吓、恶毒无聊的迫害和逮捕，以及解雇或威胁着要解雇我们的职业并退租土地，等等，而我们之中有许多人因为陷于贫苦的深渊，对于解雇职业和退租土地的事也是不能不加以顾虑的……”“我们所摆在您面前的申诉和案情，简单地说来就是这个问题：究竟我们在宪法上被赋予的公民权是真实的，抑或是虚假的？是作为一种保障和福利，抑或是作为一种危险和灾难？究竟我们是在事实上成了自由人，抑或仅仅在名义上成了自由人？究竟最近宪法中的几条修正案是要付诸实施，抑或毫无意义，仅仅作为‘法律书上的具文’而已？……”（阿巴塞克：《美国黑人史资料》，1951年纽约英文版，第600—604页）
在美国的许多地区，法律被视为虚设，行政均为恶徒所控制。新奥尔良城及其附近地区的黑人曾经在1888年宣言：“……在本州的许多地区都存在着一种恐怖的统治。法律被束之高阁，不发生效力，而从州长起直至下级员司，各级的政府官吏都不设法对人民的生命财产加以保护，以防御那些白种人的武装团体的侵害。那些白种人的武装团体滥杀无辜的人民，并且无恶不作。他们那野蛮残暴的程度，即使在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也罕见其匹。”“在过去的12年中，我们的政治权利已经被剥夺净尽，丝毫无存了。有许多地区都否认我们的政治权利，不让我们投票选举那由我们所择定的政党和候选人，本州的报纸、教堂、商业团体以及行政当局，对于这一切的罪行都公开地或默然地予以赞许。在那些方式以外，他们似乎还有一个掩藏着的恶毒的诡计，要使本州的黑人陷入到那万劫不复的农奴和奴仆的状态中去。”（同前书，第741-743页）
从以上所引的阿拉巴马州和新奥尔良城的黑人的呼吁中，我们就可以想见南北战争后美国黑人继续受压迫、受凌辱的情况。



三、美国的工人运动
在19世纪中期，美国工人就作为一个自觉的阶级而存在了。在南北战争期间，工人阶级曾经积极地站在林肯所领导的联邦政府方面，与南方的种植园奴隶主作殊死的斗争。当时在联邦政府的军队中，来自工人群众的士兵约占总数的42％左右。北方之所以能够战胜南方，主要是因为工人阶级和自由农民的力量。美国历史学家方纳（D．S．Foner）在其所著的《美国工人运动史》中写道：“在那组织起来以反对奴隶制扩张的大联盟中，劳工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并且在某些方面甚至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不过，尽管美国的南北战争曾经向欧洲各国的工人阶级敲起了警钟，美国工人阶级本身在政治觉悟、组织力量和斗争的坚决性等方面却还是不够的。下列的几个原因，暂时地影响到美国工人运动正常的发展：
第一，从最初开国的时候起直至19世纪末期，美国西部都存在着广大的自由土地。在那段时期内，美国工人可以抛弃雇佣劳动者的地位，冒险到西部自由土地上开垦，由无产者变为小私有者。那时美国的劳动市场上经常感到人力的缺乏，所以那时美国工人的生活就比欧洲各国工人的生活要优裕些。这种情况，暂时地阻遏着美国工人群众阶级意识的成长。但到了1893年左右，美国西部的自由土地最后绝迹，这种情况就根本改变了。
第二，美国的工人来自世界各地，而且其中经常有一部分是新到的移民。于是，资本家就利用工人群众中那些民族、国籍和语言上的歧异，来分化他们之间的团结。关于这一点，恩格斯在给美国社会主义者斯留特的一封信里写道：“……移民们有民族的区别，在大多数的情形下，他们彼此之间言语不通，同时他们也不懂本地语言。而你们的资产阶级则比奥地利政府更善于挑唆这一民族去仇视另一民族：犹太人、意大利人、捷克人等去仇视德国人、爱尔兰人等。因此，我想在纽约所存在的工人生活上的差别，是在其他国家中所不能想象的。”（《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394-395页）美国的资本家惯于施用诡计，挑拨这一民族的工人去排斥那一民族的工人，尤其是挑拨白种人去排斥从中国或其他亚洲国家来的移民。
第三，美国的资本家与英国的资本家一样，惯于从所剥削得来的超额利润中拿出一部分的唾余，用以收买工人贵族，使他们背叛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而成为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列宁说道：“……在19世纪末叶三四十年间，无产阶级在英美两国都差不多完全没有表现过什么政治独立性。这两个国家中的政治舞台……完全是由得胜的自满的资产阶级占据起来，而这个资产阶级之巧于欺骗、腐化和收买工人，又是举世无双的。”（列宁：《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第188-189页）
工会原为工人运动最初的、自然的组织形式。在19世纪50年代，美国印刷业、制帽业、铸铁业、机器制造业的工人即已先后分别组织了本行业内的工会。在南北战争期间，工人群众进一步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和团结的必要，于是要求组织全国性的总工会。1866年，有59个工会派代表集议于巴尔的摩城（Baltimore），决定成立全国劳工同盟（National Labor Union）。这样，美国工人群众便第一次有了全国性的组织。
美国全国劳工同盟的主要领导人是铸铁工威廉·H．西尔维斯（William H．Sylvis）。威廉·H．西尔维斯为美国工人运动史上杰出的战士之一，他曾经说道：近代社会中“一切罪恶的根源就在于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我们必须建立一种社会制度，把劳动果实分配给那些生产劳动果实的人。”在这一点上，他已经接近了科学共产主义。马克思曾经热情地欢迎美国全国劳工同盟的建立及其早期的活动，而美国全国劳工同盟在1870年年会中也宣言：“本同盟同意‘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的各项原则，并希望能在短期内参加该组织。”不过，美国全国劳工同盟虽然曾经派代表出席过第一国际的年会，但却没有与第一国际建立正式的组织上的关系。美国全国劳工同盟的群众基础是脆弱的，它在1872年就解散了。
第一国际在最后4年中（1872—1876年），它的总委员会设立在美国。当时第一国际的会员曾经在美国工人群众中进行过积极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把工人运动推向了新的高潮。然而，美国工人运动的领导分子也很复杂，其中有许多人是处于拉萨尔主义的影响之下，他们敌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革命理论，而主张与资产阶级妥协。
1869年，美国工人中出现了一种互助性的组织——劳动骑士团（Knights of Labor），其创始人是费城的缝衣工人斯蒂芬斯（Uriah S．Stephens）。虽然斯蒂芬斯还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却主张“把财富的创造者从工资奴隶制的锁链和屈辱中完全解放出来”。劳动骑士团最初仅为缝衣工人之间的一种秘密团体，但后来逐渐扩大，终于成为一个包括各种行业工人的、全国性的组织。它领导了几次罢工运动，迫使资本家不得不在工人面前屈服。1879年，劳动骑士团将组织公开，并推举特伦斯·鲍德利（Terence V．Powderly）为劳动骑士团团长（图28-5）。劳动骑士团的目的是要使工人群众（不论其为白种人或黑种人、男工或女工、熟练工人或非熟练工人）组织起来，团结一致，以争取自己的权利。在1885年之际，它拥有团员约60万人。不过，尽管劳动骑士团的基本群众是进步的，但劳动骑士团团长特伦斯·鲍德利却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他参加工人大会时常常服饰讲究，宛如英国的一位爵士，与广大工人形成了鲜明对比。当1886年美国工人为争取8小时工作制而举行大罢工时，特伦斯·鲍德利竟背叛工人阶级的利益而成为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从那以后，劳动骑士团的信誉就扫地无存了。

图28-5　特伦斯·鲍德利（中）等历任劳动骑士团团长
在19世纪70—80年代，美国的罢工运动风起云涌，其中规模最大、影响最远的，则是1886年以芝加哥城为中心的大罢工运动。
1886年5月1日，美国全国有40万工人举行大罢工，争取实行8小时工作制。在工业中心的芝加哥城，这场斗争尤其显得热火朝天。当天，工人群众的集会遭到武装警察的袭击，当场有6人惨遭杀害，多人受伤。5月4日，芝加哥的工人群众为了抗议政府的暴行并向死难者致哀，特在干草市场（Haymarket）举行哀悼会，届时又有200名警察荷枪实弹而至，监视大会的进行。正在双方对峙之际，一颗炸弹飞向警察中间，炸死一名，炸伤7名警察，警察立即向人群开火，打死一名工人，打伤多名工人群众。接着，美国政府当局即以干草市场事件为借口，诬赖工人为暴徒，大兴冤狱。1887年11月，美国政府不顾事实真相和人民的舆情，将芝加哥工人运动的领导者帕森斯（Parsons）、斯派思（Spies）、费歇尔（Fischer）和安格尔（Angell）4人处以死刑。直到1893年，美国政府才宣布那次的判决是出于法院的错误。
1886年的大罢工运动有其直接的巨大影响：工人群众的集体力量，终于使资本家不得不在一些地区实行8小时的工作制，并逐渐推广到全国。
1889年7月，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即第二国际）在巴黎召开。为了纪念美国工人阶级英勇斗争的事迹并推进世界工人运动，大会决定把5月1日定为国际劳动节。从那以后，五一便成为全世界无产者的节日（图28-6）。

图28-6　1882年9月5日，劳动骑士团在纽约联合广场组织举行了第一次劳动节游行
1886年，即在大罢工运动发生的那一年，美国劳工联合会（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正式成立，它的创始人是机会主义者龚帕斯（Samuel Gompers）。从一开始，美国劳工联合会就只代表工人贵族的利益，它敌视共产主义，反对阶级斗争，而一贯地采取向资产阶级屈膝投降的路线。美国劳工联合会把持着劳动市场，它排斥有色人种和非熟练工人得到就业机会，而限定入会的会员每年必须缴纳一笔可观的会费。因此，它始终就只是白种人的熟练工人的组合，而对于有色人种和非熟练工人则是排斥的。机会主义者龚帕斯独揽美国劳工联合会的领导权达42年之久，他把工人运动局限在细微的经济斗争中，认为罢工只不过是用集体行动来讨价还价，是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的一种手段而已。在政治上，龚帕斯表现得毫无原则。他的口头禅是：“报答你的朋友，惩治你的敌人。”他号召工人群众对于资产阶级的两大政党（共和党与民主党）一视同仁，只要哪一个政党能多出一些小恩小惠，就投票选举哪一个政党的候选人。这样，美国劳工联合会就完全没有什么独立的政治主张，而成了被资产阶级政党所利用的工具。列宁曾经指出：龚帕斯以及和他类似的那班人“……不是工人阶级的代表，他们只代表工人阶级中的贵族和官僚。”（《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390页）美国劳工联合会是美国最大的黄色工会，它在1900年拥有会员50多万人，在1913年拥有会员200多万人，在20世纪中期则拥有会员约1000万人。
在19世纪90年代，美国的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汇合在一起，产生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最重要的第三政党——人民党（The People's Party或Populists）。
说到人民党的产生，我们必须简单地回顾一下美国农民运动的情形。原来，《宅地法》并没有能够真正地为农民解决土地问题，在某种情况下倒反而鼓励了土地投机。自从《宅地法》实施以来，美国政府所授予农民的土地总计共约为2.1386亿英亩，所授予铁路公司或其他各种企业机关的土地则至少在6.2亿英亩以上，而在所授予农民的土地里面，尚有颇大的一部分是由企业机关冒名代领的。因此，真正得到利益的还是大资产阶级。19世纪70年代，美国各地的农民即建立了农民组织，掀起了“格兰其运动”（Granger Movement），要求改善租佃条件，减轻捐税，并降低铁路运费以利农产品的流通。格兰其为农民协会，以保护农民的利益为宗旨之一，在多个州都设有分会（图28-7）。它也称“耕作保护神”（the National Order of the Patrons of Husbandry），曾在美国联邦政府1886年通过《州际商业法》的过程中，扮演了关键性角色。1874年，美国农民又组织了绿背党（The Greenback Party，美国纸币的背面为绿色，所以有这样的名称），旨在要求扩大纸币发行量，实行通货膨胀，取消硬币支付（以现款结算债务），以便农民能用贬值的货币偿还债务和抵押贷款。主要成员为受到1873年经济恐慌打击的美国南部和西部农民。很多成员后来加入了美国人民党。

图28-7　格兰其运动的宣传海报
1892年，美国农民运动的领袖邀请工人运动的领袖集议于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城（Omaha），决定成立人民党，并推举詹姆士·韦弗（James B．Weaver）为总统候选人。人民党在其宣言中说道：“农村劳动者与城市劳动者的利益是一致的，他们有着共同的敌人。”人民党要求实行累进所得税，把铁路、电报、电话收归国有，主张自由铸造银币，并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在这一政纲的基础上，詹姆士·韦弗在那一年的总统选举中得到了100万张选票。他虽然没有当选，但却显示了人民群众的力量。不过，人民党基本上是一个农民的政党，后来它的领导权为农业资本家所篡夺，便失去其原先的进步意义。
一般说来，美国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还是比较低的。美国共产党领袖福斯特说道：“从独立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段时间内，美国工人阶级在长期斗争中，曾经建立了庞大的经济性的阶级组织，表现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并且发展了强有力的阶级性能。然而，从接受社会主义的观点以改造社会这方面说来，美国的工人阶级却远远地落后于欧洲的工人阶级。这主要是因为美国有比较优裕的经济环境和政治条件，在这高度适合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环境中，工人们曾经用激烈的斗争，设法从资本家那里得到不少经济性的和政治性的让步。在他们所处的那种残酷的剥削制度下，他们已经发展了一种强有力的战斗精神，但却没有阶级意识。除了一些比较先进的分子以外，他们还没有认识到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他们才可以真正地获得解放。事实上，作为美国愈来愈深地卷入到那正在发展中的资本主义总危机里面去的一个结束，这种无产阶级的世界观直到今天尚有待于它的成熟。”（福斯特：《美洲政治史纲要》，1951年纽约英文版，第339页）



四、美国的海外扩张——美西战争，巴拿马运河的开凿，门罗主义的新解释
在19世纪90年代以前，美国西部存在着广大的自由土地。所以，那时候美国并没有马上向海外肆行扩张，而只是用虐杀并绝灭印第安人的办法来开发西部的边疆。然而，到了19世纪末叶，由于垄断资本的飞速发展，美国便开始向海外拓展殖民地了。
美国的统治集团早就垂涎于太平洋中的夏威夷群岛。从19世纪20年代起，美国的商人和传教士便侵入这气候温煦、花木蒨蔚而又具有重要经济价值和战略地位的夏威夷群岛。1884年，美国占领了夏威夷群岛的良港珍珠港，将它营建为在太平洋上的根据地。1893年，美国殖民者策动了夏威夷群岛的政变，推翻了土著利留卡拉尼女王（Queen Liliuokalani of Hawaii）的统治而建立共和国。那傀儡共和国的总统，即由一位美国传教士的儿子充任。到了1898年，美国政府便正式吞并夏威夷群岛。在20世纪中期，夏威夷群岛的居民共为50万人，其中华侨约占1/6。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所创立的兴中会，便是于1894年在夏威夷的首府檀香山诞生的。
在拉丁美洲各国相继获得独立以后，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地就只剩了加勒比海中的古巴岛（Cuba）和波多黎各岛（Purto Rico）。古巴的战略地位很重要，它是美国通往拉丁美洲各国的跳板。此外，古巴又是全世界的糖罐子，它所出产的蔗糖，曾经几乎占到世界蔗糖总产量的一半。远在1825年，美国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就曾经宣布想从西班牙手中把古巴并入美国的版图。多年以来，美国统治集团一直企图夺取在古巴的控制权，只是找不到一个适当的借口。1895年，古巴爆发了革命，当地的居民起来反抗西班牙的统治而要求独立。西班牙驻古巴的总督瓦莱里亚诺·魏勒尔将军（Valeriano Weyler，1st Duke of Rubí）是一个凶残成性的屠夫，他采用烧杀政策来镇压革命，把成千上万的古巴人关进集中营，任其饿死病死。西班牙政府在古巴的暴行令人发指，然而，美国统治集团却认为那是一种绝好的宣传材料，可以借此使美国对古巴的野心蒙上一层道义的光彩。美国的“黄色新闻”用显著的篇幅刊载西班牙政府在古巴的暴行，那些故事有些是真实的，有些则是捏造的，以鼓动美国人的好战情绪。1897年11月，美国总统威廉·麦金莱（图28-8）向国会发表咨文，说美国“对自己、对世界文明、对全人类都负有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要用武力去干涉”古巴问题。

图28-8　威廉·麦金莱
1898年2月15日，美国派往古巴首府哈瓦那（Havana）保护侨民的巡洋舰缅因号（Maine）突然在港内神秘地爆炸沉没了，死军官两人，士兵258人。这件事引起了极大的震动，美国政府一口咬定，硬说缅因号是被西班牙人炸沉的。同时美国的好战分子到处举行集会，主张为缅因号复仇。西班牙政府曾经建议调查，说如果缅因号的沉没系由于外力的袭击，则可能西班牙当局应负其责；反之，如果缅因号的沉没系由于其本身内部的爆炸，那么就与西班牙当局完全无关了。可是，美国政府却决定借此与西班牙开战，根本拒绝谈判。4月19日，美国国会通过决议案，承认古巴为独立国，并授权总统于必要时可使用武力把西班牙政府的势力逐出该岛。接着，威廉·麦金莱总统即下令征调军队。4月25日，美国正式对西班牙宣战。
在近代历史初期曾经拥有广大殖民地而这时却衰颓已极的西班牙，当然经不起美国一击。1898年5月1日，首先在菲律宾群岛方面，美国远东舰队司令乔治·杜威（George Dewey）进袭马尼拉（Manila），仅仅以两小时的轰击就歼灭了西班牙驻在马尼拉的海军，攫取了在菲律宾的统治权。6月，美国陆军在古巴的圣地亚哥（Santiago）登陆。7月3日，美国海军司令桑普森（William Thomas Sampson）率领着强大的舰队截击西班牙逃出古巴的舰队，将之完全击沉海底。7月25日，美国部队几乎没有经过什么战斗就占领了波多黎各岛。总计美西战争从开始到结束仅历时3个月，而美国方面只伤亡了官兵345人。对西班牙这样荏弱的国家作战，以轻微的代价而掠得巨大的战利品，美国是虽胜不武。
依据1898年12月10日在巴黎所订立的《巴黎和约》，西班牙承认古巴独立（实际上是把古巴交给美国控制），并且把波多黎各岛以及在太平洋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关岛（Guam）割让给美国。另外，美国以2000万美元付给西班牙政府，用购买的方式取得了菲律宾群岛。
在占领菲律宾群岛的过程中，美国统治集团极尽矫揉造作之能事，硬把这种占领说成是万不得已的措施。实际上，美国是利用菲律宾人民的帮助，才得以肃清西班牙政府在菲律宾群岛的势力。在美西战争结束之际，菲律宾人民曾经在革命志士安密里奥·亚昆诺杜（Emilio Aguinaldo）的领导下，宣布菲律宾为独立国。可是，美国政府却违反了菲律宾人民的愿望，将菲律宾群岛变为美国的属地。而在这样做时，威廉·麦金莱总统说道：“我每晚在白宫徘徊到深夜，我可以问心无愧地向你们诸位先生坦白地说，我曾经好几次跪下，向万能的上帝祷告，恳求启示。有一天夜里，我自己也不知道如何脑子里忽然有了下面的这些想法：（1）我们不能把菲律宾群岛还给西班牙，那会是懦怯的和不光荣的行为；（2）我们不能把菲律宾转交给法国或德国（我们在远东的商业竞争者），那是不好的，并且在经济政策上对我们也是不利的；（3）我们不能听任菲律宾人自行其是而置之不理，因为他们还没有得到充分的教育使他们可以自治，而菲律宾人的自治，不久就会导致比西班牙战争时代更坏的那种无政府状态和胡作非为；（4）我们只能把全部菲律宾群岛拿过来，教育并提高菲律宾人，使他们有文化，把基督教的理想传授给他们，此外别无他法，因为他们实同为人类……此后我躺到床上睡得很安宁。”美国统治集团的假仁假义，在这一段话里完全表露了出来。菲律宾人曾经对美国殖民者掀起了武装反抗，转战达3年之久，直到1902年才被镇压下去。
1899年，美国又攫取了太平洋上萨摩亚群岛中的图图伊拉岛（Tutuila）和帕果帕果港（Pago-Pago Harbor）。
列宁在评论美国在美西战争以后的情形时曾写道：“古巴、菲律宾和夏威夷——这只不过是在狼吞虎咽之前引起食欲的一些‘开胃点心’而已。”（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札记》，俄文版，第359页）
美国的大海军主义者、在美西战争中以骁勇著称的西奥多·罗斯福（图28-9）于1900年当选为总统。他在就任以后，即代表美国垄断资本家的利益，加紧对外肆行侵略。西奥多·罗斯福主张对拉丁美洲各国采用实力政策。他认为，要进行外交上的讹诈，必须以武力为后盾。他有一次在演讲中说道：“说话要客气，但身边必须带一根‘大棒’，这样，你就可以无往而不利了。”美国的大棒政策一词，即本乎此语。

图28-9　西奥多·罗斯福
1901年，美国决定要在中美洲巴拿马地峡开凿一条运河，以沟通大西洋和太平洋。当时巴拿马地区是哥伦比亚共和国的一个行省，美国政府乃不得不与哥伦比亚政府进行谈判，要求哥伦比亚政府将在巴拿马地峡开凿运河的权利让予美国，但被哥伦比亚政府所拒绝。接着，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便决定不顾哥伦比亚共和国的主权，用暴力来达到这一目的。1903年11月，美国政府策动巴拿马地区一部分军民举行“政变”，宣布巴拿马脱离哥伦比亚而成为独立的共和国。这个傀儡的巴拿马共和国一经成立，美国政府马上予以承认，并且随即与之签订了一项条约，其中规定：巴拿马共和国把运河地区永远让与美国，而由美国付美金1000万元给巴拿马作为代价，并担保巴拿马的独立。此项条约订立后，美国政府即开工修建巴拿马运河。1914年，巴拿马运河竣工通航，于是美国东岸的纽约（图28-10）与西岸的旧金山之间的海上航程就从24660公里减为10440公里，即缩短了一半以上。同时从美国东部到远东来的航程也大为缩短，而美国两岸海军的活动性也加大了。美国控制着巴拿马运河，这更增强了它在西半球和远东方面的优势。

图28-10　早期的纽约港
从20世纪初期起，美国便利用门罗主义来干涉拉丁美洲各国的内政。1904年12月，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向国会发表咨文，对门罗主义提出了新的解释，其中说道：“在美洲，与在其他各地一样，如果有哪一个国家祸乱时起，政事弛废，结果使文明社会的关系为之破坏，最后一定需要由某一文明国家出面干涉。而在西半球，美国对‘门罗主义’信守不渝，这就会迫使着美国不得不对那些公然目无法纪或政事弛废的情形执行其国际警察的权力。”美国的统治集团自封为西半球的国际警察，它那手中的大棒，时时在威胁着拉丁美洲各国。
西奥多·罗斯福的继任者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总统提出了金元外交的口号，要用金融势力来奴役拉丁美洲各国以及其他的国家。1912年，塔夫脱总统在向国会所发表的咨文中说道：金元外交“政策的特点，就在是以金元来代替子弹。美国政府的原则是：对于美国人在海外的每一项合法的和有利的企业，都将予以全力的正当的支持。金元外交政策是一种努力，来依照我们的原则扩张美国的商业”。金元外交与大棒政策是相辅而行的，在美国金元的后面，就跟着美国的大棒。
在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执政的时代，美国攫取了在尼加拉瓜（Nicaragua）、海地（Haiti）以及圣多明各（Santo Domingo）的控制权，并出兵干涉墨西哥内政。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美国起初宣布中立，然而它却是待机而动。直到1917年，美国才参加到协约国方面对同盟国作战，以求实现其统治世界的迷梦。



五、美国对华的门户开放政策
从它开国时期起，直到19世纪90年代，美国是跟在其他列强的后面来侵略中国的。在那一段时期，只要其他的列强在中国得到了什么利益，美国都按照最惠国待遇的条款一体均沾。及至在美西战争之后，美国已经发展为太平洋上最强的帝国主义国家，于是它便一改以往叨陪末座的姿态，而显露出侵略的本性。而它所用来侵略中国的武器，便是所谓的门户开放政策。
19世纪末叶，帝国主义国家纷纷在中国租借港湾并划定势力范围。美国因为当时正忙于美西战争而迟到了一步，没有能在那分割中国的大筵席中分尝一脔，它显然是又羡又嫉。1899年9月，美国国务卿海约翰（John Hay）训令美国驻伦敦、柏林、圣彼得堡、巴黎、罗马、东京的使节，要他们分别向驻在国政府取得某种特殊的保证：保证该政府在中国已经取得或将要取得的势力范围和租借地之内，不干涉任何他国的利益；保证在势力范围和租借地之内，一切商品要按照中国的税则纳税，并由中国政府征收；保证在这些特殊化的区域里面，港口税和铁路运费对各国须一律平等。结果英、德、法、意和日本都表示有条件的同意，只有沙皇俄国的答复比较含糊。1900年3月20日，海约翰（图28-11）宣布美国对华的门户开放政策已为各国所接受。

图28-11　海约翰
门户开放政策的本质是什么？它的来源又何在？在美国宣布门户开户政策以前，列强在中国的机会均等仅是由最惠国待遇条款来维持的。势力范围的形成，骎骎乎要把中国划分为几个特殊化的被某些列强所独占的区域，这就使比较后起的美国焦急万分。可注意的是，海约翰在其1899年9月的门户开放的文牒里，并没有反对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而仅仅要求各国在其势力范围或租借地以内，不歧视他国的商业利益，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出：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只是为了要便于美国在中国的行动，使美国对中国的侵略不至于因势力范围的划分而受到影响。
门户开放政策是英国和美国所合定的一套侵略中国的计谋。当时，英国掌握了中国绝大部分的对外贸易，它不愿看到它在中国的商业利益因为列强势力范围的形成而日渐萎缩。但是，英国本身却早已把中国的长江流域和广东省当作它自己的势力范围，但它又不能自掴其颊，要求消弭势力范围的界限。因此，英国就屡次怂恿美国政府出面来要求维持在中国的机会均等权。而事实上，海约翰在1899年所宣布的关于中国门户开放的文牒，是由美国的远东问题专家柔克义（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和英籍的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官员贺璧理（Alfred Edward Hippisley）合拟的。就其本质来说，门户开放政策是英美为了保护它们在中国的帝国主义利益、抵制其他列强垄断中国市场而采取的一种措施。
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侵略行为激起了义和团运动。1900年，德、日、俄、英、美、法、奥、意八国组织联军寇掠中国。在那一支侵略军里面，美国兵有2500人。1900年7月3日，美国国务卿海约翰用内容相同的文牒照会其他参战的7国，重申关于在中国门户开放的主张，宣称美国政府的政策旨在维持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当时列强因鉴于中国人民力量之不可侮，同时它们自己在瓜分中国的问题上也各有彼此，觉得最好还是把中国当作各国共同的半殖民地。于是，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便成了列强侵略中国的一面旗帜，在这下面维持着列强的均势。
美国是不是真正要维持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呢？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历史的事实。在1900年11月，上距海约翰7月3日的宣言还不到半年，美国国务院即训令其驻华公使采取步骤，租借福建省的三沙湾作为美国的海军根据地，同时训令其驻日公使探询日本政府对于这件事的意见。当时日本把福建省当作它的势力范围，当它知道了美国的企图时，便出面反对。日本政府说中日之间已经有关于福建省不得租让给他国的协定。日本婉转地然而却讥诮地提醒美国政府须尊重美国本身在1900年7月3日所发表的关于维持中国领土主权完整的宣言，美国才羞惭而退。这段外交秘辛，直到1924年才被公布出来。
八国联军在侵入中国后，虐杀中国人民，洗劫北京城，掠夺清宫的宝物，而最后则胁迫中国签订了《辛丑条约》。根据《辛丑条约》，列强除了攫得许多其他的利益以外，还勒索了约合当时3.33亿美元的巨大赔款（俗称庚子赔款）。嗣后美国在其所占7.32％的赔款里面，提出1254.5万美元来交还给中国，作为在中国和美国培养中国学生之用。于是在北京近郊便有了一所庚款学校，在美国大学里便有了中国的庚款留学生。
美国退还一部分的庚子赔款作为培养中国学生的经费，并且在中国创办了许多教会学校，是有其深谋远虑的。在中国居留50多年的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曾经给美国政府提出报告，特别强调在中国进行文化教育的重要性。伊利诺伊州大学校长詹姆士（E．T．James）则在致美国总统的书信中说：“哪一个国家能做到教育这一代的年轻中国人，这个国家就将由于在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的、商业的影响上取回最大可能的收获。”“为了扩张精神上的影响而花一些钱，即使只从物质的意义上说，也能够比别的方法收获的更多。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是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的”。因此，他们敦促美国政府采取措施，通过吸引中国留学生来造就一批为美国从知识和精神上支配中国的新的领袖。
作为一种帝国主义的侵略措施，美国在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最初是用来对付沙皇俄国的。在日俄战争之后，日本骎骎乎要垄断远东的利益，于是美国又用门户开放政策去对付日本。1908年，美日签订《卢特—高平协定》（Root-Takahira Agreement）。根据这一项条约，美国取得日本对于在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的同意。然而，在1917年所签订的《蓝辛—石井协定》（Lansing-Ishii Agreement）中，双方重申在中国尊重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原则。但同时，美国却又承认日本由于“地理上的接近”，在中国享有“特殊利益”，这与其提倡的门户开放政策自相矛盾。
实际上，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就是要中国把门户开得大大的，让所有的帝国主义国家都闯进来自由竞争。而在这种竞争中，美国就可以取得压倒一切的优势。美国政府认为，如果有任何一个强国割据中国的一部分，一定会影响到美国独占中国的利益。美国主张在中国门户开放，只是要把各国所划定的势力范围一律都化为它自己的势力范围。然而，借着这一项政策，美国在表面上主张维护中国领土的完整和主权的独立。
历史事实告诉我们，门户开放政策也只是美国外交文牒中的一个名词。美国政府对于门户开放政策真实的态度，可以从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写给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总统的信里看出来。1910年，西奥多·罗斯福写道：“……在中国方面的‘门户开放’政策是一个绝妙的法宝。然而我希望，这个政策在将来也是一个利器，只要它能为一般的外交协定所撑持。然而，如同中国东北在俄国和日本控制下那一整段历史所证明的那样，只要有一个强大的国家决心不顾‘门户开放’政策，蔑视其用意而甘愿冒战争之险，‘门户开放’政策事实上便完全销声匿迹了。”



第二十九章　1870—1914年的意大利
一、意大利统一后的政治，教皇的作用及其与意大利政府之间的关系
在世界近代历史上，意大利的民族统一是一幕波澜壮阔的、充满了浪漫色彩的、革命民主主义的政治运动。当时意大利人民曾经风起云涌，前仆后继，积极英勇地为争取政治自由和民族统一而斗争，而马志尼那些激昂慷慨的文字，加里波第红衫军的英雄形象，则永远在历史的画卷上炫耀着光芒。可是，意大利人民用热血和头颅所争取得来的胜利果实，却被资产阶级和地主贵族篡夺了去。在完成民族统一以后，意大利的政治转趋反动了。
意大利王国原为萨丁尼亚王国的扩大。所以，统一后的意大利的政治机构，便是依照萨丁尼亚王国在1848年所颁布的《宪法条例》来组织的。那个《宪法条例》系模仿英国君主立宪制的成规：国王是国家的元首，并为一切武装部队的最高统帅。在名义上，国王有权召集或解散国会，任命或撤换一切官员，并有权对外宣战或媾和。但在实际上，国王的行政权系由内阁代为执行，而内阁却是对国会负责的。
依照《宪法条例》的规定，意大利的国会分为元老院和众议院。元老院的议员系由国王任命，他们都是些世袭贵族、高级官员、主教、大地主和大资本家，任期终身。众议院的议员虽系由选举产生，但在选举权方面则有性别和财产的限制。在19世纪70年代，只有年满25岁以上的男性公民，每年所缴纳的赋税不少于40里拉（Lira，意大利的货币单位），方可享有选举权。当时意大利的人口总数约为2700万，其中能参加投票的仅约60万人，即仅约合人口总数的2％强。再者，众议员的任期为5年，没有一分钱的薪俸。这样，专靠自己的劳动来生活的工人、农民和自由职业者根本就不能走进议会，而只有那些有闲的地主和资本家才可以从事于政治活动。
原先，罗马教皇一方面是全世界天主教的首领；另一方面又是意大利境内的封建领主。在教皇国被意大利王国合并以后，教皇仍旧利用他在天主教徒中的影响，并依仗国际势力的支持，继续与意大利政府处于敌对的地位。教皇赌气自称为“梵蒂冈的囚徒”，宣布把意大利政府排除在教会以外，不与它发生任何关系。他还禁止天主教徒参加意大利各级政府的选举，以此作为消极抵抗。意大利政府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曾经多方设法妥协，来缓和教皇这种敌视的态度。1871年，即在国王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二世进军罗马的次年，意大利政府就制定了《保障法》（Law of Guarantees），其中规定：教皇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仍旧在梵蒂冈宫、拉特兰宫（Lateran）（图29-1）和其他的几所寺院中享有最高的主权，继续保持元首的尊严，得以自由地与世界各国政府以及天主教徒往来，并有权接受各国的外交使节的拜会。此外，还规定每年由国库中支付给教皇325万里拉的补助金，作为他丧失世俗权的补偿。然而，教皇却拒绝承认《保障法》，也不接受意大利政府的年金。自1870年以来，教皇就是以梵蒂冈宫作为大本营，与世界各地保持着联系。梵蒂冈宫是意大利境内一个独立的小朝廷，同时它又是国际性的活动中心。直到1929年，教皇与意大利政府之间的关系才用条约的方式固定下来。

图29-1　19世纪末的拉特兰宫
在完成民族统一以后，意大利的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了右派和左派。右派代表大资本家和资产阶级化了的地主贵族的利益，他们在政治路线上绍承加富尔的衣钵，所以又被称为加富尔派。左派代表自由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仅仅在口头上追宗马志尼和加里波第，但却早已放弃民主主义而成为君主政体的拥护者。实际上，左派与右派之间的差别是不大的。如果说它们之间还有所不同，那也只是表现在对于天主教会的政策上。一般说来，在限制天主教会权力的斗争中，左派比右派要来得彻底些。
在1876—1887年这11年间，除了极短的中断以外，意大利的政权一直操控在左派的政治领袖阿戈斯蒂诺·德普雷蒂斯（Agostino Depretis）手里。德普雷蒂斯原为马志尼的信徒，但后来则蜕化为一个阴险狡诈、不择手段的政客。在他担任首相期间，他的一切行政措施都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
1882年，意大利政府改订选举法，稍稍降低了选民年龄和财产的限制，使年龄在21岁以上，每年所缴纳的赋税不少于19个里拉的男性公民均可以参加选举。结果，意大利选民的人数就从60万人增加到2049000人。然而即使经过了这一次的改革，意大利的选民也仅占人口总数的7％左右。
1887年，阿戈斯蒂诺·德普雷蒂斯去世，左派的另一个政治领袖弗朗西斯科·克里斯皮（Francesco Crispi）继起执政。克里斯皮早年曾经是加里波第红衫军中的一员，参加过解放西西里岛的战争。然而在爬上了政权的高峰以后，他却表现为一个残忍自私、诡谲无信的小人。克里斯皮对内镇压工人运动，对外掠夺殖民地，他成了意大利帝国主义政策的化身。
左派所鼓吹的自由主义的改革，只是在反对天主教会的斗争中略见成效。在左派执政期间，意大利政府没收了约合5亿里拉的教会财产，废除了教会所征收的什一税，并且规定不得在学校中强迫讲授宗教课程。1889年，意大利政府为了暴露教会的罪恶，特地在梵蒂冈宫的对面为16世纪意大利杰出的思想家布鲁诺（Giordano Bruno）建造了一座铜像。布鲁诺原因为反对宗教迷信而被教皇目为异端，牺牲在火刑柱上。这时，巍然屹立的布鲁诺铜像却象征着永远不灭的真理，面对面地凝视着教皇的宫殿。
在20世纪初期，意大利统治集团中的左派和右派为了要共同镇压那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便合流在一起了。从1903年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左派与右派组织了联合政府。那个联合政府里面的灵魂人物，便是那惯于用花言巧语来欺骗人民群众而实际上专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政客乔瓦尼·乔利蒂（Giovanni Giolitti）。



二、意大利的经济情况
在完成民族统一以后，意大利境内大部分的地区（尤其是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岛等地区）还保持着封建制的生产方式。加上意大利的天然资源又比较贫乏，煤、铁、石油等重工业的基本原料都非常稀少，只有硫矿、水银、矾土、大理石和水力的蕴藏量比较大。因此，意大利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进程就非常缓慢。
意大利的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在半岛北部的皮埃蒙特和伦巴底等地区，有较大的资本主义工业，并且有较多的自由农民；在半岛的中部和南部，封建的大土地所有制仍居于支配地位。意大利的农业人口约占人口总数的2/3，而在这里面，绝大部分都是遭受着封建剥削的佃农或半佃农，他们须以收获物的一半缴纳给地主。资本的高度集中与土地的高度集中，乃是近代意大利经济发展的特色。
尽管意大利基本上是一个农业国家，但由于封建的大土地所有制阻碍着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它本国的农产品还远不足以满足人民食用的需要。意大利盛产橄榄、葡萄、甘蔗、橘子、柠檬和其他水果，然而它每年却必须从国外输入大宗的粮食。
由于受到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剥削，意大利劳动人民的生活是极为困苦的。贫穷使劳动人民无法入学读书，而统治阶级则把人民群众的没有文化当作一种有利的条件。可惊异的是，作为拉丁文化的老家和文艺复兴发源地的意大利，在西欧各国中竟是文盲最多的国家之一。依据1861年的统计，意大利有75％的人口是文盲。而在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岛两地，文盲竟占当地居民的90％以上。直到1914年，意大利仍有1/4的人口是文盲。
意大利的劳动人民因为不堪忍受国内的压迫，于是相率移民到海外去谋生。其中大部分移民到新大陆的美国、阿根廷和巴西等国，但也有一部分移民到法国、德国、瑞士以及非洲北部的突尼斯。在1876—1905年这30年间，意大利移出的人口共达800多万人。而在1905—1914年，每年总有六七十万人离开意大利移往他国，以求得到栖息之所。关于意大利的移民，列宁曾经写道：“所有这一切人是被真正的饥饿赶出本国的乞丐，所有这一切人是工资最低下的工业部门的劳动力的供应者，所有这一切群众，都寄居在美国和欧洲城市中的最拥挤、最贫穷、最肮脏的街区中了。”（《列宁全集》第十八卷，第291页）
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统一后的意大利王国在交通业和轻工业方面发展得比较快。意大利境内铁路线的长度，在1860年仅有1700多公里，而到了1876年则增加到7400多公里。意大利的商船吨数，在1862年仅有1万吨，在1877年就增加到100万吨。直到1914年，意大利在商船吨数上仍居全世界的第六位。同时，意大利棉织业和丝织业的产量增加甚速，除了供应本国市场的需要以外，还运销国外。意大利的米兰代替了法国的里昂而成为欧洲最大的丝织业中心。
因为它境内缺乏煤矿和铁矿，意大利重工业的基础非常薄弱。然而，它却用输入燃料和生铁的方法，做一些加工制造的工作。从19世纪末年起，意大利就开始利用水力当作白煤来发电，但规模并不大。
由于封建制生产方式的顽强存在，人民的购买力很低，意大利的国内市场是狭小的。因此，意大利的厂商多以制成品向国外推销。从1870年至1897年，意大利每年的国际贸易额总是在4.4亿美元上下。这个数字以后逐年增加，在1913年就达到了12亿美元的高峰。
尽管意大利每年有大量的人口向外移民，它的人口总数仍在增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意大利的人口总数已接近4000万人。



三、意大利帝国主义的特点，它的侵略和战争政策
意大利的民族统一任务一经完成，它的统治集团就抛弃了革命民主主义的原则，转而执行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关于这一点，列宁曾经写道：“革命民主主义的意大利，即革命资产阶级的、推翻了奥地利羁绊的意大利，加里波第时期的意大利，终于在我们眼前变成为压迫其他民族、掠夺土耳其和奥地利的意大利了，变成为粗暴的、可恶的、反动的、卑污的资产阶级的意大利了，它在满意地流着垂涎，因为连它这样的国家也分得战利品了。”（《列宁全集》第十八卷，第289-290页）
列宁又指出：“意大利帝国主义者的绰号是‘贫穷帝国主义者’。”意大利资源贫乏，经济落后，财库空虚，绝大部分的人民都过着困苦颠连的生活，它实际上并不具备一个近代资本主义强国的条件。然而，意大利的统治集团却拼命要挤入大国之列，并且想要恢复古代罗马帝国的光荣，把整个的地中海区域都囊括进来。意大利政府是竭泽而渔，从最贫苦的人们身上榨取最高的赋税，以维持庞大的军事费用。在西欧各国之中，意大利人民所负担的赋税是最繁重的。
1875年，意大利实行义务兵役制，规定平时的兵额为35万人。接着，意大利又兴建大海军。在1885年之际，意大利的海军力量仅次于英国和法国而列于全世界的第三位。
1881年，法国侵占非洲北部的突尼斯，这件事使意大利政府看得眼红。意大利政府认为突尼斯是古代迦太基的故墟，在历史上曾经是罗马帝国的非洲省，在逻辑上应当属于意大利。因为意大利与法国在殖民地问题上有冲突，所以它就需要有同盟国的帮助。1882年，意大利加入德奥同盟而组成为德、奥、意三国同盟。
不过，意大利在外交上一向投机取巧，执行骑墙政策。它在三国同盟中是一个不可靠的伙伴。1900年，意大利与法国订立协定，划分两国在北非的势力范围。1902年，意大利又与法国签订密约，互相担保如果有一方被卷入战争时，另一方应保持中立，所以三国同盟对于意大利并没有什么约束的力量。
意大利与奥匈帝国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除了历史上的嫌怨以外，在意大利完成民族统一之后，那为意大利人所居住的特伦蒂诺（Trentino）、伊斯特拉（图29-2）半岛（Istria）和的里雅斯特港（Trieste）等地仍旧属于奥匈帝国。意大利政府把那些地方称为意大利未收复的土地（Italia Irredenta），要求从奥匈帝国手中合并过来。这种尖锐的冲突，后来终于使意大利在1915年背弃了三国同盟而转到协约国方面对奥匈帝国宣战。

图29-2　19世纪末的伊斯特拉
意大利垄断资本的发展，要求向海外掠夺殖民地。1885年，意大利政府派遣海军占领了红海西岸的阿萨布（Asseb）和马萨瓦（Massawa）。1889年，意大利占领了非洲东部的索马利兰（Somaliland），将之变为殖民地。1890年，非洲东部的厄立特里亚（Eritrea）为意大利所占领，也成为意大利的殖民地。
意大利在非洲东部的殖民地毗连着古老的埃塞俄比亚王国。1890年，在弗朗西斯科·克里斯皮执政时期，意大利政府利用一项《乌查里条约》（Treatyof Wuchale），宣布把埃塞俄比亚王国收为意大利的保护国。可是，酷爱自由独立的埃塞俄比亚人不愿意做奴隶，他们反对意大利政府这种无耻的勾当，乃在国王孟利尼克二世（Menelik II）的领导下秣马厉兵，准备自卫。1895年冬，意大利政府派遣军队25000人侵入埃塞俄比亚，一开始便遭受到埃塞俄比亚人坚强的抵抗。1896年3月1日，意大利的侵略军被埃塞俄比亚军队10万人围歼于阿杜瓦（Adowa）地方，几乎是全军覆没。意大利统治集团军事冒险的失败引起了全世界的哄笑，弗朗西斯科·克里斯皮内阁也因此倒台。结果意大利不得不屈膝求和，承认埃塞俄比亚为独立国，并向埃塞俄比亚赔款1000万里拉。
在侵略埃塞俄比亚失败以后，意大利政府并无悔祸之心，它转而窥伺非洲北部、当时属于土耳其帝国的的黎波里（Tripoli）和昔兰尼加（Cyrenaica）那两块地方。1911年，意大利政府派兵侵入的黎波里，引起与土耳其帝国之间的战争。1912年，巴尔干战争爆发，土耳其帝国因为要调兵镇压巴尔干半岛上各族斯拉夫人的独立运动，无暇顾及北非，便将的黎波里和昔兰尼加割让给意大利。意大利政府把那两块地方合并起来，称为意属利比亚（Libya）。利比亚的居民与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的居民一样，其中大多数是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他们曾经与意大利的殖民者进行了长期的、酷烈的战斗。自1951年起，利比亚成为半独立的联合王国。
在1912—1913年的巴尔干战争中，意大利政府又企图火中取栗，曾经一度把它的触角插入到阿尔巴尼亚。



四、意大利的工人运动
在意大利民族统一运动的过程中，工人和农民曾经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然而，在民族统一运动中所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和地主贵族的联合政权，却是一个极端反动的政权。
意大利的资产阶级从掌握政权的第一天起就表现出它的反动性，它无力贯彻民主革命的要求，转而与地主贵族勾搭在一起，合力来镇压人民群众。恩格斯写道：意大利的“劳动人民（农民、手工业者、农业工人和产业工人）受着两面夹攻，一面是封建时代甚至远古时代遗留下来的因袭的重担……而另一方面则是资产阶级制度所发明的空前野蛮的强取豪夺的国库制度。这就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我们也如西欧大陆各国一样，不仅受资本主义生产发达的苦，而且受资本主义生产不发达的苦。除了近代生活所特有的种种痛苦，还有许多旧传的痛苦压迫着我们。这种种旧传的痛苦，是古旧的生产方式和与其相适应的种种陈旧社会政治关系依然残存的结果。我们不仅吃生者的亏，而且吃死者的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第二分册，第377页）
在第一国际存在期间，它在意大利曾经成立了一些支部。不过，那些支部的领导权却被巴枯宁派的无政府主义者所篡夺。无政府主义者不是依靠产业工人，而是依靠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以及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他们主张用密谋、暴动和暗杀等恐怖手段去实行社会的清算，这就在工人运动中起了破坏的作用。
意大利拥有为数众多的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这样，它就替无政府主义的传播提供了最好土壤。在19世纪70年代，意大利的无政府主义者曾经盲目地掀起过多次暴动，结果都遭受到失败，而有些工人组织也随之遭受到破坏。
意大利各地工人组织的领袖鉴于过去的失败，乃于1882年在米兰城召开大会，讨论究竟应当以何种方式来开展工人运动。他们决定成立意大利工党，把争取政治制度的民主化和劳动人民生活的改善列为奋斗的目标。然而，意大利工党的成员却非常复杂，其中有许多人是巴枯宁派或蒲鲁东派的无政府主义者。
1892年，意大利工党在热那亚城召开代表大会。就是在这一次的代表大会上，以屠拉蒂（Filippo Turati）为首的社会主义者与巴枯宁派或蒲鲁东派的无政府主义者分裂，另外单独成立意大利社会党（初名意大利劳动党，1893年改称意大利劳动社会党，1895年开始称意大利社会党，进入议会），并且制定了党纲和党章。与当时其他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一样，意大利社会党也是一个机会主义占主导地位的党。它在党纲中虽然提到工人阶级有夺取政权的必要，但却避而不谈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意大利社会党的领导者屠拉蒂一贯散布阶级合作的思想，主张用一点一滴的改良去代替革命。列宁说道：“……屠拉蒂派及其友人们的一切理论见解、一切宣传、一切鼓动都是与资产阶级合作的行为。”（《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俄文第四版，第441页）
在整个意大利境内，西西里岛的人民所受的剥削和压迫尤其惨重。1893年冬，西西里岛的农民掀起了起义。他们捣毁了地主的邸宅，占领了政府的官署，把地契和税册都付之一炬。然而，这一次的农民起义却被弗朗西斯科·克里斯皮内阁用极残暴的烧杀政策镇压下去了。
1894年，意大利的无政府主义者谋刺克里斯皮，结果未能命中。接着，克里斯皮便授意国会制定严峻的“非常法令”，对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进行疯狂的迫害，禁止工人团体的一切活动。
克里斯皮政府的高压政策，使那郁积在人民群众胸臆中的革命情绪更加昂扬了起来。在1898年4—5月，意大利全境发生了大规模的人民起义。这次起义也是由西西里岛的农民首先发难的，它以疾风骤雨之势迅即波及全国。各地的工人群众纷纷举行政治性的罢工，农民则揭竿而起，反抗封建压迫。起义者抗议政府的暴行及其冒险的殖民政策和战争政策，要求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在工业中心米兰城，工人群众在街头设起战垒，与政府军队相持达5日之久。不过，这一次的人民起义虽然带有全国的性质，但却缺乏坚强的组织和有力的领导，结果又不幸失败了。在白色恐怖之下，无数的工人和农民都惨遭杀害。
1900年7月29日，意大利的无政府主义者刺杀了国王翁贝托一世（Umberto I of Italy）。但这种刺杀个人的恐怖行动，却没有给革命带来任何的好处。在翁贝托一世死后，其子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三世（Victor Emmanuel III）即位（图29-3），意大利政府的反动依然如故。

图29-3　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三世
20世纪初期，意大利社会党内部存在着两个派别——公开宣传改良主义的右派和以激进的言词装饰着的左派。实际上，左派与右派只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差，它们的领导人都是机会主义者。最明显的例子便是：现代最反动的政治组织——意大利法西斯党的党魁墨索里尼，当初曾经是意大利社会党左派中的要员。墨索里尼是因为煽动意大利参加到德奥方面对协约国作战而在1914年被清除出社会党的，从那时候起，他就成了工人阶级的最凶恶的敌人。
意大利的工人运动走过了很多弯路。意大利共产党是在1921年成立的。在20世纪中期，意大利共产党拥有党员约213万人，在意大利是占绝对优势的第一大党。



第三十章　1867—1914年的奥匈帝国
一、奥匈帝国的政治体制及其内部的民族问题
经过1866年的普奥战争，奥地利被迫放弃了过去在德意志诸邦中的领导地位，并且丧失了在意大利境内的土地。从那时起，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就将注意力集中在帝国内部的问题上，转向巴尔干半岛方面发展。
1867年，奥皇弗朗茨·约瑟夫一世为了羁縻帝国境内最强大的被压迫民族匈牙利人，特接受马扎尔地主贵族的代表费伦茨·戴阿克（Ferenc Deák）所提出的妥协方案，给予匈牙利以王国的地位，而由奥皇本人兼任匈牙利的国王。这样，过去统一的奥地利帝国就划分为两部分，成为以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者为共主的二元制的奥匈帝国。这种妥协的实质是：匈牙利的地主贵族与奥地利的统治集团有着共同的利益，而奥地利的统治集团也乐于使匈牙利的地主贵族分享一部分的政权，来合力镇压帝国境内其他的少数民族。
依据1867年的妥协方案，奥地利与匈牙利在哈布斯堡王朝的主权下成为独特的二元君主国（Dual-Monarchic Union），或称共主邦联（personal union）。奥地利与匈牙利合则为一，分则为二，它们各自有自己的宪法、国会和内阁，但在外交、军事和财政上却是一致的。奥地利的国会与匈牙利的国会各自选出一个代表团来，轮流在维也纳（图30-1）和布达佩斯这两个京城举行年会，以制定共同的预算案，讨论共同的问题。那两个代表团平常是分开来进行讨论的，只有遇到双方不能达成一致的意见时才合并起来开会，用协商的方式以求解决。奥地利与匈牙利有共同的币制和共同的财库。在帝国的财政负担方面，起初是奥地利分担70％，匈牙利分担30％。但到后来，这种分担的比例就改为63％对37％。奥地利与匈牙利订有条约，规定它们之间在税务、商业和铁路交通上的关系。

图30-1　1823年的维也纳
在这二元制的奥匈帝国里面，奥地利比匈牙利占有颇大的优势。帝国共同的外交部、军政部和财政部均设在维也纳。而且，在这些共同的政府机关里面，匈牙利籍的官员决不能超过全体官员总数的1/3。
奥匈帝国是一个真正的民族监狱，它境内居住着日耳曼人、马扎尔人、罗马尼亚人、意大利人、犹太人，以及为数众多的斯拉夫族的乌克兰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波兰人、塞尔维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在这七拼八凑的多民族的帝国里面，居于统治地位的是日耳曼人中的贵族和资产阶级以及马扎尔人中的地主贵族，而其他各民族都处于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一切资产阶级的多民族国家，内部总是因为民族之间的倾轧而显得杌陧不安。而在奥匈帝国，民族之间的矛盾特别尖锐。
通常在多民族的国家内，总还有一个民族是占人口的多数。然而在奥匈帝国，却没有哪一个民族可以说得上是多数民族。依据1910年的统计，奥匈帝国境内居住着1200万日耳曼人，1000万马扎尔人，850万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550万塞尔维亚人，500万波兰人，400万乌克兰人，320万罗马尼亚人，125万斯洛文尼亚人，75万意大利人。在奥匈帝国的人口总数中，日耳曼人仅约占1/4，而合计各族的斯拉夫人却占到1/2左右。由此可见，奥匈帝国是以压迫斯拉夫人为主要特色的。
由于民族复杂，奥匈帝国境内并没有一种可以完全通用的语言。此外，奥匈帝国境内还存在着4种不同的宗教：天主教、东正教、新教和犹太教。阶级矛盾和民族冲突交织在一起，奥匈帝国的统治基础是极为脆弱的。
从1848年至1916年，弗朗茨·约瑟夫一世（图30-2）统治奥地利达68年之久。而从1867年起，他又以奥地利皇帝兼任匈牙利国王，名义上是立宪君主，但实际上却具有半专制的权力。弗朗茨·约瑟夫一世原是在1848年的奥地利革命失败后被拥立的，他上承梅特涅的传统，保守成性，没有半点开明的思想。同时他又是一个城府甚深的人，精于权术，惯于利用帝国境内的民族矛盾，挑拨一个民族去反对另一个民族而坐收渔人之利。弗朗茨·约瑟夫一世是与奥匈帝国相始终的，在他去世之后，奥匈帝国就土崩瓦解了。

图30-2　弗朗茨·约瑟夫一世



二、奥匈帝国的经济概况
奥匈帝国可以说是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帝国，它境内的经济情况是极其不一致的。在帝国的两个组成部分里面，奥地利具有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而匈牙利则几乎纯粹是农业区域。
经过1848年的革命，奥地利已经废除了农奴制，不过它境内到处都还存在着封建残余，那种情形也许比德国更为厉害。在19世纪60年代，奥地利已经踏上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道路，制革业、纺织业、玻璃业、造纸业和酿酒业都相当发达。维也纳是世界的音乐之都，奥地利所制造的乐器世界闻名，供应着世界各地音乐界和学校的需要。在19世纪70—90年代，奥地利在工业发展的水平上远远地落后于美国、德国、英国和法国，但却走在意大利和沙皇俄国的前面。
捷克人所居住的波希米亚，一向是奥匈帝国中最先进的工业地区。在这里，有规模庞大的冶金业、纺织业、化学工业、机器制造业和兵工厂。不过波希米亚这些大工业的资方大多为德国人，而奥匈帝国的统治，也阻遏着波希米亚资本主义大工业的进一步发展。
在匈牙利，大土地所有制占了绝对的优势。少数的地主贵族领有匈牙利全部耕地面积的一半，而2/3以上的农民都贫无立锥之地，他们不得不在地主的庄园中出卖劳力而充当雇佣工。匈牙利的农民占人口总数的76％左右，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农业无产者。在1900年之际，匈牙利的农业无产者为数达415万人。
在19世纪之末和20世纪之初，奥匈帝国已经出现了垄断资本，这就更增加了它那对外的侵略性。



三、德奥同盟，奥匈帝国的侵略政策
当1866年普奥战争结束时，俾斯麦竭力主张不要过分地羞辱奥地利，而以比较宽大的条件与之媾和，其中自有深谋远虑。俾斯麦认为，普鲁士无论是要对付法国或对付俄国，都还必须利用奥地利。而奥地利要向东方发展，也必须仰仗普鲁士的帮助。所以，尽管普鲁士与奥地利曾经为了争夺德意志的霸权而发生过长期的龃龉，但在奥地利被排除在德意志的范围之外以后，这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倒反而日益接近了。
在普法战争期间，奥地利保持了中立，使普鲁士没有后顾之忧。而在德意志帝国成立之后，奥皇复与德皇、俄皇于1873年成立三帝同盟，以表示三国之间的睦谊。
不过，三帝同盟却完成是一个空洞的东西。它只是一种口头上的愿望，没有任何约束的力量。俄国与奥匈帝国在巴尔干半岛方面存在着尖锐的冲突，这种形势使两国无法保持和睦的关系。1876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就向俾斯麦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如果俄国与奥匈帝国之间发生战争，德意志帝国是不是愿意保持中立？俾斯麦沉吟半晌，答道：德意志帝国愿意使交战双方都不会丧失作为一个大国的独立地位和威势。这句话的含意，说得明白一点就是，德意志帝国决不能让奥匈帝国被俄国击败，如果俄国与奥匈帝国之间发生战争，德意志帝国是会站在奥匈帝国方面作战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受到这样的暗示，就猛然恍悟到三帝同盟是不可靠的了。
奥匈帝国侵略的矛头直接指向巴尔干半岛，它想吞并土耳其帝国境内的塞尔维亚，并由此再向东扩张到爱琴海地区。而俄国则以巴尔干半岛上斯拉夫各民族的保护人自居，它处心积虑地想削弱土耳其帝国以达到控制达达尼尔海峡的目的，甚至想占领君士坦丁堡。这样，奥匈帝国和俄国都把巴尔干半岛作为自己的侵略对象，它们之间的猜忌和嫌怨便愈积愈深了。在1877—1878年的俄土战争中，俄国原已击败土耳其帝国而强迫它签订了对俄国绝对有利的《圣斯特凡诺条约》（Treaty of San Stefano）（图30-3）。可是奥匈帝国却为了自己的利益，与英国一道出面干涉。结果，在1878年夏季为解决近东问题所召开的柏林会议上，列强胁迫俄国放弃它在《圣斯特凡诺条约》中所已经得到的大部分的权利。而奥匈帝国则由于德意志帝国的支持，把原先属于土耳其帝国、为斯拉夫人所居住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两省攫夺了过来。

图30-3　签订《圣斯特凡诺条约》
在柏林会议以后，德奥与俄国之间的关系更为恶化。奥匈帝国为了要保持它那些已获得的领土，便在外交上完全投入到德意志帝国的怀抱。1879年10月，奥匈帝国与德意志帝国签订了秘密的军事同盟。1879年所订立的德奥同盟在表面上是防御性的，但在实际上却是为了侵略。从此奥匈帝国与德意志帝国沆瀣一气，尽量地利用那个同盟条约来互相支援，对外执行侵略政策与战争政策。
1882年，由于意大利王国的加入，德奥同盟乃变为德、奥、意三国同盟。然而，奥匈帝国与意大利有历史上的嫌怨和领土上的纠纷，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不和睦的。所以在三国同盟里面，起主导作用的仍是德奥同盟，意大利只是一个不可靠的配角。
在20世纪初期，奥匈帝国更积极地向巴尔干半岛方面肆行扩张，而首当其冲的就是塞尔维亚。1908年，奥匈帝国正式宣布将它在1878年所占领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两省并入版图。同时，弗朗茨·约瑟夫一世的侄子、奥匈帝国的皇储弗朗茨·斐迪南大公（Archduke Franz Ferdinand of Austria）受到一批军人和金融资本家的支持，准备在巴尔干半岛上斯拉夫人所居住的地区再建立一个政治中心，使它得与匈牙利列于同等的地位，把二元制（奥地利和匈牙利）的帝国改变为三元制（奥地利、匈牙利和斯拉夫）的帝国。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图30-4）打算用这种方式来羁縻斯拉夫人，并借此削弱匈牙利人在帝国政治中的重要性。可是，巴尔干半岛上的斯拉夫各民族却不愿意受奥匈帝国的奴役，它们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希望以塞尔维亚为中心来建立一个自由、独立和统一的南斯拉夫国家，并且切盼能得到俄国的援助。这种冲突愈来愈尖锐化，后来终于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

图30-4　奥匈帝国的皇储弗朗茨·斐迪南大公



四、奥匈帝国的工人运动，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在民族问题上所犯的错误
奥地利的工人运动，差不多是与德意志的工人运动同时兴起的。在第一国际存在期间，奥地利的工人团体就建立了第一国际支部，从事于宣传和组织工作。
奥匈帝国境内民族复杂，而且各个地区的经济生活颇不一致，因此，它境内各地工人运动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1878年，在奥匈帝国境内最先进的地区波希米亚就出现了捷克社会民主党。不过，捷克社会民主党的领导权旋即被机会主义者所把持，它的发展是不健康的。
在19世纪80年代，奥地利的资本主义工业已经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工人阶级的队伍也相应地壮大了起来。1888年12月底，奥地利各地工人团体的代表集议于海因菲尔德城，决定成立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并且通过了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海因菲尔德纲领》。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在纲领中宣布以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原则，然而它却与德国社会民主党一样，没有涉及暴力革命和无产专政这一命题。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领袖是维克多·阿德勒（Viktor Adler），他富于组织才干，并且曾经经常受到恩格斯的指示。
1890年，匈牙利工人阶级也成立了社会民主党。它与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没有什么组织上的联系，可以说是一个完全独立的政党。1897年秋，匈牙利的农业无产者掀起了大规模的起义。
奥匈帝国境内的民族纷争，给工人运动带来了很大的灾害。荒谬的是：奥匈帝国境内各族的社会民主党人不是从无产阶级的立场来看民族问题，而是用民族的区别来分化无产阶级。他们坠入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泥坑，企图以民族斗争来代替阶级斗争，这就破坏了无产阶级的团结，妨害了工人运动的正常发展。在1897年的维也纳大会上，前此尚系统一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正式改组为由6个民族的社会主义团体所结成的联盟。后来，那6个依照民族的区别来划分的团体又各自变成了独立的政党，彼此互相排斥，在工人群众中造成了恶劣的分离主义和宗派情绪。
在1899年的布隆大会上，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制定了关于民族问题的纲领。《布隆纲领》不是在民族自决权的口号之下制定的，而是在那旨在维护奥匈帝国旧有体制的民族文化自治的口号之下制定的。它要求奥匈帝国境内的每一个民族，不论其成员所居住的区域如何，都组成一个民族界线鲜明的自治团体，完全独立地来管理自己全部的文化事务。换句话说，这就是要使散住在奥匈帝国境内的日耳曼人、马扎尔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波兰人、乌克兰人、南斯拉夫人，等等，各自组成一些民族文化自治的单位，以加入奥匈帝国。这种办法就是要以民族的标志来掩盖阶级的对立，并且使每一个地方的无产阶级都将按照民族的区别而分散开来。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在民族问题上所犯的错误即在于此。
实际上，民族文化自治的口号只是把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偷用到工人运动中来。列宁说道：“无论奥国或俄国的一切民族的资产阶级，都是借‘民族文化’的口号，在实际上分裂工人、削弱民主，与农奴主进行出卖人民权利和人民自由的买卖勾当。”（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论民族自决权》，1955年莫斯科中文版，第8页）
马克思主义者对于民族问题的看法，是从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和全世界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的。民族问题是整个革命问题中的一部分，它的性质和任务是随着革命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而变更的。然而，只有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才能彻底地解决民族问题。



第三十一章　1861—1914年的俄国
一、俄国农奴制的废除
19世纪50年代，俄国在经济发展上仍颇为落后。当时俄国还是以农奴制的封建经济占绝对优势，它境内的资本主义工业是极幼稚的。
当时俄国约有90％的人口都是农民，而农民中绝大部分又都是被束缚在土地上而没有人身自由的农奴。1859年之际，俄国约有2300万男性农奴，其中皇室农奴为数约1280万，私人农奴约1020万。农奴制阻碍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它是造成广大人民贫穷、困苦和愚昧的根本原因。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俄国农奴制的落后性更加充分无遗地暴露了出来。
俄国经济发展的全部进程都要求废除农奴制。农民前仆后继，不断地掀起了反封建的农民起义。俄国农民起义在1858年为86次，1859年为90次，1860年为108次。一些先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也热烈地宣传改革。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慑于这种形势，在1856年对地主贵族们说：“与其等待人民从下而上地来废除‘农奴制’，则不如由我们自己从上而下地来进行改革。”
1861年3月3日（俄历2月19日），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图31-1）颁布了解放农奴的敕令，使2300多万名男性农奴及其家属在法律上获得了人身自由。依据解放敕令：政府用金钱从地主贵族手里购买一部分的土地，用以分配给农民去耕种，农民则须用零星付款的方式在49年以内偿清政府所预先垫出的那一笔土地价款。这样，从前的农奴获得了人身自由，地主不得再买卖或交换农奴。地主不能再禁止农民结婚，也不得干涉其家庭生活。农民有权用自己的名字订立契约，从事买卖和其他事业，领有动产和不动产，用他自己的名字进行诉讼。农民有权变更他的农民等级，变为市民或商人。

图31-1　沙皇亚历山大二世
然而，土地不是直接分配给农民个人，而是分配给各个农村公社（mir，音译为“米尔”），由各个农村公社按照成员户口人数的多寡，进行再分配。农村公社基本上是被富农和土豪所把持，它虽然每隔10年或12年就要把土地重新分配一次，但实际上却只是富农剥削贫农和雇农的一个机构。同时，农村公社的成员是互相担保的，他们对于偿清政府的垫款负有连带责任。沙皇政府就用这种联环保的方法，仍旧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
这种改革是极不彻底的：一方面，贵族仍旧拥有大量的土地，仍旧对农民进行着繁重的封建剥削。而在另一方面，那些在法律上获得了人身自由的农民虽然不再受地主贵族的压迫，但却苦于政府的苛捐杂税，要在很长的时期内偿清政府所付给地主的那一笔垫款。当时，地主所拿出来分配给农民的土地约值6.5亿卢布，但农民在49年内加利息偿清，至1905年已共付约20亿卢布，即约合原价的3倍多。甚至有人说：过去农民是地主贵族私人的农奴，而现在却成为国家的农奴了。
尽管如此，农奴制的废除却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它标志着俄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列宁写道：1861年的改革“是俄国转变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大步骤”。（《列宁全集》第十五卷，第143页）马克思则写道：“当前世界上的大事：一为俄国农奴制的废除，一为自从布朗起义后美国的黑奴解放运动。”
在废除农奴制以后，俄国的资本主义工业虽然还受着封建残余的束缚，但已经发展得很快了。在1861—1881年那20年间，俄国纺织品的年产量增加了3倍，而机器纺织业已经压倒了手工纺织业。
俄国幅员辽阔，资源丰富，煤、铁、钨、石油等矿藏和森林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1881—1904年，俄国煤年产量增加了6倍，从300万吨跃为1800万吨。在同一时期之内，俄国钢铁的年产量则增加了4倍，达到300万吨，已经超过了法国而在全世界列于第四位。
1861年，俄国铁路的长度还不到1500俄里。然而在这以后，俄国铁路事业的发展极为快速，单在1890—1900年的10年之中，俄国就兴建了21000多俄里的新铁路。1905年，俄国筑成了从圣彼得堡直至海参崴，横贯西伯利亚的大铁路。
由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无产阶级的队伍日益壮大。1865年，俄国产业工人的人数还不到71万，但到了19世纪末叶，俄国的产业工人则增加到280万。不过，列宁在所著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曾经指出：直到1897年，俄国的农业人口仍占总人口的5/6，而工商业者却只占总人口的1/6左右。



二、列宁早期的革命活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建立，布尔什维克党的产生
在19世纪中期，俄国出现了车尔尼雪夫斯基（Nikolay Chernyshevsky）、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杜勃罗留波夫（Nikolay Alexandrovich Dobrolyubov）、维萨里昂·别林斯基（Vissarion Belinsky）、赫尔岑（A．I．Herzen）等优秀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家。他们在俄国发展了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并且散布了革命的种子。
俄国伟大的文学家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涅克拉索夫、托尔斯泰（图31-2）、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在他们的作品中都揭露了专制政体的罪恶，反映了广大人民渴求解放的情绪。这些文学上的巨匠，启迪了俄罗斯人的灵魂并且塑造了革命人物的形象。

图31-2　托尔斯泰
19世纪70年代，在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团体尚未在俄国形成以前，俄国出现了民粹派（Populist）运动。民粹派自称为“人民的精粹”，他们否认俄国有资本主义发展的前途，梦想利用农村公社（米尔）的组织以直接达到社会主义社会。他们鼓吹到民间去，有许多贵族出身的青年男女都离开了学校和闺阁，打扮成农民的模样，到乡村中去进行宣传。然而，他们并没有真正地了解农民，农民也没有跟着他们走，有时反而把他们逮捕起来交给警察。于是，他们就斥骂人民为蚩蚩群氓，决定不要人民而用个人的英雄行动去反对专制主义，但结果却犯了更严重的错误。民粹派分子并不懂得社会发展的规律，他们与科学社会主义是背道而驰的。
1881年3月，民粹派中最激烈的秘密团体民意党用炸弹炸死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然而，这种暗杀个别人物的恐怖行为，实际上对革命是有害的。结果专制政体并没有因此而受到削弱，继任的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比亚历山大二世更为专制。在亚历山大三世的统治之下，俄国人民更说不上有任何的政治自由了。
在俄国首先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是普列汉诺夫（Georgi Valentinovich Plekhanov）。1883年，普列汉诺夫在日内瓦流亡时组织劳动解放社，那是俄国历史上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团体。劳动解放社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译为俄文，它在传播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想上做了许多启蒙的工作。普列汉诺夫批判了民粹派谬误的观点，从而也就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立场。1895年，普列汉诺夫所著的《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一书出版。用列宁的话来说，那部书“教育了整整一代的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全集》第十四卷，第347页）
然而，普列汉诺夫对民粹派的斗争是不彻底的，他本人也犯有严重的错误。于是，在俄国建立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任务，便由列宁担负起来。
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创始人列宁，原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Vladimir Ilyich Ulyanov），于1870年生于伏尔加河流域中部的辛比尔斯克城（Simbirsk，现已经改名为乌里扬诺夫斯克）。他的父亲执教于中等学校，是一个具有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列宁早年就在他父亲的督导之下，阅读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等启蒙思想家的作品。列宁的兄弟姊妹都参加了革命活动，他的长兄即为民粹派中民意党的成员，因谋刺沙皇亚历山大三世被判处死刑。当列宁闻知他长兄牺牲的噩耗时，便说道：“不，我们不能走这条路，这条路是走不通的。”1887年，列宁进喀山（Kazan）大学，一开始便参加了同学中的马克思主义小组，但不久就因为参加革命活动被捕，并且被开除了学籍。
1893年年末，列宁来到俄国的首都圣彼得堡，他那充沛的革命热情和卓越的组织天才，迅即使他成为当地马克思主义小组中公认的领袖。1895年，列宁在圣彼得堡组织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这个团体便是俄国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最初的萌芽（图31-3）。

图31-3　列宁在圣彼得堡组织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
1894年，列宁发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在这一战斗性的著作中，他批判了民粹派的理论，指出了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进行革命斗争的基本任务。
1895年12月，列宁被沙皇政府逮捕，接着又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列宁寄寓在西伯利亚的荒村中达3年之久。在这期间他始终保持着与同志们的联系，并且完成了他的巨著《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工人运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领导，便会产生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政党。1898年3月，圣彼得堡、莫斯科、基辅等城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代表集议于乌克兰的明斯克城（Minsk），他们宣告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成立。但它的负责人迅即被捕，并没有能展开活动。
1900年秋天，列宁从西伯利亚的流放地获释后转往西欧。本来，列宁早就想创办一个规模较大的秘密机关报，把俄国各地的马克思主义团体联系在一起，使它成为一个统一的战斗力量。这时，列宁就在国外与普列汉诺夫等合作，出版《火星报》（Iskra）。“行看星星之火，将燃成熊熊之焰”！这由列宁所点起的革命火星，果然以燎原之势燃遍了俄国，而终于把沙皇政体以及资产阶级的政权烧为灰烬。
1902年，列宁出版《怎么办？》一书，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思想体系和行动纲领。
1903年7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英国首都伦敦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就是在这一次的大会上，出现了以列宁为首的革命的布尔什维克（Bolshevik，多数派）和以马尔托夫等为首的孟什维克（Menshevik，少数派）。



三、日俄战争与朴次茅斯和约
在1894—1895年的中日战争之后，中国被迫承认朝鲜“独立”，并将台湾、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及其军港旅顺口割让给日本。但由于俄国联合德法两国出面干涉，日本却不得不放弃它所已经获得的一部分赃物，把辽东半岛连同旅顺口退还给中国，而以从中国取得更多的赔款为补偿。
当时俄国对于中国是具有极大的野心的，而中国的清政府为了防范日本更进一步的侵略，也需要依靠俄国为奥援。1896年，李鸿章趁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之际访问俄国，在圣彼得堡缔结了《中俄密约》，约定两国军事合作，并允许俄国在中国境内建造铁路。
19世纪末叶，帝国主义列强纷纷在中国抢占租借地并划分势力范围（图31-4）。1898年，俄国从中国手里取得了辽东半岛连同旅顺口、大连港的租借权，并且开始兴筑南满铁路，以与中东铁路相衔接。同时，俄国的势力也扩张到朝鲜。1900年，俄国与列强联合出兵镇压中国的义和团起义，借此以大军10万人占领中国东北，事后竟迟迟地不撤兵。当时沙皇政府已经拟定了计划，想把中国东北变为“黄种人的俄罗斯”。

图31-4　19世纪90年代描绘英国、德国、俄国、法国和日本欲瓜分中国的漫画
对于俄国势力在东亚的扩张，日本是又嫉又恨的。日本帝国主义觉得俄国是它自己在鲸吞东亚时所遇到的最大的阻碍，因此便准备与俄国决一死战。1902年，日本与英国缔结反俄军事同盟。1903年，日本政府向俄国致送牒文，要求它撤退在中国东北的驻军。但俄国对于日本的牒文并不重视，以为像日本这样的蕞尔小国是不足惧的，因此它也就没有认真地做什么军事准备。
日本与俄国为了争夺在中国和朝鲜的权利，势必要以兵戎相见。1904年2月8日（俄历1月26日），日本不宣而战，以优势的海军突袭旅顺口要塞，使停泊在那里的俄国舰队遭受到惨重的损失。同一天，日本又击毁了俄国停泊在朝鲜仁川港的舰队。于是，日俄战争便爆发了。这时中国的清政府宣布中立，把山海关以外的国土划为日俄两国的交战区。
俄国在军事准备上处于劣势的地位。当时横贯西伯利亚的大铁路还没有完全通车，俄国须经14000多公里的路程，把军队和物资从它的心脏地区调集到远东来作战。而沙皇政体的腐败无能，又大大地削弱了军事力量。战斗一开始，俄国就节节失利。1904年4月，俄军被日军败于鸭绿江畔的新义州，丧失了朝鲜。8月，俄军被日军败于辽阳，9—10月，俄军与日军战于沙河，俄军再败。1905年2—3月，俄军与日军共约60万人在沈阳附近进行决战，俄军又败。这样，沈阳以南的地区便为日军所攘夺。
1905年1月2日，由于军事长官的叛国行为，俄国在远东的海军基地旅顺口被日军攻陷了。
这时，沙皇政府调派庞大的波罗的海舰队来与日本海军进行决战。那波罗的海舰队绕行了半个地球，疲惫已极，1905年5月27日，它在对马海峡遭遇到日本海军的伏击，结果20艘军舰中有13艘被击沉，4艘被俘虏，几乎是全军覆灭。这样，俄国在陆上和海上都完全失败了。
在日俄战争期间，双方死伤的兵员不下70万人。而中国东北的人民遭受战争的荼毒，更是庐里为墟，生灵涂炭。
日俄战争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双方都是为了掠夺（图31-5）。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希望沙皇政府在战争中失败，因为那对于世界人民的解放事业是有利的。列宁认为：“俄罗斯的自由和俄罗斯以及全世界无产阶级为实现社会主义而斗争的胜利，都系于沙皇专制政体所造成的军事失败。”而当旅顺口失守时，列宁则写道：“旅顺口的陷落，是专制主义崩溃的开始。”

图31-5　关于日俄战争的漫画
波罗的海舰队的覆灭，已使俄国无力再战。而国内革命运动的高涨，也使沙皇必须与日本媾和。1905年9月，俄国与日本接受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的调解，双方派代表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朴次茅斯城（Portsmouth）订立和约，规定：（1）俄国把远东半岛连同旅顺、大连的租借权转让给日本；（2）俄国把南满铁路让与日本经营；（3）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有自由行动之权；（4）俄国把库页岛的南部割让给日本。
直到40年以后，即在1945年，苏联红军粉碎了日本在东亚大陆上的主力部队，促成了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的解放事业，远东的形势才从根本上改变了过来。



四、1905年的俄国革命
沙皇政府在对日战争中的失败，引起了俄国人民革命运动的高涨。
1904年12月，巴库的石油工人掀起了大罢工，提出“打倒沙皇专制”、“打倒战争”等口号。巴库工人的斗争，便是1905年年初俄国革命运动高涨的开端。
1905年1月22日（俄历1月9日），圣彼得堡有14万劳动人民向沙皇请愿。他们抬着沙皇的相片，捧着教堂的旗帜，唱着宗教的祈祷诗，朝着沙皇所在的冬宫进发。他们在请愿书中写道：“我们，圣彼得堡城里的工人，偕同我们的妻室儿女和老弱父母，特来向皇上请求公道和保护。我们生活困苦，备受压迫，被迫担负苦重不堪的劳动，受着欺压侮辱和非人的待遇……我们已再三忍耐，但是我们日甚一日地被推入贫困、无权和愚昧的深渊中去，专横的暴政压制着我们……我们再不能忍耐下去了。我们已经活到了可怕的时刻，我们宁死也不愿继续忍受这种难堪的痛苦。”工人们要求言论出版自由、工会自由、召集立宪会议来改变俄国的国家制度、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教会与国家分离、停止战争、规定8小时工作制、土地归农民，等等。这完全是一次和平请愿，工人们手无寸铁。然而，沙皇政府不仅不考虑请愿书的要求，反而命令军警开枪屠杀，结果当场被击毙的工人有1000多名，受伤的有2000多名。那积着冰雪的圣彼得堡的街道，被工人们的鲜血染红了。1905年的1月22日是星期日，所以它在历史上被称为“流血星期日”。
经过了流血星期日的教训，劳动人民便放弃了一切对沙皇的幻想。连工人中较为落后的分子都恍悟到：沙皇并不是什么人民的“慈父”，而是屠杀人民的大刽子手。全俄罗斯的劳动人民都义愤填膺，纷纷用实际行动来抗议沙皇的暴行。群众高呼“打倒专制制度”，革命开始了。
1905年5月，圣彼得堡、莫斯科、华沙、洛兹、里加、巴库和敖德萨等城市都发生了政治性的大罢工。工人们游行示威，甚至以武装抵御沙皇军队的干涉。列宁认为这些斗争是俄国工人阶级所进行的第一次的武装起义。
与城市里的工人罢工相呼应，俄国各地的农民也风起云涌，发动了反封建的斗争。要求把地主贵族的土地拿出来分配。
1905年6月，黑海舰队中的波将金号战舰（Battleship Potemkin）起义了（图31-6）。倾向革命的水兵格杀了他们所最仇恨的军官，在战舰上挂起了红旗，开进敖德萨港来策应罢工的工人。波将金号的起义是俄国军队转变到革命方面来的第一声春雷。列宁写道：“破天荒第一次，沙皇制度下武装部队中的一个重要成分，一整艘军舰公开地投降了革命。”

图31-6　纪念1905年波将金号战舰起义的宣传画
俄国原是民族的监狱。在1905年内，俄国境内芬兰、波兰、乌克兰、外高加索、中央亚细亚和西伯利亚等地的少数民族都先后掀起了起义。
1905年7月，列宁出版了《论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拟定了当时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列宁认为，虽然当时俄国的革命还不能直接越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但这个革命的根本动力则为无产阶级和农民。俄国的无产阶级完全可能而且必须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取得领导权，联合全国人民来推翻沙皇政体。然后，无产阶级再在这一胜利的基础上，与劳动农民一起，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化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列宁的策略，确立了当时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方向。
1905年10月，俄国各大城市爆发了政治性的大罢工。就是在这些斗争的过程中，俄国工人阶级创造了一种新型的革命组织，那便是工人代表苏维埃（Soviet）。苏维埃是1871年法国巴黎公社组织形式进一步的发展，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形态。
沙皇政府被革命的力量所吓倒，于是就设法来缓和人民的斗争情绪。1905年10月30日（俄历10月17日），沙皇尼古拉二世发表宣言，承认召集杜马（Duma）作为立法机关，允许扩大人民的选举权，并答应保证人民有身体身由，以及信仰、言论、集会和结社的自由。果然，资产阶级中的所谓民主派满足了，他们离开革命而成为沙皇的拥护者。但是，劳动人民知道沙皇的这些诺言只是空头支票，是一种欺骗的手段。他们不但没受愚弄，反而加强了革命的斗争。当时民间流行着这样几句讽刺性的歌谣：“沙皇大吃惊，颁布了宣言：死者得自由，活人进牢监。”
俄国各地的政治罢工终于演为武装斗争。1905年10月，圣彼得堡附近的喀琅施塔得（Kronstadt）海军基地爆发了起义，革命的水兵捣毁了反动军官的住宅，并且一度掌握了要塞的炮台。11月，停泊在塞瓦斯托波尔要塞的黑海舰队酝酿反正，有几艘战斗舰升起了革命的红旗。12月，莫斯利工人和一部分士兵掀起了武装起义，他们与沙皇所派来的军队进行了九天九夜猛烈的巷战。同时，在其他的许多城市，甚至在辽远的海参崴，都发生了武装斗争。
莫斯科等地的武装起义是1905年俄国革命的最高点。沙皇政府在与日本媾和以后，便把在中国东北的军队撤回，集中全力来屠杀本国的人民。俄国各地的武装起义都先后失败，于是革命暂时退却，沙皇政府更变本加厉地肆行专制统治。
1905年的俄国革命之所以失败，是由以下的几个原因促成的：（1）当时俄国的工人阶级还没有与农民结成强固的联盟，虽然有一部分农民也曾经进行过反地主的斗争。但大多数的农民在政治上仍旧是很保守的，他们的行动过于散漫。（2）农民自觉性的不足，也反映在由农民子弟所组成的沙皇军队的态度上。虽然有一部分的军队也曾经掀起过武装起义，但大多数的军队则替沙皇充当了盲目的工具，来镇压革命。工人、农民和士兵这3个基本的力量，尚未融合在一起。（3）当时俄国工人阶级政党的内部还没有达成必要的统一和团结。布尔什维克是坚持着正确的革命路线的，但孟什维克的妥协政策，却分散了工人阶级的斗争目标和力量。（4）各地的工人没有齐心一致地同时展开斗争，这便使沙皇政府得以用各个击破的方法来摧残革命。（5）西欧的帝国主义列强大力地支持了沙皇政府。当时德皇威廉二世曾准备出兵数万人进行武装干涉，以扑灭俄国革命。而在1906年的春天，法国银行家又贷给沙皇尼古拉二世（图31-7）一笔巨额的借款，作为镇压革命的资本。

图31-7　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家
1905年俄国革命虽未成功，但它在历史上的意义十分重要。在那次革命中，俄国的工人阶级累积了丰富的政治斗争的经验，分辨了各个阶级的动态及其相互的关系，并且创造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形态——苏维埃。在这些意义上我们可以说：1905年的俄国革命是1917年10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预演。
在国际上，1905年俄国革命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列宁在1914年所发表的《论民族自决权》中写道：“在东欧与亚洲方面，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是在1905年才开始的。俄国、波斯、土耳其的革命，巴尔干半岛的战争等，就是现今时代我们‘东方’所发生的一串有世界意义的事变。”（《列宁文选》两卷集，第一卷，第831页）在1905年俄国革命以后，东方人民渐渐觉醒。1911年，中国人民推翻了清朝统治而建立了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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